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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王寅教授将他的新著《认知语言学》打印稿寄我，A4纸用了700多页，装订成3巨册，令人钦佩不已。王寅教授肩负行政工作，但仍旧能够挤出时间，刻苦钻研，认真研究，成功地完成了国家级研究课题，若没有惊人的才智和毅力、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热爱，是难以完成此任务的。

本书为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研究价值不言自明。本课题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反映了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的前沿课题之一。就认知科学而言，它主要研究心智表达如何促使有机体产生适应性行为和对世界的认识。这样说虽然有些简单，但包括了认知科学的三个重要方面：（1）对多学科性的认识；（2）客体的解释是对有指导的行为和认识的认同；（3）内部知识表达和转换涉及对这个解释的确认。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与二次世界大战后认知科学最初植根于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指广义的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等）不同，作者明确地说明他的研究着重论述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即以Lakoff、Langacker、Taylor等人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其基本特性是研究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通过“心智范畴”（或“意象图式”）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本书重点研究了范畴化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语法化、隐喻认知以及象似性等方面。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我们对“现实”体验的上述种种途径或手段的源头，来自我们通过自身对世界的经验。应该说，国内已有学者对上述有关内容进行了一些介绍和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方方面面作整合性、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当属本书。

我对本书研究过程中的主导思想印象很深，即王寅教授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述主观与客观问题，如马克思（1844/1979：126）在论述“人化的自然界”时指出：“任何一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另一处，作者又引用了马克思1845年有关认知主体能动性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引自本书第八章第四节），我总觉得现在有些新生代学者热衷于侈谈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类时尚，就是缺乏科学思想最根本的指导。

正因为作者能用科学的方法论武装自己，在本书中不时有表述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学术权威的看法。如在第十四章中，他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以及其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前者基于音响形象，后者基于概念。不破不立，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语言形式（或符号形式）”与“所指意义”这对新术语，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同一章中，作者讨论象似性辩证观与任意性支配观时，谈到“我们接受象似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任意性，我们所否定的是索氏‘任意性支配观’。”我认为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倘若过于强调任意性的支配地位，把象似性看作零星的个案，只能遮掩人们的视线，从而不能经由认知的视角去探索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是如何创造、使用和发展语言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团，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但当他们面对世界、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时，都离不开象似性的过程。“约定俗成”一词过去强调其任意性，其实“俗成”就包含着个体对世界认识过程表现的象似性，“约定”就更离不开其进行过程中的逻辑性、统一性。因此，我认为这是本书闪现出的一个创新的亮点。

本书还有很多创新亮点，这表现在作者不满足于介绍国外现成的著作或观点，而是做了大量消化吸收、洋为中用、不断创新的工作。作者能收集语料，特别是汉语语料，对别人的和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验证。如在有关范畴理论的第三章，作者通过汉英词语形成规律的比较，指出汉语较多地运用了定中构词法，对范畴层或次范畴层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第五章对意象图式的讨论，能根据汉语“上”这个词的意义引申来说明问题，并与英语的over和on做了独到的比较（任意性学者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作者在第七章中还能针对现有几种认知模型之不足，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而且该模型显示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为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用“统一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各层面的研究方法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途径。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讨论隐喻时，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这往往为英语界的学者所忽视。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偏向于词语和句子，作者在本书中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辟两章讨论语篇层面上的认知研究问题。如在第十章“认知与语篇”中，作者举的都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对话，一则描述两位同学的对话，一则是顾客与商场服务员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研究认知与语篇的关系了，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Chafe
(1)

 ，但作者讨论得更为深入，此举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交际时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不是一词一句，而是以语篇为单位的。只有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才能更完整、如实地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对现实感知和认识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第十六章中还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扩展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认知语言学又为翻译界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从全书看，作者非常注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用性，对一些理论都能谈到其应用价值。如第十三章关于隐喻认知理论的讨论中，作者介绍了隐喻理论在英语语言教学和文体分析中的运用，指出“隐喻不仅是一个帮助我们丰富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创新思维、语言习得密切相关。”为此，作者本人在教学中曾尝试将computer一词既隐喻性地类比其外形（a radio，a paper box，a wardrobe，a desk，a notebook，a bookcase …），也隐喻性地类比其作用（storehouse，collector，mathematician，teacher，man's brain，telephone，game player，camera，designer，writer）。在讨论任意性和象似性时，作者联系到语言教学中的形式本体观教学法和语义本体观教学法两者的分歧。作者这一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实用意义，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都去研究这个理论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如作者介绍了原型范畴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具体应用，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等等。

最后，作者归纳了本学科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认知”的范围该如何界定才合适？范畴中的中心原型成员该如何确定？Taylor的“语义链”能否解决中心成员的确定问题？如何掌握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对三维空间如何获得稳定的理解？这样的问题有十多个，如究竟是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影响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认识，还是人们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不同认识影响到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我想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他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不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之不可取，而更应该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研究该如何向纵深发展。我们不做观望派，仅只评头品足，而是投身实践，在现实交流中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哪怕是很小一步，王寅教授一定会很高兴的。

胡壮麟

2004年12月2日

北京大学蓝旗营



————————————————————


(1)
  见拙文“认知与语篇产生”，《国外语言学》1993年第2期，2-6页。


序二

读完王寅教授的《认知语言学》，我有很多话要说，不仅是因为作者让我作这个序，而是因为读后深有感触。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已关注语言研究；说它年轻，是因为把语言作为心灵的窗户，用来探讨大脑认知，使语言学登上认知科学的大雅之堂却是近40来年的事。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的一场语言学革命，把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讨大脑的语言习得机制。在那以后的40多年里，乔氏创建的生成语法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一直占据着世界语言学舞台的中心，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然而，语言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至今仍有很多东西未搞清楚。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视角不同，研究的切入点也会不一样，因此形成了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流派。每个流派往往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难免留下疏漏，为新流派或同一流派下新研究方向的发展做了铺垫，而一个新流派的发展和进步往往伴随着对前人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当今认知语言学就是在对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语言学的批判中诞生的。

为什么要批判这样一个曾经引起语言学一场大革命的理论呢？原因之一，是乔氏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画地为牢，自成体系，高度抽象地研究语言形式，冷落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更是排斥语境的作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语言形式不大可能离开意义而独立存在。形式首先是服务于意思表达的，并产生于意义交流的互动过程之中。此外，语言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交际功能，而交际则是意义的交换，并且总是发生在语境里，语言离开语境，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失去了生存之根本。遗憾的是这个常识性的道理，TG语言学家们若不是忽略了，就是有意置之不理。然而，常识往往体现某种规律性，对常识的深入思考往往导致创新。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们从常理出发，以语义为先导，一开始就是在做对的事情，瞄准了正确的研究方向，把握住全局，进而把事情做对。正是由于方向正确，研究的理论基础正确，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这棵嫩芽逐渐成长为一棵茁壮的参天大树，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结出了累累硕果，渐成主流学派，前景一片光明。一批思想活跃的语言学家聚集在认知语言学这面大旗下，探究语言的方方面面，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杂志，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在语言学的一些领域里领导着当今的研究新潮流，如语法化、隐喻、象似性、语篇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示了这门学科极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王寅教授是我国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发表过许多研究论著，《认知语言学》是他最近完成的一部力作。拜读此书之前，我心里有些纳闷：认知语言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传承着古代哲学大师们的思想，又经过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文献浩如烟海，如何筛选材料，将这门学科系统地介绍给读者呢？这肯定是一件颇费工夫和思量、难以做到的事情。读了这本书，我发现，王寅教授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令人佩服。他旁征博引，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将认知语言学的概貌和主要成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若想了解什么是认知语言学，这门学科根植何处，与其他语言学流派有哪些不同，范畴、概念、意义这些术语代表什么，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如何，当今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在哪，什么是认知语法，什么是语法化，语篇为什么受到重视，隐喻研究为什么重要，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为什么引起语言学家们的关注，认知语言学如何看待语言习得，对外语教学有何启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读者都可以从书中找到很好的答案。

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在介绍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的同时，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结合到论述之中，对各家之言采取一种批判性接受的态度，他的精辟分析贯穿着整本书。作者若不是长期致力于认知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广博的知识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积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研究心得，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得如此成功的。

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本实用的语言学教材。如果您想借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去研究汉语，此书一定对您有帮助；如果您想开展语言习得研究，了解习得什么，此书可以帮助您找到习得研究的切入点；如果您是教师，想给研究生开设认知语言学课，此书不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而且还附有丰富的思考题和巩固练习；如果您想通过了解语言的运作机理去改进外语学习和教学，此书一定会给您很多启发。总之，这本书的问世，对我国的语言研究者，对研究生，对语言教师，无疑是一大喜讯。

王初明

2004年10月


前言

（一）

20世纪前60年语言学研究主要是描写性的结构主义倾向，着重分析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特点、关系等，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从描写转向解释，乔姆斯基所倡导的转换生成（TG）学派一反昔日的描写情结，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这样，从而形成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结构主义与TG学派，都是从语言内部结构入手进行的研究。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并兼有唯理性倾向，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并运用了物理、化学的分析方法描写语言内部结构，强调语言的内指性、系统性。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学派的哲学基础是混合哲学（笛卡儿的天赋论和二元论，以及形式主义），心理学基础是纯心智主义，认为语言和句法都是自治的，可用形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心理学基础是建构性的心智主义、互动论、连通论。

TG语言学派在50年代就提出了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观点，70年代后期许多认知语言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著名学者Winograd在198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作为认知过程的语言》（Language as a Cognitive Process
 ）的专著。Taylor（1996：21）指出：当前语言研究的一个总趋势是认知研究，即认为语言是心智（认知）的现象。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由Essex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教师Andrew Radford、Martin Atkinson、David Britain、Harald Clahsen、Andrew Spencer集体编写的新书《语言学导论》（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开宗明义地指出：语言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主要方向应该将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系统来进行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学派有同源关系，但认知语言学家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乔氏假设截然相反的观点，逐步形成了语言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认知语言学，且近年来已渐成主流学派。

由于认知语言学与TG语言学在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在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两大学派在自足性、客观性、生成/概括的优先性、普遍性、形式/功能观等很多基本假设上存在根本对立。认知语言学家在强调认知的同时主要强调了语言的“体验性”、认知主体的想象力，坚决批判语言天赋说，坚持从体验性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将语言视为人类整个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语言的意义不可能限于语言内部，而主要应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是使用者对世界理解的结果，具有动态性、可变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而且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意义，研究语言时必须将语义置于首位，因而认知语言学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认知语义学，在语义描写时必须废除客观主义的指称论、真值论、成分论、形式论等观点。因此，语言就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句法也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它们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身体经验、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语言表达与主客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之间（即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关系。

如果说TG学派是对描写性结构主义学派的一次革命，则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2000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的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koff教授和Langacker教授都对笔者说过：We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angacker，2000：261）。功能语言学侧重语言的社会方面，主要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将语义置于中心位置，但也不排斥心理方面的研究（胡壮麟，1991）
(1)

 。认知语言学更侧重语言的心理方面研究，强调认知方式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社会文化、百科知识对于语义理解的必要性。可见，两者研究的侧重点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观点、原则、方法有很多相仿之处，可将两学派结合起来。戴浩一（1989）则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尝试，提出了认知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强调从认知和功能这两个角度来论述语言。

（二）

“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是用来指真正研究大脑中的语言（参见Lamb，1998：381）。但时下国内外学者所说的认知语言学与Lamb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并不相同，常指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盛行于欧洲和北美及其他国家，本世纪已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1989年春天在德国的Duisburg召开了第14届国际LAUD研讨会（Linguistic Agency University of Duisburg），这次会议也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
(2)

 。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创办了“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每年四期）。由René Dirven、Ronald W．Langacker、John Taylor等主编，德国Mouton de Gruyter出版的《认知语言学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丛书，现已出版到第25卷，这一卷由我国学者Chen Rong（陈融）编写，书名为《英语倒装研究——一种“背景先于图形”的构造》（English Inversion — A “Ground-Before-Figure”Construction
 ）。1993年荷兰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开始发行《语用学与认知》（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期刊。协会的成立和召开，刊物的出版和发行等一系列活动，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坚实基础，吹响了全面进军认知语言学的号角。

ICLA到目前为止分别在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召开了7届国际研讨会，2003年7月在西班牙召开了第8届研讨会。一股“认知语言学”的强劲风潮从北美和欧洲大陆刮向了全世界，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近年来发展迅猛，越来越得到普遍承认，形成了结构主义学派和TG学派渐渐让位于认知语言学派的趋势，后者已逐步成为主流学派。近二十几年来一大批学者奋斗在这一领域，各类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数量猛增。

Lakoff & Johnson于1980年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1999年出版了《基于身体的哲学——体验性心智以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下文简称《体验哲学》），Lakoff于1987年出版了《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对于心智揭示了什么》（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

Langacker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出版了《认知语法的基础》第一卷和第二卷（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I：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Vol．II：Descriptive Application
 ），2000年出版了《语法和概念化》（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

Taylor于1989年出版了《语言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原型》（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003年出第二版），1996年出版了《英语中的所有格构造——一项从认知语法角度的研究》（Possessives in English — 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
 ），2002年出版了《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等。

Johnson于1987年出版了《心智中的身体——意义、想象和推理的身体基础》（The Body in the Mind —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 & Reason
 ），Sweetser于1990年出版了《从词源学到语用学——语义结构的隐喻观和文化观》（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Dirven & Verspoor于1998年出版了《语言与语言学的认知探索》（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Ungerer和Schmid于1996年合作出版了《认知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Croft & Cruse于2004年出版了《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这两本书已被国内外很多院校用作教材。

这些著作都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著作。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学者的广泛响应，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零散介绍国外这方面的理论和研究成果，90年代后期至现在该领域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各大语言研究刊物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稳步增多，并出版了十多部有关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如：

张　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袁毓林（1998）《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

熊学亮（1999）《认知语用学概论》

王　寅（1999）《论语言符号象似性》

（2005）《认知语言学探索》

（2006）《认知语法概论》

石毓智（2000）《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束定芳（2000）《隐喻学研究》

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

胡壮麟（2004）《认知隐喻学》

等等，这使得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

特别是进入新千年，我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逐步深入，各高校和语言研究机构纷纷立项，呈现出系统化、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从介绍综述走向专题研究，从理性探索走向语言教学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从单语分析走向汉外对比，从理论基础阐述走向认知方式（又叫认知工具、认知策略，主要包括：体验、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知模式［包括框架、CM、ICM、ECM、心智空间等］、隐喻转喻、识解
(3)

 、激活、关联等）透视。与此同时，为促进我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认知语言学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活动也相继进行。苏州大学于2000年4月7日至12日举办了全国第一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近百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John Taylor教授及笔者等共作了8场报告。2001年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2002年10月19日至24日，苏州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二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有来自全国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150多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Fauconnier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河南大学徐盛桓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博士以及苏州大学汪榕培教授及笔者共为学员作了8场报告。讲习班后，苏州大学于25日至27日召开了全国第二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与会代表160余名，讲习班上的报告人在大会上又作了主题发言，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Langacker教授还专为大会发来贺信。2004年4月17日至25日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三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及全国第三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这次讲习班先后邀请了徐盛桓教授、Langacker教授、程琪龙教授、熊学亮教授、束定芳教授、石毓智教授、沈家煊研究员及笔者等认知语言学界的学者讲学，来自国内40余所高校近120位学者参加了讲习班。



虽说认知语言学在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才算正式建立起来，但人们运用“认知和心智”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由来已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我国汉语界从“认知和功能”角度研究语言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因为汉语自身的特点更适合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研究。不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我山之石，亦可攻玉”，在这“全球化”、“地球村”的年代里，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也要汲取我国汉语界的语言研究成果，只有将中西语言理论结合起来，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才能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尽早走出语言的迷宫。

正是这些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不断走向新高潮，并呈现出汉语学界与外语学界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

（三）

一般说来，认知语言学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这些领域的重要学者也成为国外认知语言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

（1）从TG学派中分裂出来的生成语义学家，如：Lakoff、Langacker、Fillmore等。

（2）从认知和/或功能角度研究语言的主要学者，如：Taylor、Dirven、Talmy、Geeraerts、Turner、Sweetser、Rudzka-Ostyn、Givón、Brugman、戴浩一等，他们主张运用从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形式和功能，研究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其中还包括研究语言共性和类型学，或从类型学和认知角度研究语义演变、语法化、象似性等现象的学者：Haiman、Heine、Hopper、Traugott、Croft、Hawkins、Hünnemeyer等。也包括认知语用学家Sperber和Wilson等。

（3）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主要有：Johnson、Putnam、Gibbs、Rosch、Piaget、Fauconnier、Labov、Rumulhart、MaClelland、Lamb
(4)

 、Lounsbury、Berlin和Kay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来源构成了狭义的认知语言学，而广义的认知语言学还可包括：Jackendoff对认知语义学的论述
(5)

 、Wierzbicka的语义理论、Dressler的自然主义语言学模式（自然音位学、自然形态学、自然句法学）等。由于认知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理论有同源关系，亦有学者将后者也纳入到前者之中，这从1996年出版的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对认知语言学的描述可见：50年代末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流派，研究语言与知识的获得和使用中的思维过程，反对行为主义和“刺激—反应”论，分析人类在思维、储存信息、理解话语和说话过程中所使用的认知策略，从而揭示思维的结构和组织。这个描述显然把乔氏理论也纳入认知语言学中了。乔氏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的心理客体，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把语言研究划归认知心理学
(6)

 ，他也曾自认为是认知语言学家。Saeed（1997：299）也将乔氏理论归入在认知语言学门下，但Lakoff & Johnson（1999：77）认为认知语言学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产物，是基于体验哲学的，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与基于混合哲学的乔氏语言理论分道扬镳，因此在认知语言学中不包括他的语言理论，认知语义学自然也就不包括客观主义、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才有了“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的说法。

Taylor（2002：5）认为，当代语言学家大多持“语言在心智之中（Language resides in the minds of its users）”的观点，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研究都与“认知”有关。袁毓林（1998：1）则认为：如不计较技术和细节上的巨大差异，勉强概括各种研究路子背后的共同特征，那么当代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流派大都可以归在认知研究这个名目之下。这样，我们所谈论的认知语言学就可大致归纳出以下四个层次：



（1）仅指Lakoff、Langacker、Taylor、Dirven、Talmy、Sweetser等学者的理论；

（2）指上述狭义的认知语言学；

（3）包括上述广义的认知语言学（含乔姆斯基和Jackendoff等理论）；

（4）更广义的观点，如袁毓林的观点。



因此，认知语言学从其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讲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正如Taylor（2002：5—8）区分出大写的Cognitive Linguistics（相当于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和小写的cognitive linguistics（相当于广义的认知语言学）。

另外，从普通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层面来讲，认知语言学一般可分为：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语法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等分支。

与认知语言学平行的学科有：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认知行为学、认知考古学、人工智能等，它们都可囊括在“认知科学”这个大学科之下。现将认知语言学的学科位置及其分类列述如下：

[image: ]


（四）

本书着重论述狭义的认知语言学，主要包括上述四个层次中的前两项内容（不一定是两项中的全部），重点论述其所包含的主要观点以及笔者的研究心得。由于乔姆斯基和Jackendoff对语言的认知研究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本书也有一定述及。关于认知语法的有关内容，笔者已另外有书出版，参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认知语法概论》。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几个基本术语，从与“认知”紧密相关的几个术语，到“认知科学”（主要区分两代认知科学），再到“认知语言学”，为狭义的认知语言学下了一个权宜性定义。本章同时还简述了认知语言学与其他主要语言学派的关系。

第二章重点论述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和语言学理论，对哲学（特别的西方哲学简史）、心理学、语言学的基本发展概貌都作了简单梳理，有助于理清各自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语言除了我们常说的许多特征之外，还具有“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范畴化，必须参照人们的感知体验、概念化过程和认知规律才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紧接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论述了范畴化与原型范畴理论，论述了这一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具体应用，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关键内容之一，同时还尝试对基本层次词在英汉语构词中的应用情况进行对比。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意象图式，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意象图式在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重点分析了英语“over”，“on”和汉语“上”的意象图式及其语义延伸过程，介绍了Lakoff的动觉意象图式和形式化空间假设。

认知模型与心智空间主要是由意象图式建构而成的，因此第六章就在第五章的基础上论述了认知模型理论（主要包括：认知模型［CM］、理想化认知模型［ICM］、心智空间以及ECM）中的前三种理论及其应用，并论述了ICM与转喻的关系，这可为语义解释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为能从认知角度有效地分析语言、解释语义和句法，Lakoff提出了ICM，Langacker提出了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Talmy提出了力量动态模型，Schank和Abelson提出了脚本理论，但他们主要是基于线性和动态的分析，还缺乏层次性分析，未能考虑静态性因素，针对这些弊端，第七章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以期能作为一种认知模型弥补上述诸公观点之不足”。

第八章为“认知语义学”，在简要介绍语义研究简史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客观主义语义观与非客观主义语义观、语义外在论与语义内在论的区分，最后将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内容概括总结为十二点：体验观、概念化、互动观、百科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比观、象似观、认知模型观、联想观与激活观、整合观。

认知语言学研究聚焦于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因此其句法理论也就落脚于发话者有关语法结构在心智中的表征。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对句法理论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造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上，并期望能以其对语言作出一个统一的、简约的解释。笔者在《认知语法概论》中专题论述Langacker认知语法理论及其应用，本书第九章主要从构造语法理论角度论述认知语法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四种流行的构造语法理论之间的异同。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为“认知与语篇”，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将认知语言学研究从词句层面扩展到了语篇层面，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认知方式（主要是体验、激活、ICM、突显、原型、关联等）来分析语篇连贯性，以期能进一步完善认知语言学，努力为分析语言各层面建立一个有效的、合理的、统一的模式。同时还提出语篇连贯性的表层和深层分析模式。表层的衔接手段分析是可用的，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深层的认知世界分析更为重要，是必要条件。并在认知世界中区分出ICM和背景知识，可用来解释语篇连贯的不同情况。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为“隐喻认知理论”，第十二章主要从宏观角度论述隐喻的性质、定义、分类（包括语言各层面上的隐喻现象），第十三章主要依据当代隐喻认知理论来阐述隐喻的十组特点、产生原因、功能、工作机制和理解过程，并简要对比中西隐喻研究情况，以及隐喻认知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认为：隐喻研究，如同语义理论一样，绝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本书首次尝试了中西隐喻理论的对比研究。通过中西隐喻研究对比可发现，我国古代哲人早就意识到隐喻与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比当今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隐喻认知理论早约2500年。

隐喻的工作机制与语言的工作机制有相似之处，都是基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提出“五位一体认知机制”的设想。我们认为，可从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这两方面论述隐喻的工作机制。在第十三章第八节中还专门论述了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是关于“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第十四章在廓清术语理解的基础上（包括对“象似性”的狭义和广义理解），论述了任意性与象似性的哲学基础：前者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自治论、纯内指论、非隐喻观，后者的哲学基础是体验论、体验内指论、隐喻观。本章还分别从“单层面与多层面”、“描写性与解释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语言教学、英汉对比、文体分析、语用分析）”等角度论述了“象似性辩证观”比“任意性支配观”更有说服力。本章第七节简述了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简史，并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19世纪末），

（2）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

（3）后索绪尔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

第十五章主要对象似性原则进行了语用分析，分别将数量象似性原则、顺序象似性原则、标记象似性原则与相关的语用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

我们特别敬佩许国璋先生，他早在1988年就对任意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认为象似性与任意性这场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索绪尔生前也曾表示不把自己的语言理论作为最终的定论，他们都坚持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这种精神。多视角地审视问题有利于看清事物的本质，全方位地观察事实有利于开阔视野，换位思考有利于摆脱一家之说的束缚，勇纳多家学说有利于兼听则明。

自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问世以来，对西方哲学史、语言本质和人类理解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这一理论对当前翻译研究也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我们在第十六章中以Lakoff & Johnson的核心理论为基础，解释了有关哲学观、语言观和翻译观之不足，论述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并据此提出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也认识到认知语言学是基于以往的语言理论之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更有突破，既对某些传统观点作出了补充，也对不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十七章主要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引起同行们注意，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认知语言学更加完善。

（五）

认知语言学尚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有些观点和论述尚未完全形成一个完整而又统一的理论体系，学派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一些不足之处尚待更多的学者继续加以研究和完善。笔者也只能算是刚刚入门，对理论部分的学习还很有限，自己的观点难免会有考虑不周之处，特别是在尝试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英汉对比、语言教学中来时，一定还存在不少可商榷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指教。

书中部分内容曾分别于2000年4月、2002年10月和2004年4月在苏州大学和西南师大举办的全国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上作过介绍，同时本稿已作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材使用了几遍，此次又作了较多的补充，特别增加了实践部分的内容。为保证各章所述内容相对独立完整，个别内容在论述时不可避免会有重复，但笔者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同一观点会在某章节中加以重点论述，其他需要运用处则尽量略述。

为能加强对各章内容的理解的运用，每章后面设有6至8个思考题。书后附录一列出本书所用主要术语以及汉译对照表，并标注页码，以便查询。同时附录二列出书中所述及的外国人名，及其汉译对照表。

本书为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EYY001），同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四川外语学院的资助。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对我的这项研究给予了很多鼓励和支持，并为本书作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王初明教授也自始至终十分关心这项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为本书作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大力支持这项研究，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这本书。我的同事、研究生及秘书赵永峰也提供了很多帮助，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李弘，她为我多处奔走查寻资料，认真修改和校对了全书，有些章节是我们俩人共同完成的。


编者



2004年12月




————————————————————


(1)
  胡壮麟认为功能主义的主要流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系统功能学派、马内丁学派、荷兰功能学派、美国学派（Boas-Sapir-Whorf思潮、层次语法、切夫语法），等。


(2)
  五年后，即1994年3月22—25日在University of Duisburg召开了第19届LAUD研讨会，大会主题为“Language and Space”，同时宣布将该大学改名为“Gerhard Mercator University”，以纪念地图制作家Mercator（在Duisburg花了50年时间才将整个世界的“空间”制成一张完整的地图）逝世400周年。十分有意义的是：这次大会的主题也正好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因为“空间”在认知语言学中被认为是人类概念化的核心。


(3)
  Langacker起初用Image（意象）这个术语，后改为Construal（识解），包括：详略度、辖域（相当于认知域）、背景、视角（包括参照点原则）、突显（包括图形-背景原则）。


(4)
  Taylor（2002：16-18）曾论及Lamb的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由于研究认知、心智、激活等必然要涉及人的大脑，尤其是神经元系统，因此，Lamb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有相吻合之处。但有学者对他区分神经认知语言学与分析语言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有学者认为他的研究不属于认知语言学。


(5)
  Jackendoff基本上属于Chomsky学派，其理论主要基于心智主义和生成语法框架，主要持有天赋论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因而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他的研究不属于狭义的认知语言学，但他的许多观点对于认知语言学家的研究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6)
  Chomsky（1965：1）：“… the particular branch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known as linguistics”


第一章

认知研究简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边缘学科——认知语言学，与很多学科密切相关，主要有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哲学、逻辑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的术语也相当繁多，其中有些对于我国语言学界的人来说不一定很熟悉。本章主要介绍有关认知科学（两代认知科学）中的一些基本术语，简述它们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提出狭义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并评述认知语言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认知、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


 一、认知

研究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认知”，而这个术语又是与思维、心智、智能、推理、认识密切相关的，它们既互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这些术语有时分别与不同的术语相对，常属不同学科，现列表并按顺序略述如下：

[image: ]


图　1.1

（一）思维

相对于存在，是整个认识活动的总称，大致相当于认知过程或心理过程，是对外界事体
(1)

 的概括反映，指理性、意识、精神、思考问题的过程。思维的核心是逻辑，思维的工具主要是语言。思维可分为：形式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等。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了哲学上的两大对立派别：唯物论（主张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和唯心论（主张精神第一，物质第二）。唯物论可分为两种：

（1）机械唯物论：以机械的观点，用纯粹力学的理论去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论，认为主观可如同镜子一样地反映客观，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典型形式。

（2）辩证唯物论：坚持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认识路线。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辩证过程。基本观点是：反映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

唯心论也可分为两种：

（1）客观唯心论：认为先于自然界而“客观”地存在某种精神，把认识视作某种“绝对观念”或“精神活动”，可脱离主体而独立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质世界是从这种“客观”精神派生而来的。

（2）主观唯心论：将认识看成是人的主观体验，把个人的心灵绝对化，视为是脱离客观物质的唯一存在，客观事体只是个人心灵的产物。

（二）心智

相对于大脑和身体，主要属于心理学。泛指人的知觉、注意、记忆、学习、思维、理解、创新等各种心理能力。二元论认为：心智与身体分离，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独立的本原，不能由一个决定另一个
(2)

 ；而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本原，若以物质为本原则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若以精神为本原则是唯心主义一元论。

（三）智能

主要是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指判断、推理、想象、解决问题的心理能力，也专指在新情况下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对于智能的本质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亦称处理信息的两大方法、模拟人类智能的两大方法）：符号论与连通论；对于智能的来源也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天赋论与建构论。

（四）推理

主要属于逻辑学（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律），在传统上被定义为我们人类能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从一个或几个判断推断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是客观事体的联系和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人们思维得以展开的手段，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推理包括：必然推理（前提与结论有必然性联系）和或然推理（前提与结论有或然性联系）；演绎推理（从一般到个别）、归纳推理（从个别到一般）、类比推理（从一般到一般）；直接推理（前提只有一个判断）和间接推理（前提有两个或更多的判断）。

（五）认识

在大部分英汉词典中将Cognition
(3)

 译为“认识”，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将其解释为：与情绪、意志等相对而言的“认识”、“认识能力”。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认识是指客观事体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因此，认识活动就是直接依靠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不借助实践手段）认识客观事体的过程，包括初认和再认。研究人类认识的对象、来源、本质、能力、结构、过程、规律和检验的哲学理论叫“认识论（Epistemology）”，包括认识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发展，真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等。

（1）围绕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2）围绕认识的本质和来源问题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参见第二章）

（3）围绕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可分：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认识论（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认知路线）。

（4）围绕认识的过程问题，存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六）认知

也是译自英语的Cognition，据《辞海》（1989，1999）解释：就是认识，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包括知觉、记忆、学习、言语、思维和问题解决等过程。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还只有“认识”，而没有“认知”这个词条，这一译名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而逐步被我国学者所使用的，到1989年版才收入“认知”、“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到1999年版又增加了“认知人类学”，“认知”这一术语才在我国现代学术界逐步流行开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认知”作出过不同的论述：

桂诗春（1991）认为：

“认知”的最简单的定义是知识的习得和使用，它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

田运（1996：93）将“认知”定义为：

直接依靠主体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不借助实践手段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

因此他将“认知”划归在“认识”之下，即：认识>认知。

Osherson（1995/1997：xi）在其《认知科学入门》系列书的第一卷中指出：

人类智能的运用叫“认知”（the exercise of human intelligence），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在电话中识别出朋友的声音、读小说、在小溪的石头上跳跃、向同学解释一个想法、记住回家的路、选择职业等。对于我们每一个活动，我们所做的一切，认知加工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一解释来看，“认知”与“智能”是紧密相关的。

Gibbs（1999）指出：

In a general sense，cognition
 is what happens when the body meets the world．（总的来说，“认知”就是身体与世界相遇时所发生的情况。）

这一解释强调了人与世界的互动，即“认知”可被视为人类通过自身与外界（可包括物理世界、文化环境）互动而产生的。

J．H．Flavell、P．H．Miller和S．A．Miller（2001）指出：

传统上关于认知的看法，倾向于将其限制在人类心智的比较特别、比较明确的“智力”过程和产物。这一看法认为，认知包括心理实体中比较高级的心理过程，如：知识、意识、智力、思维、想象、创造、计划和策略的形成、推理、推测、问题解决、概念化、分类与关联、符号化，或许还包括幻想和梦等过程。

Lakoff和Johnson（下文简称L & J，1999：11）对认知取一种广义的解释，认为“认知”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诸如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语言等。由于我们的概念系统和推理是来自我们的身体，因此“认知”也包括感知动觉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它促成了我们的概念化和推理能力。L & J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的认知：

（1）在认知科学中指各种心智运作或心智结构，这种运作和结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包括：视觉加工、听觉加工、嗅觉加工、动觉加工、记忆、注意、情感、思维、语言等。

（2）在某些传统哲学中，认知有不同所指，常指概念结构或命题结构，以及对它们进行的规则运算。认知意义可指真值条件意义，不是由内在的心智和身体所定义的，而是参照外部世界来定义的。但L & J所认为的“无意识认知”，许多哲学家并不将其视作“认知”。

可见，L & J将“体验”和“语言”都包括在“认知”之中了，还有许多其他认知语言学家也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身体经验与思维加工是密切关联的，而且语言也是一种认知活动。但笔者下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讨论认知和语言的来源时，为便于说得更加清楚，拟将“体验”和“语言”从“认知”中区分出来，表达式“现实—认知—语言”则意为：客观现实经过体验和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了语言。

客观现实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通过认知人们对世界万物形成了概念和意义，其间须包含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中，客体会作用于主体，主体也要对客体进行不断认知、组织信息，两者相互作用，由主客观相结合所形成的概念、范畴、认知的系统不是客观世界的如实复制，头脑中的认识世界和现实中的客观世界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人们在与世界和他人交往过程中，须通过心智中的认知结构来调节。

认知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包括基本范畴、动觉图式，这两者都是通过人的大脑和身体与客观外界相互作用产生的，可被直接理解，其他概念和范畴是通过隐喻认知模式而间接被认知的。众多的概念形成了人类的概念结构，概念结构又体现为语义结构，语义结构促动了句法构造和语言的形成。认知具有自己动态的完整结构和模式，不是机器可以模拟的。

语言也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因此语言能力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一个自治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Dirven & Verspoor（1998：xi）指出：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holds that language is part of a cognitive system which comprises perception，emotions，categorization，abstract processes，and reasoning．All these cognitive abilities interact with language and are influenced by language．（认知观认为语言是认知系统［包括感知、情绪、范畴化、抽象加工和推理］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认知能力都与语言互动，并受到语言的影响。）

Fauconnier & Turner（2002：17，174）持相同观点：

… modern language science has shown that there are universal cognitive abilities underlying all human languages and shared by the adult and the child．（现代语言科学亦已表明在所有人类语言的背后都存在普遍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为成年人和儿童所共享。）

Language，then，is not walled off from other cognitive functions such as interpreting and reasoning．（因此，语言不可能与其他诸如解释和推理等认知功能隔离开来。）

Taylor（2002：4）指出：

Foremost among these is the belief that language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human cognition，and that any insightful analysis of linguistic phenomenon will need to be embedded in what is known about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Cognitive Linguistics aims，therefore，for a cognitively plausible account of what it means to know a language，how languages are acquired，and how they are used．（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语言形成了人类认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对语言现象的深入分析都是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目标就是从认知角度对以下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掌握一门语言的意思是什么？语言是如何被习得的？又是如何被应用的？）

语言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则强调了语言与认知不可分割，语言不具有自治性，若以此为基础来解释语言的来源，我们可以说语言是在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Frisson、Sandra等（1996：614）所说“Language is grounded in general cognition．”。这样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对现实的感知是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语言的基础，“现实—认知—语言”三者存在一个依次决定的序列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窗口，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现实通过认知这个中介对语言发生作用，语言是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语言对认知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认知语言学则应着力描写语言与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是如何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并解释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认知”与其他几个术语是紧密相关的，因此皮亚杰（Piaget，1896—1980）就将认知、智力、思维、心理视为等同的概念。

“认识”和“认知”在英语中都叫Cognition，因此在认知语言学中没有必要、也很难将这些术语加以严格区分。

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家强调认知，研究认知，但这不同于“认知主义（Cognitivism，又叫：哲学认知主义Philosophical Cognitivism）”，因为这个术语在认知科学中有特定的含义，指主张把心智与身体经验相分离，认为思维是非隐喻性的，不考虑想象力，并将认知当作抽象符号进行操作的一种研究方法，这实际上是客观主义的一种体现形式。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但反对这种认知主义观点。


 二、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一门令世人瞩目的前沿科学，1977年成立认知科学学会，开始出版《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期刊，1979年认知科学学会召开第一次正式年会。到了90年代认知科学已逐步成为一股强大的学术潮流，直接影响着当前许多学科的研究方向和进程。

Danniel N．Osherson于1995年主编了四卷本“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eience
 ”（1997年出了第二版），每一卷论述一个专题：第一卷“Language”，第二卷“Visual Cognition”，第三卷“Thinking”，第四卷“Conceptual Foundations”。该丛书从不同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内容和方向，是对当代认知科学研究的一部综合性介绍丛书。第一卷主要论述了语言与认知科学的联系。Robert A．Wilson & Frank C．Keil于1999年出版了《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其中收集了471个条目（实际上是471篇文章），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生物学、教育、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生态学。

由于学者们对“认知”的理解不同，因而对“认知科学”也就有不同的解释，我国学者桂诗春、田运、袁毓林、徐盛桓等都对其做出过论述。

Osherson（1995：xi）认为“认知科学”是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智能（Human Intelligence），包括从感知和行为，到语言和推理等。Rose（1985）指出：认知科学是连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脑神经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新学科，它试图建立人脑是如何工作的理论。大部分认知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是把人脑视为像计算机一样处理符号（也就是作信息处理）的系统。Saeed（1997：43）指出：认知科学是运用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研究智能（Intelligence）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可见，认知科学主要是：从认知角度深入探讨思维活动和机制（包括信息处理机制、优化思维方式、语言机制），主要研究人类智能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着力描述互动过程。自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利用计算机研究心理学、模拟认知过程以及逻辑分析方法，这就要涉及符号运算、逻辑形式和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Lakoff（1987：xi）认为：认知科学是研究心智（Mind）的，集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对心智研究成果于一身的学科。

L & J（1987，1999）坚决反对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认知科学，他们两人于1999年合作出版了《体验哲学》一书，开头就醒目地分别用三行列出了当今认知科学中的三个基本观点，这也构成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的基础：

（1）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心智原本就是基于身体的。）

（2）Thought is mostly unconscious．（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

（3）Abstract concept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性的。）

这三个观点可概括总结成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the embodied mind）、思维的无意识性（the unconscious thought）和概念的隐喻性（the metaphorical concept）。这些基本原则又是与概念系统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1999：10）认为：认知科学是研究概念系统的学科。Sweetser（1990：1，5）也强调了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以及认知与体验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界定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内容：

Language is systematically grounded in human cognition，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eks to show exactly how．The conceptual system that emerges from everyday human experience has been shown in recent research to be the basis for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Language is shaped by cognition．（语言是系统地基于人类认知的，认知语言学就是要力图准确地表明语言是如何基于认知形成的。近来的研究表明，从人类日常经验中所形成的概念系统在十分广阔的范围内是研究自然语言意义的基础。语言形成于认知。）

认知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从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全方位来探讨思维的奥秘，尝试最终是否能解决下列一些问题：认知是如何形成的，人是怎样推理的？如何理解我们的经验？概念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又是怎样形成一个系统的？是否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概念系统？人类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共同之处？有学者认为认知科学研究范围虽如此广泛，但其关键环节是研究语言机制。


 三、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背景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两者之间亦有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认知科学既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形成其主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汲取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成为认知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学者们一般将认知语言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认知研究和语言学的边缘学科。

“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用来指真正对大脑中的语言进行的研究（参见Lamb，1998：381）。但我们所说的认知语言学诞生于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取得较大发展，自Dirven于1989年春在德国的Duisburg（杜伊斯堡）组织了第一届认知语言学专题讨论会以来，已召开了七届，2003年7月在西班牙召开了第8届大会。这期间国内外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参见前言。

由于认知语言学尚未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科，各路学者对其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尚未形成一个关于认知语言学的严密而又完整的定义。笔者综合当前著名认知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狭义认知语言学权宜定义为：

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本描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扩充解释：

（一）体验认知

解释语言与体验和认知的关系，实际上就充分考虑到了人的主体作用，因此认知语言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语言理论。我们知道，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的演变和进化几乎是同时并举的，许多学者还将语言视为人与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据此语言研究就应该贯彻“人本精神”。认知语言学则充分考虑到了语言研究中人的因素，强调语言与人的身体经验和认知密不可分，语言能力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同时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又促进了人类认知的发展。笔者（1999c）曾提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文化四者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强调了语言的体验性和人本性。Ungerer & Schmid（1996：x）指出：

Cognitive linguistics … i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that i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nd the way we perceive and conceptualize it．（认知语言学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世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

唯物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认知形成的基础，认知语言学家则在此观点之上进一步认为语言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是对现实进行概念化后的符号表达。因此，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就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认知和语言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体验之上的，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又可反作用于认知，可促进认知的发展和完善，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是认知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

昔日的语言研究多重视语言形式、结构、内部关系的描写或解释，或强调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客观对应，而没有真正从认知角度，并充分考虑认知主体的作用将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起来深入解释语言。同时在交际过程中对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人们认知处理的过程，因此还可通过分析语言结构和功能来推测人类思维和推理的特点，着力寻求和建立语言中词汇、句法、语篇形成的经验基础和认知依据，充分理解和掌握认知和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认知语言学与许多其他学派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意义中心

认知语言学是以意义为中心的语言学，这也是许多其他学派所不及之处。认知语言学重视研究语言和认知的关系，而心智、认知又是与概念结构、意义系统紧密相关的，它们自然就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语义学所研究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核心内容。因为对意义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很多领域和学科，这就决定了认知语言学必然会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笔者（2001：180—195）将语义的认知观归纳为12个特点：经验观、概念化、互动观、百科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比观、象似观、认知模型观、联想观与激活观、整合观。人类在对客观现实进行体验和范畴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范畴，每个范畴对应于一个概念，同时形成语义，逐步形成了概念结构和语义系统。概念和语义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义观批判地接受了传统的观念论，将意义视为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这比起将语义视为“概念”（Concept）来说，具有扬其长而避其短的性质。认知语义观一方面继承了“意义是抽象概念”的观点，这是“扬其长”；另一方面摒弃了观念论中客观主义的镜像观，强调了意义与人们的认知密切相关，认知主体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突出了意义的动态观，这是“避其短”。因此，认知语义观是传统客观主义观念论的一次革命性的升华。

认知语言学家批判地接受了概念观，一方面认为“意义在人的心智之中”；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一个“化”字，这就使得意义具有了动态性，而且也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作用。一般来说，认知语义学（Gädenfors，1999：21—2）有两个口号：

（1）意义基于体验（Meanings are on the bodily experience）；

（2）意义在人们头脑里（Meanings are in the head）。

但是笔者还要加上一个口号：

（3）意义是命题意义和识解方式的结合（Meanings are the sum of propositional meaning and construal.）

这就能解释语义的本质和来源，以及为什么同样的客观世界会产生出不同的语言和语言系统。因为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主体认识的差异和交际的需要，不同人群、不同语言的意义系统也必然会千差万别，这就批判了客观主义语义学的镜像论、固定论、组合论等观点，强调了认知语义学的互动论、模糊论、整合论等观点。

（三）认知方式

用有限词语来描写世间纷繁杂乱的、无限的事体，人们须依靠有规则的认知方式和有组织的词语，探寻心智表征的规律，否则人们就无法认识和理解世界。Bussmann（1996：80）也强调了认知语言学要通过认知方式的分析来研究心智结构和组织，他指出：

The object of（cognitive linguistics）investigation is research into cognitive or ment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by analyzing cognitive strategies used by humans in thinking，storing information，comprehending，and producing language．

（认知语言学的目标就是通过分析人类在思维、储存信息、理解和生成语言过程中所运用的认知策略来研究认知［或心智］结构和组织。）认知方式（Cognitive Strategy，又叫认知工具、认知策略）主要包括：体验、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知模式（包括框架、CM、ICM、ECM、心智空间等）、隐喻转喻、识解、激活、关联等，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认知方式适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可对语言作出统一的解释。关于这些认知方式的具体论述分别参见以下有关各章内容。

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反映了心智表征的规律，直接影响了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的表达、运用和理解，语言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认知差异和概念结构差异所致，这也是研究语言与认知规律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对同一事体如从不同角度去体验，就会认识或突显事物的不同特征，因此就可能出现同一事物有不同名称的现象。对同一事件若从不同视角，以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认知方式，就可能会突显事件的不同成分，从而就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句式，这样就对表述同一事件选用不同句型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四）统一解释

认知语言学在描写的基础上，努力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作出统一解释，因此，认知语言学属于解释语言学
(4)

 ，坚持认为语言形式反映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内在的认知机制，语言形式相对于人们的经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语义系统、客观世界来说是有理可据的，有生理、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动因。因此，认知语言学强调应不断深入地解释其间的理据性联系，人类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一般认知机制，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

认知语言学不仅要解释语言现象，阐述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而且要尽力作出一致性的解释。以往的语言学理论在分析语言的不同层面时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如用词法来分析词汇，用句法来分析句子，用组合原则等来分析语义，用会话含意、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等来分析话语，语篇分析则往往又要用另外的方法，而认知语言学则尽量简化和统一分析方法，尝试寻找适合分析语言各个层面的几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这也是其他学派所不及之处。

（五）知识结构

语言与人类知识（包括概念结构、社会习俗、文化规约等）密切相关。结构主义者研究语言时排除人的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认为语言是自治的，语言就成为以这些因素所构筑的围墙而形成的一个封闭体，这样学者们就将视点转向语言的系统、结构和内部规律，只要通过细读文本本身，努力挖掘文本的言内意义或潜在意义
(5)

 ，就可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武断地切断了文本与作者、读者，以及社会之间的联系。乔姆斯基也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句法也具有自治性，原则上独立于其他知识和认知技能。而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心智作用、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语言的解释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和百科知识，要能将语言描述清楚，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对语义分析持百科知识观。（参见第八章）



乔姆斯基首倡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转向并创立了TG理论，意在解释语言的生成机制，其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参见第三节）。而认知语言学家从认知角度对语言所作出的解释，在很多方面还是具有较大解释力的。他们尝试用原型范畴、（理想化的）认知模型、隐喻、心智空间等来分析概念的形成和词义的获得，尝试用几种基本的意象图式、识解等来描写句法系统，并用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主要是对空间和自身的理解能力）以及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能力，等。Ungerer & Schmid（1996）强调了该学科“体验观”、“注意观”、“突显观”的解释方法，这些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有助于回答人们着迷了多少年的奥秘：儿童为什么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迅速掌握好母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比其他理论更加具有解释力。

在认知语言学这一家族中也是派别林立，观点各异，显示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因此它也就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乔姆斯基也曾认为自己是认知语言学家。袁毓林则将当代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流派归在认知研究的名目之下，而Lakoff等学者认为乔姆斯基的理论不属于认知语言学。

L & J将认知科学分为两代，并一直强调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理论之上的，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心理学基础是基于体验的心智主义、建构主义、连通论，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详细分析认知方式的解释力，运用心智和大脑的体验性研究成果，建立最具概括性的统一理论模式，进行最广范围的趋同证明。


 第二节　两代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对于探讨大脑秘密、摸索思维规律、研究人工智能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但人们对其存在不同的看法。L & J（1999）将认知科学分为两大派：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都研究心智和认知，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他们详细论述了两派之间的主要差异，现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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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一、两代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

第一代认知科学（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标志是认知心理学的诞生、乔姆斯基理论的登场、计算机被运用于心智研究，以客观主义理论为基础，既接受了传统英美分析哲学的观点，也继承了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的主要观点。

第一代认知科学从分析哲学中主要吸取了符号运算理论，对推理采取了形式分析的方法。笛卡儿的二元论、先验论、天赋论对这一代的认知科学影响甚大，认为心智与体验无关，感知（Perception）与概念（Conception）分离，推理是先验的、独立于感知能力和身体运动的，强调思维的非隐喻性，不考虑想象力，因而必然会得出“推理自治”的结论，并认为正是这种自治的推理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这是一种忽视身体经验的哲学（philosophy without flesh），是笛卡儿理论的现代翻版，与“认知主义”持相同观点。

在智能的来源上，第一代认知科学持“天赋论（Innatism；Nativism；Innateness Theory；Nature Theory）”观点，乔姆斯基等继承了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笛卡儿的观点，反对经验论（Empiricism）把人类的心智视为一块“白板”，反对一切知识都是后天学得的，抨击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认为人的心智是通过遗传先天就有的一种能力，是人这个物种的大脑生物学结构所固有的，人的所有知识都可以从这个物种天赋的心智特征中推导出来。人的认知结构是天赋的，是在人的器官中，甚至在基因中就编制好的，后天的发育和环境因素仅起促进这种结构成熟的作用。语言完全来自儿童头脑中自治的语法模块，是建筑在遗传指令之上的，是天生的一个黑匣子（Black Box）。人能生成和理解无限多句子的语言能力是心智的组成部分，是人固有的机制，表现为普遍语法。

可见，客观主义既有纯经验论的内容，又具有唯理论的成分，西方哲学大多是基于这一理论之上的，同时这也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

第二代认知科学（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心智的本质来自身体经验，对基于客观主义理论的第一代认知科学提出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挑战。L & J（1999：468）认为：语言哲学从Frege（1848-1925）开始就起了个很坏的开头，到后结构主义时依旧很糟。分析哲学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在心智、意义和语言等一系列观点上，与第二代认知科学格格不入。第二代认知科学坚决反对客观主义、天赋论、二元论等观点，接受并发展了John Dewey（1922）和Maurice Merleau-Ponty（1962）的身体与心智是不可分离的观点，坚决认为心智、知识是后天学得的（Nurture），其理论基础有以下两点：

（1）概念、推理、意义是完全依赖身体经验的。

（2）概念化和想象力是研究的中心，特别是：隐喻转喻、意象、原型、框架、心智空间、辐射范畴等。

第二代认知科学并不是基于一个完善的现存哲学理论，而主要从体验上来发现概念是否基于身体，是否有隐喻性思维，句法是否独立于语义，通过研究，发现体验观和隐喻观与现已确立的哲学理论完全矛盾，从而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观点是“体验”，表现在心智、推理、语言、意义的许多主要方面，也表现在思维的结构和内容上，对概念的形成、推理的理解、语言的分析、意义的描述起着关键作用，这与第一代认知科学中的许多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详见第二章）


 二、两代认知科学的心理学基础

处于20世纪前半叶的学者基本都接受了流行的英美分析哲学的教育，深受其约束。首先倡导语言研究认知转向的当属乔姆斯基（1957）。同时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用信息加工（串行加工）的观点来研究认知和心智，并进一步用计算机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语言，它们的主要特征可用符号来表征，依据形式运算来描写，推理可根据形式规则对这些符号运作而得。因此他们认为一切智能系统都是符号系统，人类智能的基本单元是符号，认知过程是以符号为基础、依靠规则系统进行串行的运算，在思维与符号计算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样心智被隐喻性地视为一种抽象的计算程序，可在硬件上进行运作，这时大脑是硬件，心智是软件，就像软件需要硬件一样，心智也需大脑对其进行运作。

Newell & Simon（1972，1981）认为：无论是有生命的人或无生命的计算机，信息加工系统都是基于符号运作的。Searle（1932-）也认为认知科学的任务是从信息处理系统层次来描写大脑的特性和功能，而不是描写神经元（连通论）的生理神经学层次，也不是关于意识的心理学层次。乔姆斯基的TG语法理论在50—70年代风靡一时，使得语言形式化研究成为主流。人工智能专家Newell和Simon成功地运用计算机，建立了“逻辑理论家模型”，进一步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设。这三个学科发动了一场意在摆脱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理论的革命，从而使得基于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第二代认知科学坚决否定信息加工模式，接受了皮亚杰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互动论（Interactionism）和Rumelhart & McClelland的连通论（Connectionism）的观点。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1896-1980）深受培根（Bacon，1561-1626）、洛克（Locke，1632-1704）、休谟（Hume，1711-1776）等古典经验论的影响（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认为：认知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认知结构是后天构建的。主体在智力成长过程中主要有两条原则在起作用：适应（Adaptation）和组织（Organization），主体具有自我调节机制（Self-regulation）来适应和组织感知经验。组织指以整合的方式来建构各种图式。适应又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化（Accommodation），同化是按照主体已有的认知系统对外来刺激的解释或分析，环境际遇经过认知转化，从而与认知系统已拥有的知识和思考方式相一致，这样就将环境因素或客体纳入到主体已有的图式（Schema）之中，以加强主体的认识，引起了图式的量变。顺化则是通过认知系统的改变，以适应外来刺激的结构，通过个体的内部图式的改变来适应现实。如果主体的原有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必须调节图式或创立新图式来适应新客体，从而引起了图式的质变，使主体适应环境。因此人类既可使现实适应于自己的认知系统（同化），同时也可使自己的认知系统适应于环境的结构（顺化），在认知和现实、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断互动之中，人类的心智、思维、知识得到不断发展。

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平衡化发展。每当人们遇到新客体就会试用已有图式去同化，若成功，则得到暂时的认识平衡；若不成功，则会作出顺化处理，调整原有图式或创立新图式去使其适合新客体，以达到新的认识平衡。这样在主体与客体的不断互相作用下，在动态中从较低水平的平衡逐步过渡到较高水平的平衡，这就形成了人类认知上“平衡—不平衡—平衡”的适应过程。

图式主要来源于动作，因而他提出了图式发展理论，认为可将感知以整合的方式组织成图式结构。认知的第一图式是动觉图式，然后是目的图式，这样就产生了心智的萌芽，进而可出现更为复杂的经验图式，逐步形成抽象思维，获得运算图式。当这些图式变得更加整合和协调时，最终就可发展成人的心智。因此，心智的发展是人的认知结构连续地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从建构初级图式到建构高级图式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思想。

他还认为儿童认知发展包括四个阶段：（1）感知运动阶段；（2）前运算阶段；（3）具体运算阶段（已具有心理操作能力）；（4）形式运算阶段（监控和内省自己的行为活动，具有元认知特点，是智力发展成熟的标志）。

第二代认知科学家还接受了“连通论”。首先提出“连通论”这一术语的是Hebb（1949），后来Neumann（1958）、Anderson等（1977）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Rumelhart和McClelland（1986）运用并行分布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简称PDP）模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之成为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一种重要理论。桂诗春于1991就明确肯定了这一理论的价值。

连通论反对把符号作为认知（或思维、智能）的基本单位，主张其基本单位是神经元。认知的过程由神经网络构成，表现为信息在神经网络的有关单元中的并行分布和特定的连接方式，而不是符号运算和串行加工（Serial Process）。信息在神经网络上是同时进行加工的，各单元与其他单元之间有许多连接通道，起激活（Activate / Trigger）和/或抑制其他单元的作用。每单元在某一时刻内有一定的“激活度”，把从其他单元接受到的信号概括起来，控制着神经通道传递信号的强度，然后决定是否要激活（类似于点火发动）或抑制单元间的连接，网络中节点间的联系或因被激活而加强，或因被抑制而弱化。也就是说，连接通道都有一定的“权重（Weight）”，决定着哪些连通的单元体可能会进入稳定的激活状态。

第二代认知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天生就有寻求和建立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而且人的知识、记忆、智慧不是储存在单个神经元中的，而是储存在由神经元连接而成的特定集合体中，它们又互相连接，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人们可通过学习不断改变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或激活的权重。可以假设特定单元只作短期储存，长期储存则是以单元间关联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权重和关联是连通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一理论已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两代认知科学与范畴理论

第一代认知科学接受了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坚持原型范畴理论。（参见第三章）


 四、两代认知科学的语言观

（1）由于第一代认知科学接受了笛卡儿的观点，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言学派也认为语言是天赋的、自治的，是人脑中一个独立的认知系统，独立于感知、经验、运动、记忆、注意、社会背景、文化知识、交际需要，认知发展的一般机制说明不了复杂的语言结构，这样语言必然就成了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必须独立地加以研究。有了天赋观和自治观作为理论基础，就必然要走上普遍性和形式主义的道路。
(6)



（2）乔姆斯基还认为人类的大脑先天就有自治的“句法模块”，句法是人类心智的生成部分，创造了语言的结构；同时句法是自治的，纯形式的，与语义无关，不需对其作意义解释，也不需要理解它们，这就自然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语言内部的句法研究上。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中心。

句法既然是一个形式系统，就可运用一整套基于算法系统的规则加以改写，这样句法就被数学化地描写成算法系统，仅对符号进行运作，而不必考虑其意义，不必依靠人的一般认知能力，因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范畴化在本质上应是集论模型，与此不相符的现象，被认为是语言系统之外的影响。

句法自治了，也就自足了，任何来自句法之外的输入都可能会毁坏其自治性和生成性，因此感知和经验是不可能进入和影响“纯粹句法”的。

第二代认知科学主张体验论、互动论，认为语言不是天赋的、自治的，不能离开人的感知体验和互动认知；句法也不是自治的，不能离开语义。L & J（1999：479）指出：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语言不是自治的，句法的建构不是独立于意义的，而是为了表达意义的；不是独立于交际的，而是与交际策略相一致的；不是独立于文化的，而经常是与文化的最深层次相一致的；不是独立于身体的，而是来自感知动觉系统。

Langacker（1987，1991）所建立的“认知语法”，其主要观点就是语言不是自治的、句法也不是自治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语言的“体验观”和“象征观”，认为语法是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在本质上主要是象征性的（Language is essentially symbolic in nature），并认为语言主要包括三个实体单位：

（a）音位单位：是语言中可感知的、物质性的一面，又叫音位极、音位结构、音位表征、音位范畴。

（b）语义单位：包括命题内容、识解、语用因素等，又叫语义极、语义结构、语义表征、语义范畴。

（c）象征单位：象征指一定的形式约定俗成（不是任意）地代表一定的意义，象征单位就是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的直接相连的结合体，两者不可分离。

这样，所有的语言单位都是由音位单位和语义单位结合起来的象征单位，因此，语言就是由象征单位所构成的一个大仓库。Taylor（1996，2002）也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语言是基于人对外界的感知和体验，体现了人的认知；句法构造是由语义结构决定的，是语义内容的重构和象征化（一定形式代表一定意义），因此句法研究不是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而应阐明人们体验和认知事体的方式是如何决定语言形式的。语言之所以具有生成性，是因为概念结构，而不是句法具有生成性。生成首先是概念结构的生成，而不是句法的生成。这也就是生成语义学的基本观点，先有语义，才有句法，语义具有生成性，而不仅是解释性，语义应是语言研究的中心内容。

（3）乔姆斯基接受了笛卡儿关于“普遍语法”和“具体语法”的区别，也接受了洪堡特关于“有限手段被无限运用（make indefinite use of finite means）”的观点。他认为：语言一定具有一个能使其成为语言这种东西的本质，它内存于语言之中，这个本质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

UG是乔姆斯基针对儿童为何能如此快地而又不费力地习得母语提出来的，既然外部因素不能完全解释儿童获得语言的现象，那就只能从大脑内部去寻找原因，乔氏认为UG可用来解释这一现象。UG是人先天就有的语言初始状态，由带普遍性的原则和参数构成，它们决定了语言中最本质的句法部分。普遍的原则和参数是人类头脑中先天就有的，处于中心部分，不用学；语言的其他部分（如词汇）属于边缘部分，是需要学得的（参见王初明，2001）。UG是与生俱有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像数学一样是纯形式的，可用形式化方法来表达如何运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他还认为普遍语法具有自治性、普遍性、先天性、本质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区别特征。它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机制，独立于身体，独立于外界，没有任何经验因素能影响其自治性，在没有任何外部输入的情况下，即刻可生成所有的核心语言结构。因此语言与身体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通过内省的方法加以研究。

具体语言的语法则不具有上述各特征，它仅是某一语言的偶然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仅是个体特性的集合，不提供任何关于人类本质的内容。因此，乔姆斯基所主张的语言最高目标——解释充分性，就是要建立“普遍语法”，制定适合人类全部语言的语法，这样语言学主要就应研究“语言”的本质，即纯“句法”，一套所有语言都有的参数，天生为正常人所掌握，以探索人类心智的普遍特性和原理。在语言本质之外的现象是不值得被列入语言学研究范围的，也不对人类本质的理解起什么作用，乔氏对此不感兴趣。

而第二代认知科学不接受乔姆斯基这种“普遍语法第一”的观点，认为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由于认知的差异而会有较大的差异。戴浩一（1989）、叶蜚声（1990，1991）认为：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语义，从而也有不同的语法结构。Wierzbicka（1988：14）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种族语法（Ethno-grammar）”的观点，认为：不同语法体系中的差异表明了不同语义系统的差异。认知学派也承认语言中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但这也是由人类所共有的体验方式、认知规律和逻辑推理能力所致，绝不是先天的。

（4）两代认知科学在心智是否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的问题上，存在完全相反的立场，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心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5）两代认知科学对于语义的认识也存在天壤之别。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语义不能用客观主义的真值条件、模型理论来加以描写，强调意义是一种体验性的心理现象，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自然语言的语义内容远比真值条件和各种基于语义模型的内容要丰富得多。语义必须要从体验、互动、想象力、文化背景、百科知识等角度加以描写。（详见第八章）

（6）由于第一代认知科学坚持二元论、符号论、自治论、非隐喻观等观点，认为语言和句法是自治的，意义与身体经验无关，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任意的了；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则认为语言来源于经验和认知，语言表达经常临摹现实的事态，会受到人们的感知体验、概念图式和认知方式等因素的制约，象似性理论就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被重新得到重视。（详见第十四、十五章）



在从第一代认知科学向第二代认知科学转化的过程中，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在第一代期间，哲学处于主导性的控制地位，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被第一代认知科学接受，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认知科学家接受了传统英美分析哲学的教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内心继承其观点。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则认为哲学必须始于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科学，充分认识到了分析哲学强加在认知科学上的限制，因此拒绝接受传统哲学作为科学争论的仲裁。分析哲学的理论限制了认知科学的发展，不承认有概念隐喻的存在，这就成了当代一个著名的例子：哲学限制了科学的发展。L & J（1999：88，512）认为：在语言学这个舞台上，人们最能清楚地看到先验哲学观所产生的明显限制。

第一代认知科学与第二代认知科学之间的区分，与个人进行研究的年代无关，在本质上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区分，是“客观主义”与“非客观主义”之间的区分，是“非体验性”和“体验性”之间的区分。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与其他主要语言学派

简要说来，语言学理论主要经历了下列几种主要流派：传统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TG学派、认知语言学等，它们所产生的年代、所受学科影响、主要特征，以及相应产生的教学法小结如下：

[image: ]


图　1.3

①实证主义理论和比较研究法被借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就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确立，所借用其他学科的主要方法及结论有：（1）接受进化学说，推衍语言的产生，建立语言的谱系关系，并模仿生物种类划分，提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法。（2）运用机械物理学定律的推导方法来论证语音变化，如Grimm定律。

②认知教学法，应该说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仍旧较为肤浅，亦有人认为它是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基础上形成的。60年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卡鲁尔针对听说法重实践轻理论，重口语轻书面语，重机械训练轻灵活运用等缺陷提出了认知－符号学习理论，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智力作用，重视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培养实际而又全面的语言能力（参见王德春，1995：44）。在70年代美国的Chastain谋求把认知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外语教学，提出认知教学法，但其新意不多，因此这种认知教学法又常被称为“修正的传统教学法”（参见桂诗春，2000：32）。今天建立在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认知教学法才更具有生命力，对教学的指导意义才更大！（参见Peter Skehan，1998）

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致力于描写和分析语言文字或书面材料，特别着重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一般认为，这种研究比较零碎和分散，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没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来指导语言研究。王力（1981）认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出的语言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范围。西方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可以算是逐步走上了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则着力于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以期能寻根求源，寻找语言中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的演变规律，建立语言类型和谱系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Linguistics）则仅对语言系统本身感兴趣，采取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方法，将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索绪尔（1996：118）指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他一反历时研究的方法，主张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使得语言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使得索绪尔获得了“现代语言学之父”、“在语言学界进行革命的哥白尼”等称号。

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由强调语言的内部结构分析和物理过程转到了强调语言的社会环境和交际功能。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组篇功能），将语言分析突破至语篇层面，并从功能角度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为篇章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Linguistics）则将视角转向解释人为何能够用有限的词语生成无限可被接受的句子这一心理现象，在对语言作出心智和认知解释的方向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乔氏所作出的贡献也被誉为语言学界的一场“乔姆斯基的革命”。

下文侧重论述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TG学派的关系以及区别。


 一、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语言符号为参照系，采取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方法，注重对语言内部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忽视语义，即使谈及意义，也认为语言形式的意义只能在语言内部结构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中寻找。美国学派依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从刺激—反应的角度来论述语义。而认知语言学家却以社会现实中的人为参照系，从认知主体的体验和认知出发，以意义研究为中心，并认为意义不是刺激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人们的身体经验、范畴化和概念系统，根植于发话者的知识和信仰系统之中（Taylor，1989：81）。同时也认为意义不可能在语言内部结构中寻得。

索绪尔（1996：128，162）曾声称：

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词义是由词在潜在的纵聚合关系中的值和在实在的横组合关系中的值共同确定的，须靠否定语言结构内部所有其他成员才能够得到确定。这是一项发明，与他的整个理论也很合拍。但仔细想来，这一原则是否行得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例如一个简单的句子“John loves his friend．”与专有名词“John”、代词“his”、名词词组“his friend”、动词“love”相对立的词语有千千万，又怎么能排除掉那么多的词语来准确地获得它们的意义呢？倘若这么做了，又该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浩大的“排除法”，如此说来，人类又何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运用语言进行有效交际呢？

很多学者常说：西方语言理论流派可在“描写”和“解释”上作出划分，如结构主义语言学重“描写”，功能语言学和TG语言学重“解释”。倘若这一划分成立，认知语言学当属后者。

但也听到有人说：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不仅有描写，也有解释，其他学派也是如此，只有先描写了然后才能作出解释，对某些语言事实的描写是为了阐释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描写是解释的基础，解释是描写的继续，两者不可截然分开。但这里所说的“描写”、“解释”只是指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以其对语言理论流派作出划分，是从理论根基、研究出发点和学术范型的角度来说的：所谓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描写的，是说其研究仅局限于语言系统内部，出发点和归宿点仅在于追求对纯语言结构的了解，似乎给人一种“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感觉，而其他的语言理论流派则超出了这一藩篱。功能语言学结合社会学的研究观点和方法侧重解释语言的交际、功能；TG学派则从人类的心智内部来解释语言；而认知语言学则既从内部，也密切结合外部来全面分析语言，试图从心理、生理、社会、文化、交际等角度对语言作出全面的、合理的、统一的解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描写”和“解释”才能成为不同语言理论流派的分水岭。

从上表亦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分析哲学（主要是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运用归纳法，分析所收集的语料）并兼有理性解释倾向，其心理学基础是摒弃心智主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时也从物理学、化学分析物质（物体是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电子组成，原子核还包括质子、中子等）的方法中得到了很大启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背道而驰的，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心理学基础是建构性心智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第三节）


 二、与TG语言学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是在继承以往诸多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尽管声称是与乔姆斯基理论背道而驰（diverge radically from TG）的，但也吸收了TG语言学派一些观点。正如Taylor（1996：146）所说，TG学派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要抛弃其所有观点。两学派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

（1）都用认知的方法，从心智内部来分析语言（乔氏首倡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转向）；都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窗口，心智的镜子
(7)

 。

（2）都认为思维是无意识的。

（3）都侧重对语言作出解释。

（4）都认为意义具有内在性、不确定性。

但是，两学派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共同之处。

乔姆斯基以拟想的人为参照系
(8)

 ，采用心智本体的研究方法，一反昔日仅对实际使用中语言加以描写的研究方法，将方向转向语言的认知研究，开始探索独立于其他认知技能的内在性语言系统，并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描写说本族语者为何能用有限的词语生成无限的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和心智过程。他早期的注意力主要在句法上，而不涉及语义，但后期理论也开始重视语义，在他的“标准理论”中语言学研究包括句法学、音位学和语义学三大分支，但该学派内部在句法与语义的先后顺序上发生根本分歧，衍生出了解释派语义学和生成派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两个对立的学派。（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TG学派以其有力的论证形成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但从结构主义到生成学派，都是从语言结构内部进行分析：索绪尔强调语言的内指性、系统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生成性，句法也具有自治性，原则上独立于其他知识和认知技能。而认知语言学则以社会现实中的人为参照系，从认知主体的体验和认知出发，坚决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心智作用、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语言的解释必须参照人的感知体验和一般认知规律。

Taylor（2002：31）指出TG语法的研究方法太抽象，离人们日常语言使用太远，而且有些方法不自然，且只讨论了有限的内容。Langacker（1987：v）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抛弃乔氏理论，重起炉灶。Lakoff（1987）说认知语言学派虽然是生成派语义学的延续，但由于他与乔氏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观点、所得结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太多的根本分歧。
(9)

 因而，这才形成了他和Langacker所认为的“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也大致反映出了两代认知科学的分歧。（参见上文）

现将TG学派与认知语言学派的主要分歧归纳总结如下，详细论述参见书中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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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①乔氏强调演绎法，否定实验的必要性，他甚至认为是理论决定数据。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研究中既需要演绎法，又需要归纳法，强调在最广泛证据的基础上作出最大概括，语言研究需要从大量的语言事实中归纳出规律，进行合理的实验对于验证语言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重要的，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先入为主的可能性，为此认知语言学做出了三项承诺：认知的现实性（Cognitive Reality）、趋同证据性（Convergent Evidence）、概括性和广泛性（General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L & J，1999：79-80）。


 三、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共同之处在于：

（1）语言和句法是否自治，这是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分水岭。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持相同的观点，两学派都认为语言和句法不是自治的，语言表达是在意义—功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限于意义—功能，也就是说意义—功能影响和决定了语言形式，因此，语言理论应当解释意义—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功能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语言研究必须考虑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使用情景，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语境因素和相关知识，语言是社会文化语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人类学和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放的、具有社会功能的系统，而不是乔姆斯基所假定的那种相对独立的模块系统。Malinowski（1923）于1923年创造了两个新术语“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文化语境）”来指语言使用时的社会文化情景，以及语言环境（上下文），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语言。Firth于1950年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情景语境”可包括：情景中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行为、情景中的其他相关特征、言语行为的效果。Halliday等学者接受并发展了这些思想，创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包含“系统”（主要来自Firth，他认为语言元素可组成系统，语言使用包括一个选择网络系统［意义潜势］。Firth更注重索绪尔提出的纵聚合系统，而乔姆斯基更注重组合关系）和“功能”（主要来自Malinowski，指语言在交际中执行的功能），努力把功能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语言。他和Hasan（1985：12）还重点论述了情景语境的三大特征（即情景语境的三大因素）：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可用这三者来解释语篇的情景语境，即意义交换的总体环境。（参见第十章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家也持相同观点，Taylor（1989：81—95）强调理解词语意义必须要与百科知识结合起来，并以一章的篇幅（标题为：Linguistic and Encyclopaedic Knowledge）进行了详细论述；Langacker（1999：14）也认为语言必然要受到诸如环境、生物（包括生理、神经、感官等）、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语言和句法不是自治的，它们具有体验性，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与认知能力、语义、词汇、交际功能等密不可分，因此，语言研究必须参照人的认知过程。

（2）两学派在否定语言共性研究上也存在一致的看法。Halliday认为：语言学家主要应研究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而认知学派也持相同观点。（参见第二节第四点戴浩一和Wierzbicka的有关论述。）

（3）两学派都将语义和功能视为语言研究的中心。Halliday & Hasan（1985：15）认为“功能”就是“运用（use）”，就是“意义（meaning）”，因此他们（1985：25，29）又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称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是认知语义学（参见第八章）。两学派都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解释语言的功能系统或语义系统，及其体现形式，必须诉诸功能和语义来描写语法（Saeed，1997：300），反对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描写语义。功能学派的主要人物Firth于1935年指出：

… All linguistics was the study of meaning and all meaning was function in a context．（所有语言学理论都是研究意义的，而且所有的意义都是语境中的功能。参见Halliday & Hasan［1985：8］）

系统功能学派侧重从“语义潜势”角度分析语言，将语言视为是由若干语义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将语言系统解释为一种可以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认知学派更侧重于认知方式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功能主义者有时不愿认真对待和研究“认知”问题，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如要在语言研究中得出可行的结论，就必须认真研究“认知”。

（4）从上文论述可见，功能学派认为语义系统是由社会情景所决定的，并支配和决定词汇语法系统。这一观点就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现实—认知—语言”十分接近。同时，两学派都认为语言能力是后天发展而成的，不是天赋的；人和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都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Halliday & Hasan（1985：29，20）认为概念意义包括经验性意义（Experiential Meaning）和逻辑性意义（Logical Meaning），句子可被视为是真实世界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这就与认知语言学派所倡导的“体验观”十分接近。

从上述第（1）点和第（4）点可见，功能学派认为语言的表达形式受限于意义—功能，而意义—功能又来自社会情景，交际需要，因此，在语言表达和意义—功能之间不应当是任意的（胡壮麟，2000：24），这与认知语言学更强调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有共通之处（参见第十四、十五章）。

（5）两学派都反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Halliday虽曾肯定过形式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也说过不排斥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话，但他始终将语言的功能研究置于首要位置，强调语言结构对于功能等因素的依赖性，语言的实际运用不能仅靠几条形式化的规则就可解决问题。认知语言学家对于形式主义的批判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尖锐。



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与功能学派密切相关，这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哪个是主流，哪个为分支，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语言学。很多学者认为现代语言学可分为两大阵营：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若从这一观点出发，认知语言学当属功能语言学。Langacker（1999：13）指出：

… the movement t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longs to the functionalist tradition．（被称作认知语言学的运动属于功能传统。）

Redeker & Janssen（1999：2）也认为：功能语言学包括认知语言学。

（2）功能语言学属于认知语言学。L & J（1999：498）则认为功能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蓝纯（2001：F25）：功能语言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就是研究交际功能在句法现象中所起的作用。

（3）两学派具有互补关系。学派之间的互补应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从上文所列述的两学派具有五点共性上可见它们在主要观点和基本原则上存在较大的一致性，这就能很好地理解两学派具有互补性这一观点。

我们知道，功能语言学侧重语言的社会方面，主要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将语义置于中心位置，但也不否认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胡壮麟：1991）。认知语言学更侧重语言的心理方面，强调身体经验和认知方式在意义和语言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也注重社会文化、百科知识对于语义理解的重要性。可见，两者研究的侧重点虽有一定的差异，将它们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必将会对语言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因此，Langacker（2000：261）于2000年明确提出了两学派具有互补性的观点，他指出：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with its emphasis on discour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should be regarded as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dependent aspects of a single overall enterprise．（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重点研究语篇和社会互动］可被视为是相互补充的，是一个总体研究领域的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以发话者为中心的语言理论，在语篇分析中也是如此，常常从语篇生成者的角度分析问题，解释功能如何影响或决定语言形式的选择，且更注重书面语篇的分析。而认知语言学既注重分析发话者的语篇生成过程，又注重受话者的语篇理解过程，努力解释认知方式和概念结构如何影响语言结构和表达形式，且在语篇分析中既有书面语篇，又有口头语篇。Givón（1995）指出：把衔接分析仅局限于书面语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意脱口而出的口头交际，而正是这些自然产生的口头语料才能反映语篇连贯的实质。因此，认知语言学在语篇研究方面是对（系统）功能学派的一个发展和补充。可见将两学派视为互补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Halliday & Matthiessen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的认知研究》），着重探讨了人类如何借助词汇语法通过意义层面（在本书中叫Ideation Base“概念基块”）来识解人类的各种经验，提供了从语言和意义的角度来研究认知和经验的新视角，这是对认知语言学研究思路的一个很好补充。他们没有像认知语言学家那样重点从心智角度来论述思维模型，通过认知来解释语言，而主张提供一个意义模型，并把认知模型视为意义模式，可通过语言过程来解释认知，以揭示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他们反对客观主义理论，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识解机制、隐喻、互动等认知方式，这都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通。

Fawcett早在1980年就出版了专著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and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a Communicating Mind
 （《认知语言学和社会交流》），力图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他有时又将两者的结合称为“心理社会语言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认知性的模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交流，建立一个人类大脑如何在语言选择中活动的模式。

戴浩一（1989）则将两者加以有机的结合，提出了认知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强调从认知和功能这两个角度来论述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形式和意义之间在认知和功能上具有种种关联性（Correlation），这一思路能为形式和意义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框架。牛保义、徐盛桓（2000）指出：近几十年来，语言解释的路子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从语言的形式入手和从语言的功能入手。从功能入手的路子主要经历了三种做法：结构功能主义、语用功能主义和认知功能主义。这三种做法不是互斥的，后者不能完全取代前者，三种做法互相渗透。不过，目前看来，似乎认知功能主义在较多的方面较之前者有较大的解释力。

思考题：

1．简述认知的基本含义。为什么从认知角度论述语言更具有解释力？

2．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L & J为什么要划分两代认知科学？两代认知科学之间存在哪些主要分歧？它们的语言观有哪些差异？

4．试解释“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的含义。

5．为什么说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具有互补关系？

6．试以本章为狭义认知语言学所作的权宜性定义为基础，论述其主要内容。



————————————————————


(1)
  本书用“事体”这一术语来统指“事物、现象、事件、活动”等名词性概念。认知语法认为所有实体（Entity）可分为事体（Thing）和关系（Relation）两大类，并用这种分法来划分词类，参见Taylor（1996：81）以及王寅（2005）。


(2)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就二元论讲过一句十分有趣的双关语：“What is mind？No matter．What is matter？Never mind．”


(3)
  Cognition源自拉丁语cognitio，意为：the action or faculty of knowing，perceiving，conceiving，as opposed to emotion and volition．


(4)
  语言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规定、描写、解释，若以此为基础就分别有三大语言学派：规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解释语言学。


(5)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意义也是由语言内部规律所确定的，是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值，好似平面中两线相交就可形成一个固定的点。


(6)
  乔氏（1980：28）对于“语言自治”作出了让步，他说：我们所说的实际语言，很可能包含了除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多方面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系统，它不仅与对经验的感知、范畴化、符号化有关，而且还与知识和信仰问题有关。（参见Taylor，1996：27）


(7)
  Chomsky（1968：x，1）：“… language should be a direct ‘mirror of mind’，… language mirrors human mental processes or shapes the flow and character of thought．”


(8)
  乔姆斯基以拟想的人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不考虑社会现实中的人。他说“语言学所要关心的是一个拟想的发话者兼受话者，他所处的社团是纯之又纯的，他对这一社团的语言的了解是熟之又熟的，他在语言知识施之于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的转换和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参见王德春等，1995：4）（比较：索绪尔“以语言为唯一研究对象”“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体系”，忽视人的作用，且将言语排斥于语言学大门之外，把语言学局限于符号学王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社会现实与社会现实中人的互动关系，强调人的体验性和主观性，努力解释有关信息是如何从环境进入正常人头脑之中的。


(9)
  按照Taylor（2002：36）说法，认知语法与乔氏核心理论在每个观点上都是势不两立的。


第二章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都不能割断历史，认知语言学也是这样，它在对以往有关理论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基础。除第一章所论述的认知科学之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还包括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这将是本章重点论述的内容。这样，本章与第一章结合起来，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西方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论（Empiricism，或叫“经验主义”）与唯理论（Rationalism，又叫“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两种对立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

Lakoff（1987）、Johnson（1987）、L & J（1980，1999）重新对西方哲学进行了分类，将上述两种哲学思潮中的主要观点冠之以“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ist View或Objectivism）”，与之相对的为“非客观主义理论（Non-Objectivist View或Non-Objectivism）”，并认为客观主义源自经验论、唯理论，这在西方哲学中从前苏格拉底时代一直到20世纪，始终占统治地位，长达2000多年，在科学、法律、管理、新闻、道德、经济学、语言学等领域始终占主导地位，对其他许多学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客观主义理论是构成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

L & J还将“非客观主义理论”称为Experientialism（又叫an Experientialist View，或an Experientialist Synthesis，或the Experientialist Myth，或Experiential Realism）。在英语中，Empiricism和Experientialism是有不同含义的，Empiricism往往是指16—18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流派。J & L（2002：247）指出：

Classical empiricism is a philosophical position，which claims that we are born with a tabula rasa
 — a blank slate：no knowledge is innate，and all knowledge（including all knowledge of concepts and reasoning）is acquired via the senses．Empiricism is opposed to rationalism，which argues that all human reason（and hence，human conceptual structure）is innate．（传统经验论是一种哲学观，认为我们出生时心智是一块白板，即白板论，没有知识是先天的，所有知识［包括概念和推理的全部知识］是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相对，后者认为人类所有的推理［概念结构］都是先天的。）

他们（2002：248）还对“Experience”作了如下描写：

… experience is the result of embodied sensorimotor and cognitive structures that generate meaning in and through our ongoing interaction with our changing environments．（经验是在我们不断通过与变化的环境互动之中产生意义的体验性感知运动和认知结构的结果。）

Experientialism是指20世纪末L & J等学者的新观点。倘若这两个术语都译为“经验论”，就很容易产生混淆，因此笔者主张将Empiricism仍译为“经验论”，强调人的心智犹如一张白纸，客观外界是被动地、如实地印在上面，完全否定人的主观认知作用。而Experientialism译为“新经验论”。

由于“新经验论”等同于Embodied Philosophy（本书译为“体验哲学”）。Lakoff和Johnson于1980年和1987年著作中虽也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将其用作专门术语。Lakoff（1987：267）也强调经验实在论应根据体验来描写意义，并对“Embodiment”作了解释：our collective biological capacities and our physic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as beings functioning in our environment．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L & J于1999年出版了《体验哲学》一书，提出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Philosophy in the Flesh，或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同义术语还有an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或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或称Embodied Realism‘体验实在论’）”这一理论，将其核心内容总结成三条基本原则：（1）心智的体验性；（2）认知的无意识性；（3）思维的隐喻性。

体验哲学对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与英美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基于混合哲学的心智观针锋相对，也是对Putnam提出的内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的一个发展，对西方传统思想形成了一个挑战，对哲学、认知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参见第一章），同时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这种分类同样也产生了两大类的语言学：客观主义语言学和非客观主义语言学，前者指包括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学理论，后者主要为认知语言学。


 一、西方认识论研究简史回顾

L & J（1980：195）指出：我们能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这一观点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石，这种观点在经验论和唯理论中十分盛行，其间的区别仅在于如何解释获得这种绝对真理的方法（这属于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相对）。对于经验论者来说，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来自我们的感知，是由感觉能力所建构的；对于唯理论者来说，只有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
(1)

 。这种理解模式涉及了备受争议的笛卡儿范式（Cartesian Paradigm）。笛氏相信有绝对客观真理的存在，而追求这种真理的方法是要建筑在没有偏见、没有价值污染以及不受传统影响的基础之上。外在世界是独立于主体个人而存在的，对其认识时不要使个人偏好或价值信仰介入，这就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康德虽对唯理论和经验论进行了综合，但仍属于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理论，仍保留在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Frege等的理论之中。

为便于理解和记忆西方哲学中两大派的争论简史，现以“感性与理性”之争为主线（仅为西哲学习方法之一）列表如下，然后依次简述（详见有关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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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一）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为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建立了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等学科，对心理学、物理学、历史、美学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在分析过去哲学家解释世界物质构成元素的基础上
(2)

 ，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以说明事物的构成：质料因（质料：事物的原料、物质）、形式因（形式：事物的本质或可被知觉的形态）、动力因（动力：事物的创造者）和目的因（目的：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后三者常被说成一个概念“形式”，实际上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汪子嵩等，1972：20），因此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
(3)

 。质料和形式结合的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活动。亚氏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了认知来源于感觉。

他还提出唯名论（Nominalism），认为：共相后于个别事物，重感性，认为没有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共相，承认事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因此具有唯物论思想。唯名论在语义学中的观点为：词与所指事体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是任意的。

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说”，认为：一切感觉到的事体都是变化无常的、相对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个别的、具体的事体都有一般的概念，这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而是真实的。这一般的概念就叫“理念”，具体的物质则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因此在认识论上主张“灵魂回忆说（Anamnesis）”，宣称灵魂不死，人的灵魂在投入肉体之前，寓居于理念世界之中，投入人体之后，把理念世界中的知识暂时忘记了，人们要获得知识，只需唤起自己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

柏拉图基于他的理念说，主张唯实论（Realism），认为：共相先于个别，有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共相，从共相可派生出个别情况、偶然现象，并把一般概念绝对化，成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理念成为第一性，这明显具有唯心论和先验论思想。唯实论在语义学中的观点为：词与所指事体之间存在着根本性联系，词只不过是人们给现实或外部世界的物体所起的自然名称，也就是说，一个物体叫什么名称，是由物体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实际属性决定的。

这一时期在语言上主要注重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

（二）中世纪（5—15世纪）

中世纪的哲学继续围绕个别与共相之间的关系进行争论，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先有事物后有共相，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塞林（Roscellinus，约1050—1112）、阿贝拉尔（Abélard，1079—1142）、司各特（Scott，1264—1308）、奥卡姆（Ockham，1300—1350）等。唯实论认为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共相是个别事体的本质。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塞姆（Anselm，1022—1109）、香浦（Guillaume de Champeaux，约1070—1121）、阿奎那（Aquinus，1225—1274）等。这场争论的本质还是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是古希腊两派争论的延续。

经院哲学反对研究自然，抹杀实践经验，采用烦琐的、形式主义的方法研究推理，咬文嚼字，玩弄概念。

这一时期在语言上主要研究拉丁语。

（三）文艺复兴时期

经验论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挑战，利用经验质疑权威，结合实验中的新发现来修改理论，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等都持这一观点。达·芬奇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知觉。

在语言研究中：经验论者重视语言的差异，而唯理论者寻找语言共性。Robins（1967；许德宝译，1997：143）认为：古代语言学界只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感兴趣，几乎不涉及语言普遍性的问题。经院派学者假设普利西安（Priscian，活动时期约公元500）所描写和分析的拉丁语实际上代表了所有语言的普遍性基础，并试图对这一基础加以解释和证明。文艺复兴以后，经验论者重视具体语言各自的差异，认为应该根据观察修正范畴和分类，而唯理论者仍在寻找存在于各种语言表面差异之下的共性。

（四）16—19世纪

经验论与唯理论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对当代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现介绍两学派之间的主要分歧。

1．经验论（经验主义）

哲学上的“经验”这一概念是指“感性经验”，即人们在同客观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了关于客观事体和其间联系的认识。经验论是指一种认识论的理论，与唯理论相对立，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片面地强调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和确实性，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贬低乃至否认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确定性。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主要区别如下：

（a）前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进行挑战，倡导实践经验，认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而后者认为感觉印象容易出错，并继承了经院派思辨学家古老的普遍主义。

（b）前者注重事实，强调一切知识来源于观察；而后者持先验论。

（c）前者认为经验来自外部，注重外部研究；后者注重心智内部的研究。

（d）前者采用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后者采用演绎和综合的方法。

（e）前者认为人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而后者却认为人是主动接受知识的。

这个时期的经验论者可分成两大派：

（1）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物质自然界的事体是感性经验的基础，经验是客观事体作用于感官的结果。

（a）培根（Bacon，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反经院哲学，倡导实验科学，崇尚经验，认为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完全可靠的。主张用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并把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归纳法”称为“新工具”（著《新工具论》），以别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认识方法。

（b）霍布斯（Hobbes，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继承了唯物论和经验论原则，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说，坚持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觉，并将培根的唯物观系统化，剔除其中的有神论偏见。他还主张用力学和数学来说明一切，从而建立了近代第一个机械唯物论体系。

（c）洛克（Locke，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反对天赋说，倡导经验论，详细论证了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的原则，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论（Tabula Rasa）”，人出生时心智像一块白板，观念是从后天的经验中获得的。他还认为经验可分为两种：外部经验，可通过感觉获得；内部经验，可通过内省获得。他还阐明了语言来源于感知的观点：Words are taken from the operations of sensible things．

另外，唯物主义经验论者还包括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Diderot，1713—1784）、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92）等。　　（2）唯心主义经验论把经验视为主观的内省，否认物质是自然界的基础，否认经验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

（a）贝克莱（Berkeley，1685—175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虽承认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又认为一切经验都是主观自生的，没有客观内容，是脱离物质的唯一存在，从而否定了在经验之外的世界的客观存在。他提出“物体是概念的集合”、“存在即是被感知”的公式。如此，人们认识的对象便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自己的观念或感觉，外界事体仅是感觉的组合。

（b）休谟（Hume，1711—1776），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从感觉而来，但又对感觉的产生持怀疑态度，极力回避经验的来源问题，宣布经验从何而来是不可知的，因而被称为“不可知论者”。

古典经验论者把归纳法视为从有限的经验事实向普遍的理性知识扩展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之后，这一方法受到了怀疑，因为归纳原理本身的真实可靠性且不能保证，又何以能根据它把个别的经验事实上升为普遍的原理呢？摆在经验论者面前的这一毁灭性问题终于导致了怀疑主义的出现。现代经验论则借助概率工具从“归纳问题”的挫败中复兴。以卡纳普（Carnap，1891—1970）为代表的现代经验论者发展了“归纳逻辑”或“概率逻辑”理论以求解决“归纳问题”。

贝克莱和休谟还是极端的唯名论者，他们都否认有一般概念，否认抽象思维。

（c）孔德（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依据。“实证的事实”就是指经验事实，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构成的。他还是社会学（1838）的创始人。英国的斯宾塞（Spencer，1820—1903）也是实证主义者。

（d）马赫（Mach，1838—1916），为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要素论”，将人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称作“要素”，它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这样物体就被视为是感觉的复合，否认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图复活贝克莱和休谟的观点。德国的阿芬那留斯（Avenarius，1843—1896）提出“原则同格论”，认为存在和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两者是“同格的”，以图否定存在决定意识。这两人被称为马赫主义（又叫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

2．唯理论（理性主义）

认为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将理性视为知识的唯一源泉，衡量一切现存事体的唯一标准，只承认理性认识是可靠的，只有通过理性的知觉和推理，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该学派可分为唯物主义唯理论和唯心主义唯理论，前者主要代表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他承认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具有客观性，但又片面夸大理性的作用，主张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把握规律。后者贬低感性经验，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真理是人脑中固有的，柏拉图当为这一观点的始祖。这一时期的唯理论者大都持唯心主义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有：

（a）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唯理论者，现代哲学之父，持先验论、二元论、天赋论等观点；感觉是可疑之物，一切都是可疑的，只有“我在思维”是确信无疑的，可以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提出一个著名口号“我思，故我在”，认为认识来源于理性自身，创立了理性演绎法，确立了一个“把思维作为主体”的哲学理论，对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理性具有天赋性、普遍性，因而语言也具有天赋性和普遍性。

（b）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德国唯理论者，持天赋观，反对洛克的经验论，认为认识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先验的，是心智自身所固有的潜在观念的显现；他把真理分为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他还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

（c）卢梭（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唯理论者，认为人类本性的核心为自我，只要考察自己的心灵，就能知晓全部人类的本性；他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但现存的人是坏的，须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回复自然。

（d）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既持有经验论，也持有唯理论，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方面承认在意识之外存在实物世界（“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并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先天的”，持先验论（Apriorism）观点。但他也说过：All thought must，directly or indirectly，by way of certain characteristics，relate ultimately to intuitions，and therefore，with us，to sensuality，because in no other way can an object be given to us．（参见Jäkel，1999：12）

（e）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也对辩证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把认识归结为“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把自己的哲学视为“绝对理念”的全部内容，将其视为万物存在的基础和本质，可穷尽宇宙的真理，是为一切提供说明原则和标准的绝对真理。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客观主义、绝对主义
(4)

 、一元主义、整体主义、采用分析加综合的方法。他的理论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达近百年之久。

（五）20世纪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已基本完成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语言的表达功能为核心来研究各种哲学命题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心智哲学、逻辑哲学、数理哲学等。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也叫the Philosophical Semantics“哲学语义学”），把语言本身作为主题，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和基本功能，意义与真值，语言的各种成分、结构和类型，语言与存在、意识、真理、人类社会的关系，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等，主要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解释派哲学。另一个术语Linguistic Philosophy（可译为“语言学哲学”以示区别），常指日常语言学派，特别指其中的牛津学派（参见图2.2，Searle，1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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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20世纪的经验论

到了20世纪，传统的经验论在语言哲学中主要表现为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等流派。

（1）英美分析哲学（Anglo-American Analytic Philosophy）认为要接近思维只能走语言分析的道路，要研究思维哲学就要研究语言哲学，要分析一个思想结构就要分析相应的句子成分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将语言分析视为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强调分析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分析语言的性质和内部构造，追求绝对精确化的语言观，澄清和确定词语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关于意义理论的新观点。他们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力图使得哲学研究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从而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根本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这一时期的分析哲学可分为两大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

（a）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又叫逻辑经验论（Logical Empiricism）、形式主义语言学派（Formalist Linguistic School）、狭义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
(5)

 ：将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结合起来，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分析知识（全部经验科学的命题），而不像经验论者对知识的来源做历史的或心理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完全基于对“实证的”、“确切的”事实进行研究，将这种方法称为“证实原则（the 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通过逻辑分析把科学的各种命题还原为直接经验或可直接观察的命题，从而确定其意义。这一理论始创于弗雷格（Frege，1848—1925），罗素（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前期，核心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包括：石里克（Schlick，1882—1936）、卡纳普（Carrap，1891—1970）、纽拉斯（Neurath，1882—1945）、英国的艾耶尔（Ayer，1910—　）等，以及德国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1891—1953），波兰的塔尔斯基（Tarski，1902—1983），等。

（b）日常语言学派（Philosophy of Ordinary Language），亦有学者将其称为语言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或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于英国，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没有必要建立人工语言。哲学之所以混乱，是因为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正常用法，因而可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就能医治这一哲学的痼疾。该学派主张研究日常语言本身及用法，强调应采用概念分析的方法（而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语义，仔细分析哲学中的词汇、概念，以及与认识有关的具体词汇，发现细微差异，准确掌握用法，以澄清或排除哲学中的混乱。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Wittgenstein后期理论，剑桥学派的威斯顿（Wisdom，1904—　）、摩尔（Moore，1873—1958）；牛津学派：赖尔（Ryle，1900—1976）、奥斯汀（Austin，1911—1960）、斯特劳森（Strawson，1919—　）；美国学派：塞拉斯（Sellars，1912—　）、齐索姆（Chisholm，1916—　）、塞尔（Searle，1932—　）等。

自Frege以来，哲学家都只把语言当作表达思想、叙述事实的手段，只关心语句的真假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更认为一个语句不能被证明为“真”或“假”，这个句子就没有意义。Austin对其进行了反驳，克服了对语言意义和逻辑结构理解的片面性，将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从逻辑实证转向日常语言，并提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言语行为。后来他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Searle引进了Grice的意义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概念，进一步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

（2）行为主义（Behaviourism，参见第二节）。

（3）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经验性理论为基础，将其视为无所不包的唯一存在，对传统的经验做了修正，不赞成把经验看作被动感受的东西，而认为是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不赞成对感觉经验采取原子分析的方法，认为不存在一个个孤立的感觉，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经验。否定分析和抽象，把人类全部认识归结为适应环境的行动。知识和理论都是工具，真理之为真理仅仅是因为对人有用，任何一个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就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用，人们将其归结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皮尔斯（Peirce，1839—1914）、詹姆斯（James，1842—1910）、杜威（Dewey，1859—1952）、米德（Mead，1863—1931）等。

（4）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奎因（Quine，1908—2000）把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实用主义（又叫：逻辑实用主义、分析实用主义）学派。他在批判传统认识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哲学［研究超自然的、超感觉的、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和第二哲学［物理学］，笛卡儿也接受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和批判认识论（康德的观点，认识论必须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和局限性作出批判性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化认识论，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连续的，不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自然的解释，人类认识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应从自然科学内部，运用实证的、定量的、累积的科学主义
(6)

 方法来阐述认识论。

他还主张直接研究谈论外部世界的语言，并由此而间接地研究外部世界，因此他的认识论的核心部分就变成了语言学习理论（陈波，1998：19）。他把语言视为一种在社会中发生的自然现象（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文化特性），是可以客观地加以研究的外部行为（忽视语言现象的心理侧面），他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意义则持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在社会中发生的刺激—反应的自然过程，语言意义可根据刺激和反应来定义，因此，语言学习和语言意义都可采用与其他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加以研究。

他还认为：人类知识系统是一个大的力场，处于核心的是数学逻辑真理，处于边缘的是经验科学的命题。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部分可以免遭经验的修正，必要时数学逻辑定义也可以改变。他还认为字典的释义并不是下定义，而是经验事实的报道和总结，字典编纂者实际上是经验科学家。

2．20世纪的唯理论

主要代表人物有：

（1）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广泛流行的倡导复兴康德哲学的流派，反对各种实用主义取向，只强调康德的理论哲学，不重视他的实践哲学，抛弃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认为自然界纯粹是“思维”的产物，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代表人物有：早期的李普曼（Lippmann，1840—1912）、朗格（Lange，1828—1875），以及后来的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等。

（2）柏格森（Bergson，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创造性地用“生命冲动”和“绵延”来解释生命现象，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实现着“生命冲动”的洪流，“生命冲动”就是“绵延”，其向上的运动创造精神，是万物的基础，物质、时间、运动、生命等只不过是其各种表现形式。因此生命的进化过程就是意志的创造过程。这些只能靠“直觉”即不可言传的内心体会来把握。

（3）胡塞尔（1859—1938），创立了“现象学”（参见王寅，2001：51），影响了许多哲学家，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理论之一。L & J（1980：195）将他划归为客观主义哲学理论范畴。

（4）波普尔（Popper，1902—　），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家，持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反的观点，认为知识是由心灵的经验逐渐产生的，并提出著名的证伪说。

（5）乔姆斯基（1928—　），他接受了唯理论者的许多基本观点，宣称TG学派使得17、18世纪的唯理论得到了复活，形成了20世纪的新唯理论，参见第一章。

3．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结合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主义认识论，逐步成为西方科学的柱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捧上了霸主的地位。但也有不少学者看出了这种科学主义认知论的缺陷，例如哲学家就曾尝试将经验论与唯理论结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康德虽主张二元论和先验论，常被视作唯理论者，但曾主张将经验论与唯理论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者的观点，认为感觉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又赞赏唯理论者，认为自我具有天赋的结构，总在接受一切感觉材料，人类心灵以其特有的方式过滤每个经验。他曾提出“过滤镜”的设想，可以想象我们戴着有色眼镜来过滤和解释世界，总是通过时间、空间来看事体，而事体本身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这就已经提出了语义具有主客二性的观点。

Carnap也曾力图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方法，把感官体验作为出发点，以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整合手段，构造出人类的知识系统。后来他放弃了经验论语言观，转向物理论语言观。

当代社会学家在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基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了反实证主义的取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从根本上就不同于自然科学。Giddens（参见苏国勋，1996：514）认为：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对待自然界那样去对待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Polanyi强调“观察”的性质依赖于科学家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框架；Koyre则分析了伽利略的运动原理的哲学与文化背景，指出实验并不能成为把经验归纳成理论的起点（杨善华，1999：142）。最有影响的后实证主义者Kuhn（1962）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存的范式（Paradigm）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s of Understanding）而展开的，他把科学描述为一种双向运动的过程，由经验观察与先验的范式框架之间的互动来决定，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美国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1982）曾对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与实证主义理论相对立）作出四点概括，其中前两点为：

（1）所有的科学资料数据都是由理论内在构成的；

（2）经验的承诺并非单纯以实验数据为基础。

因此，他认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维方法不可能完全分离，也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科学思维是一种双向的连续体，是发生在由两种不同环境（经验的环境和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环境）所构成的背景下的认知过程。虽然科学的陈述可以更多地指向其中的某一环境，但它们却从不可能为任何一种环境所决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完全处于两端的，它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认识连续体上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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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解释学派的领军人物伽达默尔主张克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哈贝马斯坚决主张打破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中的统治地位，极力倡导建立一种适合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以社会实践（交往行动理论）为趋向的反思性批判方法论。

近来很多学者将这种观点运用到语言解释和研究中，法国学者Francois Rastier于1991年出版了《语义学与认知研究》，书中提出了“经验的唯理论”。胡塞尔（Husserl）认为：语言不仅有其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其先验的基础。后者涉及意义的本质形式及其组合和变化的先验法则。Sidney Lamb也认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可以互补。加拿大心理学家Donald Hebb认为：人类的语言既有先天遗传，又有后天经验。婴儿在出生时就对人类语言的声音模式具有特殊敏感性，脑中具有接受、理解和形成言语的特殊机制。但是要使这种结构产生言语功能，还需要经验的作用。我们同意王德春（1997：186）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专家们一般都同意这种观点，人类之所以有独特的言语功能，一方面是因为脑中先天就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对语言有特殊敏感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后天经验的作用，两者结合，才使婴儿、幼儿逐渐发展出语言能力。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知识中有较小部分是先天的，但主要是后天学得的，语言也是这样。


 二、客观主义理论与非客观主义理论

（一）客观主义与非客观主义的主要特征对比

很长时间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学派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所有知识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其充分表现出可以“客观验证”的特点，而且还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但随着人文意识的觉悟，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主义的缺陷，近来不少学者认为用分析和解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社会科学是不妥的。语言中存在很多1＋1≠2的现象，若依靠“1＋1＝2”的方法来对语言做出一刀切的解释，在方法论上就不科学，必然要犯“文不对题”的错误。例如，哈贝马斯（Habermas）坚决批判了实证性的科学主义观，他区分了社会现象（Social Reality）和自然现象（Natural Reality），认为前者由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所构成，不可用自然科学的程序来验证或证实社会科学理论。

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是从语言开始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不能忠实地、镜像般地反映客观世界，其间必然要考虑到人的因素。

Lakoff（1987）、Johnson（1987）以及L & J（1980，1999）的著作中将上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哲学思潮中的基本观点冠之以“客观主义”
(7)

 ，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主义要求语言必须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功能和再现功能，人们可透过语言的意义精确地了解世界，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追求的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和语言表达的精确性，语言被视为能镜像地、客观地反映世界的工具，只要方法得当，人们都可获得作者所要表达的“精确”意义。本书将客观主义的主要观点和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1）世界范畴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现实世界中的范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的意识，可根据客观特征来描写，无须考虑进行范畴化的主体。

（2）人类思维的分离性和镜像性。一方面认为心智、思维与身体分离，与感知经验、心理特性、生理系统、神经机制等脱节；另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世界可通过人的经验镜像般地反映到心智和思维之中，或者说，心智和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仅是对外部客观范畴的自然、如实的反映，人类据此就能正确地推理出客观世界的范畴和逻辑。为保证这种镜像性，必须排除任何不反映客观范畴特征的东西，否则就不能反映世界的真实性，也就不能代表世界的真正知识。

（3）心智结构的非隐喻性和原子性。由于心智和思维具有镜像性，心智结构只能是非隐喻性的，与客观世界的范畴同构。经典范畴理论就是这种客观主义心智观的核心内容，将范畴视为只能通过范畴成员共享的客观给定的特征来定义。同时心智具有原子性特征，可被分解为简单的“建造构块”，且能根据规则结合成复合体，进行符合逻辑的组合。心智与思维可像计算机一样对抽象符号进行机械运作。

（4）概念结构的符号性与对应性。概念是心智运作和思维过程的产物，是根据客观范畴组织起来的，因而也与其同构。概念结构也是符号结构，符号仅通过与世界（包括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体、范畴、特征、关系对应获得意义。

（5）意义系统的固定性和组合性。意义仅是外部世界在心智内部镜像化的客观表征，词有客观的系统意义（Sense），句子反映了现实的关系，它们都能在世界中找到所指，意义就被视为词句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为此意义描写必须剔除主观因素，排斥隐喻思维，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意义的客观性和固定性。具有固定性和准确性的意义才代表真正的知识。意义还具有组合性，句义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获得，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描写，客观表征是符号运算的基础。

非客观主义理论（即：新经验论，体验哲学）是针对客观主义理论提出的，这种全新的理论吸收了客观主义中部分合理的成分，如认同概念结构受到客观现实的限制，也受到我们所具有的功能的限制，相对稳定的知识与客观现实有关，承认科学标准的客观性等；但在许多关键性原则立场上，对其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丢弃了人在认识范畴、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建构语义系统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忽视了人的身体经验、生理构造、认知方式、丰富想象力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类面对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为什么会形成很多带有民族色彩的思维方式、概念结构和语言表达？Fauconnier & Turner（2002：26）的解释是：相同的输入会有不同的融合，也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此，人类虽都面对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也都具有范畴化和概念化能力，但由于体验的角度不同，概念化的方式就会有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认知结果和概念系统，例如，我们知道颜色与光的波长有关，光的波长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而不同民族对颜色的范畴化却是不同的，在世界语言中就有了不同的颜色词系统，有的语言有11个基本颜色词，有的语言有8个，而有的语言（如Dani语）只有两个（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又例如，爱斯基摩人有22个表示“雪”的单词；在尼日利亚北部和苏丹的豪萨人（Hausa）将“灌木”面向自己一面的背面称为“前面”，即“灌木”与“人的前面”在同一方向上；南太平洋塔希提人（Tahitian）不仅没有“悲伤（sadness）”这个词，就连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当然他们经历了“悲伤、沮丧”这样的心情，但并没有产生处理这一概念的方法，他们用“病、疲劳、恶魔的进攻（sickness，fatigue，the attack of an evil spirit）”来范畴化“悲伤”。

另外，在客观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星期”这样的概念，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各民族都有自己凭主观臆想编出来的概念，如“上帝”、“鬼神”、“神话故事”等，它们也是缺乏客观依据的。据此，语言符号如何仅能通过与世界上事体的对应获得意义？可见人类的范畴不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它与认知主体的范畴化方式密切相关，范畴和概念是产生于人类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之中，而不是客观主义者所说的独立于认知主体而客观存在的。

因此针对客观主义理论的五个基本观点，L & J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它们构成了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通过仔细研读原著，将其大致归纳如下：

（1）世界范畴的主客观性与依存性。现实世界中的范畴、关系是通过人的主观作用被认识的，人们在认识客观外界时是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意识的，此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进行范畴化的主体的因素，主客观同时并举，互相作用，互为依存。

（2）人类思维的体验性和互动性。人们的思维、心智、概念都是直接基于现实世界、感知体验、身体运动，不可能与生理、神经无关，具有体验性。客观世界对于范畴、概念、思维、心智的形成有基础性的始源影响，但不可能像客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镜像般的映射，它们是身体与客观外界互动的产物。

（3）心智结构的隐喻性和完形性。由于人在认识世界中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心智结构要超出对现实的直接映射，在体验的基础上运用了隐喻等方式，使得人类不断形成抽象概念，发展出抽象的思维能力。人类的思维、心智和推理在本质上具有隐喻性和创造性。因此，思维、心智和推理也就不能像计算机一样是在对抽象符号进行机械运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心智具有完形性，不可分解为“建造构块”。

（4）概念结构的非符号性和建构性。概念结构不是符号结构，不与外界完全直接对应，这是由心智结构和思维方式具有上述特点所使然。概念结构是在人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同时，思维的完形特征使得概念具有整体性，可用认知模型来描写人类的概念结构。

（5）意义系统的模糊性和整合性。意义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心智现象，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具有动态性、相对性、模糊性等特征，不能仅用简单组合原则获得。意义需依靠原型范畴、概念化、意象图式等来限定，仅用组合原则是不够的，而常须用整合原则对其加以描写。这与心智、思维不是对抽象符号的机械运作，概念具有非符号性特征的观点密切相关。

（二）体验哲学的三条原则

否定客观主义并不等于要走上主观主义的道路。主观主义者主要接受了唯理论的观点，他们不顾外界实际，无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意识和想象，也主张主观与客观分离，把头脑中的模式作为思维第一性的东西，倾向于让客观实际适应和服从这种思维模式，并认为意义和真理不受客观现实的约束，这显然也是十分荒谬的。

体验哲学摒弃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中的错误观点，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既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第一性地位，必须依据客观规律认识世界，又应重视主观意识。认识活动不仅可以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还对客观现实有反作用。体验哲学既反对客观主义，又反对主观主义，倡导主客体间的互动性，其间包含了辩证法的观点。

L & J（1999）在合著的《体验哲学》一书中将上述思想概括成三条基本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

1．心智的体验性

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们在对客观外界感知和体验（特别是由感觉运动系统）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地点、方向、运动等）和身体（包括器官、身体与环境的相对位置、关系等），它们为我们日常推理提供了认知基础，参见第八章第四节。

L & J（1999：497）指出：

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

完全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的，因此方位空间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范畴和概念，与此同时也就形成了意义。这样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思维或认知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范畴知识、概念结构和认知方式，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这就彻底批判了笛卡儿和乔姆斯基的“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二元论，“主体—客体”二分法不能成立。

非体验性实在论（Disembodied Realism），又叫“外部实在论”（External Realism），属于客观主义，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制造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两者一旦分离，对于客观现实的了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以经验论的方法通过外界、物体本身来了解，要么以唯理论的方法通过能被多数人所理解的、共有的心智来了解，而心智的体验观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人类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相作用来与世界相连，我们整天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何以能与其分离？！使得认知、心智、知识、科学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的体验，而绝不是什么超验；是我们的想象力，而不应对其加以躲避。Fauconnier & Turner（2002：217—219）则更进一步强调了人类想象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认为：我们的心智运作依赖于想象力，这也是科学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概念整合，通过输入空间的输入，进行匹配、融合，其间就可能创造出新义。

意义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构造，认知结构和感知机制密切相联。Langacker（2000：203）强调指出：感知与概念之间具有对应相似的关系（Perception and concep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alogous），而且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着这种平行对应的关系（Extensive Parallelism）。人类因自身的生理构造用特殊的方法来感知世间万物，理解其间的各种关系。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它们通过体验而固定下来，根本不是基于什么符号；思维和推理也基于体验，根本不是基于符号运算。意义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通过符号与世界之间客观的、直接的连接而产生的，传统的集论模型是解释不了人类语言的意义问题的，这就与基于客观主义的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针锋相对。

因此，范畴、概念、思维、心智、推理、意义、语言等，都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语言和句法不可能是自治的，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近年来的神经模型研究也表明：感知机制模型和动觉图式模型，在语言学习和推理中也能建构概念，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充分证明了心智体验观的正确性。

语言的体验观也是与马克思的语言实践观相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960：34）。

Gee（1999：30）指出：

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do not exist，and are not learned，outside the distinctive social practices of which they are an integral part．（语言关系并不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实践之外，也不是在这种实践之外学得的，语言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里Gee强调社会实践和社会情境对于理解语言项之间的关系，即理解语言的意义，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反映了他的语言体验观。

2．认知的无意识性

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笛卡儿，但在某些地方与后者亦有分歧。笛卡儿认为：推理、认知、语言是有意识的，而乔姆斯基认为是无意识的。Lamb也认为它们是无意识的。奎因（Quine）却否定认知的无意识性（他也否认基于体验的思维、推理、意义），Searle（1995：128）对此也持否定态度。L & J认为：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对认知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得第一代认知科学得出了“认知的无意识性”这一重要结论。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应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理解“认知”这一术语，强调其无意识性。Panther & Radden（1999：版权页）指出：

“Cognition”should be taken broadly，not only including the domain of rationality，but also dimensions such as emotion and the unconscious．（应对“认知”有一个宽泛的理解，它不仅包括理性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诸如情感和无意识等方面的内容。）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我们对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接的知觉，我们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神经加工过程，其间的分析如此复杂，令人难以置信；运作如此之快，即使集中注意力也不能被觉察到，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花什么努力就能进行这种自动化的运作。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是不可能被意识到的，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语言的习得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Lamb（1998：12）曾以“眼镜”为例论述了“无意识性”问题，他说，人们戴上眼镜是为了看清事物，此时并不知道眼镜如何发挥其功能，甚至也看不见眼镜本身，这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正在被使用中的眼镜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将眼镜从眼睛上摘下来对其专门加以“客观”研究，但此时没了眼镜又看不清事物了。因此，正在运作中的心智是不能被意识到的（参见Taylor，2002：17）。

Gee（1999：30—31）曾举例说明认知的无意识性：

Lung cancer death rates are clear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smoking．

据说这句话可有112种以上的意义，而任何一个人读过这个句子后，都能迅速排除所有其他111个意义，仅获得其中的一个意义（所有人都会有相同的理解），而不能认识到人的心智在理解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

人类的范畴是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的，每一个原型也是一个神经结构，它能使我们进行与此范畴相关的推理和想象。基于原型的推理十分常见，但不为我们所意识，占据了我们实际推理的很大比例，大部分认知和推理是无意识的，L & J（1999：13）认为：

Conscious thought is the tip of an enormous iceberg．… unconscious thought is 95 percent of all thought — and that may be a serious underestimate．Moreover，the 95 percent below the surface of conscious awareness shapes and structures all conscious thought．If 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 were not there doing this shaping，there could be no conscious thought．（有意识思维仅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之一角，十分保守地说，无意识性思维至少占95％。而且，在有意识思维层面之下的、占95％的无意识思维，形成和建构了所有的有意识思维。如果没有这种无意识思维所起的这种成形作用，就不会有有意识思维。）

Fauconnier & Turner（2002：33）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所有重要的思维是无意识的，但没有给出具体比例。这种无意识认知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们对经验进行概念化。我们大量使用隐喻不断扩展这种无意识推理。

而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体验哲学坚持意义的体验观，将意义置于身体和无意识的概念系统中，对分析哲学的基础提出挑战。

3．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是词语的修饰性用法，且是其非常规性用法，不适合日常言语，仅适合于修辞和诗歌。他对隐喻的理解是基于“相似性”的，即相似于外部世界某一客观特征，完全忽视了隐喻的巨大认知作用。

传统的分析哲学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Frege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 & J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映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推理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不是伟大诗人的创新，不仅仅具有美学价值（修辞功能），而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正常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L & J在1980、1987和1999年著作中对其作了详细论述，详见第十二、十三章。下面重点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则来论述隐喻的性质：

（1）隐喻具有体验性。隐喻的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和基本概念，它们在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形成意象图式，获得基本概念，这是形成隐喻的根据，因此隐喻是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

（2）隐喻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许多理性思维运用了隐喻模型，人们在很多场合下能自动地和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而且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最有用的认知方式之一，通过隐喻理解经验是人类想象力的伟大胜利。

（3）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哲学运用相对少量的隐喻形成了统一的核心理论，如毕达哥拉斯运用了“存在是数”的隐喻，就将数学中的本体映射到了一般的存在之上。笛卡儿运用了“理解是看见”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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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视觉域的推理类型映射到了心智域和思维域。黑格尔认为人们需要用感觉现象来表达精神现象，所以就产生了隐喻。

因此，正是隐喻，使得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抽象概念域；正是隐喻，将我们的知识扩展到了新的领域；正是隐喻，把哲学中的理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赋予其巨大的解释力，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倘若能剔除隐喻性思维，剩下的骨架概念就会太贫瘠，我们就无法进行日常实质性的推理。哲学理论也运用了隐喻性思维，因此隐喻不是哲学研究的障碍物，而是使得哲学形成理论体系的“宝贝”。剔除隐喻，就是剔除哲学；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正如L & J（1999：543）所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There is no philosophy without metaphor.）。”他们还运用了有限的隐喻来解释哲学中所讨论的“时间、事件和因果、心智、自身、道德”等论题。Lakoff & Núñez于2000年出版了《数学是从哪里来的》（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这本书，使用隐喻来分析数学如何成为一个系统理论。他与他的同行们还将用隐喻理论来分析经济学、生物学、宗教等理论体系中的隐喻结构，因此本世纪我们将很快就能读到他们有关隐喻理论运用的另外几本杰作，确实令人有一种“隐喻革命”的感觉。


 三、客观主义语言学与非客观主义语言学

Robins（1997：145）指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以不同的形式，贯穿着整个语言学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不管成名的作家，还是社会所认可的普通发话者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语言内部研究语言。传统语文学、对比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主要是基于经验论的，而思辨语法、普遍唯理语法、TG语法主要是基于唯理论的。现简列如下，具体论述详见有关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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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根据L & J对哲学流派的新划分方法，笔者认为可将过去一些主要语言学流派划归客观主义语言学派，而认知语言学属于非客观主义语言学派，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产物，以体验哲学为基础。

因此，当前流行的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论的成分，又具有唯理论的成分。所以前些年国内学者在论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时，说法不一，有的学者强调其经验观，也有的学者侧重其唯理论倾向，因为从宏观角度也可将以乔姆斯基为首的TG语法包括在认知语言学之中，还有学者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很多哲学家就曾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这种分歧在国外也同样存在。笔者于2000年采访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教授和他的博士生Anne Sumnicht女士时，问他们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We are empiricists．”笔者问Lakoff教授同样这个问题时，他则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笔者接着问Lakoff教授：体验哲学是不是介于经验论和唯理论两者之间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理论？他也给予否定回答。读完他与Johnson（1999）的合著后，我们知道他们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在很多方面的确不同于这两个传统哲学流派，而是自有新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理论，确实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有力挑战。

体验哲学是划分第一代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认知基础，也是第二代认知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


 一、近代心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密切相关，一般说来，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内省法（Introspective）：19世纪末的心理学主要研究意识，代表人物为近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德国的冯特（Wundt）。他认为与思维、记忆有关的语言知识结构模型和内省有关，首开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的先河，采用实验内省法或直接经验对心理内容做元素分析。

（2）行为主义（Behaviourism）：20世纪初心理学开始转向用客观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和动物对刺激能作出可观察得到的反应或行为，反对讨论意识问题，提出“刺激—反应”模式，并认为意义就是语言活动所引发的行为，但很少谈及刺激—反应之间的过程。该理论所主张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占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词义时，将其视为一种刺激—反应过程。主要代表人物有：沃森（Watson，1879—1958）、斯金纳（Skinner，1904—1990）。皮尔斯（Peirce）、杜威（Dewey）等将这一观点引入哲学；Russell、Quine、Austin、Searle等将其引入语言哲学；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887—1949）等将其引入语言学，从而使得行为理论逐步形成了一大重要学派。

在此期间德国还出现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又叫完形心理学，代表人物有：考夫卡（Koffka）、柯勒（Kohler）等。他们也主张研究意识和知觉，既反对冯特的元素分析研究方法，也不赞成行为主义反对研究意识的方法，认为我们感官所知觉到的事体是综合统一体，具有整体结构（即完形结构）的特性，而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成分，不能进行元素分析，应强调意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整体不是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他们有句名言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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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认知心理学不断发展壮大，从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意在摆脱行为主义理论的“认知革命”，心理学（心理学家Miller于1956年提出有关短时记忆容量的“7±2”著名理论）、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普遍接受“物理符号系统假说”，Newell、Simon提出逻辑理论家模型）、语言学（乔姆斯基于1956年提出语言的三种模型，1957年出版《句法结构》，生成语法占据上风）这三路大军同时进发，使得基于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的主流方向。这三路学科都是基于客观主义哲学之上的，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将认知主体的心智活动视为计算机程序的机能对等物。

1967年Neisser发表专著《认知心理学》，正式宣布这门学科的诞生。1980年Anderson发表《认知心理学及其启发》，代表人物还有Newell、Simon等，并迅速成为心理学的主流。他们继承了心理学中许多有益的思想，恢复了以意识为研究对象，但对意识的研究不是基于原来的方法，而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研究意识，强调认知内部心理机制和过程。他们并不排除对行为的研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受认知过程的控制，主张研究认知活动本身的过程和结构，从而揭示了智力的本质。他们还认为表象的本质是一种类比表征，与外部客体有同构关系，但这种同构不是直接的、映照性的对应关系，其中有认知的加工，从而为概念形成中的原型范畴说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认知研究有很大影响。

认知心理学把人类的心智视为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可用信息加工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内在的认知过程，并倡导用计算机模拟及其他实验方法来探索人类心智的一般工作原理。该理论还有一个假设：可将人视为一个信息加工系统，人与环境及与其他认知主体之间，在不断进行信息交流。人的动机在表现为意识之前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变、改造和处理。信息在进入认知主体之后，又会经历被转换、简约、合成、存储、重建、再现和使用等加工过程。

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坚决反对冯特以意识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一次革命；认知心理学坚决反对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二次革命。Lakoff将认知心理学划归为第一代认知科学。

正如第一章所述，第一次认知革命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进而产生了第一代认知科学，这是一场在心理学界旨在摆脱行为主义的革命，基于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以期运用信息加工理论来最终解释：人是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是如何表征并转化为知识的，知识是怎样储存的，又是怎样来指导我们行为的。70年代后认知科学又不断取得了惊人的发现，对传统的哲学观、信息加工理论、生成语法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心理学界Shepard（1971），Kosslyn（1980）研究意象，表明人脑具有异于电脑的数字加工的类比加工方式；Norman（1981）等则批评认知心理学研究过于依赖计算机，忽视人的生物性、想象性、社会性、文化背景等特征；Neisser后来提出认知的生态学和社会根源新理论方向；Rumulhart & McClelland提出“连通论”。在哲学界Dreyfus（1972）出版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推理批判》（What Computers Can't Do：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指出计算机与人之间有许多重大区别，例如人有身体经验，有主观能动性，有个性、思想，有动机、兴趣，有理解的灵活性等，而计算机不可能有这些能力，因此他坚决否认人脑等于电脑；在语言学界Lakoff、Ross、McCawley等在语义问题上率先对生成语法发难。

他们都主张放弃认知主义，批判哲学中的客观主义、先验论、二元论、形式主义，抛弃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理论，重新提倡研究心智，研究感知体验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大力倡导经验与理性并重、主观与客观结合的研究方法，等等，进而爆发了第二次认知革命，产生了第二代认知科学。

第二代认知科学被L & J（1999：10）称为真正的认知科学，大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将认知科学划分为两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划分。有了这个划分，对认知科学内部的流派就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方向方法就有了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认知语言学在批判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其一些观点（如要研究心智和认知、认知的生态学和社会根源等观点等），也接受了“连通论”，但主要是基于皮亚杰的建构论和互动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点），强调基于体验的心智观。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关于思维（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学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时也涉及“Sapir-Whorf假设”问题，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我们知道，思维对现实的反映往往需要借助语言将之“凝化”，或“勾勒”在思维中，并靠语言将思维的结果记录下来。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言为心声”的说法。我们认为一方面思维需借助语言来凝化，另一方面语言也是思维的主要基础，这可从很多学者的论述中得到佐证，如洪堡特（姚小平译，1997：63—64）说：

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智力活动完全是精神的和内在的，一定程度上会不留痕迹地逝去，这种活动通过声音而在言语中得到外部表现，并为感官知觉到。因此智力活动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形成思想的简单行为中，自始至终也同样需要语言。

索绪尔（高名凯译，1996：157）指出：

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认为，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维果茨基（李维译，1997：168）也认为：

一种思维如果不通过词来体现也不过是一个影子。

可见，思维需借助语言的凝化作用，才能区分观念，有效地进行思维。今天的我们，比起我们还没有掌握语言的原始祖先来说，思维要健全和发达得多，其间语言的作用功不可没。

从这些论述可见，语言与思维互相作用，关系密切。我们可以这样说：思维主要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但亦有学者将两者关系提得更高，如Sapir（1921；陆卓元译，2000：14）说过：“言语似乎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

斯大林（1979：527）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

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语言是思维的一种物质外壳和体现形式，并将思维凝固下来。但是，语言也不能等同于思维，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终极产品的表达形式。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不得而知。例如，两者是否同时产生？如不是同时，谁先谁后？两者有没有各自的发展阶段？相互之间有什么影响？我们提出：人们的思维主要是靠语言进行的，强调了“主要”，或者说“基本上”是靠语言来思维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有时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思维在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借助语言不可，很多学者对其作出了论述，有些学者在论述中语气更为肯定，不仅是“主要”的问题，而是在很多情况下思维完全可以脱离语言。
(10)



Steinthal于1855年就指出：人们可以不用词来进行思维，例如聋哑人可以用符号来进行思维，数学家可以用公式来进行思维（参见高明凯，1995：211）。皮亚杰认为形象思维和运算思维都不依赖语言。Lakoff（1987：xvi）指出：我们已发现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文字符号的现象。Schmitz于1980年出版的《新现象学》（1997：45）一书中指出：

似乎有这样的情形（语言心理学家Friedrich Kainz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工匠、驾驶员、领航员、制作工艺品的业余爱好者等，在修理或制作复杂器械时，经常以一种具体的思想来解决漫无头绪的问题情景，而没有给予清楚的说明，或是不能作出说明，他们须得在不借助语言的情况下确定方向并找到目的地。

Fauconnier & Turner（2002：189）也认为：内部认知运作独立于语言。Taylor（2002：55）也说：

Cognitive Grammar … rejects the idea that，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language，thought and sound are inherently unstructured．On the contrary，it is hypothesized that facets of general cognition，such as categorization，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metaphor，and so on，serve to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guarantee the universality of certain basic conceptual and phonological structures．（认知语法否决这样的观点：没有语言作为中介，思维和声音就根本不可能被建构。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假设一般认知的各个方面，如范畴化、图形—背景组织、隐喻等，均可用来建构认知，并保证某些基本概念和音位结构的普遍性。）

我们还可举出以下例证来说明思维有时是可以脱离语言的：

（1）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即“现实—认知—语言”。因此，认知是先于语言的，语言是以认知为前提的，儿童存在前语言阶段的认知。儿童可以先有思想，然后才有语言，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能辨别事体，理解别人的思想，其非语言的声音也可表明一定思想。另外，人类在产生语言之前，就学会用各种方法来表达思想。

（2）人类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没有语言的历史过程，幼儿出生之后也需经过一定时间才能习得语言，在没有学会使用语言之前的人类和幼儿，也是有思维的。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类产生语言和儿童习得语言之前，思维主要是以形象和动作为基础的。

（3）语言是一种认知能力。除了语言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认知能力，它们都能对思维产生影响。

（4）我们的思维如此之快，又怎样才能证明思维是依靠语言进行的呢？似乎此时用没有语言的思维来解释更加合乎情理。

（5）语言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创作时先有思想、思维，然后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作家的思维仅是靠语言吗？那么他在写作时就会不假思索地将用语言思维的东西如实写下就是了，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写作时，要不断选词语、选句型，还要不断修改文字，以使其能更好地反映自己的思想。作者还常常会找不到词语来适当表达自己的思想，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情形之中。

（6）汉语中的俗语“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描写的是有思想但难以言表的情况，“不可言说”也是很多哲学家所关心的命题，这也可用来说明我们的思维有时可能会与言语分离。

（7）当我们阅读作品或听人讲话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很难记住原文或原话。我们在对其重述时，也必须重新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能力来选择词语和句型来加以表达，而不大可能全文复述别人所使用的原话。这也能说明思维和语言是可能分离的。

（8）除了语言之外，人们还可能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音乐、绘画、手势等，这就是说，除语言交际之外，人类还有很多其他交际方式。音乐家（更多地靠音符）、画家（形象思维会多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更多地靠抽象的公式）与普通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9）如果说思维离不开语言，那么先天聋哑人用什么进行思维？文盲人与非文盲人的思维是否有区别，有什么样的区别？许多实验证明，先天聋哑人虽没有习得正常的语言，但他们有像正常人一样的思维能力。

（10）有人可以很清楚地思维，但不能把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有人可以流利地讲话，但不知所言！还有人其他认知能力十分低下，但仍可以流利讲话（参见Aitchison，1996：46）。

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人的思维不一定非得完全依赖语言不可。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关注人类是否能不依赖自然语言进行思维这一问题，如Steven Pinker于1994年和Chomsky于1995年提出“思维先于语言，思维大于语言”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一个“思维语”（Mentalese），它才是人类真正思维的工具。Fodor（1975）从哲学角度论述并支持这一观点。Stillings et al．（1995）从心理学实验成果中提供了许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推理、记忆等心智过程是依赖于与语言不同的“命题表征（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进行的。Millikan（2004）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人的语言和高级思维应是同时出现的，但思维进化的生物基础就保证了思维相对于语言有其独特性。从她的论述来看，一方面语言是与高级思维密切相关的，或者说，高级思维更依赖于语言，语言产生了高级思维；另一方面思维可以相对于语言而独立存在和运作。显然，她将思维分为高级思维和非高级思维，前者可能是与语言同时出现的，更依赖于语言。可是，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哪些思维是高级的，哪些是非高级的？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思维就一定是高级思维吗？

苟志效（1999：163）可能受到上述部分国外学者的影响，也认为：现代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自然语言并不是思维的内部语言。这一观点正好应了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按此观点，人们在认知或思维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个“思维语”，它有可能转换成人类的自然语言，也有可能仅存在于人们心中，成为人们的内部语言。

当然，是否存在“思维语”还需继续论证，如果存在这种“思维语”，那么它能不能算作一种我们所说的“自然语言”？它与“自然语言”有什么不同？操不同自然语言的民族所用的思维语之间有什么异同？这种思维语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中的语义特征表达式有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们对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心理学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思考，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自然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学基础

认知语言学继结构主义、TG学派之后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理论，其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受到认知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还主要受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生成语义学和认知语用学。


 一、生成语义学

TG语言学派在初期忽视语义研究，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步改变了对语义的看法，在其标准理论中包括句法学、音位学、语义学三大分支。TG主流学派对语义持解释派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的观点，认为句法是独立的，句法是第一性的，先有句法，然后才有语义，语义仅具有解释作用，句子的语义表达来源于句法表述，语义是能够解释句义的句法的一部分，可根据词和句法结构的演算来揭示意义。因此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句法表达式先于语义表达式，而且在句法表达式中只有深层结构与语义表达式有直接联系，语义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深层结构作出解释。

而Lakoff、Gruber、Lipka、McCawley、Ross等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判乔氏的TG理论，针对其解释派语义学之不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成派语义学，认为句法表达来源于语义表达，语义是第一性的，语言中所有的句子都是从语义生成而来的，然后由转换规则和语音规则生成句子的表层结构。这样，语法中的语义部分所起的作用不是解释性，而是生成性的，故称“生成派语义学”。

在这一批判中他们发现语言中的句法不是自主的，必然会受到意义、用法、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句法不可能独立于语义，语义也不可能独立于人的认知。这可用以下三个例子来加以证明：

（1）ever只能用于否定句中，而不能出现在肯定句中，这是由ever的意义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句法所决定的。英语中有些句法上的否定形式可用来表示肯定意义：

［1］Why not paint your house purple?

但是，有些句法上的肯定形式还可以用来表示否定的意义：

［2］Why paint your house purple?

问题是，当ever用于这类结构中时，应依据哪种情况来决定，是句法，还是语义？显然要根据意义，因为英语只能说：

［3］Why ever give any money?

而不能说：

［4］Why not ever help me?

可见，ever的使用是由意义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句法因素。

（2）在定语从句中，一般说来先行词是“人”时，后面的关系代词要用who，若为“物”时，后面的关系代词要用which。但我们有时也发现两者都可用的现象，如：

［5］the cat who always tries to fool me

［6］the cat which weighs ten pounds

这完全取决于发话者的态度，是将cat视为“人”还是“物”。可见，句法规则在这里不能决定选用哪一个关系代词，也就是说，关系代词的选用不是由句法规则所决定的，而主要涉及发话者的主观因素或语义。

（3）我们知道，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存在大量的间接言语行为，这也可足以证明“句法自治”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如说

［7］It's raining．

的间接言语行为可能意为是“快让孩子们回家”，获得这一间接言外之意的因素是语境，而不是所谓自治的句法，因为这一言外之意并非语言本身内容的一部分，而是人们通过语境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语用因素参与了对人们对句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是通过句法获得的。

这类例证足以可说明，语义、语用、语境等因素对于句法的选用和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都应当成为句法的一部分，句法不是自治的，不是独立于意义的。基于这一分析，Lakoff等人提出了生成派语义学，但这一观点依旧是在TG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主要还是研究人们的语言能力，他们的根本分歧只是在于是语义先于句法，还是句法先于语义的问题。后来，他们很快又发现生成派语义学还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

（1）人们无法为某些句子找到其对应的深层结构，如下两个句子的语义基本相同，但嵌入了不同的成分（下划线部分），这两个句子转换自什么深层结构，似乎难以明确表述。

［8］I invited you'll never guess
 who to the party．

［9］You'll never guess who I invited to the party
 ．

它们尽管所表示的意义大致相同，但显然它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一的深层结构。

（2）有些句子不能任意转换，这是由场景和体验所决定的。如表达“指示性”的言语行为，即“我正在指向某人/某物”，是正在指着“某人”或“某物”时所发生的话语行为，既然这个情景是正在发生的，那么这个“人”或“物”就是在场的，因此这一场景必然就不存在什么“否定”、“疑问”、“反问”的句法形式，此时也就不存在肯定、否定、疑问等句型之间的自由转换。如当我们看到Smith在向我们走来时，我们就不可能说：

［10］There is not Smith．

［11］Is there Smith?

［12］There is Smith，isn't he?

这些句子没有否定、疑问、反问的句法形式，是因为实际场景和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句法表达形式，这也足以证明句法是不可能自治的。

（3）生成派语义学还仅只停留在研究语言能力这一框架之中，未能对语言的具体应用做出解释。

Lakoff于1975年夏在Berkeley校园举办的认知科学研讨会上听到了Kay（关于颜色范畴的研究）、Rosch（关于原型范畴，特别是基本层次范畴）、Talmy（关于空间关系概念）以及Fillmore（关于框架理论）等学者的报告，使他更为坚信，TG语法和形式逻辑在把语言研究导向歧途。于是，他又跳出了自己与Ross、McCawly等人建立的生成派语义学理论框架，转向了认知语义学，并与Langacker、Fauconnier等人逐步建立起和发展了认知语言学学派。但是Lakoff在生成派语义学中发现的“意义不属于句法”等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做出了理论准备。这样，他们就逐步走上了认知语言学的道路，因此生成派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基础之一。Lakoff（1987）曾指出：认知语义学是生成派语义学的自然延续。

美国生成派语义学家（有学者将他们称为后乔姆斯基学派）是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们摆脱了乔姆斯基的句法形式研究，将心智研究和意义—功能研究结合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深入探讨人类语言的奥秘。


 二、认知语用学

（一）语用学研究简述

认知语用学也对认知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认知语用学主要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语用与认知的关系，研究人类交际和思维活动的关系，其形成也是基于对过去若干语用理论不断认识和批判之上的
(11)

 。

语用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并将人的因素与语境、语义研究结合起来。莫里斯（Morris）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Peirce、Mead（莫里斯的老师）以及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开始研究符号学，并于1937年在《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经验主义》一书中参照Pragmatism创造出Pragmatics这一术语，从其构成上就可明显看出其与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于1938年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再次对其作出阐述。他认为符号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或三类关系：存在意义（Existential Meaning）、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和实用意义（Pragmatical Meaning），并基于此区分出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客观外物之间的关系）、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和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人之间的关系）。

Carnap于20世纪40年代以Morris观点为基础，对语言符号作出了类似的区分，并将语用学明确表述为：研究语言符号和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解释者在对语言符号作解释时，就会涉及判断和理解语符在特定语境中的实际含意，主张把语符字面意义的解释工作留给了语义学。Carnap的学生Bar-Hillel（巴希莱尔）于50年代开始研究指引词语（Indexical Expression）。

Austin于195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座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后于1962年正式出版了《如何以言行事》一书，认为要完成哲学认识世界的任务，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方法；他针对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通过真值来解释语义，而很多语句如祈使句、感叹句等无所谓真值，其他问题参见第八章第一节）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提出了要以分析“日常语言”的方法，人们可用日常语言来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因此通过考察和分析日常语言，哲学家就能从中获取对世界的认识。他同时还接受了Wittgenstein“意义在于用法（Meaning-in-use）”
(12)

 的观点，主张探讨日常语言的用法，通过研究他发现语言中有一类句子
(13)

 无所谓真或假，使用它们时不是在表述而是在做事，开始构思“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人们可以借助语言表达完成各种行为，可运用施为生效条件（Felicity Condition，确保言语行为的有效实施而必须具有会话双方共循的恰当条件）来分析话语以言行事的意义。Austin后来又发现无论语句是否有施为动词，都有言之所为和言后之果，因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言语行为可包括三种行为：以言述事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以言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但他没能按照一个统一标准来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究竟有多少言行行为，似乎难以列全，如何分析不适切的表述似乎难以周全。

Searle（1969，1975，1976）进一步发展了Austin的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单词或句子这样的语言单位，而应是言语行为，语言的交际过程应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言语行为所构成的，对言语行为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进一步确定分类标准，将言语行为分为5类，即讲述性（Representatives）或断定性（Assertives）、指令性（Directives）、承诺性（Commissives）、表情性（Expressives）、宣告性（Declaratives），并将施为生效条件分为4种。他把Grice的含意理论与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说（Indirect Speech Act）”，以补充合作原则之不足。

我们知道，Grice（1957）首先将语义分为两大类：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并认为语用学主要应研究后者，即语用含意。特别是他于1975年发表了著名论文“Logic and Conversation（逻辑与会话）”，进一步提出可用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和会话隐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来分析和理解非自然意义，并按照是否遵守合作原则将话语分为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遵守CP中某项准则时使话语带有的意义）和特殊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交际一方明显或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项准则，迫使另一方推导出的含意），这一观点成为他的语用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标志着“含意论”的诞生，在哲学界（包括语用学界）和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理顺语义的研究脉络，减轻语义学的负担，可把词语的逻辑意义归入语义学处理，把非逻辑意义当作含意处理。使得理论研究的脉络更加清晰。但很多学者（Coulthard，1977；Palmer，1981；Sadock，1991；Harris，1995；Sperber & Wilson，1995）对“合作原则”提出了异议，认为它经受不住语言实际运用的验证，不具有普遍性。何为“合作”？人们言语交际中常出现“争论”、“说谎”、“恶言”等，这还算“合作”吗？难道我们在言语交际中不应当考虑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

人们在交际之前不一定非要刻意掌握什么合作原则，也不存在非要“遵守”什么准则，当然也无所谓有什么“违背”一说。难道遵守了CP就一定会产生一般会话含意，不遵守CP就一定会产生特殊会话含意？我们知道人们在日常交际或书面表达之中，经常要用间接的方法来表达思想，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用这种间接方法来表达意向呢？非陈述句中的意义和含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CP对此则显得无能为力。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如Leech、Brown & Levinson等人的礼貌原则和面子保全论，Horn和Levinson的新格赖斯语用理论，以及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

Leech（1983：33）认为：所有意向行为（Illocutions）都是间接的，其意向力都来自含意，但间接程度大不相同。他指出：语法是概念性的（Ideational），而语用是人际性的（Interpersonal）和语篇性的（Textual），并将语用原则分为：

（1）人际修辞（Interpersonal Rhetoric），包括合作原则（CP）、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可进一步分为六小类：圆通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称赞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顺同准则［Aggreement Maxim］、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反语原则（Irony Principle）。

（2）篇章修辞（Textual Rhetoric），包括易加工原则（Processibility Principle）、清晰原则（Clarity Principle）、经济原则（Economy Principle）、表达力原则（Expressivity Principle）。

他还提出了善意取笑原则（Banter Principle：友好地冒犯人的表达方法）、兴趣原则（Interest Principle：说不可预测、令人感兴趣的话）、乐观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谈令人愉快的话题），并认为提出这些原则和准则，都是对CP很好的补充，从而可达到挽救（rescue）CP的目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常会违反会话准则而用间接的表达形式。但Leech对礼貌的界定含糊，没有充分考虑到礼貌的得体性，有些准则说得太绝对（用了诸如“最大”、“最小”等字眼）。Brown & Levinson（1978）对礼貌的界定较为清楚，其“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颇有影响，但他们认为所有行为都对面子构成威胁，而且每一言语行为每次仅威胁一种面子，学者对此不尽赞同。

另外，Grice对含意推导论述不详、分类不严，因而其他学者从两个方向进一步发展其理论：Horn（1984）提出了数量原则（Quantity Principe，简称Q原则：以受话者为基础的信息内容最大极限化的经济原则）和相关原则（Relation Principle，简称R-原则：以发话者为基础的语言形式最小极限化经济原则）
(14)

 ；Levinson（1987，1991）提出了数量原则（Quantity Principle，简称Q-原则）、信息原则（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简称I-原则）、方式原则（Manner Principle，简称M原则），三原则在应用中的优先顺序为：Q-原则>M-原则>I-原则。他们主要还是在格氏理论框架内处理规约性推理，并尝试用形式手段来研究一般或规约的含意，探讨其生成和解释的规律，但也有很多局限性。

Sperber & Wilson（下文简称S & W）于1975年开始创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1979年才开始见诸文字公开发表，1986年出版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对其作出较为系统论述，成为认知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他们指出Grice的语用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语码交际模式基础上的，过于强调遵守CP，并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遵守—违背”合作原则的矛盾中来识别话语含意。因此，他们大刀阔斧地对Grice的CP作出了修正，进一步简化他的诸原则，消除其中的重复现象，用关联原则统括了Grice的四条合作原则（九条次则），并强调语言进入交际后就具有超语言符号的性质，应将“认知”与“交际”紧密结合起来，须用一种“认知机制”来解释交际过程，寻求会话含意。他们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以认知为取向的，即人们总倾向于用关联的方式来处理有关信息，同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总倾向于以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并将其视为是获得话语义的唯一准则，进而提出了以认知语境为基础，以演绎推理为理解模式的关联理论，着重从认知角度研究如何从话语字面意义中通过推理（主要是演绎性的）来获得含意（隐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揭示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的新机制。

该新机制与Grice、Horn、Levinson等人的语用理论不同，在语言交际时无“合作”可言，也不需要牢记什么一成不变的原则。若说有什么原则可循，只有一条，那就是关联原则，它在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样他们就将语言研究引向了认知方向，形成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体系。

至此，Grice理论大致经历了一种“先增后减”的过程，Leech在四条CP上增加了两条原则：PP、IP；后又减到Horn的两条原则，到Levinson的三条原则，到S & W就仅为一条关联原则。

（二）S & W的认知语用学主要观点

1．关联性（Relevance）

S & W所倡导的关联理论，将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视为一种动态性的认知活动，认为交际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新命题、新信息或基于其上所作出的假设（三者统称为A）与认知语境或一系列认知语境假设（两者统称为B）之间关联的过程，并以此来推导发话者的意图。这就是本文所说的A与B的关联。

推导的基础又是建立在“认知过程是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语境效果”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在交际时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最为相关的信息上，基于其上就能根据当下情景中语句字面的意义推导出没有明说的关联信息和确切含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弦外之音”。这也足以可见，关联原则才是人们在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过程中所应追求和遵守的原则。

2．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

他们将传统语用学中所论述的“语境”上升到认知的高度进行论述，提出了“认知语境”这一重要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一套假设的集合（a set of assumptions available to an individual），是将各种知识（主要包括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语言信息，以及交际时的上文、即时的物质环境等具体语境因素、个人的背景知识、认知能力等）通过大脑进行内在化处理的结果。

他们还强调指出，认知语境与传统的“背景知识”不同。我们知道，在基于编码和解码的语言交际语码模式中，共有的背景知识是一个必要条件，要能够对话语作出有效推理，双方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它是确定的、双方共享的，具有静态性质，这样才能保证言语交际的有效性。而语言交际的认知模式认为：交际双方的有效交际是依赖于认知语境的，它不是事先就确定了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不是双方共享的、不是被动的，而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通过假设、揣测和推理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在交际时双方会不断为语篇注入新信息，增加或改变有关信息或假设。他们认为，共有知识是语言交际和理解话语的结果，而不是理解话语的前提。这充分说明，认知语境不一定是预先已知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而且认知语境还具有潜在性，因其不是已有的、确定的，而要通过当下的推理才能显现出来，如在我们听到

［13］Chomsky never had breakfast with Caesar．

之前，一般从未想过这件事，只有听到这个语句之后，通过推理，就可使这一信息显现出来，可见，认知语境具有潜在性。因此他们主张使用“假设（Assumption）”、“显现（Manifest）”、“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Mutually Manifest）”等一类的词语，并认为假设不等于“知识（Knowledge）”。

据此，话语理解的过程就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从发话者到受话者的单向传递，而是受话者积极作出认知语境假设、主动领会交际意图的动态推理过程，这样，我们必须将语言交际上升到“认知”和“互动”的角度进行动态研究，把语言交际视为一种动态性的认知活动。

3．交际双方（Communicator and Audience，or，Speaker and Hearer）

关联理论在论述语言交际时同时考虑到了交际的双方，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人们”、“互动”的含义，它们涉及“发话者”和“受话者”。S & W从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将语言交际视为“明示—推理（Ostension-Inference）”的认知过程：对于发话者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行为，即发话者通过含有关联信息的话语来引起受话者的注意和思考；对于受话者来说，交际是一种推理过程，他从发话者用明示手段所提供的A，通过推理来建立与B之间的关联，便可获得发话者的交际意图。交际双方不断交换变化着发话者和受话者的角色，恪守着“明示—推理”的原则，都需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并依靠“关联性”这一认知模式来生成语句和解释语义，这样就能保证交际得以不断延续下去。这就否定了传统理论多将语言交际视为从发话者到受话者的单向传递，忽视了受话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S & W基于此进一步将人类语言交际界定为一个“互明—推理”的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是因为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型——即“关联性”——在发挥着关键作用。

可见，保证语言交际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都遵守了“关联原则”，该原则在1995年被称为“最佳关联原则”，参见下文。

4．两条关联原则（Two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实现最佳关联的基础是由关联的认知原则所决定的。S & W在1986年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条总的关联原则，但于1995年将这一总原则修改为两条原则（S & W，1995：260）：

（1）关联的认知原则（the Cognit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又叫“最大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 of Maximal Relevance］”）；

（2）关联的交际原则（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又叫“最佳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前一原则是指人类认知通常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它是后一原则的出发点，也是关联理论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后一原则是指每个明示性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的性质（S & W，1995：158），受话者在付出一定加工努力之后便能理解发话者的真实意图，这样，考虑到交际双方的利益也就能保证了足够的语境效果。据此，受话者的理解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和建立A和B之间最佳关联的推理过程。

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这两条原则是有区别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相互重叠，在语言交际情景中可能会同时实现；但有时仅能实现最大关联，不一定能实现最佳关联，如受话者仅对发话者的字面意义进行回答，而未就其真实意图作出适切的回答，此时发话者的交际意图未能得到很好实现，交际就未能达到最佳关联。

5．语境效果（Context Effect）

关联是指受话者根据发话者所提供的A，从认知语境中选择最佳关联假设，努力建立其与B之间的关联。A对于B可产生以下三种结果：

（1）A加强B；

（2）A、B两者相结合，产生新的语境含义；

（3）A、B两者互相矛盾，并否定或排除B。

人们一旦在A与B之间建立了关联，也就必然会产生某种语境效果，它是A与B，或新假设与原有假设之间互动的结果。据此，我们可进一步将语言交际描写为：成功的交际就是发话者和受话者不断根据话语所取得的语境效果去改变、调整和选择认知语境假设的过程，而不是要去寻找客观所指，发现真值条件的过程，也不是要刻意遵守CP或其他原则的过程，而主要是通过建立A与B之间的最佳关联来作出最为合理的推理，这才是解释交际过程、理解语句含意的关键之处。S & W就以这一思路为理论出发点，阐述了语言使用者对话语含意的推导和理解的能力、过程和结果。

6．关联的程度性（Degree of Relevance）

既然人类的认知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它可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足以对语言交际产生导向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会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投入去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为此人们就要将精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发话者提供最为关联的信息，以使受话者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受话者也致力于尽量以较小的加工努力在A与B之间建立关联，并以其为基础推导出话语的真实含意。所谓“最小”、“最大”、“尽可能小”、“较小”都是个程度问题，因此谈到“关联”或“关联性”，必然要涉及强弱的程度问题，它取决于两个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可用公式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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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式用文字可描述为：

（1）在相同情况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大；

（2）在相同情况下，加工努力越大，关联性就越小。

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用最小的加工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其关联性就最大；反之，则最小。这样，关联性就是一个由最大关联到最小关联或无关联的连续体，它可大致划分为：

（1）最大关联（Maximally Relevant）：可产生规约意义；

（2）强关联（Very Relevant）：可产生一般会话含意；

（3）弱关联（Weakly Relevant）：可产生特殊会话含意；

（4）完全不关联（Irrelevant）：不产生含意或产生特殊会话含意。

（三）对关联理论的疑问

关联理论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主要是通过建立A与B之间的关联来推导出发话人的意图，这虽然显得比CP更为合理，也更为自然，但也有自身弱点：

（1）发话者为什么就一定要做出明示性的交际行为？如何解释明示性行为与间接表达之间的矛盾？

（2）用来表达明示性行为的话语有多种选择，它们有程度之别，但交际双方是如何对关联程度性做出统一认定的？

（3）认知语境是个变项，语用推理会因人而异，太多的变量如何才能保障较为准确的语义和语用定位？

（4）通过关联性推导难道就一定能保证推导的结果与发话者的原始意图相吻合？

（5）语言交际是人类社会的需要，讨论前者如不涉及后者，或者说仅从纯认知角度来论述交际是否完整、合理，S & W（1995：279）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6）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大量使用隐喻，语言学家就应当对其作出论证，S & W（1995：279）虽提到这一点，但丝毫未加论述。

（7）S & W对关联理论的论述有循环论证之嫌。

（8）人类交际离不开交际双方共享的、相对稳定的背景信息，我们认为，这一点似乎是难以否认的。

（9）“关联”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概括性太强，若不加限制（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其加以严格限制），就会失去实用性。人们好像能在任何语句之间建立上关系，搭上线，其间的主观任意性较大，免不了有“理论模糊”之嫌，这就削弱了关联论的解释力，减低了其理论性和实用性。

但是，关联理论从心理认知这一新角度对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解释方法，认为理解是以语境、认知、推理等为基础，这就强调了人的心智作用，从认知角度用推理的方式来解释语言，将人的推理能力和知识体系融入语言研究之中，使得语用学研究全面转向到认知角度，大大提高了语用学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遍意义。因此，“关联”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关联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原则，这也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吸收了认知语用学的基本观点，后者成为前者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一，也可作为一个分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尝试用人类有限的几个基本认知方式来对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解释，这些基本认知方式就包括“关联”（参见第一章第一节），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可将认知语用学视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认知语言学所研究和论述的范围比认知语用学要宽泛得多。

认知语用学往往局限于“认知”、“推理”、“心智”这些范畴之中，而没有深入涉及认知的来源问题（有时还持“天赋观”），没有将语言交际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研究。L & J提出的体验哲学以及基于其上的认知语言学，则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认知的来源，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认为它主要是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身体经验，来自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又是对认知语用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人类交际是否能离开交际双方共享的、相对稳定的背景信息，S & W似乎倾向于否定回答。倘若离开了这一点，有很多现象则难以解释，例如，缺乏共同背景信息的交际者肯定会比具有共同背景信息的交际者更易产生较多的不解或误解；夫妻俩的私人谈话常不为外人所明白；出国留学时很多人虽基本掌握了英语，但出国后常会出现交际障碍，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缺乏共有的背景信息；对幽默、笑话、反讽的理解也是这个道理。又例：

［14］X：你看来身体很健康！

Y：我是否睡觉打呼噜了？

这两句话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关联，只有将其置于共同的背景之下才能建立必要的关联：很多人认为身体健康的人睡觉会打呼噜。正是由于交际双方X和Y都具有这样一条共同的、确定的背景信息，因此X在一清早就如此发问，而且也十分礼貌，Y也马上理解其意义，获得了他的意图，并作出了相应的回答，算是一种抱歉。倘若两人之间缺乏这种共有的背景信息，也就无法达成这种默契，建立关联，交际很难取得成功。再例：

［15］X：我买车了！

Y：什么牌子？

X：永久牌。

Y：（会心地笑了）

这是一则不久前的对话，发生在21世纪初。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个人购买汽车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某些城市已成为一种时髦，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谈买“车”，买的多半是“汽车”，而不会是“自行车”，特别是在重庆，因为是山城，人们不骑自行车，城市建设也没有设计自行车道。所以当Y听说X买车了，自然会以为卖的是汽车，便问了一句“什么牌子”。可是当Y听X说“永久牌”，就会心地笑了，而且周围的人也都笑了，因为Y和大家都马上明白了X说第一句是一个调侃式的笑话，故意让Y和大家造成一种误解。Y和大家之所以能够明白X的意图是因为他们共享一个背景信息：永久牌是自行车的牌子，而不是汽车的商标。如果这句话放在中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则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这也是由那时的背景信息所决定的。

因此，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既有共享的背景信息，也包括临时推导出来的成分，这两者对于人们的有效交际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S & W也提到有些共享信息（Shared Information）或共知信息（Mutual Knowledge）对于语言交际和话语理解是必要的（S & W，1995：38），但是通过他们对什么是“共”（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难以证明），“共”的是什么（人们共有的是物理环境和认知能力），“共”到什么程度（因人而异，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分析，很多学者认为他们过分强调了认知语境是在交际过程中通过假设被不断创建起来。这样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倘若以此来怀疑或否定共享信息或共知信息在交际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参见S & W，1995：16—20），似乎尚缺乏说服力，参见例［14］和［15］。认知语言学主张用框架、图式和ICM等对其作出合理解释，可谓是对他们的一个弥补或更正。

S & W（1995：279）只是顺带提到隐喻研究问题，但丝毫未加论述，这恰恰是认知语言学的强项。语言中存在大量隐喻，研究语言交际就不能不考虑隐喻问题。（参见第十二、十三章）

思考题：

1．简述西方哲学简史。

2．体验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体验哲学是对西方思想的一个挑战？

3．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解释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

4．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和语言学基础是什么？

5．用辩证的观点简述语用学中主要理论的得与失。

6．阅读下一段话（摘自《格列弗游记》），试用体验哲学观（非客观主义理论）对其加以评述。

The other project was a scheme for entirely abolishing all words whatsoever；and this was urged as a great advantage in point of health as well as brevity．For it is plain that every word we speak is in some degree a diminution of our lungs by corrosion，and consequ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shortening of our lives．An expedient was therefore offered that，since words are only names for things，it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for all men to carry about them such things as were necessary to express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they are to discourse on．And this invention would certainly have taken place，to the great ease as well as health of the subject，if the women，in conjunction with the vulgar and illiterate，had not threatened to raise a rebellion，unless they might be allowed the liberty to speak with their tongues，after the manner of their ancestors；such constant irreconcilable enemies to science are the common people．However，many of the most learned and wise adhere to the new scheme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by things，which has only this inconvenience attending it，that if a man's business be very great，and of various kinds，he must be obliged in proportion to carry a greater bundle of things upon his back，unless he can afford one or two strong servants to attend him．I have often beheld two of those sages almost sinking under the weight of their packs，like peddlers among us；who，when they met in the streets，would lay down their loads，open their sacks，and hold conversation for an hour together；then put up their implements，help each other to resume their burdens，and take their leave．



————————————————————


(1)
  毛泽东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就批判过这种唯理论的观点，他（1991：290）指出：“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他（1991：291）也批判了经验论，指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2)
  关于构成世界一切物体的元素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7）的“水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5—前526）的“气说”；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约前540—前480）的“火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0）的“数说”；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的“原子说”；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的“种子说”；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约前495—前435）的“火、气、水、土说”；柏拉图的“理念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它的形式是建筑样式，而砖、瓦、木料等是它的质料；砖又有它的形式（长方形）和质料（泥土），泥土本身也是由这两者构成的。他还认为最后有一个不带任何物质的形式就叫做“第一推动者”，就是“理性”，也就是上帝。可见亚里士多德是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

比较：中国古代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如：《易经》的“八卦说”，《尚书》中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管仲（前725—前645）的“水说”和“精气说”，老子（约前6—前5世纪）的“道（无）说”，荀子（约前325/或前313，前307，前298—前238年）的“气一元论”，等。


(3)
  Lyons（1977：111）曾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作如下解释：The Aristotelian view was that every individual（or substance）was composed of two distinct，but inseparable principles：matter and form．Matter was the raw stuff of which something was made；it was the individuating principle；that which made an individual unique and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individuals．Form（in a different sense of the term ‘form’ from the sense in which we are using it as a technical term in this book）was the intelligible and perceptual essence or nature of things；immanent in them and having no independent existence；and it was universal in that different individuals could have the same form．


(4)
  指用一种纯客观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用所谓的“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来分析社会现象，以显示其公正性的做法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客观”与L & J所说的“客观主义”不同。


(5)
  有学者认为新实证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实证主义指逻辑实证主义，在新实证主义中是最有影响的派别，而广义的新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论、语义哲学、分析哲学，等等。


(6)
  科学主义指一种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观点，是一种坚信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获得知识的信条。参见下文。


(7)
  “非客观主义哲学观”，其实是客观的（戴浩一，1989），因其强调人类的体验感知是概念、推理和语言形成的基础，为避免因术语所引起的不必要的误解，我们拟用“体验哲学”取而代之。


(8)
  笛卡儿理论用“Understanding Is Seeing”的隐喻，其中还包含了次要隐喻：Ideas Are Objects．Reason Is Light．Knowers Are Seers．Intelligence Is Visual Acuity．等。


(9)
  认知语言学接受完形心理学关于内部心理组织和完形结构的观点，但没有接受完形心理学认为完形心理结构是天生的、先验的观点。


(10)
  亦有学者指出：不依靠语言所进行的思维与依靠语言所进行的思维不一样。但这仅是一个假设而已，这两种思维究竟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尚须进一步论证和试验。


(11)
  索绪尔在确立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之后，将自己的语言理论研究聚焦于语言而摒弃了言语，因为前者是受一定规则制约的体系，而言语不是。乔氏也仅只研究语言能力，因此语用学是对他们的一次反动。另外，Halliday也曾公开批评过语用学，认为语用学太琐碎（trivial），甚至认为我们不需要有语用学这门学科，它不过是篇章语义学（Text Semantics）的代名词罢了。


(12)
  Whitney（惠特尼）于1857年出版的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中就提出了“Meaning is based on use”的观点。Gardiner（伽丁纳）于1932年出版的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一书中也提出了意义用法论，他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其先前指称某特定事体的用法的积累（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an accumulation of former applications of a word to refer to specific things meant.），因此一个词会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的用法，这些用法就形成了一个“义域（Area of Meaning）”。由于词义是一个有多种用法的义域，人们就只能通过具体情景来理解词义，这时情景就像一个光圈，先聚焦于某一指称意义，然后向周围散淡，最终完全成为暗色。有时仅用一个较小的光圈就能确定当下的指称意义，有时需用较大的光圈。讲话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话者很好地计算需用多少情景来确定意义（参见Nerlich & Clarke奈立奇和克拉克，2002：565，572）。


(13)
  这类句子在语法上具有以下典型特征：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陈述式、主动语态等。这是就其原型而言的，当然也有许多例外。


(14)
  这两个原则的主要意思是：在言语交际中，发话者倾向于运用最经济的话语来传递最充分的信息；受话者则从发话者的最小极限化的话语中推导出最大极限化的信息内容。


第三章

范畴化与原型范畴理论（上）

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人类知识、文化规约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这些都与“范畴”紧密相关，概念对应于范畴，意义是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因此范畴（化）研究就必然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础内容或主要内容之一。Geeraerts et al（1994：13）甚至认为“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theory about categorization in and through language．”

Jackendoff于1985年出版了《语义学与认知》，该书的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范畴化”，并在这一章的开头（1985：77）指出：认知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是划分范畴的能力，即判断某一特定事物是或不是某一特定范畴的具体实例。Lakoff于1987年出版的《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对于心智揭示了什么》一书中共有两个部分（除个例研究［Case Study］之外），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范畴和范畴化研究。在Ungerer & Schmid于1996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入门》中有一小半的篇幅是论述原型和范畴化的。John Taylor于1989年出版了《语言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原型》一书，也详细论述了原型范畴理论、词汇范畴化、语法范畴化、音位范畴化等问题，成为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使得这一方向的研究大有进展。在Croft & Cruse于2004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中的第四章中也专门论述了范畴、概念和意义问题。本章将基于他们的观点较为详细地论述范畴、范畴化以及两种范畴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对比英汉语中基本范畴词在构词中的应用情况。


 第一节　范畴与范畴化


 一、范畴、概念、意义

范畴划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每个概念都有一个对应的范畴。

我们对于“概念”这一术语并不陌生，传统上一般认为应排除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将其视为是事体（包括事物或现象等）本质在人们意识中的镜像反映，是对一类事体进行概括的抽象表征，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在认知语言学中，承认对概念的理解应包含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概念被视为认知模型的成分（参见第六章），许多概念是根据某场景中的理想化了的、典型的认知模型来描写的，如waiter的概念可根据饭店的场景来描写。概念的形成是人类认知从具体进入抽象的第一步。

关于概念的形成有几种观点：Hull（1920）提出“共同因素说”，认为概念形成是将一类事体的共同因素进行抽象概括并对它作出相同的反应。Osgood（1953）提出“共同中介说”，认为概念形成就是获得对一组刺激的共同中介反应。这两个观点明显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Bruner、Goodnow和Austin（1956）提出“假设考验说”，认为概念形成过程中会利用现已获得的信息来主动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设，概念的形成总是一个运用策略进行假设考验的过程，这与互动说有某些共通之处，Levine（1966，1975）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Rosch（1973，1975）则提出概念原型理论，认为概念主要是以原型来表征的，人们也是通过原型来理解概念的。譬如，毛泽东（1991：285）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概念观，他指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可见，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主要来自感知和实践，也需要人的认知加工，是认知飞跃的结果。体验哲学的概念观与这种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更加强调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认为人类能在体验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客观世界，形成理性思维能力，并发展出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不断健全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还将概念的形成与范畴化理论统一起来，认为概念只有通过人类能够有效地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划分才能作出解释。因此，历史上也有很多学者对范畴
(1)

 进行了大量研究，作出了不同论述。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范畴作过系统论述（参见方书春1959年译本）。他把范畴视为对客观事体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基本概念，并论述了著名的十大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空间、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著名的三段论（Syllogism）就是以范畴和次范畴之间的语义联系为基础的。

康德认为“范畴”的概念是先天的，并把范畴分为四大类：

（1）量的范畴（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

（2）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

（3）关系的范畴（依附性与存在性、因果性与依存性、交互性）；

（4）样式的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非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

黑格尔把范畴视为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环节，包括形式和内容。马克思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体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Neisser（1976：1）曾对人类的类属划分作出如下论述：

划分范畴就是将一个集合中的事物看成是大致相等的，把它们归入同一类别之中，给它们起同样的名字，对它们做出同样的反应。

Reed（1982：200）指出：

构建知识的途径之一是建立范畴。范畴是由那些在我们看来多少是互相联系，并因此而被我们归成一类的事体组成的。

我们认为：范畴是指人们在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构成的。范畴与人们的类属划分密切相关，因此这其间必然要涉及人的认知，同样也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因此，范畴是认知主体对外界事体属性所作的主观概括，是以主客观互动为基础对事体所作的归类。范畴是各科知识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产物，既是以往认识成果的总结，又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范畴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有了范畴，就可使得认知得以实现，也降低了认知的复杂性。

对范畴的认知往往反映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历史阶段性，必然会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更加精确，正如毛泽东（1991：281）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例如：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的分类比他以前的化学家更为科学和精确；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语言理论中的范畴划分也更为精细和深入。而且，范畴的划分还会因人而异，因行业不同而有差别，如动物学家对动物的分类与常人的分类会有不同，皮毛加工业则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动物进行分类。同样是一块陨石，具有不同生活背景和知识领域的人会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对天文学家来说，它是一块宝贝陨石；对于农民或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它是化石或文物；对于战斗者来说，可能会被视作武器；对于正常居家来说，可根据情况用作凳子或桌子；对于建筑师来说，可用作屋基或门槛；对于冶炼学家，它是矿石……，等等（参见王庆节，2004：92）。

平时人们可能会因范畴理解有差别而造成误解，或故意曲解范畴内容而产生幽默，如一位妻子对自己的丈夫说“今天你做饭”，丈夫接着说“好，我做饭，你做菜。”显然妻子说的“做饭”包括“做菜”，而丈夫故意曲解了“饭”的范畴而说出了一个笑话。饭后妻子对丈夫说“今天你洗碗”，丈夫又接着说“我洗碗，你刷锅。”这里也涉及“洗碗”范畴的大小问题。

人们常常还可能会根据临时需要建构一个特殊范畴或临时范畴，如住院治疗的特殊病人会对自己当时有利健康和不利健康的食品进行临时划分，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特殊范畴，这种能力也反映了人们的认知能力能够适应环境的灵活性。

人类的认知基于体验，始于范畴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因此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概念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之一，是思维形式的最基本单位，是人们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基本要素。

至于概念与意义两者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如Frawley，1992）认为概念和意义是有区别的；也有学者（Bierwisch & Schreuder，1992；Langacker）认为这两者是不对应的（参见Taylor，1996：47，72）；还有学者（Jackendoff，1985；Cook，1994：91）认为概念和意义可以互相交换使用。我们基本接受最后一种观点。一般说来，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素，而意义却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术语，可指基本单位，也可指复杂内容（即多个概念整合成一个意义）。概念和意义这两者除了“后者比前者更为宽泛，所含范围更为宽广”之外可以基本通用（抛弃传统上对概念所作的客观主义的镜像观、静态观），因为范畴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它们几乎是同时的。其实，这也与Langacker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强调其主观性、动态性）的观点是一致的（参见第八章第四节第二条），同时也有利于简化术语理解。

但是，我们应当区别概念（意义）和语义，因为后者是指语言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是语言成分中的意义要素。概念（意义）与语义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Langacker 2002年在发给笔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任何语言成分都有语义，可用“语义极”来表示，而概念却不一定非与语言有关。Taylor（2002：115）也举例说明了这一区分：我们可形成关于某人长得如何、讲话时声音特征等概念，但不一定有对应的语言表达。

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区分：

（1）所属研究领域不同。语义是语言学或语义学所重点关心的对象，而且从结构层次上来说可包括词素义、词义、词组义、句义、段落义、语篇义，而概念指思维的基本单位，主要属于逻辑学和认知科学。概念有时与词义重叠。

（2）一般说来，概念或意义具有普遍性，而语义则会因语言而异，不同民族用语言表达概念的方法，即词汇化方法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概念与语义不是一一对应的，如英语中区分snail（带壳的）和slug（不带壳的），而德语将这两个概念用同一个词“Schnecken”来表示；汉语中的“头发”和“毛”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都叫“hair”。

（3）我们确实还有一些概念尚无法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加以表达，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概念和意义是大于语义的。概念系统可以包括语言意义，也包括非语言的概念，概念可比语义精细。当然了，概念一经词汇化后变成语义，就相对较为确定和明白。

词义仅是语义之一种。在它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参见高名凯，1995：212—223；吴家国，2000：27—28；张永言，1982：43—46；曹炜，2001：6—13）：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不同，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尽管两者都是人类认知加工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它们都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区别性，主客观的统一性、确定与变化的统一性等特征，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而概念属于逻辑学和认知科学范畴。

（2）词义和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时一致，但有时也不一致。概念的内涵经常会比词义的内涵更为丰富（严格来说前者需要反映客观对象的一切特征，而词义不必面面俱到），概念的外延有时也会比词义的外延更大，如“短”概念（长度小，可指一切事物）的外延要比“短”词义的外延大（“人”的长度短在现代汉语中用“矮”，而不用“短”）。

（3）词义与概念有时对应，有时不对应。Aitchison（1987：41）指出：词义与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treat the meaning of a word as overlapping with the concept to a large extent），也就是说它们经常是对应的，但有时也不对应，如：

（a）有时与概念对应的不是词义，而是短语义；

（b）同一概念可用几个近义词来表示；

（c）不同概念可共用一个词（也就是一词多义现象）；

（d）有些词义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感叹词有词义，但不表达概念）；

（e）当然，也可能仅有概念，尚没有找到确当的词来表达。

（4）词义因语言和文化不同而有很大差异（Word meanings tend to be highly language-specific，and in many cases are clearly culture-dependent.）（Taylor，1996：72），因此，词义具有民族性；而概念，一般说来，则是各民族所共享的，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正由于此，世界上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才能相互理解，得以交流。



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1991：284）。体验哲学则从认知、意义、语言的角度强调了体验的重要性，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形成的，意义和语言也是这样，也主要是体验的结果，它们都深深扎根于人类对物质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和心智世界的体验之中，正如Sweetser（1990：12）所说：

I agree strongly with those semanticists who consider meaning to be rooted in human cognitive experience：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social，mental，and physical worlds．（我坚决同意那些语义学家的观点，认为意义是植根于人类认知经验的，包括文化世界、社会世界、心智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经验。）

一个范畴、概念或意义在一个语言中可用一个词语将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这可叫做范畴或概念的词汇化。因此，正如上文所说，语义应理解为语言所表示的概念或意义，但人类还有一些存在于心智中的意义（有学者将之称为“心智词汇”）尚未被完全用准确的词语表达出来。概念和意义是语义（包括语言各层面上所表达的意义）的基础，人们自从有了语言之后，就自然会将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相对固定于词语表达之中，所以概念和意义是用词语来表示的，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由于每个概念都有一个对应的范畴，因此大部分词和概念是用来指称范畴的，可见概念、意义、词语与范畴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词义的理解和掌握，最终要涉及人们对范畴的划分和概念的理解。由于范畴、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再加上概念与词义经常是不对应的，以及语言经济性的需要，因此一个词往往有很多意义，平均约有3—4个意义（Dirven & Verspoor，1998：25），这就又加剧了概念与词义之间的非对应性。因此，我们也只能从一个词的语义范围（也可视为一个语义范畴）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意义与语境意义结合起来，才能在实际语言交际中获得较为正确的理解，这时就必然要涉及人的主观因素，因为一个语言表达式所唤起的认知域必然要包括人们不同的分析和识解方法，传统语义学恰恰无视这一至关紧要的现象，受到了认知语言学家的严厉批判。

笔者拟将这几者的关系简述如下：范畴侧重事体所划归的类属；概念主要是思维单位；范畴、概念和意义都是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对应于范畴，概念（化）与意义（更为宽泛）基本相通；语义是概念和意义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

在经典理论中，将范畴视为通过共同特征束来定义的固定模型，可根据充分必要条件来描写，对意义就持客观主义的观点，常采用二元对立的语义特征来描写词义。原型理论主张用“属性”这个术语，将范畴视为通过原型来定义的经验完形，范畴主要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来建构的，概念则可用理想化认知模型（参见第六章），对意义就持体验观和互动观，并认为语义与文化背景、百科知识密切相关。范畴、概念、意义、语义都与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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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范畴化（Categorization）

范畴是范畴化的产物和结果，范畴化又是概念和词义形成，以及语言运用的出发点，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Jackendoff（1985：78）指出：范畴化是将两个概念结构并置的结果（the outcome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two conceptual structures），范畴化能力必须要用先前的经验来解释新经验。Ungerer & Schmid（1996：2）认为：范畴化是人类对事体进行分类的心智过程（mental process of classification），是建构范畴的基础。Dirven & Verspoor（1998：108）认为：范畴化是从不同事体中发现相同范畴的样本的能力（the ability to perceive different things as examples of the same category）。钱冠连（2001）认为：范畴化是人类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人类能在千差万别的世界中找到相似性，并据此对其进行分类，这样的过程就是范畴化。

我们拟将范畴化描写为：是一种基于体验，以主客体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体（事物、事件、现象等）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是一种赋予世界以一定结构，并使其从无序转向有序的理性活动，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人们倾向于将相同或相似的事体进行概括和归类，视为同类的事体，这样才符合经济原则，便于认知加工，进行范畴化，形成范畴和概念。因此从家族相似性这个角度来说，范畴化就是要使得同一个范畴内部诸成员的相似性达到最大化程度，使得不同范畴的诸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到达最小化程度。

经过范畴化运作之后建立的范畴就以某种方式储存于人类的心智之中，与范畴对应的是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意义，有些学者（如Aitchison等）将其称为“心智词汇（Mental Lexicon）”，将意义或心理词汇赋予一定的语言形式后，就表现为外部的语言符号。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之后，范畴、概念和意义的形成就离不开词语了。

可见，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只有对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通过对比，进行概括和分类，或者说，只有客观世界能被范畴化或以范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才可能较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可以想象，倘若人们没有范畴化和概念化的机制，不对客观世界进行类属划分，不确立存在和认知的类型差别，就根本无法识记大千世界中无限多的事体。因此，以体验、互动、对比、概括、归类等为基础的范畴化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思维、语言、推理、创作等）中一种最基本的能力。

对比与概括是范畴化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手段，没有它们，一个感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范畴和概念。可以假设：人类的心智中存在着某种划分类别的心理机制，可在经验感知的基础上，识别出世间纷繁歧异的事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区别性，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划分类别、建构范畴、形成概念、赋予名称，此后就可根据范畴将可分辨的不同事体处理为相同或不同的类别，人们就可依此而认知世界万物。或许这也是人类可区分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

对比与概括这两种手段，或叫能力，有一定的先天成分，或说成是：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类属划分的心理机制，但体验哲学认为它们主要是通过后天的身体经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因此，对比、概括、范畴化和概念化是基于体验的心智过程，人类的范畴可根据原型进行范畴化，许多范畴主要是通过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

范畴化最直接的对象自然就落在了概念形成和语义范畴上，这对于我们的感知、推理、思维、行为和言语，实在是太重要了，对“我们为什么能成为人”具有关键性的解释作用。倘若人类没有范畴化能力，就不能建立概念框架和语义系统，无法认识客观外界的复杂现象，无法理解各类事体之间的种种关系，对各类经验进行处理、储存、推理也就无从谈起，所说的“知识”就成为空中楼阁，人类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基础，生活将变得一团糟乱、不可想象，我们作为“人”也就不能在这世界上发挥任何作用。

既然范畴化和概念化是一种心智过程，它们像心智能力一样具有体验性、规则性、无意识性、创造力、想象力等特征（参见Jackendoff，1985：86）。

说其具有体验性，因为它们主要是基于身体经验的，人类在通过身体器官对外界感知的基础上形成了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能力。

说其具有规则性，因为人类形成范畴时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如事体之间的相似性、区别性等）。

说其具有无意识性，因为大部分范畴化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范畴化，那倒成了大问题了（L & J，1980，1999）。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总是自动地对世间一切进行范畴化的。

说其具有创造力，因为人们可以随着认识的发展和交际的需要不断形成新范畴，扩展老范畴。正如Frisson、Sandra等学者（1996：615—617）所指出的：语言使用者倾向于灵活运用词项（可将一个词项视为一个范畴），即不断扩展词项的意义，这可使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加容易、自然、经济、高效。因此词义的扩展是人类范畴化不可缺少的内容（… extension processes are an inalienable aspect of human categorization）。

说其具有想象力，因为它们使用了隐喻和意象图式等方法。正如Sweetser（1990：9）指出：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depends not just on our naming of distinction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but also on our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structuring of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语言范畴化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世界中不同存在物的命名，而且也取决于我们通过隐喻和转喻建构对世界的感知。）

人类对于范畴和范畴化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大致可分为两大理论体系：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


 第二节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一、经典范畴理论（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es）

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之前2000多年是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又叫：Logical View of Categorization［范畴化的逻辑观］）（Ungerer & Schmid，1996：22，下文简称经典理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范畴被视为是一组拥有共同特征（Feature；Property）的元素组成的集合，即范畴是通过一组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的，范畴可由特征束（the Cluster of Features，或叫the Checklist of Features）或一组充分必要条件（a Set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来定义。

经典理论还认为：特征是二分的（binary，not graded，two degrees of membership，member or non-member，all-or-nothing membership，all-or-none concept），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clear-cut boundaries），范畴成员隶属于集合的程度是相等的，没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哲学中的客观主义理论（见第二章）就是基于这种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

经典理论可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范畴，如“议员”，只有两种可能，是或不是；对于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中许多概念也是可行的，例如数学中所定义的只能被1和它自身整除的“素数”，像2、3、5、7、11等，只要具有这个特征的整数都可划归这个范畴，不具有这个特征的，像4、6、8、9等除1和自身之外还可被其他数整除，因而就不能划归“素数”这个范畴。又如几何中对“三角形”的定义：一个由三条直线和三个角组成的平面图形（a flat shape with three straight sides and three angles），符合这一特征的就是三角形，不符合这个特征的就不是三角形，如：[image: ]
 就不是三角形，尽管它有三条直线，但却没有三个角。化学中所定义的“水”为H2
 O，符合这一特征的就在这个范畴之内，不符合这个特征的就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经典理论在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也起着主流作用，在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中的形式主义、语义特征分析（CA）等方法就是建立在亚氏上述假设之上的。在音位学中，经典理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如一个音位，要么是元音，要么是辅音；是元音，要么是高元音，要么是低元音；是辅音，要么是清辅音，要么是浊辅音，等等。音位范畴的特征具有二分性、原素性、普遍性、抽象性和先天性。句法学、语义学紧跟音位学，也运用了亚氏理论，认为其范畴也可用具有这些性质的特征来描写。结构主义语义学家采用二分法建立了意义的特征理论（the feature theory of meaning），促进了语言项中各种语义结构关系（包括词义和句义）的描写，以及句法上搭配限制的描写（Taylor，1989：30—31）。Chomsky & Halle（1968：297）认为：表明一个语言项是否属于某个范畴的自然方法就是运用二分法。Lakoff（1987：6）曾将经典理论所论述的范畴隐喻性地比作“抽象性的容器（Abstract Containers）”，即范畴就像一个容器，具备范畴定义特征的个体就在里边，不具备的就在外边。但当运用经典理论来解释更多的现象，特别是自然范畴、社会现象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大部分范畴不具有二分性，而是建立在原型之上的
(2)

 ，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边界模糊性等特征。


 二、原型范畴理论（The Theory of Prototypes；The Prototype Theory）

在维氏之前的2000多年里一直认为范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众多学者将亚氏的观点视为理所当然。体验哲学认为传统的范畴化理论仅是基于先验的猜想（a priori speculation），不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自维氏之后人们对其有了新认识，逐步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下文简称原型理论），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充分必要条件不能很好地说明它们，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不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不相等。对原型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维特根斯坦、Austin、Zadeh、Lounsbury、Berlin & Kay、Heider、McDaniel、Brown、Ekman、Rosch、Labov、Lakoff、Langacker、Taylor等，本书按照时间顺序，简要列述以下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20世纪50年代，维特根斯坦通过对game的研究，论述了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中心成员与边缘成员的区别以及隶属度，并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原理
(3)

 。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原理是维氏（1953）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语言游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义是指：一个家族成员的容貌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彼此的相似情况和程度不很一样，例如：儿子的容貌特征在某些方面像父母，另外一些容貌特征又可能像祖父或外祖父等；女儿的容貌特征可能像父母，另外一些可能像姑姑、祖母或外祖母等。因此，一家人的容貌彼此虽有差异，但总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性，但一个家族成员不会具有该家族的全部容貌特征，也不会有两个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双胞胎虽十分相同，但仍有区别），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有某些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有些成员多一点，有些成员少一些，正如Armstrong（1983：269）等设计的Smith Brothers图所示：

[image: ]


图　3.2

维氏将范畴比作家族，范畴中的成员与家族中的成员一样，彼此之间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或一致，意在摆脱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的束缚。这样，一个范畴中的众多成员之间或众多成员与原型样本成员之间就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正是这些共同的属性，才使得该范畴能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人类就是根据事体间的属性是否具有“相似联系”进行概括的，这种相似联系就是维氏（1953：47—48）所说的“家族相似性”。Rosch & Mervis（1975：575）曾将家族相似性定义为：

… a set of items of the form AB，BC，CD，DE．That is，each item has at least one，and probably several，elements in common with one or more other items，but no，or few，elements are common to all items．（能构成AB、BC、CD、DE关系的一组成员，就是说，每个成员至少有一个，也可能有几个，与其他一个或更多成员享有共同成分，但没有一个或很少几个成分是所有成员都共同享有的。）

维氏根据家族相似性的这个原理，认为所有的games都被连接在一个模糊范畴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网络。他指出：

游戏的概念该怎样来约束呢？什么仍可算作游戏，什么又不再能算了呢？你能给出一个边界来吗？不能。（1953：49）

“游戏”这个概念是一个有着模糊边缘的概念。（1953：50）

如果我对某人说“请你大致站在这儿”——这个说明难道不可能完美地起作用吗？（1953：61）

我们的语法缺乏清晰性。（1953：74）

如仔细观察它们，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1953：47）

大部分范畴中的成员就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和其他一个或数个成员共有一项或数项属性，但几乎没有一个属性是所有成员所共有的
(4)

 。

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形体、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1953：48）

Aitchison（1987：48）曾就游戏的家族相似性画了一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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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因此，这些成员就以相似性的方式联系起来而形成了一个类别，即范畴。同一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一个范畴内的全部成员是否具有同等地位，这已成为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理论（又叫“现代范畴理论”）的分界线。

家族相似性是一种语义范畴的内在机制，正是有了这个机制，才使得范畴化在本质上被视为一种认知活动。沃尔登（Waldron，1985：142）认为“范畴化是对相似性和连续性的记录”。既然是“相似性”，就不同于传统上所说的“相同性”或“共同性”、“一致性”，也就不可能完全精确；既然是“连续性”，就难以作出一刀切，正如维氏（1953：53）所说“我根本就不想划边界”，也就必然要打上模糊的烙印，因此范畴化，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要认知方式，就必然具有图3.8右栏（见下文第118页）所列出的主要性质。

维氏提出的“家族相似性”原理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心理学界、社会学界、语言学界等，乃至在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理论性和实验性的研究，使得这一原理不断得到深入研究，Berlin & Kay、Labov、Rosch、Mervis、Brown等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原型范畴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二）Zadeh的模糊数学

美国控制论专家Zadeh运用数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模糊现象，于1965年提出“模糊数学”这一概念（又叫“模糊集理论”），用定量的方法来处理模糊语义问题。他认为：集合的界限是不固定的，集合中元素的隶属度除了0和1之外，还可取两值之间的任意实数为值。这种模糊逻辑是一种多值逻辑（Multi-valued Logic），彻底打破了经典范畴理论所主导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Two-valued Logic）。Lakoff于1972年将Zadeh的模糊集理论运用到语言学中来，发表了著名的论文“Hedges：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奠定了模糊语义学的理论基础。

但随着Lakoff研究的不断深入，体验哲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为“与客观主义、形式化分析语义范畴的方法决裂”这一立场一致，他决定放弃模糊集理论，并将这种理论称为“模糊化的客观主义”，因为数理逻辑、形式化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客观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认为范畴是客观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就等着人们用概念和词语来反映它们。因此，模糊集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原型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的问题，这使得他后来提出了ICM理论。

（三）Berlin & Kay等对颜色词的研究
(5)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曾对颜色词作出过研究，得出了以下四点结论（参见Bloomfield，1933：140；Gleason，1955：4）：

（1）自然界中的颜色是一个连续体，每种语言的一个个颜色词是对这个连续体进行任意切分得来的，也就是说，对颜色的范畴化是任意的；

（2）每个颜色词所涵盖的颜色范围的大小受其他颜色词的制约，与现实世界的情况或认知无关；

（3）一个语言系统中所有颜色词具有相等的地位，这是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值，而这个值是由它与系统中其他词的相对关系所决定的（The meaning of a word results from the value of the word within the system，and the value of any one term is determined by its relation to all the other terms in the system.），词互相决定其在系统中的值，因此它们也就无所谓谁重谁轻，谁优谁劣；

（4）词的意义与客观世界的特征无关，与人的认知也无关。

Berlin & Kay于1969年研究了98种语言的颜色词后提出两个著名的概念：焦点色（Focal Colours）和基本颜色词的蕴涵等级（Implicational Hierarchy of Basic Colours），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它们都与上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不同：

（1）每个颜色词不管在什么语言里，其所指的颜色焦点区是相似的，即焦点色是相似的。一个颜色词首先是指该颜色的焦点区；一个颜色词所指的焦点区不受其他颜色词的数量所制约；

（2）颜色词的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边界区域的差异也较大；

（3）一个语言系统中所有颜色词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有中心和边缘之分；

（4）有11个基本颜色词，同时各语言从基本颜色词库中选用自己的颜色词时不是任意所为，而是遵循着一个蕴涵层级顺序；

（5）颜色焦点区的恒定性是以视觉神经和周围环境作为基础的。

他们认为，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11个基本颜色词
(6)

 ，它们分别对应于11个焦点色，互不蕴涵，表达这些焦点色的词语都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先于其他颜色词习得。它们构词简单，都由单个字词组成，使用频率高，运用范围广，没有搭配限制，它们所指的中心区焦点色是清楚的，但边界不确定。在世界范围内谈到颜色范畴时，这11个基本颜色词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具有层级蕴涵性，即按一定的规律分等级排列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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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英语中正好都有这11种基本颜色词，但有的语言不全有，有的甚至只有两个颜色词：黑与白
(8)

 。如一个语言只有三种基本颜色词，只能是黑、白、红，依此类推，现按7个阶段详述如下：

第一阶段：在所有语言里都有表示“黑色”和“白色”的词；

第二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3个颜色的词，它一定是“红色”；

第三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4个颜色的词，它不是“黄色”，就是“绿色”，或者是“蓝色”，但这三种颜色词不会同时出现；

第四阶段：语言中如果有表示第5个颜色词，就会包括“黄色”和“绿色”；

第五阶段：语言中第6个颜色词一定是“蓝色”；

第六阶段：语言中如有第7个颜色词一定是“褐色”；

第七阶段：如果语言中有8个或8个以上的颜色词，那它们可能是“紫色”，或“粉红色”，或“橙色”，或“灰色”（这四者没有特殊的顺序），或者是这些颜色的组合。
(9)

 可见在人类颜色范畴中，基本成员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最突显的是黑与白的对立（基于对白天与黑夜的经验）。不同民族对某一基本颜色（焦点色）的认识则具有较大的共性。
(10)



基本颜色词在色谱上都是特别鲜明而突出的焦点色，中心区域清楚，而边缘界限是模糊的。例如，在范畴“绿”中，有些成员是典型成员，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非典型成员，处于边缘位置，很可能与相邻基本色的边缘成分有重叠。过去以为人们对颜色的切分是任意的，因为各种语言中所使用的颜色词不同，今天看来这种任意观是站不住脚的，各民族语言对颜色的表达是有差异的，但不是任意的。Berlin、Kay和McDaniel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对颜色的划分和颜色词的运用不是任意的，与客观外界环境和人类基本认知密切相关，人们多是依据焦点色来定位的，即以焦点色为参照点来对颜色连续体进行有理据的切分和范畴化。同时，对颜色词的择用顺序也不是任意的（参见图3.4）。

DeValois及他的同事们（1968）从神经生理角度来研究颜色，发现在眼睛和大脑的神经通路中有六种细胞：四种决定色彩（分成两对，一对决定蓝和黄，一对红和绿），两种决定亮度。Kay & McDaniel（1978）通过研究认为基本颜色范畴是神经生理、身体经验和认知机制的产物，具有模糊集特性，并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关，它们不是独立于人、客观地存在于外界的（Colors are not objectively “out there in the world”independent of any beings），颜色范畴可能会因人而异，随文化而变。

所有这些研究（包括下文Rosch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构成了对颜色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严重的挑战（a serious challenge）（Taylor，1989：13），正如Taylor所说，结构主义者研究颜色是为了证明语言范畴的任意性，可事实正相反，对颜色研究的结果正表明了语言范畴的划分不是任意的，必然会受到人类的感知和认知因素的影响，这倒成了批判任意性的绝好例证。

（四）Labov的实验

Labov（1973）所做的实验同样也表明范畴具有模糊性，在vase、cup、bowl、mug之间很难按二分法划出一条界线，它们之间具有渐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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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五）Ekman、Brown、Pulman、Dirven等对具体范畴的研究

Ekman（1971）对感情范畴进行了研究。Brown（1973：233）的研究表明：出生20个月的儿童就能经常性和创造性地使用所有格构造，他们很早就掌握了“物有所属”的概念，并能运用所有格构造来表示空间和地域概念，早期儿童通过围绕典型所属关系所形成的语义网络而逐步掌握了所有格构造的用法（参见Taylor，1996：347）。

Pulman（1983）对动词look、kill、speak、walk进行了研究，Dirven & Taylor（1988）对抽象范畴TALLNESS进行了调查，都得出了“范畴成员具有不同的典型程度”的结论。

（六）Rosch等的研究

但对现代范畴理论作出系统研究和贡献最大的当算Eleanor Rosch（早期以Eleanor Heider的名字发表论文）。在她之前，经典范畴理论在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被视为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虽有上述许多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与经典理论不同的结论，但仅是对一些具体事例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与经典范畴理论相抗衡的系统性理论。Rosch和她的同事们（1973，1975，1978）在维氏“家族相似性”原理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的结论，对经典范畴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将范畴化视为认知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运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以确定范畴成员的隶属度。她首先创立了原型范畴理论，并将之视为认知心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对经典范畴理论的一次革命。

Rosch早期研究是从颜色开始的，在Berlin & Kay研究颜色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她所得出的结论与Berlin & Kay的结论相吻合，用“原型（Prototype）”这一术语代替了“焦点（Focus）”，各种颜色的原型是其焦点色，在颜色范畴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处于相关光谱的中心区域，是颜色范畴中的最佳样本。每一种颜色也有其典型代表，自然原型会与一个名称相联系，也能判别最佳样本。如当达尼人（Dani，仅有两个基本颜色词）被问及mola的典型样本时，他们会指：白、红、黄。同时她还通过实验证明焦点色是最容易被学得和记住的，这就说明一个范畴中各成员的地位是不相等的。

Rosch后来将实验从颜色范畴扩展到其他范畴，如：BIRD、FRUIT、FURNITURE、VEGETABLE、TOOL、WEAPON、TOY、VEHICLE、SPORT、CLOTHING等，主要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200多美国大学生，对范畴中成员进行隶属度等级识别，论述了“原型”这一概念是进行范畴化的重要方式，是范畴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成员、最佳样本或范畴的原型成员，也可视为范畴中的无标记性成员，可作为范畴中其他成员（可视为标记性成员）在认知上的参照点，又叫“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进而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和原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理论。

Rosch和她的同事们在实验中还发现了“范畴成员的非对称性（Asymmetries）”现象。范畴中普遍存在非对称性结构，范畴中的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具有代表性，范畴中非代表性成员常被认为更像代表性成员，而不是相反；有关代表性成员的新信息更可能扩大到非代表性成员，而不是相反，这种非对称性被称为原型效应。如说到“BIRD”这一范畴，“知更鸟（robin）”比“鸡、企鹅、鸵鸟”更具有代表性（Some birds，e．g．robins，are ‘birdier’ than other birds，e．g．chicken，penguins and ostrich.）。我们经常会认为企鹅更像知更鸟，而一般不会想到知更鸟像企鹅。有关知更鸟的新信息更加可能会被赋予企鹅，而反过来的可能性较小。

（七）Dirven & Verspoor的论述

Dirven & Verspoor（1998：37）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fruit是不能用经典范畴理论来定义的，很难确定包括全部fruit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将其定义为“sweet，soft and having seeds”，则可能将“柠檬”排除在外，因为它“不甜”；香蕉也不在其列，因为它没“籽”；“梨”也可能不在其中，因为不一定是“软”的。可见，定义“fruit”的必要条件可能有很多：如长在土地之上的植物或树上，成熟之后才能吃，等等。由于水果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很难将所有条件都列出来，倘若列不全，则就不能说是“充分”，如果不充分，也就不可能将不是“fruit”的东西都排除在外，足见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对“fruit”进行范畴化，当你让人们列出水果的一些样本时，他们很快而且很轻松就能列出来，并且所列样本会基本相同，这就是说，一定人群内对范畴的原型样本的理解是有共同认知基础的，这才是人们理解范畴、进行交际的出发点。人们尽管不能为fruit提供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清单，范畴边界是模糊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理解和正常交流，可见经典范畴理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八）Lakoff、Taylor论原型理论

Lakoff于1987年出版了被认知语言学界公认的又一本经典著作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11)

 ，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Categories and Cognitive Models”，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他在这一部分的开始就充分肯定了范畴化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的思维、感知、行为和言语，没有比范畴化更重要的了。没有范畴化能力，我们不管是在这物质世界还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同时他还认为大部分范畴化是自动的、无意识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范畴化，那倒成了大问题了（1987：6）。他进一步严厉批判了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包括亚氏的经典范畴理论）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一步肯定了他与Johnson于1980年提出的新经验主义（即1999年所提出的“体验哲学”），包括Rosch等学者提出的原型范畴理论。

他指出传统的经典范畴理论不是经验研究的结果，仅是基于先验的猜想（a priori speculation）而已，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范畴问题已得到完满解决，不再需要研究了，将亚氏观点视为理所当然。但自从维氏提出“家族相似性”原理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典范畴理论中存在许多问题。Berlin & Kay、Labov、Rosch、Mervis、Brown等学者的研究使得原型范畴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至成为许多学科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心，认知语言学就是得益于这一理论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范畴化、原型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必须论述的一项主要内容（参见Ungerer & Schmid，1996），Lakoff（1987）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范畴化和原型范畴理论，Taylor（1989）所出版的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分别于1995和2003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更是专门运用原型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成了学习认知语言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详见第四章第六节）。

Lakoff还进一步发展了原型范畴理论，提出可用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来解释原型范畴，强调了范畴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认知能力和想象力，并尝试用ICM分析了bachelor、lie、mother等语义范畴，认为这些范畴都是“辐射性范畴（Radial Category）”。他的论述弥补了经典范畴理论和客观主义语义学所解决不了的基本问题，以此证明了ICM是分析原型范畴内部结构和原型效应的得力工具，是语义范畴的认知研究中的必要策略。详见第六章。

Lakoff（1987：57）和Taylor（1989）还都认为：语言结构就像非语言的概念结构一样，也有原型效应。语言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可像对自然物体一样对语言进行范畴化，Taylor（1989）的书名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就有这个含义（参见第六节），语言中的范畴都是原型范畴，如语言中的语义范畴就具有原型范畴的许多性质，一个多义词所形成的语义范畴中的各义项地位是不同等的，这也像原型范畴一样，有典型义项（或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其典型义项就相当于原型义项，它往往是人们首先获得的，也是语符最原始、最基本的义项，语义范畴就是围绕这个原型义项不断向外扩展而逐步形成的。

又如，语言中的词汇可划分成几种基本类别范畴：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词性，各类词性中也有原型和原型效应现象，词性范畴不是特征范畴，而是原型范畴，如典型的名词是占据一定空间的离散实体，然后可根据隐喻扩展到集体名词、抽象概念、心理活动、动作名词等。


 三、“原型”的含义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原型范畴理论是对维氏家族相似性原理的一个应用和发展。所谓“原型范畴”，主要就是指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范畴，即含有原型和非原型的范畴，因此，“原型（Prototype）”对于范畴的形成和理解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正如Ungerer & Schmid（1996：12）指出：

… natural prototypes have a crucial function in the various stage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and learning of categories．（自然原型在范畴的形成和学习的各个阶段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下文主要论述学者们对“原型”这一术语的两种不同解释：一是指具体的典型代表；二是指抽象图式表征，或属性集合。

（1）指范畴内的典型代表，具有无标记性。所谓范畴中的典型代表，即为原型样本（Prototypical Exemplar），或叫焦点样本（Focal Exemplar）、突显例样（Salient Example）、典型成员（Typical Member）、中心成员（Central Member）、最好例样（Best Example）、原型成员（Prototypical Member）、范畴成员中最清晰的例子（clearest case of category membership）、一类事物中最具代表性的（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ings included in a class）等，它是基本层次范畴的代表，具有最大的家族相似性。人们在识别范畴中这样的原型样本时，心智处理最容易、费时最短。当提及某一范畴时，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其原型样本。维特根斯坦认为：当人们掌握了原型后，就可以此为出发点，根据家族相似性的原则类推到其他实例中，从而可了解到范畴的全部所指，因此一个范畴就是围绕原型这一参照点建立起来的。

Rosch认为原型是与同一概念的成员有更多共同属性的实例，它是一个范畴中特定的、具体的表象，对于识别范畴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会经常发现有时很难给一个范畴下出确切的定义，但用典型代表则能说清楚，例如汉语中“家具”的定义为“家庭用具”，这个定义是不很确切的，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一般不把家电产品（如电话、电视机、微波炉等）视为家具，因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用最典型代表作了补充说明：主要指床、柜、桌、椅等。从这四个最典型的代表来看，家具主要是指用木头制成的，这从它们的汉字构形都含有“木”可见。

亦有学者认为原型可能是多种代表性实例的平均值（average over multiple instances，参见Rice，1996：144），这就有点接近第二种观点。

（2）指范畴成员的概括性图式的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Reed（1972）认为原型是范畴的平均属性或集中趋势，是对范畴进行抽象的图式表征。Ungerer & Schmid（1996：39）将原型视为“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可作为一种认知参照点，并认为这才是真正从认知角度作出的解释。Taylor（1989：59）认为“…the prototyp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ual core of a category（原型可被理解为范畴的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并认为实例不是原型，仅例示（instantiate）了原型；他（2002：125）指出图式化原型与实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上下义词之间的关系，但这对术语常指语义（特别是词义）关系层面，因此主张用术语“图式—实例”取而代之，它适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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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将“原型”视为抽象概念的观点类似于“属性表模型（Attribute-list Model
(12)

 ）”，据此，如果一个成员所具有该范畴的属性越多，它就越接近于原型成员或中心成员。Lakoff（1987）还将“原型”视为一种ICM，也可划归这种观点，这对于解释那些难以找出原型样本的范畴，是最为合适的，因为这种“原型”仅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化的思维之中（参见第六章）。Rosch（1978）后来也曾说过：原型可根据实验效果被视为a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otypicality。



Langacker对“原型”持第一种观点。他（1987：371）区分了原型和图式，认为原型就是范畴中的典型实例，图式是一种抽象的特性，他说：

A prototype is a typical instance of a category，and other elements are assimilated to th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ceived resemblance to the prototype；there are degrees of membership based on degrees of similarity．A schema，by contrast，is an abstract characterization that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ategory it defines．（原型是一个范畴的典型实例，其他成员是基于它们被感知到的与原型相似而被纳入同一范畴的。范畴成员基于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有程度之分。图式，与其相比，是一种抽象特征的描写，可完全与范畴所定义的所有成员兼容。）

Langacker（2000：93）又指出：

A schema is the commonality that emerges from distinct structures when one abstracts away from their points of difference by portraying them with lesser precision and specificity．（图式是当人们通过不很精确的描写和不很强调同一性，去除差异点，从不同结构中抽象出来的共性。）

这样，根据Langacker的观点可将图3.6改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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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我们认为他与Taylor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术语使用上的分歧，如果将“图式—实例”置于层次性角度来理解（一个实例可能是其下义实例的图式，一个图式可能是其上义的实例），这两种说法就更接近了。

我们知道，原型样本会因不同的社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而有较大的变化，如说到“鸟”，英国人一般会马上想到“robin”
(13)

 ，而中国人更多地会想到“麻雀”。19世纪的汽车原型样本与今天的已大不相同，它们或许已成为今天的边缘成员。Taylor（1989：44，57）曾将Rosch和Dirven分别对美国学生和德国学生就FURNITURE（MÖBEL）的调查作了对比，发现两者分别对60和55种家具的隶属度有很大的差异，Rosch通过对美国20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家具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椅子、沙发、桌子”；Dirven通过对说德语受试者的调查表明家具的最典型代表是“床、桌子、沙发”，其他地方差异就更大了。汉语的家具主要指“床、柜、桌、椅等”（参见上文第113页）。如果这样，德语的Möbel就不是英语furniture的全对等译词，与汉语的“家具”也有差异。可见，原型样本是不固定的，因此有学者认为通过原型样本进行范畴化就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样，人们就可能有两种基本的范畴化方法：依据原型代表进行范畴化，或依据图式表征进行范畴化。Langacker（1987：373）认为：儿童在建构范畴时，先通过原型代表识别范畴术语，如通过oaks、maples、elms等识别出tree，然后去除差异、找出共性，建立了低层次图式表征：树有树干、分枝、树叶；当再遇到pine（没有树叶）、palm（不分枝），就会进一步建立更高层次的图式表征（可见，图式具有层次性），此时，图式表征就起到了“原型”的作用。Taylor（1989：66）指出：通过原型代表范畴化或通过图式表征范畴化，实际上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差别在于：在前者，范畴成员仅与原型代表部分相符；而在后者范畴成员与图式表征完全相符。两种范畴化方法都是可能的，犹以前者为基础。

原型理论对于一个多义词所建立的语义微系统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上文可见，范畴是以原型成员为中心，通过家族相似性不断向外扩展的，词义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以中心意义为基础不断扩展形成了一个意义链（Meaning Chain），构成了一个语义网络。链上相邻节点之间因语义扩展的关系（往往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映射）而共有某些属性，但不相邻的节点却不一定有共同的属性（Taylor，1989：99），在一个概念网络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相等，因此在一个语义微系统中，各义项的地位也是不相等的，可见原型理论也可用来描写由一个多义词所建立的语义微系统。

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J．Trier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建立了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这是对传统的语义研究的一大突破，因此，语义场理论是结构语义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语义场理论并不能解释多义词的语义变化为什么会跨越语义场。当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多义词义项间的跨语义场变化与人们主观认知、联想能力的拓宽密切相关；语义的扩展与变化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密切相关，而不可能会受到什么“语义场”的限制。一个词多种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特定的语义延伸机制（如：家族相似性、隐喻等）形成的。

人们不是根据事体的特征，而是根据事体间的相似性形成联系、进行概括、建立范畴、获得语义，因此这就可解释语义链不受语义场限制的现象。相反，通过家族相似性所建立的语义间联系，可以不断补充和扩展语义场。

也有学者企图将这两种范畴理论结合起来，例如Miller & Johnson-Laird（1976）曾提出了一种混合理论（Hybrid Theory），认为每个概念都有一个核心部分（Core）和一个识别程序（Identification Procedure）。核心部分是依据经典理论运作的，而识别程序可解释原型效应。Osherson & Smith（1981）也赞成这一理论。但Lakoff（1987：143）则认为经典范畴解释不了概念的“核心”部分。


 四、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的区分

经典理论对现实中的某些范畴现象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研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参见上文第98—99页第一点），但当运用经典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自然界现象和社会界现象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漏洞百出了，在解释语言所反映的日常概念范畴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其不足之处，正可用原型理论来加以说明。因此两种范畴理论有时是互补的、并不完全矛盾，如用经典理论描写mother，内涵是清楚的，用原型理论则可对其作出更加完整的解释。（参见下文）

现将经典理论与原型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列表对比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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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一）特征与属性（Features vs．Attributes）

经典范畴论者认为特征是事体的客观标志、固有本质，同一范畴的全部成员具有共享的特征（Shared Features / Properties，又叫De-fining Properties，Distinguishing Properties），它们就区分出了范畴，也就是说范畴是由客观的共享特征所界定的，它们可用语义成分来表征，记作：C＝R（X，Y，…），即共同的定义性特征X，Y等，可通过组合规则R而构成范畴。因此，特征具有客观性、二分性、不可分解性、普遍性、抽象性、先天性，这是经典理论的重要基础。

原型范畴论者认为范畴不是建立在共享特征之上的，没有一组特征能够准确界定范畴中的成员，范畴是建立在纵横交错的相似性网络之上，建立在“属性”之上的。Taylor（1989：40）主张用“属性”这一术语代替“特征”，以示区别。属性是事体特征在人们心理中的体现，是认知与事体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范畴中有些成员具有这样一些属性，另外一些成员则可能具有其他属性，不存在所有成员都有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也不仅属于这一范畴的成员。因此属性具有互动性、多值性、可分解性、差异性、具体性、后天性，这是原型理论的重要基础，下文将分别论述特征和属性之间的区分，这对于认知语言学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是十分关键的。

（二）客观性与互动性（Objectivism vs．Interactionism）

经典理论是客观主义心智观的中心，范畴只能通过其成员共享特征来定义，这些共享特征是客观存在的，范畴也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认识无关，这就意味着在宇宙中存在一个超验逻辑（Transcendent Logic），一种与人类心智和经验无关的理性。可是通过研究发现在客观现实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与汉语范畴“吃”相对应的结构，也找不到可与英语中mother（可包括adoptive mother、birth mother、genetic mother、legal mother、unwed mother、stepmother、surrogate mother）相对应的辐射性范畴。人类在进行范畴化时，不仅由范畴成员的特征所决定，还有很多其他决定因素，诸如身体特征、想象力（如隐喻、意象图式、概念整合）等，理性不可能与人的经验无关，也不会超越人的理解。

由于经典理论认为特征、范畴具有客观性，对其可采取客观主义和静态描写的方法，因此可用语义特征分析法来定义范畴。例如，bachelor根据语义特征分析法，以及后来的Katz & Fodor提出的分解语义学（又被称作KF模型），可被分析为：HUMAN，MALE，ADULT，-MARRIAGE；并声称这是界定bachelor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据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观点：一个词语的意义是使这个词语成真的一系列条件。同一个范畴中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限定这个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他们在描写语义结构时企图极力排斥主观心理因素，避而不谈任何种类的概念形成过程或认知处理过程，视“人的因素”而不顾，最终滑入了“客观主义”的轨道，因而使其解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用充分必要条件来界定范畴没有实际意义，是不可行的；词义也不能用充分必要条件来描写，而必须用原型理论和家族相似性来描写。Putnam曾指出：

每个词语在那个语言中都有一个分析性定义，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不相信的东西！

他还坚决认为语义理论的研究要从这种局面中摆脱出来。他和Eco（意大利符号学家）、Greimas（法国语言学家）、Neubauer & Petofi都主张运用百科式语义研究方法，须结合语言以外的世界知识来描写语义。Lakoff（1987）和Taylor（1989）认为：经典范畴中所说的“特征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将一个范畴的特征分析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认知”方法，必然会因人而异。

可见，对范畴的认识与人的认知紧密相关，是心智运作的结果，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属性也与人的认知紧密相关，是事体性质在人们心理中的体现，是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貌似客观的语义特征分析法，忽略了人类的主观认知能力、语言环境、社会文化信仰，在分析语言实际交流时必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将bachelor仅分析出上述几个特征作为充分必要条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界定该词的意义，如未婚同居的男子、同性恋男子、天主教神父、出家男子、业已离婚或丧偶的男性等，尽管都具有“成年未婚男性”的特征，但讲英语的人并不能根据这一充分必要条件对这些人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他们是否属于bachelor的范畴，并不可知。从百科知识的角度来说，bachelor还涉及下列知识：人要结婚、异性结婚、一夫一妻、到某一年龄就要结婚、婚姻关系、养家糊口、男性该婚而未婚，等等。典型的bachelor应是基于这些认知模型的未婚成年男性，这是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参见第六章），是bachelor的典型样本，即原型。不符合其中某一或某些属性的则为该概念范畴的边缘成员，如去除“到某一年龄就要结婚”这一属性，就可勉强把“教皇”置于bachelor的范畴之中；去除“婚姻关系”这一属性，就可将离婚成年男性算作bachelor，他们就成为bachelor的边缘成员。人们正是通过较为典型的成员来理解整个概念范畴的，也是通过典型成员来理解边缘成员的，这种分析方法就弥补了传统的语义特征分析法所留下的种种缺陷。

又例当我们说到“小汽车”时，人们一般不会首先想到该词的一些语义特征：无生命、具体物、会移动，而更多地会想到：乘坐运行、有轮子、方向盘、舒服、方便、快捷、耗油，乃至型号、厂家、价钱，对于不少人来说，还会包括身份、地位。这都是人们基于自己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对事体获得的印象，是有关该事体的知识，这样就形成了对该事体属性的认识，它会因人而异。

如果范畴用成员的内在特征来定义，范畴就将独立于人，与人的神经生理、人的身体运动、个别人的感知能力无关，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西方很多学者一直认为范畴、概念和推理是与身体经验相分离的、抽象的（to be disembodied & abstract），与想象无关，与社会和文化脱节。本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是通过指称或对应于客观世界或可能世界中的事体而获得意义的，范畴符号也就只有通过指称外界的范畴而获得意义。这样，符号就独立于人类的心智和身体经验，范畴也被认为客观地存在于外部世界。

原型范畴论者认为：范畴化主要依靠人类的经验和想象力，一方面是感知、动觉活动、文化；另一方面是隐喻和意象图式，不可能根据抽象的无意义的符号运作而获得范畴意义。我们只能根据认知模型来定义范畴，而不是根据什么共有特征。认知语言学家坚决摒弃了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类的经验能力和认知能力，认为语义主要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必须最终按心理现象来描写，没有独立于认知以外的语义。因此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结构关系，绝不能用客观主义的语义成分分析法、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来解释。

语义主要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语义是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概念化过程是基于体验的过程。自然语言里的意义及语义结构并非植根于客观的真值条件，或符合严格精密的科学认识，它与某个语言社团共有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人类的概念系统与语义结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因此原型范畴论者主张百科式的语义分析方法。Taylor（1989）指出：语言形式的意义植根于发话者的知识系统之中，并认为纯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是难以区分的。Haiman（1980a：331）也认为：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aedias is not only one tha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make，but one that is fundamentally misconceived．（词典与百科全书之间不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作出区分的，而且这种区分根本上就是一种误解。）

这就对传统语义学中区分分析式真理（可用来描写词义，是词典中的内容）和综合式真理（百科全书中的内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百科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总认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理解一个词的意义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必须注意，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对一个词义的理解等于对一个词所掌握的所有知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对一个词义的理解只能与百科知识中的一部分有关。因此，有学者认为用原型理论来解释词义主观任意性较大，难免有想当然的嫌疑。我们认为两种理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对属性的理解既有客观性原因，也有主观性因素，属性的形成是人们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认识基础之上形成的。

（三）分析性与综合性（Analyzation vs．Synthetization）

经典理论认为特征具有分析性，而原型理论认为属性具有综合性。特征分析侧重范畴的诸定义性特征，带有分析性色彩，与逻辑对概念的解释及下定义的方法有直接联系，是能够解释某些范畴现象的。而原型理论强调最佳实例，或抽象图式，带有整体性或综合性色彩，与人类的体验、认知、发展心理学直接联系，将范畴与感性形象联系起来，有合理的成分，但其中仍需有一定程度的概括，因此以原型样本为基础，逐步对其进行图式化概括，这样原型理论就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两种范畴理论得出了外延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的不同结论。经典理论认为儿童在掌握范畴时，是从范畴的部分特征开始的，此时范畴概念的内涵小，因而其外延覆盖范围就大。后随着对范畴特征认识的增加，内涵逐步增多，因而外延就不断缩小，逐步与成人相同，外延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上位范畴习得先于下位范畴。19世纪的心理学曾将这种现象分析为儿童是通过“心智雾（Mental Fog）”来看世界的。他们仅能掌握大概轮廓，然后才慢慢缩小范围（narrow down）。Aitchison（1999：129）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概括化（Overgeneralization），如英国有的小孩把“小东西”包括面包屑、小甲壳虫、小污点等都叫做“crumb”，用“moon”来指任何光。

但这种观点太简单了，因为儿童“过分概括”的情况常常是十分具体的、奇怪的，更好的解释就是儿童是基于原型样本、从小到大的规律来认识世界的。维氏（1953）早就指出儿童是先掌握范畴的原型，后根据家族相似性原理，将范畴扩展到其他成员，整个范畴都围绕这个典型，开始时范畴的成员少于应有的成员，后逐步扩展，外延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过程。例如小孩起初认识了狗，然后他会通过所认识的这个“狗”作为原型，将其向外扩展至其他同类的狗，或不同类的狗，但随着所见到“狗”的种类的增加，他会不断调整“狗”原型。再例，典型的小汽车是四个轮子，当看到三个轮子的车时，会自然将之与已形成的原型进行比较，归入到“小汽车”的范畴之中。大部分词汇的意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儿童与成人之间所认识的原型以及扩展的方式会存在很多差异，但随着认识的加深和成人的指教，儿童会不断调整，逐步获得与成人一样的范畴概念。因此范畴不是作为可分析出的特征的集合学得的，而是基于原型样本学得的，它具有综合性，基本范畴习得先于其他范畴。

（四）二分性与多值性（Binary-valued vs．Multi-valued）

经典理论认为范畴的特征具有二分性，一个实体要么有这个特征，要么就没有。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特征只能是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一个事体要么属于这个范畴，要么就不属于这个范畴，不可能有其他情况。这种观点在音位特征二分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布拉格学派用二分法对音位进行分析，获得了十几对区别性特征，以此便可描写人类的语音；50年代二分法又被创造性地运用来分析词的义项，通过对比可得出若干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或叫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s］），这种分析方法就叫：语义特征分析法，或叫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CA）。如通过对表示亲属关系词项的分析获得了几对最基本的语义特征：［±HUMAN］、［±MALE］、［±ADULT］，它们都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运用这几对语义特征，便可基本上描写世界上所有语言中表示亲属关系词项的语义特征，例如英语中的man、woman、boy、girl就可表示为（＋表示具有这一语义特征，-表示不具有这一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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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原型理论却认为：范畴不仅仅是yes
 or no
 的问题，因此二分法是不全面的。尽管我们可以将人在自然状态下划分为男人和女人，或将鸡分为公鸡和母鸡，二者必居其一。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用“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二分法，在此与彼、真与假之间，可能会存在若干中间值。另外，对一个连续体进行切分常常会产生模糊范畴，每次切分后得到的两个相邻范畴之间经常会存在一个中间过渡区。因此，原型范畴论者使用“属性”这个术语，属性可以不是二分的，具有渐变性、多值性。经典理论对于范畴所作的严格规定，不利于人类有效地进行认知。范畴用具有渐变、多值特点的属性来描写，则会使范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较高的实用性。例如杯子有各种形状、大小、颜色、用途、材料，其间必定存在很大的差异（参见图3.5），但我们却可宽泛地用“杯子”这一范畴将它们概括其中，这就说明了范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是有了这种灵活性，才使得原型范畴具有较大的效益和经济性。Berlin & Kay（1969）以及Rosch在20世纪70年代对颜色的研究也可说明这一现象：颜色是个连续体，每个颜色词不管在什么语言里，其所指的颜色中心区是相似的，其边界却可有很大的差异。颜色词首先主要指颜色中心区，可由中心区向周围扩展而成整个颜色区域，其边界地区是模糊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颜色词的制约。

（五）范畴边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Clear Boundary vs．Fuzzy Boundary）

经典理论认为范畴所具有的内在特征是客观存在的，“概念/意义”不在人的个体中，而是游离于个体之外，存在于某个社团并为该社团所共享的，具有固定性和明确性。人在学讲话时，也就从这个社团中学得了这个固定的、明确的、外在的“意念/意义”，正如上文所述，这个意念/意义，或范畴，可用语义特征来客观地加以描写，这种语义特征描写就是界定该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范畴一经确立，就将外界分为两个集，要么隶属这个范畴，要么不属，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就是说，范畴的边界是确定的，具有闭合性。这一观点与上文所说的特征是“二分的”、“客观的”是一脉相承的。

原型理论认为范畴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范畴具有开放性，这也反映了人类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客观世界具有无限性、连续性、不可穷尽性，很多事体是一个连续体（又叫连续统），这就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如物理学家把光谱看成是一个具有不同波长的连续体，在光谱上的各种邻近颜色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因此人们没有办法标出红色和橙色的确切交界线，也没有办法标出橙色与黄色的确切交界线，等等。但人们为了使认识颜色成为可能，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切分，因此颜色词边界的模糊性在所难免。各民族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交际的需要对颜色连续体作出了各自的切分，这就有了不同数量的颜色词，这也足以说明人类认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

维氏在20世纪50年代分析了我们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并认为只要这种模糊性不影响语言的作用，它就是可接受的。Zadeh认为集合的界限是不固定的，可用数学的方法来表示（参见上文第二点）。Lakoff（1973）运用模糊理论解释模糊语义，指出不能给出一刀切的语义界限。McCawley（1981）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可用隶属度来表现语义的观点。Ross（1973）对语法模糊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认为：词类划分、语法结构、成分、范畴等都普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语法规则也普遍存在适用性程度问题。Kempson（1977：123—137）在《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
 ）一书的第八章题为Ambiguity & Vagueness，专门论述了意义模糊问题。Lyons（1977：396—409）在《语义学》（Semantics
 ）第二卷10.4节中论述了语法歧义。Labov（1978）将模糊理论用于语法范畴界限的研究。Aitchison（1987：47）指出：

Fuzzy edges seem to be an intrinsic property of word meaning．（模糊边界看来是词义的内在特征）。

Taylor（1989）也辟专节讨论了模糊性（3.5节）和模糊限制词（4.4节）。Channell（1994）出版了《模糊语言》（Vague Language
 ）一书，论述了英语中不同形式的模糊表达方法，以及它们的语用价值，等。Dirven & Verspoor（1998：18）指出：

In general we find that the center of a lexical catego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clear，while its boundaries are fuzzy and tend to overlap with the boundaries of other lexical categories．（一般说来，我们发现词汇范畴中心的建立是十分牢固的和清楚的，而其边缘是模糊的，可能与其他词汇范畴的边缘重叠。）

另外，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如伍铁平（1999）、张乔（1998）、何自然（1988）及笔者（2001）等都对模糊语义作出了论述。我国学者邓聚龙于1986年提出了“灰色理论”，将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称为灰色系统，认为人们可以根据逻辑推理、系统结构分析、关系论证来建立某种预测系统，并将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预测称为灰色预测。我们认为语言也是一个灰色系统，有已知因素，也有未知因素，语言模糊是绝对的。我们可以通过已知因素，以及逻辑推理、系统结构分析和关系论证来预测语言的某些未知因素和发展方向。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思维具有模糊性，范畴边界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现象。老子曰：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请。

意思为：道这个东西，模糊不分明；模糊不分明啊，其中也有形；模糊不分明啊，实物在其中；深远又幽暗啊，精微之物在其中。这正是一段对“道”这一模糊范畴的精彩描述。

范畴具有模糊性、开放性，这实在是太常见了，常见得以至于我们并没有明显感到它的存在，因为在言语交际中，词语所表示范畴的模糊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影响我们进行有效交际。如我们说到“高”、“老”、“新”、“旧”、“冷”、“热”等形容词时，它们的标准就很难确定。人们在说到“鸟”、“鱼”、“水果”等名词范畴时，其语义界限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有人认为是“鸟”的动物，而有人却认为不是。在汉语中被称为“鲸鱼”的动物，在生物学家眼中它却根本不是“鱼”，而是一种哺乳动物。“暑假”、“寒假”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虽说一个是在夏天，一个是在冬天，具体日期却会因学校而异，南方与北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存在明显差异。再说，中国的夏季和冬季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好相反，我们放暑假，他们却在放寒假；他们的圣诞节要在我们的夏天度过。

再说，有些抽象名词，如“自豪”与“骄傲”之间的区分又有谁能说得清楚，自豪过了头，恐怕就成了“骄傲”。又例在“谦虚”与“虚伪”之间须如何把握分寸，不至于在实际运用中走向反面，这只能靠个人领会语音、语调、姿态、神情的使用分寸，须把握好其间的差异，以免引起误会。

动词也同样存在模糊现象，例如在“走”与“跑”之间也很难划出一个明显的界限，虽说“跑”比“走”要快，但究竟多大的速度才能叫“跑”。因此不仅形容词具有模糊性，而且在名词、动词、副词、代词、数量词等之中都大量存在模糊性。

语言中还有大量直接表示“模糊意义”的词语，可使得原本意义较为确定的词语变得模糊起来，Lakoff（1972）称之为hedges（边界模糊词语），如英语中的about、up to、almost、nearly、approximately、possible、probable、likely、from … to …，等等。汉语有：大约、左右、几乎、上下、（二十）多、（三十）几、（四十）来个、可能、或许、接近、似乎、大概、差不多……等等。“大约50岁”，究竟应该从多少到多少才属于这个范围？“老中青”三个年龄段该如何精确划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模糊性是语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不容忽视，不能改变。正如Jackendoff（1985：117）指出：

… fuzziness must not be treated as a defect in language；nor is a theory of language defective that countenances it．… fuzziness is an inescapab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cepts that language expresses．（一定不能把模糊性当作语言的缺陷，承认语言具有模糊性的理论也没有缺陷。模糊性是语言表达概念时不可避免的特征。）

张乔（1998：48）也说过：“语义必须具有模糊性，别无选择。”

（六）范畴内所有成员地位相等与不相等（Equal Status vs．Graded Status）

如果范畴仅用全部成员所共有的特征来定义，范畴的边界就具有明确性，因此必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成员会比另一些成员更加典型，范畴内全部成员的地位都相等。一个实体如表现出某范畴的全部定义性特征，就是该范畴的一个完整的成员，如不能表现出某范畴的全部定义性特征，就不是该范畴的成员，不存在范畴成员地位的程度问题，原型理论与其也是背道而驰的。

原型理论认为：特征的二分性是站不住脚的，范畴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因此一个范畴内部各成员的属性不是完全相同的，存在很大差别，它们仅具有家族相似性。根据维氏的观点，人们是从一个典型实例出发，然后靠家族相似性原则类推到其他实例而学会了一个范畴的全部所指。范畴的成员靠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从中心不断向外扩展，这就是原型样本范畴化的观点，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good，clear exemplar）之上的，然后将其他实体根据它们与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些或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原型，是非典型实例范畴化的参照点。据此，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有核心与边缘之分，有较好样本和较差样本之分。20世纪70年代Labov、Rosch及其同事对于自然范畴结构的研究，都证实了维氏的看法（参见Rosch，1975：229；Ungerer & Schmid，1996：107；Taylor，1989：44）。Croft & Cruse（2004：78）曾列出了“VEGETABLE”范畴中成员的等级情况（GOE为Goodness-Of-Exemplar的缩写，数字越小，其GOE程度越高）：

[image: ]


图　3.10

Lakoff于1987年提出的“辐射性范畴结构（Radial Structure of Category）”，也是用来描写同一范畴内成员地位不相等这一性质的：范畴是以一个典型成员为中心（往往是可以预测的），其他成员（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必须学得）可通过共有属性与中心成员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图式。客观主义认知观解释不了这种辐射性范畴结构。

正如上文所说，语言中有许多边界模糊词语，它们也为“范畴成员地位不相等，边界具有模糊性”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边界模糊词语具有建构范畴的功能，有助于明确表示范畴成员的地位，例如：bachelor是一个以某种典型代表为中心成员的原型范畴，因而人们一般不将“Pope John Paul II”或“离了婚的男子”视为bachelor，但如果使用了诸如technically（speaking）、loosely speaking等边界模糊词语，则可扩大bachelor范畴的范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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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technically（speaking）或loosely speaking不能用来指一个范畴的中心成员，只能表示范畴的边缘成分，它们具有扩大一个范畴边界的作用，将通常不认为是该范畴的成员包含了进来，从而使得范畴具备了辐射性特征。同时也预示了bachelor是一个含有地位不相等成员的范畴。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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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正确的，而［6］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turkey并不具有鸟的典型属性：会飞、能唱、体小、有毛等。因此边界模糊词语par excellence
 （典型的［地］）具有仅表达范畴中心成员（Central Member of a Category）或接近中心成员的作用，缩小了范畴的边界；同时也预示了BIRD是一个含有地位不相等成员的范畴。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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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speaking缩小了一个范畴的边界，将其限于中心成员的范围，因此例［8］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鲸鱼是被严格地划分为哺乳动物的。此时若用能扩大范畴范围的模糊词语loosely speaking，说成例［9］则可，即：不严格地讲鲸鱼也可被视为“鱼”（这从汉语的构词可见一斑），因此loosely speaking具有表述边缘成分，将边缘成分排除出中心的作用。在［10］中加上in that来具体说明其理由，就更可被接受了，这也说明人们可用in that来进行特别选择，重新定义一个范畴的范围，重新考虑范畴属性的权重。

经典理论不仅认为同一范畴中各成员的地位是相等的，而且还认为不同范畴中成员的地位也是相等的。而原型理论则持与之相反的看法，这也可从边界模糊词语得到证实，例如：

[image: ]


可见，第［12］、［14］句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因为whale和bachelor尽管都不是fish的成员，bat和chair尽管都不是bird的成员，但它们的非成员地位是不相等的。

可见，边界模糊词语的存在也为原型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有力地批驳了经典理论的观点：范畴成员地位都相等，非范畴成员的地位也都相等，范畴有固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充分必要条件的地位也相等，范畴边界是固定的。我们可通过边界模糊词语，如par excellence、strictly speaking等来区分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可通过strictly speaking来区分非范畴成员的地位；loosely speaking表明了范畴的边界是灵活的。我们还可用technically或technically speaking来扩大范畴的范围，将一些特殊成员纳入到某范畴之中。现将这几个边界模糊词语表达范畴成员地位的作用小结如下：

[image: ]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当我们对同一个范畴中成员进行对比时，它们之间的典型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将一个范畴成员与其他范畴成员进行对比时，人们有时可能会忽略同一范畴中成员之间的差异，否则就不能解释人们依旧可在这种模糊范畴状态中进行有效交际的事实。

另外，生成学派认为符号的形式、意义都是确定的，从认知、记忆和遗忘的角度看，对一个符号要么记住，要么忘却，不会存在似懂非懂的情形。而语言的认知研究表明，语言的模糊性、理解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普遍存在的。

其他学者在亚氏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特征的描述又增加了以下几条假设：原素性、普遍性、抽象性、先天性，这些都与原型理论格格不入。

（七）原素性与非原素性（Primitive vs．Non-primitive）

范畴的特征是最基本的，不可再分割的，如描写音位的特征是不能再被分解的，这些特征是音位分析中最基本的原素，叫做“最终成分（the Ultimate Constituents）”或“原子成分（the Atomic Constituents）”。Ladefoged（1975）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多值音位特征的观点，Taylor（1989：230）对音位范畴的层级性也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原型理论认为范畴的属性不是最基本的原素。例如在西方，“CUP”的原型为：有把手、材料是陶瓷的、与小盘子一起使用、有一个完整的形状和典型的尺寸、用作喝茶或咖啡、购买时一般是6个一套。所有这些属性并不是范畴CUP所必需：如没有把手、用塑料制成的、不与小盘子一起用、不是常见的典型形状和尺寸、不用来喝茶或咖啡、购买时只买一只，同样也可叫做CUP。

（八）普遍性与特殊性（Universalism vs．Specificity）

范畴的特征具有普遍性。乔氏强调人类所有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具有普遍性，可从人类的普遍特征库中提取，这种普遍性是一种特有的自治机制，应当致力于研究这种自治机制，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牢固建立在神经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心智结构。语言学家可以语言习得为突破口，通过分析语言能力深入了解人类心智产生和语言处理的过程，阐明人类心智的内在本质，这可大大有助于澄清人类知识的结构。这样，语言研究就应直接指向语言行为背后的语言能力，这是一种独立的、自治的认知系统。因此语言不是一套实际存在的句子，而是一种能生成句子规则的内在机制，当人们学会一种语言时，实际上就学会了这种机制。机制的核心问题是普遍语法，这是人类通过生物进化和遗传因素先天获得的一种语言能力或语言习得机制，语言研究应描述这种普遍存在的机制，可用数学上“生成”思想和形式化的方式加以描写，这样就可精确地描写出人类的语言能力，进行这种描述的手段就是“生成语法”
(14)

 。

而原型理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范畴的属性不具有普遍性，语言在各个层面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音位结构（各语言的音位结构不尽相同）、词汇结构（在跨语言比较时就会发现各语言中都有一些词汇空缺现象）、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会因语言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语言不是自治的，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制约的结果，由于不同民族的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各语言之间必然会有较大的差异（参见王寅：1999c）。

（九）抽象性与具体性（Abstract vs．Concrete）

范畴的特征是抽象的，不是可观察得到的言语事实，仅与言语的物理性事实存在一种间接的关系，如音位特征，仅代表了人类的语音生成能力。所分析出的语义特征也具有抽象性。Frege曾将意义分为：系统意义和外指意义（Sense / Reference），前者指一种能独立于客观外界的、抽象的系统意义，相当于一个关系集合（Lyons，1968：443）。

这种“抽象说”遭到了认知语言学派的严厉批判（Taylor，1989：41）。语言使用者在熟悉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能十分容易地感知和接近属性，如Labov（1973）所举的例子cup、bowl、vase、mug的属性包括：形状、大小、材料，它们是有形的，是可被感知的。他通过实验还表明：同样一个容器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可将其归入不同的范畴，如用来喝咖啡则可认为是cup；如用来盛土豆泥则可认为是bowl。也就是说，属性具有功能性，或具有互动性，与人们如何使用它密切相关。属性还与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有紧密联系。

况且，实体的范畴化是与好的、清楚的样本密切相关的，因此属性不可能完全是抽象的，它与客观的物质世界有直接关系。

（十）先天性与后天性（Innate vs．Acquired；Nature vs．Nurture）

从笛卡儿到乔姆斯基，都持语言天赋观，亦有人将之称为Linguistic DNA，或Fixed Nucleus，乔氏坚决反对传统经验论（Empiricism）把人类的心智视为一块“白板（tabula rasa
 ）”——认为人出生时的心智是白板一块，没有任何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所有知识（包括概念和推理）都是后天学得的。与这种经验论对立的是唯理论——认为人类的所有推理都是天赋的，概念结构也是天赋的。乔氏接受了唯理论。

乔氏同时还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模式，反对互动论的观点，认为人的心智结构和认知能力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大脑所固有的，是人的器官或者是基因中早就编排好的（Preprogrammed）。人类这种先天潜在的结构和能力一旦受到外部诱因的驱动就能被激活，就会产生出观念。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可从这个物种天赋的心智特征中推导出来。这种理论可从儿童如何习得母语的事实得到证实。儿童在出生时大脑构造已决定了人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获得了“普遍语法”，这是人类“初始状态”的一部分，然后通过人的具体经验而产生特定的语言知识。具有“普遍语法”的儿童在母语习得期间，获得了有关母语的一套特征，他所接触到的物理性的语言材料是有限的，但能很快从中抽象出母语的用法特征，这只能运用先天性理论才能加以解释。

当代认知学家也不接受传统经验论中倡导的“白板论”，承认在人类的认知和语言中有先天成分，但主要是基于后天的体验，通过与客观外界互动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独立的机制，皮亚杰就持这种观点。1975年10月，欧洲与美国（欧洲以皮亚杰为代表，美国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25位学者在巴黎附近的Royaumont就此进行辩论，结果双方争持不下。乔氏强调语言是一种先天的、独立的机制，持天赋论（或预先决定论）观点。皮亚杰则认为语言主要是在经验基础上通过互动方式建构的，语言机制是人的认知机制的一部分，持建构论观点，其主要思想是互动观点。

Langacker（1993：2—5）、Taylor（1996：72）、L & J（2000）、Croft & Cruse（2004）等并不完全否认语言具有天赋性，也承认人类的心智和认知具有部分先天性，如识别事体进行范畴化的能力，通过五官感知（特别是对动态力量的感知）建立概念原型、抽象图式的能力，通过参照点认识其他事体的能力等。Croft & Cruse（2004：2—3）指出：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具有明显的先天因素，而且赋予人类语言能力的某些先天因素是其他物种明显所不具备的。但是，认知能力的天赋性不是认知语言学家所要关心的主要方面，他们更加关心如何解释一般语言认知能力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家主要接受了皮亚杰的基本观点，更加强调心智的体验性。L & J（2002：247）以及其他认知语言学家主张抛弃传统的“innate — learned”、“nature — nurture”、“rationalist — empiricist”二分法，人们无法在“天生与习得”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近来很多研究表明，生活在子宫中的胎儿就能学会不少知识，这种知识算天生就有的呢，还是算后天学得的呢？人们很难加以严格区分——it is learned，but you are born with it．Jackendoff也持这种观点，他（1985：17）既论述了概念规则具有普遍性和天赋性，又强调了概念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经验。

另外，乔氏强调语言习得中内在的认知能力，并在较为抽象的平面上论证语言习得的逻辑前提，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各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限制条件，带有浓厚的经院色彩（Scholasticism）。而认知学派强调客观现实的基础性，感知体验的必要性，一般认知能力的百科性，因此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Mundane）。

思考题：

1．什么是范畴、范畴化？为什么认知语言学要将范畴和范畴化视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2．简述范畴、概念、意义、语义之间的关系。

3．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之间主要有那些差异？

4．试举例说明原型样本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5．分别向几位朋友调查，要求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如每项20秒）尽多列出属于“家具”、“花”、“鸟”、“食品”范畴中的具体事物，并分析其间的异同。

6．解释下列斜写词为什么是某一语法范畴或用法的边缘成员：

1）This is the very
 man．

2）the then
 president

3）The World Cup
 is going on．

4）This book appeals more to the heart
 than to the head．


5）The chair
 is calling for order．

6）fruit
 of the womb（offspring）



————————————————————


(1)
  源自希腊语kategoria，意为：指示、证明。汉译为“范畴”，“范”意为“范围、标准”，“畴”意为“种类、类别”。此术语最早来自《尚书·洪范》中的“洪范九畴”（指治理国家的常理被分为九大类）一语，基本概念既有“洪”（即：大）意，又各成其类，故有“范畴”一说。南宋蔡沈《书集传》中说“洪范九筹，治天下之大法，其类有九。”


(2)
  Jackendoff（1985：115）认为如果不是大多数，也是许多范畴不具有二分性（…for many if not most categories…）。


(3)
  Gardiner于1932年在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一书中就论述了家族相似性和原型范畴问题。他认为意义不像柏拉图所说的是附着在词上的，意义不是给定的，而是多种用法所构成的一个用法场，是通过在层极性情景中的理解建构出来的。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家族相似性和原型范畴，认为一个词的多种用法是靠家族相似性连接在一起的，其中有中心用法，还有边缘性用法，他（1932：37；Nerlich & Clarke，2002：574）以“马”的例子说道：But within the legitimate range of word-meaning horse，the various things meant will be differently grouped，some rather near the borderline，and others distinctly central… A light strain is felt when horse is applied to a toy horse，a greater strain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e gymnasium horse，and still greater strain when it is applied to a towel horse．In terms of our map，these applications grow increasingly peripheral．

另外，Austin于1940就写成了关于“家族相似性”的论述，认为词的多种意义形成了一个范畴，其中一个是中心意义，多种意义之间存在自然关系，如：foot、bank等。一个词会有很多特征，但仅具有其中一个特征的事体，也可用这个词来表达。但本论述直到1961年才正式出版。

维氏用家族相似性来描写单义的原型范畴。而Taylor所用的家族相似性范畴相当于Lakoff的辐射性范畴（radial category）。


(4)
  笔者认为经典范畴理论也不是一无是处，依旧可作为原型范畴理论的一个补充。正如Jackendoff（1985：120）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证明“游戏”就一定不存在充分必要条件，也没能对可用充分必要条件来描写的范畴（如brother）和依靠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范畴（如game）作出原则性的区分。


(5)
  Berlin与其同事还认真研究了民间对动植物（如墨西哥讲Tzeltal语的人）的分类，并将其与科学分类进行对比。


(6)
  据说，人类能够辨认出的自然色多达750万种（cf．Brown & Lenneberg 1954，Taylor 1989：3）。


(7)
  这一蕴涵等级排列表还可用来解释英语中以下一些现象：

（1）左边的词更易加致使－表始性后缀-en，如：whiten、blacken、redden等，而没有*bluen、*yellowen、*pinken等词；

（2）右边的词不易加-ness构成抽象名词，如：*purpleness、*orangeness，而左边的词则可，如：whiteness、blueness等；

（3）左边的词使用频率比右边的高；

（4）左边的词比右边的词更易含有联想义。

但这一蕴涵等级排列表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颜色词库为什么就一定是11个？这可从很多语言中找到反例。有的语言没有单独表示蓝和绿的颜色词，但仍有蓝色右边的颜色词（参见Taylor，1989：12—13）。


(8)
  在新几内亚达利族（Dali）中，只使用两个颜色词：mili和mola，前者表示黑色和冷色（包括黑、绿、蓝）后者表示白色和暖色（包括白、红、黄、橙、粉红、紫）。


(9)
  根据调查，最后4个颜色词（紫、粉红、橙、灰）也不一定非迟于其他颜色词才出现。

根据这一研究方法，有学者（参见Dirven & Verspoor，1998：262）排出了元音出现的先后顺序：

[image: ]


如果一个语言中只有两个元音，应为/ a /和/ u /或/ i /。如果有3个元音应为/ a /、/ u /、/ i /。如果有4个元音，则再加上/ e /或/ ɔ /。如果有5个，就是/ a /、/ u /、/ i /、/ e /、/ ɔ /。

有学者也排出了黏着词素出现的先后顺序：后缀>前缀>中缀>包缀（circumfix）。


(10)
  但也可能随民族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如John Taylor于2000年4月在苏州大学举行的认知语言学讲学班上将我们一般称作“深红”的矿泉水瓶盖，视为“红色”的典型代表，在场的我国学员对此有不同看法。


(11)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叫Dyirbal土著语，其中一个范畴叫做balan，可同时表示women、fire、dangerous things，还可包括水、无害之鸟和一些特别的动物，如platypus、bandicoot、echidna。从这些意义可见，它们根本无什么共同特征可言，但讲Dyirbal的土著民族竟将它们置于同一范畴之下，这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Lakoff引用这个例子作为书名，以强调客观主义范畴理论存在严重问题。该书的副标题为“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可见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范畴理论的。


(12)
  笔者认为Taylor区分“feature”（为经典范畴理论所用术语，译为“特征”）与“attribute”（为原型范畴理论所用术语，译为“属性”）是可取的，有利于术语规范化；而Croft & Cruse（2004：81）并未作此区分，因此笔者将他们所说的“the feature-list model”改为“the attribute-list model”，以与本书术语一致。


(13)
  Jackendoff（1985：116）曾用百分比表示“鸟”范畴中不同成员的隶属度：robin：100％；penguin：71％；bat：45％


(14)
  这还可解释柏拉图和罗素关于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人和世界的接触是简短的、个人的、和有限的，然而人是如何对世界知之如此之多呢？乔姆斯基（198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其语言观的核心。


第四章

范畴化与原型范畴理论（下）


 第三节　范畴化的基本层次

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范畴化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的大脑又是如何进行有效分类并组织信息的？认知科学家发现了范畴的基本层次，以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人类是从基本层次范畴来认识事体、理解世界的，能快速、有效、成功地组织和处理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型。

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始于Brown（1958，1973），后来Rosch & Mervis（1975，1976）将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义层次（Superordinate Level，如furniture等）、基本层次（Basic Level，如chair等）和下义层次（Subordinate Level，如armchair、dining chair等），并重点对基本层次和上义层次范畴归类问题做了一系列实验。他们认为范畴结构中各层级所具有的信息量和实用性（Informativeness and Usefulness）是不同的，它们在地位上并不相同，在建立范畴过程中有一个层次在认知上和语言上比其他层次更加显著，这就是“基本层次”，又叫“范畴化的基本层次（the Basic Level of Categorization）”，表达这个基本层次上的词就叫做“基本层次词（Basic Level Terms）”。在这个层次上，人们在视觉上和功能上把事体看作具有整体性（The wholes seem to be more psychologically basic than the parts.），反映了所形成的意象图式。Lakoff（1987：269）指出：基本层次结构可用格式塔感知、心智意象和动觉运动来描写（The basic level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gestalt perception，mental imagery，and motor movements.）。而经典理论将范畴内部的结构视为原素（Primitives）加组合原则，这在人类经验的基本层次上常常是行不通的。

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显示，范畴的基本层次依赖于人类最基本的感知能力，不能太抽象，也不能太具体，可向上或向下不断扩展。例如：“汽车”是一个基本层次，人们对之可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而讨论“交通工具”、“法拉利跑车”则不然。又例“鸡、狗”是基本层次，人们区分鸡和狗要比区分各种不同的鸡（如：芦花鸡、老母鸡等）以及各种不同的狗（如：公狗、母狗、狼狗、猎狗等）要容易得多，而且也准确得多。各种不同的鸡和不同的狗则太具体了。但也不用“动物”，它又太抽象了，有谁见过“动物”？若有人叫你画“家具”则令人有茫然之感，可能会问“画什么样的家具”？因此，“动物”、“家具”在我们的头脑中缺乏视觉原型，可见，高于基本层次之上的东西是难以形成一个心智意象的。

在基本层次上，人们对真实世界分类分得最为精确，这一层次与同一范畴的其他成员共享的属性最多，与其他范畴的成员共享的属性最少，也最接近客观自然的分类。在更高层次（如“动物”）上，所有成员共有的属性比较少，而在更低的层次（如“老母鸡”）上，所有成员的共性又太多，这些属性大部分都与其相邻范畴（如“母鸡”）共有。人类的大多数思维是在基本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对基本层次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般说来，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参见Rosch，1975，1978；Lakoff，1987：47；Croft & Cruse，2004：83）：

（1）经验感觉上的完整性。在这个层次上事体具有视觉上的清晰性和完整性（即完形［Gestalt］），范畴成员具有感知上基本相似的整体外形，并能形成反映整个类别的单个心智意象。基本层次的形成是人与客观外界直接互动的结果，必须依赖于人类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如完形感知、意象、动觉功能等。

（2）心理认识上的易辨性。范畴在基本层次上具有最大的区分性，也具有最多的信息量，明显能被感知，具有认知上的经济性，能使人们最快地识别和辨认其类属，如人们可十分容易地识别“狗”、“猫”，而看不到“动物”。基本层次也是儿童最早、最自然习得的范畴，有研究证明在4—5岁儿童掌握的词汇中，有80％属于基本层次范畴中的词汇。

（3）地位等级上的优先性。基本层次处于该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人类进行事体分类时最重要的基础，具有最优先的决定权，因而也能最有效地反映客观外界。当要求举例说明某一范畴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基本层次上的典型成员，它们也是较为常见的。如说到“家具”范畴中基本层次的例子，我们首先会想到“床”、“桌子”、“椅子”，而不会先想到“电话”、“浴盆”、“钟”等物（参见上文第113、116、137页）。

（4）行为反应上的一致性。就其功能而言，同一范畴的成员可引起人们在行为上产生大致相同的反应，如“椅子”，人们所想到的共同的行为反应是“坐”；“汽车”，与其相关的行为反应是“乘坐运行”。

（5）语言交际上的常用性。在基本层次范畴上形成了基本层次词和原型意义，它们可用来指范畴中的原型样本。基本层次词出现较早，较为常用，是生活中的基本词语，也是儿童习得时掌握得最早的词语，形式简短，多呈中性。表达基本范畴以下层次的词语常用它来构成复合词。不同语言的基本层次词大多是共通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譬如说dog，中西方都能理解，但中国人不一定都知道poodle（长卷毛狗）。另外，不同语言中的基本层次词也有一定的差异，也存在词汇空缺现象，且运用基本层次词构成复合词的情况不尽相同。

（6）相关线索的有效性。人们能够以基本层次为出发点，引发出与之相关的成员和概念。在其基础之上，可向上或向下不断扩展来形成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也可以此为基础，通过隐喻发展出其他具体或抽象范畴。Rosch曾提出用范畴线索有效性（Category Cue Validity）来量化人们在基本层次范畴上的最大区分性
(1)

 ，线索有效性在基本层次上具有最大值。

（7）知识和思维的组织性。在基本层次上易于形成意象（在其之上则难），组织知识和思维。我们大部分知识是在基本层次上组织起来的，我们大多数思维也是在基本层次上展开的。


 第四节　范畴化的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

基本层次，可以体现出范畴成员之间最大的家族相似性，它也是人们认识事体、理解世界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的最有力工具。基本层次向上可概括出上义层次，向下可切分出更细的下义层次，它们相对于基本层次而言，上述七个特点就不明显或缺少。

上义层次范畴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寄生于基本层次之上的，因此又叫寄生范畴（Parasitic Category）。

上义层次范畴没有经验感觉上的完形，因此在心理上相对于基本层次来说不易识别，如相对于椅子、桌子、床等基本层次建立起来的上义层次“家具”，没有具体可见的形状，缺乏适用于上位范畴内所有成员的视觉完形，它往往要依赖于基本层次获得属性。正如Ungerer & Schmid（1996：74）所说：

…the common attributes for FURNITURE are so general and unobtrusive that informants do not find them worth mentioning — think of “large movable objects” or “things that make a house or flat suitable for living in”．（“家具”的常见属性太概括，也不易看见，以至于受试者发现它们是不值一提的——“可移动的大物体”或“使得房子或公寓适于居住的东西”。）

因此上义层次范畴的属性太概括，不易看到，有时甚至是显而易见、不值一提的，把家具说成是“可移动的大物体”、“使得房子适合居住的东西”，这似乎等于什么也没说，人们更倾向于列述基本层次中的典型成员来解释上义层次。

另外，儿童是在基本层次基础上才学得上义层次的，这也可证明上义层次是在基本层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表达上义层次的词叫做上义层次词，人们有时用上义层次词来代替基本层次词，主要是为了突显一般属性，最具代表性的功能。

下义层次范畴也是寄生于基本层次范畴的，也具有寄生性，但比基本层次增加了一些特别的、具体的属性，它们与认知背景、文化特征密切有关，也有好样本和差样本之分。一般说来，处于这个层次上的观念往往具有更多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跨语言对比时可发现更多的差异。

表示下义层次范畴的词叫做下义层次词，它可用单独的一个词来表达，也常由复合词来表达。从认知角度分析下义层次词，我们可发现传统理论在对复合词的解释上存在缺陷。

现假设下义层次复合词为C，是由A和B两部分构成（有时不止），A常为修辞语，B常为基本层次词，可写成式子：C＝A＋B。在传统理论中这种复合词常被称为“偏正结果”或“定中结构”，从这一术语自然可见，B比A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从认知角度分析却可能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所关心的是：A和B的属性对C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们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A和B的属性能否全部转移到合成词C上？从认知角度看，我们发现A的属性有时在复合词C中更加突显，对C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在复合词washing machine中，washing比machine有更多的属性被转移到复合词上，类似的例子还有：coat collar、shoelace、raincoat、hiding-place、freezing-point、waiting-room等。有时修辞部分A会完全失去对复合词C（holy＋day）的影响，如holiday现在已不含什么宗教色彩了。又如wheelchair是由wheel加chair构成的，但合成之后可产生出“病人”、“残疾人”、“医院”、“手推”等属性，甚至还可能包括“发动机”、“刹车”等属性。可见复合词C的属性并不等于其构成部分（如A和B）的属性的简单相加，A和B的有些属性在复合过程中可能会丧失，而且A和B的属性对C的属性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在复合过程中可能还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属性，这就批判了客观主义中的“建筑构块”理论。因此Ungerer & Schmid（1996：95）指出：

To some extent，almost all compounds attract additional attributes．（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复合名词都会产生额外的属性。）

因此，在传统语法中所说的“偏正结构”或“定中结构”，即“修辞语＋中心词”或“AB结构”中，修辞语不一定就比中心词不重要，形式上的“偏”在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不一定就“偏”，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属性作用于复合词；也不一定是中心词就起主要作用，这主要取决于认知上的显著度。

Ungerer & Schmid（1996：98）曾将基本层次、上义层次和下义层次作了列表对比，现译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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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第五节　范畴层次与词语表达

本节主要论述范畴层次与词语表达，并对比范畴的基本层次词在英汉两语言构词中的应用情况。


 一、范畴层次与词语表达

Berlin和他的同事们（参见Clark & Clark，1977：528；Hudson，1980：89）在论述范畴和原型时，与Brown、Rosch、Mervis等人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通过跨文化分类对比研究发现，动植物可分成5—6个层级，从上向下的第三个层级为“中间层次”，如：

［1］plant — tree — pine — Ponderosa pine — Northern Ponderosa pine

在这个层级中，pine是中间层次。

世界上各民族生活在基本相同的客观现实中，有着相同的生理机制和类似的心理基础，因而对很多范畴和中间层次有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在不同语言中都有类似的情形，据Berlin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生物中约有500个第三层次术语为中间层次词语，这也表明了语言中的语义结构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上述英语层级词的汉译可分别为：

［2］植物——树——松树——美国黄松——北方美国黄松

Berlin在1978年还将生物中用语言表达的类别大致简化分为三个层次：

（1）高位的生命层次（the Life-form Level），如英语单词：tree、grass、fish、bird等；

（2）中位的类别层次（the Generic Level），如英语中表示高位生命层“tree”的中间层包括：pine、oak、cedar、maple等；

（3）低位的具体层次（the Specific Level），英语中表示这个层次的词语常由“修饰语＋中位类别层次词”构成的复合词。如表示同种类“oak”的具体词有：tan oak、blue oak等；表示“cedar”的具体词有：incense cedar、red cedar等；表示“maple”的具体词有：bigleaf maple、vine maple等。

Aitchison（1987：93）曾画了一个动物的层级分类图，可以证明Berlin的观点：这里的高位生命层为“鸟”，中位类别层次为“猫头鹰”，它们在英语中都用单独词来表示，而低位的具体层则用复合词来表示各种猫头鹰（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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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这样，“tree（树）”可视为表示一个“植物”范畴的基本层次词，它可能是儿童较早习得的对象（可随出生地不同而有变化），同时还具有组织有关信息，引发相关成员和概念的功能，同时也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较为常用、形式简短、多呈中性。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象似性现象：较为简单的词汇形式对应于更为突显的事体（The simpler lexical form corresponds to a more salient object．— Berlin，1978：21）。

在这个基本层次范畴中，“pine（松树）”可作为典型代表，处于范畴的中心地带，Berlin将其称为中位类属层，在这个类别层次之下还有低位的具体层次，它是高位生命层范畴的非中心成分。一般来说，很多语言表达低位具体层的词语常用复合词（亦有不少例外），如英语中的Ponderosa pine、Northern Ponderosa pine，而汉语从高位到中位，从中位到低位，都可用“属加种差”的方式来构词，如：树——松树——塔松、雪松、油松等，因为一说到“松”，它通常是指一种“树”，这种范畴类属现象在汉字中常用偏旁“木”来表示。由于现代汉语更倾向于用双音节词，即使在低位的具体词也常用两个字，后一个字常用来表示该事体的类属范畴。但有时也用三音节词，如针叶松、马尾松等，也是最后一个字来表示类属范畴。

Dirven & Verspoor（1998：38）曾基于Brown的观点举例列表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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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Berlin上述的分类主要是从人类植物学（Ethnobotany）和人类动物学（Ethnozoology）角度来说的，而Brown、Dirven & Verspoor等学者作出的范畴划分则是从更广范围内作出的，包括非生命范畴；Rosch & Mervis（1976，1976）也作过类似的分类：上义层次（Superordinate Level，相当于General Level）、基本层次（Basic Level）、下义层次（Subordinate Level，相当于Specific Level）。这里的“基本层次”大致相当于Berlin所说的“高位生命层”，表达这个层次的词就叫“基本层次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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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不同民族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差异（即使同一民族的不同人之间也存在认知差异，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同一事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对范畴的划分，中位类别层次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还会根据人们的日常交际需要，允许有空缺和不同的分类方式，这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语言运用密切相关，会随时间、地域、民族而发生变化（参见Ungerer & Schmid，1996：43—45），例如“鸡”是属于“鸟”还是“家禽”，“西红柿”是属于“水果”还是“蔬菜”，“culottes”是“裙子”还是“裤子”等
(2)

 。人们对于一个范畴的基本层次也存在较大分歧，如“鸟”、“树”原型样本是什么？

Hudson（1980：90）指出：基本层次概念有一定的相对性，或许与人们生活的区域或职业等因素有关，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常将“tree”视为基本层次，或许他们对松树不很熟悉，因而有时将pine称为pine tree。而对于一个居住在森林中的人或森林学家来说，Ponderosa pine可能是基本层次词，因而常将其简称为：Ponderosa。

另外，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城市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国树、市树、国花、市花、国鸟、市鸟等，这些所确定的代表物在当地十分常见，也为人们所喜爱，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居民来说，应为基本层次词，是范畴中的原型样本，但不一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如苏州的市树为桂花树（osmanthus），这种树就更常为该地区的人们所较早熟知，更可能成为他们关于“树”的原型代表。


 二、基本层次词在英汉构词中的应用对比

从英语词汇学教材中我们可知，英汉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许多学者对范畴词的空缺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此处从略。这些空缺可能是由于两民族对范畴的认知方式、概括层次、社会背景、构词功能的差异所致，如英语的hair可指汉语的“头发”或“毛”，brother可指汉语的“哥哥”或“弟弟”；汉语的“星”可指英语的“star”或“planet”等。也可能是由于语言中构词方式的差异而影响到了对范畴的认识。下文将简要对比基本层次词在英汉构词应用上的情况。

汉语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是“修饰语＋中心概念词”，常被称为“定中构词法”
(3)

 ，这里的“中心概念词”，常用基本层次词或其上一级范畴词来担当，可直接运用它们来构词，这是一种十分常见而又经济的手段，同时也使得汉语中的词具有直接表明其生物或事体范畴属性的功能，这与汉语中形声字的构字思路也有共通之处：其中有一个部分（偏旁部首等）就是用来表示义类范畴的。

根据Berlin的上述三层次分类法，汉语的定中构词法可出现在从高位生命层次到中位类别层次上，或从中位类别层次到低位具体层次上，如：

［3］猫——花猫——狸花猫

［4］树——桃树——蟠桃树

也可从高位生命层次直接到低位具体层次上。因此这种构词法可出现在几个层次上。Berlin认为英语从高位生命层到中位类别层多用不同的单词，从中位类别层到低位具体层才常会使用定中式的复合构词法，因此，汉语中的定中构词法使用范围更广、频率更高。

汉民族对“定中构词法”中的“定”有很多识别类型，诸如：形状、颜色、产地、功能、材料、性质、特征、方式、目的等，这与Berlin所说的具体词中修饰语的类别相似。

这种定中构词法，采用了逻辑定义中“属加种差”的形式，用“属”来体现生命层次概念或中位类别层次概念
(4)

 ，用下义物的某一特征来表示“种差”，这种构词法充分揭示出了词语的内部逻辑。这又是一种象似性现象，语言中采用这种“定中法”所构成的词，反映出了现实中的子母分类结构（The modifier-head structure reflects a daughter-parent structure of the taxonomy．— Croft，1990：184）。

我们知道，汉语构词时更注重生物和事体在意念上的范畴属性；这样，其象似性程度要高于英语。如汉语名词中表示范畴的基本层次的字：树、花、草、木、鸡、鱼、牛、羊，以及馆、室、场、所、酒、笔等，都可在其前加上各种表示“种差”的字词来构成大量汉语词（详见王寅，1994）。若将汉语中的这些词语都列出来，再找出英语的对等词，就会发现两语言运用范畴（字）词来构词的方式相差甚远，或者说，英汉两民族对这些字词在构词功能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英语的tree相当于汉语的“树”，fish相当于“鱼”，可是用其来构词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下面所列词语有的是类别层次词（但不一定是典型代表），汉语都用了定中构词法，而英语常用一个单独的词来表示（个别词后也可加上tree或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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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还能发现，汉语由于较多地运用了这种定中构词法，对高位生命层或中位类别层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其外延也就相对的大，从而造成了英汉两民族对“范畴”或“基本层次”的概括和理解出现了差异，例如从汉语用“馆”、“室”、“场”、“所”构成的词语来看，英语似乎很难找到它们的对等词，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对范畴层次的认识，这也是形成词语空缺的原因之一：馆＝？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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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语言在运用基本层次词来构词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名词之中，其他词性中也有，像动词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哭”与“笑”这一“国际语言”，人们张嘴就来，可是啼笑皆有学问可言，可表示各种喜怒哀乐的复杂心情。在中国人眼里，不管怎么“哭”，都是一类的动作，或者如何“笑”，也同属一种行为，若要表示不同的哭法或笑法，在其前只需加上表示区别特征的“种差”即可，而英语中在“哭”和“笑”这两个范畴中，表示不同方式的哭和笑，往往要用不同的具体词来表达，一般是一词一“哭”或一词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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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丰富而又淋漓尽致的各种哭与笑，在汉语中往往都离不开“哭”和“笑”字这一基本层次词，而英语中则有很多具体的“哭”、“笑”单词，它们在构词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若从这一角度看，汉语的“笑”就不全等于laugh，“哭”就不全等于cry。

英语构词有一个独特的方式，常注重词的词类属性，如表示某概念的词具有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等性质，更多地使用了“词类标记法”，词本身就可显示其词性。英语中大部分单词的后缀就表示着这种词类语法范畴，如名词常用诸如-tion、-sion、-ment、-ship、-ity、-ness、-ship、-ance等后缀结尾
(5)

 ；大多形容词用：-ous、-ive、-ary、-ory、-able、-ible、-al、ial、-ant、-ent、-ful、-ish等后缀结尾；很多副词以-ly结尾；一些动词以-en，-fy，-ize，-ate等结尾。在这一点上，德语的词性标记更明显，名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动词基本形态的结尾用-en。但汉语缺乏这类表示词性的标记
(6)

 ，即使在一些字词后面加上“的”表示形容词，加上“地”表示副词，而“的”和“地”并不是构成形容词和副词不可缺少的语素，常可省去不用，且它们也是单独的字，还有很多其他意义。

从上面的对比可见，汉语更注重词语的意念范畴，构词时多用定中构词法，常用基本层次词作义类标记来构词，突出表示其“义类范畴”，这就使得汉语中的词具有明显的义类范畴标记，但缺乏像英语那样表示词性的词缀形式。英语的定中构词现象虽不及汉语范围广、频率高，但更注重突出了词性这一语法范畴，广泛使用后缀（包括部分前缀）表示词性，这是英汉两语言构词的主要区别之一，这也是由于对不同范畴概念在构词功能上的认识差异所致。


 第六节　原型范畴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

原型范畴现象不仅存在于非语言的概念结构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语言结构之中，因为语言结构与其他概念结构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建筑在相同的认知机制之上的（Lakoff，1987：57）。Taylor（1989）在《语言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原型》一书中既论述了人们可运用语言来对周围世界进行范畴化，又论述了人们也可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来研究语言，这也就是他所说的“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所具有的双重含义。他在书中重点运用了原型范畴理论阐述了多义词，以及词法（如词缀、词类、名词的数和格、时态、体等）、句法（句子分类、及物、句型等）、音位、语调等。他（1989/1995：142）指出：

But polysemy is not a property of words alone．Other categories of language structure — morphological categories of number and case，morphosyntactic categories of tense and aspect，the syntactic categories of sentence types，even，prosodic categories like intonation contours — may also exhibit a cluster of related meanings，and must thus count as instances of polysemy．（但多义现象不仅仅是词层面上的特征，语言结构的其他范畴，如数和格的词法范畴、时和体的词素句法范畴、句子类型的句法范畴，甚至是像音调曲线一类的超音质范畴，也能显现出相关意义的集丛现象，因此也必须视为是多义现象的例子。）

通过分析可见，有一个或一些成员会成为某一语言范畴的典型代表，它（们）处于中心地位，而其他一些成员则不是该范畴的典型代表，处于边缘地区。范畴中的这些成分是在家族相似性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方法联系起来的。因此，语言的各个层次都有模糊现象（王寅，2001：154—161），可用原型范畴理论来加以论述，正如Taylor（1989：175）所说“…prototype effects permeate the very structure of language itself．”Taylor的论述给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语言分析和教学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建议。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述该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


 一、音位、音节和升降调

音位学主要从功能角度研究语音系统，描写具有区别性意义的音位、确定音位的方法及其组合类型。一个音位（最小的、具有区别性的语音单位）的语音体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语音变体叫音位变体，即allophone），这其中就必然要涉及范畴化问题。“范畴化”是指人们可从不同事体中发现相同类别的能力，不同的语音是否属于同一个音位，就需要从其是否能区分意义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依据国际音标灌录的读音可视为标准读音，可被视为一个音位范畴中的原型样本，不同人对同一个音位可有不同的读法，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所也会有不同的读法，一个音位的非标准的、形形色色的变体可视为该音位范畴的非中心成员，只要它们不发生意义变化，就仍可划归同一个音位范畴。因此，一个音位可被视为有多种发音的同一范畴，其中典型的音位变体就是这个范畴的中心成员，在其周围还排列着很多其他音位变体。

典型的音节由一个元音或元音前后有一个或数个辅音组成，形成一个响音（Sonority），但在英语中/l/和/n/也能组成一个响音，可视为一个音节，为非典型的音节，如cotton /'kɒtn/、sickle /'sɪkl/。有时几个辅音也可能形成一个响音，如引起人们注意的“psst”，这当为音节的边缘成员。另外，在音节结构的每个位置上能出现的音位也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别。

在很多语言中，一般说来，降调表示确定含义，升调表示不确定含意或疑问，这是它们的原型用法。但也有例外，如反诘句（Rhetorical Question）虽用升调，但并不是表示疑问：

［13］Are you a man？（强调一种谴质）

［14］Would you like to keep quiet？（提出请求）

［15］If winter's here，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表示期望）

［16］Is it at all likely that he's really sick？（肯定其相反的命题：he is not sick）


 二、词与词缀

英语中的词（Word）、词缀（Affix）、附着成分（Clitics）这三个范畴的原型样本和中心成员是清楚的，但它们的边界却是模糊的。例如英语中的词范畴的原型样本主要应具有以下五个属性（Taylor，1989：176—177）：

（1）前后可有停顿，可单独用作话语（utterance）；

（2）可有重音；

（3）音位相对稳定，不随语境而变化；词的重音也相对稳定，但也有个别情况词的重音会因语境而变化，例如：He is only fourtéen．/ There are fóurteen people．

（4）对相邻成分的选择要求不严格，形容词常被认为是置于名词之前的，而实际上它可位于任何词之前；

（5）在适当条件下可在句中位移，例如：He likes Mary．也可说成：Mary he likes．在适当条件下可省略，例如：She can speak English，but I can't（speak English）．

英语中的词缀范畴的原型样本主要应具有以下五个属性（Taylor，1989：178）：

（1）前后不可有停顿，即不可在词干和词缀之间插入停顿，也不能独立用作话语；

（2）一般不重读；

（3）其音位可受到所附着的词干的影响，或词干的音位也可能会受到词缀的影响；

（4）对相邻词干类型的选择要求十分严格，如词缀“-ing”、“-ed”只能接在动词后面；

（5）不能在句中独立位移，也不能随意省略。

根据上面对词和词缀这两个范畴属性的描写，英语冠词the则较难定位。the尽管是作为一个词条列在词典中，但很难说它具有上述词范畴的属性，却更具有词缀的属性，因此，the是词范畴的边缘成员。


 三、多义词

一个多义词就是一个范畴，其中有中心意义和边缘意义之分。Langacker（2000：4）指出：

… a typical lexical item represents a complex category：it does not have just one meaning，but a variety of related senses… These senses comprise a network being linked by 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一个典型的词项代表了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是仅有一义，而有多个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范畴化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网络……）

例如：fruit主要有以下几个意义：

（1）水果，如苹果、香蕉等

（2）植物的果实

（3）任何可用以做食物的植物或蔬菜产物

（4）（比喻用法）收获、成果、结果、子女

（5）收入、收益、报酬

它们分别指称着不同的事物和概念，其中第（1）、（2）义为中心意义。

如何确定中心意义或突显意义？Dirven & Verspoor（1998：31）认为主要有3种方法：

（1）按照经验方法，如说到某词时，首先会想到的那个意义；

（2）按照统计方法，多义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那个意义；

（3）按照扩展方法，可成为扩展出其他意义的基础的那个意义。

例如，当人们听到“I like fruit．”时，更多想到的是第（1）义，诸如苹果、香蕉之类的事物，而不会马上想到“子女”。同时第（1）义使用频率较高，读者也可很容易地发现，这个意义也是引申出其他意义的基础。另外，我们也发现汉语中的“果”中心意义也是指树木的果实，后来人们常用来比喻事物最后的所得结局，也就有了“成果、结果”之义，在这一点上，英汉两民族有共通的认识。

词义引申的主要方法是“隐喻”，本书将另章详述。当然不同学者对隐喻有不同理解，广义上的理解可包括：转喻、明喻、提喻、反喻、引喻、谚语、讽喻、谜语、通感等（参见王寅，2001：312）。当然也可作狭义上的理解，如Dirven & Verspoor（1998：35）认为词义引申的方法有4种：隐喻、转喻、具体化、概括化。


 四、词性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对词类划分及其划分标准感兴趣，如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参见方书春，1959：55—56）论述名词和动词区别时就曾采用了时间性作为区分标准：名词没有时间性，而动词是带有时间性的。后来很说学者都在寻求词类区分的标准问题。

一般来说传统语法划分词性往往采用了两个标准：定义描写和句法描写。在英语语法中，名词的定义常表述为：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的词；句法描写包括：性、数、格，常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等。其实这是就其原型成员而言的，但解释不了非原型性成员。因此Taylor（1989，2002）主张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来描写词类，他（2002：168）说：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major word classes can be associated with prototypical semantic values．Nouns designate objects，verbs designate processes（and states），adjectives designate properties（of objects），while prepositions designate relations（especially spatial relations）between objects．（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主要词类与原型语义值有关。名词标明物体，动词标明过程［和状态］，形容词标明［物体的］特性，而介词标明事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空间关系］。）

这是就主要词类的原型用法而言的，然后在这些原型用法基础上通过隐喻、转喻等方法不断扩展其范畴，从而形成了语言中辐射性词类范畴。Taylor（2002：168）还认为：实际上任何动词、形容词都可转成名词性表达式。它们可视作名词范畴的边缘成分。

Bates & MacWhinney（1982）曾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对名词进行了研究，表明最具原型性的核心名词是指具体的、可见的、能触摸的、占有三维空间的离散实体。然后以其为核心，通过隐喻、转喻等方法不断向外扩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名词范畴结构，其中可包括非空间域的实体，如颜色、时间、音调等；也可包括非离散的实体，如集体名词；还可包括非具体的东西，如抽象名词；名词范畴的边缘成分还可被用作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活动性的名词可视为介于名词和动词两范畴之间的成分，或两范畴交叉的成分。

Dirven & Verspoor（1998：19）列举了5个例句，其中包括telephone、company、afternoon、job、stupidity五个名词，并说：telephone是一个典型名词，是“名词”这一语法范畴中的中心成员，因为它是具体的物质、可见、可触摸、占有三维空间。company则比telephone的典型性要差一点，指非具体的实体，但还是有具体存在的。而时间名词afternoon的典型性更差，没有具体的存在。job是指一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更像一个动词，而stupidity是指一个性质，更像一个形容词。上述这5个名词的排列顺序在“名词”这个语法范畴中基本是按照“从中心到边缘”这个顺序排列的
(7)

 。

关于这一点，也可从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得到佐证，他们最先是认识一个一个具体的、离散的、完整的人和物，然后才有可能识别其他的、非典型的、较为抽象的、十分抽象的名词。

在传统英语语法中，动词的定义常被表述为：表示动作、过程、状态的词，其句法特征是：带主语、有人称、数、时、体、态、式的变化等。而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性最强的动词是指具体的、可见的、有效的、由参与者执行并对参与者产生影响的动作。英语中的beware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动词，从意义上说，它表示“谨防、小心”，不是什么具体的、可见的、有效的动作，也看不出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同时它在句法上也仅具有动词的部分特征，例如可说：

［17］Beware of the dog！

［18］You must beware of the dog．

［19］I will beware．但一般不说：

［20］*He bewares of the dog．

［21］*They beware of the dog．

［22］*I beware．

［23］*You beware

同时也没有bewaring或bewared的形式。

介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是动名词，一方面它具有名词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动词的特征，如：

［24］without my saying a word

saying既有名词特征，可作介词宾语，可被所有格代词修辞；也有动词特征，可接宾语。

英语中典型的形容词是表示被修饰词的特征，在句法上可作表语和定语，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如仅能作表语（如well、afraid、alike、alive、alone、asleep、awake…）或仅能作定语（如mere、only、sheer…），没有比较级或最高级（如wooden、perfect、sole…），就当视为是形容词范畴的边缘成分。

原型性最强的主语既是施事者，又是主题，为已知信息；原型性最强的宾语当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对象，为新信息。原型主语和原型宾语当是用名词表示。

袁毓林（1995）认为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他根据原型范畴理论，结合分布研究的方法，为汉语的17种词类作出了定义，例如：名词是经常作典型的主语和宾语，一般不受副词修饰的词；动词是经常作谓语但不受程度副词修饰，或者受程度副词修饰后仍可以带宾语的词；形容词是经常作谓语和补语，受程度副词修饰后不可带宾语的词，等等。


 五、所有格构造

Durieux（1990）、Nikiforidou（1991）、Taylor（1989）等学者都以原型理论为基础，以隐喻为扩展机制对英语所有格构造作出了认知解释。Taylor还于1996年出版专著《英语中的所有格——认知语法探索》（Possessives in English — 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
 ），论述了英语的所有格构造。他认为英语中典型的“-'s所有格构造”及其属性可表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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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所有者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多为已知信息，其回读率（Lookback）也低，这样它就很容易作为认知上的参照点。它具有“主题（Topic）”功能，而且常为一个表示“人”的名词短语或人称代词，据Taylor的数据调查显示，约占77％（1996：219），这也表明“人”更可能作为主题，与人类的“自我中心（Egocentricity）”思想有关。所有者具有高保持率（Persistence），提及后不会很快退出语篇。

典型的被所有者与典型的所有者正好相反，具有不确定性，大多是前面语篇未曾提过的新知信息，具有高回读率；其主题化程度也较低；它常为一个表示非生命体“物”的名词短语，依据Brown（1983）的数据调查显示，约占97％（参见Taylor，1996：219）。被所有者具有低保持率，提及后很快就退出语篇，因此它不仅是非主题性的，而且在其后语篇中往往也不可能获得主题位置。

Taylor（1989：202；1996：340）还运用原型范畴理论论述了整个典型所有格构造应具有下述八条属性（Properties）：

（1）典型的所有者是一个特指的人。

（2）典型的被所有者是一个无生命的实体，通常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东西。

（3）典型的所有关系具有专有性（或排他性），任何被拥有的事物只有一个所有者，而对于所有者来说，可能有许多拥有物。

（4）典型的所有者有唯一的权利使用被所有物，其他人只有得到所有者的允许之后才能使用它。

（5）典型的被所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商业价值或情感价值），所有者对被拥有的事物是通过诸如购买、赠予或继承等授权方式获得所有权的，该权利一直有效，直至下一授权活动（卖出、赠予、遗赠）将其转让给他人。

（6）典型的所有者对被拥有的事物负有责任，应作好保管和维修工作
(8)

 。

（7）典型的所有者在对被拥有事物行使权利时，两者在空间上应靠得很近，有时被所有者可能是永久性的或经常性伴随于所有者身边。

（8）典型的所有关系具有长期性，以年月来计算，而不以分秒来计算。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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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可见，违反了其中某一或某些属性则为非原型表达，不处于所有格范畴的中心，当然其中也有个程度问题，一般说来，违反上述属性越多，则越靠近一个范畴的边缘。Taylor（1996：232—233）曾按照所有格构造被接受程度举了几组例子，可被接受的就是所有格范畴的中心成员；将问号置于括号中的表达式说明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离开了中心成员；带有一个问号的表达式可被接受的程度差，可视为非中心成员；带有两个问号的表达可被接受程度更差，可视为范畴的边缘成员，而带有“*”为不可接受的句子，应是范畴之外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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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名词前面能用多少个“'s”没有严格限制，但一般来说，人们很少用两个以上这样的形式，用得越多，也就离“'s所有格”的原型用法越远，可表达如下（Leech，1969：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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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后面用“of所有格”也存在同样现象。

Deane（1987；1992：202—204）对比论述了“'s（包括形容词性代词）结构”与“of结构”两种所有格的原型性具有互补性，箭头方向表示可接受性逐渐呈逐步下降趋势（decreasing acceptability），也就是说箭头方向分别表示了这两种所有格范畴不断从中心成员逐步成为边缘成员，随着“'s结构”典型程度的逐步下降，“of结构”典型程度则不断对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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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Taylor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对所有格典型性的论述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第2条有不同看法，可作修改，被所有者表示无生命实体是否可作为唯一的典型处理，值得商榷。当然数据调查显示无生命实体占97％，比例还是很高的，但根据经验推理，称谓领属应是一种十分常见、司空见惯的关系（尽管Durieux的数据库显示亲属所有格用法才占8％，Taylor的数据库显示占11％；参见Taylor，1996：347），如我们的祖先和孩子们用“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等表达应是早期就掌握的，应是十分普遍的。数据与经验，两者不可偏废，兼顾考虑会更能说明问题！

另外，在我们祖先捕猎活动中将猎获的动物（有生命体）占为己有，并在生活中早就有了家养动物，自然也早就该有生命体作为被所有者的用法，可见，将生命体排除在典型的被所有者之外似乎仍值得商榷。

我国学者陆俭明（2002）对汉语的领属结构也很有研究，他曾将其分为17小类，现笔者根据Taylor对所有格构造原型范畴分析方法，结合我们对第2条的修改，将其按照从原型用法到边缘用法的顺序大致排列如下：

（1）器官领属（我的手）；

（2）称谓领属（我的母亲）；

（3）占有领属（他的房子）；

（4）特征领属（孩子的长相）；

（5）处所领属（小李的背后）；

（6）成果领属（部落的猎物）；

（7）状况领属（张三的病情）；

（8）创伤领属（父亲的刀伤）；

（9）事业领属（沈老的研究）；

（10）观念领属（朋友的劝告）；

（11）变形领属（羊肉片儿）；

（12）成员领属（美国的总统）；

（13）属性领属（桌子的长度）；

（14）产品领属（苏州茶叶）；

（15）材料领属（画报的纸）；

（16）构件领属（书的封面）；

（17）景观领属（桂林山水）。


 六、时态和语态

时态是谓语动词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时间的语法形式，现以英语过去时为例分析如下。过去时的原型用法是表示某动作（或状态）发生于讲话时间之前，但也可用来表示现在和将来，常用来表示虚拟（如例［35］、［36］）和婉转口气（如例［37］），这就是过去时的非原型用法（参见王寅，1989：220）。

［35］It is time you had a holiday．

［36］If you parked your car there，they would tow it away．

［37］A：Did you want me?

B：Yes，I hoped you would give me a hand with the luggage．

语态是表示动词的主语与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之间关系的语法形式。主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被动态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是语态的原型用法，但也有例外。例如：

［38］In such weather meat won't keep long．

［39］The dinner is cooking．

它们虽是主动态，但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是被动的，当属主动态这一语法范畴的边缘成分。

大部分被动态句子可以转换成其对应的主动态句子，这也是被动态句子的原型属性，但有一些被动态句子不能转换成其对应的主动态，它们当属被动态这一语法范畴的边缘成分。例如：

［40］He was born in 1979．

［41］He is said to be a good teacher．

Saeed（1997：162）指出：有些语言除有主动态和被动态之外，还有“中动态（Middle Voice）”，其主要特征为：动词的主语受到动词所表动作的影响（The subject of the verb is affected by the action described by the verb.）。例如：

［42］The gates open very smoothly．

［43］His novels don't sell．

［44］She does not photograph well．

［45］This wood saws easily．

［46］The dinner is cooking．


 七、句型

句子根据使用目的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它们的原型用法为：

（1）陈述句：说明一个事实或陈述一个看法。

（2）疑问句：提出问题。

（3）祈使句：表示一项请求、建议或命令。

（4）感叹句：表示说话时的感叹、惊讶、喜悦、气愤等感情。

但也常有不少例外，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句型范畴的边缘成分，如陈述句还可表示感叹，如：

［47］She is so kind-hearted．

她是那么的善良！陈述句若用升调则可表示疑问，这类句子似乎介于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

［48］You lived nearby?

Givón（1986）曾列述五个句子，它们构成了典型陈述句和典型一般疑问句的连续体：

［49］（a）Joe is at home．（陈述句的原型例子）

（b）Joe is at home，I think．

（c）Joe is at home，right?

（d）Joe is at home，isn't he?

（e）Is Joe at home?

疑问可表示建议和问候，如例［50］、［51］；还可分别表示感叹、惊讶、愤怒等感情，如例［52］、［53］、［54］、［55］：

［50］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coffee？（再喝点咖啡！）

［51］How do you do！（你好！不可说How does he do！How do you all do！）

［52］Have you ever heard of such a story！（这样的故事你听见过吗！）

［53］Isn't it a beautiful tower？（那个塔真美！）

［54］Do you go with us！（千万跟我们一起走！）

［55］What exactly is he up to？（他到底想干什么！）

Givón（1986）曾列述八个句子，它们构成了典型祈使句和典型一般疑问句的连续体：

［56］（a）Pass the salt！（祈使句的原型例子）

（b）Please pass the salt！

（c）Pass the salt，would you please?

（d）Would you please pass the salt?

（e）Could you please pass the salt?

（f）Can you please pass the salt?

（g）Do you see the salt?

（h）Is there any salt around？（一般疑问句的原型例子）


 八、主谓宾构造

根据Lakoff（1977）的分析，主谓宾（SVO）构造的原型用法（或语义属性semantic properties of this construction）包括11点：

（1）仅包括两个参与者，分别由主语和宾语表示。

（2）主语和宾语应是分离的、具体的实体，有特定所指。

（3）事件是由充当该构造的主语引起的，主语为施事者，是分句所论述的对象。

（4）典型的施事者是“人”，发出有意识的意愿性动作，控制着这个事件。

（5）宾语表示受事者，常为无生命的，它受到了有意识施事者的动作的影响。

（6）在施事者作出行动之后，受事者改变状态，常可看出明显变化。

（7）事件常是短暂的，尽管动作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事件的中间状态并不是焦点。

（8）施事者对受事者的动作通常包括直接的物理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直接的。

（9）事件具有因果关系，施事者的动作对受事者产生变化。

（10）施事者和受事者不仅是明显可分的两个实体，而且它们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

（11）该构造所表示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虚拟的或违反事实的。

例如：

［57］John smashed the table．

则完全符合上述11个语义属性，为SVO构造的原型用法，而下面的用法则可能会偏离上述的某一语义属性，而成为该构造的非典型用法（其中的偏离程度也有差异）：

［58］John brushed his teeth．（违反第2点语义属性，牙齿为约翰的一个部分，主语和宾语不是两个可以分离的实体。）

［59］John helped Mary．（违反第10个语义属性，主语和宾语没有处于对立关系。）

［60］John obeyed Mary．（违反第4个语义属性，尽管动作是由主语实施的，但这个事件不是由主语John控制的，而是处于宾语Mary的控制之下。）

［61］The hammer smashed the table．（违反了第4、5个语义属性。）

［62］This table costs $50．（则明显违反了多个语义属性，如第4、5、6、7、8、9、10，该句为SVO构造的边缘成分。）


 九、主从复合句

传统语法在描述主从复合句时都提到了这一现象：主句表达了主要信息，从句表达了次要的信息，这也仅就复合句的原型用法而言的，又可被称为“核—卫关系（Nucleus-Satellite Relation）”。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相反的情况，这当视为复合句的边缘用法，例如：

［63］Mac Loyd had just started to study the legacy left by the socialist Heath，when he died．

因为我们不可能将这句理解为，当Mac Loyd死的时候，他刚开始研究，而只能将when理解为“at that time”、“and then”，它引导的这个从句所表示的信息不是次要的。

再如，原因状语从句往往是整个复合句的中心信息所在。


 十、普遍现象的程度性

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也有“中心—边缘”之分，如Greenberg（1966b：107）曾对世界语言的词序中所存在的普遍现象作出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他认为大部分语言采用了SVO、SOV的顺序，而且绝大部分语言是将主语置于宾语之前的。现将几种主要词序按出现频率排列如下：

［64］SVO>SOV>VSO>VOS>OVS

SVO和SOV是词序这一语法范畴中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处于这一范畴中心的成员；VSO是次中心成员，但仍旧常见；这三种词序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语先于宾语。这也反映出人们的一个基本认识：能量是从施事者向受事者方向流动的。将宾语置于主语之前的词序很少见，是范畴的边缘成员，VOS、OVS可在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发现（Greenberg，1966b：110）。


 十一、语言演变与变异

（一）语言演变

原型范畴理论也可用于历史语言学研究之中。我们知道，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可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素、词汇、句法、意义等层面。变化可能是仅发生在一个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范畴成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心成员可能变为非中心成员，非中心成员可能变为中心成员。例如，hound是14世纪英语的基本词汇（德语：Hund；荷兰语：hond），而dog仅是hound的一个下义词；dog还有一个下义成员叫mastiff，指a “large，strong dog with drooping ears，much used as a watchdog”，更为常见，需求量很大，那时人们一般就用dog来指mastiff，后来就逐步取代hound，到了16世纪以后dog就成为“狗”范畴的中心成员（参见Dirven & Verspoor，19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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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汉语中的“狗”也有类似的演变情况，这个字在古汉语中常指“小狗”（大狗叫“犬”），如《尔雅·释畜》：“（犬）未成豪，狗。”（“未成豪”指：没有长出粗壮的毛。）而且熊、虎的幼子也叫“狗”，如《尔雅·释畜》：“熊虎丑，其子狗。”（“丑”意为：类）可见，在古汉语中“狗”仅是这类动物的幼子，是这种动物的下义范畴，而在现代汉语中它已上升成为基本层次词，从边缘用法演变成了中心用法。

变化也可能发生在不同范畴之间，即一个范畴的名称可能成为另一个范畴的名称，或一个范畴的成员可能变为另一个范畴的成员。例如英语中的不定冠词an原来是数词one在非重读位置上的缩略读法，而今天人们已经将它们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而且划归到不同的词类范畴中了。英语中的bead（古英语中写作bede）就经历了几次跨范畴的变化（参见Dirven & Verspoor，199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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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另外，与上述跨范畴变化相反，也有可能是不同范畴会融合为同一个范畴。例如古英语中的阳性单数第三人称与格（间接宾语）him曾与宾格（直接宾语）hine有不同形式，但随着语音的变化，这两个词融合为一个词，从而也就失去了意义上的区分。

（二）语言变异

语言在实际运用中会有很多体裁和变体，它们适用于不同的目的和场合，很多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涉及语言应用时还需要考虑选用不同体裁和文风的问题。Leech（1969）就曾区分了诗歌语言（Poetic Language）和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并认为前者比起后者来说，在许多方面常违背通行规则，语言用得更为自由，形成了偏离常规用法的变异现象（Deviation）。

语言变异有程度之别，一般说来，散文的语言变异可能是界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这样，从体裁角度来说，就构成了普通语言、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这样一个范畴级阶。

同样一种构造，在使用时也会有级阶之别，也就是说，该构造形成了一个具有原型效应的范畴，其典型成员是其常规用法，然后逐步产生了变异，形成一个具有不同家族相似性程度的范畴，例如Leech（1969：30）所举的构造“a（n）X ago”例子，其典型用法为：X是“直接表示时间的词语”，如：minute、day、week、year等，但也可用其他的词语，如：

［65］many moons ago

［66］ten games ago

［67］several performances ago

［68］a few cigarettes ago

［69］three overcoats ago

［70］two wives ago

［71］a grief ago

［72］a humanity ago

例［65］到［72］是根据其变异程度逐步增大，典型程度逐步减少的顺序排列的，Leech分析如下：例［65］到［67］离典型成员较近，用moons、games、performances来表示“时间”，意思十分清楚；例［68］到［70］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异，离典型成员更远，显得有点“怪”，但尚能理解其意义；例［71］的变异更大，需要更多的认知加工才能理解其义；在这组例子中［72］最“怪”，几乎是不能接受的表达式。


 十二、施为句

Verschuren（1995）区分了原型施为句与非原型施为句。根据Austin（1962）所述，施为句应为：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动词是一般现在时、陈述式、主动语态，并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hereby，这就是典型的施为句。例如：

［73］I（hereby）abdicate．

有些话语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但仍旧具有施为的功能，例如：

［74］I am asking you to do it for me and Henry．

［75］Passengers are warned not to lean out of the window．

这些句子就是非原型施为句，是施为句的边缘成分。

思考题：

1．范畴的基本层次有哪些主要特征？并详细举例说明。范畴的上位层次和下位层次与基本层次有什么不同？

2．举例说明英汉两民族在运用基本层次词来构词时存在哪些差异？它们说明了什么？尝试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3．试举例分析英汉两语言构词中“C＝A＋B”的构造，并分别论述A和B的属性对于C属性的影响。

4．本书从十二个方面论述了原型范畴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试尝试从其他方面来应用该理论分析语言。

5．试将下列词语按“羊”范畴从中心成分到边缘成分的顺序加以排列（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排法，尝试分析排列差异）：

[image: ]


6．试按照Lakoff所总结的SVO构造的11个语义属性来分析下列各句偏离原型用法的情况：

（1）I watched the film．

（2）John likes Mary．

（3）John resembles his father．

（4）This room seats 200 people．

（5）This tent sleeps five．

（6）The book sold two million copies．

7．试根据下表中所给原型例句填入非原型用法的句子（已填入的黑体例句为原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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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畴各个别相关属性的线索有效性的总和，可用来量化基本层次范畴上的区分性。如“腮”对于范畴“鱼”来说，则具有高（1.0）线索有效性。跨范畴所共有的属性具有较低的线索有效性，而在基本层次范畴上有许多属性为其成员所共享，其线索有效性的值最大。


(2)
  荷兰人将常其视为“裙子”，而英国人常将其视为“裤子”。


(3)
  此处仍采用传统说法，当然从认知角度来说，“定”的属性对所构成的词不一定就比“中”的属性差，参见上文。


(4)
  “范畴”也有个层次问题，Berlin所说的“中位类别层”，相对于“低位具体层”来说也可视为是个“属概念”，英语中表示具体层的词语常用这种“修饰语＋基本层”的定中构词法来表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属加种差”的构词方法。


(5)
  从认知角度看，这实际上也是概念方法的转换或不同突显的转换：从动作到做此动作的人、有关物质、性质，或反之。


(6)
  近来有学者认为汉语也有表示词性的词缀，如表示名词的后缀：者、子、星、员、角、手、户、族、学、型、热、观，等等；也有表示不同词性的前缀：可、非、反，等等。但这与英语的词缀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它们中绝大部分是可单独使用的字。而英语的前缀、后缀不可单独使用。


(7)
  其实，马建忠（1845—1900）在其划时代的语言学著作《马氏文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尝试以意义为标准来划分词类，但又发现“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为解决“字无定类”的问题，马氏采用了“字类假借”的说法，先确定某类字在句子里经常充任某类句子成分，遇到它类字来充任这个成分时，就说假借它类字来作为这类字。比如名词经常充任起词（主语）和止词（宾语），如果动字和静字作起词或止词时，便说这些动字或静字假借为名词。这里的“经常充任”（底线为笔者所加），实际上就有了“原型”的含义。


(8)
  这一点Taylor在1996年的专著中未述及，他将第5点分为两点。


第五章

意象图式

从前几章论述可见，“现实—认知—语言”是认知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再进一步详细分析，可将“认知”这一过程分析得更为细致，可包括：互动性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概念化、意义等过程，这样，上述简单的公式可细化为：现实—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概念—语言，认知语言学就此便可深入和细化地论述人类范畴、概念、语言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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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人类在感知体验和互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简称CM），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根据Lakoff和Fauconnier的观点，认知模型理论主要包括CM理论、ICM理论和心智空间理论，而前两者主要是意象图式，心智空间也是由意象图式建构的，因此意象图式对于理解认知模型和心智空间，研究认知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第一节　概述


 一、研究简史

古希腊哲学家就曾论及图式（Scheme/Schema）问题，常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模板（fixed templates）。18世纪康德（1781：Critique of Pure Reason）论述了图式的哲学意义（德语也同样拼作Schema），认为它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a bridge between percepts and concepts），是建立概念与物体之间联系的手段，也是建构意象、创造意义的必要程序，个体共有的想象结构。图式既与感知相关，也与想象有关，因此既不纯粹是客观的，也不纯粹是主观的。他虽提到了图式的体验性，但忽视了它的非命题性（Johnson，1987：21，155）。

心理学中的“图式”最早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完形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F．Bartlett于1932年就发现：人的记忆能够把各种信息和经验组织成认知结构，形成常规图式，储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新的经验可通过与其对比而被理解。到了30—4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再次运用“图式观”来论述他的发生心理学和建构论思想，强调认识主要来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可通过自我调节使得客体被同化到主体的图式之中，或主体调节图式或创立新图式来适应新客体（参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条）。皮亚杰早就提出“图式来源于动作”的观点，人们经过多次活动逐步抽象而形成了图式。Rumelhart于1975年发表论文“Notes on a Schema for Stories”，运用图式分析了故事结构。Fillmore（1977）也对“图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in general，there seems to be a schema for lexicalization，the sense of which is that the act of lexicalizing something is the act of presenting it as an established category of human thought．If a lexical item exists，in other words，it must exist as some part of a frame and must correspond to some part of a schema．（在我们对语言作总体理解时，可能存在一种词汇化的图式，其意义就是：对某事体词汇化的行为就是将其作为一种业已建立起来的人类思维范畴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一个词汇项，它必须作为一个框架的某一部分存在，必须与一个图式的某一部分对应。）

当代认知语言学接受并发展了图式理论，Langacker（2000：93，145）对其作出了论述（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点）。Taylor（2002：126，145）认为图式—实例的关系与上义—下义（Superordinate-Hyponymy）的关系、属—种关系（Genus-Species）、类型—例示（Type-Token）关系是相似的，但图式往往表达更为抽象的意义，如：十四行诗的结构是各首十四行诗的图式，数学表达式（X2
 ＝Y）是具体计算（32
 ＝9）的图式，等等。

这种关系在语言中也比比皆是：音位/p/（Phoneme /p/）是其所有变体（Allophone）的图式，英语第一个字母的字素（Grapheme）是其所有变体写法（Allograph）的图式，等等。它们虽不是具体的实体，读不出音位/p/，写不出英语第一个字母的字素，但可获得其原型样本。象征单位也有图式—实例关系，较大象征单位可视作其较小象征单位的图式。

“意象”常作为心理学的术语，多指一种心理表征。所谓“意象”，是指人在某物不在场时但在心智中还能想象得出该物的形象，这是在没有外界具体实物刺激输入的情况下，人在心智中依旧能够获得其印象的一种认知能力，例如，在合上眼睛后依旧能想象出某一场景，在寂静时心中尚能回荡激越的交响乐，等等（参见Langacker，1987：110及下文）。

L & J于1980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将“意象”和“图式”这两个概念结合而成“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并将其应用到隐喻分析之中。后来Lakoff和Johnson于1987年分别基于他们的体验哲学思想再次详细论述了“意象图式”这一术语，他们都认为：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想象性、抽象性、心智性、动态性等特征（详见下文），并指出它对于建构范畴、形成概念、分析隐喻、理解意义、进行推理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Talmy（1988）分析了力量—动态图式（Force-Dynamic Schema），Langacker（1987）用语义图式（Semantic Schema）作为表征意义的基本单位（参见Östman & Fried，2005：150）。

Lakoff（1987：267）指出：

Image schemas are relatively simple structure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our everyday bodily experience …（意象图式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简单的结构……）

Johnson（1987：xiv）认为：

An image schema is a recurring，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动态性的式样，可为我们的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性。）

他（1987：xix）后来对其又作了进一步解释：

Human bodily movement，manipulation of objects，and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involve recurring patterns without which our experience would be chaotic and incomprehensible．I call these patterns “image schemata”，because they function primarily as abstract structures of images．（人类的身体运动、对物体的操纵和感知互动包括反复出现的样式，如果没有这种样式，我们的经验就将变得一团糟，并不可理解。我把这种样式叫做“意象图式”，因为它们主要起意象性抽象结构的功能。）


 二、意象图式的形成及特征

人们在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的过程中获得意象图式，它可根据心理学常讨论的感觉、知觉和表象（或心象）来解释，这三者的递进关系就表示了人们认识世界初始阶段的一般规律。感觉指当前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
 属性在头脑中的反映，它是认识的最简单形式，婴儿依靠它开始认识客观世界。

客观世界是我们感觉的源泉，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个别
 属性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知觉则是比感觉更为复杂的认识形式，指当前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事物的各种
 属性在头脑中的总体反映，是各种感觉的总和。如婴儿在多次感觉的基础上慢慢获得梨子的多个乃至综合性特征，如颜色、形状、味道、硬度、温度等，在综合这些感觉的基础上就可构成对梨子这个整体的印象，就获得了对梨子的知觉。

感觉和知觉都是以存在当前事物为基础的，而表象（或心象，为心智图像［Mental Image］的简称，也约等于意象）则指在没有客观事物的情况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即在无具体事物存在于现场时人们依旧能够通过想象唤起该事物的意象，是感觉和知觉的心智表征。

图式则是指人们把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可以较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Lakoff和Johnson所说的“意象图式”，是指人类在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常规性样式，它们主要起意象性抽象结构的功能（1987：xix）。正如术语本身所示，它既有“意象”的含义，又兼有“图式”的含义。作为“意象”，它（常基于动态）是特定的、体验性经验的心智表征（Fillmore，1975：123，Croft & Cruse，2004：44），具有非命题性；作为“图式”，它不仅限于某一具体的体验或活动，更强调了这种意象的概括性、抽象性和规则性，与特定环境无关，同时还具有无意识性。因此，意象图式比起表象、心象或意象更为抽象和概括。这样，处于抽象层面上的“意象图式”就能够以类推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身体经验，还可通过隐喻来建构我们的非身体经验（Lakoff，1987：453）、无限的CM、范畴、概念、意义，可帮助我们理解无限的事件。这一环节的基本程序可表述为：“感觉—知觉—表象—意象图式”。我国的政治教材反复强调唯物主义观点：物质决定意识，但是人们是如何通过物质世界形成自己的意识，或者说意识在感知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一般的著作和教材似乎没有什么论述，我们希望能对这一认识环节作出一定的解释。

人类通过在现实世界中的互动性体验形成了基本的意象图式，也就形成了认知模型（即CM），多个CM之和就可构成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即ICM），CM和ICM主要是意象图式。人类在此基础上进行范畴化，建立了范畴；概念对应于范畴，从而获得了概念，同时也就获得了意义（参见图5.1）。

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需要借助于许多认知方式（又叫认知工具、认知策略），主要包括：体验、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知模式（包括框架、CM、ICM、ECM、心智空间等）、隐喻转喻、识解、激活、关联等。

范畴、概念和意义这三者基本是同时形成的，本文主张将它们称为“三位一体”，以简化理论分析。自人们掌握了语言符号，用语言形式将它们固定下来，就形成了词语。一个概念对应于CM中一个成分，一个概念结构可以包含很多概念或CM，沉淀了很多信息，它们就被储存于同一个ICM之中，发话人可根据具体场景和交际需要，赋予语词以所欲表达的含义。同样，受话人也可根据具体场景，运用ICM知识来获取发话人的话语含义和交际意图。因此认知语言学主张用CM和ICM来描写我们的概念结构和意义系统（参见第六章）。

Johnson（1987：xxxvi）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Putting the body back to the mind”，这或许就是他为该书的题目The Body in the Mind
 作出的最好注解。我们是动物，就有身体，将我们的心智与客观外界连接了起来，因此，认知、意识都离不开我们的身体及其与外界的互动，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他还认为在从身体（感知体验）到心智（认知运作）的过程中，具有想象力的意象图式和隐喻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这就强调了主客观结合的原则。他（1987：126）列出了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27个意象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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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ff（1987：282—283）主要论述了7类意象图式：容器、始源—路径—目标、连接、部分—整体、中心、边缘、上下、前后，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形式空间化假设。Croft & Cruse（2004：45）曾将Johnson和Lakoff所论述的意象图式概括为七个大类：

（1）空间（上下、前后、左右、远近、中心—边缘、接触）

（2）等级（路径）

（3）容器（容纳、内外、表面、空—满、内容）

（4）力量（平衡、对抗、强迫、制止、成为可能、阻碍、转移、吸引）

（5）整体/多样（合并、集合、分裂、重复、部分—整体、物质—可数、连接）

（6）辨认（匹配、添加）

（7）存在（移动、封闭空间、循环、目标、过程）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这种分类也有不尽完善之处，如把“路径”纳入“等级”是否就完全有道理，在“力量”类中分出“强迫、制止、阻碍”似乎太细，表示“存在”类似乎与表示“力量”类有重叠之处，表示“辨认”类与“多样”类和“力量”类似乎可整合出一个“运动”类更为合理，“内外”固然涉及“容纳”问题，但也与“空间”类有关，等等。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意象图式来自于身体经验，这是认知语言学家们都接受的观点。Lakoff（1987：13，282）、Johnson（1987：19—23）、Croft & Cruse（2004：44—45）都反复强调意象图式是来自身体经验，即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Embodied Image Schemata），从他们所列出的最重要的意象图式来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Lakoff（1987）还论述了意象图式主要是基于感觉知觉和互动体验之上形成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先天的），是先于概念和语言的抽象结构。可见，意象图式是来自日常身体经验（主要是空间和力量）的前概念架构（Pre-conceptual Configuration），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获得意象图式后，就可运用它来体验我们的世界。

意象图式有基本和复杂之分。基本意象图式主要包括：容器、路径、连接、力量、运动、平衡、对称、上下、前后、部分—整体、中央—边缘等，它们可结合构成更为复杂的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再通过隐喻、转喻机制的扩展和转换，就可形成更多的范畴和概念，特别是抽象的范畴和概念，便可建立更多的CM和ICM，进而也就获得了抽象思维和推理的能力。人们就不断从基本概念到复杂概念，逐步形成了今日的概念结构，因此，意象图式也是理解隐喻和转喻的关键，因为当一个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念，特别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映射时，意象图式在其间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就为我们能理解抽象概念提供了主要依据。所以，人类的理解和推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意象图式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意象图式交织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丰富的经验网络和概念结构，这就是我们能理解意义的基础。

后来，他们俩（2002：250）还将其视为一种神经结构：

An image schema is a neural structure residing in the sensorimotor system that allows us to make sense of what we experience．（意象图式是一种神经结构，位于感知动觉系统之中，它可使我们理解我们所经验的内容。）

由于CM主要是意象图式，它也具有许多与CM相同的特征（参见第六章），如：体验性和互动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动态性和相对稳定性
(1)

 、结构性和完形性、初始性和基础性、简洁性和原型性、无意识性和联想性等，对于形成经验、识别事体、建构心智空间、进行逻辑思维、理解范畴、概念和意义、认识世界和掌握语言等具有关键作用。意象图式本身不需要任何解释，它本身就具有意义，当被激活时，就可与范畴或概念相对应，意象图式结构是最重要的语义结构。


 三、其他学者论意象图式

Johnson的意象图式与Talmy（1983：253）的术语“Imaging Systems”是十分接近的。Talmy于1988年重点论述了“力量—动态意象图式（the Image Schema of Force Dynamics）”，被认知语言学界视为一大贡献。他（1988）认为：力对物体产生影响（如移动、克服阻力、越过障碍等）所形成的意象图式，在我们认知和语言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和普遍的作用。后来很多认知语言学家，如Lakoff、Rosch & Mervis、Turner、Langacker、Sweetser、Brugman等，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Rosch & Mervis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概念范畴时，发现范畴中有一个基本的层次，围绕它可组织大部分信息（参见第四章）。在这个层次上，范畴成员在感知上具有相似的外形和交互动态式样，它们就构成了意象图式，以其为基础就可获得原型，建构整个范畴。实际上，当我们识别由相同意象图式所构成的几个事体时，我们就是在识别范畴。

Turner（1996：16）指出：意象图式来自感知和互动，是一个在我们感觉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框架模式。

Ungerer & Schmid（1996：160）也认为：意象图式是源自我们日常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简单而基本的CM
(2)

 。

Gärdenfors（1999：23）说：认知模型主要是意象图式模型（而不是命题模型），认知语义学中最重要的语义结构是意象图式结构。大部分意象图式与动觉经验密切联系。

Langacker（2000：3）则强调了意象图式是高度抽象的构型（highly abstract，primarily configurational），是基于我们日常物理性经验之上的，如物体沿始源经空间途径移向目标、容器及其所容之物等。上述这些说法有共通之处。

意象图式还可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原型性的结构，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因此就极易被用于其他场合，为有关事体和情景提供合适的解释，是理解更为复杂概念的基础，也是建构知识的出发点。Ungerer & Schmid（1996：160）就强调了意象图式所具有的抽象性特征：

An image schema is not just an abstract semantic principle，bu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mental picture，which is more elementary than both concrete categories and abstract principle．（意象图式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语义原则，而且还应被理解为一种心智图画，它比具体范畴和抽象原则更为基础。）


 四、小结

意象图式是人们通过对具有相似关系的多个个例反复感知体验、不断进行概括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抽象的框架结构，是介于感觉与理性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运用了完形、动觉、意象
(3)

 三种互动方式认识外界事体间关系而获得的一种CM；是积聚在一起的知识单元，是构成心智的基本元件，是认知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形成句法构造、获得意义的主要方式，是一个抽象的语义原则。

人们为了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获得意义、建构知识，就需要多次运用这样的意象图式来对外部世界中事体间的同一关系进行反复比较、仔细分析、不断抽象，从而逐步完善了一个意象图式，使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它才能作为了解世界的一种认知模式储存于记忆之中。随着认知的发展，它还可以不断根据新信息来扩充或修正已建立起来的图式，或再建新图式，为其后的信息处理提供了基础。

现将意象图式置于中间，将有关术语和理论的关系整理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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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第二节　“OVER”、“ON”、“上”的意象图式与语义分析

我们知道，意象图式、ICM、范畴、隐喻性思维是我们获得意义的主要方式，它们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的概念网络，从而也就形成了我们的意义网络。Langacker和Lakoff认为语义的中心部分是意象图式，这类图式是由一些基本的拓扑结构和几何图形所构成的图象。本节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家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英语“OVER”、“ON”以及汉语“上”的一些意象图式和语义延伸机制。


 一、对“OVER”的分析

Brugman（1981）首先对over进行了意象图式分析，Lakoff（1987：419—440）对其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意象图式，并认为各种意象图式突出了不同的射体（Trajector，简写成TR或tr）、界标（Landmark，简写成LM或lm）以及所经过的路径（Path），这三者所显示出的各种相对位置、形状、尺寸、维度、作用等信息，可以构成over的意象图式，如：动静关系、覆盖关系、接触关系、方位关系、路径关系、距离关系，等等，以期来解释over的多义现象。例如：

（1）The Above-across Sense：

［1］The plane flew over the hill．

［2］The bird flew over the wall．

［3］Sam drove over the bridge/climbed over the wall．

（2）The Above Sense（static）：

［4］The power line stretches over the yard．

［5］The lamp hangs over the table．

（3）The Covering Senses：

［6］The board is over the hole．

［7］The painting is over the mantle．

［8］The city clouded over．

（4）The Reflexive Schema（tr＝lm）：

［9］Roll the log over．

［10］Turn the paper over．

（5）The Excess Schema（用作前缀时）：

［11］The bathtub overflowed．

［12］I overate．

（6）The Repetition Schema：

［13］Do it over．

（7）Metaphorical Senses：

［14］She has a strange power over me．

［15］Harry still hasn't got over his divorce．

Taylor（1989：114）将over所表示的主要意义归结为四大义丛（four major clusters of senses），为与Lakoff和Talmy的Force-Dynamics理论一致，笔者对其所列顺序作了适当调整，以期能说明OVER意义扩展的正常认知过程：

（1）射体相对于界标的运动关系（接触或不接触，直线或弧线，绕轴转动90度或180度）；

（2）射体对界标的覆盖关系（局部或全部）；

（3）射体的静态居上关系（接触或不接触）；

（4）射体的路径终点。

现将这四种主要的意象图式绘制如下（tr＝trajector，lm＝landmark，st＝stage）：

（1）上方运动

[image: ]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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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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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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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2）覆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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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3）静态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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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4）路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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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从上述所列的over所具有的主要四种基本意象图式可见，它们之间的转移是十分自然的，可以说常常是无意识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路径的覆盖，因此从上方运动的意象图式，自然就转到了覆盖的意象图式；如果仅注意直上方或路径终点的静态位置，就可分别形成“居上”和“路径终点”这两个意象图式。可见其间的转换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语义引申过程。意象图式之间的转换促动了大量的多义现象，对辐射性范畴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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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很多介词也可表示从“路径”到“路径终点”之间的自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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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范畴是基于“家族相似性”建构起来的。Taylor（1989：109）认为家族相似性范畴相当于Lakoff（1987）所用术语Radial Category。上述几种原型意象图式是基于空间方位的，在其基础上再运用不同的隐喻，就可获得不同的非中心的、抽象的意义，形成了一个辐射性范畴，这也正说明了范畴仅用“共同特征（Shared Features）”来描写是很不全面的，它们显然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现象，是通过基本意象图式与隐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例如：

（1）基于“上方运动”意象图式，运用隐喻“CONTROL IS UP/LACK OF CONTROL IS DOWN”和“CHOOSING IS TOUCHING”，就可产生下一说法：

［30］Sam was passed over for promotion．

该句意为Sam没有得到提升。这里的over含有“不接触”的意象图式，在“上方过去了”，不接触也就未被选中，通过隐喻“CHOOSING IS TOUCHING”可知，Sam未被选中。再从over的意象图式以及上述隐喻自然就获得“Sam位居他人之下”的意思，隐喻性转义为“处于被别人控制之下”。（2）基于“上方运动”意象图式，运用隐喻“LIFE IS A JOURNEY”（运动中会有障碍，生活中会有困难）就可产生下一说法：［31］Tom still hasn't got over his problem．（3）基于“上方覆盖”意象图式，将其隐喻性地运用到权力关系中，再加上隐喻“CONTROL IS UP/LACK OF CONTROL IS DOWN”，就可产生下一说法：

［32］She has a strange power over me．

［33］Money has had control over him．

（4）基于“路径终点”意象图式，将表示空间域的over隐喻性地运用到时间域中，结合隐喻“AN EVENT IS AN AREA”，则可产生下一说法：

［34］The class is over．

［35］Their troubles are over．


 二、对“ON”的分析

Goddard（2002：277—291）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英语介词“ON”的原型意象图式，以及各种语义关系和延伸途径，也将其总结为以下四点：

（1）原型意义为：（a）简单接触；（b）位置稳定。例如：a cup on the table、a fly on the wall；

（2）（a）的意象图式延伸为“部分接触”，进而有了“附着”的含义；仍旧保留（b）的意象图式“位置稳定”。例如：pendant on a chain、keys on a hook、ring on a finger、hat on head；

（3）与（2）相比，仍旧保留了“部分接触”意象图式，但（b）的意象图式延伸为“稳定的部分—整体关系”，类似于所属关系，例如：the handle on the door、the wheels on the bus、leaves on a tree；

（4）与（1）相比，从“物质性的、可分离的接触”延伸为“非物质性的、不可分离的接触”，从而在视觉上具有简单接触的特征，例如：shadow on the wall、a pimple on his chin。


 三、对“上”的分析

我国汉语界学者曹先擢、苏培成于1999年编撰出版了《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共收常用字7000多个，注明了多义字意义延伸的途径，这类似于上述西方认知语言学家对多义词“OVER”、“ON”意义链扩展途径的系统论述。该字典对“上”是这样表述的（此处笔者对义项的顺序做了一点调整）：

（1）构字理据为：指事字，以长横为标准，上边有一短横表示处于其基准之上；

（2）接下来介绍该字的本义，指：高处，上边，这是就空间而言的；

（3）自然可用来表示：物体的上边，即表面；

（4）接着可用来逐步表示抽象概念，如：次序在前（空间和时间），地位在上，尊长；

（5）进而继续向抽象方向发展，可用来表示质量高；

（6）作动词，由低处到高处，并由此引申为：“前往”、“做”，又可引申为“达到”；还可引申为表示动作的趋向、结果；

（7）表示“附加”。

每条意思都配有古汉语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充分说明：我国汉语界的学者早已认识到多义字的各个义项间存在种种联系，他们从认知角度对“语义链”现象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系统的研究，正如编者在内容简介中所说：“从字形分析入手，说明字形和字义、字音的联系，说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举出例证说明古今字义的传承和用法的重要变化”。

由此可见，汉语的“上”与英语的OVER、ON经历了不同的引申途径，而且意义范围也不完全相同，这其间显示出语义引申的民族性，也说明了人类存在不完全相同的认知途径和方式。

另外，笔者发现汉语中的“出”字却有类似于英语OVER、ON的语义引申方法。《说文解字》“出，进也，像草木益滋上出达也。”指的是草木向上，向外生长出来。这个动作在不同的点上来看，就可能形成不同的观察结果：

（1）站在它原来的动作出发点来看，它是“出”，从里面去到外边；

（2）站在它所达到的动作目的点来看，它是“到”，从里面来到外边；

（3）站在它所达到的动作目的点来看它距离原来的出发点，它又是“离开”、“越过”、“超出”。

因此，一个“出”字，从三个不同的空间观察点来看，就有不同的感受，形成了不同意义链（参见苏新春，1995：249），可简述如下：

（1）“出”义→出现、显露、发泄，也可指：往外拿→出产→制作

（2）“到”义→处于、居于，可延伸指：出席、出庭

（3）“离开”义→出轨、出界

可见，意象图式的转移在各民族中可有不同的途径，但都具有自然性特征，具有认知上的现实性，词项中普遍存在各种多义关系，正可用来说明这种认知现实性。通过辐射性范畴、意象图式的转换来分析多义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三节　动觉意象图式与形式空间化假设


 一、Lakoff论三种意象

Lakoff（1987：445）区分出三种意象，并认为意象图式比感觉意象和心智意象更为抽象。

（1）感觉意象（Perception Images），主要指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所直接获得的意象，包括：视觉意象（Visual Images）、听觉意象（Auditory Images）、嗅觉意象（Olfactory Images）、力量意象（Force Images）等。它们是形成心智意象的基础。相当于上文所说的感觉，似乎也有知觉的含义。

（2）心智意象（Mental Images，简称“心象”，相当于上文所说的表象、意象），比感觉意象更为抽象，是感觉和知觉的表征，与环境相关，但仍是较为具体的意象，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建构和记忆。心智意象不一定都来自视觉图象，Shepard、Kosslyn等通过研究发现：先天盲人用触觉而不用视觉也可获得心智意象，除了视觉好的人能较快地获得外，其余都完全相同。这就说明心智意象不仅依赖视觉而获得，还与空间定位、运动、形状等密切相关，独立于任一特定的感觉模式。

（3）意象图式，Lakoff用这一术语主要指意义的框架内容，它比心智意象更为抽象、超越特定的感知方式，与特定环境无关。由于意象图式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感觉运动，因此，意象图式也可说成是动觉的心智意象，具有动觉特征（Kinesthetic Nature）。而且，意象图式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有意义的统一体，包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其获得不需要下工夫。它本身虽不能直接被看到，但可用来组织成具体的、能被看到的东西，被具体化之后，就能被视觉感知到。

Langacker所用的术语“意象（Image/Imagery）”与上述的术语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为了描写语义结构和句法特征而设的，主要指：

（1）人们以不同方式观察情景和解读内容的一种主观能力；

（2）动态的认知事件。

他把语义结构视为在语言规则制约下的概念化产物，故其语义分析是从概念化过程、心理经验、认知处理等角度进行的，近来他已用“Construal（识解）”来代替“Imagery”。


 二、动觉意象图式

体验论者认为：超验的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不可能与人的经验无关，也不会超越人的理解。意象图式基于体验，因而不是超验的；它还与人的理性有关，因此每个意象图式都包含一个基本逻辑。如：容器意象图式来自我们的身体经验，其间包含一个三段论基本逻辑。三段论也是来自我们的身体经验和隐喻映射的能力，而不是什么超验的存在（Lakoff，1987：354）。

动觉是人们实现体验的主要手段之一，动觉意象图式是一种主要的意象图式，与空间概念紧密相连。根据Lakoff（1987：272—275）的观点，动觉意象图式主要包括以下六类
(4)

 ：

1．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可以界定大部分IN和OUT的区别。

（1）身体经验：我们经历了将身体视为容器和容器里东西的过程。

（2）结构成分：INTERIOR、BOUNDARY、EXTERIOR。

（3）基本逻辑：若A在B中，X在A中，则X在B中。

（4）样本隐喻：我在家庭里，人在社会中。很多范畴也可通过容器图式来理解。

2．部分—整体图式（Part-whole Schema）：

（1）身体经验：我们经历了生活中许多“部分—整体”的事例。

（2）结构成分：A WHOLE，PARTS，and a CONFIGURATION（构型）。

（3）基本逻辑：图式是非对称的、非自返的。

（4）样本隐喻：家庭就是由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中的等级结构可通过部分—整体图式和上—下图式来理解。

3．连接图式（Link Schema）：

（1）身体经验：人生的第一个连接就是肚脐与母体的连接。

（2）结构成分：A、B、LINK。

（3）基本逻辑：若A连着B，则A可能会受到B的影响、控制或依赖B。具有对称性，如A连着B，则B就连着A。

（4）样本隐喻：社会和人际关系是根据连接关系来理解的。

4．中心—边缘图式（Center-Periphery Schema）：

（1）身体经验：身体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中心更为重要。

（2）结构成分：an ENTITY，a CENTER，and a PERIPHERY。

（3）基本逻辑：边缘依靠中心，反之不行。

（4）样本隐喻：理论有中心和边缘之分，重要的东西被理解为中心。辐射结构可通过中心—边缘图式来理解。

5．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

（1）身体经验：人在走动时有始源、路径和目的地。

（2）结构成分：a SOURCE，a DESTINATION，a PATH，and a DIRECTION。

（3）基本逻辑：经过中间地带。

（4）样本隐喻：PURPOSE是根据DESTINATION来理解的，复杂的事件也常根据这个图式理解。

6．其他图式（Other Schemas）：

（1）a BACK-FRONT图式，前景—背景，图形—背景结构可通过这一图式来理解；

（2）an UP-DOWN图式，社会等级结构、家庭结构可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

（3）a LINEAR ORDER图式，各种连续关系、线性序列（如记数、星期、月份、年代等）可通过这一图式来理解。

Johnson（1987）还分析了力量意象图式和平衡意象图式，以及它们的隐喻性扩展情况。

有些现象则必须运用几种图式共同作用才能被理解，如：语言交际则要涉及容器图式、线性图式、始源—路径—目的图式等，语言信息从发出者这一容器以线性方式沿一定的路径和方向传递到受话者这个容器。


 三、形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简称SFH）

人类最基本的经历就是对自己身体和周围空间的理解。我们十分熟悉我们身体的边界和组成部分、功能，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相对位置，因而形成了诸如IN、OUT、UP、DOWN等意象图式，从而成为语言中各式各样介词用法的基础。而且，我们的身体经验也成为各式各样隐喻的来源模式，可用以表达较为生疏（如：the head of the page，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和抽象（如：She was filled with hate）的概念。我们对空间方向的感知也是许多隐喻映合的来源（如：Prices are rising．Turn down an invitation）。因此，意象图式主要是以空间关系（如：IN-OUT图式、UP-DOWN图式、FRONT-BACK图式等）为基础再通过隐喻等方式扩及至其他认知域（CD）。

因此，人们最初获得的是有关空间的经验，最初的意象图式是空间意象图式（可简称为空间图式），它是人们理解其他概念的基础，上文所述的几种动觉意象图式实际上主要是空间图式。L & J（1980：126）指出：

We speak in linear order；in a sentence，we say some words earlier and others later．Since speaking is correlated with time and time is metaphorically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space，it is natural for us to conceptualize language metaphorically in terms of space …．Because we conceptualize linguistic form in spatial terms，it is possible for certain spatial metaphors to apply directly to the form of a sentence，as we conceive of it spatially．This can provide automatic direct links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based on general metaphors in our conceptual system．Such links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anything but arbitrary，and some of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can be due to the precise form the sentence takes．（我们是以线性顺序讲话的。在一个句子中，我们总是先说一些词，再说另外一些词，由于讲话是与时间相关的，时间又是根据空间进行隐喻概念化的，因此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根据空间对语言作隐喻性地概念化。由于我们是以空间术语来概念化语言形式的，就可能将某些空间隐喻直接应用于句子形式之中，因为我们以空间现象来想象它。我们概念系统中的一般原则就为形式和内容之间提供了自动的、直接的连接。这种连接使得形式与内容之间根本不是任意的，句子的某些意义与句子所采用的形式之间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

Lakoff（1987：283）于1987年将这种依靠空间关系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假设称为“形式空间化假设（SFH）”，认为：概念结构是从物理空间到概念空间的隐喻映射的结果。人们基于感知（主要是视觉、触觉）逐步认识了自己所生存的空间，形成了有关空间结构和动觉运动等意象图式，映射入人们的头脑后就形成了范畴和概念结构。Lakoff根据上述六种动觉意象图式进一步论述了概念结构和句法结构的空间化特征（为与上文论述一致，此处稍有改动）：

（1）一般的范畴是根据“容器图式”来理解的；

（2）层级结构是根据“部分—整体图式”和“上—下图式”来理解的；

（3）关系结构是根据连接图式来理解的；

（4）范畴中的辐射性结构是根据“中心—边缘图式”来理解的；

（5）有关运动的范畴和概念是根据“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来理解的；

（6）前景—背景结构是根据“前—后图式”来理解的；

线性的数量级阶是根据“上—下图式”和“线性顺序图式”来理解的。

我们通过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如：视觉感知、环境体验、移动身体、发出动力、感受力量等，在空间意象图式的基础上，还可能形成许多其他的意象图式，因此，认识一般就经历了从空间到其他、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人们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抽象思维、复杂推理的能力，从而逐步形成认知模型、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因此SFH充分肯定了空间意象图式的始源性作用，对于研究认知模型、概念系统、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四、意象图式融合

将多个意象图式进行融合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操作，把抽象的意象图式与具体的感知经验融合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基本的概念操作过程。融合（Blending，也叫整合［Integration］）也是形成和理解语义的一个基本过程。

每当我们感知某事体，它总会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形状上的一部分、事体的一部分等），此时就很容易会把感知到的经验与对整体的回忆相融合。每当我们对新信息进行范畴化时，就能将新信息与已建立起来的范畴相融合。例如，当看到一辆小汽车穿过十字路口时，一定会融合很多事情：路径的意象图式（感知与小汽车的移动对应），容器的意象图式（感知与十字路口的界标区域对应）等；当今天对着街道看，想到昨天有一辆小汽车沿此街而下，就将今天所感知体验到的街道与昨天对街道感知体验的回忆相融合，这对于现实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分属不同时间的空间，但人类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就可将它们置于一起，这是一种常规的理解。（参见第二节）


 第四节　意象图式与句法构造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的句法构造也是体验的结果，是来自抽象的ICM、建立在意象图式之上的，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尝试用几个基本的意象图式来描写句法构造，用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主要是空间理解能力）以及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法系统。这种研究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反映了认知语言学家采取趋同证据的基本研究策略，将实证性研究与思辨性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得认知语法逐步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下面将简要介绍三种基于意象图式形成句法构造的观点，并对其进行综合评述。


 一、Lakoff的论述

Lakoff认为：范畴和概念结构是以空间结构和动觉运动等意象图式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系列的隐喻映射后就可逐步形成基本句法构造。他以上述六种动觉意象图式和SFH为基础进一步论述了语言中的基本句法构造：

（1）句法范畴可像其他范畴一样，在结构上可用“容器图式”来描写；

（2）层级性的句法构造可通过“部分—整体图式”来描写。母节是整体，子节是部分；

（3）语法关系和共指关系在结构上可用“连接图式”来表征；

（4）“中心词＋修饰语”结构可用“中心—边缘图式”来描写；

（5）“主语＋谓语＋目的状语”结构可通过“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来描写；

（6）句法上的“距离”可用“线性图式”来描写。

因此，Lakoff认为意象图式不仅可用来描写概念结构，语义系统，也可用来描写句法范畴。句法构造直接与概念结构相对应。


 二、Turner的论述

Turner（1996：157）认为：人们依靠感知程式（Sensory Modalities）、运动能力、感觉和概念的范畴化产生出了像“意象图式”和“跨越大脑中不同分布活动的动态融合连接（dynamic integrative connections across different distributed activities in the brain）”一类的抽象结构，然后通过寓指（Parable）把抽象的故事结构
(5)

 映射到基础句法构造之中。婴儿出生后有一点遗传结构（a little genetic structure），可有助于他把事体映射到语言中去，但句法本身与句法遗传指令无关，它是来自寓指。

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具体事件，可产生出一个抽象的故事结构，基于其上则可形成抽象的句法构造。抽象的故事结构（包括意象图式）与抽象的句法构造同构，句法构造对应于故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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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句子就是抽象的故事结构的具体化，一个基本句型就是来自一个故事的基本形式。


 三、Langacker的论述

Langacker（2000：24）认为：句法构造是来自概念化了的典型事件模型（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而典型事件模型又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这里的典型事件模型（Canonical Event Model）也可视为一种意象图式。例如：

通过“动作链（Action Chain）（能量源—动作—动作链尾）”的认识可映射形成一个及物性的限定分句；

通过“始源—途径—目的”的认识可映射形成一个：“物体—在空间移动—到达目的地”的句型；

基于“物体通过空间移动”这一原型概念可映射形成一个以不及物动词为中心的原型性分句句型，物体是Mover，作主语，其他成分表示运动的来源、路径、目标等。由此还可进一步演化出用形容词来表示“侧面关系（Profiled Relationship）”的特殊句型。


 四、结合原型范畴理论的解释

上述三种论述主要解释了语言中最基本的句型，如果将其与原型范畴理论结合起来，就能解释更多的句法现象。

句法系统是基于原型结构的，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断通过隐喻机制扩展其用法，逐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适应性很强的构造，能适应许多复杂表达的需要。如汉语中的“打”字意义原为“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引申为“攻打”、“殴打”，现笔者以此为出发点从句法构造角度来论述“打”字的主动宾搭配引申情况：

（1）“人打物或人”，这里的“打”本意为“用手或器具撞击别人或物体”，如：“打鼓”、“打夯”、“打人”、“打屁股”、“打狗”、“打鸟”等。

（2）由于“打”时，往往要挥动手臂，这一动作也是人们制造东西时的常见动作，因而通过动态性的隐喻映射系统扩展出“建造、制造”的意义，如：“打家具”、“打烧饼”、“打刀”，乃至“打包裹”、“打草鞋”、“打毛衣”等。

（3）在“挥动手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打柴”、“打哈欠”、“打帘子”、“打信号”、“打手势”、“打扑克”、“打麻将”等。进而有了“用手臂干活”或“动指头干活”的意义，如：“打灯笼”、“打伞”、“打旗子”、“打招呼”、“打算盘”等。

（4）从“挥动手臂”还可隐喻性地延伸出“其他事物晃动”的意义，如：“打秋千”。

（5）其后所接成分还可进一步通过隐喻机制延伸，以至于可广泛地用来表示某种具体动作，代替许多有具体意义的动词，如：“打鱼”、“打酒”、“打井”、“打电话”、“打瞌睡”、“打交道”、“打官司”、“打起精神”、“打主意”、“打草稿”、“打马虎眼”、“打官腔”、“打比喻”、“打掩护”、“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等。进而还可与某些动词性的语素结合成为一个动词，如：“打扫”、“打扮”、“打扰”等
(6)

 。

（6）主语部分也可作隐喻性的扩展，如说：“鸡在打鸣”、“瓦片打漂”、“雨打芭蕉”、“风浪打船”、“天在打雷”、“天在打闪”，等等。

在原型事件结构中，原型的施事者是有生命的，宾语可是无生命的或有生命的，然后扩展至抽象概念，受事者可不再含有直接受事之义；而且还可将有生命的施事者扩展成无生命的，等等。

汉语中的“吃”也十分典型：从“人
 吃饭
 ”可隐喻性或转喻性地表达为：机器
 吃油
 、船
 吃水
 ……，甚至还可说：吃食堂
 、吃小灶
 、吃山
 、吃水
 、吃空额
 、吃工资
 、吃救济
 、吃父母
 ……（王寅，2001：212）。

汉语的动宾结构从语义上分析可有十几种关系，在孟琮（1984）所编著的《动词用法词典》中定义了14个宾语语义格：受事（钓鱼）、对象（教育孩子）、结果（盖房）、工具（捆绳子）、方式（存定期）、处所（来苏州）、时间（熬夜）、目的（筹备运动会）、原因（避雨）、致使（改变关系）、施事（下雨）、同源（唱歌）、等同（担任书记）、杂类（闯红灯）。根据高云莉、方琰（2001）的调查，从语义上说汉语动词后面的宾语分布情况为（他们取《动词用法词典》中前150个动词统计了所能搭配的宾语类型，由于一个动词后面可能有多种用法，因此百分比总和不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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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可见，常规宾语主要是“受事”和“对象”，其他用法可视为是通过隐喻不断扩展的结果，逐步形成了一些非常规宾语。常规宾语和非常规宾语一起构成了汉语中宾语的辐射性语法范畴，两者之间具有递度性，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性的、适应性很强的宾语语法范畴，可满足很多表达的需要。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正是由于原型句法构造的隐喻性扩展用法，使得动词“打”、“吃”等后面的所接成分（宾语？）越来越复杂，从而也就使得动词“打”、“吃”等的意义不断延伸，形成了一个多义范畴。因此，分析词义引申也应当考虑到句法构造层面，这样才能对其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五、小结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语言社团中人们对相同的事件会有不同的感知方式和认识能力，映射的结构和程序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同一基本事件，在不同语言中能映射出相同的或不同的句法构造，这就形成了相同或不同的语法形式，如在语言中都有一些普遍存在的语法现象，如主语、谓语、宾语等；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语法现象，如某些语言中有宾格形式（Accusative：主语使动和宾语受动有不同的语法标记）、作格形式（Ergative：及物与不及物的主宾语有不同的形式）等，而在其他语言中就没有。例如日语中将动词置于宾语之后，可能是由于日本人对舞台区上的两个参与者更感兴趣，然后再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动作关系，这是由不同的认知方式所决定的。

即使同一语言社团中，不同成员也会有不同的感知方式和认识能力，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感知方式和认识能力，其结果也会直接影响到语言运用，就可能使用不同的句法形式，但只要能完成交际需要，能为社团成员所接受则可。若不能，交谈双方就须不断协商纠正，调整对话。因此，感知范畴和概念范畴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动态性，句法也是如此，为确保有效交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它们不必完全同一。因此，不同语言社团的句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家与乔氏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乔氏的语言自治观、句法自治观、语言天赋观持否定态度，既然语言和句法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治的，那么究竟从何映射而来？如何映射而来？不同流派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上述三位认知语言学家都一致认为句法构造是来源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体验
(7)

 ，但他们在论述的角度和分析的细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Lakoff主要从空间角度论述了句法成因，人类在对空间各种关系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意象图式化了的空间概念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句法构造。Langacker（2000：24）认为句法构造是来自概念化了的典型事件模型，而典型事件模型又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而Turner则认为句法构造不是直接来自概念结构，因为句法中有很多奇怪的形式，在概念上都找不到相对应的东西，也不能在功能上作出圆满解释，因此他运用了“故事结构（Story Structure）”这一术语，其中包括较多的内容，并认为该术语可能比概念结构所含的内容更多。我们认为，在句法中存在的许多奇怪形式，如果在概念结构中找不到对应的东西，在故事结构中就一定能找到对应物？Turner对此也语焉不详。

但是，故事结构和概念结构都包含了意象图式，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两者也有共通之处，我们觉得这两者可能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论述，或是对概念化程度有不同理解而得出的结论。Turner的“故事结构”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而是经过抽象加工形成的，这里就包含了人类的认知作用。但是Lakoff的形式空间化假设和Langacker的概念化了的模型则更强调了人类的心智处理能力和认知加工过程，似乎比Turner的故事结构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解释力也就更强。或许，在语言中可能会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况。

Langacker的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相对于Lakoff的形式空间化假设概括力更大，前者仅运用两个模型就可将英语的几个基本句型以及其他句型的来源解释清楚，而Lakoff在对空间关系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式空间化假设却只能解释部分具体的句法构造。

因此，Lakoff、Langacker、Turner的三种观点再结合原型范畴理论，可更为有效地、更为圆满地解释语言的句法构造。它们的共通之处就是：人类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了句法，它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模式对句法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若句法构造真的是建立在与其同构的空间意象图式、概念结构、故事结构之上，那么就能批倒天赋说，有助于回答语言学家着迷了几十年的问题：儿童为什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条件下把语言掌握得那么好！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其他术语有什么联系？意象图式具有哪些主要特征？

2．试用意象图式和隐喻理论解释：

（1）英语句子：The old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

（2）语言中多义词现象。

3．根据英语介词out的意象图式划出介词into的意象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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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英语介词up的意象图式划出介词down的意象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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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分析英语介词beyond的语义扩展过程（在那一边、晚于、超出、除外），并举例说明（参见Frisson，et al，1996：618）。

6．选择汉语介词，设计调查问卷，试分析其词义扩展过程。

7．动词、介词有上义性的抽象图式吗？试举例说明。它与名词概念的图式有什么差异？（可参阅Taylor，2002：140）

8．Lamb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说：Learning the syntax of a language is mostly a matter of learning the lexicon．试评述这一观点。



————————————————————


(1)
  这里的“动态性”具有两层意义：（1）意象图式主要来自“力量—动态”；（2）人们随着认识的变化，会不断修正意象图式，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相对的稳定性。


(2)
  原文为“认知结构”，此处将其改为“认知模型”，为与第六章的论述一致。模型本身与结构有关，但认知结构是由许多认知模型以及理想化认知模型所组成的更大的网络系统。


(3)
  按照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这既是人们互动的三种方式，也是建立基本范畴层次的三种方式。


(4)
  Lakoff认为认知语义学主要应研究基本范畴和基本关系，这几种意象图式实际上也反映了几种“基本关系”。


(5)
  Turner（1996：141）的术语为Story Structure，他所说的Story包括事件（event）、动作（action）、施事者（agent）、受事者（patient），还包括观点（viewpoint）与焦点（focus）、意象图式、力量动态等。


(6)
  宋代欧阳修（1007—1072）在《归田录》卷二中对“打”字的多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语义延伸分析，他说“打”字：“其本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也，盖有槌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

从他的论述可见，从打的本义派生出制作金银器物可以理解，其间的引申关系明确，但是“打”还有多种意义就和本义关系不明显。后来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说道：“今俗说谓打鱼、打水、打船、打伞、打量之类，于义无取。沙随先生云：往年在太学炉亭中，以此语同舍，有三山黄师尹曰：丁，当也。以手当之也。其义该而有理。”刘昌诗在《芦浦笔记》卷三中又补充说：“左藏有打套局，诸支酒谓之打发，诸军请粮谓之打请，印文书谓之打印，结算谓之打算，贸易谓之打博，装饰谓之打扮，请酒醋谓之打醋、打酒，盐场装发谓之打袋，席地而睡谓之打铺，包裹谓之打角，收拾为打叠，又曰打迸，畚筑之间有打号，行路有打伙、打轿，负钱于身为打腰，饮席有打马、打令、打杂剧、打诨，僧道有打化，设斋有打供，荷胡床为打交椅，舞傩为打驱傩。又宋歌曲词：打环木楼床，谁能座相思。又有打睡、打喷嚏、打话、打闹、打手、打和、打合、打过、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面、打饼、打钱、打百索、打条、打帘、打荐、打席、打篱笆。街布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因并记之。”

据赵振铎（2000：264）说，这还没有把当时的材料完全举出来。但从上述材料所看，“打”字的组合能力非常强。


(7)
  另外Fenollosa曾提出“现实是句法映射的基础”的观点，他直接说到了句法最原始的出处，但忽视了人的认知作用，有明显的客观主义倾向。


第六章

认知模型理论

人类的认知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事体、理解世界的过程，是人类运用诸如推理、概括、演绎、监控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过程，一般说来，这个过程起始于互动式的感知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和概念化。我们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意象图式，建立了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下文简称CM），多个CM可构成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这样，就可把概念组织起来，找出所观察对象的结构模式和运作原理，掌握事体和思维的规律，理解语言表达的意义。在形成CM和ICM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许多认知方式。第三章曾指出，人类范畴化最直接的对象落在语义范畴上，基于经典范畴理论的语义特征分析法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意义，也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的语义问题，必须借助原型理论、CM、ICM等才能解决。CM和ICM对于我们进行范畴化、掌握概念、认识世界、进行推理、理解语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Lakoff（1987：281）持与Fauconnier相同的观点，认为认知模型理论主要包括CM理论、ICM理论和心智空间理论，我们认为还可包括ECM理论，本章主要论述前三者以及它们在语义理解中的运用，第七章论述ECM。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CM的定义和性质

模型是指某个事体的定型样式。认知模型就是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

Lakoff在体验哲学和原型范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CM理论，他（1987：13，21，154，538）认为：CM具有体验性，是在人类与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CM具有完形性，不仅是由各构成部分组合而成，而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CM具有内在性，是心智中认识事体的方式。

Ungerer & Schmid（1996：45—49）区分了情景（Situation）、语境（Context）和认知模型（CM）。他们认为：情景是指现实世界中的情形；语境是话语可被理解的一组背景知识，是一种与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信息相关联的心智现象。CM则是基于一组相关情景和语境，储存于人类大脑中的某一领域中所有相关知识的表征，它是形成范畴和概念的基础。因此，一个CM往往可包含很多情景、语境和概念，一个概念范畴就对应于某CM中的一个成分。CM除了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完形性、内在性之外，还有以下四大特征：

（1）开放性（Basically Open-ended，Never Exhaustive），很难对CM作出穷尽性的描写，它会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2）选择性（Highly Selective），CM从开放的要素中不断作出典型的选择，因此对其描写也就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3）关联性（Closely Interrelated），CM内的成分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见图6.1）；CM本身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可组合成认知网络（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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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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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4）普遍性（Omnipresent），CM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CM的影响，也不能不用CM来认识世界、进行推理、理解意义。

Ungerer & Schmid（1996：48—49）图示了“沙滩认知模型”和由此组成的典型网络（分别详见下页图6.1和图6.2），可很好地用来说明CM具有以上几种特征。这两个图对于我们理解on the beach的意义十分重要。

CM包括基本认知模型和复杂认知模型，前者指：空间、时间、颜色、温度、感知、活动、情感等最基本的CM；后者指较为复杂的模型，也可能是几个基本认知模型的结合，分类模型则是最常见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认知模型
(1)

 。

结合后的复杂模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属于“结构性结合”，其构件成分可独立存在，其结构整体的意义是其所包含成分的意义的函数；另一种是“完形融合”，其构件成分不一定都能独立存在，整体意义不能通过构件成分的意义进行简单组合获得，而须通过心智的整合运作才能获得（参见Taylor，2002：96—116）。


 二、理想化认知模型（ICM）

Lakoff于1982年和1987年提出了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并以此来说明人类范畴化问题，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自此，ICM就成为认知语言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所谓ICM，就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a complex structured whole，a gestalt），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1987：68）。

可见，ICM是一种认知模型集，是由许多CM集合而成的，因此又叫集束模型（Cluster Models），具有整体性。L & J（1980）将这种集束称为经验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可有助于我们弄懂大量有关语义的现象。

Ungerer & Schmid所说的Cognitive Model（处于图6.1中间）相当于Lakoff所说的ICM，它是由很多Context构成，这里的Context或其组合就相当于Lakoff的CM，因此，一个ICM可视为由若干CM组成的集合，相当于第三章所述的原型（此处的原型应当理解成：范畴核心概念的概括性图式表征）。

我们知道，bachelor与下列CM有关：（1）人要结婚；（2）异性结婚；（3）一夫一妻；（4）到某一年龄就要结婚；（5）婚姻关系；（6）养家糊口；（7）男性该婚而未婚，等等。典型的bachelor就是基于这些CM之上建立起来的ICM，或原型（概括性图式）。但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常有不完全符合ICM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Lakoff将这样的CM称为“理想化”认知模型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bachelor范畴中才有了很多边缘成分（参见第三节）。

可将bachelor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记作：

BACHELORHOOD-ICM＝CM1
 ＋CM2
 ＋CM3
 ＋CM4
 ＋CM5
 ＋…CMn


既然ICM是一种完形模型，具有整体性，它往往比单独的一个CM更为基础。一般说来，描述越复杂，概念越复杂，理解也就越困难。但在完形模型中情况正好相反，完形模型中的组成部分在认知上可能会更复杂，而对整个完形模型的理解与其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在心理上更为简单，因此才称为完形（或：格式塔）。因此，每一个ICM都是一个完形结构整体。ICM主要是运用以下四种原则建构起来的（参见Lakoff，1987：68，113），也可将这四种原则视作ICM所包括的四种认知模型：

（1）命题结构原则：详细解释CM中所涉及的概念、特性以及概念间关系，具有判断性特点，是客观外界在心智中的事实性映射，不需要运用任何想象性手段。它是由本体（论元：基本层次概念）和结构（谓词：特征、关系）所组成的，我们的知识大多储存于命题之中。命题结构与Fillmore的“框架”基本相似，以往的语言理论对此论述较多。

（2）意象图式原则：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互动所形成的前概念意象，比表象（或意象、心象）更为抽象和概括。它是形成原型、范畴、概念、CM和思维（特别是抽象思维）的基础，为ICM提供结构或框架。CM和ICM主要是意象图式（参见第五章）。

（3）隐喻映射原则：一个意象图式或命题模型可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中相应的结构上，该模型可用于对更多事件，特别是对抽象事体的概念化、推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认知范围。

（4）转喻映射原则：转喻主要指在同一认知域中用较易感知的部分来理解整体或者整体的另一部分，例如人们常以一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来理解整个范畴。

现将有关CM以及ICM的主要内容小结如下：

（1）CM包括：概念以及概念间相对固定的联系。

（2）CM的性质：体验性、互动性、基础性、抽象性、结构性、完形性、内在性、原型性、开放性、稳定性、相对灵活性、选择性、关联性、无意识性、普遍性等。

（3）CM可分为：基本CM（包括：空间、时间、颜色、温度、感知、活动、情感）和复杂CM。后者又可分为：结构性结合和完形性结合。

（4）ICM＝CM1
 ＋CM2
 ＋CM3
 ＋…CMn


（5）ICM可分为四大类：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转喻模型。命题模型主要是一种客观模型，其他三者则具有主观性质。前两个模型解释了ICM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后两个模型是ICM的扩展机制。


 三、ICM与其他术语的关系

ICM与域（Domain）、图式（Schema）、框架（Frame）、常规（Stereotype）、脚本（Script）、辖域（Scope）、基体（Base）等术语密切相关（参见Cook，1994：20；Taylor，2002：203；Croft & Cruse，2004：28），或是说ICM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它们是ICM理论的来源。

根据Lakoff（1987：68），Ungerer & Schmid（1996：211）和Croft & Cruse（2004）的观点，ICM是由很多CM构成的，主要表征的是理想化框架知识，具有想象性、创造性和灵活性，它与实际世界并不一定完全相吻合，因此ICM是一个更为概括的术语，可包括CM、认知域、框架、图式、脚本、常规等。另外，这些术语是不同学者在不同的理论背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哲学等）中提出的，它们所论述的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下文213页图6.3中用约等于号“≈”来表示这一观点。

（1）域。又叫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或语义域（Semantic Domain），为Taylor（1989：86）所用术语，相当于Lakoff所用术语CM。Croft & Cruse（2004：15）认为：“域”与“框架”大致同义。Langacker（1987：150）曾将“非基本域（Nonbasic Domain）”或“复杂概念域（Conceptual Complex）”称为“抽象域（Abstract Domain）”，并认为抽象域基本等同于ICM。Langacker原来曾使用过“Functional Assembly”这一术语来指抽象域，但后来不再使用了。

“辖域”和“基体”也是Langacker（1987）所用术语，前者是指被激活的概念内容的配置，应至少包括基体（一个述义所参照的辖域基础）和侧面（Profile，被突显的某一部分）。“辖域”与“认知域”或“域”基本相当。

（2）图式。古希腊哲学家、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1886—1969）、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1896—1980）等都论述过“图式”概念（参见第五章第一节）。Norman & Rumelhart（1975）也论述过图式在语言理解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Taylor（1989：85）认为图式是一种认知模型，通过一个或一组图式可建构一个认知域，通过突显相关认知辖域的特定区域或构架就可理解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

（3）框架。由于20世纪30—50年代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界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哲学界普遍流行“实证主义”思潮，因而强调心智表征的“图式、框架”的观点受到了较长时间的冷落，直到70—80年代随着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这一观点才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并以此为基础研究语篇理解，设计出了几套人机对话的软件。

明斯基（Minsky）于1974年系统论述了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认为“框架”是储存在记忆中的、表征特定情景的信息结构，是含有若干节点和联接的网络系统；人们可从记忆中随时调出框架中的信息作为背景知识来理解新的情景和语句。在一个总体框架的下层有很多“空位（Slot）”，有待于具体情景中的细节内容来填补。如“房子”这个总体框架中会包括许多常规信息，在识别某一特定房子时就自然会将其与“房子框架”相比较，或将其视为“房子框架”的具体例示，并在其中插入该特定房子对应部分，房子框架中没显示出来的具体细节，如房子可包括会客室、卧室、厨房等空位，在厨房中可有诸如微波炉、电烤箱、洗碗机等现代化厨具设备等空位。可见框架具有层级性，相关框架可结合成一个框架系统。

Fillmore（1975：124）将框架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概念结构或经验空间，与认知域相当，一个词语可能会激活其所涉及的一整套经验或概念结构。他从语言构造角度将其定义为：能与典型情景相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包括词汇的组合、语法规则的选择等。他（1985：223）后来从认知角度又将其定义为“特定而又统一的知识结构组织”或“对经验的连贯性图式化”。他（1977，1982）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Fillmore（1982）指出：我们需要特定的框架知识来理解语句，并在论文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句：

［1］The decedent while on land and in mufti last weekend ate a typical breakfast and read a novel high in flip strength．

这个句子几乎每个地方都需借助框架知识才能理解其所要表达的意义。“decedent”是讨论死者遗产时所用的法律术语；从on land来看，这个“死者”长期是在海上工作的；从in mufti来看，他是一个军官，此时不穿军官制服而着便装（mufti）；“last weekend”也必须置于七日一个星期的计时系统来理解，通常指星期五晚到星期一早晨。

什么是典型的早餐？一般来说应符合三个条件：（1）人类文化中的一个行为，一日三餐；（2）在睡觉后一天中较早的时候进行；（3）有独特的菜单。
(2)

 而flip strength的意思更需必要的背景知识，指顾客在书店中翻看（flip）充满色情词语的书籍，这种书可令人兴奋，引起顾客购买欲，就具有较高的flip strength。

当我们具备了上述这些框架知识之后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句子的意义，或者说每个词都激活了或唤起了（evoke）有关框架或语境，这些词语就是这些框架语境知识的索引（index）。

Ungerer & Schmid（1996：211）将框架定义为：“认知模型的一个种类，表征了与特定而又反复出现的情景有关的知识和信念。”

从上述的定义来看，他们都认为：要理解语句的意义，就要将其放到有关框架（或概念结构、经验空间或认知域）中去理解，因此框架知识就成为语义理解的必要背景。正如Charniak（1980：62）所说：我将语言理解视为将新知内容与已知框架进行匹配的过程（I tak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to be the process of fitting what one is told into the framework established by what one already knows.）。

（4）常规。这是Putnam（1975）提出的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正常情形的理想化心智表征（an idealized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a normal case）”。Hurford（1983：98）将其定义为“事体的典型特征表（a list of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ngs）”，大致相当于Minsky的“框架”
(3)

 。

徐盛桓（1993，2002）也曾详细论述过“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认为它是抽象化、概念化加深的关系，意识到事物、事态内部或相互间的某一方面的某种联系，于是将其突现出来，并加以程式化、规范化，这就成为常规关系。常规关系是一种以建立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常规关系通常具有较大的人类共通性，与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有关的常规关系通常要考虑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阶层性、社团性，甚至个体性对这些常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5）脚本。计算机科学家Schank & Abelson于1975年在前苏联第比利斯召开的第四届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脚本理论”，并将其定义为（1977：41）：“是描写特定情景中事件恰当程序的结构，……是预先设定的、常规性的动作程序，可用来限定一个熟知的情景（Scripts are structures that describe appropriate sequences of events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 a predetermined，stereotyped sequence of actions that defines a well-known situation.）”。他们还将脚本分为三类：

（a）情景脚本（Situational Scripts，如饭店、汽车、监狱等）；

（b）角色脚本（Personal Scripts，如奉承者、扒手、间谍等）；

（c）工具脚本（Instrumental Scripts，如点烟、发动汽车、炸鸡蛋等）。

Ungerer & Schmid（1996：213—214）将脚本定义为“用来专指常见的、反复发生的事件程序的一种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designed for frequently recurring event sequences）”。Hayes（1980：46）将其定义为“常规情景中的程序性知识（programmatic knowledge of stereotypical situations）”。Lehnert（1980：85）和Cook（1994：80）指出：框架包括脚本，脚本是框架之一种，脚本理论是为加工自然语言、分析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而设计的。

Van Dijk（1980：234）也对脚本进行了论述：每种情景都有一个脚本，即发生在框架内的一系列事件和行为。但由于每个人的大脑中储存了许多这样的脚本和框架，所以转述者不必述说详尽，他相信受话者能借助语言进行联想和推理，从而对语言未尽之处加以填补。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某一特定的场景会作出相应的一套动作，脚本就是指人们在进行特定活动时所遵循的一个标准化和理想化的相对固定的程序，具有动态性（动作框架中的事件）和程序性（常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有机联系起来），因此，脚本主要是用来描写一个动作性场景中的有情节有程序的事件。人们掌握了脚本知识后，就会以此为参照来理解语句，而且还可减轻信息处理的负担，将精力集中来加工那些更为特别的、复杂的、有趣的信息，而不必在常规性的标准程序上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常经历的活动事件：去饭馆吃饭、到超市购物、到医院看病等，都涉及一个常规活动事件的成套格式（参见第三节），对于正常人来说，它们会作为背景知识储存于人们的长期记忆之中，在谈到类似话题时，这些知识就自然会被调出来，作为处理当前信息的参照。如“去饭馆吃饭”的脚本可包括以下三项主要程式：

（a）人物，如：顾客、服务员、出纳员等；

（b）道具，如：餐馆、餐桌、菜单、食物、饭钱等；

（c）事件，如：进饭馆、在餐桌前就座、看菜单、点菜、上菜、吃饭、付账、离开饭店等，前一个动作是紧接其后动作的先决条件。

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经历着多种不同的活动事件，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遵循着各自对应的脚本程式并常常以其为参照来理解和处理相关事件，因此将这种框架性知识叫做“Script”还是十分恰当的。

人们为完成某个任务或达到某个目的，往往需要事先制定“计划”，在计划中就会包含很多脚本，如要外出旅游会包括许多具体步骤：联系旅行社、出门准备、乘交通工具前往、住宿就餐、游览观光、拍照留念、……、回家。这些具体步骤本身都是一个个脚本，外出旅游的计划就是由若干个此类脚本组成的，脚本又是由很多相对固定的常规细小行为组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从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来描写和分析人类的行为，解释语言中的信息缺省现象。

现将上述几个术语小结如下：

[image: ]


图　6.3

从图6.3可见，Lakoff所使用的ICM是一个概括性术语，它由多个CM组成，相当于Langacker的抽象域，能体现它的样本可视为范畴中的典型样本，或叫原型样本。下面几个术语可视为ICM的下义性概念，基本同义。框架是与一特定意义相关的知识网络，常指客观性的命题意义，但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只是ICM之一种。框架可包括静态性和动态性事件，后者主要由“脚本”来描写。


 第二节　心智空间和融合理论

Fauconnier（1985）用心智空间来代替可能世界，并指出心智空间也是一种认知结构。Lakoff（1987：282）也主张在CM理论中用心智空间来代替可能世界或可能情景，并认为可能世界中的内容可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实体（也可能是虚构的），而心智空间在本质上是概念性的，不能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实体。他所提出的认知模型理论除CM和ICM之外，还包括心智空间理论。

心智空间是人类进行范畴化、概念化和思维的媒介。Fauconnier于1985年最早提出“心智空间（Mental Space）”这一术语，并将其描写为“小概念包（Small Conceptual Package，或Small Conceptual Packet）”，是人们进行思考和交谈时，为了达到当下的理解和行动之目的而建构的，是通过框架和认知模型所形成的结构。它的建立受到语法、语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与长期图式知识（或叫“框架”）和特殊知识密切相关（参见Fauconnier & Turner，2002：40，102）。心智空间主要指“小概念包”，主要为当下的临时语言交际服务，有时可能仅是一种瞬息间的知识
(4)

 。心智空间的形成可有许多来源，包括一组概念域（相当于一组认知域，可由许多单独的域中的知识组成）、直接经验、长期记忆中的结构等。

从神经研究角度讲，心智空间中的成分可视为将被激活的神经元，成分之间的连接则可对应于神经元之间的连通，或叫“共激（Co-activation）”。心智空间主要是在短期记忆（又叫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中运作的，形成确定的心智空间（an Entrenched Mental Space，还可有其他心智空间依附其上）后就可被储存于长期记忆中。当人们加工和融合概念时，就会从长期记忆中提取多种相关概念，将它们置于短期记忆中进行概念整合运作。

Lakoff（1987：542）认为Fauconnier提出的心智空间理论，可为先前在语言与认知研究中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答案，是研究自然语言意义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要理解语言的组织结构就要研究人们谈话或听话时所建立起来的域（Domain），这些域就是心智空间。心智空间不是语言自身的一部分，也不是语法的一部分，它是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和自己的一种机制，是一种认知方式，语言离开了这一认知方式就无法表征，也无法被理解。

Fauconnier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概念融合理论（或译作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或叫融合空间理论［Blended Space Theory］、融合理论［Blending Theory］）。一般说来，概念融合至少涉及四个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认知主体有选择地从两个输入空间提取部分信息进行匹配并映射入融合空间；类属空间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轮廓结构，以保证映射能正确而又顺利地进行；融合空间会利用并发展两输入空间中对应部分的连接，将相关事件整合成一个更为复杂的事件。融合空间是组织和发展这些空间的整合平台，其中包含一个带有新创特性、富有想象力的结构，叫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其中可能会创造出原来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新信息，可产生新意义，获得新知识。这四个心智空间通过一系列的映射运作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IN：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这是人们认识世界、形成思维和语言、发展科技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创造性的思维，为什么会有丰富的想象力活动，为什么能获得概念和理解意义，为什么会形成语言。Fauconnier & Turner（2002：182）明确指出：语言是概念融合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这一理论对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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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Fauconnier早期提出的心智空间理论，主要论述了话语如何激活语义框架，以及表征与现实有关的知识状态的空间，语言如何运用不同空间之间的连接，知识如何能够在不同空间之间漂游（float），后来他与同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融合理论，将重点转向论述两个心智空间中的信息如何能够被整合起来，产生出新的概念或概念结构。

融合理论之所以能够解释“新创结构”，就是因为该理论强调了“融合”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创新性，它是人类能够形成想象力的基础。形象一点说，传统语义理论中所讲的“组合过程”相当于“物理变化”，仅是信息的简单相加，而融合过程则类似于“化学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产生新“物质”。如将两个输入空间“马”与“角”进行融合，便可形成一个虚拟的“独角兽”新创结构，产生了与原来输入空间完全不同的信息，这种独角兽既不同于原来的“马”，也不再是原来的“角”，而是出现了一个新奇的、想象世界中的动物，它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传统语法在论述“形容词—名词”构造时认为：形容词仅是说明人或事物的特征（张道真，1963：7），属于修饰语范畴，对名词有修饰、描绘作用（章振邦，1981：451），它们的意义被认为是两者意义的简单相加。Quine（1960：103）还尝试用交集来描述这种构造，他认为red house的意义是“红”和“房子”的交集（It lie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things that are red and things that are houses.）。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形容词并不仅是说明名词的特征，也不仅仅具有修饰、描绘作用，而主要是能激活出该名词所处语境中的相关认知域，通过概念融合会产生出新义，还可能会产生出多个意义。例如red pencil，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形容词red修饰pencil，意义也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红色的铅笔”，而是通过两个词语所表达的概念经过融合之后形成的，可有多种理解，例如：铅笔外表被漆成红颜色，或者是铅笔写出的字是红色的，或者是指专门用来指记录财政赤字的笔，或者是指专门用来记录穿红衣服球队活动情况的笔（Fauconnier & Turner，2002：27，355；Taylor，2002：71）。另外，英语中还有red herring、red meat、red tape等表达，它们都不是两个词义的简单相加。

融合空间理论还能更加详尽和明晰地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为什么信息差异较大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并置之后可以产生隐喻意义？设立“融合空间”这一概念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差异较大的信息进入融合空间之后，可能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原来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新义。因此，融合空间理论比L & J的概念隐喻理论在这一方面更有解释力（参见第十三章第八节）。

另外，Taylor（2002：531）还将概念融合理论与隐喻理论、意象图式理论进行了对比论述，他认为：两个输入空间就相当于始源域和目标域，类属空间就相当于具有跨域共性的意象图式，融合空间中包含了从输入空间选择出来的成分，还有新创成分。

Fauconnier & Turner（2002：389—396）还指出：概念融合是我们学习的途径，是我们认知的方式，是我们生存的必由之路。我们直接生活于融合之中（We are living directly in the blend.）。融合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生存手段，生存于这个人类世界就是生存于融合之中。从哺乳动物到灵长目动物，再到原始人类，概念整合能力得到不断发展，一旦获得双域整合（Double-scope Integration）能力，现代人类就诞生了，人类的特性就在于具有双域概念整合的能力！对于Fauconnier & Turner来说，人类5万年的历史，好像就是概念整合的历史！他们（2002：390）甚至还认为：我们是通过融合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心智世界和社会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他们就不仅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语言问题，而且将其上升到人类发展和生存、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高度来阐述，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理解和研究。


 第三节　ICM与语义理解


 一、现实世界与认知世界之间的差异

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的认知世界之间总归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现举两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的例子来加以佐证：

（1）丹麦心理学家Rubin（鲁宾）在约100年前所设计的“人面—花瓶图（Face-vase Illusion）”，可以说明图形比背景更具突显性，而且不同的人会注意情景中不同的部分，就会产生不同的范畴化方法，因而也就获得了不同的视觉效果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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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2）Johansson（1950）双灯试验。若相隔适当的两灯A、B，以适当的节奏闪烁，对于观察者来说会以为是一个灯在A和B之间来回移动，或灯光从一灯向另一灯扫描。如果两灯的颜色不同，我们会以为颜色在两灯距离的中间改变（Jackendoff，1985：44；Fauconnier & Turner，2002：79）。

（3）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快速旋转的轮子或电风扇，有时在视觉上会感到其条幅或叶片在慢速反转。

因此，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一定会与客观外界完全相符，这样在事实和认知之间就会产生不一致的现象。出现上述这种现象的原因为：人们会产生视觉幻影（Optical Illusion）或视觉滞留（Optical Persistence），这样就产生了两种SEEING的认知模型，可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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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arwise（1980）曾提出“证实原则”（the Principle of Veridicality）和替代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

If a
 sees p
 ，then p．如：If Harry saw Max eat a bagel，then Max ate a bagel．

If a
 see F
 （t
 1
 ），and t
 1
 ＝t
 2
 ，then a sees F
 （t
 2
 ）．如：If Russell saw Moore get shaved in Cambridge．Moore was the author of Principia Ethica．
 Therefore Russell saw the author of Principia Ethica
 get shaved in Cambridge．

这里Barwise显然忽视了客观事实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异。从文中所述可见，seeing的认知模型可分为SEEING模型和SEEING-AS模型。下一组例句可用来说明替代原则也是不成立的：

（a）Oedipus wanted to marry Jocasta．

（b）Jocasta was Oedipus's mother．

（c）Therefore：Oedipus wanted to marry his mother．。

人们通常是将一事物与已知的原型样本相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来识别它的，两者不大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一过程中就常会将一个事物看作好像是另一个事物（seeing one thing as though it were another）（Hayes，1980：51），也就是说，“眼见不一定为实”，此时，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与人类通过感知体验建立起来的认知世界（the Cognitive World，或叫心智世界［the Mental World］）不一定完全相同，这也证明了客观主义理论的缺陷。Jackendoff（1985：28）曾指出人们所经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智组织程序，因此他区分了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和映射世界（the Projected World），后者又叫经验世界（the Experienced World）或现象世界（the Phenomenal World），这两个术语相当于上文的术语“认知世界”或“心智世界”。

他（1983：29）还指出：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一定是关于映射世界的（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language must be about the projected world.）。他（1983：31）基于这一观点还得出结论：语言一定具有主观性（Language must be subjective.）。因此，如果将看到的就视为事实，这显然是客观主义者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SEEING-AS是人类的心理问题，与意义问题无关，因为在他们看来意义是客观的。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用客观主义的观点研究意义，解释语言是注定行不通的。Lakoff（1987：127）认为，SEEING-AS模型属于一种视觉范畴化形式，也应当被视为一种SEEING模型。


 二、ICM理论的解释力

ICM理论充分考虑到了上述这一差异，认为人面—花瓶图的视觉效果会因人而异，不是客观不变的，也可解释双灯试验在认知理论上留给我们的困惑，这就为有效地解释具有主观性的语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义与客观世界、身体构造和功能、认知能力和方式、文化信仰、主观因素不可分离，由于CM和ICM理论是针对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提出来的，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因此ICM除了命题模型之外，还包括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转喻模型（参见第一节），正是有了这些模型才可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有想象力，也才使得我们所形成的ICM具有开放性、选择性、互动性、动态性。正是由于ICM是“理想化的”，在实际认知运作中它就不一定能与所有客观事实相吻合，会以不同程度来适合现实世界，适合程度可分为以下几个等级：精确、很好、较好、勉强、不好、很不好、完全不好。正如Lakoff（1987：130，132）所指出的：

ICMs may or may not fit the world and need not be 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ICM可能适合世界，也可能不适合世界，不必互相一致。）

ICMs are cognitive models that are idealized．They do not have to fit the world and they can be used by the speakers to suggest how to，or not to，understand a given situation．（ICM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认知模型，它们不一定要适合世界，发话者可用它们来暗示如何理解某一特定情景，或对某特定情景不作某种理解。）

某一语义的原型效应正是来自相关ICM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语义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也是认知语言学中词义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若用可直接理解的ICM来确定词义，这就是词语的字面意义或基本意义；若通过隐喻模型或转喻模型扩展而得到的意义，这就是词语的引申义，或统称为隐喻义。词义是通过ICM来解释的，而ICM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情况，这就解释了语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多变性，从而弥补了客观主义语义理论之不足，因此ICM理论更为全面、灵活，更具有解释力，充分考虑到了人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也正因为此，才使得ICM与真实世界之间有了种种等级关系。而在客观主义理论中，意义仅是根据符号直接对应于客观世界来定义的，而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在外。真值对应语义学、真值条件语义学、境况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等都试图全方位地模拟真实世界客体，片面强调具有真值的命题模型的作用，而忽略了世界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辩证和互动关系，忽视人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取向，因而都属客观主义语义学，对语义解释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见，ICM是对客观主义语义理论的一个有力挑战。

Lakoff的ICM就其集束模型而言，就大致相当于本书第四章所论述的概括性图式原型，在第四章中我们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对语言中的许多现象和层次进行分析，下面将运用ICM理论重点论述词语意义的理解，而它们都是传统的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



例1：客观主义语义学认为如用B来定义A，则A和B意义相等，可表达为A＝B。下两句也同时成真：

［2］All A's are B's．

All B's are A's．

即两者具有互等关系。但在ICM理论中情况则不同。假设：

［3］A is a bachelor．和

B is an unmarried man．

ICM理论认为：如果a bachelor可用an unmarried man来定义，这是就BACHELORHOOD-ICM（其中包含所有关于bachelorhood的背景知识）而言的。但an unmarried man却不能完全用BACHELORHOOD-ICM来定义。如：pope很明显是没有结过婚的男人，但一般不被视为“bachelor”（参见第三、四章）。还有其他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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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ICM说明了为什么不能用an unmarried man对a bachelor作出全面解释的现象，因为这两者所激活的ICM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也就不完全同义。因此，“All unmarried men are bachelors．”这句话一般来说不是分析性成真，而“All 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却是分析性成真。



例2：mother、father根据语义特征分析法可找出以下几个语义特征：PARENT、-MALE、MALE，并将PARENT分析为向下的生育关系。实践证明，试图用这几个语义成分将这两个词的意义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它们的语义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主张百科式语义分析方法。Lakoff（1987：74）认为“mother”的ICM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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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aylor（1989：86）则用了“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简称CD）”这一术语来代替Lakoff的CM，并认为如要对“mother”有充分理解，就必须对“father”作出对应的认知域分析，他基于传统社会的典型常规将father也分为五个CD，即五个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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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母亲和父亲的五个CD或CM，就构成了“母亲”和“父亲”的一个复杂的集束模型，或叫ICM，它比任一单独的CM都更为基础。如“母亲”，根据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可定义为：生过孩子的女人，可是这一定义并不能包括所有的情况。mother是一个基于复杂模型的范畴，它融合了很多单个的CM：生殖模型、遗传模型、养育模型、婚姻模型、谱系模型。完全符合上述mother的五种CM，就是mother的ICM，也是mother最典型的原型，它是基于一个复杂的ICM，并在这个基础上定义出的抽象概念。

倘若删除或修改ICM中的某个模型，就会得到这个范畴的非原型成员。如对下列一些说法，靠原来的语义特征分析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而只有运用上述对mother和father作出ICM分析，才能有较为满意的解释。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对该词运用和理解上的各种偏差，它们是基于或突显某一模型，或是某一模型的隐喻或转喻说法，也可能是删除某一模型、或修改某一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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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谈到“母亲”，通常是指结过婚的女性，这一模型就使人们形成了一个常识，结婚而后生孩子，因此我们只能说：

She is a mother of five，but she hasn't been married．而不能说：

* She is a mother of five，but she has been married．

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父亲”的用法，并不完全与ICM相符，这从上述例子可见，现本书再列举汉语中时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它们与“母亲”、“父亲”的ICM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各种说法都突显了某一或几个CM，即突显了ICM集束中的某一或几个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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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子晚报》2001年11月8日的一篇题为“合肥下岗职工争当‘代养妈妈’”的报道中，讲述了合肥几十名下岗女职工到福利院要求给孤残儿童当“代养妈妈”的事情。

《都市女报》2002年9月24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妈妈为女儿征寻‘代理妈妈’”，文中说：“我想给孩子找位‘代理妈妈’，帮她学习，只要孩子能够顺利成长，我愿意放弃对孩子的一切权利，将女儿交给她的‘第二个妈妈’。”

该报另一篇文章的标题为“钟点妈妈与钟点爸爸”，说的是一位姓徐的先生想给8岁的儿子诚招“钟点妈妈”，许多女性应征，其中一个带着8岁女儿的离异女士同时还表达了想给女儿找个“钟点爸爸”的想法。

显然，文章中所用到的“代养妈妈”、“代理妈妈”、“钟点妈妈”主要是指抚养模型、责任模型。与此相关文中还有：“代养爸爸”、“代理爸爸”、“钟点爸爸”、“招聘父母”等说法。



即使英语中的real mother，在不同的情况下，也有基于不同模型的不同意义，例如（摘自Lakoff，1987：75）：

［16］I was adopted and I don't know who my real mother
 is．（生殖模型）

［17］I am not a nurturant person，so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be a real mother
 to any child．（抚养模型）

［18］My real mother
 died when I was an embryo，and I was frozen and later implanted in the womb of the woman who gave birth to me．（遗传模型）

［19］I had a genetic mother who contributed the egg that was planted in the womb of my real mother
 ，who gave birth to me and raised me．（生殖模型和抚养模型）

［20］By genetic engineering，the genes in the egg my father's sperm fertilized were spliced together from the genes in the eggs of twenty different women．I wouldn't call any of them my real mother
 ．My real mother
 is the woman who bore and raised me，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ny single genetic mother．（生殖模型和抚养模型）

因此，一个典型的母亲，应是符合上述五种CM的女性。这五个CM可以组成一个集束模型，即MOTHERHOOD-ICM，这是一个关于“母亲”的百科性知识。倘若将这五种情况分开来算在一个人头上，一个人就可能有五种妈妈：

（1）一个是提供基因的供卵者；

（2）一个是生我的人；

（3）一个是抚养我长大的人；

（4）一个是我父亲现在的妻子；

（5）一个是提供我姓氏的人。

从上文及第三章的论述可见，当某一表达涉及的模型越多，它就越靠近原型概念范畴，认知处理就越容易，所需时间就越少，如：这孩子的母亲是谁？这可能就要涉及上述五个CM，这里的“母亲”就是范畴的原型用法，也是ICM的样本。如将祖国、学校视为“母校”，则仅保留了“抚养模型”（也可能会包括谱系模型），而删除了其他几个模型，这是“母亲”的隐喻性用法，是范畴的边缘成员，它是后于原型才学得的，只有通过原型才能加以理解，并且其在认知处理上相对于原型意义要难，所需时间也较长，上面所讲的分别有五个妈妈的人的情况，在理解时确实是颇费时间和精力的。

有时对某一说法所涉及的模型也会因人而异。如：“后娘，后爹”一般要涉及抚养模型、婚姻模型，还可能涉及谱系模型，这就形成了对某一词语所表达概念的差异。这也体现出ICM的灵活性、想象性、个体性等特征。

可见，用经典范畴理论中的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mother远远解释不了mother的丰富含义，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能适合上述五个模型的mother的充分必要条件。CA（语义成分分析法）中区分父亲和母亲仅在于是否［MALE］，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参见上述关于父亲和母亲的五个模型，它们是不完全相同的。



例3：lack的英语解释是not have，可两者是用不同的ICM来定义的，在lack的ICM中包含一个表明某人或某物应有某事的背景条件（Background/Ground），还包含一个表明某人或某物没有某事的前景或图形（Foreground/Figure）。而not have并不一定包含这些内容，因此lack和not have不是严格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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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句［22］、［24］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lack的背景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可见，不同的词语是相对于不同的ICM来定义的，lack和not have这两个词语所激活的ICM是不同的，因而两者不具有完全同等的关系，只有两者所假设的背景条件相同，它们才有相同的意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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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25］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知识，因为人本来就应该有能赖以生存的足够食物，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换用lack。



例4：Lakoff和Fillmore都认为可用基于ICM的前提理论来解释争论已久的“前提（Presupposition）”问题。

语言学界对“前提”的研究在60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因其客观主义倾向失去了说服力，到了70年代就被否定了，例如：

［27］I regret that Harry left．

［28］I don't regret that Harry left．

［29］Harry left．

［27］、［28］都是以［29］为前提的。对这一现象可有两种解释方法：

（1）逻辑前提：前两句在逻辑上蕴涵句［29］。

（2）语用前提：如果命题P是句子S的前提，则每当发话者说句子S时，就假设P。这一解释仅包括发话者的假设，而不包括逻辑上的蕴涵关系。但这种解释仍有问题，如：

［30］I don't regret that Harry left — in fact，he didn't leave at all．

很明显，用逻辑前提是解释不了这个句子的，因为句［30］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句，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则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语用前提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发话者在讲前半句时假设了［29］，到了后半句又改变了主张，还没有什么语用原则能对其作出合适的解释，但该句在实际使用中是成立的。可见，上述两种解释都存在问题。
(6)



Lakoff和Fillmore认为用“基于ICM的前提理论”就可解释这一现象。我们知道，ICM与真实世界可完全相符，也可在许多方面不相符；ICM还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甚至还经常互相矛盾，或与我们所拥有的某项知识相矛盾。REGRET是根据ICM来定义的，又因为ICM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它也适用于逻辑前提相矛盾的现象，句［30］表明了由regret所激活的ICM对宾语分句也有影响，句中的“not”不仅可否定regret，而且语言使用者也可用not来否定宾语分句中的内容，这种用法与我们所拥有的常规知识相矛盾，正体现了ICM所具有的灵活性，这样就能解释句［30］。因此，ICM理论可解释复合句中这类经典前提问题，为解决这类问题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例5：在定义Tuesday时，就需要借助于ICM，在这个理想化认知模型中包括很多个别的CM，如：太阳运行，一日的始末，week是一个由七天构成的整体，这七天须按线性顺序排列。在这个ICM中，第三天则叫Tuesday。另外我们也可看到其间还包含着人的主观认识，“七天一个星期”并不是客观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而是人为规定的。



例6：Coleman & Kay（1981），Sweetser（1984）对lie进行了研究，认为lie主要包括三个CM：

（1）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

（2）自己知道是不真实的；

（3）有欺骗的企图。

但其中没有一个可划归为经典范畴理论中所说的“必要条件”。若仅具有其中两个模型，仍可被视为“说谎”，但不很典型；若仅具其一，或许就很少有人认为是“说谎”了。例如某人得了重病，朋友会善意加以劝慰，往往要隐瞒真情，此时所说的“谎言”仅具有头两个模型，而第三个模型则不明显，因此人们一般不认为这个朋友是在“说谎”。

在这三个模型中，各模型对于原型“lie”来说，所发挥的作用在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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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说谎”、“谎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分析：故意、不真实、骗人，这与Coleman & Kay等人的分析基本相同。Coleman & Kay（1981）发现受试人对不同说谎情况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判断：

［31］If you steal something，and then claim that you don't．

这是一种典型的说谎，包含了上述的三种模型，是“lie”的ICM，或原型；

［32］When you tell the hostess “That was a great party”when you were bored stiff．

“说谎”程度次之。这里不存在“故意欺骗”问题，而是一种礼貌说法。

［33］If you say something true but irrelevant，like “I am going to the candy store，Ma．”when you are really going to the pool hall，but will be stopping by the candy store on the way．

被认为“说谎”程度更加次之，这是一种介乎似真似假之间的表述。

[image: ]


图　6.7

从上面的论述和例句可见，尽管“事实上的假”在lie中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但当被试者问及lie的定义时，都认为是“虚假的陈述”。Sweetser认为，可用ICM理论来为这种反常现象作出恰当的解释：在人类社会的日常语言交际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ICM：“有助于别人”，我们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礼貌原则、尊重他人”在各个语言社团中，都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在交际中有时being nice比说真话更为重要，因此并不介意“虚假陈述”的问题。倘若我们对日常话语作一调查，会发现为了礼貌、助人而“说谎”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Lakoff（1987：72）将其表述为：

THE MAXIM OF HELPFULNESS：People intend to help one another．

这就解释了上述的反常现象，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在日常交际中总要说些“有益无害的谎”的原因，难怪医生、外交官会不时地要讲一些“假话”。

英语中的下述一些说法则可被视为是对“lie”的ICM的偏离用法：social lie、white lie、exaggeration、joke、kidding、oversimplification、tall tale、fiction、fib、mistake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语法理论中，“修饰语＋中心词”这一结构里的中心词是主要的，或者说成是两个集的交集。但在实际中常常是行不通的，修饰语常常可能是主要的，如上文所举的a social lie，“注意礼貌”比“lie”更重要，由于social的出现，取消了lie的许多属性，因此，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认为social是该短语的中心成分。



例7：ICM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下一现象：由于ICM是由若干个CM构成的，多个相互有紧密联系的CM可能会形成一个自然范畴，人们就可能用一个词汇项来加以表达。因此，一个ICM是形成一个多义自然范畴（a natural category of senses）的基础，也是形成一个多义词的基础，其原理是基于同一个ICM中的各概念之间存在内部联系。

例如英语中的“window”就是一个多义自然范畴，可用于下列各种不同的表达之中。若仔细想来，它们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但都处于同一个ICM之中，这些意义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因而人们很自然地就会用window一词来表示这些不同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义的自然范畴和多义词。Taylor于2000年4月在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认知语言学讲学班上举了一组window的例子，就可用来说明这一问题（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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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34］中的window可指整个窗户之外，其余都仅指窗户的某一部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喻现象。

又例如我们说：

［41］I kicked the door．而不说：

*［42］The tip of one of my toes of the feet kicked a point at the bottom part of the door．

“window”例和“踢门”例，也是两个批判客观主义语义理论的好例证，从上述例句可见，window，I，door的意义并没有与客观世界完全对应，因此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对这些情况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真值”不可能不受到个人理解、社会情景、人际关系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不涉及到百科知识，也不可能不受到人们主观上要求表达经济的需要。而用CM和ICM来描写语义，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用一个ICM来处理这些自然范畴具有简单、明了、方便、经济的优点。Lakoff以认知模型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语义学，同时还认为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不存在明确界限，人的语言能力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是不可分离的，这也就批判了乔姆斯基的“语言是一个自足系统”的观点。

Lakoff的CM、ICM，Taylor的CD，比二分法的语义特征分析（CA）、客观主义语义学理论更加合理，更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更具有解释力，是语义研究中的一大创新。


 第四节　ICM与转喻


 一、概述

隐喻模型、转喻模型
(7)

 在原型理论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根据Lakoff的观点，隐喻是基于从一个ICM向另一个ICM的映射，通过映射限定了两个ICM的关系，而转喻是指在同一个ICM之内表述和理解“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即可用一个部分来认识另一个部分或整体，或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两者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Contiguity；Contiguous），它在范畴识别和理解中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可用表示范畴的pill来指代其中的一个成员birth control pill，也可能会用范畴中的一个成员aspirin来指代整个范畴pain-relieving tablets。

Taylor（1989：124，139）认为转喻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本的意义扩展方式，因为我们首先会通过接触或邻近来认识事体之间的关系。Panther & Radden（1999：1—2）也指出：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at 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henomenon that may be even more fundamental than metaphor … Metonymy is understood as a conceptual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the “target”，is made mentally accessible by means of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the “vehicle”，within the same ICM．（越来越明显地表明：转喻是一种可能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现象。转喻可被理解为一种概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目标体”，在心智上可通过同一个ICM中的另一个概念实体即“转喻体”来理解。）

人们常常可以通过范畴中的典型代表来认识和理解整个范畴，这时转喻起着“以部分代表整体”的认知作用，通过某个认知上显著的、易理解的、代表性的部分来认识整体范畴，这其中也包含ICM的运用问题。因此，在认识和理解范畴的过程中，转喻也是以某一个ICM为基础的，人们常用典型的或特别的成员来“以偏概全”地认识和表达整个范畴。另外，我们也可在ICM的基础之上（如上文所述mother一例）突显某一模型，缺省另一些模型，从而可形成许多不同的用法，这也是一种转喻用法。

转喻也可用激活理论来解释，提起某一部分，就可能会激活起其相关的CM部分或整体ICM（也可用DCM来作出解释，参见第七章）。Taylor（2002：112）指出：当提及一个事体或过程时，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激活，从而在激活与半激活/未激活之间就形成了部分—整体的关系。

从上文的论述可见，转喻一般是发生在同一个概念域或事件域（同一个ICM或DCM）之中的，人们可用这个概念域或事件域中的组成要素互代，或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互代。例如A是一个范畴，B是A的一部分，用B代表A或A代表B就会产生范畴的转喻模型，就会发生原型效应。我们不仅可用其来解释一个静态性事体中的各要素间的关系，还可用来解释一个动态性动作中的各要素间的关系（参见第七章）。


 二、其他转喻模型

范畴的转喻模型类型很多，Lakoff（1987：84）认为：除上述所说的ICM、典型样本、转喻用法（事件动作要素之间的互代，或一个动作要素指代整个事件之外），还有下述五种：

（一）社会常规（Social Stereotype）

转喻模型与社会习俗常规密切相关，它是特定的语言社团在相关的ICM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往往用此来以偏概全地表示整个范畴。如在西方社会中，“母亲”的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就是“惯常为家庭主妇（the stereotype of the mother as housewife）”，这种社会陈规就是转喻的例子，用the housewife-mother这一次范畴来表示整个mother范畴，同时也可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典型的mother，以便能对整体范畴作出快速判断，这种社会常规同样具有原型效应。在西方文化中，housewife mother比non-housewife mother更具有典型性。而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将“母亲”视为“家庭主妇”并不是常规情况，也就不存在这种社会常规用法。

社会常规这一下义概念，被用来代表整个范畴，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文化期望值，如在当今西方社会的例子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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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对一些社会常规概念给予专门的名称，如：Uncle Tom，Jewish Princess，stud等，这些名称表示了人们对一些人物和事体的陈规老套的看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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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语还能起到代表其他范畴的功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是以理解这些常规说法所起的作用为基础的。

社会常规概念与典型成员是有区别的：社会常规说法通常是有意识的、是大众话题、含有一定的文化期望值；而典型成员的使用是无意识的、自动的，不是大众话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并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不含有文化期望值。

这样我们就有了理解范畴的两种模型：原型模型和常规模型，每一种模型都可产生原型效应，但是产生的方式不同。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产生一个复合原型结构（a structure with a composite prototype）。因此在西方社会中，作为mother的最佳样本就可为：a biological mother who is a housewife principally concerned with nurturance，not working at a paid position，and married to the child's father．

（二）理想型（Ideals）

许多范畴的理解是基于一些抽象的、理想的构思，既不是典型，也不是常规型，这也可能形成一种转喻模型，例如：理想的丈夫是一个好的抚养者、忠实、强壮、受尊敬、有吸引力。很显然，这一转喻模型与社会常规也是密切相关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群，对同一范畴会有不同的理想模型。据调查，不少人认为理想的小学生应是：听话、乖巧、学习好、不调皮、爱老师、爱父母、爱劳动，等等。女大学生心中理想的男朋友应具有以下条件：responsible、honest、clever、candid、confident、humourous、strong、rich、careful，等等。

（三）极端代表（Paragons）
(8)



人们还可能通过实际生活中的某领域中极端个别的、或尽善尽美的、或恶劣无比的代表来转喻性地理解整个范畴。典型代表不一定是极端代表，极端代表可是典型的，但也可能不是典型的。例如，美国有打垒球的杰出代表人物：Babe Ruth、Willie Mays、Sandy Koufax等。人们有时就用这些代表的名字构成词语：a regular Babe Ruth、another Willie Mays等。汉语中常说：

［49］他就是21世纪的诸葛亮。

［50］某歌星就是中国的杰克逊。

［51］他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克格勃。

上述三例中就分别运用了诸葛亮作为聪明智慧的极端代表，杰克逊作为流行音乐的极端代表，克格勃作为搞间谍活动的极端代表。

我们的许多行动还可能与一个类型的杰出代表密切相关，人们可能会以他们来作为典范来效仿，如在我国有雷锋等杰出的代表，生活中常听人说：

［52］他简直就是一个活雷锋。

就是用了一个杰出代表来以偏概全地表示整个“善做好事的人”这一范畴。

我们喜欢观看明星影片、全明星球赛，希望知道诺贝尔获奖者的成就和事迹，等等。这些人物在某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往往会使人们把他们在全方位内作为“人”的典范，倘若他们犯了常人所犯的错，人们会受到极大震惊。

（四）生成型（Generators）

可用一些具有生成性的范畴中心成员来以偏概全地理解或代表整个范畴，范畴中其他成员是由这些中心成员和某些规则来定义或生成的。例如自然数：0到9是自然数的中心成员，通过一些诸如加减乘除的运算规则，就可获得整个数字范畴，这些中心成员具有生成性。

（五）突显样本（Salient Examples）

人们也可能会使用熟悉的突显样本来理解整个范畴。突显样本不一定是典型的，而典型样本一般来说总是突显的。例如在美国芝加哥曾坠毁一架DC-10飞机，舆论界将这一事故炒得沸沸扬扬，后来许多人就拒绝乘这种型号的飞机，而选乘其他机型，尽管所选的机型的安全记录还不如DC-10型飞机，这些人就是运用了这架坠毁的DC-10飞机作为突显样本，转喻性地代表整个DC-10飞机范畴。



Lakoff & Johnson强调了隐喻的重要性，将隐喻提升到“我们赖以生存”这一高度来论述，他们于1980年出版的书名就是Metaphors We Live By
 。近来许多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比隐喻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Metonymies We Live By”。

思考题：

1．ICM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它有哪些主要特征？与认知语言学中一些基本概念有什么关系？

2．为什么ICM对于我们理解语义是十分重要的？它可在哪些方面弥补客观主义语义学之不足？试举例说明ICM的解释力。

3．CM与框架理论、脚本理论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4．社会常规是如何固化在我们的知识中，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的？试举例加以说明。

5．试列出你心目中理想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父亲或母亲的特征。

6．试描述下列各图（One cannot perceive the “real world a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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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维特根斯坦（1953），199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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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维特根斯坦（1953），199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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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üller-Lyer Illusion

[image: ]


图（4）

Jackendoff，1985：44



————————————————————


(1)
  分类（Taxonomy）是一种既十分常见，又很特殊的复杂认知模型，也叫分类模型，是人类进行范畴化的基础。人们在对世界进行分类时，就将分类的结果植入进了语言，这也是人类使得经验具有意义的最常见方法。对自然界事体分类有许多方法（Gould：1983），如通俗分类和科学分类，这是人们对于事体有不同认识的结果，也是对客观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批判。


(2)
  违反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依旧可称为“早餐”，如（1）不一定是一日三餐，一日两餐，前一餐仍可称为早餐。（2）如果开夜车一夜没睡觉，然后在天亮时吃的那一餐也可叫“早餐”；（3）早餐的食物没有严格标准。


(3)
  Hurford（1983：99）区别了“原型（prototype）”与“常规（stereotype）”这两个术语，前者指实际的人或事物，后者是一种抽象说明，是典型的属性表；前者是某一范围内的某一特定的人或事物，后者仅表明某一可能的范围；前者可通过直指性（ostensive）的经验而获得，后者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的，往往是通过二手描述获得的。我们可以知道某些事物的“常规”，如：ghost，flying saucer，但不一定熟悉它们的原型。这一区别类似于Langacker区分prototype和schema，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点。


(4)
  有学者认为心智空间与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不同，后者往往范围较广，可包含各种知识（vast array of knowledge），而前者常指为当下语言交际所需的信息。


(5)
  图6.5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看此图只能产生两种结果：要么看到的是一个花瓶，要么看到的是两张脸。我们只能同时看到其中之一，而不可能同时看到两者。

（2）经过较长时间的观看，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发生转换。

（3）图形有特定的形状和结构，而且具有紧凑性和一致性，而背景则缺乏这些特征，因此前者更易被识别和记忆。

（4）图形好像是位于背景之前的，而且背景好像可以在图形之后或多或少地向后延展。

总之，图形在认知中占优势，是最为明显的成分，成为注意的焦点；它通常是形状完整、体积较小（包括面积或体积上较小，时间上较短）、能够移动、结构简单紧凑、更为可及、首先见到的（如果非对称性不明显，也不排除反过来使用的可能性，如未知的、较生疏的、不易预料的）、依赖性较大的事体。而背景相对于图形来说在认知中不占优势，突显程度较低，可作为认知上的参照点；它具有某种可用来描写图形未知方面的已知特征；体积较大（包括面积或体积上较大，时间上较长）、静止的、结构相对复杂、独立性较大的、更易预料的物体。


(6)
  语用学后来发展出“前提取消”的假设，以图来解释这一现象。


(7)
  关于隐喻与转喻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分参见第十七章第11点。


(8)
  Lakoff（1987：87）所用的术语为Paragon，该词的原意为：尽善尽美的、杰出典范。但这一转喻模型还包括极端恶劣的例子。Lakoff书中说：We have institutions like the ten-best and ten-worst list．因此笔者将这种转喻模型译为：极端代表。


第七章

事件域认知模型

本章主要针对Langacker、Talmy、Lakoff、Panther & Thornberg以及Schank & Abelson等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之不足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的分析方法，以作为认知模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ECM不仅符合人们的正常认知规律，兼顾了线性和层级性分析，同时适用于动态和静态场景，可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的成因，以及语义和交际层面中诸多现象，诸如缺省交际、脚本理论、时段分析、间接言语行为、事体命名、词性转换、词义变化、反义同词等。

ECM还可为转喻机制从理论上和应用上作出合理而又明晰的解释，且更为重要的是，为转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体验基础。因此ECM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失为人类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这又为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解释语言须用统一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一节　事件域认知模型提出的理论背景

认知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为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的成因拟构了许多模型，主要有：

（1）Langacker（1991，2002）拟构了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和舞台模型（Stage Model），以此来论述英语的基本句法构造及其变体（参见王寅，2005）。但是，弹子球模型仅是在单一层面上，以线性化的方法图示了力量的传递过程。舞台模型虽涉及的要素较多，包括施事者、受事者、场景等，但分析似乎也较为笼统，而且也没有对这些要素作层级性分析。另外，这两个模型的体验认知基础是什么？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两个模型，而不是一个或更多？Langacker对此语焉不详。而且他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句法构造层面的，并没有将其运用来分析语言的其他层面，这就使得该模型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2）Talmy（1985，1988）的力量动态（Force-Dynamic）模型主要也是用来分析概念结构和语法构造的，其出发点是基于动态性的作用力现象，而忽视了对静态性场景的分析，同时，他的这一模型似乎也没能进一步扩展到分析语言的其他层面。

（3）Lakoff（1987）将动态意象图式详细分成六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形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简称SFH）”，主要包括六类概念结构，又在这六类概念结构的基础上阐释了对应的六种句法构造（参见第五章第四节）。他的分析主要也是针对语言的句法层面，且仅解释了部分句法构造，也没有用来解释语言的其他层面。

（4）计算机科学家Schank & Abelson（1975）提出了“脚本理论”，将其定义为：描写特定情景中事件的恰当程序的结构，常指预先设定的、常规性的动作性程序。该理论主要也是按照线性程序，在单一层面上的分析，且主要针对动态性事件，忽视了静态性场景。

（5）Panther & Thornberg（1999）从言语行为角度分析了动态性事件，他们将一个言语行为视为一个由几个时段（如：前时段、核心时段、后时段）组成的行为场景，这显然也是以线性认识为基础的，而忽视了事件场景中要素之间的层级性，同样也忽视了静态性事体。

可见，以上几种分析理论都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分析是在单一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主要是按照线性序列进行的，忽视了事件内部要素之间的层级性；

（2）分析主要是针对动态性场景和事件，忽视了静态性场景或事体，或对其论述不祥；

（3）分析主要是为了解释句法构造的成因，而没能，或很少将其扩展到语言的其他层面，这似乎与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不符：尝试用几种基本认知方式来概括性地论述语言各层面的诸多现象。

为了弥补上述理论之不足，我们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下文简称ECM）”的认知分析方法，以期能为语言的多层面，诸如词汇化、词法、句法、语义、交际等，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这一研究思路也与认知语言学试图为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出发点完全一致。

ECM的基本思想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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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我们认为，人们常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并将其作为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这完全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人们在对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基于此逐步形成了语言中的种种表达。一个基本事件域EVENT（简称E）主要包括两大核心要素：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
(1)

 。一个行为，包括动态性行为和静态性行为（如存在、处于、判断等），是由很多具体的子行为或子动作（如图中的A1
 ，A2
 … An
 ）构成的。一个事体是由很多个体（如图中的B1
 ，B2
 … Bn
 ）构成的，事体可包括人、事体、工具等实体，也可包括抽象或虚拟的概念（儿童是在对具体事体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掌握抽象和虚拟的概念的）。一个动作或一个事体又可分别带有很多典型的特征性或分类性信息D或C。这样，一个事件域就可能包括若干要素，而不仅仅是施事者、受事者、作用力、场景等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之间还存在层级性关系，如：

在第一层级上：一个事件主要包括动作要素和事体要素；

在第二层级上：这两个要素又包括很多子要素；

在第三层级上：各子要素又各自包括很多典型信息，如特征和分类等信息。

我们也可借用认知语言学的常用术语“域（Domain）”来表示由多要素和多层级构成的包括一定范围的事件，强调事件内部的层级性和复杂性。有时一个事件与另一事件很难作出明显区分，因此图7.1表示事件域的边框用虚线。我们将从不同视角，通过不同的突显心理，对复杂事件域进行分层次剖析，以期能大致了解人类的基本概念结构，并借助这些基本概念结构来解释句法构造的成因，以及语义理解和语用现象。


 第二节　解释基本句法构造的成因

从图7.1可见，儿童在面对眼前世界种种不同场景时，自然会从中概括出事件域中的两大基本要素：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一些典型的概念结构。这两个要素就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两大词类范畴——名词和动词——相对应。

ECM不仅考虑到了动态性事件，而且也兼顾到了静态性场景，因为婴儿出生后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动态性事件，而且还会面对很多静态性场景（他们更多的是一人独自躺在睡床上观看周围的静态场景），两种情况是兼而有之，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就应当兼而有之，不可偏废（详见第四节）。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也是被国外认知语言学家所忽视的一点，成人语言输入在此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认为，婴儿通过体验和认知，逐步建立起一些简单的事件域和以ECM为基础的概念结构，这时成人的语言引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成人的语言也直接参与了婴儿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参与了事件域和概念结构的形成，正是在ECM和母语引导的双重作用下（或准确地说，ECM与母语之间也难以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婴儿慢慢掌握了母语的句法构造。

在ECM中，只要有动作就要涉及动作的发出者，也可能会涉及动作的接受者，根据人们的体验和认知，事件域中的动作和个体之间就必然要建立起一定规律的搭配关系，这些搭配关系就是形成概念结构和母语基本句法构造的认知基础，而我们就可以依据ECM中的动作与事体的各种主要搭配关系来描写语言的基本句法构造：

（1）如仅有一个事体参与当前事件，而且这个事体就是动作的发出者，再加上成人的语言引导，就逐步形成了不及物动词的句式，如“妈妈抱抱”、“我饿”、“球滚”等。

（2）如有两个事体参与，可能是两个施事者，则会形成“并列主语＋不及物动词”的句式构造，如“我和妈妈玩”。但在多数场合下更可能是一个施事，一个受动，这就形成了及物动词的基本句式，如“妈妈抱我”、“我要玩具”等。我们认为表达静态性事物的存在以及空间位置关系也是基于其上形成的，且静态性方位句也是婴儿较早习得的句式，如“球在床下”、“房里有床”、“墙上有画”等。

（3）如有三个事体参与，可有多种情况：如两个施事者和一个受事者，就会产生并列主语，另一个为宾语；如果是一个施事和两个受事，就会出现并列宾语。也可能会出现双宾语构造的情况，一个作间接宾语（主要是人），另一个作直接宾语（主要是物），如“妈妈给我玩具”。作何种情况处理取决于场景中动作与事体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相对应的概念结构。静态性场景也可能会有三个事体参与，如“球
 在桌子
 和沙发
 之间”。

（4）在很多场景中，儿童自然会观察到一个事体作为施事者（一般对应于主语），发出一个力（一般对应于谓语动词），作用到一个人或事物上（一般对应于宾语），然后该人或物会在这个力的作用下做出某种反应，因而就获得了类似于Langacker弹子球模型的概念结构，反应在句法表达上就自然形成了下一句法构造：主语＋谓语＋宾语＋宾语补足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图7.1实际上已经包括了Langacker的舞台模型，因为一个事件域就相当于一个观察者所面对的视野中内容，ECM对列述的内容比舞台模型更为深入和细致，且体现出各要素的层次性。对动态性事件，特别是力量传递型的动态事件，Langacker（1991：283）设计了动作链模型（又叫弹子球模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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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我们（2003）为了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简化了Langacker的动作链图形，将其改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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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该图可解释为：具有施动性的弹子球（或物体）A在运动过程中将其力量传递给了弹子球（或物体）B。B在这个力量的作用下，可能会静止不动，从表面上看没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会在这个力量的作用下开始移动。图7.3后面用虚线表示B可能移动，也可能不动。我们（2003）还基于这一模型演绎了Langacker的研究思路，大致解释了英语基本句型的成因。

图7.1虽然没有明确画出这种动态力量传递模型，但通过ECM中的动作A和两个事体B，以及经验推测，我们尚能体会出这种动态性传递，它可通过图7.1中右下方的C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当B受到动作A的作用，B就可能移动，这一移动可通过B的一个特征C（在这里是动作的结果）来反映。

（5）随着婴儿认知能力的增加，会在ECM中发现更多的要素，对其分析更细，概念结构逐步丰富起来，表达也更为丰富和入微，如事件有发生地点和时间，在成人语言引导下就学会用语言学家所说的“状语”或其他方法来表达。他们还会慢慢觉察到动作发生时的各种状态、方式、类型等变化，这就在句法上出现了修饰谓语动词的成分或动词的屈折变化形式。这就是图7.1中A下的各种D的含义。

（6）他们还会发现各类事体之间的同和异，这些事体会具有各类性质或状态，在成人语言的引导下就学会了修饰名词性事体的成分，在句法结构中就出现了语言学家所说的“定语”这一类的成分，这用图7.1中B下的各种C表示。

（7）认知语言学接受和发展了认知心理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Taylor，1989；Lakoff，1987），认为儿童先是获得一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然后通过这个中心成员不断向外扩展，形成了一个辐射性范畴。原型范畴理论同样适用于ECM。事件域中的概念成分具有较高的典型性，而且所形成的句式也具有原型性。然后儿童会运用隐喻和/或转喻逐步扩展这些典型句式，这就出现了语言中各种丰富的表达形式。

这些基本句型似乎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而且根据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L & J，1999）和上述ECM的分析，概念结构和句式构造都主要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来源于实践和成人语言的引导，要说语言具有普遍性，这才是语言所具有的普遍性，因此语言普遍性的根源在于体验。



从以上分析可见，Langacker弹子球模型实际上仅叙述了事件域模型中动作方式之一：动作链的力量传递，视角主要落在图7.1左边的Action上，仅表示了事件域中的一种情形和部分内容。Talmy的力量动态模型，Schank & Abelson的脚本理论，Panther & Thornberg的时段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Lakoff仅论述了动态意象图式，而忽视了其他图式。而图7.1所示的ECM则可弥补其不足，且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第三节　兼顾线性与层级分析

ECM基本包含了上述学者所论述的主要观点，以及Lakoff的部分观点，它也可用来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的成因，而且在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还突出了事件内部要素的层级性，这可弥补在单层面上作线性分析之不足。

我们知道，句法成分有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之分，一般来说前者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亦有学者将宾语视作次要成分）或表语，后者主要包括定语、状语、补语等。ECM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上的要素为事件域中的基本要素，是婴儿首先感知的对象，因此它们常充当句法中的主要成分。ECM第三层级上的D和C信息主要是依附于对应的A和B上的，多为次要信息，它们常充当句法中的次要成分。

ECM的层级观还可用来解释上下义现象，如转喻、词义变化等（参见下文第九节），笔者尝试用该模型为词义变化的多种情况作出统一的解释，这里主要运用了跨层次分析方法。

因此，ECM的层级性分析是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之一，不仅可用来区分主要句法成分和次要句法成分，而且还可用来解释许多其他语言现象，而其他模型似乎并没有作此考虑。


 第四节　兼顾动态与静态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几位认知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主要对动态性事件及其概念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分析，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动态性行为往往是显而易见的，能直接产生一定的后果，动态性行为相对于静态背景（Ground）来说是突显的图形（Figure），必然能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力，不可否认，这类行为对概念结构的形成有基础性作用。但在研究动态性概念时也不可忽视对静态性场景和概念的分析。

ECM认为：谈到场景，不一定像有些认知语言学家所坚持的那样，将注意力仅聚焦于动态性的行为，他们的这一观点常被人们误认为只有动态性行为才能产生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其实这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婴儿出生后还会接触到很多静态性场景，如眼前所存在的静态事物，躺在摇篮中观察周围物体在空间所处的各种相对位置关系，等等，这些也是形成介词概念结构的认知基础。因此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儿童都会从中概括出上述两个基本要素。ECM中的Action则包括了动态性和静态性概念，可望弥补忽视静态性场景之不足。

人们在认识静态场景中的事体时，也会涉及诸如感知、视角、观察、认知等心智性“行为”，命名时也必然要涉及人的主观识解因素，用ECM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在图7.1中从Action看Being。如在给事物命名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们的观察角度等因素。同是一个“地瓜”，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这实际上反映了观察者不同的观察角度以及对其不同特征（C1
 … Cn
 ）的识解（参见第八章第四节第三点）。这个例子也可很好地说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现实经过人类的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形成概念和意义，然后用语言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依据某一个特征来命名，就会掩盖其他特征，只选择其中一个特征来作为这个事体的名称，这也就产生了以部分表示整体的用法，在命名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以偏代全”的转喻现象。

这一分析方法也与人们常用范畴中典型代表来认识和理解整个范畴的认知方式相一致，大多是以“部分代表整体”为认知机制的。人们往往是通过认知某个显著的、易理解的、代表性的部分来理解整体范畴，以一个突显的C来认识或指称整个Being。


 第五节　缺省信息与转喻机制

人们在正常言语交际中，不可能将所有信息都和盘托出，言语所表达的信息总归要少于其对应的实际情景所包含的信息，缺省信息在现实交际中在所难免。我们不妨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实际场景信息＝言语信息＋缺省信息

词语名称与实际事物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的转喻关系（参见第四节），而且语句表达与实际场景之间也存在部分与整体的转喻关系，对实际场景的理解总是需要在言语信息之上添加若干缺省信息才能获得对实际场景较为全面的理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Husserl）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Heidegger）都曾认为语篇意义应是言外的背景知识和言内的语篇信息的结合（参见Cook，1994：53）。美国社会学家Garfinkel（1967）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民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理论，用其来分析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在分析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自然语言和实践活动具有无穷的“索引性（Indexity）”，一项表达或行为的意义必须诉诸其他表达或行为的意义才可被理解。日常谈话须依赖无穷尽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任何一个表面上孤立的“表达”或“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一条“无穷无尽”的“索引链”上的一环，是“一艘无底的船（a boat without bottom）”，这些未被提及的知识往往是难以补全的，是一项“难以完成的”，或者说“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工作，因此索引性是“永无尽头的”（杨善华，1999：60）。Garfinkel曾让学生尽可能记录下日常谈话中那些使谈话得以进行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发现日常对话中需要大量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对方所讲的内容，这与认知语言学的意义理解百科观是一致的。

ECM也可对转喻机制作出清晰明了的认知解释。一个事件可包含很多行为要素和事体要素，我们仅用其中一个要素和部分要素就可表达整个事件。人们可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需要，基于不同层次来认识一个整体事件，此时就得依靠缺省信息手段，运用事件中的部分信息，或借用相关要素来表示某一整体事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以部分代表整体的转喻在起作用，因此缺省信息与转喻机制有着共同的认知基础，图7.1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而又明了的转喻理解模式。如在“去饭店吃饭”这个事件域E中，可能会包括多个动作，如乘交通工具或步行去饭店、到达饭店、由服务小姐引导入座、看菜谱点菜、喝茶饮酒吃饭、掏钱付款买单、若有剩菜要求打包、离开饭店回家等。在这个事件域E中还会涉及多个事体，如主人、客人、服务员、司机、老板和/或老板娘、厨师等。根据人们的常规体验和认知，动作与个体之间存在规律性的结合，构成一系列BA1
 B＋BA2
 B … BAn
 B搭配，它已成为我们头脑中的框架知识，如司机开车、厨师烧菜、服务员端菜、主人付款、老板敬酒、食客付款等。我们可用这一动作链中的某一环节或事件中某一个别事体，而缺省其他相关要素来指称整个事件，例如，可用“司机开车去饭店”这个起始环节来指称“去饭店吃饭”整个事件，可用“在饭店吃饭”这个中心环节来指称整个事件，也可用“刚从饭店回来”这个终结环节来指称整个事件。我们还可用整个动作链中的其他子动作来指称整个事件，如“今天那个厨师做的菜真不错”、“饭店老板又来敬酒了”、“今天他没让我付款”等，来表示“去饭店吃饭”这个事件。有时甚至可不用言语来表示：

［1］A：你干吗去了？

B：（指了指打包拿回来的菜）

这时B仅用事件域中的一个相关事体B（打包的菜）来表示整个事件。

又比如“倒垃圾”这个事件，它也包括了一连串的动作和事体，人们可仅提及这一整体事件中的某一个体或某一动作来喻指整体事件，如：

［2］John，garbage．

［3］John，you will take out the garbage．

例［2］仅提及整个事件中的一个事体要素，以此来喻指整个事件“倒垃圾”。例［3］仅表述了整个事件中一个子动作来替代了整个事件。


 第六节　间接言语行为

根据上节所述，ECM也可用来很好地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现象，因为人们可用事件域中的某一子动作A1
 来表示另一子动作A2
 ，或表示整体行动Action，或整个事件域E，这就等于用一个言语行为来表达了另一个言语行为，因此该模型也可为间接言语行为作出清晰而又合理的解释。如Schank & Abelson（1977）所述“乘车去某处”脚本，也可视为一个事件域，它主要包含如下一系列子动作和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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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去某处”是一个整体事件域E，可突显其中某一子动作来喻指整个事件，如：

［5］A：你是如何来的？

B1
 ：我有辆车。

B2
 ：我上了车。

B3
 ：我是开车来的。

B4
 ：（指着停在不远处的车）我刚从那辆车上下来。

B的四种不同回答实际上突显了整个事件域E中不同阶段的动作A或BAB，它们分别用不同的子动作来表示整个事件“乘车去某处”，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来看，当属一种间接言语行为。

Panther & Thornberg（1999：335）也曾运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言语行为，他们将一个言语行为视为一个行为场景（Action Scenario），它是由几个时段或细节子动作构成的，例如指令性言语行为场景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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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的分析与Panther & Thornberg的三时段分析法是基本相通的，现对比画成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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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如上节例［3］中仅用整个事件中一个子动作（把垃圾拿出去）来替代了整个事件（倒垃圾），这也是用一个言语行为代替了另一个言语行为的现象。


 第七节　词性转换

由于ECM强调了事件行为的转喻性，要素的层级性，这就能很好地解释词性转换（Conversion）。例如在“钓鱼”这个事件域E中，可包括一系列子动作A或BAB（如准备工具、出发、找垂钓地点、撒鱼饵、放钓钩、鱼上钩、起竿等），还包括相关事体B（如钓鱼人、河流、池塘、鱼、鱼饵、鱼钩等）。我们既可用某个动作A来表示整个事件域E，如“放钓钩”来指整个事件域E“钓鱼”，即用图7.1中第二层次的A来表示事件域E；还可用图7.1中右边的个别事体B，如“鱼”、“鱼钩”等来表示整个事件域E，因此在英语中就有了将名词fish、hook用作动词的现象：to fish、to hook。在汉语中“钩”、“网”原来都是用来捕鱼的工具，是名词，但它们也可用来喻指整个捕鱼这一事件域，我们可以说“钩鱼”、“网鱼”，这就使得它们的词性发生了转化，变成了动词。正因有了一个ECM，我们便可用转喻机制对词类转化作出认知解释。


 第八节　转喻的体验基础

体验哲学认为转喻最终是基于身体经验之上形成的，但并未提供一个统一的体验认知解释。笔者认为转喻主要是基于对各种“事件域”体验和认知之上形成的：人们在对事件域中各行为要素和/或事体要素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知识块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交错牵涉，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其他部位或全身，在思维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转喻现象。

我们知道，人们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有识解事体的认知能力，可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需要，基于不同层次来认识一个整体事件，因此转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

从以上分析可见，言语表达相对于整个场景信息来说，不可避免地具有转喻性质，难怪当代很多学者认为转喻比隐喻更为重要，也更为普遍，我们完全可以说“转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Metonymies We Live By）”。


 第九节　词义变化方式

在词汇学中，论述词义变化时往往根据词义引申变化后的结果将词义引申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词义扩展；

（2）词义缩小；

（3）词义贬降；

（4）词义扬升；

（5）词义转移。

其实这五种词义变化现象都可用ECM和转喻机制作出统一解释。


 一、词义扩大

词义扩大指词所引申出来的意义比它的原义所表示的范围大，后来该词常用来表示范围较大的意义，如英语中的“manuscript”原义仅指“手写的稿件”，而现在可指“任何底稿”，包括打字机打成的稿子。“salary”原指“salt money（盐饷）”，而现用来泛指“薪金”。

汉语中的“河”，原指“黄河”；“江”，原指“长江”，现用来指“一切河流”。“一切河流”与“黄河”、“长江”之间存在一个上下义关系，它们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词义扩大”实际上就是词义从表示下层概念转变为表示上层概念，从表示部分概念变为表示整体概念，从图7.1右边可见，即用下层的B来表示上层的Being，人们认知事体的范围变大，认知的视角上移。


 二、词义缩小

词义缩小指词所引申出来的意义比它的原义所表示的范围小，后来该词常用来指范围较小的意义，如英语中的“corpse”原指“人体”或“动物体”，无论其死活，而现在专指“尸体”，通常指“人的尸体”。“deer”原指“一切野兽”，现在仅指“鹿”。

汉语中“金”的本义泛指一切金属，而后来这个词专门用来表示“黄金”。“瓦”的本义是“陶器”，后仅用来表示“用陶土烧成的覆盖在房屋上的建筑材料”。古汉语中的“寡”兼有“鳏（老而无妻曰鳏）”和“寡（老而无夫曰寡）”二义。现“寡”字仅用来表示后者，也就是词义范围缩小了，是一种“用整体表示部分”的现象。

可见，原来的上义用法转变为下义用法，整体转移用来表示局部，即用Being来表示B，人们认知事体的范围变狭，认知的视角下移。

现将上述两种词义变化现象在图7.1的基础上增加两个带箭头的竖线，向上箭头竖线表示词义范围的扩大，向下箭头的竖线表示词义范围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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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三、词义扬升

词义扬升指原来含有“贬义”或“中性”的词扬升为“褒义”的词，例如：minister从原来的“仆人”扬升为“部长”。comrade由“同屋”扬升为“同志”。

古汉语中的“置”有“搁置”和“弃置”二义，搁置还可引申为设立，现在多用其积极意义的“设立”，参见下文分析。


 四、词义贬降

词义贬降指词义转坏，从原来的“褒义”或“中性”降为“贬义”，如英语中的“silly”从“快乐的”贬降为“糊涂的”，“vulgar”从“普通的、一般的”贬降为“粗俗的”。

在古汉语中“臭”本义是“气味”，香气秽气都可指，为中性含义，如《易经》中有“其臭如兰”的说法。据资料记载自战国之后，“臭”就逐步用来表示“秽气”了，词义发生了贬降现象，参见下文分析。


 五、词义转移

词义转移指词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另一个方向发生的变化。可能有两种情况：

（1）如果是在同一个语义域中，也就是一个整体之中，可视为是转喻；

（2）如发生于两个语义域中，也就是两个整体或两个概念之间，可视为隐喻。

例如“脚”本义是指“小腿”，后来所指范围向下延伸用来指踝骨以下的部分“足”。如果以“腿”为出发点，则“小腿”和“足”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则可视为转喻。如果将“小腿”和“足”视为两个部分，则这种词义的引申可视为隐喻性的引申。

又例“走”本义为速度较快的“跑”，在《释名·释姿容》中：“徐行曰步，疾步曰趋，疾趋曰走。”后引申来指慢慢步行。我们如果从“运动”这个语义域出发，“走”和“跑”都是它的下义词（即图7.1中Action可包括A1
 和A2
 ），从“快走”到“慢行”的词义变化则可视为转喻，在一个整体中用一个部分来代替另外一个部分，而且两个动作具有连续性。如果将“走”与“跑”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词义变化被视为隐喻也未尝不可。可见，隐喻和转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第十节　反义同词现象

ECM还可用来解释语言中的反义同词（又叫：一词两反义Ambivalent Word）现象。英语和汉语都存在这种现象，如英语中的overlook（检查，监督；看漏、忽视）、fireman（烧火工人；消防队员）、sanction（批准，授权，支持；制裁，禁止船出入港口）等。其实从认知角度来看，一个词中两个相反的意义之间还是紧密相关的，如overlook是由“over＋look”构成的，“在上面看”就有两种可能：

（1）居高临下就可能看得全面，不免带有“权威”之义，因而就有了“检查、监督”之义；

（2）因居高而不能靠近，不能靠近看也就不一定能看清楚，距离感产生模糊感，有些地方不免会被看漏，也就产生了“忽视”之义。

汉语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训诂学中素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名”的说法。据王宁（1996：122）统计，汉语中有近百个这样的词，如“乱”有“治”和“乱”的意思；“徂”有“存”与“逝”二义；“藐”有“广”和“小”的意思；“特”有“独特”、“无偶”的意思，又有“配偶”的意思；“乞”既有“给予”的意思，又有“要求”的意思；“副”有“分”与“合”二义；“被”有“覆盖”与“显露”二义；“肆”既为“故”，又为“今”；“韧”既有“柔韧”之义，也有“坚韧”之义；……

第九节在分析词义变化时述及到词义扬升和词义贬降两种现象，一个词义从贬义扬升为褒义，或从褒义贬降为贬义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往往会经过一个两者共存的阶段（Sweetser，1990：9；Langacker，参见Rice，1996：141），这就是说，这些词在某个阶段经过了一个褒贬二义共存的阶段，说明了一词具有两反义还不是一种个别现象。

上述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行为过程或事体的两个方面，即图7.1左下的D1
 与Dn
 ，或右下的C1
 与Cn
 ，语言中存在这种反义同词的现象正可用ECM来作出合理的认知解释。我们知道，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同一个事件可包括某些相对固定的要素（包括行为和事体），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能构成一个整体事件域E，其中各要素互为依存，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如一个动作会有始末关系、因果关系、施受关系，如果用一个字词来表示这种对立关系时，就产生了一词两反义的现象。


 一、始末关系

英语中fireman的意思可为“烧火工人”，也可为“消防队员”，因为这两种人都是与火打交道的，是处理“火”这个动作的“始”与“末”两个端点，同用一个词来表示这两种概念也就有了认知基础。

古汉语的“在”有“始”、“终”二义。如在《尔雅》中“在”就被同时解释成相反的两个意思：一为“在，存也”；一为“在，终也”。我们知道：在者存，终者亡，两个意思差别极大，涉及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两者似乎难以同日而语。但仔细想来，两者也是处于一个连续动作链上的，事物从存在到终结是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视为从A1
 到An
 的过程。无独有偶，汉语中还有一个词“徂”，也兼有“开始、存在”与“逝、过去”二义。从认知角度来说，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正是从上位的生命过程角度看的，而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至于现在人们只用“在”表示“存在”而舍弃“终”的意思，也是一种词义缩小的变化，满足了表达精确的需要。


 二、因果关系

这种关系究其原委，也是一个动作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因为做了某事A1
 ，就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A2
 ，这也是一种始末相对的延伸。如古汉语中的“乱”，原来写作“亂”，指左手拿着一团乱丝，右手拿着一种工具对其进行整理，因而就有了“紊乱”和“治理”两个意思，因其乱而产生加工的动作“整理”、“治理”，两个意思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又例如，“废”有“废弃、停止”和“设置”两个相反的意思，其实这两个意思也是顺着一条思路下来的：废弃、停止的结果就是使那个被废弃的东西放在一定的位置，由此而引申出“设置”的意思（赵振铎，2003：218）。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废弃”是原因，其结果就是将其置于一定的位置，因而就有了“设置”的意思。


 三、施受关系

同一个动作过程可系有两头，一头系着动作的发出者，即施事者，另一头则系着动作的接受者，即受事者，即图7.1中的BAB关系。施事者和受事者虽处于两者对立状态，但他们又为同一个动作所系联，处于一个统一的过程之中，这也就难怪古汉语中常用一个词来表示施受两义，在训诂学中又常叫“施受同辞”。如“受”字的古字形体（[image: ]
 ）为上下两手共持一个盛物的器皿，表示一手授予另一手。对于付出者来说就是给予，对于接受者来说就是获得，因此在古汉语中“受”兼有“授予”和“接受”二义。后来将表示前一个意思的“受”加了一个提手旁写成了“授”字，专表“给予”，而“受”只表“接受”。正如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所说：“受授本无区别，加手作‘授’，乃造字时恐其惑而为之别白耳。然则施受同辞，盖犹初民之遗习欤！”

又例“贾”兼有“买”和“卖”施受二义。因为交易过程必定要涉及买卖双方，因此“贾”也就用于指这两个意义。“贷”表示“借”，也包括施受两个方面，如《玉篇》：“贷，以物与人更还主也。”在这里“贷”的意思是“借出”。《文工》“尽其家贷於公有司以继之。”这里的“贷”表示“借入”。“赋”在古代可表示“收税”和“发给”两个相反的意思，前者表示“入”，后者表示“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常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保”在先秦两汉时期有“保护”和“受保护、依靠”两个相反的意思。

这里也涉及一个视点问题，从一方来说是“授”、“卖”，对于另一方来说就是“受”、“买”。英语中的sanction既有“批准、支持”的意思，又有“禁止、制裁”的意思，对于一方来说是“同意”，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则可能是“禁止”。


 四、美恶同辞

顺着“始末”、“施受”这一思路继续延伸下去，我们也就能很好地理解同一个词为什么会兼有美恶两性质相反的意思了。“美”与“丑”、“好”与“坏”、“吉”与“凶”等，在古汉语中可分别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这在汉语中叫做“美恶同辞”现象。

同一事物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感觉，一件事情对于甲方来说是受益的，对于乙方来说就可能是受损的（如上文分析的sanction）。不同人对同一个事体从不同角度会作出不同判断，就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美的、褒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丑的、贬的，因此它们之所以能共存一词，正体现出古人对“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理解。这两种相反的性质就好像处于一个性质连续体的两端，难怪国外有些语言学家就将这类反义词称为分级反义词（Gradable Antonym；Graded Antonym；Contrary Term；Polar Opposition），因为在其中间可分出很多等级。

古汉语中“毒”通常被认为对生物体有害，但是古代药味浓烈难饮也叫做“毒”，如《说文解字》：“毒，厚也。”

“祥”也有“吉凶”二义。“祥者，善恶之征。”就是说“祥”这个字既可表示“好”的兆头，也可表示“坏”的兆头。而在现代汉语中仅表示前者。

“诱”既有“引导”之义（如《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又有“迷惑”之义（如《荀子》：“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於其志义者也。”其中“诱其名”意为：搬弄名辞以迷惑人）。

“诬”在古代不论好话坏话，只要说过了头都叫“诬”，因此这个字也是兼有美恶两个方面，这可真是“毁誉兼而有之”。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　英语和汉语都有很多正反义连用的词组和成语，如：up and down、east and west、good or bad …；大小、长短、高低
(2)

 ，还可构成四字结构，如：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好好坏坏……　人们在谈到某个事体的某一特征时经常会想到它的对立面，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的两头就可能连接着正反两个性质，即图7.1右下方的C1
 与Cn
 性质相反。正如苏新春（1995：199）所说：

总是喜欢在这样一对矛盾的词素身上看到它们相辅相成，统一和谐的一面，在表述一件事物一个观念，描绘一种状态一个动作，都喜欢顾及矛盾的两端，从中进行总体概括。


 第十一节　结语

本章针对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所提出的有关理论框架之不足，提出了ECM的认知分析方法，既可用来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的成因，可兼顾线性和层级分析，更适用于动态和静态场景；还可用来分析语义和交际中许多现象，如：缺省交际、脚本理论、时段分析、间接言语行为、事体命名、词性转换、词义变化、反义同词等。我们认为，ECM作为一种更概括、更适用的认知模型也适用于句法、语篇、语用等层面的分析，这还有待于同仁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章还运用ECM从认知角度为转喻机制作出了一个既合理而又清晰的解释，运用该机制解释了语言中的许多现象，还为转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事件域体验基础。

认知语言学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用少数几种认知方式来为语言各层面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式，从本章论述可见，ECM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它不失为人类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正可完善认知语言学所追求的目标，为用统一的解释模式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思考题：

1．ECM相对于其他有关认知模型有哪些优势，它除了可用来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的成因之外，还具有哪些解释力？ECM存在哪些不足之处，是否有弥补方法？

2．试对婴儿语言习得情况作深入调查，分析他们首先习得了哪些词语和句型，然后能否从认知角度解释这些词语和句型的成因。

3．试述Lakoff的形式空间化假设（SFH）的具体内容，并将其与ECM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各自的优缺点。

4．试从体验哲学（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角度分析转喻机制的性质。我们能不能说“Metonymies We Live By”，为什么？

5．进一步收集英语和汉语中的同词反义现象，并尝试运用ECM来对其进行分析。若有解释不通之处，是否可另设思路作出合理解释？

6．“去餐馆吃饭”事件域可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人们如何运用转喻来表述整个事件的？试写出“去医院”事件域所包含的主要动作和事体要素，并去医院收集相关语料作深入分析。



————————————————————


(1)
  ECM框架内的术语，相当于其他场合下的Thing（事体），参见第2页脚注。


(2)
  根据谭达人（1989）汉语中约有371个反义复合词，诸如：大小、粗细、长短、高低、远近、早晚、迟早、始终、轻重、是非、方圆、死活、利害、文武等。


第八章

认知语义学

语言的意义与语音、语法相比，显得更为复杂，难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语义，既神秘难测，又令人向往；既令人讨厌，又不可不研究
(1)

 。

语义研究，不但涉及语言学，还涉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逻辑学、数理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还与人类的百科知识息息相关。它处于各种矛盾的思潮和各类学科的汇合处，成为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焦点，从而出现“人言人殊，观点众多，理论辈出，学派林立”的现象。在语义学这个大家族之中，成员如此之多，观点如此之众，确实说明了语义研究自有其迷人之处，也揭示出其间深刻的内在矛盾，更反映出人们对语义研究的关切，当然也暴露语义理论仍不成熟的缺点，本章将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语义研究的历史。


 第一节　语义研究简史

综观西方语义学理论，在研究语义学时总先要给“意义”下一个定义，这一问题貌似简单，而真正要加以确切表述，实在让人感到棘手，因为，对“意义”加以界定往往要涉及意义的本质，或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常常预示着一种语义理论。难怪有学者认为“意义的定义”似乎只有等把语义理论解释清楚之后，才能有较为确切的答案。

目前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意义”曾作出过多种界定，如：有将语义与所指对象联系起来（指称论或命名说）；有与人们头脑中产生的意念联系起来（意念论或观念论）；有与命题的真值联系起来（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等）；有与语言的实际用法，或与语句所起到的功能联系起来的（用法论、功用论）；有与言语交际时的社会情景联系起来的（语境论）；有与受话者的反应（刺激—反应）联系起来的（反应论），有与言语行为及其所引起的效果联系起来的（言语行为论），有与发话者的意向和所欲达到的目的联系起来的（意向论），还有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概念化、认知过程、推理能力联系起来的（认知论），另外还有诸如：成分论、替代论、关系论、现象学语义观、存在主义语义观、解释学语义观、多元论等。细细列来，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意义观各有见解，都反映了意义的某一或某些特点，但这些观点各有不足，互有补充，在不断地相互启发、批判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加深我们对语义理论的认识（详见王寅：1993，2001）。

指称论对于说明专名、通名以及作为名称使用的词组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对于人类初民来说，语言主要是为了指称外物或有关动作的，或者说，语言为了满足初民生存需要，在大范围内将个体组织成更有生存力的群体，必须借助具有指称意义的手势或声音来表达简单思想，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的不断进化，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语言，这也可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得到佐证。但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思维的不断复杂化，认识程度也逐渐加深，语言就不再仅是为了指称客观世界中的具体物体或动作，其他概念（特别是抽象概念）逐步形成，指称论的解释力也就大受限制，常常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难以说明形容词、动词、介词、连接词等词语的意义，如good、think、beyond、and、if有意义，但很难在客观世界中找到相应的所指对象。

（2）即使是有些名词，如ghost、dragon、unicorn，也没有现实指称，仅存在于虚幻思维之中。

（3）一个词可能会指称多个对象（因语境不同），多个词又可能会指称同一对象，如汉语中表示向日葵、地瓜有很多说法，英语中的morning star和evening star同指一物。

（4）名称意义与所指对象不能视为等同，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本“书”，不可能等同于拿着“书的意义”。



观念论是在批判指称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参见第三节第一条），19世纪末Frege明确批判了指称论的缺陷，严格区分了Sense和Reference，从而正式确定了“观念论”在语义研究中的地位，认为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物不能直接发生联系，而是通过“观念”这一中介环节来指称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正是有了这个中介，才可能将语言符号与客观外物连接起来，这一观点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义研究的认识，难怪学者们将其视为“现代语义理论”的基础，成为日后分析哲学语义研究的新出发点。但这一观点也有不足之处：

（1）人们在用一个词语（特别是专有名词）指称某特定事物时，头脑中不一定反映出它所包含的观念，仅只是执行了一个简单的“指称行为”。

（2）什么是“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虚幻莫测的东西，又何以用来界定意义？艾伦（Allan，1986：88）曾举例说，若用观念论来解释“fishing”，那么人想到暴风雨中颠簸在浪尖上的小船中的打鱼人，还是用网捕捞的小姑娘？是用绳索，是用飞标，还是放鹰捕捉？究竟哪个观念能来解释“fishing”的意义？

（3）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基础是什么，与人们的生存、实践有什么关系？观念论者并没有对其作出详细解释。

（4）Frege所说的“Sense”旨在强调作为确认指称关系的一种途径，并认为指称关系是客观的、公开的、独立于人们心智的，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因而认知语言学家将其划归为“客观主义”，并对之作出了严厉批判。



证实论、真值论也是基于客观主义理论之上提出的，虽能解释部分语义现象，但也存在很多致命弱点：

（1）很多有意义的命题不可能被直接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如“I think I dreamt that my toothbrush was dancing with Linda Ronstadt．”（Allan，1986，I：80）何以能找到该句可观察得到的、能被证实的真实情况？但人们都知道这个句子是有意义的。又比如疑问句的真值条件该如何描写？

（2）人们对全称命题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证实在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们不能从有限证明无限，能满足“普遍有效性”的经验事实必须囊括从过去到未来的或穷尽数量的事实，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3）真值条件也不总能与意义画等号，而且有意义的句子并不总有真值条件。我们能够理解某个句子的意义，但不一定能说出它的真值条件来。

（4）人们一般是根据语句意义来理解真值条件的，而不是通过真值条件来获得语句的意义，这种关系的颠倒使得这种理论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5）对于某一意义来说，哪个是必要条件，常常很难说清楚，如zebra可包括以下主要特征：动物、四条腿、有花纹、食草……哪个算必要条件？（Saeed，1997：35）　要列出多少条件才算列全，构成一组充分条件？

（6）祈使句、感叹句有无真值？如果我们找不到能证实它们的真实情况，即无真值，可我们都知道它们是有意义的！



意义之难，确实令人有“难似上青天”的感觉，忽而清楚又忽而糊涂，真可谓“惟恍惟惚，惚兮恍兮”，甚至同一个人还会不断提出不同的想法，例如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几次修改自己的意义观。他曾提出过“图画论”、“游戏论”、“功用论”，后来又认为日常语言中相当数量的语句目的不在于求出意义的真假，不是用来指称事物、描述状态的，也不是什么精神实体，语句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功用
(2)

 。这一观点也同样存在缺陷：

（1）一个词在被使用之前就存在意义，或者说，当我们不用某个词时，它就没有意义吗？

（2）在说“杀人武器”时的意义难道会等于使用杀人武器？可见，意义和使用还是有区别的。

（3）在语言运用中我们常有知道词句的意义而不知其用法的情况，或会用某词句而不知其义的情况。



被誉称为心理学界第一次革命的行为论，主张心理学应研究可观察得到的有机体对刺激的反应或行为，并认为可用此理论来解释意义。行为论者既反对指称论的唯对象主义，又反对观念论的唯心理主义，认为词语的意义在别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只能凭借可观察得到的动作而得知，词语的意义就是对其有条件的反应。Bloomfield还把词语的意义视为一种刺激—反应的过程。但问题是：

（1）我们理解语句的意义难道非得去亲自经历不可？我们知道，不经历“刺激—反应”的过程也同样能理解意义。

（2）意义不可能等同于受话人的反应，因为同一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人对同一话语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反应，如上述所举的“杀人武器”，军人、武器商、受害者、爱好和平的人们等对其反应会大不相同。

（3）人们可能会对不同的词句产生相同的反应。

（4）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听了某个话语后并无明显可见的行为反应。

（5）行为论也犯了像真值论一样颠倒顺序的错误，人们多是根据词句的意义才做出反应的，而不是相反。

Austin、Searle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本身就是在实施某种言语行为，人们借助语言表达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话语（Utterance）的意义就等于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意义。但这一理论也面临着以下的质问：

（1）“言”与“行”明显是两回事，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岂能等同视之。虽说是有些话语具有实施某种言语行为的作用，但两者毕竟不同。

（2）同一“言”可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行”，“言行不一”也会时常发生，嘴上说的和行动上做的能一样吗？生活中还常出现有言无行、有行无言、先言后行、先行后言、一言多行、一行多言等情况。

（3）将行为本身视为意义仅注意到了内在的意义如何外化的问题，而忽视了人类行为对于意义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正是理论研究中的大忌。可见用言语行为来解释意义也是不足可取的。这一缺陷正可由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得到纠正。



意向论仅从讲话者的意向这一角度来论述语句的意义，这也是不全面的：

（1）片面夸大了心理因素或意识活动对语符意义的影响，这显然也有“削足适履”之嫌。

（2）难道所有语句都有意向？

（3）意向就像观念一样，本身就是虚幻莫测、难以确定的，又何以能用来说明意义？



至于替换论，则是从传统语言学中同义解释角度来论述意义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1）人们普遍认为在语言运用中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句和话语，这就使得“替换论”失去了理论基础。

（2）即使替代后句义相同，相互替代的词语并不等义，有时甚至会具有反义，例如：

［1］我们打败了美国队。

［2］我们打赢了美国队。

具有汉语知识的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句子的意义是相同的，但“败”与“赢”却是一对反义词。又例：汉语中的“生前”和“死前”是同义的，难道说“生”能等于“死”吗？由此可见，“替代论”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行。



语义成分论也是客观主义语义学的产物，也受到当今认知语言学家的严厉批判（参见第三章第二节）。



乔姆斯基（1995）认为在意义问题上存在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指称论、观念论、真值论等语义观属于外在论，无法彻底解释语义现象。乔氏一方面把语言看成是人脑的一种属性，认为意义是存在于人脑之中的，持内在论语义观，但在论述语义时，运用了成分论方法，而且认为语义来自深层结构，否认其来自客观世界、人类的感知体验、主客观互动，这样难免要走上天赋论的唯心主义道路（详见第三节）。

西方学者对于意义定义的论述，确实能为我们学习西方语义学理论提供一条很好的线索，可将他们的理论串连成线，便于学习、易于理解，方便记忆（王寅，2001：31—64）。但仅在意义定义或意义本体之中转圈圈，也必然存在很多局限，正如苟志效（1999：34）所说：

尽管历代西方思想家们关于意义定义的研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但他们谁也无法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语言分析的圈子中寻求意义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要陷进从意义到意义的循环中而不能自拔。

作为一个系统的语义理论，对意义本体的定义和研究是必要的，但不是理论之唯一，还远远不能解决意义问题。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就将意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论述了意义的本体问题，还论述了意义的来源和性质。意义与概念相通，概念对应于范畴，范畴始源于对现实的体验，这就是说，意义也是来源于人类对现实的感知和认识，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第二节　客观主义语义观与非客观主义语义观


 一、客观主义与非客观主义（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条）


 二、客观主义与形式主义

客观主义论者片面地主张，人类心智中的认识世界与外部的真实世界是客观的镜像反映关系，认为两种世界之间具有同构性，主观是不理性的，想象能力和隐喻思维是靠不住的，人们可能会因个人爱好或文化差异而出错，这就决定了要对心智和思维采用符号运算、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真实世界由实体构成，实体具有自身特征，实体之间也具有一定关系，因而，世界上客观地存在着一个模型，应将其设计或总结出来，人们据此就能理解现实世界、掌握概念框架，获得语义系统。形式主义者所用的模型，是一种客观模型，它适合表示实体的内在特性和固定关系。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建立这样的模型。

真实世界的真理被描写成“满足”客观状态的模型，可通过集论来描写，能反映出真实世界的集论模型被处理成好像其就是世界本身一样，模型中的抽象数学表达式可反映出外部世界的特征和关系。形式语言中的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可通过与集论模型中成员和其间关系来实现。可将其总结成下一图表：真实世界由集论来建构，获得集论模型，它可解释符号使其获得意义，这样，就可用集论模型来描述形式符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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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这种形式化理论是沿着Frege的客观主义思想发展而成的。在他的影响下，英美分析哲学（中心任务是研究语言），包括：形式主义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就着力对所谓普遍的、脱离身体的系统意义（Sense）、命题、功能进行形式分析，哲学主要分析脱离身体和主观的意义、指称、真值条件和由命题构成的知识等。

形式主义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20世纪50—70年代以乔氏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试图揭示自然语言句法结构的数学特征，大力倡导运用形式主义方法来演算句法与语义在转换和生成过程中的规律（参见第一章第二节第四条c点）。美国逻辑学家Montague认为：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都可以作精确的数学描述，而且两者有着同样的规律，可统一在一个“通用语法”的模式中，从而建立了著名的蒙塔古语法，运用逻辑方法成功地构造出英语的部分语句系统，详细描写了自然语言的形式特征，将语言形式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认知语言学派指出，语言哲学从Frege一开始就起了个坏头，他在研究心智和思维时否定主观性，着力论述其所具有的客观性、绝对性、固定性，认知语言学派的观点是与其背道而驰的（L & J，1999：468）。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主体的作用，将这种观点表述为“人化的自然界”。他（1844/1979：126）指出：

任何一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人的感觉所及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因此人化的自然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有差异的，思维、意义也就不可能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固定性。

认知学派认为客观模型虽可解释人类的部分智能，在人文科学中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解释自然语言中的大部分情况。因为现实世界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认识的，其间必然要涉及人的认知方式，包括体验过程、想象能力、隐喻转喻思维等主观因素，理解也需要经验、心智、想象，因此心智和思维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可变性、模糊性等特征。人类对范畴的划分会因这些主观因素而有差异，在认知世界和划分范畴时必须遵循“经济原则”，这种认知经济原则和语言经济原则必然要导致范畴和意义的模糊性。

可见，客观主义理论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并不能准确地描写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研究范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意义问题。将形式主义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研究语义、模拟心智也必然要面临许多困境，因为计算机没有像人一样的身体，也缺乏人的心智，想象力更无从谈起，因此它绝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思维。因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Language is shaped by cognition．”（Sweetser，1990：6），坚决反对用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心智、思维、语言和意义。

形式主义者为弥补客观主义的缺陷曾作了尝试，意图将一系列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系统地进行一致性扩展，努力使得推理前后一致，避免矛盾。但人们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变，同一人也会因时地场景的不同而有变化，而且不可能总是一致性地进行扩展。把在某些特殊情景中得到的单一客观模型，扩展到所有情景中去，犹如杯水车薪。某人在一方面作出的某种解释，不可能显现一切，必然会隐藏许多其他内容，因此推理和语义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主张百科式分析方法，一方面否定了形式主义者所作出的新尝试，同时也解释了在概念系统中为什么对某一概念会产生出前后矛盾隐喻的现象。用客观模型、真值条件、语义成分、隐喻的一致性扩展形式等就试图将意义解释清楚，使人总有天方夜谭之感。


 三、客观主义语义学与非客观主义语义学（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一）客观主义语义学

由于客观主义论者持有上述观点，研究意义时也极力排除主观因素，将意义基本上视为词与世界的关系，即语言形式与其所指的物体或事态的关系（Sweetser，1990：1）。他们否定感知与认识在语义解释中的作用，否定体验哲学中的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认为人的体验、认知、想象力以及隐喻不具有客观性和固定性，对真理的解释没什么作用，将其排除在语义学研究范围之外。

他们还认为意义具有组合性，上一层的意义是由下一层的意义简单组合而成，整个句义完全依赖于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提出了意义的积木理论：将世界视为由积木构成，字词对应于积木，句子就由这些积木组成，写下的词句被视为物体，可像积木一样组建起来，词由词素组成，句子由词和短语组成，篇章由句子组成。句子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取决于建筑构块（Building Block）的结构及其内在特性。名称选出物体，作谓项，谓词选出特性和关系（一元谓词表达事体的内在特征，多元谓词表达事体间的关系），这样命题和句子就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意义的固定性和组合性，就只能通过集论来定义，语义形式化也就应运而生（参见第二条）。

语义外延法就是这一思路的主要产物，它是语义研究的一种特殊方法：客观主义语义学（简称为客观语义学），包括：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Cognitivist Objectivist Semantics）和非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Noncognitivist Objectivist Semantics）。前者强调语言通过人的认知（或认知的结果［Sense］）能镜像般地客观如实地反映外界实体和范畴，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后者指语言不需借助Sense可直接对应于外界实体和范畴，如所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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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真值对应论（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该理论认为真值在于符号与事态之间的对应，因此一个语句（主要是陈述句）的真值，取决于该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是否与外部世界相吻合，它是独立于人的心智、大脑和身体的。如果语句命题与客观事实相匹配、相对应或相符就是“真”，否则就是“假”，句子是真是假构成了句子的真值（Truth Value）。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理解了的一个语句表达与他们所理解的客观事实对应一致时，人们才认为该句在这个环境中是真的，否则为假。例如：在“Grass is green．”中，grass命名了世界中的物质，green是一元谓词，表明物质的内在特征，如果green这一特征内在于grass类的物质，那么句子“Grass is green．”就与外界的物质和特征对应，这个句子就有真值。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这是他所认为的“一切意义和思维与身体分离，具有形式主义特征”这一观点的产物。

塔尔斯基（Tarski）、戴维森（Davidson）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真值条件论（the Theory of Truth Conditions），他们也接受了真值对应论的部分观点，将语句命题与客观事实相符视为“真”，与之不符就视为“假”，并用“映射”代替“对应”，认为语言成分是映射到“客观世界”之上的：名称被映射到了事体之上，谓词被映射到事体间的关系之上，如在“Snow is white．”中，被称作“snow”的概念映射到现实世界中的“雪”之上，其与“being white”的概念共现的方式就映射出了现实世界中“雪”和“白”的共现方式。通过这些映射的合成，句子最终就被映射到真值之上。但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述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义。由于该理论采用了形式主义的方式来描写意义，因此又叫形式语义学，并为现代形式语义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语义研究中的客观主义与形式主义有互为依存的关系，因此客观语义学有时又被叫做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
(3)

 ，但在传统上一般将真值条件语义学称为形式语义学，这在认知语义学之前是语义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Saeed（1997：268）将形式语义学定义为：以外延论为语义研究的基础，将逻辑学运用于语义分析的理论学派的总称，包括真值条件语义学、模型论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蒙塔古语义学，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客观主义，强调语义描写时应避免受主观因素的干扰，并认为语义与任何种类的概念形成和认知处理过程无关。

近年来，形式语义学取得了很大的新发展，形成了很多新思路，如：二阶逻辑（Second-order Logic）、类型论（Type Theory）、模态逻辑（Modal Logic）、时态逻辑（Temporal Logic）、博弈论语义学（Game-theoretic Semantics）、范畴语法（Categorical Grammars）、灵活的范畴语法（Flexible Categorical Grammar）、文本更新语义学（File Change Semantics）、篇章表述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动态蒙塔古语法（Dynamic Montague Grammar）、境况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自然语言理解标记演绎系统（Labelled Deductive Systems for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类型—逻辑语法（Type-logical Grammar）等，因此，当今的形式语义学研究的内容要比Tarski的形式语义学广泛得多。

（二）非客观主义语义学：认知语义学

认知语义学坚决反对客观主义的语义观，强调语义的体验性、主观性、互动性，认为语义一方面来源于身体经验，是主客体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与客观的现实世界、人们的生理特征、神经系统密切相关，概念与感知具有类比相似性（Perception and concep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alogous）；但另一方面语义是基于人类认知与概念结构的，与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分离，是人们通过相互理解而达成的共识，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4)

 。

例如，从神经生理学角度看，颜色不是物质的内在特征，而受约于颜色锥体、神经回路、波长、光线环境等因素。而且颜色词的形成还与人们对外部现实的感知、社会文化、交际需要密切相关，因此颜色具有多元互动特征。这一观点显然比真值对应论（参见上文Grass is green.）只强调某一层次的描述更具有解释力。因此，语义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Langacker（2000：203）指出：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neutral，disembodied，omniscient，or uninvolved observer．An observer's experience is enabled，shaped，and ineluctably constrained by its biological endowment and developmental history（the products — phylogenetic and ontogenetic — of interaction with a structured environment）．（不存在什么中立的、与身体分离的、无所不知的、与个人不相牵连的观察者。一个观察者经验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生物特征和进化史的约束，这是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的结果，是与结构性环境互动的产物。）

可见，意义不具有分离性、客观性、固定性（rigidly fixed）、绝对性等特征，用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也必将会走进死胡同，至多只有局部解释力。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这其中同样包含着认知学派的语义观。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范畴，概念与范畴对应，意义等同于概念。从“现实—认知”第一个过程可见，意义也是来自于人们对客观外界的体验和认知，是对物质活动的内化。当然了，人类初民所形成的认识和意义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存需要，以保持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和平衡，同时认知和意义也必然要受到现实的制约，如以树筑巢而居的古人又怎能体会到当今高楼大厦的安逸与舒适；尽情享受牛排大餐的现代人根本不会感受到狩猎无获的忧虑和不安；大砍林木为营造生存空间的原始初民自然不会意识到，也不需要意识到保护森林和退耕还林的重要性；同样对于动物保护、环境污染、股票涨跌、数码设备、一国两制等也只能是现代人思维的产物。可见，意义决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先验的、天赋的。唯物主义者坚决主张意识来源于实践，感觉和表象是基于对外物的模写和认知加工，这就正确地解释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必然关系，说明了客观世界对于意义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意义与其所指称对象不是一回事，人们对事物或动作感知和体验，对其形成一定的认识后，就将其内化为一种心智现象，形成概念和意义（可能是多个概念的整合），然后才有可能用一个相应的词语将其暂时固定下来。如果没有对客观外界的理解，又何以能赋物以义，给它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呢？即使退一步说，命名是约定俗成的，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约定，怎样俗成的问题，对名称的选择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心智过程，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理解和认知”的环节。因此指称论直接将事物与名称等同起来而忽视人类在其间的认知，这是其致命的缺陷。有了这个“认知”的内化环节，也就能很好地解释同一个事物即使在同一个语言社团中为什么可能会有不同名称这一现象了。

否定“从现实到认知”这第一个内化过程，简单地将事物与名称等同起来，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必然会使指称论陷入困境。

认知语言学还强调第二个过程：“从认知到语言”，即指人类在有了语言之后，就自然会将头脑中所形成的意义用语言符号固定下来，因为意义是不可能赤裸裸地存在的，它必须借助语言符号外化为感性存在物，才能实现人类之间的交际，此时也就将意义和语言统一了起来。用语言符号表达的意义就叫做“语义”，因此我们主张区别“意义”和“语义”（详见第三章第一节）。

“现实—认知—语言”是两个过程的统一，是内化和外化的结合，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形成语言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强调其中任何一个过程而忽视另一过程都是片面的，不可避免地会使语义理论陷入困境。观念论、证实论、真值论等只强调了第一个过程的客观性，将意义视为外界在内心的镜像反映，须到外界去证实，但忽视了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这就难以解释人类认识的不同和语言的差异，不能自圆其说。但功用论、行为论等又过分强调第二过程——外化作用，只注意到意义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情况（仅论述其使用功能），或将意义等同于可以观察得到的外化了的言语行为，这两种理论误将用法和行为本身当成意义，这也有所偏妥，同样也犯了“瞎子摸象”的毛病，也就无法正确地解释意义形成的机制，全面阐释意义理论。而认知语义观将两个过程紧密结合，先内化后外化，两者有机统一，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语言的认识规律。

在“内化与外化”两个过程结合的同时，认知学者必然就要兼顾主客观互动的哲学观。体验哲学认为意义是一种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是主体与客体互相作用的结果，与人们的想象、理解密切相关，取决于人们的经验、价值、感情，这也就决定了意义必须要从体验与认知这两个方面来加以系统研究。而且语义研究不能走形式化的道路，应通过原型范畴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隐喻机制、概念整合、背景知识等来做统一描写，这就确定了认知语义学的基本原则。在原型范畴中，范畴的中心一般说来是比较确定的，中心意义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不断向边缘扩展，意义就会发生变化，在范畴边缘可能会与另一个范畴边缘有部分重叠现象。可见，一个范畴的意义不是像客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参见第二、三章）。

认知语义学还强调隐喻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推理，在我们理解现实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存在于我们的思维、概念、语言之中，对于我们理解经验、建构概念框架和语义系统、解释意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相似性是产生隐喻的基础，另一方面隐喻还可产生新义、创造相似性，可用来定义新的现实（L & J，1980：211）。这也解释了语言中为什么会有假想性词语，它们虽是虚构的，却大都是现实的隐喻，是以现实为基础通过隐喻而形成的。

因此，感知体验、原型范畴、认知模型、意象图式、隐喻机制等将有助于最终解释人类语义范畴的形成过程（参见第五、六章），可对意义问题做出一个更为圆满的答复，为语义理论做出巨大贡献。


 第三节　语义外在论与语义内在论

本节将论述语义理论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外在论和内在论。

Ullmann（1962：55—68）曾将研究意义的方法分为两大类：（1）分析法或指称法（Analytical or Referential Approach）：理解一个语项的意义可分析其客观构成成分或所指对象；（2）效用法或语境法（Operational or Contextual Approach）：一个语项的意义为该语项在某环境中能引起的相应效果和作用。前者是典型的外在论，而后者也努力将语义向现实语境靠拢，置于客观外界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划归外在论（王寅，1992）。Saeed（1997：269）则将语义研究分为：外延方法（Denotational Approach）和表征方法（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
(5)

 。前者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能使我们谈论周围世界，当我们与别人交际或自己进行内部推理时，就用语言来描述事实和情景，为其确定模型。因此，理解话语的意义就是能够将话语与其所描述的环境相匹配，语义研究就是研究语言符号如何与现实世界相关，当属外在论，Ullmann所分出的两种语义研究方法也属此类。后者认为语义研究必须论述语言背后的概念结构，因此语义研究就是心智表征的研究，这显然是乔姆斯基和认知学派的语义观。本文将论述这两大类型的语义观，以及乔氏的语义内在论与认知学派的语义内在论的差异。


 一、语义外在论

（一）指称论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密尔（J．S．Mill，1806—1873）和当代的维特根斯坦的前期理论、罗素等都认为语言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指称关系。名称指称对象，句子对应于情景和事件，这样指称论就把词句与其所指事体，及其间的关系视为意义。罗素是“指称论”集大成者，提出了著名的“意义即指称”理论。他在1903年《数学原理》中曾说过：一个词的意义就是一个对象，即一个词意指着某客体，也就代表着一个客体。在1905年“论指称”一文中将指示词语分为两类：专名和摹状词。前者指名称直接指称一个对象，该对象就是它的意义，它凭自身而有意义，与其他词语的意义无关，若一个名称没有所指，它在命题中就没有意义；后者研究摹状词的意义是由所组成语词的意义所决定的。Peirce也持该观点，他在谈到符号时，首先想到的是它们与对象或所代表的实在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

有的学者把意义说成是“ostensive”（可直接指明的），例如小孩最初就是通过大人直接指明某物，然后教其读音来学会单词、明白词的意义的。这种“Meaning As Ostensive”与指称论基本相同。指称论到了20世纪还有市场，普通语义学的代表人物Chase就认为，凡是找不到“所指者”的抽象词句都应该划归于语义学的废话一类，因为它们仅仅是没有意义的瞎嚷嚷。

由于词语所指称的事体
 （Referent）通常是一个同类事体的集，构成了该词语的外延，因此指称论有时又被称为外延论（Denotational Theory）。Lakoff将语言不借助Sense可直接对应于外界实体和范畴的所指论称为非认知主义的客观主义语义学（Noncognitivist Objectivist Semantics）（参见本章第二节）。

（二）观念论

指称论留下若干难以解释的难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胎里疾”，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此时观念论应运而生（参见第一节）。Locke被视为这种观点的早期主要倡导者。19世纪末Frege明确批判了“指称论”的缺陷，提出了在符号与所指之间存在“Sense”这一心理层面，区分了Sense（系统意义）与Reference（外指意义）之间的差异（1892），认为语言符号是通过人类大脑中的概念与客观外界相连接的，以图解决指称论所留下的难题。很多著名学者对此也有类似的论述，如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也曾举例说“a大于b”和“b小于a”这两个表达式描述了同样的事态，但两者的意义不同。奎因（Quine，1908—　）曾举例说“具有心脏的动物”和“具有肾脏的动物”这两个普通名词的指称相同，但有明显不同的意义。这样关于意义的研究就分成了两项内容：系统意义和外指意义，出现了语义三角理论，Ogden & Richards于1923年出版了The Meaning of Meaning
 一书，将这一思想进行了详细总结和论述，并有所发展。

观念论认为词语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语句的系统意义（Sense）是它所表达的思想或概念，是更为基本的意义，是外指意义的基础，语言表达间接通过系统意义与世界中的实体和范畴对应获得意义。Frege的这一观点大大深化了语义理论，标志着意义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使得他成为“现代语义理论”的开创者，形成了以后几十年分析哲学语义研究的基础。

按照Frege的观点，一个符号是通过该符号的Sense来指称那个Referent的，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给“水”、“电”等下出一个令大家都接受的定义，更不用说那些抽象词语了，诸如：“时间”、“意义”等。这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符号所指称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凭借符号的Sense来认知的，这就使得观念论陷入了难以解释的窘境。

从表面上看，观念论者强调的是观念，当算是头脑内部的东西，但他们认为意义是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客观反应，是像镜子一样反映事体的心理表征；他们否定主观因素在语义学中的任何作用，意义被认为与我们的体验和想象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词有客观的Sense，并能在世界中找到Referent，意义就被视为词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论实际上还是一种以客观外界为基础的理论，Lakoff（1987：168）将其称为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Cognitivist Objectivist Semantics）（参见第二节），实际上还是一种以客观外界为基础的理论，当属外在论。

（三）真值论

真值论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详见第二节。真值语义学强调意义来自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或描写语句赖以成真的充分必要条件，认为字/词典标明的词语意义是一种潜在意义，只有在获得真值后才与具体参照物建立联系。归根结底，使得词语获得真值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所指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排除人的主观因素，词语意义是独立于个别使用者而被理解的，因此真值论也是以客观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所指”为中心的，也属于外在论（参见第二节第三条）。

（四）内涵论、可能世界语义学、境况语义学

真值论在解释意义时同样也碰到了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以“意义”为中心的内涵语义学（Intensional Semantics）。Tarski的真值条件语义学属于外延语义学，为内涵语义学奠定了基础，Carnap将外延语义学过渡到了内涵语义学，提出了外延的内涵研究方法。内涵语义学的经典形式是Kripke于1959年提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 World Semantics），又叫模型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 Semantics），试图全方位地模拟真实世界本体，其主要观点是：语言被映射到一组可能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世界。可能世界也是以人的活动和经验为依据的，这里的“世界”已不再仅指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真实世界，而是真实世界在心智中的反映，是人类认知结构中的心智空间。但内涵语义学的目的依旧是为语言中的句子提供真值条件，一个句子的意义被认为是一个命题，与一组可能世界一致，在这一组世界中这个句子能成真。这当然也属于外在论。Montague于1974年则将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结合起来，在内涵语义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内涵逻辑，可更加贴近自然语言的表现形式，为内涵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思路。

另外，Barwise & Perry于1984年提出的境况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也旨在模拟真实世界本体，认为意义是根据符号直接对应于客观世界来定义的，而不考虑人的理解，忽略本体与认知之间的辩证、互动和平衡关系。这也属客观主义语义学。

指称论、观念论、真值论、内涵论、境况语义学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但都没有脱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论述意义，因此可将它们划归语义外在论。这种外在论否定了人的主观因素在语义形成中的任何作用，将意义视为与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没有任何关系，遭到当今认知学派的严厉批判（Lakoff，1987；1999）。


 二、语义内在论（参见第十四章图14.1）

（一）索绪尔的结构内在论

索绪尔过分强调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关系，而忽视了语言形式和客观外界、思维规律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了他的意义观。他的结构主义原理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若干语言成分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个原理对语义的描写就表现为语义的关系论，强调符号的内指性，认为词义可以依靠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得到实现，由其潜在的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中的值共同确定。因此，语义空间是封闭的，一个词语的意义变化仅取决于在语言这一封闭系统内部所产生的变化，而跟语言所表达的外界毫无关系，因而无须像指称论那样，要到系统外部去找所指对象。

索绪尔强调从语言的内部关系来分析语义，这给结构主义语义学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将语义研究的方向引到了Sense Relations上，许多学者描述了词语之间含蓄的语义关系，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多义关系、歧义关系、同音（同形）异义、局部—整体关系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项对立原则”还被创造性地运用到语义成分分析中来。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J．Trier受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建立了语义场理论，被视为是语义内在性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发展。

（二）乔姆斯基的心智内在论

乔姆斯基（1995）认为在意义问题上存在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指称论和真值论的语义观属于外在论，是无法解释语义的。乔氏将语言视为人脑的一种属性，意义存在于心智之中，因而持内在论语义观，这是在语言的天赋观、内在观（Internalistic View on Language）
(6)

 和批判语义三角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语言是先天的和普遍的，是一种心智自治能力，独立于任何与外界相连接的东西，与身体经验无关，并认为语言具有使其成为语言这种东西的本质，它内存于语言之中，这就是“普遍语法”，可通过内省法加以研究。乔氏（1965：3）说：

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拟想的说话人兼受话者，他所处社团的言语是纯之又纯的，他对该社团语言的了解是熟之又熟的，在把语言知识运用于实际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的转移和（偶然的或惯常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言无关的。

这段话就反映了乔氏纯心智内在论的观点。

Frege认为Sense不在人的个体中，而是游离于个体之外，存在于某社团并为该社团所共享，具有固定性。人在学讲话时就从该社团学得了“外在”的Sense，并通过它认识了所指，这样就在符号、意念/意义、所指三者间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乔氏和认知语言学家却认定：意义具有心理性，在人脑之中。宁春岩（2000：243）将乔氏的意义内在论概括成五个要点，其中有两点是这样描述的：

（1）意念、意义独立于外界感知刺激，意念、意义先于词语，即在没有词语形式表达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脑之中；

（2）由于人类全部个体都具有人的生物遗传属性，一个个体关于意义的心理感受同另一个个体关于意义的心理感受大体相同又相通，人与人之间便能成功地进行思想交流。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乔氏这种纯心智内在论与他的自治论、天赋论是一脉相通的。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潜在的意念和思想，它就好像是“沉睡着的思想”，在后天的语言环境中不断受到词语符号的刺激就能够被“唤醒”，根本不需要外在论所说的什么“意义上的所指”。因此乔氏认为：意念、意义、思想在没有受到词语刺激之前就早已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了，它们先于词语，不依赖外界的感知刺激就已经存在。

乔氏还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数学的，数学是纯形式的，因此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描写心智过程、语言和意义。

（三）认知语言学家的体验内在论

认知语言学家对意义的研究也是沿着内在论方向行进的，与乔氏一样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Gärdenfors（1999：21）指出：认知语义学家的一个重要口号是“Meanings are in the head”，这一观点就明确表明他们对语义的基本态度也是基于内在论的，与乔氏的内指性有某些共识。

在词语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点上，认知学派与乔氏理论也有共同看法。乔氏近来将词语的意义视为一个变量，具有不确定性，词所能表达出的意义取决人们对其的特别兴趣和关注点。乔氏（1995：20—22）在“Language and Nature”一文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

［3］I painted my house brown．究竟是指房子的内部还是外部？

［4］I climbed the mountain．可指爬上山，也可指下山。

一个城市既可是具体的，也可是抽象的，既可是有生命的，也可是无生命的。地上的一些棍子可是一堆杂物、篱笆、障碍物、一件艺术品，也可能什么也不是。用杯子从水龙头接到的是一杯水，但同样这杯水，放入茶叶后，就是一杯茶，等等。它们究竟在客观世界中指称什么是难以确定的，这些只能说明意义是不确定的，也更加证明了外在论存在难以摆脱的尴尬境地。他（1995：23）还举了“门”、“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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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的door是指物质性的门，［6］中的door是指门所形成的空间，同时在这两句中，图形与背景正好是颠倒的。［7］中的bottle是指瓶中所装之物，［8］中的bottle是指容器本身。又例我们往往只说：I kicked the door．而不会赘说成第六章的例［42］。

可见，多个相互有紧密联系的意义可形成一个自然范畴，人们就用一个词汇项来加以表达，Lakoff（1987）提出可用ICM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一个ICM是形成一个多义自然范畴（Natural Category of Senses）的出发点，也是形成一个多义词的基础，其原理是基于同一个ICM中的内部联系。第六章第三节例7中所举的一组“window”的例子（［34］—［40］）就是一个多义自然范畴，可用于各种不同的表达之中。若仔细想来，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在同一个ICM之中，处于同一个完形结构中，因而这些意义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因而人们很自然地就用window一词来表示这些不同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义的自然范畴和多义词。

因此，ICM与语义外在论不同，不要求意义严格模拟客体，与外界完全对应，人类不需要非常固定的Sense和Referent就能使用语符进行交流，ICM可适应或不适应真实的经验，这与客观主义语义学完全背道而驰，是对认为意义具有固定性的外在论的一个有力批判。同时可见，认知语言学家提出的ICM理论，以及对语义模糊性的详尽研究，也是对乔氏内在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尽管认知语言学与乔氏语言理论都持语义内在论，前者认为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对于意义的看法，认知语言学家还有一个口号：“Meanings are on the embodied basis．（意义是基于体验的。）”并假设在记忆中储存感知的方法与词语的意义是同形的（… the way we store perceptions in our memories has the same form as the meanings of words．—Gärdenfors，1999：21）；而乔氏所主张的先天、自治的语义内在论正是认知语言学批判的靶子。人类语言主要不是先天的机制，而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在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语义虽是存在于头脑之中的，但其根源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身体经验，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乔氏正好忽视了人类这一最重要的认知特点，这也是认知语言学派与乔氏理论在意义内在论上的根本差异。

认知学派还批判了乔氏的形式主义观。乔氏认为思维和推理的过程是对抽象符号机械运作的过程，可准确地反映世界中的理性结构，心智可像计算机一样根据规则对符号进行计算；而且语言在本质上像数学一样也是纯形式的，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描写语言，研究意义，因此思维、理性、语言、意义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乔氏虽摒弃了意义外在论，批判了客观主义理论中的部分观点，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人类内在的心智，但对客观主义外在论所采用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还是情有独钟。他（1995：15，19）认为：内部语言包括词库和计算程序，强调了心智表征的可计算性。这种观点已受到当今以体验哲学观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派的猛烈批判。体验哲学认为概念和思维是基于体验的，而不是基于符号运算的，自然语言的意义远比各种基于逻辑的形式模型丰富得多，主张连通论（Connectionism）的观点。

正是由于乔氏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理论之间存在种种联系，在语义上又都持内在论的观点，因此学术界对乔氏语言理论的归属存在很大分歧。由于他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的心理客体，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把语言研究划归认知心理学，他也曾自认为是认知语言学家。Saeed（1997：299）将乔氏理论归入在认知语言学门下，根据这种观点，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和语义就有了两个方法：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但认知语言学派和乔氏学派在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自足性、客观性、生成/概括的优先性、普遍性、形式/功能观等很多基本假设上存在根本对立，前者在对后者进行一系列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参见第一章图1.4）。


 三、小结

传统的语义指称论认为语符意义是外部世界直接映射的结果，意义与认知主体无关。语义三角理论在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增加了Sense这一中介，解决了指称论中某些不可解释的现象，但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真值论、内涵论、境况语义学也是沿着外在论的方向研究语义的，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客观主义理论的印记。

索氏和乔氏为解决这些问题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彻底抛开外部世界。前者对语义持结构内指观；后者把语义视为纯心智、与生俱有的，对语义持纯心智内指观。而认知语言学家虽认为语义须按心理现象来描写，但也充分考虑到认知主体的作用，也吸收了外在论的某些观点，承认了外部世界在人类认知中的基础性作用，对语义持体验内指观，这也充分体现了上一节所讲的“由外到内，再内化和外化，内外结合”的原则。

笔者认为体验内在性语义观强调客观世界对人类意义形成的基础作用，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又坚决反对客观主义的、机械外在论的研究方法，批判脱离现实的纯心智内指观，反对形式主义方法，主张心智加体验，客观结合主观的研究路子，这也具有辩证法的思想。

这样对于意义的研究好像走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重新考虑外部世界的作用，当然这不是在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指称论中语言是用来直接指称客观外界事体的，是单向关系。在语义三角论中，语符、概念/意义、所指物三者关系上也存在一种单向关系，语言符号通过概念/意义指向所指物，这里的概念仅起一种纽带作用，忽视了人类认知对范畴、概念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认知语言学认为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存在“思维、认知”这样一个中介阶段，这好像与语义三角理论有相似之处，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若把语义三角图中所表示的Sense顶点向下拉，就大致能得到“现实—认知—语言”（可将Sense视为认知的结果）这样一个顺序。在这个序列中，“认知”这一中介就“彻底割断”了语言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因而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客观外界的，这就更强调了人类的主观认知、想象力在其间所起的主导作用，语义来源于使用者对事体的理解，不可能有独立于认知以外的语义；意义存在于人脑之中，不必像三角论依赖外界找指称，同时三者之间具有双向关系（王寅，1998）。这样，语义不完全依赖客观事实或真值条件，而与人们的经验结构、认知方式、范畴划分、概念框架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人类主观作用的看法，是体验内在论与外在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乔氏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因素，研究心智如何作用于语言，认知语言学接受了后半句而否定了前半句，强调以客观世界、人类体验为基础来研究心智如何作用于语言，充分肯定现实对于意义产生、语言形成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两者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可见，语义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存在于人们头脑中，而且更主要地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如无客观外界，人们何以能形成范畴、概念和语义？它们自然也就不能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描写。因此，对于经验的实践作用，是体验内在论与结构内在论和心智内在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因此认知语言学派既吸收了内在论的观点，也接纳了外在论中考虑外部世界因素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基于体验的内在论意义观，这也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基础和体验性心智观的心理学基础相一致，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内外结合”的原则。

我们认为：必须从现实和认知两方面来考察语义，前者为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心理加工，意义须基于人的体验、以ICM为参照点，依赖人的认知能力，语义的形成过程就是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范畴化和概念化又是基于身体经验的，也是认知的过程，认知又与人类的经验、范畴、概念、知识、推理等密切相关，只有运用这种互相依存的模式才能真正解释语义的性质。因此语义学的最终目的就是阐述范畴过程、概念框架、认知方式、推理过程、隐喻机制等，以及语言形式是如何反映它们的。语义必须按照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来描写，语义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意义与形式是不可分离的，这样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中，象似性辩证说也就顺理成章了。这里的象似性不仅仅是指语言形式直接像镜子一样反映客观外界的事体，而更强调语言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人类的经验结构、思维规律、概念框架对应，其间是有理可据的，为动因所驱使，“任意性支配说”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相违背的。


 第四节　认知语义学主要内容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以最初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空间）和自身的认知为基础的，同时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认知的发展，强调认知先于语言，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分析语言结构可获得人类的认知规律。因此，要能够将这些观点论述清楚，就必须将语义研究置于核心地位。近年来很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其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如：Jackendoff（1985）出版了Semantics and Cognition
 ，首次论述了语义与认知的关系，认为概念结构是语言与认知的中介；Lakoff（1988）发表了“Cognitive Semantics”论文，他在1987年和1999年（与Mark Johnson合著）出版的两本专著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法国认知语言学家Francois Rastier（1991）出版了《语义学与认知研究》；Allwood & Gärdenfors（1999）出版了Cognitive Semantics — Meaning and Cognition
 ，书中收集了8位学者的论文。另外，Langacker、Johnson、Givón、Taylor、Geeraerts、Fauconnier等著名学者对认知语义学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据Lakoff教授六年前对笔者介绍说，Jackendoff教授将很快出版一本1000多页的《认知语义学》大部头专著。

L & J（1999：497）认为：

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Inference），简而言之，研究人类的理性（Human Reason）。

而这些内容又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过程、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等密切相关，这些就构成了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基础。

认知语言学是以“意义”为中心的，因此认知语义学也就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两者所研究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甚至是重叠的。认知语言学对传统的语言理论和乔氏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和补充，因此认知语义学也对传统语义理论以及乔氏对语义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和补充。本书已对认知语言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节仅简要概述认知语义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它们具有以往理论所不及的解释力。


 一、体验观（The Embodied View of Meaning；The View of Body-based Meaning）

（一）概述

认知语义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思想、知识、意义来源于感知体验（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点），这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和意义。马克思于1845年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29—30）

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343）列宁（1988：34，39）于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

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

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

毛泽东（1991：288）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指出：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乎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经验，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Malinowski于1935年也十分明确地表述这种观点，他说（参见Halliday & Hasan，1985：7）：

Ultimately all the meaning of all words is derived from bodily experience．（最终来说，一切词义均来自于身体经验。）

第二代认知科学也持这种观点，反复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为人类在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感知体验过程中才逐步形成范畴、概念和思维，抽象出认知模型，建立认知结构，获得意义。L & J（1999）在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中将体验哲学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条基本原则（参见第二章），其中第一条就是：心智的体验性。他们（2002：249，245）后来又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

Mind is embodied，meaning is embodied，and thought is embodied in this most profound sense．This is the substance of an embodied realism．（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思维也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这是体验实在论的实质。）



Meaning is grounded in our sensorimotor experience and this embodied meaning was extended，via imaginative mechanisms such as conceptual metaphor，metonymy，radial categories，and various forms of conceptual blending，to shape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asoning．Wha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o us is that an embodied account of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and valu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cognition and language．（意义是基于我们感觉运动经验的，这种体验性意义可通过诸如概念隐喻、转喻、辐射性范畴和各种形式的概念整合等想象力机制得到延伸，这就形成了抽象的概念化和推理。经验性证据向我们表明：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和价值作出体验性的解释，这对于确切理解人类的认知和语言是绝对必要的。）

（二）身体—空间基础论

说到“体验”，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用什么体验，首先体验什么？主要如何体验？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可以基本理解认知和语言的体验性问题。

我们用什么体验，当然用我们的身体（包括各种感觉器官）。我们首先体验什么？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我们如何体验，主要通过互动的方式。这三者便是人类概念和语言之始源，也是对上述论述的一个总结。人类的认识是基于对自身和空间的理解之上，沿着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通过互动等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的感知和体验过程中，身体和空间首当其冲，在互动的基础上还可产生其他一些基本认知方式，这就是我们形成若干基本概念的基础（在此之上还可形成其他许多概念），也是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来源，在形成认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1．身体经验

关于身体经验，本文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

（1）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作为认知和语言形成的主体，在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自然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认知主体的问题：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30）

人类的主体性与心理学家所说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 / Anthropocentricism，又叫自我中心论［Egocentricity］）”也有共通之处。人类在对时空的感知和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参见H．Clark，1973），人们将自我（Ego）置于宇宙的中心，然后以此为参照，形成视角（Perspective），确定“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近远、中心与边缘”等概念（Miller & Johnson-Laird，1976：395）。皮亚杰的研究表明儿童也是将他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

（2）身体的特殊性。我们人类有特殊的身体构造，最为发达的大脑，以独特的方式感知着客观世界，从而形成了人类独特的思维和语言能力。很多学者都认为，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依据之一就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高度发达，能掌握和使用语言。
(7)



（3）体认的基础性。我们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基于其上获得的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因此，表示人体部位的词语极易通过隐喻映射到其他语义域中，如“头”、“腰”、“脚”可用来对应地表示山和树的部位：山头
 、山腰
 、山脚
 ，树头
 、树腰（树干）
 、树脚（树根）
 ，倘若我们不用这些词语，又该用什么词语呢？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5—约前410）的著名格言云：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个命题不仅包含：人们常用身体部位来理解和表示其他事物，而且还包含：意义与人的主观认识存在密切关系，意义不可能独立于身体之外
(8)

 。

2．空间体验

关于体验的首先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这一观点，亦有不少学者早就论述到了，这里作如下简要疏理：

（1）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第一性，认为意识来源于客观外界，这是从总体角度而言的，实际上也包含了来源于空间的思想，只是对其强调不够。

（2）早有学者论述了空间对于人类概念形成的重要性，并非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首创。就笔者所知，指出地点位置对于人类概念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可能是Bühler，他于1934年就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Pütz & Dirven，1996：330）。Lyons（1977：282，719）也持相同看法：

… it may well be that our understanding，not only of directional opposition，but of opposition in general，is based upon some kind of analogical extension of distinctions which we first learn to apply with respect to our own orientation and the location or locomotion of other objects in the external world．（完全可以说，我们不仅对于方向对立的理解，而且对于一般对立的理解，都是在我们相对于自身的方向、位置或外界其他物体运动的基础上，首先学得其间的许多区别而作出的某种类推延伸。）

（3）认知语言学家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基于其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解释，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心。如Gruber于1965年曾指出空间位置和运动概念可用来解释许多其他语义域，Jackendoff（1985：188，209）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主题关系假设（TRH，即Thematic Relations Hypothesis）”理论，认为在事件和状态的语义域中，事件、状态、路径、地点—功能是用来分析空间和运动的子集。因此，概念结构中的所有事件和状态主要是根据空间概念化组织起来的，并且所有的语义场几乎都有类似于空间的组织结构。他以此理论为基础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所有”、“特征”、“事件”、“状态”、“存在”等语义域是对空间进行概念化的结果。他还认为：人类通过视觉、触觉、动觉等感知能力学会了空间定位，进行空间概念化，这几乎适用于任何语义域。人类早在语言出现之前就掌握了空间概念化能力，儿童可能先学会几个表示空间的词义，然后通过它们来学会其他语义域。

Lakoff（1987：283）提出的形式空间化假设（SFH）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并以其为基础论述了语言中基本句型的形成过程（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Langacker（2000：203）也认为：

In attempting to formulate a cognitive linguistics，one is soon led to ponder the role of spatial and visual experience in shaping other aspects of cognition．Undoubtedly its role is both pervasive and highly important — w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spatial and visual creatures．（在尝试建立认知语言学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会被引导来思考空间和视觉经验在形成其他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的作用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高度重要性——我们最初就是空间和视觉动物。）

他（1982）早期将其语法理论定名为“Space Grammar（空间语法）”，尝试用一套表示空间关系的图表来对语法作出系统描写，到1987年才将其改为“Cognitive Grammar（认知语法）”。他还基于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解释了英语基本句型的建构过程。

Johnson（1987：126）基于人类对空间和运动的经验概括出27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图式，并认为人类运用它们就能以类推的方式建构出无限的感知、意象、事件等，从而就构成了人类的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成为理解意义、形成推理的基础（参见第五章第一节）。Talmy于1988年重点论述人们在对空间运动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动态意象图式（the Image Schema of Force Dynamics）”，认为这一意象图式在我们的认知和语言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普遍的作用。后来很多认知语言学家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还有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运用空间概念来解释词法形成过程，以及作语篇分析。他们认为词汇的形成，词法的建构与空间密切相关，很多词缀也是来自空间概念；语篇可被视为一个概念化了的空间，Mondada（1996）就曾以“How Space Structures Discourse”为题发表论文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第十章第三节）。

3．互动方式（参见下文第299—303页第三点）

4．综述

对身体（包括身体部位、感觉器官等）和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的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形成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这是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认知语言学家的共识，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Johnson（1987）所指出的（摘自Aitchison，1996：123）：

Human probably named themselves，their body parts and their immediate environment ear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As today，the human body，and the space surrounding it，presumably formed the basis of further meaning extensions．（人类可能在语言发展的早期就命名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部位和直接生存的环境。人类的身体和周围的空间，像今天一样，早已成了意义进一步拓展的基础。）

紧接着Aitchison又说：

Metaphor，“calling one thing by the name of another”，is not a strange poetic event．It is at the heart of language，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etaphors is important．The body's influence spreads outwards，to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nd inwards to the mind．（隐喻，即“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这一事体”。不是什么稀奇的诗歌中的事情。它正位于语言的中心。而且隐喻的方向十分重要，身体的影响一方面向外延伸到环境特征，另一方面向内延伸到心智之中。）

他们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我们通过身体的感知逐步理解了现实空间。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步形成了一个空间意象图式结构，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内在的空间逻辑，再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和想象力，便能发展出若干新的概念意义和语言表达。

这一观点可从英语和汉语中找到很多例证，许多原来表示空间的词语（包括介词、副词、动词、名词等）可延伸来表达若干其他语义域。如早就有学者（Anderson，1971；Clark，1973；Givòn，1973；Traugott，1982等）论述过时间表达是空间的延伸，即时间是空间的隐喻。Lyons（1977：718）和Jackendoff（1985：189）也都认为：

英语中几乎所有表示空间的介词也可表示时间。

总的来说，时间介词与表达空间的介词是相同的。

不仅表示空间的介词可用作表示时间的介词，而且许多表示空间的动词也可用来表示时间概念，例如：

[image: ]


同时，我们也发现：时间介词短语与地点介词短语一样，以相同的方式附着在句子上，例略。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汉语中原来表示空间关系的“上/下、前/后”，不仅可用来表示“时间域”的概念，还可用来表达许多其他概念：

［13］时间：上午/下午，上半年/下半年，上月/下月，上旬/下旬……

顺序：上次/下次，上卷/下卷，上半时/下半时，上一代/下一代……
(9)



抽象：上班/下班，上岗/下岗，上级/下级，上策/下策……

［14］时间：前天/后天，几天前/几天后，以前/以后……

顺序：前汉/后汉，前生/后生，前边/后边……

抽象：前思/后想，前仆/后继，前程/后路……

如此等等。

又例：汉语的“间”，本来写作“閒”，会意字，表示门有“缝隙”，从门内可以看到月光。后由“缝隙”引申为“隔开”，“离间”；又因缝隙在两侧之间，引申出“中间”之义。后把读jiān（一声）和jiàn（四声）的“閒”写为“間”，现简化为“间”。该字又从空间域引申到时间域，如“晚间”、“夜间”、“间日”，等。

《认知语言学研究丛书》第8卷是由Pütz和Dirven于1996年合编的论文集，书名就是“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语言和思维中的空间识解》）”，书中共收集了30篇来自不同国家的认知语言学家的论文，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就不同语言重点论述了空间是人类形成其他认知域的基础。

正是由于人类有相同的身体构造，所生活的环境空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感知体验虽有差异，但仍有很多共通之处，这就成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义结构的基础。互动方式可能会有同有异，这就出现了相对性中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中也有相对性的现象，两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如语言中的情感词也是以身体经历、身体构造为基础形成的，Lakoff（1987）曾论述了英语中几十种关于“生气”的表达方法，它们都与身体经验和生理构造有关。笔者（2001：375）也尝试探讨过人在生气、发怒时的种种生理表现与汉语中关于“生气”的表达形式的关系，认为它们也完全是基于人类对客观现象的感知体验，与人的生理构造密切相关。因此，在语言形式与这些现象、经验结构、认知方式等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象似性关系，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体验和认知在语言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我国古人认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祖先认识和描写事体的一个基本原则，与西方的体认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荀子（前298—前238）在《正名》中论述了词的产生经历了“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两个阶段。“天官”指的是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心”这个思维器官对事物进行认识，就可形成概念，“然后随而命之”，给这个概念起一个名字。

刘勰（约466？—539？）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也指出：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其大意为：人向上看到了天体的光耀，向下看到了地上隐含的图案，上面的和下面的位置概念确定了，天和地（两仪）的概念也就产生了，在天地这个大空间中又出现了人，因此“天、地、人”就是世界上的三种创造性因素——是谓三才。只有人的参与，才是人类形成概念的最重要因素（参见许国璋，1988）。紧接着他论述了三才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天地以及天地之间的现实世界先作用于人的心智，再由心智产生言语，又由言语产生文字。刘勰在全书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阐述了他的语言世界观：现实是基础的，人（认知）是主导的，语言则是从属的。这也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基本观点，但却早了1400多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了上述观点，“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为天地之始，宇宙之初，有了天地有了人，才有人文！他还说：“人心有感于物，发为诗文”，“体物写志，感物共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触景生情，因情作赋，为情造文”，“形立则文生”，“睹物生情，情以物兴，感物叹志”，“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等，都与上述基本观点完全一致。而且他还要求文字句章要“远法宇宙，近效人身”，这又与《易经》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点相吻合。

他反复强调人在认识客观现实世界和形成文字句章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他一方面说：“心以制之，言以结之”，意思是说内心的思想是主宰，文辞只是表达思想的，“志以定言”，“因情立体（情志决定作品的风格）”，突出了人和“心智”的主宰作用；他另一方面又说“物以情睹”，充分体现出了人文精神，强调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可受到不同心情的影响，或者说不同的人看同一个世界可有不同的结论。

他还特别阐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观点，只有认识透彻了，思想丰满了，内容充实了，情怀达畅了，文字句章就自然美了，这便是言语之玉律，行文之金科。可见，刘勰的理论突出了当今认知语言学所遵循的“现实—认知—语言”程序中“人的认知”这一中心环节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荀子和刘勰分别在2300多年前和1400多年前就道出了“感官”、“征知”、“空间”、“人”是人们形成概念的基础这一道理，这可谓是当今认知语言学的先声。

近来戴浩一先生（1989）还根据体验观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可用人类的基本感知能力，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感知能力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结构，这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意义基于感知，而感知又是基于人的身体构造，人类用互动的方法来感知客体、他人、空间、时间和其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通过隐喻建构了系统概念，形成了语言，因此概念不是自治的，也不可能是独立于身体的心智能力，这就批判了二元论。


 二、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View）

Herder早在1772年《论语言的起源》中就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角度阐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他（1999：64）说：

有100000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民族、国度和环境里，语言都萌芽于理性之中并随着理性的成长而成熟起来！谁能对世界各民族的这一普遍的心声充耳不闻？！

他（1999：iv，vi，65）还说：

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

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语言是理性的映像。

Herder在1772年名著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Besonnenheit，姚小平（1999：v）将其译为“悟性”，也可称为“理性”、“知性”、“智能”、“意识”，这是一种先定的认知倾向，是发明语言的先决条件。

当今的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现实—认知—语言”与这位大学者200多年前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认知语义学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类只有通过头脑中的概念范畴才能接触现实，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运作的产物，因此语言研究重点就应围绕人类的心智、认知和概念来进行。Johnson（1987）、Lakoff（1987）、L & J（1980，1999）等学者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We have no access to a reality independent of human conceptual structure．（我们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概念结构，就无法接近现实。）

Taylor（1996：21，37）也指出：

A feature of current linguistic scene is a general commitment to cognitive realism，i．e．to the thesis that language is a mental，or cognitive phenomenon．（当前语言学界的特点就是笃信认知实在论，也就是接受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心智或认知现象。）

Indeed，given the assumption that language is a mental phenomenon，all aspects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anguage use will be reducible，ultimately，to matters of mental processing．… In particular，meaning will be seen in terms of mental processing．Indeed Langacker equates the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with a conceptualization，or “mental experience”．（确切地说，假定语言是一个心智现象，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的所有方面最终可归结为心智加工，特别是意义可被视为心智加工。Langacker甚至将语言表达的意义与概念化或“心智经历”等同了起来。）

Langacker将意义等同于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它就大致等于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心智加工（Mental Processing）或心智经历（Mental Experience），并与心智空间密切相关，因此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Linguistic meanings are a function of both the conceptual content evoked in the mind and the construal imposed on that content.）。据笔者理解，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比起将语义视为“Concept（概念）”来说，意在强调概念化主体的主观识解因素和意义的动态化特征，抛弃了客观主义理论的镜像观、静态观，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突出了意义的动态观。正如Langacker（1987：194）所作的解释：

Meaning is not objectively given，but constructed，even for expressions pertaining to objective reality．We therefore cannot account for meaning by describing objective reality，but only by describing the cognitive routines that constitute a person's understanding of it．The subject matter of semantic analysis is human conceptualization，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cern are those that a person imposes on his mental experience through ac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意义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即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其意义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纯粹描写客观现实来解释意义，而是要通过描写认知例行常规，正是这些常规构成了人们对现实和意义的理解。语义分析的主观方面就是人们的概念化，我们所关心的结构，就是一个人通过主动的认知加工强加在他的心智经验之上的结构。）

因此，概念化强调了人的因素，它既包括了概念形成的“体验和认知的方法和过程”，也包括了“这一过程的结果”，意义就是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与我们的体验感知、认知途径、识解方式、心智框架等密切相关。

从第三章可知，概念的形成主要与人类对客观世界类属划分密切相关，类属划分又是以范畴化为基础的，因此概念就不可能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它必定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民族在对客观世界的事体进行类属划分和范畴确定的心智活动中，既要考虑事体本身的特性，也要兼顾到人的主观因素。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客观世界有不同的认知途径和划分范畴的方法，例如颜色场、亲属场等，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参见第三点），因此应将“概念”置于非客观主义的体验观、识解观、动态观下研究，这才有了“Conceptualization”一词。

Langacker（2000）十分强调概念化过程的动态性质，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第12章）来论述动态性概念化（Dynamic Conceptualization），认为概念化的动态观对于语法基本原则的理解以及语篇分析是至关紧要的，甚至对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他（2000：361，370）指出：

A dynamic view of conceptualization is essential to a principled understanding of grammar and how it serves its discourse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概念化的动态观对于语法的原则性理解，以及语法如何适用于语篇和互动性功能，是绝对必要的。）

Dynamic conceptualization is important in all area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This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the case of clause structure，where it helps resolve numerous classic problems．（动态性的概念化在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是重要的，这在分句结构中特别明显，有助于解决许多传统问题。）

其实，关于“现实”、“认知”、“语言”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哲人早有论述。公孙龙（前325—前250）在《名实论》中指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要求人们明察名实关系，慎重对待称谓问题。他认为名实关系的实质在于如何“称谓”（“夫名实，谓也。”），其认识论基础是“知”，须对名实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据此考察其名与实是否相符，才能实现用正确的名来呼应或对应于各自不同的事物的实，客观事物的区分状，复见于命名本身的相互区分，即：“唯乎其彼此”（王宏印，1997：94）。这里强调了须将物纳入到人的认知框架即认知结构加以理解，在事物与名称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

荀况（约前298—238）在《正名》中指出：事体的名称是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但这种“约定俗成”必须经过人们的“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天官：感官；簿：接触。该句意为：心灵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以及“心”的“征知”（心：思维器官，征：验证、考察，即：心有验证的作用，即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作用），然后才能给事体确定一个正确的名称，这就叫做“稽实定数”（稽：考察，数：制定名称并使它与实相符合的法度），也就是说根据对客观事体的实际认识而确定事体的名称。

刘歆和扬雄在《论〈方言〉书》中，认为一切命名应当皆有验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心生而言立”的观点，现实先作用于心智，由心智再产生语言。他实际上认为：现实是基础性的，人（认知）是主导性的，语言是从属性的，这正是今天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基本观点，但却早了1400多年。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1619—1692）将符号视为“对象的表征，人心的产物”（《遗书》二十五），这“人心的产物”就是从程颐的“义理”继承下来的，与“心生而言立”的观点相仿。


 三、互动观（The Interactionism View）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互动观也是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有了“互动”的概念，就强调了人在认知自然世界过程中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也就可解释不同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思维上的分歧，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为什么会不同。这是由于人类的认知方式不同，概念结构也有差异，所形成的原型、范畴、意象、图式、认知模型等也就存在差异，语言表达也就有了差异。因此，我们的心理绝不可能像镜子一样来反映客观外界，其间必有人的参与，含有一定的主观加工成分。马克思（1844/1979：126）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他说的“人化的自然界”就是这个意思（参见第二节）。

胡塞尔（Husserl）和弗雷格（Frege）等学者认为应将意义与所指向的对象加以区别，并指出：相对于一个对象存在着无限的意义，每一种意义只说明对象的某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意义能够穷尽对象的全部特征或属性。

现以汉语“地瓜”为例，说明同一事体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名称，这实际上反映着不同的认知意义：

从出处和产地来命名：地瓜（长在地下），山芋（来自山地），番薯（出自外地）；

从外表的颜色来命名：红薯，白薯，红苕；

从味觉和触觉来命名：甘薯（味觉甘甜），凉薯（取其触觉）；

从外在的形状来命名：豆薯；

现将这一现象以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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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汉语中的“眼镜”这一词语，说明了中国人对该事物的认识时主要抓住了“使用场所”这一特征，指架在眼睛前的一种镜子。而英语是用其构成材料表达的—glasses，用以指用两块玻璃做成的物体；另一个英语单词spectacles则是从其功能来命名的，词根spect意为“看”，该单词侧重功能“看”来给眼镜取名。同一个物体，由于思维方法不同，因而在英汉两语言中就有了不同的命名思路和结果。又例如“大钢琴”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强调了“体积”（grand piano），而在法语和德语中则运用了动物的部位来隐喻性地表达，法语：piano à queue（tail piano），德语：Flügel（wing piano）。这也就是说不同人们（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民族认知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识解（Construe）世界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给事体命名也能说明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个“中介”因素。客观世界中的同一个物体或现象，先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人们就开始认知它，然后从多种多样离散的感觉材料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知觉中心，在选择语言单位表达时，即在词汇化处理过程中，往往只是限于强调事体的某一特殊方面，如：性质、形状、材料或功能等。正如陆宗达、王宁（1994：71）所说：

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

如果在现实和语言之间没有“认知”这个中介，就不能解释同一物体为什么在同一语言社团和不同语言社团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英汉两语言在很多词语表达和句法表达上存在不同，这都是由英汉两民族在认知上的差异所致。

皮亚杰在阐述“建构论”时提出了“互动论”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并提出了两种互动形式：适应（Adaptation）和组织（Organization）。（参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点）　L & J（1980：119）也认为：

The kind of conceptual system we have is a product of the kind of beings we are and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our phys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我们所具有的这种概念系统是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产物，也是我们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互动方式的结果。）

认知语言学家既反对客观主义，也反对主观主义，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没有看到我们是通过与世界的互动作用来理解世界的。因此L & J（1980：230）强调了“理解来自互动”的观点，认为：意义不仅取决于理性知识，而且还取决于自己的过往经验、价值、感情和直觉，意义带有想象力、建构性、互动性。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或者说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环境和他人打交道，就存在一个互相适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交道与适应中人们逐步形成了范畴和概念，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自身，形成了概念结构，从而获得了理解能力。他们（1999：90；2002：248）在20年之后依旧坚持并强调这一观点：

At the heart of embodied realism is our physical engagement with an environment in an ongoing series of interactions．There is a level of physical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at which we have evolved to function very successfully，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nceptual system is attuned to such functioning．（体验实在论的核心就是我们在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互动中与环境作物理性接触，在世界中存在一个物理性互动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进化为能十分成功地发挥各种功能，我们概念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与这种功能性相协调。）

The idea of embodied organism-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s a theme that we have repeated so many times in our writings … Meaning comes，not just from “internal”structures of the organism（the “subject”），nor solely from “external”inputs（the “objects”），but rather from recurring patterns of engagement between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我们在许多述著中反复强调了体验性的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观点。意义不仅是来自机体［主体］的“内部”结构，也不仅是来自“外部”输入［客体］，而是来自机体与环境接触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样式。）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学科，这一领域内部理论众多，论说纷纭，但下两个基本原则还是能为广大认知语言学家所接受：体验观和互动观，其中包含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由于在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有人的作用，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客观的、直接的对应关系。正如Sinha（2002：274）指出：

Cognitive linguistics，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it has inspired and of which it is a part，is not，then，a completely homogeneous enterprise．It is，however，an enterprise that shares certain core theoretical commitments．One of these is that the human mind is structured by the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which underlie，and have been selected by，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rganism（brain-in-body）and its（developing）environment．Another is that theories of human natural language based upon a postulated “objective”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s and external reality are deeply inadequate．（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前者激励了后者，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们是一个有某些共同的核心理论承诺的研究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人类的心智是通过进化和成长过程而建构的，这些过程构成了人类机体［心智在身体之中］与其［生长］环境互动的基础，而且这些过程也是由这种互动选择出来的。另外一种承诺就是，那些基于假定在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客观的和直接的关系的种种人类自然语言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此，互动观也是认知语义学关键观点之一。


 四、百科观（The Encyclopaedia View）

坚持百科式的语义分析方法。既然语义是基于人的感知体验，是概念化的结果，与心智结构密切相关，它就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世界，其中就要涉及人的主观因素，用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语义是先于真值的，因此认知语义学家既否定用真值条件来解释语义，也反对用成分分析法来认识语义，而主张语义是与人类的知识密切相关，应该运用百科式语义分析方法。Langacker（1987）认为：“语义不等于真值条件，但等于认知的操作。”因此，语义根植于语言使用者和接受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之中，也就不可能仅在语言系统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中求得解释，而只有在其他认知结构中才能被完全理解，所以语义应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背景知识等方面多角度加以描写。Wierzbicka（1988：2）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意义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之中。”“对世界的解释”就得依赖人类的知识系统。因此语义就与人们的主观认识、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等百科性知识密切相关。

Sperber & Wilson所倡导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种有意图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理解认知环境（具体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遵循关联原则，对明示性行为（语言或非语言）进行推理的过程。在推理过程中，人们必然要涉及百科知识，通过演绎推导出最为关联的话语交际意义，因此关联理论中的百科观与认知语义学中的百科观是相吻合的。

美国社会学家Garfinkel（加芬克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民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理论，将其用来分析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他认为在分析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自然语言和实践活动具有无穷的“索引性（Indexity）”，一项表达或行为的意义必须诉诸其他表达或行为的意义才可被理解。日常谈话须依赖无穷尽的未经言明的共享背景知识（参见Garfinkel，1967）。任何一个表面上孤立的“表达”或“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一条“无穷无尽”的“索引链”上的一环，是“a boat without bottom（一艘无底的船）”，这些未被提及的知识往往是难以补全的，是一项“难以完成的”或者说“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工作，因此索引性是“永无尽头的”（杨善华，1999：60）。

Garfinkel还曾让学生尽可能记录下日常谈话中那些使谈话得以进行的未经言明的共享背景知识，发现日常对话中需要大量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才能相互理解对方所讲内容（参见Ex．6），认知语义学的百科观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五、原型观（The Prototype View）

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范畴划分就本质而言也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范畴是通过其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Rosch、Labov、Lakoff等人对一些最基本概念（如：cup、bird、fruit、furniture、vegetable等）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即“原型（Prototype）”，从而建立了现代范畴理论。Lakoff（1987）和Taylor（1989/1995）对这一理论作了详细论述。这种基于原型的现代范畴理论认为：范畴不能用一组充分必要条件特征来下定义。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原型样本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其他实例进行范畴化的参照点，此时就将其与原型样本进行对比，若它们在某些属性上具有相似性，就可归入同一范畴。这种根据与典型样本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原型范畴（Prototype-based Category）。原型范畴理论与经典范畴理论存在一系列根本分歧（参见第三章）。

传统上我们将范畴视为一个“意义包（Packets of Meaning）”，并给其一个符号，这样范畴的意义就确定下来了，意义就具有确定性、稳定性、静态性、绝对性、单一性、定位性（reside in one place）。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认为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可变性、动态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Marker Turner（1996：57）指出：

意义来自跨越一个以上心智空间的联结（connections across more than one mental space）。语义并不是概念容器中的存放物，而是有生命的、活跃的，具有动态性和分布性，意义不是限定在概念容器中的心理物品，而是投射、联结、将多个空间进行融合的复杂运算。

Miller、Johnson-Laird（1976）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强调上下文对单个字词的作用，字词的意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受其上下文的制约。语义不是由固定的一组特征构成的，也不是由语义网络的某个静态的部位来表征的，字词是从受到上下文影响的语义空间获得意义的。Eco也认为词语的义素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某种语义确定性是由语义环境暂时促成的。


 六、意象图式观（The Image Schema View）

认知语义学认为认知模型主要是意象图式，而不是命题，最重要的语义结构是意象图式结构。（参见第五章）


 七、隐喻观（The Metaphor View）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Metaphors are conceptual，not linguistic．隐喻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果，抽象性的语义主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隐喻不仅仅是个语言现象，人类的思维就是建构在隐喻之上的。L & J（1980）指出：

我们的许多经验和活动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大多是由隐喻建构的。（147）

隐喻可为我们创造现实，可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指南。（156）

他们（1999：497）又再次强调隐喻对于概念，特别是抽象概念的形成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概念必将运用丰富的心智想象力：框架、隐喻、转喻、原型、辐射范畴、心智空间和概念整合。抽象的概念来自较为直接的基于身体概念（感知概念和肌肉运动概念）的隐喻性映射。隐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基于经验的。

他们还认为：原型范畴理论、隐喻、转喻与意象图式结合起来可较好地解释多义词形成的原因，以及多个义项间的关系。人们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多种事体和意义，是因为这些事体和意义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是来自同一意象图式或图式变体。因此，一词多义的基础是ICM，主要以意象图式为出发点，通过隐喻和转喻的映射而形成的。

他们把隐喻上升到人类的认知高度来认识，建立了隐喻认知理论，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这是语言研究和认知理论上一大突破，难怪有人将之称为一场“隐喻革命”。近年来隐喻已成为众多学者的中心研究课题。


 八、寓比观（The Parable View）与概念融合观（The Conceptual Blending View）

Mark Turner（1996）在“The Literary Mind”一书中提出了寓比观，认为寓比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可用来解释人类的各种经验，它是概念融合的过程和结果，这对于理解隐喻的运作过程是很有意义的。他指出：语言不是寓比的来源，而寓比是语言的起源，语言是寓比所制造出的复杂产品。意义不是限定在概念容器中的心理物品，而是通过投射、混合、联结、将多个空间进行融合的复杂的认知过程。他认为寓比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996：108）：

（1）输入空间，可为始源空间和目的空间；

（2）输入空间中存在着共有的抽象结构；

（3）含有这种共有结构的类属空间；

（4）通过输入空间中的共有结构形成对应连接；

（5）从输入空间向融合空间的映射；

（6）在融合空间中可产生新创结构，并得到发展；

（7）结构映射

（8）推理；

（9）融合空间对输入空间的影响；

（10）其他空间可向输入空间充实，充实是可变化的。

例如：house从传统的概念论来看，它是静止的、永恒的、稳定的、单一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我们虽然有“house”这个词，但没有所谓的“房子”这个静止的概念，我们使用这个词时，需要建构、激活、连通、映射合适的空间、框架、认知模型的结构。其中有一个结构成为我们关于“house”的基本概念，但事实上，很多空间被激活了：遮挡风雨、房间、安全、理财投资、人工制品、装潢设计、居住场所、社交地点、分隔成不同空间、出租，等等。为某一特殊目的而使用house这个词时，需要从这些意义分布中进行恰当的选择。一个词在不同的使用情景中将会激活不同的心智空间。

Fauconnier & Turner（2002）在心智空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理论，认为概念融合是人类最常见一种心智运作，是人类一种了不起的想象力，造就了人类的语言，也造就了人类本身。概念融合对于我们如何学习、如何思维、如何生活发挥着中心作用。我们正是依靠概念融合来理解意义，不断创新发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概念世界，因此概念融合观也是认知语义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参见第六章第二节）


 九、象似观（The Iconicity View）

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符号在语音、词形、结构等方面与世界特征、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辩证关系，反对任意性支配说（详见第十四、十五章）。


 十、认知模型观（The Cognitive Model View）

参见第六章。


 十一、联想观、激活观（The Association View，the Activation View）

Deese于1965年提出联想意义的理论：从互相联系的字词网络来考察语词的意义。认为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它所能引起的其他反应词（联想词）来决定的。例如：“蝴蝶”可引出“昆虫”、“翅膀”、“飞”、“蛾”等反应词，这些反应词表明它们与“蝴蝶”的联系，从而确定其意义。若两个字词有相同的反应词分布，它们就有相同的意义，如“蝴蝶”与“蛾”两个词的意义所涉及的认知域是基本相同的，因此这两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的。

联想理论还没有真正从神经和认知角度来深入阐述问题，Collins & Loftus于1975年提出的“扩散式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理论则是对联想理论的深化。他们认为：人类的心智是一个巨大而又强大的神经网络，当听到某词与神经网络中的词相似时，网络中的词就自动被激活，同时与其相关的认知域也就被激活。此时，激活过程就像池塘中的涟漪一样，逐步向外扩展。适合的词语得到了较多的激活，而不相关的词语慢慢衰退，得到较多激活的词语就被选中（Jean Aitchison，1999：131）。激活也是对某概念所受注意程度的度量。概念在认知过程中有些是高度激活的，是“显著的”，有些激活水平甚低，是不活跃的，居中是活跃的。激活是通过概念的局部联系播散开来的，认知操作只能在较活跃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语言接受者对语义的理解，是激活相关认知域中有关知识结构的结果。

语言与心智、认知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心智的窗口（Language is a window into the mind.），可通过语言了解和研究心智；另一方面，语言仅是巨大认知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小尖端（Language is only the tip of a spectacular cognitive iceberg.），语言可激活相关认知域。因此，每当我们进行语言活动时，我们会无意识地产生大量的认知活动，激活起无数的模型和框架，建立起许多关联，协调大量的信息，可见，语言形式往往传递了比其本身要多得多的信息，这就是Fauconnier（1999：98）所说的语言经济性：

By economy，I mean the following：any language form in context has the potential to trigger massive cognitive constructions，including analogical mappings，mental space connections，reference point organization，blends，and simulation of complex scenes．When we try to spell out backstage cognition in detail，we are struck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xtreme brevity of the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spectacular wealth of the corresponding meaning construction．（说到“经济”，我认为有以下含义：语境中的任何语言形式具有激活大量认知构造的潜在力，包括类推映射、心智空间连接、参照点组织、融合和复杂场景模拟。当我们尝试详细阐明后台认知时，极度简洁的语言形式与非常丰富的对应意义构造之间的鲜明悬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Deane于1991年提出了认知句法理论（张敏，1998：132），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基本主张，即句法构造是扩散式激活的对象，激活的分布可由意象图式结构预测出来。


 十二、整合观（The Integration View）

传统语义学的“组合观（the Combination View；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Frege's Principle）”，即“一个合成表达式的意义是其组成部分的意义的函数”的观点，也是形式主义语言理论的核心
(10)

 。认知语义学家严厉批判了这一观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整合观”，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完全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而获得的，而常是通过互相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进行整合而获得的。Taylor（2002：98）还区分了严式组合（Strict Compositionality）和部分组合（Partial Compositionality），认为后者是可以接受的，而前者仅是一种少见的例外现象。

以下例子都可说明语义解释离不开整合原则：语言中有大量的惯用语（kick the bucket，spill the beans），自相矛盾的表达（Your dead uncle is still alive.），隐喻说法（You are a pig.），多义结构（the ball under the table可有多种情况），很多语言表达要靠语用因素（It is hot in here！）来理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分析必须运用部分组合加整合处理的原则（概念融合理论就可用来解释整合现象）。

因此，语言表达形式仅具有产生某种意义的潜势，只有当其与人们的百科知识、认知结构、情景和语境相互作用并进行整合处理后才能产生完整的意义，受话者才能理解话语的真正意义。

整合论与本节第三条所说的百科观，第八条中所说的一个词语可激活不同的心智空间，第十一条的联想论、激活论，以及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条所述的连通论密切相关。


 第五节　结语

认知语义学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对于分析语言、解释语义、认识推理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内容，对传统的语言理论、特别是语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语言研究带入到一个新时代。因此，笔者深信该理论在21世纪将会得到更多学者的广泛承认，而且还会有重大进展。

语义研究前景广阔，我们为此感到兴奋和自豪；语义研究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更感任重道远。要能揭示出意义中深远的奥秘，撩开透明度不高的面纱，学者尚须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当以此句共勉。

思考题：

1．简述各语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其间的差异以及不足之处。

2．客观主义语义学与形式主义语义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们的不足是什么？

3．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你认为认知语义学能弥补客观主义语义学的不足吗？

4．语义外在论与语义内在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5．试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解释在我国“向日葵”为何有多种名称：葵花、向阳花、朝阳花、朝阳葵、朝阳转、转心莲、转头莲、转日莲、转日葵、望日葵、望天葵、日头转、太阳花、太阳佛花、朝阳饼儿、盘头瓜子等。

6．试述联想论、激活论、连通论的主要观点及其解释力。

江苏电视台“夺标800”节目中的“联想题”游戏，就可运用联想论、激活论、连通论，结合CM理论来作出合理解释。节目中每道题的每个提示项中都能联想或激活出许多相关概念，若能将各提示项中所共有的概念找出来就可寻得答案，这更可见意义与百科知识密切相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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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提示项能激活许多概念，它们所包含的共同概念为：锯子。因为锯子齿呈波浪形，是鲁班发明的，用起来是直来直去地拉，而且是用钢铁做的。这就分别对“锯子”的形状、发明人、运用时的情况、材料这四个方面的CM作了描写。现根据下列提示项找出所共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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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阅读加芬克尔的实验记录（让学生尽可能记录下日常谈话中那些使谈话得以进行的未经言明的背景，记录在右边）。仿照这一记录，收集2—3个日常谈话，补写出背景知识并分析未经言明的原因：







	丈夫：达那今天不用人举，就将一枚硬币放进停车收币器中。
	今天下午我接达那——我们4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家，他的个头已经长高到使他能将一枚硬币放入停车收币器中（这时我们正在一个计时停车区），而在以前，他一直要人将他举起，才能够着这一高度。



	妻子：你带他去唱片店了？
	既然他在投币器内放了一枚硬币，那么就是说，在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停车了。我知道你要么在接他的路上，要么在回来时总要在唱片店停一下。难道你不是在回来带着他的时候，在唱片店停了一下吗？要么你就是在去的路上逛了唱片店，而回来带着达那在别的地方停车了，是吗？



	丈夫：不，去修鞋店了。
	不，我在接他的路上去了唱片店，在带他回家的路上，我在修鞋店停了车。



	妻子：为什么？
	我知道一个你可能为什么去修鞋店的理由，但事实上你是为了什么，（我不能确定）。



	丈夫：我买了些新鞋带。
	你也许还记得，前些天我的一双棕色浅口鞋鞋带断了，所以我停车，买了些新鞋带。



	妻子：你的平底鞋太需要钉钉掌子了。
	你忘了别的事，我刚刚想到，你本应该将那双需要钉后掌的黑色平底鞋带去。你最好尽快修一下。　第九章　认知语法与构造语法第九章　认知语法与构造语法







————————————————————


(1)
  Allen（1957：22）指出：“意义”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但毫无疑问，没有意义，语言学就不能存在。（‘Meaning’ has become a ‘dirty word’ …．And surely，without meaning linguistics cannot exist.）


(2)
  维特根斯坦早期提出了语言图像说，到后期又提出了“游戏论”和“用法论”，虽对前期图像说进行了批判，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图像说，它是语言多种情况中的一种（维特根斯坦，1953/李步楼译，1996：2—5）。王晓升（1999：55）指出：“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彻底否定其前期哲学，而是承认它在一定的范围和意义上是有效的。”


(3)
  形式语义学有时亦被称为逻辑语义学（Logical Semantics），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典的数学包含一个客观主义的世界，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描写，这成为许多学科发展的基础，形式语义学就是其中之一。Tarski的形式语义学为一种狭义的形式语义学，将之称为“真值条件语义学”较好。而广义的形式语义学可包括所有形式化的语义研究方法（王寅，2001）。


(4)
  Habermas（哈贝马斯，1971，1973）也曾批判过真值对应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共识真值论（the Concensus Theory of Truth）”，认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必须涉及认知主体的作用，语句的真假是由主体在相关的社团规范制约下而达到的共识所决定的。


(5)
  外延论可分别与内涵论和表征论相对使用：

（1）外延论与内涵论（主要是可能世界语义学），都属于外在论范畴；

（2）外延论与表征论，前者属外在论，后者属内在论。


(6)
  乔氏使用了“I-language”这个术语，这里的I指Internal或Individual。并指出：… this is a strictly internalist，individualist approach to language（1995：13）．


(7)
  学者对其有不同看法，认为动物也有理性和语言，这就涉及如何界定理性和语言的问题，其他动物的理性和语言与人类的有什么不同。Taylor（2002：16）则强调了人类具有在线和下线认知（online and offline cognition）的能力，而动物似乎仅有前者，这与语言具有超时空性（displacement）相似。人类在运行下线认知时，就要依靠诸如语言的符号。


(8)
  Russell（1945）在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一书中指出：“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that are that they are，and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This is interpreted as meaning thateach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and that，when men differ，there is no objective truth in virtue of which one is right and that the other wrong．The doctrine is essentially skeptical，and is presumably based on the ‘deceitfulness’ of the senses．“‘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并且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参见何兆武等译，2001：111）


(9)
  时间与顺序两概念是紧密相关的，有时难以明确区分。


(10)
  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参见方书春，1959：56，58）中的论述倒是很中肯的，他说：“部分对于整体的意义有所贡献”。认知语义学认为语句中所有词语对于整个语句的理解都是有作用的，虚词也不例外，这也就应了亚氏“有所贡献”的说法。同时，“有所贡献”也是说得恰到好处，它不等于“相加组合”，在意义理解中，存在大量“1＋1不等于2”的情况。


第九章

认知语法与构造语法

从狭义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点）可知，其研究聚焦于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因此，其句法理论也就聚焦于发话者有关语法结构在心智中的表征。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对句法理论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造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上（Croft & Cruse，2004：225）
(1)

 ，并期望能以其对语言作出一个统一的、简约的解释。近来国外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对构造语法予以充分关注，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究，出版了几本相关著作和很多论文，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构造语法理论，而且这一理论还必将在近几十年里引起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笔者（2006）在《认知语法概论》中已经专题论述了Langacker认知语法理论，本书重点论述构造语法理论。


 第一节　历史回顾


 一、认知语法的出现背景

认知语法是Langacker等学者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对以乔姆斯基为首的TG语言学派进行反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时期乔氏理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占据着主流地位，尤其是美国，即使至今还很有市场。TG语言学派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之上的：

（1）人们的语言能力是天赋的，是与其他认知能力平行独立的一个模块，在语言能力这个总模块中还可细分出若干子模块，亦有学者（如Croft & Cruse，2004：225）将其称为Component（成分）
(2)

 ，如音位、句法、语义等。每个子模块都包括高度概括的规则（rules）和限制（constraints），仅描写了句子特征的某一维度，如音位子模块控制着句子的声音结构；句法子模块控制着句中词语的组合；语义子模块控制着句子的意义。除此之外TG学派还对句法成分作出了进一步切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甚至还有学者主张作更深入的区分，如Aronoff（1993）主张区分出词法成分（控制着词汇结构的内部形式），Vallduví（1992）主张区分出信息结构成分（控制着语篇和语用知识），等等。这样TG学派就通过这些子模块对语言信息的特定类型作出了严格的区分。

（2）不仅语言是自治的，而且句法也是自治的，不用参照意义就能对其形式作出系统的描述，这与二元论哲学观一脉相通，为形式主义句法理论找到了理论基础。

（3）坚持客观主义语义观（TG学派早期是忽视语义的，后来逐步改变了态度，开始考虑语义，但也是基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建立起来的语义观），主张运用义素分析法，以及真值条件语义分析法（可根据相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假值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对语义作出描写。

（4）倡导普遍语法。儿童头脑中天生存在生成句子规则的内在机制，其核心是普遍语法，它是以天赋的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普遍语法的规则系统可用数学上的“生成”思想来描写和组织，因此语言可视为一种递归性的生成系统，可用分解式方法（Reductionist Approach）来寻求语法形式和意义的最大概括的抽象表征单位，并用一套形式符号来表示，某一语言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基于这样一套形式符号，通过一套规则对其进行形式操作而生成出来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Langacker教授于70年代就看出TG学派的致命要害，认为这一理论在将语言研究引入一个错误的方向，并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全新的语法理论体系，最初被称作“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他于1982年在“Language”上正式发表了“Space Grammar，Analysability，and the English Passive”一文。在此基础之上，他于1987、1991年先后出版了两卷本的《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对自己的语法理论进行了详尽而又系统的论述。由于当时“Cognitive”一词亦已流行开来，为与其他学者用法一致起见，他将自己的理论更名为“Cognitive Grammar”。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也对TG学派上述的假设进行了严厉批判，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他们坚持认为：

（1）语言不是天赋的，主要是后天习得的，语言能力是人们总认知能力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语言来自认知加工，体现认知方式，是一种基本的认知现象。对语言知识的表征与对其他概念结构的表征基本相同。语言知识不可能被明确地切分成各自独立的模块，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

（2）不仅语言不是自治的，而且句法也不是自治的（参见第三节），语法本身就有意义，而不是什么自治的形式系统，句法和语义不可分离。Langacker首先针对形式和意义相分离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这一关键性概念，并将其定位于“音义配对体（Phoneme-meaning Pairings）”。

（3）认知语言学在批判客观主义语义观的基础上（参见第八章）逐步形成了认知语义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结构，认为它不是一种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简单的真值条件，也不是客观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镜像反射”，而是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其形成与“识解”密切相关，必须借助人类基本认知方式来解释概念结构的组织方式。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主要从人类的“认知和识解”角度研究语言结构，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心智表征，克服了传统语法过分强调客观标准、忽视主观认识的倾向，充分考虑到人的认知因素在语言结构中的反映，着重用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来识解（construe）语言的规则，开创了语法研究的全新思路。因此Langacker在将发表的论文中认为他的认知语法本身就是一种构造语法理论（尽管当时没有运用这一术语），而且还是一种激进构造语法理论，提出了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TG学派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观点，并彻底与其分道扬镳。

（4）认知语言学家都认为语法构造和语义结构因语言而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构造语法理论，为这一基本观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认为句式和句法范畴必须参照它们所用于的构造来定义，这一观点在跨语言对比研究时特别重要。构造是基于某一特殊语言的，即一个语言的构造在形式和意义方面与另外一个语言的构造很少完全对应，也就是说，一个语言有的构造不一定总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找到对等的构造。激进构造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RCG）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所谓“Radical（激进）”，就是说不一定在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对等的构造，这是针对普遍语法提出的严厉批判！因此，一个语言中的具体句式，乃至句法范畴只能相对于其所出现的具体构造来描写（这就是the Usage-based Research），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普遍的句法范畴（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主语、谓语、宾语、及物分句等）集合，这些范畴是因语言而异的，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特别构造。


 二、从习语说起

为了保证模块理论的有效实施，TG学派认为在各个子模块中还应包括具有概括性的规则和限制，而把其他独特的性质（Idiosyncratic Properties）置于词库之中。通过各子模块中的规则和限制以及子模块之间的连接界面，就可对语言中所有句法特征做出合理的描写和解释，因此在TG语法分析中就不需要“构造”这一概念。

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习语（Idiom）”根本就不能通过句法子模块和语义子模块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规则作出预测，TG的模块论对其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模块论，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有效地表征句法。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不仅要能表征高度概括的规律，还要解释个别特征的规律，这就引出了“构造”这一全新的分析理念，希望它既能解释特殊的习语构造，也能说明一般的语言构造。因此，构造语法理论始源于对“习语”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对TG语法的回应而逐步形成了构造语法理论。

学者们都认为大多习语具有规约性，不能从句法和语义角度做出细致的分解，例如习语“spill the beans”虽符合句法规则（V＋NP），却难以通过连接句法子模块与语义子模块的规则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在这个习语里spill才有divulge的意思，至于习语kick the bucket、by and large、No can do、Believe you me、happy go lucky、make believe等习语，TG理论更是一筹莫展，在句法上找不到解释的方法，更不用说语义了，模块论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我们知道，即使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各类习语也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它们除正常意义之外，往往还与特定的使用语境密切相关，如Good morning和See you later等，除其正常意义外，还有开始和结束会话的语用功能；Once upon a time有开始讲故事的语用功能，Fillmore将这类习语称为“语用习语”，它们具有提供语篇信息结构的特征，仅分析其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就根本说明不了它们的语用或语篇功能，模块论在这里走进了死胡同。

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存在大量的习语，它们毕竟也是发话者语法知识中的一部分，语言学家不得不面对它们，必须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它们是如何被储存于发话者心智之中的，这个问题倘若不解决，语言理论的“充分性”又从何谈起？Fillmore等人（1988）认为可用“构造”来对习语做出合理的解释，且还可将其扩展用来表征一切句法结构，这样构造语法理论就始于习语分析而闪亮登场。后来认知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丰富了构造语法理论，并认为所有的语法知识都可用“构造”来做出心智上的表征。


 三、Fillmore对习语的分析

Fillmore主要根据以下三个要素：词语选用、句法排列和语义解释，对习语作出分类（前三类为习语，第IV类为正常表达），现以Croft & Cruse（2004：236）论述为基础列表总结如下：

[image: ]


图　9.1

第I类习语：有些词仅能用于某些固定习语之中，不可用于其他场合，可叫做“专词专用”现象，如kith and kin、with might and main，此时正常的句法规则对它们一点也不适用。

第II类习语：对熟悉的词语作生疏的句法排列，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用法，因此它们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不符合正常规则，如all of a sudden、in point of fact等固定性习语，图式性习语也可能为这类习语。

第III类习语：熟悉的词语作熟悉的句法排列，但语义不符合规则，也就是说，没有产生按照各词的字面组合出的意义，如pull X's leg（开某人玩笑）、tickle the ivories（弹钢琴）等。

从图9.1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第IV类为正常表达，不是习语，TG语法中的句法规则仅能解释这一类的表达，这也足以可见，TG的模块理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根本谈不上什么“解释充分性”。

（2）习语与非习语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上，而主要在于语义解释是否符合一般规则。在I、II、III类习语中，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都有两种情况：符合规则（＋）或不符合规则（-），只有当语义解释为“-”时，才被视为习语，因此语义解释的正常与否是区分习语与非习语的关键要素。

同时，Fillmore也发现违反词语正常选用和句法正常排列，但人们依旧可从其表达中猜出整句话的意义，即没有违反语义规则，也就是说在上表中可加上一种情况，即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为（-），语义规则为（＋），如基于：

The X-er，the Y-er

的图式性构造可产生很多表达，如：

［1］The more you practice，the easier it will get．

［2］The louder you shout，the sooner they will serve you．

［3］The bigger they come，the harder they fall．

例［1］和［2］两句属于惯用组合性表达，句中的两个the不是定冠词，这属于生疏词语的选用；而且这种倒装性句式排列也是人们所不熟悉的用法，但人们还是能够获得整句的意义。例［3］则为固定性习语，因为其中的词语不可随意替换。从这三个例句可见，生疏词语作生疏排列时，不一定都是习语，这一方面说明了语义解释是否正常才是区分习语与非习语的关键要素；但另一方面也看出：语义解释正常，但选词和句法不正常时也可能不是习语。

（3）我们也可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习语的惯用程度。从上表可见，习语的惯用性有程度之别，按照Fillmore的观点，习语可分别从词语选用、句法排列和语义解释三个方面作出程度性描写，完全违反三者的为最典型习语，也就是Fillmore所说的第I类习语；违反两者的则为次典型习语，也就是Fillmore所说的第II类习语；若仅违反语义解释这一个要素的，则可视为习语范畴的边缘成分，即Fillmore所说的第III类习语。如果三个要素都不违反，那么就不是习语。当然了，是不是习语，违反不违反规则，是正常表达还是习语，这也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使用情景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节　象征单位和构造


 一、象征单位：认知语法的基础

Langacker反复强调，认知语法只设三个单位：（1）音位单位（Phonological Unit）；（2）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3）象征单位。任何语言表达式：词素、词、短语、句子、语篇都是象征单位，因此，认知语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分析语言是如何通过象征单位建构起来的。

Langacker设立“象征单位”的思想主要受到索绪尔符号观的影响，但又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观。他批判地接受了索氏的符号模型，一方面认为音位单位（与索氏的术语“音响形象”有关，但不同）和语义单位（与索氏的术语“概念”有关，但不同）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可视作批判形式主义理论的基础：形式在运算过程中是不带意义的，只是在运算结束时，符号串才通过与客观世界的对应获取意义。他将音位单位和语义单位的结合体称为象征单位，即：象征单位＝音位单位＋语义单位这样，语言就是象征单位的集合。

但另一方面，Langacker与索绪尔在对待两者的结合是否具有理据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又存在重大分歧，他（1987：12）强调了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之间结合时的象征性（理据性）。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影响，“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公理，而“象征”似乎与其相反，其中有个取何“象”而征（征：证明、证验，表露出来的迹象）的问题，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并不是任意所为，这从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76第六版）对symbol的英语解释可见：

things regarded by general consent as naturally typifying or representing
 or recalling something（esp．an idea or quality）by possession of analogous quality
 or by association in fact or thought
 （e．g．white is symbol of purity.）

我们从释义的画线部分（为笔者所加）不难悟出“象征”的确切含义，naturally、analogous、association等词明显与“任意”无关。而Langacker所用的“Symbolic Unit”确实是取了这一意义，这可从他（1987：12）在《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开头的一段话得知：

索绪尔过分强调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例如由多词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就是非任意性的例证，其间的理据是可被分析的，即使单个词素中的任意性也须大加限制。暂且不说拟声词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语言中普遍存在类比和语言象征的现象，这在词汇的进化过程中不断起着许多理据性作用。语法本身（将词素结合成较大的、复杂的语法构造）具有象征性，因此论断语法与语义相分离，句法具有自治性是毫无意义的。

这还可从Croft & Cruse（2004：257）的一段话得到佐证：

构造语法理论中的语法构造，就像其他句法理论中的词库一样，包括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是部分任意的（at least partially arbitrary）。

笔者还是不很放心，又专为此事发电子邮件请教Langacker本人，他在给我的回复邮件中说：

Arbitrariness is not part of the definition．Most symbolic relationships are less than fully arbitrary．（任意性不包括在象征单位的定义中，大部分象征关系并非完全任意。）

因此，我们认为沈家煊先生1994年将“Symbolic Unit”译为“象征单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译作，这种译法完全能够反映出Langacker所用术语的准确含义，也能体现出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阅读和理解Langac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中的基本观点就会通畅得多，他（1987：11）指出：

Language is symbolic in nature．

我们就可将其译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这也是与他的一贯思想完全相吻合的：语言表达代表了概念化，语言是对概念化的符号化，具有理据性。


 二、构造：认知语法的核心

构造，是形义的配对体（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Goldberg，1995：1），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所形成的结构。据此，构造就可能是一个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词，或者说，由两个词素或两个象征单位构成的词就是最小的构造。这样，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句子、语篇，都可被视作象征单位，它们都是音义配对的结合体，认知语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论述语言是如何通过象征单位来表征的。

Langacker（1987）一直认为词素、词、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在词法中也可发现许多出现于句法中的结构规律，因此词并没有不同于大于词的语法构造的特征，而且几乎所有类似于习语的特殊现象，都可在词法中找到（Croft & Cruse，2004：254），因此没有必要对词和大于词的结构作出区分，其间的区别仅在于：

（1）后者所包含的象征单位可能要多于前者；

（2）后者的结构要比前者更为复杂；

（3）词法主要是由粘着词素构成的语法单位，句法主要是由自由的词构成的语法单位，所以在一个词里的词素往往具有粘着性，而词在短语和分句中则具有一定的自由性。

因此Langacker（1987：53—54）就主张用象征单位和构造这两个概念来对语法作出统一的认知解释。

这样，构造语法中所说的“Construction”与传统语言学中所说的“construction”不同，前者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可以是粘着的也可以是自由的；可以是具体词语也可能是图式性表征。所有构造都是形（包括音位、书写等）和义（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信息）的结合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储存于发话者的心智之中。这样，构造语法理论从对习语的分析开始，批判了TG学派的模块论、普遍论，为认知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个词素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数个词素并置后，经过整合加工（只具有部分组合性，主要是整合，批判组合观）就形成了一个句法上相对复杂的表达，这就叫语法构造（Grammatical Construction，或叫Composite Structure“复合结构”、Symbolic Complex“象征复合体”）。它也是象征单位，而且是在音位串和语义串这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整合运作！这样，象征单位、构造图式就分布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这就可将分析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的方法统一起来。因此分析词汇意义的认知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分析语法构造，包括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语言交际的最小需要，或分析语言的最小需要就是语音、语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连接，将语法分析归结为象征单位正体现了这一最小需要，认知语法一直声称语法研究就基于这三者就行了。

通过研究象征单位和象征单位的整合（即构造），我们就能对语言从心智上作出较为详尽的描写和解释。Croft & Cruse（2004：225，254）指出：人们的一切语法知识基本上是以构造的形式来表征的，因此“构造”可以概括人们全部的语法知识，这为我们研究语言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确实是一大了不起的贡献。


 三、构造的解释力

Langacker提出用“象征单位”和“构造”来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是对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一方面为认知语言学的目标“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彻底否定了把句法作为一个独立层面来处理的方法，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直接相连，就是说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组织层次。这不同于TG，以句法为中心，一面通过“句法—语义”界面获得语义解释，另一面通过“句法—音位”界面获得音位体现。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认知语法否认句法的存在，而是意在强调认知语法把传统上被视为词法和句法的内容都当作象征单位来统一处理。有了“象征单位”和“构造”这两个概念，就可达到取消词法和句法之间对立的目的，这就有力地批判了TG语言学派的模块论和普遍论。这样，认知语言学家就将整个语法知识囊括于“构造”这一概念之下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了“构造语法”这一研究方向。

构造语法认为，语言是由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构造组成的，从图式性句法构造到具体的词汇项构造，所有构造都是形和义的配对体，它们都是在发话者的心智中以特殊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从例［1］到例［3］，不管是非习语表达还是习语表达，它们都是来自概括结构“The X-er，the Y-er”，这也是一种“构造”，可视为一种图式性构造，既能解释习语构造，也能解释非习语构造，就能基于该构造对这类表达作出统一解释。Fillmore（1988）、Lakoff（1987）和Wierzbicka（1988）还分别对“let alone构造”、“There-构造”、“have/give/take a V构造”进行了个案研究，还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构造语法理论的研究，他们都有同样的发现：

（1）构造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它们不能被句法子模块、语义子模块或语用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所表征，也不能被连接这些子模块的连接规则所解释。同时，发话者还能掌握这些特定句法知识的一系列变化用法，包括大量的固定习语，这种知识大大超出了句法、语义和语用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可见，语言表达和习语的句法、语义或语用特征是直接与构造相连的，因此大多认知语言学家接受了Langacker的观点，将“构造”视为一个表征单位或一个象征单位来统一处理。

（2）认知语言学一直倡导须对语言各层面作出统一解释，构造语法又为认知语言学增添了一个新的统一解释方法，可用“构造”对原来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所论述的内容作出统一解释，而且还将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统一处理。这样通过象征单位和构造就能对人类的语法知识作出统一解释，难怪Croft（2001：362）指出：激进构造语法是毫无疑问的（disarmingly）、真正意义上（genuinely）的句法表征最简方案。Taylor（2002：22）也持同样观点：象征单位理论才是语言理论中真正的最简方案（a truly minimalist theory of language）。

（3）语法中的构造不是零散无序地分布的，而是以分类分层（Taxonomic Hierarchy）的方式有机地组织起来的。

（4）相关构造可以形成一个家族（a family of related constructions），例如let alone仅是许多与此相关构造的家族中的一员。Lakoff（1987：468—482）也有类似的发现，“There-构造”是一种辐射型范畴，不管是其指示性用法，还是其存在性用法，都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Wierzbicka（1988：303—336）分析了have a V构造有十种次类。可通过分析一组相关构造就能对某一构造作出合理解释，可见原型范畴理论对构造同样具有解释力。


 第三节　区分两种自治观

我们经常说，认知语言学坚决批判TG学派的自治观，Langacker（2005）认为我们应当区分出两种自治观：弱式自治观（Weak Autonomy）和强式自治观（Strong Autonomy），前者认为语法不能根据意义和其他独立因素（例如交际限制）作出完全的预测；后者认为语法与词汇和语义不同，可以单独构成表征的一个层面，对其描写需要用一套专门的最简语法原素（Irreducible Grammatical Primitives）。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自治观，前者是关于语法结构的可预测性，后者则是关于用来描写语法结构的单位的特性和种类，形式派学者常常基于用证明弱式自治观的例证来为强式自治观辩护，说服力显然不足；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则在反对强式自治观方面显得更加有力，因此双方的争论出发点并不一致，概念没有严格区分，自然也就无法统一。

一般来说，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接受弱式自治观，拒绝强式自治观。认知语法提出了形义结合的“象征单位”和“语法构造”这两个重要概念来批判强式自治观，认为：词素、词汇、词法、句法形成一个连续体，在它们之间很难做出明确切分，即使能做出所谓的“切分”，也是一种任意所为。这个连续体上的任何一处都可作为一个形义结合体的象征单位来进行分析。这一核心思想具有深远意义：

（1）语法与语义不能截然分开，后者仅是前者的一个极（Pole）。

（2）对语法进行描写的成分无须用特别的、最简的原素，仅用形义配对体即可。

（3）所有有效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为抽象概念“语法构造”的具体表现形式）本身都是有意义的。


 第四节　Langacker论构造语法理论


 一、简介

在Langacker创建认知语法（他将自己的理论也叫做“构造语法”）的同时，Fillmore于1988年提出了“Construction Grammar（构造语法）”，Fillmore、Kay & O'Connor（1988）、Fillmore & Kay（1993）、Kay & Fillmore（1999）以及Michaelis & Lambrecht（1996）也对其进行了论述。Goldberg于1995年出版专著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构造语法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了语言的题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她的研究为“构造的意义（如使动构造）对其用法有限制”提供了证据。Croft于2001年出版了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将构造语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他接受了上述学者的观点，认识到构造是语言分析的一个原始单位，只有通过构造才能对语法范畴作出有效定义，并将其视为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目标，这一观点具有深远意义！其出现是对先前句法理论的一次巨大的变革（a dramatic break from prior syntactic theories）。

Langacker（2004）并不认为Fillmore等学者的理论属于认知语言学，因为在他看来，Fillmore更属于形式主义阵营，因此他仅论述了三种主要构造语法理论，用小写的construction grammar作为上义术语来统括这三种理论，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本文用LCG表示）；

（2）Goldberg的构造语法（Langacker用大写的Construction Grammar，本文用GCG表示）；

（3）Croft的激进构造语法（RCG）。

正如上文所说，Langacker认为他自己的LCG既是构造语法，同时还是激进的语法理论。GCG没有完全局限于构造语法本身，其中还包含了认知语法和激进构造语法的内容。总的来说这三种理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既互相区分又相互联系。他在待发表的论文中将三种理论的共性归纳为以下12条：

（1）是构造，而不是规则，才是语言研究的首要对象，这是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2）框架系统是非派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往往有各自的来源。

（3）词汇和句法不是明显可分的成分，它们构成了构造的连续体。传统句法观认为词汇和句法可以明显区分开来，构造是由其组成部分根据句法规则组合而成，据此构造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除了成语之外它们的属性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属性和句法组合规则来做出预测，而且词汇本身的词性等范畴须被明确定位，句法规则就参照这些范畴进行运作。构造语法理论推翻了所有这些假设，认为词汇范畴不是事先被确定的，而应参照其出现的构造来描写。

（4）构造是形义配对体，是象征结构的复合体。形式和意义不能分离，这就批判了句法自治论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思路。

（5）信息结构是构造意义的一个方面。这里的意义还包括：规约化的情景和语用功能等。

（6）构造与传承性网络（Networks of Inheritance，或叫范畴化网络［Networks of Categorization］）紧密相连。

（7）规则（Regularity或Rule）和类型（Pattern）是以构造的形式出现的，构造相对于例示性表达来说具有图式性。

（8）除了不同程度的详细度和图式性之外，它们所例示的表达和类型具有共同的特征。

（9）语言知识包括大量的构造，其中大部分相对于正常的和生成性的语法类型来说，具有独特性（Idiosyncratic）。

（10）规则性类型是构造的一个特例，能够包容独特构造的框架系统也将包容规则性类型，但不是相反。

（11）一个合乎语法的表达就应能够同时满足构造的限制条件。

（12）组合原则受到整合（Unification或Integration）的影响。



根据Taylor（待发表）以及Croft（2004）本人的观点，所谓“激进构造语法理论”的“激进”主要是指：

（1）将构造视为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目标，可通过构造对一个语言的语法作出描写和解释。

（2）构造具有多样性（Diversity），而且还因语言而异（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而且不同语言里表达相同功能的构造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

（3）尽管一个构造中的成分与另一个构造中的成分有时看上去等同，但实际是不等同的。如能用于构造“助动词＋NP＋XP”中的NP就与所有格构造“NP＋POSS＋N”不同。在这里就很难找到一个能概括上述两构造中NP的概括性范畴语。

（4）词类划分不具有普遍性。

（5）不存在什么普遍句法范畴，而只存在普遍适用的语言分析方法
(3)

 。

（6）彻底放弃了分解论（Reductionist Approach），认为语言中有些复杂构造本身就是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不可分解。

（7）在构造分析中取消了句法关系，从纯语义角度来定义构造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8）从类型学中吸取了语义映射模型（Semantic Map Model）（Croft，2001：8，92—104）和句法空间概念（Syntactic Space）（Croft，2001：第八章）来分析语法信息在构造中的储存问题。


 二、构造语法理论对“形”的理解

构造语法理论都认为构造包括词汇和语法，构造具有象征性，其最简结构为形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但它们对于“形”有不同的理解。

Langacker认为“形”主要是音位结构，又叫音位极，而且还包括其他符号化媒介，如书写、姿势等，不包括语法形式；而Goldberg（1995：51）和Croft（2001：62）认为“形”包括语法形式。Langacker认为这一差异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术语问题，而是涉及了理论的核心问题：语法的本质及其与意义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认知语法的看法一直就与先前的语言理论存在激进性的根本差异：语法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其象征结构就在于语义结构和音位结构的配对，根据这一观点，语法或语法形式本身并没有对语义结构进行符号化，而只是包括了语义。假如语法可以完全简约为象征结构的结合体，我们就不能说语法的某一方面作为这种结合体的符号化成分。另外，人们在正常讲话时并不总能明确地意识到一些语法的范畴形式（如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在英语中它们没有什么明显的符号化功能，在汉语中也是这种情况，这些范畴标记没有出现在语音流之中，所以语法形式不包括在“形义配对体”的“形”之中。

先前的语法理论就将语法形式视为一种形式，倘若我们还持相同做法（像GCG、RCG那样），何来的“激进”？若从这个角度来说，认知语法比起构造语法和激进构造语法更为“激进”！根据Langacker这一论述，我们将其观点以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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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第五节　Croft和Cruse论构造语法理论

Croft & Cruse（2004：266）认为在认知语言学中对句法理论的研究可包括四种构造语法理论：

（1）Fillmore、Kay等人的构造语法；

（2）Lakoff以及Goldberg的构造语法；

（3）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4）Croft的激进构造语法。

Fillmore & Kay的构造语法详细论述了句法关系和句法的传承性（Inheritance）；Lakoff以及Goldberg的构造语法着重论述了构造之间的范畴化关系；Langacker的认知语法重点论述了语义范畴和语义关系；Croft的激进构造语法重点论述了句法范畴和类型共性。另外后三种理论都接受基于用法的模型（the Usage-based Model），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运用，应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研究语言知识的形成和表征。

Croft & Cruse（2004：265）认为他们所说的四种构造语法理论都接受了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1）构造是由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构成的结合体，它们是独立存在的；

（2）可用构造对语法结构作出统一的表征；

（3）语法中的所有构造在人们心智中是按照分类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TG语法中，诸如NP、VP、S、O等句法成分范畴是标出的，如句子“Tom sings”可标注成［［Tom］NP
 ［sings］VP
 ］S
 。而在构造语法中，句法成分范畴没有直接标出，因为不同的构造语法理论对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就涉及句法成分范畴在构造语法中如何表达或具有什么地位，以及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不同的构造语法理论还建立了不同的“句法—语义”的内部连接模式。

要能够确定句法成分的地位，还要搞清楚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句法之间的关系，这就是Croft & Cruse（2004：262）所论述的句法关系的类型问题。他们主要是从构造知识的内部组织角度来论述的。认知语法认为：构造具有内部结构，人们的语言知识就是这类结构性构造的清单（Langacker，1987：63—76），可运用分类网络（Taxonomic Network）或图式性程度（Schematicity）来分析构造的内部关系，如从VERB PHRASE到kick the bucket可逐层分析为：

［VERB PHRASE］

［VERB OBJ］

［kick OBJ］

［kick［the bucket］］

它们从十分抽象的图式表征组成到具体词语表达，形成了构造的不同层级，组成了一个分类分层网络。

又如“我走，我吃饭，我吃惊”的构造分类分层网络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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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另外，一个句子可能有多个母节点，如否定句“我没有吃饭”是来自一个及物构造和一个否定构造。

［4］It was a pen that Tom gave me．

则来自一个双宾语构造和It分裂句构造。

句法关系类型又是与构造关系类型密切相关的，这就出现了第三个问题：构造之间的关系问题。分类分层等级系统在不同抽象层次上有相同或相似的信息表征方式，如及物动词在较高抽象层次上的句法关系可表征为［Vt＋O］；其下层，如及物动词kick的句法关系，依旧可表征为［kick＋O］，依此类推。但是，不同的构造语法理论对构造分类分层关系中的信息有不同的表征方法，这就涉及语法信息是如何被储存于构造分类分层系统中的。

认知语言学到目前为止主要形成了四种构造语法理论，它们对上述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形成了构造语法理论内部的争论。Croft & Cruse（2004：265—290）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分别论述了四种构造语法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分歧：

（1）句法成分范畴在构造语法中的地位；

（2）句法关系的类型；

（3）构造之间的关系类型；

（4）语法信息是如何储存在构造分层之中的。

Croft和Cruse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对四种构造语法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一、Fillmore等人的构造语法（简称FCG）

Fillmore、Kay、O'Connor等人的构造语法最接近于形式主义的理论，特别是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主要对构造的内部结构作出了较为精细的分析，统一地描写了语法的形式和功能属性的表征。FCG对上述四个问题的观点如下：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造语法中的地位

FCG对这一问题主要持“分解论（the Reductionist Model）”，认为小的句法成分范畴（可称为原子单位）可以组成较大的构造，而且还运用了整合理论，即在较大构造中可能会产生出原子单位中所没有的句法和语义特征，也就是说较大构造在整合原子单位的过程中可能会整合出许多新特征，它们不是从原子单位中派生出来的。

2．句法关系的类型

FCG主要运用三套不同的特征：角色（Role，包括修饰语［Modifier］、填充语［Filler］、核［Head］）、配价（Val：谓词对论元的关系）和关系（Rel：论元对谓词的关系）来将原子单位整合成较大的构造。例如语言中都有一个不及物构造，英语句子“Tom sings”就是通过这三套特征将具体的词项插入后整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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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关系Rel”特征获得语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简称GF），语义特征获得题元角色（Theta Role），在这个例子中，Tom获得主语的语法功能，同时也具有施事的语义特征。另外，Fillmore的构造语法还倡导匹配原则（the Matching Principle）或配价原则（Valence Principle），即构造中的谓词和论元必须合理匹配，一个论元角色应与谓词配价表中的一个成分进行匹配。

他们还区分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Role）和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如Val和Rel）。“谓词—论元”关系独立于谓词和论元各自所具有的关系，例如：

［5］The book is red．

［6］the red book在这两句中red都是谓词，（the）book都是论元，但是在例［5］中，be red起着“核”角色，而在下一例中book起“核”角色。而且他们还认为谓词具有配价（Val）特征，论元具有关系（Rel）特征，这两个部分之间是有区分的。构造中同样一个成分可以解读为是一个谓词带论元，同时还可解读为论元带另外的谓词，例如：

［7］You should read this．

句中read是一个谓词，带了一个论元this，同时它本身又是谓词should的一个论元。

3．构造之间的关系类型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造分层之中

Croft & Cruse将这两个问题合起来讨论，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种构造语法理论都认为构造具有分层关系，而且较低层次上的构造可以从较高层次的构造上传承（Inherit）信息。例如在“kick the habit”表述中，the habit本身原来并不具有作kick宾语的语法功能，只有将其置于“动—宾”构造之中时，它才具有作kick宾语的功能，Kay & Fillmore（1999：7—8，30—31）将这一现象称为“完全传承模式（the Complete Inheritance Model）”，信息储存于构造分层的最高层次（最图式化的层次）中，并认为他们所论述的构造语法就是一种完全传承模式。他们也考虑到构造的某一部分也可能从另外一个构造传承信息特征。


 二、Lakoff（1987）和Goldberg（1995）的构造语法（简称LGCG）

Lakoff于1987年主要从原型和辐射型范畴理论角度论述了英语中的“there—构造”，Lakoff的学生Goldberg于1995，1996年出版专著和论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构造语法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语言的题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为“构造有自身的意义，可改变词义，并对词汇用法有限制”提供了证据。同时她还接受了她老师Lakoff的观点，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造之间的范畴化关系。Goldberg（1997）还论述了动词与语法构造之间的关系（参见董燕萍，2002），近来她（2004）开始关注语法和语用的交接界面问题（参见赵康，2004）。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造语法中的地位

Goldberg不赞成用“分解论”来分析语义角色，主张运用框架语义学理论来分析复杂事件中参与者角色。她认为可将复杂事件视为语义表征的原素单位，事件中的语义角色可以通过整体情景来定义。但她却主张用分解论来分析题元结构中的句法角色和关系，这样，语法关系和句法范畴就可包括主语、宾语、动词等之类的原子成分。

2．句法关系的类型

Lakoff在研究“there—构造”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句法成分与整个构造之间的关系：句法成分（如分句、名词短语、动词等）、词汇成分（如there，here，come，go，be等）、句法条件（如成分的线性顺序、主语与宾语的语法关系等）、音位条件（如重音、元音长度等）。Goldberg主要论述了构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题元结构的语义，及其与句法角色的连接，以及动词和构造之间的关系等。

3．构造之间的关系类型

他们论述了范畴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1）多义性；

（2）原型—扩展。

这两个特征在构造的各层次中都存在。构造之间的各种连接关系包括：分层关系（Lakoff，1987：附录3；Goldberg，1995：74—81），例示关系（Goldberg，1995：79—81），部分—整体关系（某构造可能是另一构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独立存在，Goldberg，1995：78）。

Goldberg（1995：74—75）还认为所有的连接都是传承性连接（Inheritance Link），但是在她的理论中传承的方向与Fillmore的构造语法理论相反（1995：80）。

她还论述了多义性连接，即同一个句法构造可能会有多种语义，如双宾语构造（SVO1
 O2
 ）主要表示所有物的转移，其原型意义为：S CAUSES O1
 TO RECEIVE O2
 。例如：

［8］She gave me a book．

根据Goldberg（1995：146）的分析，该构造的原型意义应为：

（1）S是意愿性施事者；

（2）O1
 是有生命体，且为意愿性受益者；

（3）O2
 为具体事物；

（4）O1
 应当领属O2


但该构造通过隐喻生成了许多其他非中心用法，使其成为一个多义性构造，例如：

［9］He owes you much money．（主语施事者不一定是意愿性的）

［10］Happiness gave me a lot of inspiration．（主语施事者不一定是人）

［11］The policeman gave the driver a ticket．（间接宾语O1
 不一定是意愿性的）

［12］His girl friend gave him a pinch．（间接宾语O1
 不一定是受益者）

［13］The patient gave Tom a headache．（直接宾语O2
 不一定是具体事物）

［14］The sauce gave the dish some flavour．（间接宾语O1
 不一定是有生命的）

［15］Tom gave his girl friend an insult．（间接宾语O1
 不一定领属直接宾语O2
 ，仅表示“受到”之义）

［16］Crush me a mountain．（间接宾语O1
 不一定领属直接宾语O2
 ，表示祈使语气）

例［8］是双及物动词的原型图式，其他几句则是从原型图式通过隐喻机制延伸出来的，在延伸过程中传承了其句法构造图式。Goldberg虽然没有明白地声称存在一个包含所有意义的双及物动词构造，但通过她所说的“传承”，可以推断出她认为存在一个图式性句法双及物构造（Schematic Syntactic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或叫“上义性双及物构造”［Superordinat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但她没有提到存在一个双及物构造的图式性语义结构。

Lakoff（1987）在论述“There-构造”时没有提到上义性图式构造。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造分层之中

在是否接受正常传承（Normal Inheritance或叫Default Inheritance）问题上，Goldberg和Lakoff、Fillmore的构造语法存在分歧（Goldberg，1995：73）。“正常传承”是指：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某一范畴的大部分知识并不一定适用于范畴中的所有成员。如当有人提到“鸟”时，我们就会想到它会“飞”，也就是说“飞”的信息被储存于“鸟”这一范畴之中，因此在提到“鸟”时，“飞”的属性就被传承下来。但如果说到的是鸵鸟、企鹅、断了翅膀的鸟、死鸟时，“飞”的属性在传承过程中就被阻断了。

Lakoff（1987：490—491）在论述“There-构造”时，认为指示词的中心功能主要是说明在一个言语行为情景中存在一个所指物，因此这一指示构造主要用于一般现在时，但是这个构造根据具体情况也可能有很多其他时态，这些具体情况就阻断了对一般现在时的传承。

Goldberg（1995：73—74）也考虑到了构造分层中各层次上的信息表征问题，并针对传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冲突现象提出了“多重进入模式（Full-entry Model）”。她指出：

当一个子构造面对多个母构造节点（Multiple Parent Nodes）时，而且这些母节点存在互相冲突的特征，就会在多重传承的选择中出现冲突情况，“正常传承”理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动词—小品词”构造与“动结”构造存在相互冲突的特征：

［17］He cleaned the mess up．

［18］He cleaned up the mess．

［19］* The mess is up



［20］S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21］The metal is flat．

［22］* She hammered flat the metal．

在“动词—小品词”构造中，小品词的词序可以移动，而且小品词不可用来描述宾语。而在“动结”构造中，表示结果的flat位置不可移动，flat可用来描写宾语。当遇到break open时，就面临着对这种互相冲突的母节点的选择，它究竟是传承了“动词—小品词”构造，还是传承了“动结”构造？

［23］Break the cask open．

［24］Break open the cask．

［25］The cask is open．

可见，open可以移动，说明该构造传承了“动词—小品词”构造的特征；open还可用来描写宾语，说明它传承了“动结”构造的特征。这就使得break open具有双重特征：它不但有“动结”构造的特征，而且还有“动词—小品词”构造的特征。面对两种互相冲突的母节点构造，break open传承了它们两个互相冲突的特征，这正可用“多重进入模型”对其加以解释。

人们总是储存那些简约性表征，而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冗余信息，因为人们不可能储存每句话语的表征性信息，而是基于听到和用过的话语之上形成了一个概括性的“图式”，并对其加以储存；同时人们也不可能一次就能储存各种语法知识，这与使用频率有关。因此Goldberg（1995：133—139）接受了Langacker（1987：370）和其他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积极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the Usage-based Model）”：语言用法类型作为独立的语法信息被表征和储存。


 三、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简称LCG）

Langacker（1987：57）认为语法应研究语言系统的心理表征，其目标就是要研究人们心智中的内部语法（Internal Grammar），它也是一种研究句法表征的构造语法，与FCG的区别在于，注重描写形式（音位、书写、姿势等，但不包括语法形式）与意义（语义、语用、语篇信息功能等）相配对结合的象征单位，语法被视为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有结构层次的象征单位的大仓库，因此认知语法是关于句法和语义的理论。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造语法中的地位

诸如名词、动词、主语和宾语等基本句法范畴，是指对它们所指概念内容的抽象的（图式化的）语义识解，这些基本句法范畴都有基本意义，但都是依据人们对经验作出各种识解基础之上形成的，所以Langacker创建了一套分析句法范畴的语义识解系统（精细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在跨语言对比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意义范畴，但对这些相同意义范畴的识解却因语言而异。这成为认知语法的一项主要内容和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英语的sick被识解为一个形容词，具有非时间性，是总体扫描的结果，因此它需要借助表示时间的系词be（为顺序扫描）来表示。而汉语的“病”则被识解为动词，属于程序性扫描，本身就具有时间性，因此不需借助系词构句。

2．句法关系的类型

在构造成分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认知语法持更为激进的观点。与FCG相同，LCG也认为配价（Valence）概念具有象征性，但与FCG不同，LCG认为配价还具有层级性。如上述所分析的“Tom sings．”，sings是表示关系性的谓词，其语义结构就包括一个次结构作施事性主语。Tom是非关系性的论元，填入sings的语义结构之中作施事性主语，Langacker用“精细化（Elaborate）”这个术语来说明论元填入谓词语义结构中充当某一角色的过程，谓词能通过论元变得更为精细的次结构就叫精细化空位（Elaboration Site）或简称e-site，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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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正如上文所说，构造中的一个单位可以同时是谓词和论元，在例［7］中，read既是should的论元，使得情态动词should更为精细化；同时read又是谓词，本身带了一个论元this，它使得read更为精细化。因此谓词和论元状态（即配价）是相对的，具有层级性。又例：

［26］I was reading this on the train．

“read”本质上就应包括“谁”读，读“什么”？它们可视为read的补语（Complement），是谓词的论元。附加语（Adjunct）“on the train”也是一个谓词，read使得on the train的次结构更为精细。而且“读”这个动作也有一个次结构“地点”，因此on the train也使得read的次结构更为精细，但其比起I和this来说并不突显。可见各种句法成分的突显程度是不同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它们具有层级性（详见Langacker，1987：300）。

认知语法在分析“核（Head）”和“修饰语（Modifier）”上与FCG有同有异。在FCG中，角色代表了构造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们是通过句法来定义的；而在LCG中，角色也代表了构造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但它们是通过语义性和象征性来定义的。

3．构造之间的关系类型

Langacker认为可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分析范畴化，即范畴具有非经典性范畴结构，由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构成，但他也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上义性图式，既包括原型—扩展模式，也包括二分的经典模式，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构造。Langacker与Lakoff和Goldberg一样，都认为可能存在构造图式，也存在原型—扩展性（主要是隐喻性扩展）关系。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造分层之中

认知语法一贯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图式构造的确立是语言运用的结果，因此构造信息主要来源于实际用法，语法信息是自下而上（Bottom-up）地概括出来的。


 四、Croft的激进构造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RCG）

RCG（Croft：2001）主要用来解释构造语法框架中的类型变异和句法论元分析问题。RCG接受了Lakoff & Goldberg以及Langacker的非经典范畴理论和基于用法的模型，对构造持非分解观，反对构造成分之间具有自治句法关系，并从类型学角度倡导运用语义映射和句法空间理论来分析构造。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造语法中的地位

分解论认为构造中的成分可以独立于构造来定义，如“动词”，不管它们出现于什么构造之中都具有相同特征（如有相同的屈折变化形式），属于同一个词类。这一分析将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现象：如将动词分析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可是还有很多动词是既及物又不及物，倘若不根据它们所使用的构造就无法作出妥善处理？在跨语言对比时，如汉语中的及物与不及物情况就特别复杂，这就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了。RCG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放弃了分解论，主张将整个构造视为一个句法表征的基本单位或原素单位（Basic Element or Primitive Element），并根据句法范畴所出现的构造来对它们进行定义，这样就需要对各种词语所出现的构造进行详细描写和分类。

RCG认为构造具有独特性、层级性，具有形式特征（如词序、搭配规律、具有特殊作用的词素等），是象征单位；同时构造还具有原型—扩展特征。

2．句法关系的类型

RCG与FCG和LCG一样，对构造中各成分的作用进行了表征性解释，但与FCG不同之处在于它仅从纯语义角度来定义构造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RCG认为，在构造语法框架中不需要句法成分关系，因此构造中也就没有句法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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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当人们听到构造［［DEF/the］［THING/Noun］］的一个例示the song，就会获得整个构造的语义结构，并识别出构造中的成分：the song，然后识别出语义极的对应成分，即［DEF］和［SONG］，人们不需要依靠the song之间的句法关系，自然就能根据这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识别出两个词之间的语义关系r。

RCG认为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不是象似的，也就没有必要构建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倘若没有了句法关系，这个问题就消逝了。而且要表达句法关系又需要一套专门的特殊符号，如果放弃了构造内的句法关系，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么RCG如何处理诸如格标记、一致、词序、接续等表达句法关系的形态句法特征呢？Croft将其解释为：它们表现在从构造的音位极到语义极之间的象征性连接（即图9.6中的s）。

3．构造之间的关系类型

由于RCG放弃了分解论，认为构造不是由一套原子性的原素构成的，复杂构造本身就是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由构造组成成分所定义出的范畴具有派生性，其成员仅是通过它们在所出现的构造中所起的作用来定义。而FCG坚持分解论，并运用句法特征和价值来解释角色，且这些特征和价值是独立于它们所出现的构造来定义的。

RCG像LGCG和LCG一样，考虑到构造中的非经典关系，而FCG则没有。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造分层之中

RCG吸取了类型学理论中的语义映射模型来组织语法知识，而且还与基于用法的模型相一致，这是RCG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在语义映射模型中，构造根据其功能被映射到概念空间，这样构造在概念空间可能会获得重叠和邻近功能，从而建立起相互间的关系。

RCG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是来自类型学，从其引入了句法空间概念。在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中功能相同的构造可能会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如我们难以基于一套语法特征建立一个普遍的被动构造，因此构造会因语言而异，它们在句法空间中根据其结构特征的差异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现将上述论述以表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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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思考题：

1．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与TG语法有哪些原则性分歧？

2．什么是象征单位？什么是语法构造？用它们来解释语言现象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3．试述几种构造语法理论之间的异同。

4．解释“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并对比分析英语的“VN构造”和汉语的“动名构造”，它们有何相同和相异之处？试以英语的“eat-N”和汉语的“吃—名”为例进行说明。

5．试析汉语双宾语构造的原型意义及其他用法，并将其与英语的双宾构造进行对比。

6．基于识解（Construe）中的视角与突显原则，Langacker进一步提出了“认知参照点原则”。现试以下图解释这一原则，并以此说明所有格构造、转喻、时态接续、代词运用等现象，以及英汉语为什么用相同的构造表达，如“on the ceiling”和“在天花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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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nstruction Grammar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如：构式语法、句式语法、构块语法、构架语法，等等。笔者主张将其译为“构造语法”，将Grammatical Structure译为“语法结构”。从构词法知道，construction是从动词construct（建构）派生而来，而且construction也可视为由con-加上struct（ure）构成的，故作此译法，以示区分。可用“构式”来翻译“Construct”，常指构造中一种具体的表达形式。


(2)
  乔氏在1981年所倡导的GB理论中依旧主张further subdivision into modules in GB．而在1992年的MP理论中，明显地有了要放弃句法模块观的念头，他将音位子模块视为“发音－感知界面”，这样就将语言能力与感觉－动觉系统连接了起来，并将语义子模块视为“概念－意向界面”，将语言能力和人类其他概念活动连接起来。


(3)
  Taylor（2004）指出Croft为了避免走向极端相对论（Whorfian Hypothesis），假设全人类存在一个普遍概念空间（a universal conceptual space），其中的成分被映射入不同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寻求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概念范畴。


第十章

认知与语篇（上）

我们知道，人类的言语交际很少只使用单个词句，尽管在口头语言中有这种现象，但更多是在高于词句层面上进行的，大多情况下的言语交际主要是基于语篇的，因此，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将他们的研究重心从词句层面转移到比其更大的单位——语篇。


 第一节　语篇研究简介


 一、术语理解

不同学者对“Discourse”和“Text”这两个术语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用法，他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这两个术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如Coulthard、Winter等）用Discourse指口头语言，Text指书面语言；有学者（如Halliday、Quirk等）用Text指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有学者（如McCarthy，1991：12，32；Widdowson）认为Discourse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还有学者（如van Dijk，1972：7）将Text视为抽象的语言实体（abstract linguistic entities），而将Discourse视为可观察到的实体（observational entities），也有学者（如Bertinetto，1979）将Text视为Discourse的一个单位；Cook（1994：24—25）认为Text是一个与语境无关的语言形式，其意义是恒定的（the linguistic forms in a stretch of language，its meanings are constant for all users），将Discourse视为使用中的一个具有连贯性的语言片段，依靠语境获得语义（a stretch of language in use，taking on meanings in context for its users，a discourse is a coherent stretch of language），并把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定义为“研究和解释语篇的连贯性（the stud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quality of coherence）”。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用法（参见Vitacolonna，1988：435）。Harris（1952）将Disourse和Text两词互换使用。胡壮麟（1994：2—3）认为：这两个术语基本同义，英美国家的学者常用Discourse，欧洲大陆学者常用Text。本书拟用“语篇”统而称之，既包括口头语篇，也包括书面语篇。现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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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Halliday & Hasan（H & H，1985：10，17）认为功能是语言的一种根本属性（a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language），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了语篇（Text）：

By functional，we simply mean language that is doing some job in some context，as opposed to isolated words or sentences．… So any instance of living language that is playing some part in a context of situation，we shall call a text．It may either spoken or written．（我们所说的“功能”，仅指语言在某一语境中能发挥的作用，与独立的词或句相对……。因此，我们可把活语言中任何能在情景语境中发挥某种作用的实例称作“语篇”，它可能是口语的或书面的。）

他们进一步明确指出：语篇就是具有功能的语言（Text is language that is functional），以此为标准来界定语篇，并将语篇视为语义单位（A text is essentially a semantic unit）（1985：10），是一个语义连贯的整体。陈平（1987）也从功能角度界定了语篇，他说：

由前后相连的句子构成的段落，如果在语言交际中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我们便称之为篇章（text）。

Dirven & Verspoor（1998：194）将“Text”视为使用语言（不包括非语言和副语言交际：non-verbal & paralinguistic aspects）进行交际的一种形式，并将其定义为“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used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the hearer or reader makes of them”。这一定义既适用于口头语篇，也适用于书面语篇，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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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Dirven & Verspoor（1998：194）以其为出发点将语篇语言学定义为：“the study of how S（speaker，writer）and H（hearer，reader）manage to communicate via texts，that is how they go beyond the text（words）they produce or have in front of them to se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ntences，the paragraphs，the sections，etc．”这一定义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双方如何通过语篇交际（如：依靠框架知识进行推理）；

（2）识别语篇之外的意义（如：语篇意义并非句义之和）；

（3）识别句、段之间的关系（如：衔接手段和语义连贯等）。

据此，语篇可分别从形式上和功能上作出描写，这也是两种常见的语篇定义：

（1）从形式上说，语篇常为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beyond sentence-level，larger than a sentence，sequence of well-formed sentences），前者由后者构成。当然也可能一两个词或一句话就是一个语篇，如“Exit．”“No smoking！”“着火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超句的。在英语中，使用形式上的衔接手段对于形成语篇连贯性是有一定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唯一条件。

（2）从认知功能上说，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它必须具有语义上的连贯性。所谓连贯性，是指语义成分在意义上的关联（黄国文，2001：11），笔者拟从认知功能角度将其描写为：一组语句可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具有概念成分上的照应性，命题发展的索引性（即能从语篇中发现命题发展的线条，信息互有关联），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这样就能保证激活的语篇信息在心智上具有链接性，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这个语篇就具有连贯性。


 二、语篇研究简史

随着语篇研究日益成为广大语言学家所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两个术语：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美国语言学家Harris于1952年在Language
 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首次使用了“话语分析”这一术语，这篇论文常被视为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他指出语言并不仅仅通过词和句子来体现，而且还通过有内在联系的语篇来体现，因此语篇可以从单句的表达直至10卷篇幅的巨著，从一个独白直至联合广场的公开辩论。英国语言学家Firth（1957）指出对句子意义的理解须在一定语境下发生的语篇中才能被清楚地理解，提倡要分析语段。

到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话语分析感兴趣，使之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德国语言学家Peter Hartmann于1964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题为“Text，Texte，Klassen von Texten”，被认为是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的创始人（Vitacolonna，1988：423）；Schmidt（1968）、Harweg（1968）于20世纪60年代末再次论述篇章语言学；到了70年代该学科逐渐为许多语言学者所瞩目，又有一批新作问世（参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14）。

到了80—90年代，国外又出版了不少语篇分析的专著，如Beaugrande（1980，1991）、Beaugrande & Dressler（1981）、Stubbs（1982）、Brown & Yule（1983）、van Dijk & Walter（1983）、van Dijk（1984，1985）、János Petöfi（1988）、Cook（1989，1994）、McCarthy（1991）、Hatch（1992）、Gee（1999）等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对语篇分析更是情有独钟，直接将语篇作为研究语言的基本单位（H & H，1976，1985），认知语言学派也正逐渐将研究范围拓展至语篇层面。

Beaugrande于1990年曾把60年代至70年代中的语篇研究称为“语篇语法（Text Grammar）”阶段，70年代中之后的语篇研究称为“语篇性语言学”阶段（参见胡壮麟，1994：5）。语篇语法理论将语篇研究视为是句法研究的延伸
(1)

 ，认为语篇的性质和特点基本上与句子相同，可用描写句子的方法来研究，语篇语法就是一种相对于单句语法的多句语法，重点论述配列和组织句子的语篇生成规则。语篇语言学理论认为语篇之所以成为语篇不在于其语法性（Grammaticality），而在于其语篇性（Textuality：语篇基本特征的总和，又叫“语篇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指出：一段言语之所以能成为语篇是因为它具有语篇性，并提出了语篇性的七个标准，也就是凡是语篇必须满足以下七个条件：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图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化（Situation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但Beaugrande的分法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在60—70年代中这个时期语篇研究者并不完全都是基于语篇语法的，而且语法分析方法在语篇层面上也不是一无是处，即使在70年代中期之后也还有学者在使用，不少学者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语篇研究的，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这样，H & H对语篇衔接理论的论述就是分别从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作出的。胡壮麟（1994：6）曾根据时间流程将语篇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1）启蒙时期（50年代至60年代初）；

（2）开拓时期（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

（3）巩固时期（70年代中期至今）。


 三、语篇研究的语言学理论

语篇是当代许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如文学、哲学、符号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美国著名语言学家Schiffrin（1994）曾论述了6种可用于语篇分析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变异分析。下文主要简述不同学派的语言学家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语篇作出的研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篇是有自身结构的静态的语言单位，因此语篇研究可从分析结构、要素、规则，句序等方面入手。Harris曾按照标准配列方法将语篇切分成若干基本单位，注重分析语篇中重复出现的形态音位结构和句法结构，并尝试用形式描写的方法来归纳语篇结构的基本特征，主张运用“分布分析法”来分析语篇的框架。后来的学者还用结构分析法来分析叙事结构。但这种方法忽视语篇的意义和内容，语篇的动态特征，不考虑语境的作用，因此必将面临许多困难。

社会语言学将语篇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关注语篇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功能、交互活动（Interaction）的类型和结构、协商（Negotiation）的方式和过程，社会文化因素对语篇的影响等，强调语境与语篇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亦有学者对分析口语语料、概括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规律感兴趣。话轮、邻近对、序列也是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之一。

心理语言学经常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语篇（口语和书面语）的生成过程和模式，以及理解语篇的心理机制。如Beaugrande & Dressler（1981）认为语篇是一系列基于互动的心智运行程序的结果，并提出了语篇的生成模式，包括：（1）确定目标和语篇类型的计划阶段；（2）确定主题的思想形成阶段；（3）从记忆存储中寻找知识的发展阶段；（4）寻找与已激活内容相匹配的语言形式的表达阶段；（5）运用语法知识在表层进行线性排列的语法合成阶段。

形式主义语言学经常运用真值来描写语句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基于这一观点尝试运用形式化的方法来描述语篇。还有学者（如van Dijk）基于转换生成理论，以图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作出严谨的形式化描写，用以解释语篇生成的机制。计算语言学喜好分析语篇的加工模式以及语篇结构的数理规律，以期能获得相关数据，完善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

有些语言哲学家（如言语行为理论家）将人类的言语视为一种行为、一种活动，认为说话即做事。据此，语篇也同样具有言语行为的性质，可将“施为行为”视为语篇结构的基本单位，这样语篇就是由一个个部分行为组合而成的复合行为，他们尝试描写部分行为是如何组成语篇复合行为的，揭示语篇行为结构与相应的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

Brown & Yule（1983：Preface）也主张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语篇，研究人们如何运用语言来交际，发话者如何建构语言信息，受话者如何理解语言信息，并提出了将语篇作为社会现象和认知现象加以研究的观点（1983：271，200）。

功能语言学注重从功能、语境和语用等角度论述语言，主张将语篇置于社会文化情景中进行系统分析，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进行考察，更关心诸多宏观和微观的语境因素如何促成和制约语篇的进展，研究语篇所担负的社会、交际、文化、政治等功能，并通过语篇分析来深入剖析社会活动、交际策略、文化现象、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篇研究进行了开拓性尝试，主张将语篇分析与情景语境（如语域分析）结合起来，主要通过分析文内的衔接手段、篇章结构、信息排列与分布，主位推进模式等来论述语篇连贯，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对语篇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参见下文）。

认知语言学受到认知科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也从词句层面进入到语篇层面。认知科学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常采用“The AI Approach”（即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roach）语篇分析方法，主要从框架结构、激活理论、建构原则等角度来研究世界知识的心智表征，以期能建立常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连贯，解读语篇，便于进一步研究计算机翻译和人机对话，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给认知语言学家研究语篇带来了很多启发。功能语言学家对语篇研究的成果也使得认知语言学注意到语篇分析的重要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将其研究拓展到了语篇层面，如Chafe（1994）、Tomlin（1994）、Coates（1995）、Givón（1995）、Gernsbacker（1995）、Goldberg（1996）、Pütz & Dirven（1996）、Sanders（1997）、Hoek（1999）、Langacker（2001）等，从而扩大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1997年7月在荷兰召开了第五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专题讨论语篇研究，于1999年由Hoek、Kibrik、Noordman编辑出版了Discourse Studi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论文集。在2001年出版的Cognitive Linguistics
 （12—3）中的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语篇分析的。2003年7月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第八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使得语篇的认知研究得到不断发展，同时这也是对功能语言学在语篇研究上的发展（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点），必将进一步完善语篇分析理论。

本章基于Lakoff的体验哲学和ICM理论，以及Langacker的动态分析方法，提出语篇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并将认知世界分为两部分，即ICM和背景知识，结合认知语言学在分析词句层面上所采用的几种基本认知方式（主要包括：体验、激活、突显、原型范畴、关联等）来分析语篇，特别是语篇的连贯性，以尝试能为认知语言学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理论。


 第二节　衔接与连贯

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突破语言研究仅停留在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的局限，将其拓展至语篇层面，并以其为基本研究单位，提出了一整套语篇分析的新观点，对篇章语言学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系统，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社会行为
(2)

 ，把语篇视为社会交际的基本表达形式，强调语篇与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语境可以创造语篇，语篇也可创造语境（The text creates the context as much as the context creates the text.）（H & H，1985：47）。他们还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可以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写作者或说话人从意义潜势中作出恰当选择来表达思想，语言通过三大元功能（或三大纯理功能）与三大情景语境因素分别对应发生联系，以图对语篇作出系统解释。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为：

（1）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语言可用来反映可能世界中事态（如人、物、行为、事件、经历等）的作用，包括经验性功能和逻辑性功能。

（2）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语言可用来表明、建立或保持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

（3）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语言亦可表明建构语篇的方法，具有生成书面或口头、前后连贯、适合语境的语句的功能，使得前两种功能可以通过语篇得以体现。

Halliday在介绍了Malinowski和Firth对“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论述之后，重点分析了情景语境的三大特征，也就是情景语境的三大因素：

（1）话语范围（the Field of Discourse）：指话语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言语行为的主题，社会性交互活动的类型。

（2）话语基调（The Tenor of Discourse）：话语行为参与者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他们之间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各种社会关系。

（3）话语方式（The Mode of Discourse）：话语活动所选择的渠道，在特定语境中选用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语篇遣词造句的组织方式、风格。H & H（1985：59）区分了渠道（Channel）和语体（Medium），前者指口头表达或书面表达，后者指口语体或书面体。渠道和方式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如果选用口头渠道进行交际时，可用口语体（如在商店购物），也可用书面体（如作正式报告等）；写信时可用口语体（如随便聊天），也可用书面体（如劝说、论证等）。

然后，他们（1985：25，29）指出：话语范围是通过语言的经验功能来表达的，话语基调是通过语言的人际功能来表达的，话语方式是通过语言的语篇功能来表达的。或者说，经验功能是由话语范围的特征所激活的，人际功能是由话语基调的特征所激活的，语篇功能是由话语方式的特征所激活的。他们就这样十分巧妙地在三大语言元功能与三大情景语境因素之间建立了对应统一的关系，以此来解释语篇在情景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也就理解了语篇的意义。

H & H于1976年出版的Cohesion in English
 一书，主要分析了英语语篇内的五种衔接手段：指称（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主要通过衔接手段来论述语篇连贯。他们于1985年出版的Language，Context and Text：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o-Semantic Perspective
 一书，进一步分析了衔接手段（1985：82），扩大其涵盖的范围，将衔接手段分为：非结构性的衔接（又分为成分关系衔接：指称、替代、省略、词汇衔接；和有机关系衔接：连接关系、相邻对、延续关系）和结构性衔接（平行对称、主位推进、新旧信息）。成分关系衔接中的四种纽带可根据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分为：同指（Co-reference）、同类（Co-classification）、同延（Co-extension），他们的开拓性研究对语篇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衔接与连贯两者的关系上，H & H好像并没能作出一个完全一致的论述，他们（1976：9）曾说过：

… cohesive ties between sentences stand out more clearly because they are the ONLY source of texture …（句间的衔接纽带更为明显，因为它们是获得谋篇机制的唯一来源。）

他们（1985：94）后来又说：

… and cohesion i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edifice of coherence is built．（衔接是建造连贯大厦的基础。）

他们将ONLY大写，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为了强调衔接手段对于语篇连贯的唯一性！从这两句话不难看出，衔接手段好像是被他们视为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了。他们（1976：23）也说过语篇连贯除了衔接之外还需其他条件（如语域）的话：

The concept of COHESION can therefore be usefully supplemented by that of REGISTER，since the two together effectively define a TEXT．A text is a passage of discourse which is coherent in these two regards：it is coherent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and therefore consistent in register；and it is coherent with respect to itself，and therefore cohesive．Neither of these two conditions is sufficient without the other，nor does the one by necessity entail the other．Just as one can construct passages which seem to hang together in the situational-semantic sense，but fail as texts because they lack cohesion，so also one can construct passages which are beautifully cohesive but which fail as texts they lack consistency of register — there is no continuity of meaning in relation to the situation．The hearer，or reader，reacts to both of these things in his judgment of texture．（衔接概念可有效地通过语域概念来补充，因两者可以有效地界定一个语篇。语篇是在这两方面都具有连贯性的语段：在情景语境方面是连贯的，因此在语域上也应是一致的；另外语篇本身也应具有连贯性，因此是衔接的。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者也不能包含另一者。我们可以生成在情景语义方面似乎能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缺乏衔接手段而不成其为语篇的语段，同样我们也可以生成衔接完美、但由于缺乏语域一致性［即没有与情景相联系的连续的语义］而不成其为语篇的语段。听话者或读者在对语篇性做出判断时须对两者作出反应。）

有时候Halliday（1978：134）又认为语篇连贯有三条标准：除了语篇衔接和语域一致之外，语篇还必须与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两者建立联系。

H & H（1985）一面说“衔接是建造连贯大厦的基础”，但在另外一处（1985：48）又说：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oherence comes from cohesion：the set of linguistic resources that every language has for linking one part of a text to another．（对于连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衔接，它在任何语言中都有，是用来将语篇的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连接起来的一套语言表达手段。）

这里仅说语言中的衔接手段对于语篇连贯“作出了重要贡献”，显然与“衔接是基础”、“衔接是唯一条件”似乎没能完全一致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在H & H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心中，衔接关系至少被视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3)

 ，难怪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分析语篇建构的衔接关系（… our interest lies in the way in which cohesive relations build up a text．Halliday & Hasan，1976：331），要紧密注视进入衔接纽带的实际词语（to look closely at the actual words and phrases that enter into cohesive ties．—H & H，1976：221），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要从分析衔接手段入手来论述语篇连贯的思路，因此他们所倡导的语篇分析理论的基础为：句群构成语篇的关键要素是语句内成分间以及语句间的各种衔接手段，由某些语言单位构筑起来的衔接关系使得一组语句具有语篇连贯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特别对于主要具有形合法特征的英语（尤其是书面语）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

［1］Theories regarding the shape of the earth have changed throughout the ages．At first
 it was believed thatit
 was flat，although ideas about the exact shape ─ i．e．whetherit
 was circular，oval，square，rectangular，etc．─ varied．Later on
 this
 concept failed to satisfy some observers and eventually
 the evidence tending to disprove this
 idea grew so large thatit
 had to be totally abandoned．An alternative theory was next put forward，resting on a number of observed facts，e．g．that the parts of a ship moving away from the observer were seen to disappear below the horizon in sequence ─ first
 the lower parts，then
 the upper parts and finally
 the extreme tops of the masts，until at last
 the ship disappeared from view entirely．

该段中前四个划单线词和后四个划双线词清楚地向读者指示出作者叙事的时序，标志着信息组织的先后顺序；另外在这段语篇中还包括很多代词，所有这些连接词语在形式上起着衔接功能，确实加强了该语篇的连贯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使得这些语句置于一起能取得连贯性的，主要是语句所表达的内容，这些连接词语对于语篇的理解具有认知上的向导性，须从认知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

衔接对于语篇的连贯和理解具有重要作用，但我们知道，语篇本身的语义内容，而不是衔接手段，才是决定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这可从以下三种现象得到进一步证实：


 一、语篇缺少衔接手段不一定就不连贯

一个语篇（特别是口语语篇）即使缺乏必要的衔接手段，如分句之间没有连接词语，但只要在语义内容上能够后语搭前言，它仍旧可被视为是一个连贯的语篇。Widdowson（1978：29）曾举了下例来批评H & H的衔接理论，否定了衔接手段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

［2］A：That's the telephone．

B：I'm in the bath．

A：OK．

在这个对话中既没有什么连接词语，也看不出什么其他衔接手段，但人们依旧认为这是一个连贯的语篇。又例：

［3］①Twelve year term of imprisonment．②LONDON，APRIL 10．③The London court has convicted a Brighton resident to twelve years imprisonment for accessory to murder．④The victim was fatally wounded in a shooting incident in a Winchester restaurant last year．

例中各分句之间几乎也找不到什么连接词语，③与④两句之间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衔接关系，但人们仍感到这是一个内容连贯的语篇。


 二、充满衔接手段的语篇不一定就连贯

下几个例子正好相反，尽管语篇中充满了各种衔接手段，如指代、词语重复、连接词语、上下义词等手段，但很难将其视为一个连贯语篇：

［4］①I bought a Ford．②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ées was black．③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④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⑤A week has seven days．⑥Every day I feed my cat．⑦Cats have four legs．⑧The cat is on the mat．⑨Mat has three letters（Enkvist，1978：110）

其实H & H（1985：71）也举过这样的例子：

［5］He got up on the buffalo．

I have booked a seat．

I have put it away in the cupboard．

I have not eaten it．

又例钱敏汝（2001：270）举的一个例子：

［6］我母亲是北京人。北京位于河北境内。河北省人口不像江苏、浙江两省那样密集。这两个沿海省份气候比较潮湿。


 三、代词有时在上下文中找不到确切的指称对象

Deane（1992：41）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现象：

［7］I saw headlights coming straight at me，but I was able to get out of its
 way．

句中its就找不到具体的指代对象。



可见，缺少衔接手段的语篇不一定不连贯，充满衔接手段的语篇不一定连贯，代词的使用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因此衔接手段对于语篇的连贯性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Cook（1994：33，125）所指出的：

It is true that，in principle，cohesion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sufficient to create coherence，yet in practice a discourse of any length will employ it．That most coherent texts are also cohesive，however，does not imply that coherence is created by cohesion．… Coherence is not signaled by cohesion．（原则上来说这是正确的：衔接对于创造连贯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但在实际上，不管多长的语篇都要用衔接。最具连贯性的语篇也是衔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连贯是由衔接创造出来的。……连贯不是通过衔接来标示的。）

van Dijk & Kintsch（1983，参见Cook，1993：32）则将衔接视为连贯的一个例证（regard cohesion as an instance of coherence）。因此，衔接手段对于形成连贯的语篇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当今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应从认知角度对语篇连贯作出更为深入的解释。


 第三节　认知世界与语篇连贯


 一、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法的提出

（一）语篇连贯的认知分析

系统功能学派主要是以分析语篇内部的衔接手段和语篇结构作为语篇研究的出发点，其主要内容包括连接词语、衔接关系、篇章结构、信息（已知信息和新知信息）排列与分布、主位推进模式等，当然也提到了“语域”，但没有对其作出详细论述，也没有真正从认知角度对语篇连贯作出深入分析。当今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篇的连贯性必须从认知角度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Givón（1990：914）曾指出：… the grammatical devices that code referential coherence under various discourse conditio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mental processing instructions．因此，语篇连贯不是仅靠衔接手段和语篇结构取得的，而主要是靠心智上的连贯性取得的，这就是Givón（1995）所说的“the coherence in mental text”，才是生成连贯语篇的前提条件，这也是确定选用衔接手段的心理基础。

Beaugrande & Dressler（1981：85，88）早在1981年就提出须从“认知加工、激活相关知识”角度来论述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过程。McCarthy（1991：27）也曾强调过在解读过程中须建立语篇在认知上的链接（making these cognitive links in the text），他还说：

If we take a text which is cohesive in the sense described above，we can see that a lot more mental work has to go on for the reader to make it coherent．（如果我们拿一篇具有上述所说意义上的衔接性的语篇，我们就能看出，读者必须进行大量的心智加工才能将其连贯起来。）

衔接与连贯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衔接有助于实现连贯，但前者不一定是后者唯一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连贯是衔接表达的认知基础。Beaugrande & Dressler（1981：71，76）指出：

… the cohesion of the surface text rests on the presupposed coherence of the textual world．… cohesion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of underlying coherence．（表层语篇的衔接在于语篇世界的推测性连贯，……衔接是以潜在连贯性的设想为根据的。）

Fauconnier（1994，1997）提出的心理空间理论把语言看成一系列复杂认知程序的触发机制，当认知程序启动之后，语言就可产生意义。同样，衔接手段与语篇连贯性的关系也须从启动认知程序角度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人们在论述一个观点时通常会选用与此观点相关联的一组语句，这样才能将该观点阐述清楚，因此，人们总倾向于认为语篇本身就应具有连贯性，Beaugrande & Dressler（1981：70）认为：

… text users would naturally see text-world events and situations as related．H & H（1985：48）也认为：A text is characterised by coherence；it hangs together．At any point after the beginning，what has gone before provides the environment for what is coming next．（语篇具有连贯性特征，它能联系成一个整体。在语篇开始之后的任一点，前面所述内容为下文提供了叙述环境。）

McCarthy（1991：12）也持同样观点：

We usually expect them（written and spoken words）to be coherent，meaningful communications in which the words and/or sentences are linked to one another in a fashion that corresponds to conventional formulae…（我们通常期望书面的或口头的语句能具有连贯性，在交际中有意义，此时词和/或句就以与传统规定相一致的方式互相连接在一起……）

因此，人们在理解语篇时也总倾向于运用认知世界中的知识将语句中有关信息进行“搭桥”操作，不断主动地创造连贯性（create coherence）（Beaugrande & Dressler，1981：6—12，31—47），通过语句中所提供的信息，激活概念之间的照应关系、建立话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或者说可把各个语句的意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义框架之中，寻找一个上义概念以建立一个统一的论题，这样就能获得语篇的连贯性，也就能理解语篇的信息了。因此语篇连贯性不仅仅是基于表层的衔接手段，更主要的是基于内在认知上的统一性、内容的整体性，因此分析语篇连贯、生成和理解，主要应从深层的认知世界角度才能作出更为合理的和圆满的解释。现运用认知世界分析法来具体阐释语篇连贯性。

（二）缺省信息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我们看某一物体时，是不能看到其背面的，但却通常能运用背景知识就很有把握地猜出背面的有关情况，而且通常也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猜测会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心理学中经常讨论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s）问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语言。一般来说，人们在语言实际运用中不可能把所要说的信息一字不漏地和盘托出，不可能将相关内容交代得一览无余，常常要在整体信息中作出一定的选择，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接受方此时也要依靠背景知识来获得语句中某些成分所激活的相关信息，并凭借其来理解整个语篇。同时这也体现了语言交际的经济性特点，因为语言交际时常常传递了比其字面意义要多得多的信息，同时这也为接受方在语篇理解过程中主动建构认知世界模型，寻得各种连贯线索提供了广阔空间。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都曾认为意义应是背景知识和语篇信息的结合（参见Cook，1994：53）。Garfinkel（1967）认为日常谈话必须依赖无穷尽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知识（参见第八章第四节第三点）。Brown & Yule（1983）也强调了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背景知识对生成和理解语篇连贯性的重要性。语篇意义的获得取决于语篇的连贯性，因此语篇连贯性分析必须依赖背景知识。

（三）认知世界分析法

综上所述，语篇的连贯性主要应从认知角度，并依据背景知识和语篇内容来进行分析。笔者基于Lakoff的体验哲学和ICM理论，以及Langacker的动态方法，结合认知语言学在分析词句层面上所采用的几种基本认知方式，提出了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

“认知世界”指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的各种知识，内化储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它既可是人们共享的知识，也可是在当下语言交际中刚建立起来的知识。认知世界知识按普遍性、代表性和理想化的程度可分为：ICM和背景知识。能建立统一关系的认知世界也是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这才是生成和理解语篇的必要条件。

我们生成语篇时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世界之上的，确定一个（或数个）思想或主题后，应选用与此相关的语句进行表述，跳跃性的、不连贯的思维就会产生不关联的语句，东扯西拉、毫不相干的概念、命题是难以堆砌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语篇。我们接受语篇时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一个语篇所提供的信息通过激活机制能在心智中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或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可运用ICM和背景知识建构出语篇意义的整体性，语篇就具有连贯性。衔接手段的选用也是由统一的认知世界所决定的，理解时也主要起到一个语义流动的向导性作用，因此也须从认知角度才能作出更有力的解释。

（四）认知世界＝ICM＋背景知识

根据Lakoff的观点，人们对背景知识不断概括便可形成CM，若干个CM可形成ICM。我们基于这一观点将认知世界分为两部分：

（1）理想化认知模型（ICM）；

（2）背景知识。

这样更有利于解释常规的和特殊的语篇连贯现象。

Lakoff于1987年就提出了可用ICM来解释语义范畴和概念结构的观点，自此它就成为认知语言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参见第四章第一节），笔者现尝试将其运用到语篇连贯性分析之中。

ICM与框架（Frame）、图式（Schema）、脚本（Script）等概念有共通之处，但比它们所含内容更丰富。很多学者曾论述可用框架理论来分析语篇的连贯性和理解，如Minsky（1974，1980）、Metzing（1980）、van Dijk（1980）、McCarthy（1991）、Hatch（1992）、Cook（1994）等。

Minsky于1974年就指出“框架”是储存在记忆中的、表征特定情景的信息结构，是含有若干节点和联接的网络系统，人们可从记忆中随时调出其中的信息作为背景知识来理解语篇。Goldstein & Roberts（1980：28）将框架视为描写典型事体的知识包（packets of knowledge that provide description of typical objects and events），可为信息理解提供缺省细节、保持期望、发现异常。

Cook（1994：9—12，19）将“图式”定义为“典型事例的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typical instances）”，他还论述了语篇与图式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关系，并据此将语篇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加强图式型（Schema Reinforcing），维持图式型（Schema Preserving），补充图式型（Schema Refreshing），并认为：“Schema theory can explain omission by postulating that the 'default elements' of the schema activated can be taken as known．”

Schank & Abelson等学者主张运用“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来分析语篇。

但根据Lakoff的观点，“框架理论”、“图式模型”、“脚本理论”仅述及了命题模型，而ICM包括四种模型：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和转喻模型，其中包括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比“框架”、“图式”、“脚本”的内容更为丰富（参见第六章第一节第二点），也更具有解释力。

背景知识则指具体的细则性知识，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包括一些特定的内容，它们会因人、因时、因地等许多因素而异，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可以是交际双方早已共知的，也可能仅是在当下交际中刚获知的，它们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可能会经常变化，处于动态性状态，不断充实、加强、调整乃至改变会话双方的背景知识和当下的交际情况，这可用来解释带有特殊性的、多变的具体现象。例如在“去饭馆就餐”这个认知世界中，包括人们已建立的并被普遍接受的固定套路，即ICM，如：到达饭馆、就座、订菜、就餐、付账等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程序；背景知识则变化较大，包括特定情景中的一些十分具体的细节内容，或者说还没有在某一社团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被广泛接受成抽象模式的信息，如：饭馆的位置、名称、信誉、特色菜、是否打折、有无熟人等特殊信息，甚至还可能到了饭馆而不一定是来吃饭的，例如：

［8］A：来吃饭了？

B：我是来找人的。

A：为什么不尝尝这里的菜呢？我这儿有熟人。

B：是吗？下次再说。

……

在这个对话中，就谈不上Schank & Abelson（1975，1977）所分析的餐馆脚本模式，也谈不上两人对话是建立在共知的背景知识之上，而是一种临时的特殊情况，两人之间的交际基于动态性的临时知识，B的回答就否定了来饭店就一定吃饭的认知模式，A的第二次问话也没有说动B，还可能对“熟人”与“吃好菜”的关系认识不足。

背景知识的已知和新建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具有互动性，通过语言交际所获得的临时性知识可能会成为背景知识，作为后面会话的基础，这与关联理论中关于动态性认知语境和语境效果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ICM与背景知识之间的区分取决于许多因素，也会因人因地而异，界限模糊，两者之间也存在互动性，被一个社团较为普遍接受的背景知识就可能成为ICM。因此语言交际必须从认知角度进行动态性分析。

（五）ICM的特征

ICM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完形性、开放性、选择性、内在性、稳定性、关联性、普遍性、规律性、典型性等特征（参见第六章第一节），本处主要从语篇连贯性角度进行论述。

认知语言学认为ICM具有体验性，它是在人类与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主客体互动作用和认知推理形成的。语篇的连贯性主要也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和认识，也必须从体验和认知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唯物论认为我们的意识、概念最终来自客观世界，来自人与自然的互动实践。辩证法认为世界中的各事物、事件和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为依存、互相关联和互相制约的。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通过体验逐步理解了现实世界中事物、事件、现象之间的联系，通过人类的认知处理掌握了其间的规律性，形成了许多认知模型（CM），进而可建构出ICM。人们正是基于这种认知规律（包括客观世界中的规律和人类通过推理掌握的规律）才能认识到语句之间的连贯性。如果将这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毫不相关的东西置于同一个句群或语篇中，缺乏必要的经验基础和逻辑推理依据，就形不成概念关系上的照应性，难以看出命题发展的索引性，语篇连贯性也就无从谈起（参见例［4］），因此，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样也适用于语篇连贯性的分析。

其实从体验角度理解语篇早有学者提出，Beaugrande & Dressler（1981）就持有这种主张，并提出可用“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来理解语篇，强调读者在理解语篇的过程中须根据自身的体验，激活相关知识，不断根据语境作出推理和解释。McCarthy（1991：27）指出：

Procedural approach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the reader in actively building the world of the text，based on his/he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nd how states and events are characteristically manifested in it．The reader has to activate such knowledge，make inferences and constantly assess his/her interpret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aims and goals of the text as the reader perceives them．（程序法强调读者在积极建构语篇世界中的作用，读者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基于他或她对世界的经历，以及状态和事件在他或她的世界经验中是如何被独特表征的。读者必须激活这种知识，作出推理，不断评价他或她根据情景作出的解释，也不断评价读者所理解的语篇目的。）

Halliday & Hasan（1985：36）认为：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从情景到语篇和从语篇到情景的推理，他们（1985：69）还说：学习建构语篇是一个关于社会经验的问题，这里实际上也反映出他们已认识到语篇建构与体验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Cook（1994：14—15，19）曾将图式视为“人类关于世界的心智表征”，并论述了世界图式与语篇图式之间的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人类形成语篇图式的基础，说明语篇图式具有体验性。

Gisa Rauh于1978年就提出可将语篇作为空间来处理的思路，并论述了语篇连贯与身体经验的关系。Mondada（1996：571）基于这一观点发表了论文“How Space Structures Discourse”，论述了语篇是如何运用空间概念建构起来的，语篇可被视为是概念化了的空间。他分析了原来用作表示空间的指示语（包括表示时间的指示词，因为时间是空间的隐喻）被用作语篇指示语（Textual Deixis）来建构语篇的情况，这些指示语就成了表明语篇空间（Textual Space）的标记，如：

this/that paragraph/chapter/paper/book，

here/there，elsewhere，in/within this section/chapter/paper，

at this point，to this point，to have a standpoint/viewpoint，

in this section，in the first place，in the second place，

so far，below/above，former/latter，further above，in the following，

now，earlier/later，preceding/following，next/last，等；

一些表示在空间运动的动词也可用作语篇指示语，例如：

to come back to the question，to enter into a new part，

to go into this chapter，to return to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

to proceed to their exemplification in the following papers

其他动词还有：

advance，arrive，exit，follow，get，leave，pass，pursue，reach，stop等。

van Dijk（1997：31）也指出：认知是语篇和社会的界面，这一思路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现实—认知—语言”是一致的，或者说这是van Dijk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扩展到语篇层次的一种表述。

Gee（1999：6，34）也强调了语言与社会实践的密切关系，更侧重研究大话语（即首字母大写的Discourse，包括得到社会承认的语言，和非语言材料），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语句，获得其义，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社会各种现象的大会话（即首字母大写的Conversation），这其中涉及许多非语言方面的东西，如：社会情景、价值观、动作、事件、身体、衣着、手势、方法、工具、机构等。语篇意义的产生和理解都是特定的社会大会话的过程和结果，话语分析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确立交际者的社会身份。从他的论述可见，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语篇的连贯性与人们的体验和认知密不可分，语篇分析应采用社会的和认知的分析方法。

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会有区别，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也会参差不齐，因此背景知识和ICM就不会整齐划一，倘若语句信息对其交代不清，就有可能引起误会。当然通过误会的消解，人们就可能增加有关的背景知识和ICM，使之成为共享信息。例如（参见朱永生，2001：84）：

［9］Linus：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Violet?

Violet：You're younger than me．

Linus：（puzzled）She didn't answer my question．

很显然，两人之间的误会是由于她们在“愿不愿与岁数小的人一起玩”存在分歧所致。由于过往经历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模式，对语句的理解也就有了偏差。下面是笔者从生活中收集到的两个例子：

［10］A：我今晚去看你。

B：我妈在家。

A：那正好。

B：她还没有同意呢。

显然A与B在“妈妈在家意味着不能来”这一认知模式上没达成共识，因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分歧。

［11］顾　　客：这东西多少钱？

商场小姐：360元。

顾　　客：便宜点？

商场小姐：我们商场不打折。

顾　　客：那就算了。

商场小姐：真是的！

两人在“商场不打折”、“不打折就不买”这个认知模式上存在分歧。商场小姐最后一句话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反映了“不买就别乱问、问了就要买”的心理定势。两人通过这则对话可能就会添增、加深或修改各自的背景知识和认知模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长了见识”。

ICM具有完形性，它不仅是由各构成部分组合而成，而常常是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ICM还具有开放性，可不断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从背景知识中选择出典型规律，在某社团中常见的、突显的、具有共性的背景知识就可能不断形成相对固定的CM，若干CM又会形成ICM，内化储存于人们的认知世界中，它会成为人们认识事体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如在我国某些地区参加别人的生日宴会不必带礼品，也不吃蛋糕（可能会吃面条），也就会与下述例［15］所分析的ICM有所不同。背景知识主要也是来自人们的体验实践（即使间接学得，但其根源也是直接体验实践的结果），或是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知能力推断出来的。

ICM具有关联性，一方面指各个CM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也指一个CM中各成分也是相互关联的（参见第六章第一节“沙滩认知模型”），不相关联的成分就不会被置于同一个CM或ICM之中（人们也可能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建立不同事体之间的联系），因而用ICM理论来解释语篇连贯性是十分恰当的。

ICM相对于背景知识而言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典型性，它是一个社团中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规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人们在生成语篇时，常要遵循一定的ICM，运用相关背景知识，按照一定的规律来组织信息，则语篇就具有意义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从而就具备了可接受性。读者或听者在接受语篇时也须运用ICM和背景知识进行“搭桥”操作，建立词句之间的语义联系，从而便可解读整个语篇，获得其信息。


 二、认知世界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

人们在交际中能凭借着认知世界知识获得语句之间的连贯关系，从而达到理解整个语篇的目的，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认知世界中知识的激活与缺省信息的填补

当某个词语激活了某个认知微观世界之后，其中的有关信息就可能被调用出来，通过填补相关的缺省值来获得语篇的整体意义。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语言表达的信息量总归要小于交际中所需的信息量，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解字面信息时总是将其置于一定的认知世界中处理的，对缺省的信息，人们自然会通过激活认知世界知识（包括ICM和背景知识）作出适当添加，以使后语能搭前言，此时也就获得了语篇的连贯性，从而可使表面上不连贯的话语形成一个完整的语义整体
(4)

 。也就是说，它们在交际中常可作不同程度的省略，这也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所使然。如Widdowson（1979）所举的例子：

［12］A：Can you go to Edinburgh tomorrow?

B：B．E．A．pilots are on strike．

这两句话虽然在形式上找不到什么衔接手段，但运用激活理论就可对其连贯性作出合理解释：A提到了“go”，就会激活一个关于“go”的ICM：要么步行，要么依靠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飞机等，下文的pilots正好激活了一个关于“飞行”的ICM，图10.3中在go to和pilots的连线中有两个小圆圈，分别表示两者形成连接时所需填入的缺省项，可能是“交通”和“飞机”，这样两句就可在心智上建立起链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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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然后A通过推理便能获得B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飞行员罢工，飞机就停飞。

飞机停飞，B明天就去不成爱丁堡。

当然，两个分句之间所需填入的缺省项越少，认知加工所需的努力就越少，时间就越短，两者之间的语义联系就越紧密，连贯程度也就越高。如果在两个分句之间所需填入的缺省项越多，认知加工所需的努力就越大，时间就越长，两者的语义联系就越远，分句间的连贯性也就越低。这种分析方法与连通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也是一致的。连通论认为认知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激活，特定的连接通道方式形成了特定的信息。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分句中的任一词语在认知世界中被激活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成为其后语句论述的出发点，就可在分句之间建立联系。但由于人们在交际中受到所在社会、特定文化、过往经历、交际情景的影响，受到心智中框架信息的限制，其中某些信息往往会具有较大的权重，因而就更容易被激活，成为谈话的中心。容易被激活、具有较大权重的信息，实际上也就是在认知世界中更加“突显”的信息，突显信息更有可能成为其后语句论述的内容。如在例［12］中，B回答A可能会有多种答法，从理论上说只要能与can、you、go to、Edinburgh、tomorrow这些词语在认知世界中所激活的任何信息扯上联系，语句就可能是连贯的。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话语之间为何仅建立我们常规所认定的连贯，这主要受到认知世界（ICM和背景知识）的限制，某些较为常规的现象以及在某语境中突显的信息，在激活过程中的权重就会较大，进入交际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就大大限制了所激活概念的范围。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世界知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会突显不同的信息，如果交际者为了某种需要，如新奇、打趣、不合作等，也可能运用认知世界中权重较小的信息（即不很突显的信息）作为谈话中心，此时交际者就要根据情景不断调整对话内容。如对例［12］中A的问话，B作出如下的回答则属此类现象：

［13］B：Yes，I can，but I don't want to．

即使B对A的话语答非所问，从内容上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就是使用了认知世界中权重很小的信息，但人们往往也能根据认知世界知识推断出B想要转换话题，如B对［12］中A的问话作出如下回答，则可属此情况：

［14］B：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our class？

图10.3仅是一个简化了的图形，以强调语句中各个词语都可能激活起很多相关信息（不一定是6个），而且不同的词语可能会激活数量不同的概念，会因人因地而异。因各人所具有的认知世界知识而异。另外，在这个图中所举的两个分句的例子仅有一处可以建立联系，而在实际运作中情况要复杂得多：两个分句之间可能会有多处地方能建立联系，在建立联系的地方所填入的缺省项情况也会大不相同。

我们知道，语言交际的情况十分复杂、千变万化，有些是有现成规律可循的，有些则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本书在认知世界中区分出ICM和背景知识，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例［2］中提到“电话”，则可激活一个关于电话的ICM：

（1）电话铃响，意味着有人来电话了（在这个情景中意思不是“那是只电话”）。

（2）根据常识，需要人来接听电话。

而在这个具体情景中，还需要具体的背景知识来理解这则语篇：

（1）在这个具体情景中可能是要B来接听。

（2）而B恰好在浴室里洗澡。

（3）根据常识可推断出B不便接听电话。

（4）这样就需要A自己去接听电话。

因此只有将该例的三个话语置于特定的认知世界之中就可获得语篇连贯性。Minsky（1975）从小学教材中摘录了这样一个例子：

［15］Jane was invited to Jack's Birthday Party．

She wondered if he would like a kite．

She went to her room and shook her piggy bank．

It made no sound．

尽管后三个句子用了不少代词，倘若不将其置于一个“生日聚会”的认知世界中，就难以看出各个事件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例［15］中第一句的“Birthday Party”激活一个认知世界，从而可形成一个有关“生日聚会”的认知世界或心理框架，人们凭借在这个认知世界中ICM和背景知识就可将这几个句子从语义上连贯起来。按照我们的正常经验，有关生日聚会的ICM可包括以下主要程式（X：过生日的人；Y：被邀请参加生日聚会的人；P：礼品）：

（1）邀请亲朋好友Y聚会

（2）聚会上会有一系列仪式、活动，包括：来客送礼，吃蛋糕，生日大餐等

（3）Y须准备X所喜欢的礼品P

（4）Y尽量使X快乐

（5）买礼品需要钱

在这个框架下，还须结合具体情景与一些细节内容和具体情况：

（1）Y必须买P

（2）Y须有钱来买P

（3）Y到聚钱盒中取钱（硬币）

（4）如果聚钱盒中有钱，Y一摇它就会发出声音

（5）聚钱盒没发出声音意味着里面没有钱

（6）Y必须想其他办法

……



我们正是凭借着生日聚会认知世界中的ICM和背景知识，结合当下情景，才能将上述几句话串起来，发现命题发展线条，它们也才能被视作一个连贯的语篇。

（二）认知世界对代词确定的解释力

在很多语篇中代词与其所指的先行词语之间存在模糊关系，这时也须依靠认知世界的知识才能确定代词的确切所指对象，如Lehnert（1980：80）的例子：

［16］Mary ordered a hamburger from the waitress．She brought it to her quickly．

［17］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urnt it．

［18］When Bill saw John kissing Mary he punched him．

上述三个句子中都用了代词，取得了分句间的衔接效果，但如果不从认知世界或心理机制角度，句中代词的指代对象则很难确认。例［16］后面的人称代词人们一般不会搞错，she指代the waitress，her指代Mary，但这不是从语言内上下文中获得的，而是凭借人们的认知世界中的知识获得确认的！例［17］中的it显然是指toast，倘若将burnt换成broke，说成：

［19］John tried to make toast in the broiler but he broke it．

整个句子的句法构造丝毫未动，为什么换成broke之后，it就指broiler（烘烤炉）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toast常会被burnt，broiler常会被broken。

例［18］的正常理解为：he指Bill，him指John，因为人们最可能作出的推理是Mary与Bill有某种特殊关系，当Bill看到Mary被John亲吻后，不免气愤或吃醋，揍了John一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换成：

［20］When Bill saw John leaving Mary he yelled at him．

分句间依旧可通过代词保持某种衔接关系，但人们对此句却很感费解，原因就在于人们难以运用句中信息建立一个合乎常情的认知世界。又例：

［21］The city council refused the women a parade permit because they feared violence．

［22］The city council refused the women a parade permit because they advocated violence．

这两个句子仅有一处不同，例［21］用的是feared，例［22］用的是advocated，这一词之差竟然会导致they指代了不同的对象。H & H（1976：310）曾提出可分别从施事、主语和主位三个角度来论述这类现象，实际上这都须归结到要从“认知世界”中找答案：在例［21］中they指市政府，在例［22］中they指妇女。



一般说来，英语使用代词时在上下文中应有所指对象，但我们在自然语篇中也发现代词找不到先行词的现象，这更说明仅在表层上分析连接词语和语篇连贯性的局限性。此时更要依靠词语所能激活的相关概念，语篇信息所建构起来的认知世界来识别它们，如例［7］中的its在上下文中就找不到确定的所指对象，这只能从认知角度来加以解释，由headlights（车前灯）激活了一个关于汽车的微观认知世界，后面的代词its就可在这个微观认知世界中找到确切的指代“车”。这也是一个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

又例Emmott（1999：9）所举的一个实例：

［23］She didn'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operation but she couldn't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Maybe it
 would turn out to be benign；on the other hand，maybe they
 would open her up and find that she was permeated，riddled，rotting away from the inside．

名词operation可以激活一个ICM，其中会包括：住院检查，外科医生执行手术，切除或修补某些器官，等等。在这个具体情景中，外科医生将切除“肿瘤”，其中还应包括对这个肿瘤作出判断，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因此在这个ICM中，再结合一些具体的背景知识，在阅读到第2句中的代词it后，根据形式衔接分析法可能会指上文提到的operation，但后面的benign表明这一思路是错误的，只有将it理解为“肿瘤”才能形成概念上的照应关系。但在上文中并没有提及“肿瘤”，或许这是作者的一种标记性用法，表明人们不愿提及这类不愉快的词眼。从“认知世界”角度分析就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其后的they也有同样问题，在上文中也找不到适当的所指，但在“手术”这个认知世界中才能找到适当的所指：外科医生。这里的it、they都是无直接着落的用法（Sloppy Use）。又例：

［24］The plane was late，the hotel wasn't fully built，there were crowds everywhere she went．I thinkit
 really disappointed her．

可从认知世界角度推导出句中的it指“the holiday”。汉语也有代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找不到确切指代对象的现象，例如：

［25］第二床似乎睡得很好，现在听不见他那急促的鼾声。（转引自钱敏汝，2001：20）

句中“他”只有通过句首的“第二床”才可知道，“他”是睡在“第二床”上的人。

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代词的所指对象不能仅依据语篇内部上下文中所出现的词语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寻找对应成分，也不能笼统解释为到语篇外部找指代对象（这里也还有个谁代谁的问题），建立信息联系，而应运用“认知世界”才能更有效地识别代词（Jackendoff，1985：48—52）、无确定所指词语的语篇功能，有效地分析代词省略现象、语义之间的搭配关系，才能对语篇意义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因此，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理论才更有解释力。

（三）汉语中定语性代词与主题问题讨论

论述到这里，笔者想到曹逢甫的观点：位于段首的定语性代词可能会引出一个主题，但笔者认为将这类代词视为主题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26］他爸爸死了，死于车祸；妈妈又改嫁了，顾不了他，真可怜！（彭宣维，2000：45）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一般不会有理解上的问题，“真可怜”的主语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即陈平（1987）、徐赳赳（2003）所论述的零形回指］，但从形式上来说，“他”却是第一个分句的主语的一部分，是“爸爸”的定语，同时也是第三个分句中“妈妈”的定语，到了第五个分句成为其主语。曹逢甫（参见彭宣维，2000：46）主张把“他”称为这个分句群的主题，具有统领整个分句群的核心作用，这就可能引出如下的思考：

（1）“他爸爸”是一个整体意群单位，而且“他”是修饰语，“爸爸”才是中心词，在通常情况下常是中心词作主题，人们是如何把“他”从这个意群单位中分离出来册封为主题的？

（2）“他”可能仅与“真可怜”发生关系（也有可能是“他妈妈真可怜”），而并不作分句“死于车祸”和“顾不了他”的主语，又何以能将“他”册封为主题呢？

（3）确立“他”为主题主要是由后续分句所决定的，而仅从前两个分句是看不出来的，如果将后续的分句换为：

［27］①他爸爸死了，②死于车祸；③交通部门忙于作鉴定，④保险公司忙于理赔，⑤工作单位忙于料理后事，⑥记者忙于跟踪报道，⑦朋友忙于安慰亲属，……

这时就再也不能说这个句群的主题是“他”了。那么问题是：人们是如何确认“他”是不是主题的呢？这还得回到“认知世界”中来。在此例中，“他爸爸（他的爸爸）”这一词语在人们心智中激活了一个关于“家庭”的认知微观世界，其中至少应包括“爸爸”、“妈妈”、“自己”，人们据此就能处理好相关信息，死的是“他爸爸”，后面说的“妈妈”也是“他”的，不会是别人的，改嫁的也是“他妈妈”，这是常识。此时提到了三个人：他、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与“家庭—ICM”相吻合。其后的“真可怜”最合乎常情的推理是“他”，因为第四个分句“顾不了他”就为此作了交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妈妈”，这就需从下文才能获得证实。

而在例［27］中，虽然开头两个分句与［26］相同，但随后的几个分句则描写了另外一种景象，形成了另外一种认知世界。从第③—⑦分句，其后所省略的成分可根据ICM作出相应的填补：鉴定的是事故现场和他爸爸的尸体，理赔的应是他爸爸的保险金，料理的是他爸爸的丧葬，报道的可能是这一车祸的相关事宜，安慰的主要是“妈妈”（或许“他”岁数还小，不懂事），等等。

（四）对无直接着落“the＋NP”的解释

H & H（1976：275）论述了“the＋概括词”可用来回指前文出现过的词语，本文主要运用激活观来解释这类现象。当某个词语激活了某个认知世界之后，其中的有关信息就可能被调用出来，这样就可建立各种联系，可能是“整体—部分”的关系，也可能是“部分—部分”的关系，或者是“部分—整体”的关系，有些信息虽在实际语篇中并没有提及，但人们也会凭借认知世界中所储存的知识，通过联想，就能对语篇作出正确解读，这也可运用转喻理论来解释。

正如上文所说，只要一个分句中的任何词语所激活的概念能与其后分句中任何词语（或它们所激活的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发现命题上的索引性，我们就可以说，这两个语句是连贯的。例如，house可能激活一个“典型的房子认知世界”，其中不仅可包括成为房子的一些必有部件，如墙壁、门窗、房顶、房间、寝室、厨房、厕所，乃至常用家具，而且还可包括下列信息：房型、面积、地段、价格、层次、建材、房主、地址、居住……；当然，这些信息会随民族、人群、时代、地区等因素而异。如在语言交际中提到house时，人们在正常的心理机制作用下就会自然激活一连串有关“房子”的概念，在头脑中可能形成一个有关房子的认知世界，其中的有关信息就可被调用出来，即使有关信息在实际语句中未被提及，人们也自然会建立相关信息之间的语义连贯关系，例如：

［28］I bought a house but the kitchen is too small．

按照一般的英语使用规则，定冠词具有限定作用，“the＋名词”常指上文已提及的事体，但在此句中并未出现a kitchen之类的词语，我们暂且将这种“the＋NP”称为无直接着落带定冠词的名词词组（Sloppy Use）（Saeed，1997：191）。认知世界分析法认为：a house起到一个激活词的作用，可使人们在心理上出现一个关于“房子”的认知微观世界，正常居住的房子要有“厨房”，这样the kitchen通过正常的、简单的、自然的心理联想就可获得适当的所指，是对上文“a house”的接续，两者之间就会形成概念上的照应关系，两个分句之间也就建立起命题发展的索引性，它们自然就获得了语义上的连贯。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下一组例子（Saeed，1997：191）：

［29］I looked into the room．The ceiling
 was very high．

［30］I walked into the room．The windows
 looked out to the bay．

［31］I walked into the room．The chandeliers
 sparkled brightly．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故意钻ICM知识的空子，徐盛桓（2002）曾举了一个例子：重庆有一位马先生从拆迁工程处领到分给他的房子是没有门的，马先生告上法庭，法院判马先生败诉，理由是：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房屋的情况的约定不明”（《南方周末》2000，4.21）。换句话说，协议里没写明房子该有门。可是在正常交际中这种“约定不明”的情况却是比比皆是，人们倘若将这些“约定不明”的常规知识都一一明确了，或许我们的言语和文本会变得十分荒唐可笑。可以想象按照上述逻辑，我们要将作为“房子”来加以约定的要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依靠ICM知识，似乎就会使我们的正常交流和社交约定成为难以实施的滑稽剧！

（五）语篇实例分析

现运用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来分析四个语篇，两个汉语和两个英语的语篇。

汉语语篇的例子摘自吕叔湘（1942）《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1990：4），句前编号为笔者所加：

［32］①周秦时代的文字还和语言相当联络，②时代的先后，地域的东西，都显示在文字上，③就以文法而论也相当庞杂。④后来人模仿周秦的文章，⑤无意之中加了一番选择和陶熔，⑥取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来做他们自己的规律；⑦不，连最大公约数都够不上，⑧有些周秦时代的文法条例，后来人不很能了解，也就不遵守了。

①、②都是论说“文字”的，以此取得连贯，激活了与此相关的一个认知微观世界，后面的语句主要是围绕这个“文字认知世界”展开的。③是靠“文字”所激活的概念中的“文法”与上文取得连贯。④另起一个话题“后来人”，但靠后面的“周秦的文章”与上文建立联系，⑤、⑥都省去了“后来人”这个主语性话题，⑥中的“规律”与③中的“文法”照应。⑦构成语气上的转折，自然是在上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后面的“最大公约数”点明了转折的内容，同时也与⑥中的“最大公约数”照应。⑧一方面靠“周秦时代”、“文法”、“后来人”与上文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句中的“遵守”与“规律”、“文法”形成照应关系。整段文章是关于文字、文法、文章的，以及文法、规律、遵守的，各语句以这两个命题为主线发展，环环相扣，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读者可据此在心智中建立一个统一的认知微观世界，从而就获得了语篇的连贯性。

这一分析方法也可用来解释例［4］Enkvist的“福特车”语篇为何缺乏连贯性：应该说第①、②句之间还是可以建立某种联系的，它们所涉及的一个共同概念为“车”；按照正常情况，后面所说的内容应围绕这两句话所提供的信息向下发展，但第③句话转向了“语言”，尽管第③句与第②句之间可以靠black建立联系，但与第①、②两句话的论题显然不很相融洽，难以形成命题发展上的索引性，人们根据ICM可知，这三句话不大可能构成一个统一的论题；第④句话中虽然有discussion与第③句保持联系，有president与第②句话保持照应，但读者难以理解它们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命题联系；第⑤句话又跳到了对时间的描写，第⑥、⑦、⑧三句话讲cat，第⑨句话讲mat，人们即使调用了各种ICM和背景知识牵强附会地、勉勉强强地说出点联系来，也不会被一般人所接受，形不成一个统一的命题发展线索，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中似乎难以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统一、和谐的情形。即使硬要把这九句话共置于一起，用作描写一个思维不正常、语无伦次的人倒是比较合适的。这段话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命题发展线索，难以寻得一个上义性的概括性命题，因此它们不能形成一个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这则语篇是不连贯的。我们若能在一个句群中发现它们统一的上义性命题，也就能理解一个语篇的中心思想，这个句群就具有连贯性，如在第十一章例［36］“云南十八怪”中所说的种种现象，如果从语义上看，它们之间没什么直接的联系
(5)

 ，但将它们置于“怪”这个认知世界之中，它们就有了联系，语篇也就获得了连贯性。

我们有时感到难以理解一个语篇，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必要的认知世界知识，或没能想到一个确当的、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例如（桂诗春，1991：144）：

［33］Business had been slow since the oil crisis．Nobody seemed to want anything really elegant anymore．Suddenly the door opened and a well-dressed man entered the showroom floor．John put on his friendliest and most sincere expression and walked toward the man．

只有将其置于一个“汽车销售”、“经济危机”的认知世界之中才能获得这个语篇的连贯性。在这两个认知世界中可能会出现以下的ICM：

（1）汽车销售与经济发展、优质服务有关；

（2）经济萧条，一般就没人会买高档商品（包括车）；

（3）穿着得体的人一般是有钱的人；

（4）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车。

理解这个语篇还须结合以下具体的背景知识：

（1）约翰的售车店突然来了一个穿着得体的人来看车；

（2）他可能有钱，可能来买车；

（3）此时难怪约翰要显露出最为友善的神情，万般殷勤，走上前来。

该例可被视为语篇连贯范畴的边缘现象，参见第五节。



连贯性是语篇生成和理解的基础，是语篇分析的关键所在（“Discourse analysis”is the study and explanation of this quality of coherence．参见Cook，1994：25），而且只有从认知角度对此加以动态性分析才更具解释力。笔者提出语篇连贯性的认知世界分析法，尝试从体验哲学，同时结合认知语言学分析词句层面所运用的基本认知方式（体验、激活、突显、原型、关联等）来分析语篇连贯性，以期能进一步完善认知语言学为分析语言各层面而建立的一个有效、合理、统一的模式。

思考题：

1．结合语篇研究简史简述各种语篇分析理论，并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你认为语篇的认知世界分析法能弥补它们的不足之处吗？

2．分别举出英语和汉语的例证来说明“仅从连接词语角度分析语篇是否具有语义连贯性”是不足的。

3．据对比调查分析，汉语语篇中所使用的连接词语比英语语篇少。试用汉语语篇例子说明“认知世界”对于连贯语篇的解释力。

4．试析下三段语篇中斜写代词的指代关系：

①I began anticipating Heber the next town．One of the best moments of any day on the road was，toward sunset，looking forward to the last stop．At Heber I hoped for an old hotel with a little bar off to the side wherethey
 would serve A-1 on draft under a stuffed moosehead；or maybe I'd find a grill dishing up steak and eggs on blue-rimmed platters．（English，Book 7，黄源深，1996：102）

②The thin mute，John Singer，nearly always puthis
 hand onhis
 friend's arm and looked for a second intohis
 face before leavinghim
 ．（同上：125）

③Singer never knew just howhis
 friend understood of all the thingshe
 toldhim
 ．But it did not matter．（同上：126）

5．试分析Baker（1992：224）所举的例子，它们是如何取得连贯的（运用认知世界理论解释这两个分句取得语义连贯的途径，这样也就理解了B讲话的目的和真正意图）？

A：What is Jane up to these days？

B：It's raining．

6．试解释下列英语句中的画线词（无直接着落定冠词用法等）：

［1］I went to the classroom．The window
 was bright and clean．

［2］To land on Red Square！Surely the young pilot
 is crazy．

［3］The man drove past in a car．The dog
 was barking furiously．

［4］I got on a bus yesterday and the driver
 was drunk．

［5］I've just been to a wedding．The bride
 was very beautiful．

［6］Tom walked out at noon．The school
 was silent．

［7］He went walking in the evening．The park
 was nice．

［8］They had a dinner at a Chinese restaurant．The waiter
 was well-trained．

［9］He wrote to her as soon as he got there．But the letter
 didn't reach her on time．

［10］John didn't like skiing．The snow
 was so cold．

［11］I went sailing last week．The motion
 made me really sick．

［12］When I walked into the theater，the usher
 came up to me and showed me the seat．

［13］Sue caught a plane from London to Paris．After she had found her seat she checked whether the life vest
 was beneath it，but she could not find it．So she asked the flight attendant
 to find one for her．

［14］John was very nervous in today's oral examination．After the professor
 told her that he had passed，he jumped in the air．



————————————————————


(1)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语篇是由句子构成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曾指出：“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这一观点似乎与语篇语法的观点较为接近。


(2)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语言具有社会性，他（1979：122）说：“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3)
  按Brown & Yule（1983：191）的说法，衔接关系被他们视作分析语篇连贯的主要决定性因素（the primary determinant）。


(4)
  这也可运用转喻理论来加以解释，只要提到一个连贯事体中的某一或某些部分，整个事体就可能被理解，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5)
  押韵也可视为一种语音上的衔接手段。


第十一章

认知与语篇（下）


 第四节　动态分析

若仅从分析语篇中衔接手段入手来论述语篇的连贯性，注重分析语篇实际行文中的词语，忽视交际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心智加工过程，难免会使这种研究带上静态的特征。

我们知道，语篇是由许多语句组成的，随着它们的线性进展将不断为语篇注入新信息，不断地完善或更新ICM，补充背景知识，帮助读者在心智中逐渐整合成一个连贯语篇。语篇中的语义流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之中的，对其研究也须运用动态的方法。基于这一思想，Langacker于2001年提出了可用“Current Discourse Space（当前语篇空间，简称CDS）”来分析语篇。他认为实际语篇中的一个分句对应于心智中的一个视窗，每个心智视窗代表着被观察到的场景和听说双方在特定时刻的行为场景，这样，一个实际语篇就是由这种与分句对应的视窗连续构成的。随着实际语篇按线性顺序向下进展，心智视窗就不断得到更新，如图：

[image: ]


图　11.1

人们在按照文本的线性顺序逐句向下阅读时，新的信息不断进入，添加于已有的信息之上。按照Langacker的观点，分句对应于心智视窗，新信息是以分句为单位进入心智之中进行处理加工的，这样就可从时间经验角度将视窗分为三个，即三个语篇框架（Discourse Frames）：一个为负框（Minus Frame），对应于输入的CDS；中间一个表示当前的心智视窗，或称为焦点框（Focus Frame）或零点框（Zero Frame），用黑框表示，正处于被加工和更新过程之中。第三个为正框（Plus Frame），随着语篇的发展，被加工过的焦点信息就成为已知信息。这样，连续的话语将不断被更新，阅读者随着语篇的发展，就会将负框架中的信息不断插入当前零框架之中，经过整合储存进入记忆之中。这样，Langacker就在人们对时间的体验认知基础之上，设计了CDS的流程，并以其对语篇理解做出了动态性的解释（详见王寅，2006）。


 第五节　连贯的程度性与原型理论

一个语篇能在心智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可被接受的认知世界，语篇就具有连贯性，形成这样的认知世界主要是基于以下条件的：

（1）概念成分上的照应性；

（2）命题发展上的索引性；

（3）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

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但也有区分，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论述：条件（1）主要是基于某一（些）概念成分之间的照应联系，条件（2）主要是就一个命题而言的，个别概念的照应不一定就能形成命题上的索引性。上述两点是关于逻辑学的，而条件（3）是从语用推理角度讲的，逻辑学中的推理与语用学中的推理有不同之处，一些不合逻辑的语句也可从语用角度做出合理推理，建立联系，获得连贯。

语篇生成者可通过衔接手段向接受者明示思路的发展趋势，语义流动的走向，但衔接手段从根本上来说为理解起到一个认知上的向导作用，有助于实现上述三个条件，更好地建立语篇连贯性，但缺少衔接手段的语篇也会具有连贯性。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认为：人们主要是依据语句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性认知世界知识，结合语境，补充相关信息，通过激活机制在上下文的概念成分之间发现照应关系，并着力寻求命题的发展线索，努力获得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藉此语篇就可在心智上建立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话语之间就具有接续关系和连贯性，人们也就能理解整个语篇。

连贯性也有个程度性问题，也可用原型理论做出解释。语篇中如能运用较多的连接词语，提供较为直接而又明显的认知导向，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可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可被接受的认知微观世界，语篇的连贯性程度就较高。也就是说，语句扯上的联系越紧密，概念间取得联系的缺省项越少，命题发展线条越清楚，认知加工所需时间和努力越少，连贯性程度也就越高，为“连贯性”范畴的典型，如例［1］。上述条件次之，则连贯性较弱，如例［2］、［3］。上述条件再次之，听话者或阅读者需要运用大量的认知运作才可发现其间的关联性，则该语篇就趋向于成为“连贯性”范畴的边缘成分，此时语篇中概念间取得联系所需缺省项多，命题发展线条模糊，语句扯上的联系不紧密，认知加工所需时间和努力多，如第十章例［33］。

另外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词语所能激活的概念也是具有层次性的，越是处于外围的、边缘的概念被激活的可能性小于处于中心的概念，这同样也说明了连贯的程度性问题。因此，语篇连贯性与认知距离之间存在正比关系：两个分句中词语所激活的概念在认知上距离越近，联系越紧密，发现其间命题发展线索所需的时间就越短，连贯性就越高。反之则差。

Widdowson（1978：27）所举的同一话语可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它们之间的连贯性程度依次递减：

［1］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They are arresting the demonstrators．

［2］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The fascists are arresting the demonstrators．

［3］A：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B：I have just arrived．

例［1］中B的回答直接用了人称代词“they”，明显可与上文的the police取得照应，两个话语之间的连贯性程度较高。例［2］中B的回答用了一个定指性名词短语，通过当下的情景和认知世界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推理，人们便可在the fascists与the police之间建立概念上的照应关系（因为警察常常会动武，会使人们想起法西斯），这两句话语之间的连贯性程度低于例［1］。例［3］中B的回答从字面上找不到与A的问话有什么直接联系，在两者之间建立连贯则需要填补较多的信息，所需运作的认知程序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两个话语之间的连贯性程度就更低了。

我们知道，James Joyce的作品多跳跃式的行文，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他的作品也可视为连贯性较低的作品。

倘若语篇所提供的信息完全超出人们ICM和背景知识，就很难发现句间的连贯性，难以发现语篇有什么统一的意义，如例［4］、［5］、［6］，此时，其间的信息就难以有效传递，只能被理解为是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表达。

诗歌的重要特征是用词凝练，含义深远。诗歌通过简洁韵美的语言使其寓意浓缩，增大内涵，用高信息密度来实现诗歌的想象力，进而引起读者的情趣，获得诗歌的意境，因此，一般说来诗歌语句之间需要填补较多的缺省信息才能将其连贯起来，也就是说，需要动用较多的认知运作才能理解含意，给读者留下较多的想象空间，这也许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因此，许多诗歌语篇可能会成为“连贯性”范畴的边缘成分。例如：

［4］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这几行之间的语义连贯，特别是第3、4行与第1、2行之间的连贯，则需要依靠较多的ICM以及背景知识才能获得，其间需要填补一系列缺省信息：夏天在英国是一年最好的季节，5月属于夏天，尽管是最好的季节但仍有缺陷，夏天不如您，您比最好的还要好；其中还涉及问答结构、比较框架、转折含义等，另外对“您”的确认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很有争议的论题。或许，诗歌的魅力正在于确当地运用了这种隐晦的连贯手段，人们可以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做出各种关联遐想。又例T．S．Eliot（1888－1965）的《序曲I》（Prelude I）：

［5］The winter evening settles down

With smell of steaks in passageways．

Six o'clock．

The burnt-out ends of smoky days．

And now a gusty shower wraps

The grimy scraps

Of withered leaves about your feet

And newspapers from vacant lots；

The shower beat

On broken blinds and chimney-pots，

And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A lonely cab-horse steams and stamps．



And then the lighting of the lamps．

诗歌中列述了一系列不同的事物：冬夜、牛排、走廊、烟蒂、狂风、暴雨、枯叶、旧报纸、百叶窗、马车、街灯，它们之间初看似乎并不相关，每一分句都有不同的话题，其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而且押韵无规律，句子结构不完整，长短不一，加重了内容上跳跃和断裂，这才形成了Eliot诗歌的自由、零散的风格（参见Short，1982）。或许正是这种句长上的不一致、结构上的不完整、押韵上的无规律、内容上的断裂、风格上的零散，加剧了诗歌所要表现的“腐败、寂寞、黑暗”的气氛，这样更能反映出作者的矛盾心情，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世界”。又例：

［6］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在这首著名元曲中，把11种（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阳、人）看似没什么直接联系的事体简单并置后（特别是前面9个，不像“夕阳”、“断肠人”，后面还有“西下”、“在天涯”加以叙述，就连后面的相关评述都没有），是如何获得其间的连贯性而形成了一个意境深远的语篇呢？只有将它们置于中国文化认知模型之下，运用一系列背景知识，填补大量的缺省信息，才能勾画出该曲中所描写的场景（时间、地点、事物）和人物，将它（他）们所蕴涵的意象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画面，做出正确解读。受过一定中国文化教育的人，都可从曲中所用的一系列修饰语（特别是：枯、老、昏、古、西、瘦、夕、断肠）提取出“凄凉”、“悲观”这一主题含义，特别是“西风”，不同于西方人对“西风”的理解，在汉文化中的喻义常为“清冷”、“凋敝”，“夕阳”常常令人有“生命结束”之感。这样就不难获得这首小曲的意境，理解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


 第六节　话题与连贯

语言表达中的话题是语句的起始点，实际上也是思维的起始点，认知的参照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分析人们的认知方式，理解语篇的连贯性。


 一、核心句型

陈承泽（1922：14）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独立的研究，反对模仿西方语法，提出了“标语—说明语”（相当于主题—说明）。Hockett（1958；索振羽等译，1987：251—253）于1958年阐述了“主题—说明（Topic-Comment）”这对术语，这就摆脱了传统语法分析中“主语—谓语”框架的束缚，提出了从语义角度来分析语法结构的新思路，他说：

主谓结构的最一般的特点可以从它的直接成分的名称“主题”和“说明”两个术语来认识：说话人先宣布一个主题，然后就它作出说明。

他还强调指出：



主谓结构是主题—说明结构的一种样式，但决非只此一种。

赵元任（1968；吕叔湘，1979：45）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

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即使把被动的动作也算进去，把“是”也算进去）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50％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主题和说明来看待，较为合适。

Charles Li & Sandra Thompson（1976）在理论上又比赵元任更进一步，他们干脆把“主语—谓语”和“主题—说明”作为语言结构类型的分类标准，将语言分为四种：注重主语的语言、注重主题的语言、两者并重的语言、两者都不注重的语言。

王寅（1999b）提出“话题—述题（Thesis-Express）”二分法，将“主语—谓语”和“主题—说明”这两种分析方法融合起来，拟构出语言的核心句型，它具有更高的概括度，更大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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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语中“有”不一定都视为动词，经语法化后可用作泛指，与“某”的作用相近，例如：有一天他来了。还可用在某些名词前，如“人、时候、地方”前面，表示一部分，例如：有人性子急。

②“来人”可视为述题，前面省去了诸如时间、地点等一类明显的起语。“来人了”与“人来了”意思是不同的，从认知上来说，后者突显的是“人”，更有主动、施事的含意。

几点说明：

（1）根据Halliday（1985：38）的看法：在Topic-Comment的分析法中，Topic仅是Theme的一部分，所指的范围比较窄。笔者依据这一观点，赞成将Theme译为“主位”，主张将Topic统一译为“主题”；本文使用“话题”或“话题部分”，以便与这些术语区别开来。同时认为Halliday所说的主位仅是核心句型中话题的一部分。

主题、主位、起语、话题或话题部分，主要是就分句和句子层面进行功能分析或语用分析所用的术语，它们对语篇连贯性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语篇（这里指大于句子单位）层面上说，笔者主张用“论题”来指其主要谈论的对象。一般说来，分句组成句子，句子组成句群、段落、节，它们又组成语篇（其间亦有交叉现象）。因此语篇的层次性决定了论题的层次性，一个语篇就可能有多个或若干个论题。分句、句子所谈论的主要对象可称为“话题（Thesis）”，语篇、节、段落所谈论的主要对象可称为“论题（Gist）”。

（2）在传统语法中，我们一般都将英汉两语言的句型总结成“主语＋谓语＋宾语”（即SVO）结构，认为这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句型。但在句子的主语前常常可再加上其他成分，如状语、插入语等，这在传统语法中通常被分析为次要成分（吕叔湘，1979：129）。胡裕树（1962：373）所讲的句子特殊成分，绝大部分是位于句首的，如全句的修饰语、提示成分、独立成分：

它们是附丽于句，不能离句而独立，但又不是句子所由组成的直接成分，所以管它叫做句子的特殊成分。

胡裕树所说的“不是直接成分”实际上也是把它们划入了次要成分。但从这类成分所表达内容来看，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人们在说话时，总是按某些词语在交际中所要体现的功能来确定某些话先说，某些话后说。分句的开头是发话者说话的起点，是其后表述的基础；同时，句首成分可使听者或读者大致获得发话者或作者信息的起始点和内容的范围，这对于实际语言交流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笔者拟重新启用吕叔湘先生所用的术语“起语”，其原型就是分句开头的意群单位；如果一个分句用了施事性的主语，则指位于其前的成分，这也符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参照点”的分析方法。

Langacker认为参照点原则（the Reference Point Principle）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a fundamental cognitive ability），普遍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经验之中
(1)

 。他（1991：170）指出：

The world is conceived as being populated by countless objects of diverse character．These objects vary greatly in their salience to a given observer；like stars in the nighttime sky，some are immediately apparent to the viewer，whereas others become apparent only if special effort is devoted to seeking them out．Salient objects serve as reference points for this purpose：if the viewer knows that a non-salient object lies near a salient one，he can find it by directing his attention to the latter and searching in its vicinity．（世界可被想象成有无数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于特定的观察者来说，其突显度有很大差异，就像夜晚天空中的星星，有些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十分明显的，而其他只有经过特别努力地寻找才能发现。突显事物可作为寻找目的物的参照物：如果一个观察者要想找到突显事物附近的不突显事物，他可将注意力集中于突显事物上，然后在附近寻找，就可找到那个不突显的事物。）

在这里他用“夜空现象（Night-time Sky）”来解释了认知参照点原则：夜晚的天空布满星星，如何从满天星空中找到一个想要找的星？往往是先确定一个明亮的、易找的、突显的星，然后以其为出发点来找到它。这种现象也适用于人类许多其他经验，如在地图上要找到一个地方，往往是先确定一个大的、有名的地方，然后以此为参照点来确定这个地方就容易多了。如要找到键钮A，就要先有键盘。如要找到一个段落，首先要找到页码，等等，这已成为人们的一般常识。

这种常识同样适用于认知研究和语言分析。在我们的认知世界中也有无数的心智实体或概念，要在认知世界中确定一个概念，首先应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用Langacker的话说，就是建立一个心智接触（establish a mental contact，下图中用虚线表示），找到一个认知参照点，然后逐步缩小范围，最后就可确定一个概念。在语言表达时，往往也是要先确定一个叙述范围，然后再描述其中的情况。这一观点可用来解释语言中的很多现象：回指性代词、所有格构造、转喻等，它们都是以一个事体（或语言单位）为参照点来确定另外一个事体（或语言单位）。如在所有格构造中，所有者作为参照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认识被所有者。Taylor（1996：136）将Langacker（1991：172）所图示的所有格构造图式表征改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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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我们认为，参照点认知能力也可用来分析“起语”在分句或句群中所起到的起始作用。“起语”对于一个分句来说，虽没有传递重要的新信息，但它可作为分句的参照点（RP），可能成为整个句子或后续句子的支撑点，其他成分都可能是以“起语”为基础而存在的。既然一个句群是围绕一个（或数个）起语所形成的很多叙述，它就可能构成若干目标（Target，简称T），这个句群所述内容就会具有一致性，它也就具备了内在的连贯性，参见例［34］、［35］。现笔者将其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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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基于其上生成语篇是一种常见的组篇方式，因此起语的出现频率也相当高，参见下文。

从上述分析可见，典型的起语是分句开头的部分，作为叙述的参照点，出现在施事性主语前（有时从表面上看，起语有可能出现在施事性主语之后，如例［11］，但这里是一个分句作述题，仍可将“早饭”视为述题分句的开头部分）。一个分句的施事性主语前可能有一个起语，也可能会有多个（画线部分）：

［13］上个星期三下午
 在学校的大礼堂门口
 我见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

［14］Once again
 ，the book
 you forgot to bring to me．

（3）核心句型当以主动句为基础，汉语中被动句的谓语动词前的受事性成分可划归为“起语”。

（4）由于英语属主语突显型语言，汉语属话题突显型语言（Li & Thompson：1976），因此这一核心句型中主语的含义不同。英语的主语具有决定性的语法功能（人称、数等与谓语须有一致关系），词类比较单一（名词词组或相当于名词词组的成分），可识别性强，涵盖面较广（包括心理主语、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因此还保留英语主语的传统分析法；而将汉语的主语仅限定于施事性（判断词前的论述对象也可视为主语），非施事性的可划归“起语”。例如：

［15］小王不吃早饭了。

［16］早饭小王不吃了。

［17］小王早饭不吃了。

［18］早饭不吃了。

例［15］为典型的SVO句型。例［16］为ISV句型。例［17］可分析为：“小王”为施事性主语，后面是一个分句作述题，其中“早饭”分析为“起语”。又例：

[image: ]


第一层次分析：“他”为主语，后面是一个分句（双底线部分）作其述题。第二层次分析：“前天”、“电视”都可分析为后面双底线部分述题分句的起语。例［20］也可作同样分析：分句“坐着一个老者”作起语兼话题“榻上”的述题。

（5）如分句前只有施事性的主语，则起语与主语合二为一，这就是常见的SVO句型。如例［15］中“小王”既是主语，也是起语。分句前也可能只有起语而没有主语，如例［18］，这就是IV句型。

人们可根据交际需要增添或删减核心句型ISVO中的成分，由此便可衍生出各语言中不同数量的基本句型（详见王寅，1998）。



一般说来，分句谓语前的成分为话题部分，包括起语和/或主语，是叙述的起始点，往往包含着已知信息，一般是认知上的突显部分（图形），很有可能成为语篇的论题。谓语及其后的成分是接续部分，是表述的核心部分，是传递新信息的正常部位，一般是认知上的背景部分。

这样，用“句首部分＝话题部分”来看核心句型的信息结构，它就包括两个部分：IS和VO。我们知道，话题是分句中被说明的成分（参见胡明亮，2002：113），这“被说明的”就可能包括起语和/或主语，而不应当仅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主张将I S一起视为话题部分，往往包含已知信息，是叙述的起始点；V O是述题部分，往往传递了新信息。将英汉两语言的核心句型概括总结成I S V O这一模式，有以下几个好处：

（1）结合内容和形式，参合施受和位置。语言就是一个信息和结构的结合体，我们分析语言时，也就可以从信息框架与句法构造两个方面来分析。正如前文所述，按布拉格学派和Halliday的观点，分句从信息框架上可分析成“主位—述位”，从传统的句法构造上可分析成SVO。现将信息分析法和句法分析法结合起来，也符合吕叔湘先生（1984：478）的观点：

分析国语的句子……纯依施受关系？纯依位置先后？还是尽量地给每句找一个主语？还是斟酌去取，采取折中的办法？无论如何，这个评准必须简单，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点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

Li & Thompson（1976）认为：主题—述题（topic-comment）结构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子结构，在描写汉语句子结构时，除了“主语”、“宾语”这种语法关系之外，还应当包括“主题”、“述题”这样的基本概念。屈承熹（1993：155）也指出：“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话题为主的语言。”赵元任（1979）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上文），汉语有50％的主谓句，还有50％的话题句，将两者合并归纳成“起语＋主语＋谓语＋（宾语）”也就大致概括了汉语句子结构的基本面貌。似乎，这个核心句型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同时这一核心句型也大致符合英语（乃至其他许多语言）的句子结构。

（2）符合模式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生成性的特征。该模式正具备了这样的性质，由这一模式可生成英汉，乃至其他更多的语言，绝大多数的语句。

（3）避免汉语主语分析复杂化。将汉语的主语仅限于施事性，以消除对主语分析的误解，简化分析。吕叔湘（1984：468）指出：

将主语限于施事性是有很坚强的心理依据的，各种语言的分析法的结果往往大体上和这个相符。

仅以位置判断汉语的主语，谓语之前的成分是主语，实际操作有时会有很多问题，同时也不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美国语言学家Bernard Comrie（1981）给主语下的定义是：“典型的主语既是主题也是施事。”这样将汉语的主语定义成施事者，既有理论依据，又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同时也便于分析汉语句子。

李临定说：分析汉语的主语“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转引自方琰，1990：55）。现笼统地将句首的话题部分说成“起语和/或主语”，起语不必再一一细分成状语，宾语倒装，外位成分，游离成分等，主语也不必再分成大主语、小主语、双主语，以免主语所指范围太大，而不易界定。这样将“句首部分”视为分句谓语前的成分，主语分析为施事，则会避免汉语句首成分难以作出统一分析的现象，也可使复杂化的主语分析简单化。

有人会说，在这种分析法中主语是简单了，但起语却复杂了。其实复杂的起语也是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因为人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来组织信息，建构句子，如时间、场所、事件，等等。

（4）符合人们一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程序：从熟到生。该核心句型切分为两部分：句首部分和接续部分，句首部分为“话题部分”，由“起语和/或主语”构成；接续部分指其后的述题部分，由“谓语和/或宾语”构成，从信息角度看就大致对应于“熟”和“生”。

思维有个出发点，语言表达就有个起语和/或主语，句首部分就象似于思维的起点，往往传递了已知信息，以此入手，引出新信息，语句就按照“由熟及生”、“从已知信息到新知信息”的线性顺序组织，这就象似于人们“从熟到生”的思维顺序。吕叔湘先生（1984：468）实际上也早就指出这一现象（该书是20世纪40年代写的）。他分析了两个汉语句子：

［20］榻上坐着一个老者。（施事退后）

［21］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受事提前）

然后指出：这两种词序实在出于同一心理，例［20］是先从已知的环境说起，然后引出那个未知的人物；例［21］是把听者心里已有的事物先提出来，然后加以申说：“总之，是要把已知的部分说在前，新知的部分说在后，由‘熟’而及‘生’。”

（5）可以避免在分析主位时出现的矛盾。Halliday（1985：38—39）有时将主位视为分句的第一个成分，有时又将主位分为：简单主位、复合主位和分句主位，他还举了一个包括七个成分三种主位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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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一例句中将句子的语法主语the best idea作为主题主位包括在该句的主位之中，但有时句子的语法主语又不包括在主位之中的（例略），而这一核心句型则可避免这样的矛盾。胡壮麟（1994：141）在论述主位时指出：

直到句子中第一个概念成分出现后（指句子中主语，包括宾语在内的补语、附加语和谓语动词），才能穷尽其主位意义，其后则为述位。

他所说的主位与核心句型中的“话题部分”较为接近。

（6）话题出现于分句的开头，可影响听者或读者对其后内容的理解（Brown & Yule，1983：125）。从认知角度说，话题所突显的是“图形”，这也可用来解释例［20］、［21］。根据发话者交际的需要，分别突显了“榻”和“大树”。这也可用来解释汉语中常用主动句来表达被动含义的现象了（参见例［23］—［27］），先交待话语所涉及的范围或认知世界，突显话题对象，省去在认知世界中明显的主语，然后对其加以论述。由于这一句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汉语中就具有无标记性，倘若这些句子用被动态来表达，则会有不同的含义，反而具备了标记性，甚至有时听上去会感到很别扭（如：饭被做好了）。而英语除个别情况可用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概念之外，在大部分情况下则往往须用被动形式表达被动概念，要求表达形式与传递内容的一致性。

从认知模式、常规关系来说，既然“小王晒太阳”不存在什么歧义，那么为什么还非要用那啰唆的、有标记的被动句呢？这又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一致，而经济性原则又是与无标记性、认知处理方便性等问题有关。人们在对所理解的信息进行储存时，往往多选择无标记形式，它具有代表性，也易于认知处理加工，同时也较为经济。如果语言表达形式符合人们已建立的ICM，则两者具有同构性，那么两种编码形式就一致了，在认知上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所需时间也就较短。如果两者不同构，即语句表达形式与正常认知方法不一致，两种编码就会产生分歧，这时就需重新认知事件，或改变句子代码，因此信息加工时间就相对要延长。


 二、核心句型是语言的共性

正如上文所述，将语言的核心句型概括为“起语＋主语＋谓语＋宾语”，可大致概括汉语句子结构的基本情况。汉语句子可用其中四个主要成分中的任一成分或任几个成分来构句（话题可仅有起语，或仅有主语，或两者皆有，或两者皆无），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王寅，1998），以传情达义为首要目的，讲究实用性，而不必强调形式上的完整性，这是汉语句法的一大特征。而英语句子常需用主语和谓语，及物动词作谓语还须接宾语，具有形式上的严谨性，常常把结构完整性视为语言表达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英语句法与汉语不同之处。

在汉语中有50％的主谓句，还有50％的话题句，各占半壁河山，都可用这一核心句型加以总括。ISVO在汉语中是一种常见句型，可为汉语很多句子作出统一解释，见上例句，又例：

［23］饭做好了。

［24］衣服洗好了。

［25］实验做完了。

［26］字打了。

［27］自行车骑走了。

等等。将这些例句中的“饭”、“衣服”、“实验”、“字”、“自行车”分析为“起语”，其后省去主语，这是一个较为满意的分析方法，如将它们硬说成主语（意义上应为使动）或宾语（位置常在动词后面）都会产生“难圆其说”的尴尬局面。

笔者分析了《红楼梦》目录中一百二十回的语句，也大致符合这一情况，起语（许多为动词短语）开始的句子约占49％（大多为典型的ISVO句型），主语开始的句子约占51％，几乎也是各占一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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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这一核心句型也大致符合英语的情况，英语的基本句型为SVO，但其前也常常会出现起语。笔者曾对Peter F．Stevens所撰“A Royal Scandal”（见《中国翻译》1997年第二期）作了分析，全文共25句，在主语前出现表示时间、地点、方式等状语的句子有12句，约占50％。这一核心句型也会适用于许多其他语言的句子结构，因为它符合人们普遍的认知规律，开始讲话时先限定一个范围，确立一个认知世界，然后对这一认知世界中的情况作出具体说明。


 三、话题统领性与语篇连贯

语篇组织方式很多，结构样式也很复杂，实现连贯的手段也是千差万别。但是，若能选定一个认知参照点，很好地发挥话题的统领性作用，也是形成连贯语篇的一种重要策略。

句子始于话题，结于述题。话题常常提供了已知信息，作为一个分句在认知上的参照点，也是一个叙述的出发点，一个话题若能在一个句群中实现统领性功能，也就是说是以一个认知参照点为依据的，这个句群就能形成一个连贯的语篇。这是一般的写作技巧，常要求一个段落只讲述一个（或几个）论题或主要内容，不要太多太杂，这就可能实现话题的统领性，形成概念成分的照应性，命题发现的索引性，表述和传达完整的思想。

Langacker（2000：371）认为，Topic（相当于本文的“起语”）起语篇功能，表明分句命题所论述的范围；而主语具有内在于分句的作用，是一个命题表述的起点。因此一般来说，主语的参照点关系相对于分句来说是内在的，而Topic的参照点关系相对于分句来说是外在的，非固有的。笔者认为不管是主语，还是Topic（起语），它们都有认知参照点的作用，都可能引出其后的语句，具有统领语篇和建构连贯的功能。

人们在认知某一事件时，往往会包括很多思维单位，思维有了一个起始点，然后就可沿着这一起始点展开思考，形成了一个思维群，在语言表达时就可能是一个连贯的语篇。英语属形态语言，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分句常须用主语，分句之间多用连接词语。汉语属非形态语言，并不注重句法构造形式上的完整，只要语句在意义上连贯，后语可搭前言，不必强求句法构造形式的完整性，句子主语的语法功能并不重要，连接词语也是可有可无的。而作为话题的起语确实十分重要，它在交际中不仅起提示或提供信息范围、确定认知世界的作用，常在语篇上发挥统领性功能，控制随后与之相关的语句，从而使得一个句群具有连贯性。

因此，在汉语的一个段落或语篇中开头的话题，常为其后若干分句表述的论题，这个论题就具有统领性功能。有时可能是起语发挥着这一功能，有时可能是主语，有时可能是两者共同发挥这一功能。在统领性话题之后，可接若干个分句作述题，它们可能是“话题—述题嵌套句”，也可能是多个平行述题，也可能是嵌套句与平行句的结合使用。此时，就形成了多个述题围绕一个论题展开叙述的情形，这既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方式，也很容易构成一个更为具体的认知世界，就自然能使得语篇具有认知上的连贯性。例如：

［34］花园以水池为中心，布局紧凑，简洁自然，清雅贞静；亭榭廊舫，精巧玲珑，亭阁错落，奇石清流，宛转相续，古树奇花，色姿见著，高墙峻宇，回廊曲槛，林间楼阁，若隐若现，山池相映成景，造型玲珑俊秀，是苏州古典园林代表之作。

该语段开头起语“花园”是论题，同时也是认知参照点，具有“统领性”作用，其后跟了一连串的短语、分句作表述，描述了一个关于“花园”的认知世界，从而形成了一个连贯语篇。又例《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一段文字：

［35］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缡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整个语段都是围绕“这个人打扮”这个论题展开的，它具有统领性功能。随着第一个分句的进展，所述范围逐步缩小，先说“这个人”，可能涉及的事情会很多，随着“打扮”两字的出现，范围进一步缩小，等读到“与姑娘们不同”这一信息时，其范围就更小了，重在讲述打扮的不同，还可得知“这个人”是女的。这完全符合“夜空现象”和认知参照点的基本原则。语段开头的论题，在认知上具有确定思维范围的功能，在语篇上具有控制性功能，其后既接有嵌套句，又接有平行句，形成一个连贯语篇。

又如在“怪”这个语义域中，“云南十八怪”相当于认知参照点，是一个具有统领性的话题，在这一论题的起兴之下，所有毫不相干、奇奇怪怪的现象都可汇集统一在这个语篇之中，就相当于图11.3中沿着参照点RP向外可画出很多带箭头的虚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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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说出个名堂，讲究个押韵，顺着这个话题往下溜，似乎可以将“云南十八怪”一直往下说，说出个“几十怪”的大语篇来，也不为怪。

汉语这种话题的统领性功能，与上述认知世界分析法的激活观来解释语篇连贯是一致的，一个论题所激活的信息成为其后语句论述的出发点，这就自然使得一个句群具有连贯性。同时这也是汉语出现大量无主句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可见，将汉语语句从信息结构角度切分为话题和述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思考题：

1．分析下列语篇连贯性的程度：

［1a］John was lost．He noticed a chicken．He tried to catch it．

［1b］John was lost．He pulled his car up to a farmer who was standing by the road．

［1c］John was lost．He pulled his car up to a police station，where a policeman was walking towards him with a smile．

［2a］Everything was ready．Scientists and generals withdrew to some distance and crouched behind earth mounds．Two red flares rose as a signal to fire the rocket．

［2b］While everything is ready，scientists and generals withdrew to some distance and crouched behind earth mounds．Two red flares rose as a signal to fire the rocket．

［2c］While everything is ready，scientists and generals withdrew to some distance and crouched behind earth mounds．Then two red flares rose as a signal to fire the rocket．

［3a］Have you given Mary the money?

Not yet．

［3b］Have you given Mary the money?

I am looking for my wallet．

［3c］Have you given Mary the money?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offer me bonus soon．

［3d］Have you given Mary the money?

I am waiting for her now．



［4］How are you?

［4a］I'm fine．

［4b］I've failed the test．

［4c］Johnny is leaving for the States tomorrow．

［4d］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5a］Peter went to a Japanese restaurant．The waitress was from Osaka．

［5b］Peter went to a Japanese restaurant．The cashier was very friendly．

［5c］Peter went to a Japanese restaurant．The poison was in the flesh．

［5d］Peter went to a Japanese restaurant．The ambulance came in 10 minutes．

2．试在广泛调查英语和汉语语料的基础上论述本书中所提出的“核心句型ISVO”的解释力。

3．对比英语和汉语语篇，从认知角度来解释“统领性话题”为什么能建立语篇连贯性？

4．试将下段文章译成英语，比较两者之间在话题、主语以及连接词语上的差异。

经常伏案忙碌几个晚上，才能构思好一篇文章，然后是修修改改加上往方格稿纸上一张张誊写，又要几天的时间。有时为了一两个错别字的缘故，要将稿件重抄一遍，其劳累可想而知。全部工作完成后才站在桌前擦擦汗，长出一口气。

等稿寄出，心里又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七上八下的不是滋味，很难平静。是担心能否平安寄到报社？还是害怕编辑看也不看，大笔一挥“枪毙了”？说不清，心情绞成一团乱麻，破解不开。

最难受的是投稿后一日日等待报纸出现的急切心情。往往跑传达室两三趟催问报纸来了没有。屡次三番的举动搞得传达室老大爷频频低下头，透过老花镜的上端审视我，似在窥探毛头小伙子的奇怪心事。等到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报到手后，心更是“怦怦”跳得厉害。表面上却硬要装得无所谓的闲散样子：信手翻阅，先浏览新闻等其他无关版面；四顾无人时，才喘着粗气一下翻到自己投稿的版面。不过仅仅几秒钟后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垂头丧气：“今天又没登！”叹气挠头，最后讪讪离去，把充满迷惑不明就里的老传达一个人留在屋里……

5．分析下面两个语篇的信息结构以及连接词语（又叫话语标记语）的运用情况，在表中填入相应词语，并试从语用－认知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1）A look ahead gives petroleum an exciting role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Two generations ago petroleum became a revolutionary energy source used to transport man from place to place．Next
 it was used to heat homes．More recently
 people have begun using it to make clothing，and
 wash dishes and so on．Tomorrow this versatile substance may also
 be called to help fee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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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
 Besides gathering and storing information，the computer can also solve complicated problems that once took months for people to do．②
 For example，within sixteen hours an electronic brain named CHEOPS（which stands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System）solved a difficult design problem．③
 First，it was fed all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designing a chemical plant．④
 After running through 16，000 possible designs，it picked out the plan for the plant that would produce the most chemical at the lowest cost．⑤
 Then it issued a printed set of exact specifications．⑥
 But before CHEOPS solved this problem，a team of engineers having the same information had worked for a year to produce only three designs，none of which was as efficient as the computer's．

[image: ]


6．在口语中，语篇的意义与语调有密切关系。下文为2002年4月7日周少莉、巩汉林在综艺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同样的语篇，用不同的语调、姿态、神情说出来，可产生不同的语篇意义（一为吵架离婚，另一为打情骂俏）：

女：你这人太坏了，下辈子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能嫁你这种东西。

男：我就是三辈子不娶老婆，也不娶你这种母夜叉。

女：这个人从来不洗脚，在新街口脱下鞋来，在太平门都能熏昏倒一大片。

男：这个人一嘴大黄牙，嘴一张，司机将汽车都停下来了。

女：我真想把这个人的眼睛挖出来当电灯泡踩。

男：我真想把他的头拧下来当足球踢，一脚踢进世界杯。

女：这人真坏，这日子没法过，离婚。　第十二章　隐喻认知理论（上）



————————————————————


(1)
  “参照点认知方式”与“视角”有关，也与“突显（包括图形—背景）”有关，因此本书并没有将它们作为单独的认知方式列出，而是根据Langacker的观点将其归入在“识解（又叫意象）”中加以论述。


(2)
  语言经济性、表达方便性、句法灵活性等是另外一些主要原因。


第十二章

隐喻认知理论（上）

近年来，隐喻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一跃成为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教育学等领域研究的中心议题，在短短的30年间所出版的各种有关论著可谓不计其数，仅在Noppen & Hols于1991年出版的Metaphor II — A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from 1985-1990
 中就列述了3500多种各类有关参考文献。1977年美国伊利诺大学召开的“隐喻与思维”跨学科大会就有近千人参加，似乎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隐喻革命（Metaphoric Revolution）”。全世界似乎已掀起了一股“隐喻狂热（Metaphormania）”浪潮，隐喻研究被推到了空前的地位，席卷着众多领域，“隐喻至上”亦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一大特点。

本章主要从宏观角度论述隐喻的性质、定义、分类（包括语言各层面上的隐喻现象），下一章主要依据当代隐喻认知理论来阐述隐喻的特点、产生原因、功能、工作机制和理解过程，并简要对比中西隐喻研究情况，以及隐喻认知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第一节　隐喻的性质和定义

很多知名学者在对隐喻所作出的论述中（参见Shibles，1971等）就包含着对其性质的描述，本书摘录部分如下：

（1）亚里士多德：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他还认为：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成为隐喻大师，隐喻是无法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是天才的标志（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be a master of metaphor．It is the one thing that cannot be learned from others．It is the hallmark of genius.）。同时他还说：所有的人都用隐喻来交谈（参见Fauconnier & Turner，2002：17）。

（2）Richards：隐喻是语言中无所不在的原则。（Metaphor is the omnipresent principle of language.）

（3）Bréal：隐喻的主题是无穷的。（The subject of metaphor is inexhaustible.）

（4）Emerson：整个自然界就是人类的一个隐喻。（The whole of nature is a metaphor of human mind.）

（5）Hume：哲学史可以用七八个隐喻来表达。（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should be written as that of seven or eight metaphors.）

（6）Day-Lewis：隐喻是智慧的开端，是最早的科学方法。（Metaphor wa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the earliest scientific method.）

（7）L & J（1980：5）：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体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体。（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8）Friquegnon：知识就是使用隐喻。（To know is to use metaphor.）

（9）Whorf（1939：146）：我们如果不依赖物质性的隐喻，就几乎不能谈及最简单的非空间性情景。（We can hardly refer to the sim-plest nonspatial situation without constant resort to physical metaphors.）

（10）Burke（1945：503）：隐喻是通过某事理解另外一事的机制。（Metaphor is a device for seeing something in terms of something else.）

（11）Sweetser（1990：8，19）：隐喻可使人们将一件事物理解成另一件事物，不必考虑两者之间在客观上是否相同。隐喻是语义变化中一种主要建构力，隐喻在不同概念域之间运作。（Metaphor allows people to understand one thing as another，without thinking the two things are objectively the same．Metaphor is a major structuring force in semantic change．Metaphor operates between domains.）

上述诸位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隐喻作出了一定的描写，亚氏主要从修辞角度来认识隐喻，并认为隐喻主要是词平面上的一种修辞现象。也有学者主要从功能角度讲述了隐喻的重要性。国外从认知角度解释隐喻的最早当推算至洛克，他于1689年在“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就提出了类似于概念隐喻的观点，正如Leary于1990年所指出的（参见Dirven & Pörings，2002：555）：

In other words，Locke recognized that our basic mentalistic concepts are metaphorical．（换句话所，洛克认识到我们基本的心智概念是隐喻性的。）

后来，康德在1790年也曾指出（参见Jäkel，1999：12）：

… by means of an analogy（for which empirical intuitions are made use of），in which judgment does a twofold job：first，applying the concept to the object of a sensual intuition，and then applying the rule for reflecting on that intuition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object，of which the first is only the symbol（i．e．metaphor）．Thus，a monarchic state may be conceptualized as a living being if governed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laws，but as a mere machine（like a hand mill）if governed by a single absolute ruler．In both cases，though，it is conceptualized only symbolically（i．e．metaphorically）．There is no similarity between a despotic state and a hand mill，but between the rule for reflecting on either of the two and their causality．… Our language is full of such indirect conceptualizations by means of analogy．（人们使用经验直觉进行类推。在类推中判断起双重作用：首先，将概念运用于感知到的事物中，然后，将直觉思考的规则运用于完全不同的事物，前者仅是后者的符号［即：隐喻］。因此，一个君主国家若是依据民主法律来管理，就可被概念化成一个生命体，但若是由一个专制者独裁统治，就可被概念化成一台［像手工作坊］机器。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过仅是作一种象征性的概念化，即隐喻性的概念化。在专制独裁国家和手工作坊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但在这两种思考规则中以及因果关系中存在相似性。……我们的语言充满了这类通过类推获得的间接性概念化。）

康德虽没有用metaphor这个词，但Jäkel认为他所说的“symbol”就相当于metaphor，因而用括号注出。他还十分明确指出：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这种运用类推间接获得的概念化表达方法。

后来雪莱（Shelley，1792—1822）也从认知角度论述了隐喻，他将隐喻视为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生活的一种方式。

Whitney（1875：88）也认为：语言发展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就是用表示物理性的、可感知的意义来表示心智的、道德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隐喻。

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卡西勒（Cassirer）于1923年也曾论述了心智特征是空间特征的隐喻表征（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ntal properties in terms of spatial properties），并指出人类的知识是基于身体经验和空间，并通过隐喻逐步形成的（参见Jäkel，1999：14）。德国哲学家Blumenberg于1960年和1971年分别发表了论文“Paradigms for a Metaphorology”、“Observations on Metaphors”，第一次使用了“隐喻学（Metaphorology）”这一术语，认为隐喻学应从思维（认知）角度来研究隐喻，通过隐喻可帮助我们了解认知的基本结构（参见Jäkel，1999：15）。

Richards于1936年首先提出了隐喻互动论，将表示两个不同事体的思想并置，就可互相作用，产生隐喻义。他的理论后由Black（1962）、Tourangeau & Sternberg（1981，1982）等学者进一步加以完善。

Lakoff和Johnson则被视为是近年来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代表人物，他们于1980年出版的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被看做是这一领域研究隐喻的经典著作。他们在这本书的开篇中就强调指出了隐喻的认知作用：

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中都是这样。）

许多辞书都对隐喻下了较为明确的定义，例如：

（1）《语言与语言学词典》（Hartmann & Stork，1972）把隐喻定义为：用某种名称或描写性的词汇去描写人或物的譬喻……暗示一种类比的意思。

（2）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rystal，1997）把隐喻定义为：把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隐含地联系起来，暗示出其间的相似性（Identity）。书中还提到了隐喻是语言创造力之中心所在。

（3）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Matthews，1997）在隐喻的定义中除保留了辞格的说法以外，新增了这样的说法：“隐喻是Lakoff在80年代所谈到的一种普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种语域可以系统地用另一种语域中的词汇来谈及或表达。”

（4）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1988）的定义为：用另外一事体的某些相似特性来描绘某事体的想象性方法。

（5）《现代汉语词典》（1996版）中对隐喻所下的定义为：比喻的一种，也叫暗喻，不用“如”、“像”、“似”、“好像”等比喻词，而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词，把某事体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体。

（6）《辞海》1999版的定义：比喻的一种。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紧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的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本体和喻体两个成分之间一般要用“是”、“也”等比喻词。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下文为1989、1979版所无的例子）本体和喻体两个成分常可构成偏正关系。如：“在四化建设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可大显身手。”即以“舞台”喻“四化建设”。

可见在国外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辞书中，已经认识到隐喻的认知功能。自从Ortony（1979）和L & J（1980）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之后，隐喻已被上升到“认知方式”和“推理机制”这个高度来理解。当代认知科学普遍认为，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对我们认识世界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从而在人类的范畴化、概念结构、思维推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隐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这就摆脱了将隐喻视为“两事体基于相似关系进行比较”的局限。

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映射（Map，Project）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隐喻中的本体和喻体涉及表达两种不同事体的思想，它们的并置产生了矛盾，在互动的碰撞中获得统一，主体再结合其他因素便可获得隐喻义。隐喻可以使人们在不同事体之间建立联系，加深对事体的理解。隐喻的运用就是以认知主体和语境为基础，以此喻彼，引彼喻此；其理解过程主要是在矛盾中找到统一，化异为同，同中得义，这里的“同”是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适应语境的“相似性”。

隐喻由认知而起，又是认知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认知的发展，这就揭示出隐喻在人类认知和推理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发展知识、进行思维、作出推理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为便于说明，我们将最常见的典型隐喻句型以及相关术语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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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概念域A是基于理解概念域B之上的，通过认知和推理，B中的一个或部分
 特征通过映射被作用到了A上，使得A获得了B的某一或某些相关特征，当然在映射过程中两者具有互动关系，A受到B映射时是有选择的，此时语句便产生了隐喻义。如在例［2］中，皇帝的许多特征被映射进入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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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特征并没有映射进入到“独生子”身上，如主持国家大事、手握生杀大权、三宫六院、嫔妃几十等，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一个或部分”的含义。

因此，隐喻义是通过跨概念域映射过程后所形成的映合（Mixing）结果。“map”和“project”一般译为“映射”，本书主张在隐喻认知理论中区分出“映射过程”和“映合结果”，以便论述其工作机制（参见第七节）。

这样隐喻就涉及两类不同事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之间的比较和映合。传统修辞学只将隐喻视为修辞现象，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认知”、“映射”、“互动”、“映合”的关键性作用，没能解释隐喻形成的过程，而隐喻认知理论重点解释了跨概念域映射的过程，更加关心概念域B的某一或某些特征是如何转移到概念域A上的，两者之间存在哪些相似性，或两者并置后保留了什么样的意象图式，产生了哪些相似性，因此也强调了映合结果。可见，隐喻既是基于相似性的，也可创造相似性（提供看事体的新视角），隐喻与相似性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详见下文）。

L & J（1980）将隐喻分为三大类：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本体性隐喻，也主要意在帮助分析隐喻意义形成的过程和方式。


 第二节　隐喻的分类

丰富多彩的世界和生活，形成了人们形形色色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林林总总的隐喻，随之而来也就出现了各种隐喻理论。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方法、运用不同的观点，就可对隐喻作出不同的分类。

隐喻的分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分两大部分论述：一、列述一些著名学者的分类方法；二、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一、著名学者的分类

（一）亚里士多德分法

亚氏在《诗学》中主要是在词层面上理解隐喻的，将其作用主要归结于隐喻词，指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陈中梅译注，1999：149），这样主要有四类隐喻：

（1）以属喻种
 ：在“我的船停在这儿”句中，以“停”来喻“泊”，因为“泊”是“停”的一种。

（2）以种喻属
 ：在“他曾做过一万件好事”句中，以“一万”喻“多”，因为“一万”是“多”的一种表达形式。

（3）以种喻种
 ：在“用铜汲走生命”和“用长边的铜切割”句中，用“汲”喻“切割”，又用“切割”喻“汲”，两者同为“取走”的表达形式。

（4）彼此类推
 ：当b对a的关系等于d对c的关系时，可用d代替b，或用b代替d。在“老年之于生命就像黄昏之于白昼”句中，可称黄昏为“白昼的暮年”，或称老人为“生命的黄昏”。

有个别学者认为亚氏所谈论的隐喻仅限于名词中，这是欠妥的，从上述所举的例子中可见，他还列举了动词、代词的例子。

（二）Black的三分法

Black（1979：25）不同意将隐喻分为死喻（Dead Metaphor）和活喻（Live Metaphor），主张分出：

（1）消亡隐喻
 （Extinct Metaphor）：本体和喻体之间已难以建立联系。

（2）潜伏隐喻
 （Dormant Metaphor）：原为隐喻说法，现人们通常不再将其视为隐喻（unnoticed），若注意一下，仍可有效地恢复出原初的隐喻含意。

（3）活跃隐喻
 （Active Metaphor）：指明显的隐喻。Black认为隐喻理论应主要研究这一类的隐喻。

（三）L & J的分类

两位教授将隐喻分为三大类：

（1）结构性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s）：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如例［1］中，有关“金钱”域中的相关概念可以系统地映合到“时间”域中，如“钱”可以被花费、浪费、投入、借用，甚至偷盗等，这些概念也可系统地用于有关“时间”表达的隐喻中。又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铁屋子”的隐喻性用法也可作类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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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位性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运用诸如：上下、内外、前后、远近、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构造、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参见第十三章第八节）。

（3）本体性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如可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物体，可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其中可分为三小类：

（a）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作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分类，使其带上某类物质的特征，加以引申，进行推理，分析其相应的原因等。例如Reddy（1978）曾提出管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s）的观点，其核心隐喻为：Ideas are objects．如果我们将心智视为计算机，心智就有了“输入、输出、检索、运算、符号”等隐喻性说法。

（b）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可出。例如：

［4］Out of sight，out of mind．

［5］go into action，put into operation，come into vision/use/my mind …

等。

（c）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将事体视为具有人性就是一个明显的本体隐喻。例如：

［6］His theory explains to us that …

［7］This fact argues against …

［8］Life has cheated me．

（四）我国学者的分类

由于当前所讨论的隐喻相当于部分比喻（Trope，Figure of Speech），它就与修辞格密切相关，而比喻、辞格的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我国刘勰曾提出比义（用具体的事物来比抽象的义理）和比类（用具体的事物来比具体的形貌）的分法（参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宋代陈骙曾将比喻分为十大类：直喻（即明喻）、详喻、类喻、对喻、简喻、隐喻、诘喻、引喻、博喻、虚喻。冯广艺（2002：128）曾对陈骙的分类与现代修辞学的分类作了如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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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徐炳昌（1983：286）曾将隐喻分为八类：

（1）判断式
 ：A是B

（2）偏正式
 ：A修饰B，或B修饰A。

［9］：思想感情的潮水，花岗岩头脑

（3）同位式
 ：A＋B，B＋A。

［10］：母亲，我的祖国。祖国，我的母亲。

（4）并列式
 ：分句A，分句B。例如：

［11］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

［12］人多力齐推山倒，众人拾柴火焰高。

（5）替代式
 ：只提喻体，不提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例如：

［13］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14］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藤：男；树：女）

（6）描写式
 ：只有本体，不出现喻体，用描写喻体的词语直接描写本体。例如：

［15］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其喻体为：狗）

（7）迂回式
 ：先说出喻体，然后撇开喻体，转而点出本体，与“兴”相似。

（8）故事式隐喻
 ：故事本身是喻体，它所阐述的道理是本体。

冯广艺（2002：5）曾列出了44种比喻，如：喻代、提喻、倒喻、缩喻、对喻、引喻、扩喻、补喻、逆喻、互喻、环喻、反喻、交喻、回喻、迂喻、递喻、进喻、连喻、联喻、类喻、又喻、套喻、例喻、中喻、曲喻、语喻、质喻、讽喻、事喻、物喻、字喻、词喻等。

王德春（1987）在《修辞学词典》中将比喻分为20多种。


 二、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一）从表现形式分类

从表现形式角度可将隐喻分为：显性隐喻和隐性隐喻。显性隐喻中须有诸如：like、as、as if、as though等一类的喻词，一般被称作明喻（Simile），英语的典型形式是A is like（as）B．汉语典型的表达形式为：A像（似）B。亚氏把明喻和隐喻视为同类，并认为后者为前者的缩略形式，前者是从后者派生而来。而隐性隐喻没用“like、as”或“像”一类的（字）词，英语中用be一类的词，汉语用“是”、“为”、“成为”等来直接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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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派生性角度分类

从派生性角度可将隐喻分为：根隐喻（Root Metaphor）和派生隐喻（Derivative Metaphor）。前者指位于一个概念结构中心的隐喻，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或常被视为同一种事体，并在此基础上可派生出其他很多隐喻，L & J所说的“隐喻性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s）”或“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主要就是指这种根隐喻，它存在于我们概念系统的中心，常已成为一种基本信念，往往不为人们所意识到。例如L & J（1980：27）认为：

［17］The mind is a machine．

是一条根隐喻，在其之上可形成以下派生隐喻：

［18］We're still trying to grind out the solution to this equation．

［19］My mind just isn't operating today．

［20］Boy，the wheels are turning now！

［21］I'm a little rusty today．

根隐喻对于人类概念系统的形成、认识世界的方式、日常思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还会约束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L & J（1999）曾尝试用几条根隐喻来解释哲学中某些重大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的。

（三）以相似性在认知中的作用分类

从这一角度可分出：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前者指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人们不自觉，或较容易就可发现其间的相似性；而后者主要指人们在认知基础上将本体和喻体并置使用后，就在两者之间创建出一种新联系，从而使得人们可从一个新角度来认识事体。

很多学者认为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如不少学者将隐喻视为是一种省去“像”、“似”、“犹如”等词语的简缩的明喻（Davidson，1998：856，869
(1)

 ）。Searle（1979：86—87）就曾论述到相似概念在阐释任何字面表述的过程中都起到关键的作用（a crucial role）和基本的作用（an essential role）。G．A．Miller也十分明确地认为隐喻的陈述是关于相似性的陈述（Searle，1979：91）。Davidson（1998：846）于1978年指出：

一个隐喻使我们注意到在两个或更多个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常常是新奇的或令人惊奇的相似性）。这个司空见惯的正确观察结果导致（或者说似乎导致）一种关于隐喻意义的结论。

Searle（1979：91—93）后来又指出对隐喻的理解不一定完全依靠相似性，他说：

尽管相似性常常在对隐喻的理解中起作用，但是隐喻的断言并不必然是一个对于相似性的断言。……相似性与隐喻的产生和理解有关，与隐喻的意义无关。

相似性的功能是作为一种理解的策略，而不是作为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见，Searle对“隐喻基于相似性”的观点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两者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而L & J（1980，1999）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强调了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而不是基于相似性。他们（1999：126）曾列举了四条理由来批驳隐喻基于相似性的观点：

（1）相似性不是早已存在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2）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确有共通之处，但隐喻并不仅仅表达了相似性；

（3）相似性是个对称概念，这样又何以能区别出始源域和目的域；

（4）概念可通过不一致的隐喻来加以表达。

例如：

［22］Money is the lens in a camera．

在“金钱”和“照相机镜头”之间本来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或已为常人所接受的相似性，完全是认知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某种相似性联系（照相机镜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不同面貌，金钱也可检验出一个人的品质），运用隐喻手段展现出来，从而使人们对“金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当然，这两种隐喻的区分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取决于人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例如：

［2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对于不熟悉苏州的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一隐喻性说法之后，就将“苏州”和“天堂”置于一起，从而会想象出苏州的美，犹如置身于天堂，此时就在两者之间创造出一种相似性的关系。而对于熟悉这一说法的人来说，在两者之间早就有了这样的隐喻性联系，因此听到这句话时也就无所谓会创造出什么相似性，而更会觉得是基于相似性作出的隐喻，因为苏州、杭州确实很美，就是人间天堂。有一位教授从杭州调到苏州来工作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从一个天堂来到了另外一个天堂。”这一说法对于苏州人来说更多的是基于相似性的隐喻。

我们认为隐喻与相似性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因此语言中既有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同时隐喻也可创造相似性。束定芳（2000：59）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隐喻都包含这两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参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第十点和第七节）。

（四）从词类角度分类

亚氏将隐喻主要局限于词汇层，这从他对隐喻所作的描述可见（参见第一节），但当代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范围已大大拓宽，除明喻（Simile）外，包括转喻（Metonymy）
(2)

 、提喻（Synecdoche）、反语（Irony）、引喻（Allusion），还可包括：部分谚语（Proverb）、讽喻（Allegory）、谜语（Riddle）、通感（Synaesthesia）、寓言（Parable）、成语（Idiom）、歇后语等。Goodman（1968）主张将语言中所有比喻性说法都视为隐喻，其大致等同于Trope、Figurative Speech、Parable等。这样隐喻就会涉及许多词类，乃至所有的词类（Fontanier，1980：99）。因此，从词类角度可将隐喻大致分为：

（1）名词性隐喻（命名式隐喻）
 ：由名词构成的隐喻，可充当句子的主语、表语、宾语、同位语等。如英语中的egghead（知识分子）、Prince of Darkness（撒旦）等。Keith Fort（“The Coal Shoveller”）对雪的描写：

［24］Out of the window he saw the curtain of snow
 that was falling over the street．

［25］The snow is falling harder outside — the blanket
 is making all men equal in cold and misery．

汉语中的“坏蛋”、“狗腿子”、“白骨精”、“樱桃小口”、“电灯泡”等也属于这类隐喻。《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一则新闻标题：

［26］宠物医院新行当，竟为狗们当“红娘”

（2）动词性隐喻：主要表现在语句中主语和/或宾语与动词之间的非常规搭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如语言中许多拟人化的表达法
(3)

 。其中可分出三种情况：

（a）主谓搭配新奇，如载于《英语世界》2000年第10期上两篇文章的标题：

［27］WTO finally opens its door to China on Nov．10，2001．

［28］A Bird Takes My Breath Away（by Roderick Nordell
 ）

［29］Old-Fashioned Romance Keeps Them Going Strong（by Billie Bond
 ）

在主谓之间都是用了一种新奇搭配，“open the door”、“take”、“keep”原是指人的动作，现作了拟人化用法。

［30］张玉宁“触电”（《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31］某某影星在“充电”

［32］古稀之年忙“充电”（《扬子晚报》2001年11月18日）

［33］知识更新快，脑袋“充电”忙（《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34］他俩谈恋爱“来电”

“触电”、“充电”、“来电”原应属于物理学上的概念，现在转作它义，甚是新奇。张玉宁本为足球运动员，偶尔上了一会电视节目，则被喻说成“触电”，接触到了影视圈，上了屏幕。而我们知道“触电”本来是指人过了电，但这里巧用“触电”作隐喻，确实达到了一种吸引读者的目的。对于蓄电池来说，电用完了可以再充，对其增加能量，而对人来说，“充电”则意味着增加新知识，也是一种能量增加。人轻微触电后会发麻、发抖、兴奋，谈恋爱就需要这种感觉。

［35］昨夜世界为中国喝彩（《姑苏晚报》2001年11月11日）

“喝彩”原是与人搭配使用的，这里将其与“世界”连用，很有新意。

［36］众宽带商“圈地”，网通“潜入”民宅（《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37］鞋城3折“大跳水
 ”（同上）

［38］今冬苹果竞“穿衣”（同上，2001年11月18日）

用“圈地”、“潜入”来喻说当今的电子通讯网；用“大跳水”来指直线向下的大跌价；用“穿衣”来形容给苹果外面包了一层纸。

［39］苏宁“轰炸”河西业界
 （《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

是说南京的苏宁电器商城采取了大销价措施，以图抢占河西店的市场。

（b）动宾搭配新奇，如：上述讲的苏宁电器商城还扬言要让对手看看“原子弹”
 ，这就属于一种非常规动宾搭配，以说明这一措施具有“原子弹”的威力，正好还可与“轰炸”对应起来。

［40］靠山吃山


将“山”喻说成一种能吃的东西。英语例句：

［41］China's color TV industry，cornered
 by a price cutting race，pins its hope on
 China's WTO entry．（China Today
 ）

［42］to drive at
 the main ideas of the writer

上述例句中的corner、pin、drive at都是隐喻性用法。

（c）主谓宾三者搭配都新奇，如罗素所举的一个例子（Searle，1979：94）：

［43］Quadrilaterality drinks procrastination．

谓语动词drinks与主语和宾语的搭配都属新奇用法（这里应将quadrilaterality理解为战后四国裁军会议）。又例：

［44］China's laws cut to fit WTO cloth．

［45］His eyes rested on her．

“cut to fit”的主语、宾语都是新奇用法；“rest”原指“休息”，被隐喻性地用到了“目光”和“她”上。

［46］思想流溢于笔端。

“流溢”原指“水”，这里被用到了“思想”和“笔端”上。

［47］毛孩子出炉处女作。

是在说年纪轻轻的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在这两个例句中，主谓宾都是隐喻用法。

（3）形容词性隐喻


［48］a thinking cap，就隐含了

［49］This cap is able to think．

［50］a learning robot，就隐含了

［51］This robot is good at learning．

［52］奔跑的火光

［53］迷你价（《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

［54］“短平快”培训（《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等。汉语中这种隐喻有时又可叫偏正式隐喻，还可分为两种：

（a）常见式：喻体＋的＋本体

［55］海洋（似）的麦田

（b）倒喻：本体＋的＋喻体

［56］抗战胜利的果实，麦田的海洋

另外，汉语中还有很多这类隐喻不用“的”：心花、眼帘、麦浪、血海、夜幕、光线；还有被人们称为摹状名词的：瓜子脸、马尾松、猫头鹰、鸡毛菜、鸡胸、仙人掌、人字形、十字街、五指山、乳山、葫芦岛，等等。

（4）副词性隐喻


［57］to take the notes mentally

本来记笔记用手、笔和纸，这里却说用“心”来记。

［58］百姓热说“入世”

“热”本来是表示温度的，在这里转用来修饰“说话”。汉语中摹状形容词（如：笔直、雪白）和摹状动词（如：瓜分、林立、鸟瞰、云集、吻合、龟缩、席卷）也可归入这一类。

（5）介词性隐喻


认知语言学家假设：我们的祖先是从认识空间和自身开始认知世界的，介词最原始的意义多是用来表示空间关系的，然后从空间关系不断向其他认知域扩展，从而形成了介词的多义性和丰富表达力（参见第十三章第八节）。

亦有学者将（2）、（3）、（4）、（5）四类隐喻称为“述谓式隐喻”。

（五）从语言层面角度分类

（1）语音层面
 （见第三节）

（2）词句层面


隐喻效果常常与具有隐喻性的词语有关，通过本体与喻体在词语意义上的冲突，化解矛盾，求得统一，就能在句级上产生出隐喻性的句义。

许多谚语常常是一个句子，其意义从整体上充当喻体，而被喻说的本体常不出现，例如：

［59］A little pot is soon hot．（比喻：量小者易怒。）

［60］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比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61］Many a good cow hath a bad calf．（比喻：优秀的父母未必能养育出好子女。）

（3）超句层面


学者们一般认为，话语可小到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乃至一篇文章，一组作品。话语与词、句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无语境因素上，因此只要是用于某一特定语境中的词句、篇章都可视为话语。此处用“超句”这一术语来指大于句子的层面。隐喻不仅局限于词句平面，还可能出现在超句层面。例如在《王保长新传》中有一段对话：

［62］A：我现在是中统的特务，权力大得很啊！

B：有多大？

A：只要是哪个县长、乡长的我看不顺眼，就拉出去毙了！

权力是个抽象概念，用“大”来描写，令别人没数，所以A就用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来比方，具体解释自己的权力有多大。

下面是一段隐喻性话语的例子：

［63］抗战胜利的果实应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摘自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在这一段话语中，毛泽东同志以“栽桃树”、“浇水”“摘桃子”分别来喻指：“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

苏轼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本身就是一个小语篇，只有喻体，没有本体，含有深刻的哲理，以说明“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道理。

有时一整篇文章就是一个大隐喻，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主要就是以隐喻为主线，运用若干“比”的语句，且比中有比，“大比”套“小比”，整篇以“白杨树”来喻说北方农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表现出质朴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

另外，笔者前几年还看到一篇以“顺手牵羊”为题的告示，主要讲述作者书包里的几百元钱被人偷走一事，文中讲述了“牵羊的过程”、“被牵者的痛苦”、“牵者之过”以及“对顺手牵羊的补救”，不失为一篇运用隐喻的好文章。

寓言是一种“寄托寓意”的言论，多用假托的短小故事或自然物拟人手法来寄托作者某些精深的思想观点，说明某些道理或教训，带有劝诫或讽刺的性质，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以其设置的巧妙情节和形象性语言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吸引读者。寓言是一种典型的隐喻性篇章，也可视为是一种隐喻扩展。

在寓言中用一个故事来进行比喻，它的主题多是借此喻彼，言远指近，托古讽今，以小识大，以浅见深，使得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因此，故事本身是喻体，它所阐述的道理是本体。在一个寓言故事里，可能说出要想直说的寓意，也可不直接说出来，也就是说在一个寓言中，可能只有喻体，而没有本体；也可能是喻体与本体都出现，此处例略。

（4）语法隐喻
 （见第四节）

（六）从新奇性角度分类

从隐喻本身所具有的新奇性角度可分为：死隐喻（又叫死喻：Dead Metaphor）与新奇隐喻（Novel Metaphor）。

当原为隐喻的说法逐渐变为人们的日常说法，或成为用熟了的词语，其隐喻意义已不再为人们所注意，或者说一个词语的隐喻义与其原义之间已失去联系，被人忘却或该隐喻性用法已年代久远，喻体的某些语义特征已成为本体的一部分，隐喻的意义和作用此时已被削弱，也就成了“死隐喻”。其实这个术语本身是一种矛盾说法，死隐喻并没有死，一直活着，它们是通过不断的使用而“死亡的”，但是它们的不断使用暗示出它们满足某些语义的需要（Searle，1979：88）。

Halliday（1985：348）曾将语言的发展史视为主要是非隐喻化的过程，他指出：

Much of the history of every language is a history of demetaphorizing of expression which began as metaphors gradually losing their metaphorical character．Again this is most obvious with lexical metaphors：no one now thinks of source
 as a metaphor，in the source of the trouble；
 or dream
 in I wouldn't dream of telling him；
 or barrier
 in there is no barrier to our mutual understanding．
 （每个语言的历史大部分是表达非隐喻化的历史。语言表达原是作为隐喻开始的，后来渐渐失去了隐喻特征，而且最明显的就是词汇隐喻，现在已没人知道在“the source of the trouble
 ”中source
 用作隐喻，或在“I wouldn't dream of telling him”
 中dream
 用作隐喻，或在“there is no barrier to our mutual understanding
 ”中barrier
 用作隐喻。）

原来的隐喻性表达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步成为语言中的常见用法，从而使人们再也不觉得它们是隐喻，新奇隐喻变成死隐喻的过程也就是语言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成为Halliday的意义进化论的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人类的原始语言始源于直陈式表达，此时人类初民的认识活动、语言表达与现实世界、实践活动直接对应。但由于人类逐步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掌握了推理本领，获得了包括隐喻在内的认知策略，扩大了自己的认知范围，创造出种种新奇隐喻，从而不断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表达。

我们说了若干年的“山头”、“火柴头”、“火车头”，在这些表达中，人们不再注意这些说法中的“头”与其原来表示身体部位“头”之间的关系，此时“头”的用法就成了死隐喻。当然，最初将火柴杆能擦动生火的一端叫做“火柴头”，将拉动一长串车厢跑动的机车称为“火车头”时，它们是“新奇隐喻”，但随着这些隐喻词语的普及，成为司空见惯的说法，也就成了死隐喻。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主要就这样经历了“直陈——隐喻——非隐喻化”的发展过程。

新奇隐喻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有关（参见第3点），它产生于本体和喻体两概念间的较大差异，将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置于一起，超出了原有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新奇”便由此而生，例如：

［64］查尔斯遭遇“玫瑰巴掌”（《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

是说英国王储查尔斯在拉脱维亚访问时，被一名妇女用玫瑰花在脸上抽了一下，因为她反对英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这本不算什么“巴掌”（没用手）被喻说成了“巴掌”，“玫瑰”与“巴掌”本是不相干的两个概念，将它们搭配使用，确实使人觉得新鲜，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新闻标题。

新奇隐喻与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密切相关。为了揭示事体间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特征，故意用一个较为陌生的关系来表述某事，从而形成了较为新奇的隐喻，如：

［65］旅交会明春在宁揭头盖（《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

这里借用“结婚”用语来喻说旅交会，两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并置后使其产生了某种距离感，从而可使人们产生陌生化的感觉，这就出现了新奇隐喻。

当然，在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之间还有一个程度问题（详见下文）。

由于有些死隐喻已成为一个词语的正常意义的一部分，一个词语的隐喻性用法“从新到旧”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该词语不断扩展词义的主要途径。Goatly（1997）认为整个英语词汇都是建立在隐喻模式之上的。今日的词汇是昨日隐喻意义的沉淀，一个词今日的隐喻意义很可能成为该词日后的字面意义。

（七）从要素共现角度分类

谭永祥（1981）主张应当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对比喻进行分类，他提出可依据“本体”、“喻体”、“比喻词”三个成分的隐现作为划分明喻、隐喻和借喻的标准：三者都出现为明喻，出现本体和喻体的则为隐喻，只出现喻体的为借喻。但我们认为仅用这三者来做标准似乎太简单了。因为一个隐喻（含明喻、借喻等）可包括本体、喻体、喻底、喻词这四大基本要素。本体和喻体之间所具有的或创造出的相似性关系可视为一个隐喻的“喻底（Ground）”，就像谜语有谜底一样，因为每个隐喻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谜语（束定芳，2000：103）。在例［23］中的“苏杭”与“天堂”之间的相似性，或喻底，就是“美丽的地方、美好的生活”。“喻底”在英语明喻中常被置于第一个as后明说出来，如要向人解释清楚例［23］的含义，就可说成：Suzhou and Hangzhou are as beautiful as a paradise．

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将隐喻视为省去喻底、喻词的明喻，是隐喻的浓缩形式，这就是亚氏所说的“明喻也是一种隐喻，其差别很小，它们其实是同一回事”。现我们根据本体、喻体、喻底三者共现情况将隐喻表达分为：

（1）三者同现
 ：即本体、喻体、喻底共现于一个隐喻语句之中，例如：

［66］Autumn night is a symphony of songs．

将“秋天的夜晚”喻说成“交响乐”，喻底在于“歌”，因为秋天的晚上有很多虫子在“唱歌”。又例：

［67］Youth flees on feathered foot．

在youth（本体）和feathered foot（喻体）之间形成一个隐喻。而且这里的feathered就相当于喻底。汉语中说：

［68］这种婚姻简直就是毫无自由而言的牢笼。

其中既有本体（婚姻），也有喻体（牢笼）和喻底（毫无自由）。又例“苛政猛于虎”，则是在将“苛政”喻说成“虎”时，其间的喻底是“猛”。

有时后半句就将前半句隐喻的喻底作了交代，例如：

［69］我又不是一条狗，谁都想来使唤我。

后半句就解释了我不是狗的喻底：听人使唤。

英语中有一种特殊的隐喻句型：A and B is X．一般来说，其中A是本体，B是喻体，X为喻底，如：

［70］Love and a cough cannot be hid．

用“咳嗽”来喻说“爱情”，喻底是“难以掩盖”。

Gibbs（1999：31）曾论述了一种复杂的xyz式的隐喻结构，如许多谚语就运用了这种格式：

［71］Language is the mirror of the mind．

［72］Religion is the opiate of the masses．

［73］Wit is the salt of conversation．

在这种隐喻结构中，既有本体x，又有喻体z，但其间的喻底y要通过与y概念域有关的w才能被理解，它们可能会构成这样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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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例［71］中，语言x与心智z的关系就等于镜子y与反射w的关系。

（2）本体＋喻体
 ：即一个隐喻语句中只有本体和喻体，如将［68］中的喻底“毫无自由”省去，说成：

［74］This marriage is a jail．（这种婚姻简直就是一个牢笼。）

则仅有本体和喻体，其喻底需要人们通过推理而获得。

（3）只有喻体
 ：在特定的语境中还可省去本体和喻底，只有喻体而无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
(4)

 ，如：

［75］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以喻体代替本体［人多办法多］）上文例［68］还可只说成：

［76］“Why not out of this jail？”或“何不跳出这牢笼呢？”又例：

［77］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8］抢匪当众与人“拔河。”（《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这是一个只有喻体而无本体和喻底的隐喻表达，正是这种没有点明本体和喻底的标题，才更具有吸引力，读者往往急于知道为什么“拔河”要加引号，指的是什么？看完报道之后，原来一个抢匪在成都火车站公然抢夺一位姓郭女士肩上的挎包，用力地拽着她的包，而郭女士就是不松手，竟拖着她一路狂奔十多米，上百名看客竟然冷冷地看着这一切。那位郭女士咬着牙关和那位抢匪“拔河”。

“拔河”原是一种由两方参加的竞争性游戏或比赛，有观众，有游戏器材绳子，有裁判，双方要咬紧牙关奋力拼搏，最终要有输赢等。这里的两方就是郭女士和抢匪，这里的观众就是那些上百个在旁边观望的看客，拔河的器材就是包带子，一方拼命在抢夺，另一方在拼命保住自己的包，这种场面被恰到好处地喻说成“拔河”，可谓形象，将“拔河”中许多特征系统地映合进入到了这一抢劫活动中来，主要喻底在于“争夺”，不同之处在于原来的游戏成了抢劫，没有裁判员，最终仅是抢匪的仓皇而逃，很难说是郭女士赢了，她自己无辜遭到这种袭击，还落个遍体鳞伤。

在语言交际中为求隐含效果或忌讳某词，则会故意采用迂回等说法来隐去某词，例如描写喜、愁的诗，而全诗中却全然不见这些词。又例一个发生在酒店中故意不说“水”的故事（顾客恐酒中掺水）：

［79］顾客问：君子之交淡如何？（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伙计答：北方壬癸已调和。（五行“北方壬癸水”）

顾客说：有钱不买落花流。（落花流水）

老板连忙赔笑说：对面青山绿更多。（青山绿水）

莎士比亚第18号十四行诗的第一句：

［80］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中的thee究竟在喻指谁，有多种解释。或许其生命力正在于不明说之中。

曹植的《七步诗》也是一个只有喻体而没有本体的诗：

［81］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只说出了喻体“萁”、“豆”，而未提本体“曹丕”和“曹植”。

高尔基写于1901年的《海燕》就是一个只有喻体，而未提及本体的典范，其实这个本体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在作品中没有明说出来罢了：用汹涌的大海喻指日益高涨的革命力量，用暴风雨喻指席卷一切的革命风暴，用海燕喻指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用海鸥、海鸭、企鹅喻指害怕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和不革命者。

（4）只有本体


一般来说，隐喻就应该有喻体，若无喻体，就无所谓有隐喻，但在特定的场合，基于交际双方共同的认知模型、背景知识、特定语境，只提本体而不说喻体亦可能产生隐喻性含义，也就是说喻体往往在不言之中。Low（1999：221）曾分析了：

［82］This paper thinks …

的隐喻结构，从表面上看，这一隐喻只有本体paper，而没有出现喻体person，但从认知上来说这一表达隐含着“THIS PAPER IS A PERSON”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也有此类情况，现按“本体、喻体、喻底”的不同组合情况分别举例如下：

［83］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缩。

这个隐喻表达既有本体又有喻体，也有喻底（通过后半句则表达出来），若说成：

［84］我们面对着这类弹簧式的困难。

则无喻底，而且构成了一个“喻体＋的＋本体”的结构。若说成：

［85］对这类弹簧，我们有的是办法。

则只有喻体，而无本体。但若说成：

［86］对这类困难我们并不怕，该压就压。

从上述背景知识中以及句中的“压”字，我们也可体会出其中的“这类”指“这类弹簧式的困难”，就是只有本体，而无喻体，但人们根据特定语境可理解被省略的有关喻体。

（5）本体＋喻底


［87］曙色（像湖水）流动在原野尽头。

这是一个“本体（曙色）＋喻底（流动）”的表达结构，省去了喻体“像湖水”。这里有点像传统语法上被叫做搭配不当的句子，但运用得当就有可能成为隐喻。

［88］The shrubs struggled to survive in the desert．（The shrubs are soldiers.）

（6）喻体＋喻底


在有些隐喻中，可能只出现喻体和喻底，而无本体，例如汉语中的歇后语常有这种情况：

［89］卖水的看大河——全是钱。

［90］水萝卜——皮红里白。

只有将这个歇后语置于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看出它的本体来。

墨子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91］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也属于这一类，“朱者”为喻体，“赤”为喻底；同样“墨者”是喻体，“黑”为喻底，句中未出现本体。唐代李商隐的著名诗句：

［92］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喻体为“春蚕”、“蜡炬”，喻底为“丝尽”、“泪干”。正是这里没有出现本体才使其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可用来喻指多个本体，使其有了多种解释，如这两句可常用来描写爱情、教师等，当然还可指其他很多人或事，使其有了多种隐喻意义和不同用法。

（7）多喻体共现


有时在一个语句中时常会出现两个或多个隐喻性表达，如：

［93］Milestones on China's long march to WTO entry．

“milestone”、“long march”、“entry”都是隐喻性的用法。

［94］“花和尚”摇身成“员外”（《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扮演《水浒》中鲁智深的演员臧某后来又在《浪迹天涯》中扮演了一回“员外”。

有时一个主体或话题会使用连续的几个喻体加以表达，例如：

［95］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96］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97］Beauty is but a vain and doubtful good；

A shining gloss that vadeth suddenly；

A flower that dies when first it begins to bud；

A brittle glass that's broken presently …

（Shakespeare：The Passionate Pilgrim
 ）

漂亮只是虚荣而又难料的美好，

耀眼的光彩很快就会陨消，

像一朵刚开放的花随即就可衰凋，

像晶莹的玻璃转眼就会破碎。

用两个以上的喻体来喻说一个本体或话题，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表达一个事体，展示本体多样的形象特征，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本体。在多个喻体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例如：

（a）多个喻体可能同属一类，称为“类喻”。有时几个喻体可能会以选择形式出现，用“既是……，又是……”一类的连接词语。

（b）多个喻体可能属不同类，称为“博喻”，见例［95］、［96］，还可参见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c）多个喻体可能构成对比或比较，称为“对喻”。

［98］Love is a rose war．

这实际上相当于两个隐喻：

［99］　Love is a rose．和

［100］Love is a war．

（d）喻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反复联想才能获得隐喻意义，称为“曲喻”。

［101］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草是绿的，从草的绿想到罗裙的绿，从绿罗裙想到穿罗裙的人，于是看到绿草就联想到那人，因为爱那人就要爱绿草。这耐人寻味的诗句正是来自深度性隐喻的用法之中。

（8）复杂隐喻


在一个语句中可能会用上数个本体和数个喻体，可称之为连喻。这些本体和喻体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关系，例如：

（a）联合式：本体是联合式结构，喻体也是联合式结构，例如：

［102］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

水库：镜子；运河：一条衣带

［103］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整顿党的作风》

马列主义：箭；中国革命：靶

（b）回旋式，又叫“互喻”，在紧密的两个比喻中，本体和喻体互换，给人以一种回旋的感觉，基本格式是：A像B，B像A。如苏轼说过：

［104］雪是古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c）顶真式，如：

［105］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合在一起。（斐多菲《我愿意是树……》）

（d）包孕式，隐喻中包含着隐喻，例如：

［106］你是革命的万能机床
 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贺敬之《雷锋之歌》）

全句是一个隐喻，其中包含着另外一个隐喻（本体＋的＋喻体）。

（e）分叉式，又叫“派生用喻”，其后的比喻是在前面比喻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107］The cafeteria of Three Counties Hospital was a traditional meeting place for most of the hospital grapevine，its stem and branches extending tenuously to every section and department within Three Counties' walls．（Hauley：Final Diagnosis
 ）

先将三郡总医院喻说成“葡萄藤”，然后又用stem、branches喻指各个总院的科室。

［108］扯动一根毒藤，牵出一串毒瓜（《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是指南京警方破获特大系列吸毒案，顺着“毒藤”向下摸，就会有“毒瓜”，也正可用来证明喻体映射的系统性现象。

（f）分析式隐喻：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体进行仔细分析，来喻说其复杂性。

［109］The chess-board is the world：the pieces are the phenomena of the universe；the rules of the game are what we call the laws of nature．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is hidden from us．We know that his play is always fair，just and patient．But also we know，to our cost，that he never overlooks a mistake，or makes the smallest allowance for ignorance．（Thomas Henry Huxley）

首先将世界比作棋盘，随后对其作仔细分析，运用了“棋子”、“下棋规则”、“棋手”等与喻体“下棋”有关的词语来喻说世界的复杂性。又例：

［110］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第三节　语音隐喻
(5)




 一、Fónagy论语音隐喻

Ivan Fónagy（1999：19）在其论文“Why Iconicity”一文中首先提出“语音隐喻（Phonetic Metaphor）”，主要从语音（或发音方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这一角度进行了论述。他在文中总结出三个原则：

（1）有意识表达某种情感与特定发音方式对应，如表达“愤怒、藐视、憎恨、厌恶”等否定性情感时，发音器官会较紧张，咽喉肌肉会收缩；表达“攻击”态度时，会延长辅音如p、t、k等，缩短元音；表示温柔情感时，咽喉肌肉会放松，声响程度低，发音器官趋于平滑，过渡趋慢，较为渐进；等等。

（2）发音器官的运动与身体姿态会一致，如表示高兴和柔和时，舌头会向前运动，对应于身体或情感上欲接近对方，反映出一种亲近和友好的态度；表示对立和悲伤时，舌头会向后运动，对应于身体或情感的后缩。

（3）不同程度的紧张、延时、言语速度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情感。

另外，他在文中还论述了特定的发音方式象似于特定的社会身份，如：17世纪的法国曾认为在公众场合下讲话，特别是上层妇女，口张得太大被认为是不合身份的，这样就使得法语中某些元音与“不礼貌”获得了对应性的联系。他还论述了由于人类感觉器官之间存在“通感”现象，人们就可能通过听觉之外的感觉来理解声音，因此声音就会有颜色、形状、味道、气味、温度、重量、平滑或粗糙表面，甚至还可能与性别有关，等等。

笔者认为他所说的“语音隐喻”，实际上是关于语音与其所指对象或所表意义之间象似性的问题，这从他的论文题目“Why Iconicity”中就可看出，因为象似性主要讨论语言形式在音、形和结构上与其所指（客观世界、经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参见王寅，2001：335；2000）。我们经常讨论的“拟声词（Onomatopoeia）”（徐鹏［1996：394］将其称为“声喻”）、“语音象征”等现象皆可归入这一类别，将其叫做“语音象似性”更为确当
(6)

 。而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隐喻”主要指“跨域喻指现象”，通常被定义为“to say one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其中一个域作本体，另一个域就作喻体，这里并不局限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参见下文），也不仅局限于一个能指可指多个所指的问题。倘若我们用这一标准来分析Fónagy所论述的语音隐喻，似乎就很难在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中找到“喻体”和“本体”，因此Fónagy的“语音隐喻”与Lakoff等学者的“隐喻”似乎存在较大差异。

当然，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隐喻仍有较大争论，有学者说：从广义上来讲，语言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因为语言属于人类的交际符号域，与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当属两种不同的域，这也是一种“to say one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若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Fónagy所讨论的语音现象以及拟声、语音象征现象被视为“语音隐喻”也未尝不可。倘若如此界定，隐喻的范围就太大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大隐喻，其中又要分出很多不同的类别，都需要一一界定，这将会使得隐喻的讨论和研究变得过于庞大、十分复杂，不利于学术研究。本文主张将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视为能指与所指之间象似性的问题，可归于“语音象似性”来讨论，而主张按照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对隐喻的定义，从语音层面来论述“跨域喻指”的隐喻现象。


 二、语音隐喻之我见

索绪尔（1916）指出：语言是一个语言符号（原型为词）的集，每个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是音响形象（Sound Image；Acoustic Image），所指是概念（Concept）。Langacker（1987：12）批判地接受了索绪尔的符号模型，即符号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认知语法只设三个基本单位：语义单位和音位单位，这两者构成一个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Langacker（1987：67—73）用［［DOG］/［dɒg］］来表示象征单位“dog”，在前面的［　］中用全大写字母表示语义单位，在“/”之后的［　］中用音标表示音位单位。

正如上文所述，认知语言学家往往将隐喻简要概述为：用一个概念域来表达另一个概念域，若从这个定义来说，用一个象征单位（一种音义关系）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才更加符合上述定义的隐喻，本书则以此为准尝试对英语和汉语中语音隐喻的种种表现形式做一初步分类和论述，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一）Homonym Metaphor（音同义异类隐喻）

英语词汇学中所论述的homonym（同音异义词）主要是基于单词音形义三者同异关系作出的，它又可分为以下三小类，现将其总结为下表（参见汪榕培［1997：146］，本处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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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则对话的幽默之处正是基于这类语音隐喻之上的：

［111］A：What fur did Adam and Eve wear?

B：Bear skin．

发话者B的回答原应为Bare skin，因为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原来住在伊甸园是不穿衣服的，而B故意说成“Bear skin（熊皮）”，又与A问话中的“fur”切合，此时就产生了一种幽默，其幽默感正是来自bear与bare是一对音同形异义异词，正是由于它们的发音相同，才出现了这一双关语用法。也就是说发话者B用一个象征单位［［BARE］/［beə］］来喻说了另外一个象征单位［［BEAR /［beə］］。又例：

［112］A：Why are parliamentary reports called “Blue Books”?

B：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ad．

由于read（过去分词）和red是一对音同形异义异词，发话者十分机敏地利用这一关系，用一个象征单位［［RED］/［red］］来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PAST PARTICIPLE OF READ /［red］］，因为只有前者才能与A的话语取得连贯（蓝皮书不是红色的），都在说“颜色域”，当用颜色域的red喻说动作域的read后，使得语句获得了另外一层幽默含义，对英国议会文件如山的文牍主义进行了入木三分地讽刺挖苦，这样的双关语反映出英国人民的智慧，实在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英语还基于这种语音隐喻编出了很多谜语，例如：

［113］A：Which four letters can frighten a thief?

B：O，I，C，U．

用字母域作喻体来跨域喻说本体的句义：“Oh，I see you．”

汉语中这种现象比起英语来要常见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汉语是音节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同义字词特别多。汉语总共有21个声母与35个韵母，但只产生了406种搭配，出现了很多“轮空”现象，很多声母和韵母不能搭配成一个音节。这些音节再配以4个声调时也有“轮空”现象，只有约1330个带声调的音节。因此，汉语用这些有限的音节，要表达11000汉字（新华字典），同音字特别多，如“yi”这个音就有约100多个不同的写法和意义，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使得语言的模糊性程度大大增高，但另一方面也给历代文人带来了做学问的机会，如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以诉说其窘迫生活：

［114］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一对联正是运用了音同形异义异的手法在诉说他缺“衣”（一）缺“食”（十）。很明显，“一”和“十”是喻体，这是一个数列，将这两个数字故意略去不说，这就在喻比“缺少”（这又是一条隐喻：用文字喻体的缺少来跨域喻说本体的缺少）。“衣”和“食”是本体，拿数字喻说生活用品。《红楼梦》作者也常常运用这种同音异形异义现象，如第四回中：

［115］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用喻体“雪”指本体“薛”家。该书中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如金陵十二钗中的四名主要人物，她们的名字分别为：

［116］元
 春、迎
 春、探
 春、惜
 春

是本体“原应叹息”的谐音，给她们如此起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只有深入琢磨，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这个名字组合暗示了她们的悲惨命运。另外在《红楼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名称，都可通过谐音隐喻获得它们对应的隐喻义：

［117］贾政—假正；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

英莲—应怜；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

葫芦庙—糊涂庙

（二）歇后语和诗文对联

我们知道，汉语有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歇后语和诗文对联，其中有很多就是基于这种音同形异义异类的语音隐喻之上形成的，这在其他语言中少见，因此单独列出作为一类来论述，例如：

［118］老虎拉车—谁敢（赶）？

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胆（掸）

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卜咚、卜咚）

等等，分别用喻体“赶”、“舅”、“掸”、“卜咚”来跨域喻说本体“敢”、“旧”、“胆”、“不懂”，这种用法已经成了我国人民一种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其诙谐和幽默正是出自语音隐喻。笔者对基于这种音同形异义异类的语音隐喻所形成的歇后语进行了调查：在温端政主编的《中国歇后语大全》的B条下共收歇后语2560条，其中运用这种语音隐喻所构成的歇后语达394条之多，约占15.4％。

对联是汉语文化中一种十分常用的体裁，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以至于在过去常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学识水准。2005年春节晚会就是以春联为主线将许多节目串成一个整体的，可谓别出心裁。在这些诗文对联中，基于语音隐喻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

［119］因荷
 而得藕
 （因何
 而得偶
 ），

有杏
 不须梅
 （有幸
 不须媒
 ）。

［120］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对句），

一马陷足污泥中，老畜生怎能出蹄（出题）。

在例［119］中，作者巧妙利用谐音关系，分别用植物域的喻体“荷”、“耦”、“杏”、“梅”来跨域喻说其他域的“何”、“偶”、“幸”、“媒”。同时整个句子“因荷而得藕”就是一个喻体，跨域喻说本体“因何而得偶”，下句也是这样。这就取得了一种妙不可言，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可见作者构思新颖、聪慧敏捷，难怪这个对联成为千年传颂的佳作。

有时，一副对联就是一个故事，如例［120］就是一个关于姓袁的后生与姓马的老先生之间争斗的故事，其中确实闪烁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一种诗文格式，需要认真学习和钻研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再进一步说，正是这种特有的语音隐喻形式，才使得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形象思维上可能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三）基于完全音同形同义异的语音双关

本文所说的语音双关主要是指利用完全音同形同义异词，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这类词在特定的语句和情景中就能构成双关语，两个不同的意义能够连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有相同或相似的语音形式，例如英语中有这样一个谜语：

［121］A：Why was Adam a famous runner?

B：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in the human race．

这则谜语就是基于双关语race，它既可意为“跑步”；又可意为“人类”。我们知道，根据西方《圣经》所说，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人，当A问“为什么亚当是著名的跑步运动员？”，B回答是“因为他在human race中是第一。”实际上这里就是用“人类中的第一人”作为喻体，跨域喻说本体“跑步第一”。又例：

［122］But a cannonball took off his legs，

So he laid down his arms．（Thomas Hood：Faithless Nelly Gray
 ）

从字面上来看，“arms”应解释为“双臂”，这可与上句句尾的legs相对应。但既然双腿没了，他也只能放下“武器”，此为本意，用一个象征单位［［UPPER LIMB］/［ɑ：m］］跨域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WEAPON］/［ɑ：m］］，同时作后一种解释还与上文的cannonball相对应，使得两个分句取得了较好的和谐和统一，此为双关语的奥妙。

据说，我国清代有一秀才说了

［123］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这样的诗句竟被砍了头，因为清风中的“清”与清朝的“清”同音同形。我国古代许多禁忌语都与语音有关，此处不再举例。

（四）语音仿拟

仿拟（Parody）主要指模仿现有的短语、句子或篇章，改动其中部分词语或语序，以创造特殊效果。这种辞格也可通过语音手段来实现，通过套用或改动现有表达中的语音来造出新的词语，这就叫语音仿拟（Phonetic Parody），如：

［124］Here I am as right as the mail．（James Joyce：The Dead
 ）

此句意为“我十分准时”，因为邮件一般都是准时无误的，依旧能从语音上联想到英语原来的表达：as right as nails（十分准确），或者说一个象征单位［［NAIL］/［neil］］激活了另一个象征单位［［MAIL］/［meil］］，才仿拟出例［124］的说法。

这类语音仿拟式的隐喻现常被运用于广告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谐音效果，例如一个宣传饮料“七喜”的广告为：

［125］7 days，without 7-Up，makes one weak．

由make one week（构成一个星期）这一本体引出了make one weak（使人乏力）这一喻体表达，创意可谓新颖。

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用法，如下一则笑话：

［126］一只黑猩猩走路不小心踩到长臂猿的粪便，长臂猿帮着黑猩猩擦洗，结果产生了感情，它们相爱了。后来，有人问黑猩猩是怎么跟长臂猿相爱的。黑猩猩感叹道：“猿粪，都是因为‘猿粪（缘分）’啊！”（摘自《故事会》2005年3月上半刊）

这个故事就是巧妙地仿拟了“缘分”的发音而编出的笑话，用谐音“猿粪”作喻体，跨域喻说本体“缘分”。这里本体和喻体两者在意义或其他特征上不存在什么相似性关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谐音”之上的。

从这个语音隐喻我们还可看到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不仅仅像有些认知语言学家所坚持的，只是喻体对本体有映射作用，而且本体对喻体的选用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选用“长臂猿”而不用其他动物，就是要取“猿”这个音来喻说“缘”。

上述英语中通过语音仿造来形成新表达的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

［127］以“声”作则（1980年6月9日《文汇报》漫画标题）

曲径通“忧”（1982年5月17日《文汇报》漫画标题）

奇“痰”怪论（1982年3月26日《青年报》小品文标题）

近年来，我国很多广告就运用了这种语音仿拟的手法。以谐音的方式改动成语中的某一个字词，就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某种新意，取得某种特殊的语用效果，从而形成了一种“语音仿拟”的广告语形式。尽管有学者呼吁要纯化汉语，不提倡、乃至要更正这种现象，但这种广告形式似乎没能被禁止住，反而好像正逐步成为一种广告创意的手段。

［128］趁早下“斑”（化妆品广告）

九“酒”归一（酒广告）

“骑”乐无穷（摩托车广告）

一“明”惊人（眼镜店广告）

默默无“蚊”（蚊香广告）

“闲”妻良母（洗衣机广告）

无可替“带”（胶带广告）

百“衣”百顺（衣服广告）

以“网”情深（国际互联网广告）

我们认为，既然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禁不住的社会现象，不如依据描写主义语言观，接受这些实际运用中的表达形式，顺应广告制作者的心理，将其视为语音隐喻中的一种语音仿拟。

（五）押韵表达

英汉两语言中很多谚语、俗语、成语都是基于语音隐喻之上形成的，例如：

［129］East or west，home is best．

为什么选用east-west来作喻，而不用north-south，正是出于west与best押韵的缘故，也就是说象征单位［［BEST］/［best］］激活选用了象征单位［［WEST］/［west］］，两者的音位单位同韵。

在我国有些地区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130］清明前吃只螺，胜似吃了一只鹅。

仔细想来，为什么喻体不说成“鸡”或者“鸭”，或者其他，不是因为“鹅”特别有营养，而是因为在我国某些地区“鹅”与“螺”之间存在语音上的押韵关系，或者说，正是语音隐喻的作用，才使得“鹅”作为喻体来说明本体“螺”，这种本体与喻体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语音押韵之上的。英汉两语言基于语音押韵之上所形成的谚语、俗语、成语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此处不再举例。

（六）黑话、暗语

这类话语中也常因语音缘故而更换说法：

［131］原来本地杆子和各地农民队伍中都有许多词汇是犯忌讳的，用另外创造的词汇代替，一代代流传下来，叫做黑话。例如路和败露的露同音，说成条子，带路的向导叫带条子的；饭同犯同音，说成瓤子，而吃饭就叫做填瓤子；鸡和急同音，鸡子说成尖嘴子，鸡叫说成尖嘴子放气；鸭和押同音，鸭子说成扁嘴子。（姚雪垠《李自成》）

（七）民俗文化中的语音隐喻

隐喻，如同语言一样，也是深深扎根于社会情景、文化知识之中的，在当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论著中，其实蕴藏着大量的隐喻性文化内容。

我们只要稍稍观察一下，看一看我们周围所使用的语言，听一听我们周围人群所说的话语，真是处处可见隐喻，时时与其相逢，翻开报纸，隐喻性的大幅标题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再稍微了解一下民间许多风俗习惯，似乎都与隐喻结下了不解之缘，俯首即拾，人们谈起其间的丰富含意，不免津津乐道，点头称是。特别是语音隐喻，尤其令人回味，例如：春节期间的时髦做法，将大红“福”字倒着贴，“福倒”这一概念被隐喻性地转义为“福到”。大年初一要吃圆子，意在团团圆圆；吃年糕，意在年年升高。结婚时在枕头中放入生的枣子和花生，被隐喻性解释为“早生”和“花着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生）。家人在吃梨时，忌分开来吃，以避讳“分离”。送别客人时吃长面条，意为：友谊长存。

国内当下数字“4”引起不少人的厌恶，汽车牌照中不要“4”，电话号码中排斥“4”，证件号码中也忌讳“4”，在有些大宾馆中，房间号码、楼层就去掉了“4”，这都因其谐音为“死”所致，日本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这里实际上就将数字系统中的“发音si”映射到了生命概念域中“si”来。而数字6和8却大受欢迎，因为它们与“六六大顺”、“发发发”谐音相关。更有甚者，有部分人看看汽车牌号、读读电话号码，就能度量出主人的地位，随着这一社会性思潮的迅速扩展，这才出现了有些行业要拍卖号码，其“价值规律”也是遵循其中所含6和8的多少来确定的。

可在自然序列中又怎能缺少“4”这个数字呢？因此为了在心理上求得某种安慰和平衡，就运用“音乐疗法”，硬将数字4说成音阶“fa”，这样好歹算是扣上了“发”这个音，图得吉利，似乎就可“逢凶化吉”，达到聊以自慰的效果了。

关于委婉语问题，其中也涉及语音隐喻，某些不愉快、不便说出来的概念所对应的语音，常用另外一种语音来表示。据说几乎在各民族语言中，“死”的委婉说法是最多的，英语有100多种，汉语中约300多种
(7)

 （何明延，1983），可见人们为避开［dai］和［si］这类的音想出了很多替代办法。


 三、小结

隐喻真可谓是我们赖以存在的生计，须臾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语言始源于语音，因此语音隐喻就必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不可小视。让我们都做一个有心人，认真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语音隐喻吧，对其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再与西方有关的语音隐喻进行对比，必然还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同时对于语音隐喻的了解和掌握，不仅有利于丰富语言表达，加深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对于开拓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也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还可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祖先和当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隐喻认知理论的深远哲理！


 第四节　语法隐喻


 一、概述

人类通过隐喻认知了世界，发展了思维，健全了概念，丰富了语言，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词汇层面、话语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语法层面上。对语法隐喻的研究不仅可表明语言结构发展的历史，反映出人们创造性地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而且对人类的认知、思维、概念的建构和形成具有其他隐喻同样的功能。一方面，客观世界、感知体验、认知推理是形成语法隐喻的基础；另一方面，语法隐喻也有助于我们表达思维和认识客观世界。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认知科学的兴起，隐喻研究进入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兴旺时期，隐喻认知理论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1985：342）中主要在功能语法框架中提出了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这一概念，认为隐喻现象不仅出现在词汇层，而且也常发生在语法层。后来该学派中其他学者，如：Ravelli、Martin、Goatly、Thompson等人接受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我国学者胡壮麟（1996）、朱永生（1994，2000）、郎天万和蒋勇（1997）等学者对此都有论述。

胡壮麟（1996）曾对语法隐喻下了这样的定义：

在构成隐喻的两个概念领域中，其中至少一个领域应与语法形式有关。

他在论文中引用了中世纪的学者John of Salisbury说过的一句话：语法模仿的毕竟是自然，其起源部分归之于自然。他还指出：

语法隐喻强调的是语法概念或形式与现实世界或语义之间的关系，并将语法隐喻的形式归纳为3类：

（1）以语法术语来隐喻现实世界；

（2）以语法结构来隐喻现实世界；

（3）以语法理论来隐喻现实世界。

例如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语法中“格（Case）”这个术语源自希腊语的ptosis（直译为“跌落”），它反映了从词源学上那时的人们对该术语功能的一种认识，即一个词跌落在另一个词上，以此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原先从现实世界通过隐喻方式借鉴而成的语法术语，还可被转用来表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例如中世纪有人抨击罗马教廷时说：语言中有六个格，但罗马只要两个就可以了：与格（Dative）和宾格（即控告格，Accusative），前者隐喻“贪污”，后者隐喻“虚伪的诉讼”，就把那时的罗马教廷一手捞钱，一手整人，刻画得入木三分。

据此我们认为胡壮麟对语法隐喻所下的定义中的“语法形式”可包括：语法术语、语法结构，乃至语法理论。又例：

［132］Men are verbs，but not nouns．（Black，1979：23）

这里的verbs和nouns可以说是两个语法术语，也可算作语法隐喻，在喻说男人应当干活，而不是让人看的物品。

这两个语法术语，原来也是来自现实世界和感知认识。verb源自拉丁语中的verbum，意为“word（词语、言语）”，根据Herder（1999：65）的观点：

跟人关系最密切、对他的语言影响最大的，便是他需要表达的对象——行为、活动、事情等，因此，最初他必须一一应付那么多的行为、活动、事情，其结果是，几乎每一种状态都被赋予了新的动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要用word来表示verb。noun源自拉丁语的nomen，意为“name”，表示人或事体名称的。可见这两个语法术语都与现实世界或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有关。而在例［132］中这两个语法术语被隐喻性地用来指“干活”和“物品”，使其有了新的含义。

又例：当某男士被问及其婚姻状况时说：

［133］我与她已是过去时了。

这里就借用语法术语“过去时”来喻说他与她已离婚这样一个现实。以此类推，还可说：

［134］我与她还处于进行时呢！

［135］结婚还是将来时呢！

在《中国民航》（2003年第4期）有一篇题为“科技进行时”的文章，列出了22种未来最新科技成果，这一标题正是借用了语法术语“进行时”来表示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

在一次语言学学术会议的聚会上，一位学者不想喝酒了，说了句：

［136］喝酒已是完成时了。

另一位学者接过话题说：

［137］不是完成时，是完成进行时。

意思是还要继续喝。在这一对话中用了两个语法术语：“完成时”和“完成进行时”，十分幽默地传递了各自的信息，同时也反映出了对话者的行业特征。

在《间谍不死》书中第四章的标题为“带问号的一年”，也是一个语法隐喻。

还有一则故事说：在某家庭中丈夫总用疑问句，老婆总用祈使句。这是在说丈夫总是在不断向老婆“请示工作”，老婆总是在不断“下达命令”，十分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气管炎”（妻管严）的画面。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一位怕老婆的人说：

［138］My wife always says ‘You shall’，and I always say ‘I will’．

也是巧用两个情态动词表达了“老婆总是下命令，丈夫总是要服从”的意思，两则故事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Fónagy（1999：18）在“Why Iconicity”一文中从象似性角度论述了语法隐喻现象：

（1）时态替代
 。用过去时、将来时代替现在时，可表明一种距离感，因为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被直接看到，这就传递了一种与现在没有直接关系的含义，如：过去时虚拟用法可表示“谦虚”。

（2）人称替代
 。用单数第3人称代替第2人称，从人称上加大距离，没有直接称呼对方，以避免词语会触及、涉及或伤及对方，如：his Majesty，his Grace等。还可用“我们”来代替“我”
(8)

 。也可用第2人称代替单数第1人称，为军事用语，表示下属要无条件地服从。

（3）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也可被隐喻性引申出其他新用法，例如引号原是用来引用别人原话的，现发展出20多种用途，包括讽刺用法。在50年代的匈牙利报纸上，“理论”、“思想”被加上引号后表示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含有不是真正的理论或思想的意思。

（4）大小写
 。在19-20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诗歌中，词首常用大写字母代替小写字母，以示巴洛克式的风格，强调抽象名词，或使抽象名词具有“寓言特征”。



一般说来，我们在使用语言时大致有两种情况：选用与现实情况一致性（Congruence）较高的语句形式，即语言较为贴近现实，表述更为直截了当，具有一种典型的或无标记的体现形式；也可选用其他与现实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形式，用隐晦的、曲折的、不一致的方式反映客观现实，这就使得语句具备了一定的标记性，此时语句就具有隐喻性。当然还有很多介于两者之间的表达形式。


 二、Halliday对语法隐喻的分类

Halliday所论述的说法隐喻与上文不同。他是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参见第十章第一节）上论述了语法隐喻理论。根据这三大元功能就可相应地建立三类语法隐喻：概念隐喻、人际隐喻、语篇隐喻。Halliday在区分两类隐喻“词汇隐喻（Lexical Metaphor）”和“语法隐喻”的基础上，将语法隐喻主要分为两小类：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和人际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他在1985年《功能语法导论》中在论述语法隐喻时并未提及语篇隐喻，可见他对语篇隐喻持保留态度。

（一）概念隐喻

概念功能在英语中主要体现形式是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表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将各种经历按性质或特点编入语言，从而可通过语言来反映人类各种活动的主体、过程、环境。Halliday（1985）的及物系统理论认为人类主、客观世界的各种活动可描写为六种过程：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存在，它们都可被隐喻为另一个过程。例如：

［139］Mary saw something wonderful．（心理过程）

［140］A wonderful sight met Mary's eyes．（物质过程）

相比之下，例［140］与现实距离较大，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事实，其结构与现实结构具有不一致性（Incongruent），用物质过程来喻说心理过程，这就是一种概念隐喻。胡壮麟（2000）将其描述为：“一个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由于及物系统中的过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主体对活动的认识角度发生了改变，活动过程中的有关参与者，以及分句中的功能成分（参与者、过程、环境）也就会发生变化，

原来作为Actor（动作者）的Mary在下一句中仅被说成是eyes的所有者，其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心理过程被分解成下一句的动作者（sight）、物质过程（meet）和目标（eyes）。可见，在这种隐喻化过程中，多将一个常见的、具有一致性的语法形式隐喻为另一种隐含性的表达形式，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上体现时，又可从一种形式（如短语、词类等）隐喻为另一种形式，词性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名词化现象（用名词形式表达本应由动词、形容词、介词、连接词表达的概念，参见下文），或名词、介词、连接词等喻用为动词，或其他词类之间的转用等（参见Halliday：1996）。

（二）人际隐喻

英语中的人际功能主要是通过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来体现的。我们知道几种基本的言语交际功能与语气系统之间存在着大致的对应关系：陈述功能一般用陈述语气，疑问功能一般用疑问语气，提供功能和命令功能一般用祈使语气。

［141］Don't go there now．

［142］Do you think it is ok for you to go there now?

若用疑问语气（例［142］）来表示祈使语气，则属于人际隐喻中的语气隐喻。而且，英语中各种语气之间可以有多种言语行为的转换。

情态是话语发出者用来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态度或看法的，在英语中常用各种情态成分加以表达：

［143］It is probably going to rain．

［144］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把原来含有情态成分probably的分句变成了不含情态成分的分句（例［144］中的宾语分句更接近事实），用另外一种方法I think分句来表示原来的情态意义，这就出现了人际隐喻中的情态隐喻。英语中有许多表达情态的方法，如情态动词、实意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它们之间也存在多种相互转换使用的现象。


 三、语篇隐喻

至于语篇隐喻能否与语言元功能建立起对应的关系，胡壮麟（2000）对此作了专门论述。在Halliday与Martin（1993）的合著中曾述及此事：语法隐喻通过展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成为组篇的工具。Martin（1993）则提出了隐喻性主位（Metaphorical Theme）和隐喻性新信息（Metaphorical News）两种语篇隐喻的观点，例如：

［145］Between 1937 and 1945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lmost doubled．

［146］This increase was faster than otherwise would have occurred．

例［145］中的新信息经过名词化（Nominalization）成了例［146］中的主位“The increase”。

我们知道，科技语篇中名词化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语法隐喻。因为，一般说来应该用一个分句来表示一个命题，这才具有一致性，倘若将一个分句所表示的意义压缩成一个名词短语，用作另一分句中的某一成分，此时就会发生名词化现象。名词化将过程和特征经过隐喻化，不再是小句中的过程或修辞语，而是以名词形式体现的参与者，如：

［147］If machines are tested by this method，some power will be lost．

［148］The testing of machines by this method entails some loss of power．

例［148］将例［147］中的用动词表达的两个过程概念（test，lose）换用成了名词（testing，loss），使得语句简练、经济，体现了科技人员更关心科学中的现象（Herbert，1965：161—164）。这类语法隐喻从语法结构上看降低了句法级阶，分句降为名词短语，但具有重塑人类经验的语篇功能，同时也扩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

Halliday于1996年的论著中将语法隐喻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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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可见，Halliday对语篇隐喻一直持某种程度的保留（胡壮麟，2000；Thompson，1996），他（1996，1999）更倾向于把名词化现象划归于词汇语法层。他还倾向于把人际隐喻（情态系统、时态等）也划归于概念隐喻之中，这样也就表明了他不赞成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隐喻、人际隐喻、语篇隐喻的立场。当然将语法隐喻分为这三类也有其明显的可取之处：可与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相对应。


 四、语法隐喻的使用

语法隐喻与其他隐喻一样，都具有反映和重塑人类经验的重大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认识策略。L & J的认知隐喻理论虽也曾提及语法范畴在产生隐喻过程中的作用，但主要论述了词汇隐喻，而Halliday（1996，1999）等学者不仅仅将隐喻理论限于词汇层面，更将其拓展到了词汇语法系统，并认为语法隐喻比词汇隐喻更为抽象，处于更高层面。

一般认为，儿童的隐喻能力是随着年龄而增长的（第十三章第四节第七点），而且词汇隐喻与语法隐喻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但根据Halliday等学者的观点，既然语法隐喻处于更高层面，更为抽象，从理论上说掌握语法隐喻应稍后于词汇隐喻。Halliday & Martin（1993）指出：儿童要在八九岁之后才开始操作语法隐喻，Halliday后来在1999年的论文中又说：儿童上小学时开始学习书面语法，进中学时开始学习语法隐喻（参见胡壮麟，2000）。如此说来，词汇隐喻的操作好像要早点。

语法隐喻的运用与许多因素有关，特别是交际方式。一般说来，相对于书面语来说，口语中的语法隐喻要少得多。朱永生（1994）曾指出：

书面语言中的概念语法隐喻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口头语言中的概念语法隐喻。

书面交际则不同，作者和读者都有可能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分析理解那些转弯抹角的句子。

在平时的口头日常交际（不包括读书面报告、文章等）中，倘若讲话者主要是传递信息，而不讲究什么表达手法，同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修辞语句，此时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尽量少地采用一致性程度低、具有深度隐喻性的语句，注重语句的“透明度”和“直接性”。在口头日常交际中，与现实世界一致性程度高的无标记性语句，则符合这种高“透明度”和“直接性”的要求，当然也不乏听到一些表达新颖、一致性程度低的语句，借以调谐、取得幽默、增加语句感染力。但在书面语中情况则有所不同，作者为了追求语言表达新颖奇特，以吸引读者，不至于对满篇平淡无奇、索然无味的语句感到乏味，此时就常会使用一些与现实世界一致性程度低，甚至与其相违背的语句。作者可采用更加多样的修辞手段，涉及语音层（押韵、对称、节奏等）、词汇层（词汇隐喻、词语文体）、语法层（句型、结构、跨过程类型选择、跨及物系统功能成分）、语义层（更换描写角度、或含蓄、或明了，或深沉、或直接）等，以取得一种表达形式多样化的效果。当然了，倘若满篇都是有标记的、一致性低或违背一致性规律的语句，则又会使人感到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觉得过于费解、沉重。

可见语法隐喻与交际主体、方式、体裁、文风、情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思考题：

1．简述隐喻认知理论的意义所在。

2．按文中对隐喻的分类分别找出英语和汉语的例证，并加以对比。

3．试述下列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尝试写出其对应的非隐喻表达：

（1）Literary language is a kaleidoscope of lights and shadows．（Keith Fort）

（2）A word is a door that opens onto the hypocritical and inexact world of idea．（Keith Fort）

（3）Literature is the worthless commodity in the market place where it is bartered for money．（Keith Fort）

（4）The driver popped his head out of the window，bulged his ping-pong-ball eyes at the policeman．（Robert Loouer）

（5）Paul's head was on fire with pain．（Robert Loouer）

（6）The thick willow scrub along the river flamed with sharp and positive yellow leaves．（John Steinbeck）

（7）Mr．Flowerdew fell in love with Miss Sharp，being shot dead by a glance of her eyes which was fired all the way across Chiswich from the school-pew to the reading desk．

（8）It was a fair，sweet and honest country face，reposing in a nest of wavy chestnut hair．（Thomas Hardy）

4．试析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讲“I Have a Dream”中的隐喻。

5．分析汉语歇后语中的隐喻现象，并对其加以分类。

6．一位中文教授对学生们说：要学好《古代汉语》需要掌握五法：A燕子垒窝；B老牛吃草；C母猪吃食；D医生看病；E小姐穿衣（摘自《故事会》2005年3月上半刊）。试解释这5个隐喻的喻底（即含义，或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关系。

7．试析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隐喻，特别是创造相似性的隐喻（提示：多个喻体喻说一个本体。本体“我”是一个集合体，在苦难的历史时代，指一切凋敝、痛苦的总和；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指一切新生命的先兆。）：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遂洞里涡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疼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8．阅读下段文章，分析其中的概念隐喻LANGUAGE IS A LIVING ORGANISM：

Yet there is one extra worry to add in，language loss．Ninety percent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may be in danger．Around 6，000 languages are currently spoken in the world．Of these，half are moribund in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learn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speakers．A further 2，500 are in a danger zone，in that they have fewer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speakers．This leaves around 600，a mere ten percent of the current total，as likely survivors a century from now．Of course，languages inevitably split，just as Latin eventually split into the various Romance languages．So some new languages may emerge．But the diversity will be much reduced．The splendiferous bouquet of current languages will be withered down to a small posy with only a few different flowers．（Atchison，1997：95）



————————————————————


(1)
  明喻和隐喻是有很大区别的，如从真值论角度来看，一切明喻都是真的，而大多数隐喻是假的（Davidson，1998：859）。


(2)
  很多学者主张应区分隐喻和转喻，如Gibbs（1999：36）：In metaphor，there are two conceptual domains，and one 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nother，usually very different，knowledge domain．Metonymy involves only one conceptual domain，in that the mapping or connection between two things is within the same domain．


(3)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原始初民由于受到认识的限制，常常把周围的事体看成像自己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因此多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认识世界。这种用法一直延续至今。


(4)
  亦有学者将这类隐喻称为转喻，因为在转喻的结构中就只有喻体，本体从不出现。


(5)
  本节主要为李弘教授所作。为对隐喻理论有一较为全面的论述，本章将李文作了部分修改收录于此。


(6)
  拟声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不少的例子，它们虽然在语言词汇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认知语言学家却认为它们是词汇之初，无疑是人类最古老的构词方法（汪榕培，1997：88），是语言的起源（Herder，1772/1999：39）。

我们认为拟声或语音象征这一类的语音象似性，从宏观角度来看，可视为一种转喻，即在同一域中用整体代替部分，或部分代替整体或另一部分。用模拟事物发出的声音这一部分现象来喻指整个事物，可视为一种语音转喻。


(7)
  寿堂、寿木、寿衣；逝世、殉职、遇难、就义、百年之后、遭不幸、与世长辞、乘风飞天、去见马克思、辞世、谢世、物故、合上了眼帘、停止思想、生命的火花熄灭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巨星陨落、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殉国、殉难、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离开了人间、粉身碎骨、肝胆涂地、肝脑涂地、同归于尽；已是到时候的人了、归天、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永远起不来了、永远睡着了、再也见不到他了、过去了、老了、大解脱、两腿直了、两腿一蹬；翘辫子、上西天、一命呜呼、完蛋、报销、断气、呜呼哀哉。还有：身故、故去、长辞、不在、不起、过世、弃世、下世、下辈子、作古、就木、回去、告老、仙游、升天、西归、入土、回老家、魂归西土；驾崩、山陵崩、宾天、卒、圆寂、涅槃、羽化、坐化、上天堂、末日；终、登仙、寿终正寝、见背；殇、早殉、夭折、夭逝；病故、病逝、殍、殛、溺、缢、绞、遇难、丧身、殒命、阵亡，等等。


(8)
  汉语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可用我们来代替“我”或“你（们）”，例如一个外单位的人A来一个单位X办事，为了尽量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A故意将X称作“咱们这个单位”。还可能把“我”说成“人家”，以适当拉大距离。


第十三章

隐喻认知理论（下）


 第五节　隐喻的特点

隐喻一般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这就是“知比未知，方传心意。”即：用已知物来喻说未知物，从而使得未知变为已知。“具体的”常常是“已知的”，如中国古人对“愁”的描写就常常用具体的东西作喻，以便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

唐代常飞月的《咏谈容娘》：

［1］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愁。（使愁有了体积）宋代李清照的《武陵春》：

［2］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使愁有了重量）

宋代秦观的《江城子》：

［3］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使愁有数量，像春江水一样多。）

宋代辛弃疾的《菩萨蛮》：

［4］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使愁有了颜色）

宋代辛弃疾的《丑奴儿》：

［5］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使愁有了味道）

宋、元间刘辰翁的《柳梢青》：

［6］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使愁有了具体的“城”形象）

宋代刘永的《八声甘州》：

［7］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使愁像具体事物一样聚集在一起，难以解开。）

他在《蝶恋花》中还说道：

［8］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愁可像事物一样被看到）

宋代李煜的《虞美人》：

［9］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使愁可以计量）

唐代李商隐的《风雨》：

［10］消愁又几千。（也是对愁的计量）

另外，使抽象的愁能具体计量表达在唐宋诗句中还有很多，又例：

宋代贺铸的《青玉案》：

［11］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宋、元间蒋捷的《一剪梅》：

［12］一片春愁待酒浇。

南宋陆游的《钗头凤》：

［13］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宋代叶清臣的《留别》：

［14］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正是对“愁”作了如此丰富、生动的隐喻性描写，将抽象概念的“愁”用种种具体概念来论述，才可使人们能通过具体事物来认识和理解抽象概念，才使得人们对“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将其量化，一方面将“愁”视为具体的事物来计量，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愁”的分量。可见，隐喻作用重大，使用广泛，特征显著，耐人寻味。

隐喻主要具有下列一些特征：跨学科性与普遍性、体验性与无意识性、矛盾性与统一性、系统性与限制性、新奇性与生成性、创造性与开放性、程度性与模糊性、单向性与互动性、共时性与历时性、转换性与辩证性。


 一、跨学科性与普遍性

当代隐喻已成为众多学科所密切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如哲学界、语言学界、认知科学界、人工智能、心理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等等。

柏拉图曾将隐喻视为哲学的大敌。传统的分析哲学家（特别是形式主义哲学家）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因为它不能被现实所验证，他们都认为概念只能通过Frege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

但是，也有很多哲学家对隐喻予以高度重视，康德于1790年就从认知角度对概念隐喻作出了论述，并指出：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这种运用类推（相当于隐喻）间接获得的概念化表达方法。毕达哥拉斯、笛卡儿、黑格尔等对隐喻都有论述，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条第2点。德国哲学家Blumenberg于1960年也指出：隐喻也是哲学语言的基本成分（Metaphors can also be basic components
 of philosophical language.），并将“基本成分”斜写以示强调（参见Jäkel，1999：15）。Derrida（1982）认为：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L & J接受了这些观点，强调指出人类大部分推理是隐喻性的，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哲学运用相对少量的隐喻形成了统一的核心理论。

自然科学中也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如：物理学中抽象的“电”常通过日常生活中有形的“水”来加以理解，这就有了“电流、电压、电阻”等术语。爱因斯坦在论述时间相对论时，常引用下一隐喻：“坐在火炉上两分钟就像是两小时，坐在漂亮姑娘旁边两小时就像是两分钟。”在Lakoff于2000年出版的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一书中还尝试用隐喻来解释数学系统的形成过程。

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思维、行为之中，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隐喻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它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智力，我们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如在

［15］Love is a journey．

这一隐喻些中，爱情本身不是旅行，不需要什么诸如火车、飞机的交通工具，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成像旅行一样，有始点和终点、顺利和不顺利、成功和失败之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还需要花钱，甚至还要周密计划，考虑用什么方式（交通工具）最好，等等。“旅行”中的许多特征被系统映合到“爱情”上，使得人们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Richards（1936：92）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就会出现一个隐喻。而L & J（1980）所作的调查得出的比例更高：语言中大约70％的表达方式是源于隐喻概念。奥特尼（Ortony，1979）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隐喻性质。《小雅·鹤鸣》中全用“比”体，而不道破一句。


 二、体验性与无意识性

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初民在用词语指称事体时，往往是用一个名称来指明一个事体或一类事体，在认识个别与类属的顺序上，一般是从个别到类属，这样祖先就逐步认识到了事体的类别，同时也就培养出了范畴化的能力。范畴、概念、范畴化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明了人类语言具有体验性这一根本特征，词语与客观世界中事体、概念之间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L & J（1980）基于这一假设提出了“新经验主义”理论，于1999年正式提出“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参见第二章）。他们同样也认为隐喻具有体验性和无意识性。L & J（1980：19）指出：

In actuality we feel that no metaphor can ever be comprehended or even adequately represented independently of its experiential basis．（事实上我们认为：独立于经验基础，隐喻就不能被理解，甚至也无法被恰当阐述。）

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如Sweetser、Turner、Gibbs、Grady、Brugman、Taylor等都持这一观点，这就是人们把隐喻视为理据性表达的原因之一。

由于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喻体始源域将某一或部分特征映合到本体目的域中，这种从喻体向本体的映合也常是以身体经验为动因的。隐喻基于体验，一般是指根隐喻，日常经验中的相关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也只能通过体验获得意义，这样就把基本认知能力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了起来。例如自从我们出生后开始会爬，慢慢就形成“始源—路径—目的地”这一基本图式，我们做事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有INTENTION（始源），经过努力（路径），最终达到目的。这两者是同构的，自然就会形成一种隐喻关系。可见，我们的行动常常就是基于这种基本图式之上的。隐喻的体验性就说明了它不可能是任意的，能通过身体体验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人类的祖先起初主要是通过身体在空间中的体验来逐步认识世界的。L & J（1980）已举了很多例子对此进行了证明。Lakoff（1987：313）还提到了墨西哥西部的印第安部落Mixtec（米斯泰克人）隐喻性地用身体部位来表示空间概念的许多例子。尽管我们在概念系统中没有这类结构，但我们还是能凭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些表达，例如：

［16］The stone is in the table's belly．under the table


［17］He is on the head of the hill．on top of the hill


［18］He is on the back of the house．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19］I am sitting on the arm of branch．on the branch of the tree


［20］My son is lying on the face of the mat．lying on the mat


在很多情况下，很多隐喻的产生过程是一种无意识的思维，因此它们也具有无意识性，所以我们经常能自动地或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当然能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则是具有一定有意识性的。

茅盾对隐喻的体验性也早有论述，他在《鼓吹集·谈描写的技巧》中指出：最初，从自然中找比拟，诗人们创造了描写的技巧。实物的比拟，这是描写技巧的第一阶段。他还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希腊古诗人琉善在《苍蝇赞》中指出，荷马屡次用“苍蝇的勇敢”来形容最杰出的英雄。荷马把挥去后又旋而复来、盯住了它的目标绝不断念的苍蝇的行为，借以形容英雄们的无畏和坚定的精神，他不用狮子、虎豹等来比拟，而用苍蝇，初看之下，似乎不伦不类，但当你明白了这种比拟的意义以后，你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因为狮子虎豹的勇猛不是我们所能目击的，而在夏天则可天天体验到“苍蝇的勇敢”，且还身受其“教训”。茅盾解放初时曾用这个例子，结果收到许多来信，斥责他用苍蝇污蔑人民战士。这也说明了不同民族对隐喻可有不同的见解。

张明冈（1985：29）也认为：“比喻从生活中产生，又在生活中发展。比如用‘蛾眉’这个词来比喻女人的眉毛很好看，最早见于《诗经》。古代诗人通过观察生活，想到用‘蛾’来比喻女人的眉毛。”


 三、矛盾性与统一性

隐喻意义的产生主要始源于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概念上的不相容性，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认知主体将两者并置后，出现了矛盾意义的碰撞，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寻求统一，认识到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某一点上的相似关系（喻底），再结合其他因素就可获得语句的隐喻义，因此一条隐喻往往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结合体（参见第七节）。所以这里的矛盾性就是指本体与喻体在本质上常常是不同的，但亦有所相似，将其加以夸张，而在其他方面则可能是不同的，如将金花茶称为

［21］植物大熊猫

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大熊猫”是动物，与“植物”如此并置，显然是矛盾的，这时认知主体就要根据语境，调用背景知识进行恰当推理，找出其间的相似关联，才能获得这一隐喻性表达的含义。人们都知道，“大熊猫”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对象，因此，例［21］就表达了这样的隐喻意义：金花茶就相当于动物界的大熊猫，是植物界的一种十分珍稀的保护对象。

认知主体通过推理所建立的仅是一种“相似关联”的关系，不是全等关系，所以，“喻”毕竟是“喻”，本体和喻体之间毕竟不能全等。正如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政论家的短评”）所说：“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并提醒人们注意“任何比方的有效界限”。

由于人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体验也是千变万化的，因此隐喻也就会种类繁多，可谓无奇不有，对同一本体的理解和描述，由于视角的不同、体验的差异，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也属正常现象，如可以说：

［22］Love is happiness．

［23］Love is war．

［24］Love is sadness．

也可以说：

［25］Love is sad happiness．

［26］Love is happy sadness．

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我们见到了隐喻的新奇之处，对隐喻的体验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隐喻句子多为肯定句，正是用了肯定性的“be”或“是”，将既矛盾又统一的本体与喻体并置，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其改成否定句，其隐喻意义依旧存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隐喻具有不可撤消性（参见束定芳，2000：72）。Searle（1979：91）曾举了这样两个例句：

［27］Sally is a block of ice．

［28］Sally is not a block of ice．

否定句像肯定句一样具有隐喻性（the negative sentence is just as metaphorical as the affirmative）。又例：

［29］传统道德并非万金油（《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

万金油原来是一种药名，为清凉油的旧称，其实这种旧称也是个隐喻用法，清凉油绝不可能治百病。标题中的传统道德是指“和为贵”，指人们不要动不动就上法庭，这与当今的法制社会不相称。故有此标题。又例汉语中说：

［30］你真不是个东西。

和

［31］你这个东西。

同样都具有隐喻义，而且意义接近。所以，这里的本体和喻体即使用在否定句中，其隐喻意义犹存，人们依旧在进行跨域思维。


 四、系统性与限制性

正如上文所述，喻体在向本体映射的过程中，可将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特征转移到本体之上，在很多情况下是数个特征成系统地向本体映射，参见第十二章例［2］、［3］。又例将Argument隐喻为War（Argument is war.）之后，就将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概念都映射到了“争辩”这一“舌战”之中：

［32］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

［33］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34］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

［35］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36］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37］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

Black（1979：29）认为，在从喻体向本体系统映合后，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大致可分5种情况：（1）等同（Identity）；（2）引申（Extension）；（3）相似（Similarity）；（4）类推（Analogy）；（5）偶联（Metaphorical Coupling，始源隐喻可隐含次要隐喻）。

当然还有很多特征可能未映射过去，受本体特征的影响，映射有一定的限制性。


 五、新奇性与生成性

上文曾将隐喻分为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一个好的隐喻往往多具有新奇感，从而可使语句表达生动。隐喻还可分成根隐喻和派生隐喻，前者具有很高的派生性（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


 六、创造性与开放性

人类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因此就可能永远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隐喻。各异的想象力和不同的创造方法必然要产生出丰富多彩的隐喻。Davidson（1978）指出：

隐喻是语言之梦的产物，就像人们所做的一切梦那样，对隐喻的解释既是对梦者一方的反映，又在同样程度上是对解释者一方的反映。对梦的解释需要梦者和醒者之间合作（即使这两者是同一个人）；并且，作出解释这一行为本身便是想象的产物。理解一个隐喻也如此，它既是在做出一个隐喻，又在同样程度上是一项努力作出的有创造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很少为规则所左右。

人们可有千奇百怪的梦，语言可有各种各样的隐喻。梦既与生活有关（如汉语中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说法），同时又会脱离现实，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隐喻也是这样。

在人们的认知中，同一本体可用若干喻体来加以说明和认识，一个喻体也可用来说明很多不同的本体，由于本体的差异而有了不同的涵义。一方面，事体之间各种联系不断被人们发现，另一方面，人们也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不断建立各种事体之间的联系。人们用隐喻来表达这两种情况，认识不断得到拓宽，语言也就不断得到发展。例如Lakoff收集到英语中love可有100多种隐喻性的表达形式。又如在汉语中描写医术高明的说法也很多：

［38］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起”与“死”，“回”与“生”的搭配都具有隐喻性，同时其不切实际的夸张性说法也已为人们所接受。高明的医术还可被喻说成“妙手回春”。《扬子晚报》2001年11月18日有两条报道，题为：

［39］孩子生来三条腿，医生妙术再回春

［40］男子负气吞铁条，医生妙手免开膛

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报道一位治癌专家文章的标题：

［41］让病魔“改邪归正”

也是别有一番新意。

根据隐喻的创造性或开放性特征可知，隐喻表达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而且同一本体在被喻体说明时，可能会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这都是正常的，如例［19］—［23］就属于这种情况。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中将比喻的不同用法称为“比喻之二柄”。他说：

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词之学，亟宜拈示。斯多葛派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人手当择所执，刺取其义，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聊明吾旨，命之“喻之二柄”可也。
(1)



孔子曾以“玉”的各种不同特征来比喻各种不同的品质，还通过描绘“水”的各种不同形态来作各种不同的比喻。西汉董仲舒曾用“山”、“水”的各种形状来作为各种不同的比喻。刘勰说：“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他早已认识到用作比喻的事物是纷繁多样的，或用声音作喻，或用形貌作喻，或用心思作喻，或用事物作喻。我国古人有以山喻愁，有以水喻愁，也有以“烟草”、“风絮”、“梅子雨”等多种喻体来喻愁。（唐代罗大经《鹤林玉露》）。

毛泽东同志在其诗词中对“鲲鹏”也有截然不同的隐喻性用法：

［42］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指：国民党反动派

［43］鲲鹏展翅，九万里。《念奴娇·鸟儿问答》指：马克思主义者

又如下两例同是在说竹子：

［44］嘴尖皮厚腹中空。

［45］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

因此隐喻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会有若干变化。

与此同时，隐喻还能启发我们发现不同事体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可不断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其变得越来越丰富，大大提高认识事体间各种联系的能力。可以假设，人类的认识就是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走过来的，通过不断发现不同类别事体之间的各种联系来拓宽自己的认识范围，使得我们的知识不断丰富起来，推理系统也不断得以完善。

隐喻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果，而创造力和想象力又是无限的，千变万化的，因此隐喻必然就是开放性的。隐喻的这一特点又是与第一点相通的，语言、思维中的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创造隐喻的过程中，认知主体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特别是隐喻在创造相似性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起着关键作用。正是人类有了创造性，语言中才会产生出如此多的隐喻表达，也正是这些具有创造性的隐喻，帮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世界，人类才能不断认识新事体，拓宽知识面，理解抽象概念，发展推理能力，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七、程度性与模糊性

说到隐喻意义，它是相对于字面意义而言的，两者可被视为一个连续体，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从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可找到很多例证。Halliday（1985：342）曾指出：

The only examples of discourse without metaphor that we normally meet with are in young children's speech．（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没有隐喻的语篇，唯一的例子就是年幼儿童的言语。）

Gardener & Winner（1978：128—140）的研究表明：儿童的隐喻能力是随着年龄而增加的，六七岁的儿童往往还不能理解隐喻义，相反，他们还经常从字面上去想象话语所描述的事态。例如Black（1979：21）曾举了一个例子：当科学家的父亲说到a field of force时，孩子眨着眼睛可能会问：

［46］Who ploughs it?

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儿童在习得语言时也常会不知字面意义就会使用隐喻意义，例如：

［47］你是个大坏蛋。

儿童很少会将其与实际的“蛋”联系起来。

一方面，“隐喻意义”与“字面意义”两者之间具有程度性和模糊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标准的隐喻句型中（参见第十二章例［1］），本体A多用作字面意义，喻体B多用作隐喻意义，两者之间既具有矛盾性，又具有相似性，而矛盾性和相似性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必然使得隐喻说法具有程度之别，所产生的隐喻义也就有了模糊性。同时还使得本体与喻体对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类别的事体进行重新范畴化，其间的范畴界限，也因隐喻的使用变得模糊起来。

隐喻的模糊性与语言具有模糊性特征是一致的。语言中的字词大多数都是多义的，我们可从这些多义词中十分容易地发现词语变化的线索，Taylor将其称为语义链（Meaning Chain），一个多义词从中心意义出发，不断通过隐喻扩展词义，从而也就使得一个词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隐喻意义的模糊性与程度性总是紧密相关的，例如：《现代快报》2001年11月10日上有一条报道的标题为：

［48］“第三只眼”看“毒蟹”风波

该句可谓处处有隐喻，共四个，但它们的隐含性程度是不同的。首先要弄清楚“第三只眼”指什么？文章是指“另外一个角度”，“毒蟹”是指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螃蟹，但不一定是有毒的。“看”如果与“眼”是正常搭配，而与“另一个角度”搭配就不很正常，而“风波”原意为“风浪”，现喻指“动荡不定”，已成为一个死隐喻，因此该句中四个隐喻的隐含性程度从高向低的排列顺序可为：“第三只眼”、“毒蟹”、“看”、“风波”。

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多将明喻也视为一种隐喻，这就使得隐喻之间的隐含性程度差异更大了。


 八、单向性与互动性

L & J的隐喻认知理论更强调喻体的部分特征向本体转移映射，而喻体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概念域，以此来认识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但有时喻体也不一定是熟悉的事体或概念，还可能是抽象性的，即用抽象性的喻体来说明具体性事物，如用get back to civilization
 来喻说“回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舒适环境中来”；用“走向辉煌”来喻说“走向辉煌的新世界”等，当然，隐喻主要是用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来说明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不常见的，也是隐喻性思维之初衷
(2)

 。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互动性
(3)

 。一般说来，隐喻意义的产生主要是喻体向本体的映射，但在很多场合中，本体的特征也会决定着喻体的哪些特征会被映射而来，其对映射结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

［49］John's car is a beetle．

［50］John's music is a beetle．

［51］John is a beetle．

这三句话的喻体部分相同，但因本体不同，因而对喻体的理解也就不同。例［49］较为直观，比较好理解，主要是一种形状上的比较。例［50］需要文化背景知识，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过一个十分流行的Beetles乐队，将摇滚乐推向了一个新形式，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若是有了这一知识，对这个隐喻也就好理解了。而例［51］更为深奥，所涉及的关于beetle的百科性知识更多，beetle会有很多特征，诸如昆虫类、节肢动物、动作怪异、爬行、有硬壳、有多只脚、有翅、有触角、胸肢、部分为害虫类、寄生、有些是雌雄同体等特征，这就需要依靠语境来帮助理解这一隐喻的意义。约翰或许是：不属人类，动作不正常；或者说他皮肤出现了硬皮现象，长出了“硬壳”；或是说他顽固；或者是说他只会慢慢爬行，是改革的绊脚石；也可能说他是甲壳虫乐队的成员，或他的音乐作品具有这类风格。该乐队成员还留着长发，穿着奇趣，偶尔吸毒。这些特征在某特定的情景中都可能会映射到John身上，这就使得例［51］成了一种更为隐含的说法（参见第八节）。


 九、共时性与历时性

从共时角度讲，分属两个不同概念域中的意义通过映射，发生冲突，在一系列去异求同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结合当时的语境因素、背景知识等就可获得隐喻义。

从历时角度讲，隐喻使得一个词语不断获得新义，是语言变化的一种主要方式，从中也可见语言发展的痕迹。在词汇学论著中常将词义变化的历时过程分为两种：放射型（Radiation）和连锁型（Concatenation），但更多的情况是两者的结合（王寅，2001：229），这也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复杂性、灵活性、多样性，可向各个方向不断延伸，以满足交际的需要。下面仅就power的部分词义例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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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从上述对power的语义结构分析可见，我们能够较为清楚地发现词义间的隐喻性理据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还具有以下特点：

（1）从物质性的、可见的意义逐步延伸至抽象的意义，如：从“力、体力”到“能力”到“精力”，再到“智力、才能”，意义越来越抽象。在向其他方向上的语义延伸也能见到类似的规律。

（2）还可能从抽象意义再延伸至具体意义，如：从“力”到“能力、才能”到“权力”，到“政权”，再到“掌权人”。

（3）词义的变化中既有放射型，也有连锁型。

（4）内部语义成分可再次结合起来，不断形成新义，如：政权＋力量→强国、大国。

（5）还可能与外部语义进行结合，此时大多是复合词和派生词，如：powerboat（动力艇）、power gas（动力气体）、power loom（动力织机）、power politics（强权政治），等。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思维的发展，power还会通过隐喻方式不断获得更多的新义。

又例汉语中的“偶”，原意为：仿人形制作的木偶，木偶有三个特点，它们通过隐喻引申出许多意义（参见陆宗达、王宁，1994：112），从中也可见词义引申的理据性和多样性：

（1）木偶与真人双双相似，所以“偶”有“双”义，如“配偶”、“奇偶”等。从“双”义又引申出“相交、相合”之义。另外与其同源的字也有“双”、“交”之义，如：耦（两人合力耕田），隅（两墙相交之处），遇（双方相知相逢）。

（2）木偶是寄真人之相于假人的，所以又有“寄托”之义，其同源字“寓”即是“寄”；由“寄托”又引申出“偶然”之义。

（3）木偶是无知的，由此又引申出“痴笨”之义，“愚”是其同源字。


 十、转换性与辩证性

（一）转换性

尽管我们可以将隐喻从新奇角度分为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而且还可以不断转换运用，详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

诗人的语言是以隐喻为典型特征的，但一旦诗人的语言成为普通语言的用法，其隐含性用法也就逐渐丧失，成为死喻，思与诗是邻居，语言是用旧了的诗（Heidegger，1975）。Moore（1982：31）认为：今日的隐喻就是明天的字面意义。

但有时隐喻意义可能转回到字面用法上来，或隐含性的程度减少，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十分有趣的新奇隐喻用法，这实际上就又产生了一个隐喻性地跨概念域的映射过程，对隐喻作了一次隐喻性“还原”或“回归”用法，即一个词语经历了“本义——喻义——本义”的两次映射过程，如当下很多广告用语就常用这种现象，颇具新意，例如：

［52］从“头”做起（理发店广告）

还有很多广告改动了成语中的某一个字，就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新意：

［53］请勿“痘”留（化妆品广告）

详见第十二章例［127］。

汉语中“直肠子”现多喻指“直性子或性情直爽的人”，但一次某人见到一个人拉肚子，刚吃了东西马上就上厕所，就顺口说了一声：

［54］他真是个直肠子。

这就从原来的隐喻性说法回到了字面意义上来，人们在听到这类说法后一般就能产生幽默感，其幽默正是来自这种故意的“回归”。

又例“绊脚石”原指绊倒人的石头，后来多用来喻指“阻碍前进的人或事物”，但当它再用作“原义”时，也可成为一种隐喻性用法。《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6日一则报道的标题为：

［55］“绊脚石”撂倒五条大汉

文中说：在南京有五个倒霉蛋走在马路上先后被“绊脚石”搞得人仰马翻，皮开肉绽，用其中一个人的说法就是“一不小心让凉水碜了牙”。

在电视剧《战国英雄吕不韦传奇》中，吕不韦向秦王建议要部队：

［56］丢盔弃甲

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谴责，说他意在毁灭秦国，因为他们对此成语作了隐喻性的理解：指吃败仗后的狼狈样子。吕不韦解释道：将士们上战场穿着70多斤重的盔甲，在战场上如何能有效杀敌；再说了，在战场上主要是进攻，而不是防卫，大臣们听后一致称好。这里吕不韦将这一成语从隐喻意义作了一次还原性用法，颇具新意。

（二）辩证性

隐喻的辩证性有两层含义：

（1）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参见第457—458页第三条）。

（2）隐喻与相似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在一次乘车途中，一个热心旅客向我介绍说：当地人把摩托罗拉式样的手机叫做“猪腰子”，把最早的那种大而笨的大哥大手机叫做“一块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叫时，他说外形上相似，也确有道理，这正是生活中最好的具有浓烈时代气息的“时髦隐喻”。后来我们又无意聊到四川的都江堰，江中间的那个小岛又被戏说成一个大“猪腰子”，众人大笑不已。将老式“大哥大”叫做“一块砖”，新式摩托罗拉手机叫做“猪腰子”，民间百姓在这两条新奇隐喻中，在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其间创造出了一种相似性，也使得我们发展了可认识两事物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能力。

当然，不同的人对“相似性”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与认知方式、社会文化、传统习惯、语言运用、背景知识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因素的差异，对本体和喻体之间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想象性的联系，也就出现了千变万化的隐喻表示方式。在同一语言社团中或跨语言社团之间所使用的隐喻既有相同之处，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矛盾的隐喻（参见第三条）。又例：

［57］His talk was a bomb．

同是指“像炸弹一样令人吃惊”，但既可指令人吃惊的成功，也可指令人吃惊的失败。在英国英语中用作前者，而在美国英语中却指后者，这也是我们在语言交际时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第六节　隐喻的产生原因及其功能

隐喻产生的原因是与其功能密切相关的，原因往往是因功能而起，功能又多半为原因所致，因此本书将这两者置于一起加以简要叙述。


 一、语言方面

（一）修辞上的需要和功能

为了使语言不落俗套，表达新颖，人们自然就要去追求新奇的表达方法，隐喻正好可用来满足这一需要。求新猎异的需求成为隐喻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勰则强调了比喻的“敷华”、“惊听”的修辞功能，并阐述了比喻与文体的关系，繁丰的文体与比喻众多、辞采丰富有关。

毫无疑问，恰当使用隐喻可大大增强语言的修辞效果，有力提高语句表达的形象性、意象性、趣味性、隐晦性、诗意性，可给人耳目一新、想象丰富的感觉，这样便可达到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的目的。例如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与台北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的辩论场上就“儒家思想是否可抵御西方歪风”的题目展开论战，复旦大学在论证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时，将孔夫子因在鲁国得不到重用而周游列国喻说成“带着他的学生，人才外流去了”，将靠儒家思想来抵御西方歪风喻说成“叫内科医生去开刀”，并引用孔夫子的话“画饼不能充饥，巨象不能捕鼠”来告诫对方辩友“不要穿古代的戏装演现代悲剧”，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隐喻，大大加强了论证的可信度，提高了语句的感染力，因而激起在场观众长时间的掌声，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从而迫使对方观点不被接受成为定局。

由于诗歌常常依赖于隐喻表达，或者说，也正是隐喻使得诗歌意境深远，难怪有人要说隐喻是诗歌的语言，语言是用旧了的诗，思与诗是邻居，诗以隐喻得以生存，所以，隐喻既能满足诗歌的表达需要，诗歌又能实现隐喻的修辞功能。

（二）经济性的需要和功能

隐喻可使旧词不断获得新义。在语言发展的某一时期倘若还未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某一新概念时，人们常会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寻找概念间的理据性联系，借用已有词汇来对其加以表述，从而形成了该词语的隐喻性用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义词中的语义链现象。因此隐喻可用来解释词汇意义之间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戈特力（Goatly，1997）分析了整个英语词汇的隐喻模式，发现整个英语词汇都是建立在这些模式之上发展起来的。倘若语言中没有这些用隐喻构成的词语，而把那些多义词都用一个一个单独的字词来表达，那么语言中的词汇量就会不堪设想。

戴侗在《六书故》中说：

天下之物名无穷，而书有限也；理义精深广博，而书之所可象者皆初粗也。

文字是有限的，而物名是无穷的，如何以有限的文字来表达无限的物名呢？宋末元初的戴侗看出了其中的秘密，可以用“充类之术”（即：词义的引申，隐喻）来解决这一矛盾。

用隐喻方法来发展词汇是一切语言中都能见到的普遍现象（参见拉耶芙斯卡娅，1957；汉译本1963：116），因此隐喻还具有填补词汇空缺、转换词类的功能，是揭示语言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方式，对于研究语言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隐喻可使语言表达简练，达到言简意赅的目的，如说一个人现在已从根本上与原来不一样了，或者是彻底转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或思想，可一言以蔽之——“脱胎换骨”，仅四个字就可基本涵盖所要表达的思想。同时也使得语句委婉高雅，反映出说话人的情操。成语的修辞性和经济性功能正在于此。


 二、认知方面

从亚里士多德至今近2000多年的时间内，西方学者将隐喻一直视为一种修辞手段，主要被置于语言平面中加以研究，但今天认知科学界普遍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一种认识新事体的需要，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

从第十二章可知，首先提出隐喻认知观的当算康德，此后有Shelly、Cassirer、Blumenberg、Richards、Black、Ortony，成就最大者当算L & J。

根据体验哲学的基本原则可知，概念系统的核心是直接源自我们的体验，来自感知、身体运动以及对物质、社会的经历。不直接源自体验的概念主要是在直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隐喻形成的，隐喻是形成抽象概念、并进一步建构概念系统的必由之路。

现实中各类事体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人类可通过思考发现其间的相似之处，或通过想象在其间建立联系，这是人们产生隐喻用法的认知基础。L & J（1980：154）指出：

隐喻的基本功能是以某一领域的经历来理解另一领域的经历。

此时，隐喻就成为人们对范畴进行概念化的工具。一旦产生了跨概念域的隐喻性用法，就在不同事体之间建立了为人们所能认识到的联系，也就为我们认识事体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多了一种重组世界的新方法，从而就可大大拓展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他们（1999：82）还指出：

概念隐喻的主要功能是将推理类型从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

人们通过跨概念域的映射形成了概念隐喻，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我们的推理、经验和日常语言，使得我们获得对目的域的理解，而用其他方法则行不通。概念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是无所不在的，到处可见，不用隐喻来思考主观经验，是很难想象的。通过概念隐喻可使人们不断挖掘事体间的各种新联系，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方式，形成了组织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的基础，同时还可用来发展理论体系。

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现象，而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


 三、其他原因

此外隐喻的形成还具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人们为达到礼貌目的，往往会避免一些令人不快的说法，此时就需借助隐喻性的委婉语。某些圈内人士出于维持一定人际关系的需要，往往会使用一些特殊的隐喻性行话，以此获得团体的认同，这样隐喻就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第七节　隐喻的工作机制及理解过程


 一、概述

人们对于隐喻已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指称说，Quintillian的替代说，Kittay等人的转移说，Matthew、Halliday、Chomsky等人的变异说，Kennedy等人的分类说，Richards、Black、Tourangeau & Sternberg等人的互动说，Ortony的突显失衡说，Gentner & Clements的结构映射说，Glucksberg & Keysar的类别蕴涵说，Searle、Morgan、Levinson等人的语用说，Cohen等人的语义说，以及当代认知科学界提出的概念隐喻说（又叫：隐喻认知说）（参见王寅，2001：303—315；Gibbs，1999）。所有这些论说都是基于某一观点，侧重某一方面试图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大都与人们的认知有关，只是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强调了不同的分析重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1）语言说
 ，强调从语言不同层面来认识隐喻，包括修辞说、替代说、转移说、语义说、语用说等；

（2）认知说
 ，强调从人类的思维高度来分析隐喻的认知功能。

其实，语言说中有很多观点也涉及了人类的认知问题，认知说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升华，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虽说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冲出了语言藩篱的束缚，将其上升到了人类认识世界、思维方式的高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隐喻，但也是基于语言中普遍存在隐喻，并对大量隐喻作出详细分析之上的。

L & J于1980年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后来又吸收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于1999年提出了“基本隐喻综合理论（The Integrated Theory of Primary Metaphor）”，主要论述了隐喻的形成机制，其实也解释了隐喻的工作机制，包括四个部分：

（1）Johnson并存理论（Johnson's Theory of Conflation）：心智经验和感觉经验是共存的，儿童起初对这两者并不加以区分，它们是自发地、无意识地联结在一起的，例如感觉上的“看到”与心智上“知道”可自然地建立联系，“看不到”就自然会与“不知道”建立联系。儿童起初对这两者并不加以区分，只是后来才能区分开来，但仍有较为持久的跨域联结性，这实际上就是概念隐喻的映射。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不仅解释了隐喻映射的起源和过程，而且还解释了隐喻习得的过程，即儿童起初是如何理解语言表达的。

在神经科学中，“并存”可解释为共同激活了两个概念域，此时在两域之间就形成了永久性的神经联结。Johnson和Grady（1997）两位学者共同发现，不足4岁或4岁的儿童通过感知体验就已经并存着大约数百条基本隐喻，例如，当将果汁倒入杯中或将物体堆放起来时，“数量”与“垂直”两个概念域同时被激活，它们在经验中自动地、无意识地形成了始源域与目标域的并存“MORE IS UP”。

（2）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Grady's Theory of Primary Metaphor）：基本隐喻的结构最简单，所以又叫原子隐喻，它是将日常的感知经验自然地、自动地、无意识地映射到概念结构之上的结果，“并存”是形成基本隐喻的基础。例如婴儿的“情感经验”常与“被抱而感到温暖”紧密联系在一起，温暖就自然地与情感建立联系，两者并存在概念之中。随着认知的发展，两者分离开来，但跨域映射依旧存在（a warm smile），从而自动形成基本隐喻。通过基本隐喻跨概念域的联结和融合形成了复杂隐喻。早期的普遍经验导致了普遍的并存现象，然后发展成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

（3）Narayanan的隐喻神经理论（Narayanan's Neural Theory of Metaphor）：进一步从神经联接角度解释并存现象。他认为婴儿在并存过程中产生联结的同时也激活了神经联结，前者是通过后者实现的，被共同激活的神经元之间也就建立了联系（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从而就可建立横跨神经网络的永久性的联结。这种神经联结就形成了从始源域到目的域的激活，这就解释了基本隐喻是如何被学得的，从而也解释了隐喻推理的神经机制。

（4）Fauconnier & Turner（1996）的概念融合理论（Fauconnier and Turner's Theory of Conceptual Blending），又叫融合空间理论（Blended Space Theory），或简称为BT（Blending Theory）。尽管Fauconnier（1997：168）曾指出：隐喻是连接语言和概念化的一种显著的、普遍的认知过程，主要依赖喻体和本体这两个输入空间的跨域映射；不同的概念信息能够被共同激活，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了跨域联结，从而就导致了新的推理，生成新的信息。但他和Turner都没能运用BT对隐喻作出系统的论述。

Grady等人（1999）则进一步运用BT对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la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作出了修正，并对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将喻体（始源域）和本体（目标域）视为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s），从其中提取出部分结构和信息，投射到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中所共有的轮廓结构，能保证映射正确进行。在融合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个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此时就可能生成始源域或目的域中所没有的新创意义。概念融合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也可是全部新创的，BT主要研究后者。

Grady等人指出：CMT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释不了为什么隐喻意义可能既不存在于始源域，也不存在于目的域之中，如：

［58］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在两个域中存在一些对应映射的关系：外科医生/屠夫；人/动物；病人/商品；屠刀/手术刀，等等。但解释不了“医生无能”的隐喻义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尽管屠夫没有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高，但不一定就是无能的，好的屠夫也一样具有熟练水平，会受人尊重。可见，在始源域中并没有“无能”这一概念被映射到目的域中去。BT运用“新创结构”这一概念就可对之作出解释：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结构和信息映射到融合空间，两输入空间的共有成分存在于类属空间（人们用尖锐的工具对另一个生命体实施某一动作），这些信息在融合空间中就会生成新信息。在屠夫的输入空间中，动作的目的是杀死动物以卖其肉，而在医生的输入空间中动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医治好病人，这样就在融合空间中形成了两个输入空间的“手段—目的”对比，医生的手术可能具有屠夫的性质（视病人为动物，目的不是为了治疗，而是……），通过进一步推理就可生成新信息：“医生无能。”

另外，CMT与BT在解释隐喻时有相同之处，如：隐喻是概念现象，而不是语言现象；存在系统映射；概念域或输入空间之间的意象结构和推理结构存在对应关系；映射过程有限制等。但两种隐喻理论也有很多不同之处（Grady，et．al，1999：101；Croft & Cruse，2004：207），现列表对比如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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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我们认为：这两种隐喻理论具有互补性，后来L & J将上述四个观点合为一个“基本隐喻综合理论”，认为：我们早年以一般方式生活在日常世界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自动地、无意识地获得一个很大的基本隐喻（原子隐喻）系统。在并存期间形成了种种神经联结，自然形成了数以百计的隐喻，使得主观经验和感觉运动经验相匹配，然后通过概念融合而形成了复杂的分子隐喻。我们能形成这样一个基本隐喻系统，仅是因为人们有身体和大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

本节侧重以认知为基础从两个角度来论述隐喻的工作机制：（1）与语言的工作机制进行对比；（2）试述隐喻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


 二、隐喻工作机制与语言工作机制

隐喻的工作机制与语言的工作机制有相似之处。对语言的正确理解涉及很多因素，诸如交际双方（发出者P和接受者R）、语言表达方式（口语V和书面语W）、语义（概括义G和情景义S）等，据此笔者（1988）曾提出语言交际锥形图的设想，将语义置于正面位置来加以审视，便于剖析，也突出了语义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让久被忽视的语义、被形式所包装着的语义，从“幕后”走向“台前”，也反映着当代语言学研究从形式转向语义的基本思路，这与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的观点相一致。同时该图还强调了人们的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利用语内、语外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进行推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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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这几个要素互相依存，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交际推理程序系统。交际双方以GS为基础，运用一定的语言表达形式V或W，在数种互动关系的制约中不断进行推理，逐步获得语言形式的意义和P的确切意图，使得话语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程序中任一要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整个交际效果。

同样，在论述隐喻工作机制时，也必须全面考虑隐喻理解过程中所须涉及的五种因素：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因为隐喻意义是这些因素在动态综合作用下所产生出的结果，只有全面分析和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才能较好地理解隐喻，据此本书提出了解释隐喻的五位一体认知机制。另外，从PSG面向RSG面传递信息时，其间还可划出一个VGS或WGS面来表示信息传递过程的中介面，RSG面就是结果。同样，笔者也主张在理解隐喻时区分出喻体向本体映射的过程，以及映射后的结果：映合。本节拟对这两者分别加以描述。

当然，在隐喻工作机制中，喻体与本体或语境之间的意义始于冲突，结于统一，这与一般的语言工作机制不完全相同。


 三、隐喻的五位一体认知机制

（一）主体

这里主要指交际双方两个认知主体，相当于上述语言交际锥形图中的P和R，他们具有认知能力，掌握了G，以及语境作用、背景知识、文化因素、认知模型等因素（相当于上图中的S），这是隐喻得以实现其交际价值的基础。正是由于人类有了认知能力，具备了想象力，掌握了推理，才可能产生隐喻性思维，从而不断学会和丰富隐喻表达的方法，发展推理能力。也正是接受者有了这种认知能力，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识别出语句的隐喻意义。当他发觉某一语句在字面上有逻辑矛盾、按正常意义解释不通、与S不符时，就自然要寻求其他方法，转向隐喻性的理解，尽量寻得与当下语境相协调的解释。当然在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也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来，就如在死隐喻和新奇隐喻之间很难一刀切一样（参见第四节第七条），这也与语言具有模糊性的观点相一致。

我们知道，喻体的一个或某些特征是无法直接作用到本体之上的，其间必定要牵涉到认知主体的作用，两类本不相同、不相似、或本无甚关系的事体并置后所产生出的相似性，是在人的认知作用下产生的。特别在说到隐喻可创造相似性时，认知主体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没有这样的隐喻性表达，这种相似性往往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在理解隐喻时应充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的。

有些行话常仅局限于某一行业或人群圈中，往往不为圈外人士所使用或理解，它们大都是些隐喻性说法，如影视圈中把某人上镜头叫做“触电”。有时隐喻性说法的使用范围还会更窄，仅限于一个家庭或夫妻之间，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建立起密切关系，形成了许多共享的背景知识，自然就会产生为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妙趣横生的说法。例如，有位姑娘嫁给了一个学者，他整天只顾看书，而简直就不看新娘一眼，两人有如下对话：

［59］新娘：我要是那本书就好了。

学者：那可不行，这本书我一看完就要换的。

由于在认知主体之间有了这一默契，新娘总爱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换书？”而外人听来是很难理解其中隐喻含意的。

因此，隐喻的使用和理解自然会涉及交际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双方达成对某隐喻说法的共识，就可能建立某种常规关系，使其成为双方之间有效的交际工具，这样，隐喻也才获得其存在的可能，才会具有生命力。当然，人们的认知能力、概念系统是复杂的，这才产生出千奇百怪、林林总总的隐喻表达式。另一方面，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差异的，概念系统也不会完全相同，因而有时可能会导致对隐喻理解的偏差。一般说来，在上述所设计的锥形交际图中，PSG面的信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给听话者，因此在很多场合下接受者也不大可能完全理解对方在隐喻中所包含的全部含意。其实，一个隐喻会包含很多隐含意义，这就是Black（1979：28）所说的喻体中会含有一系列“联想隐含（Associated Implications）”组成的“含意复合体（Implicature Complex）”。本体也是一个意义复合体，两个复合体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背景信息，不同的认知主体对这两个复合体的认识必定会有差异，因此就会导致隐喻意义理解上的分歧。Black曾认为：对这些关系的确认是所有隐喻的特征，因此模糊性也就成了隐喻的一个特征。

（二）本体与喻体的互动作用

在喻体特征向本体映射过程中，本体所具有的特征会对该过程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参见第五节第八条；Black，1962），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正是由于有了本体在映射过程中的限制作用，才会生成恰当的映合结果。因此我们主张区别出隐喻工作机制中的“过程（映射）”和“结果（映合）”，对它们分别加以论述，有利于将隐喻的映射理论阐述得更清楚，这也与Fauconnier的观点相吻合。

（1）映射过程
 。所谓“映射”，可以想象成将喻体B屏幕上丰富的影像（包括通常所说的特征或复杂的形象）投射到本体A屏幕上。在这一过程中S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一方面可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意象图式，另一方面可帮助排除那些不很相关的特征。

（2）映合结果
 。A屏幕中的有关因素会对B屏幕映射过来的影像作过滤性的筛选，决定着聚焦信息的形成。认知主体在AB信息互动作用的影响下，自然会激活有关信息进行加工，也会抑制那些无关的信息以保证认知加工的效率（Gernsbacher，1990，1993），通过认知主体的激活和抑制机制，某一或某些关键信息映合后产生了融合反应，形成了注意的焦点，获得了突显的效果，需要重点进行认知加工，而后就能释解出语句真正的隐喻意义。

当然一个隐喻不一定仅只有一个隐含义，可能会一语几关，此时在认知主体的激活和抑制机制的作用下，以及在多重互动关系的影响下，滤出较为相关的焦点信息，构成了一个隐喻的数层含意，因此映合结果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数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个屏幕映合后就能聚合成一个或数个“焦点”，这就是隐喻话语所要表达的含意所在。如在隐喻“He is a mule．”中，“mule”有很多特征，仅将其中的“倔强性”特征映射到“他”上，而排斥了许多其他特征：动物、长耳朵、吃草、可骑、埋头拉磨等，因为这些特征经S的认知作用有被过滤掉的可能。倘若更换了句中本体“He”，则必然会影响到对“mule”（该词还可泛指：杂交种动物，杂交种植物）特征的选择。又例：

［60］那大款专爱拈花惹草。

［61］那植物学家就爱拈花惹草。

人们从本体的不同会感到这两句话含义是不同的，例［60］明显是隐喻性用法，指男子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例［61］则更倾向于其本义性理解
(4)

 。可见，本体的不同对于喻体的含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本体与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喻底

为确保对隐喻义的正确理解，就需要着力找出“喻底”。在喻体对本体的映射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主体对它们之间潜在的相似性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推理和分析，由表及里，去异存同，一旦在两者之间建立了适合当下情景的相似关系，便会产生映合效果，也就能获得这一隐喻意义。

在语言交际锥形图中，G与S存在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的关系，其间的矛盾没有隐喻突出。我们知道，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的异和同也是一对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其间的“异”更为突出，它多是推理的出发点，正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分属不同的类别，通过矛盾的合理冲撞才可能产生出隐喻义，没有这种“异”，语句就可能仅有字面意义。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一角度看，正是有了这种对立，以“异”为基础，通过合理冲撞，经过“去异存同”的过程，才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统一，这“新的统一”就意味着找到了两者间具有焦点性的相似点，映合成功，从而就能帮助人们到达理解隐喻义的彼岸。（参见第四节第三条）

（四）语境

语境对隐喻的确认和理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与认知主体之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与语言交际锥形图中的S所起的作用相似。正如上文所述，人们通过想象力努力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统一”，寻找“喻底”，如果这种“统一”或“喻底”能够适合当下的语境，与上下文意义一致，便可获得隐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主张从语用学角度来研究隐喻的道理，因为任何语句都是运用于具体语境之中的，隐喻也不例外。其实，隐喻理论语用说与认知说并不矛盾。Bartsch（1998）曾举过一个例子：Mary有一只十分喜欢的茶壶，有人触摸它时总是提醒别人要多加小心，有一天她用完朋友的自行车后，却匆忙将其扔到角落里，她的朋友发现后，就大声说道：

［62］This bike is my teapot．

这里就将Mary's teapot的部分信息（十分珍惜）投射到了别人的bike上，倘若没有上一语境，就很难理解这个隐喻。如说：

［63］那家伙是一只虎。

究竟是说“他很凶残”还是“他很强悍”，说“他劲头十足”还是说“他是一员虎将”、“一个劲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完全取决于语境。倘若是在体育比赛中，则可意为“虎将”、“劲敌”之义。我国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上说“怒是猛虎，欲是深渊”。则是在用“猛虎可伤人”的涵义。

又例：《扬子晚报》2001年11月7日一报道标题：

［64］入室行窃牵出涉毒大案，半天逮住17个“粉呆子”

倘若没有前面半句“涉毒”作为语境，就很难知道“粉呆子”指什么。

语境还会直接影响到隐喻的隐含意义的程度性，如汉语中的“郑人买履”这一成语有其特定的含义（只相信条文，不顾客观实际的人），但如见到一个姓郑的人在商店买鞋，则可戏用此语，这时的用法则巧用其字面意义，缩小了隐含性，在此情景中已不再是指古时郑国的人，也没把量好的尺寸放在家中，语境直接改变了隐含意义的程度性。

在有的场合下隐喻的五要素可能会同时出现，但一般说来，很多隐喻中可能会缺少某一要素，大部分情况下可根据实际语境补全。

因此，隐喻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基于五位一体的认知机制。发话者用与A既矛盾，又可能相似或可以建立相似性的事体B来喻说A，使得隐喻成为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在多种互动过程中，受话人依靠S，消除矛盾，建立新的统一，求得喻底时，就能产生隐喻义。隐喻的理解也可归结为：异中求同的过程和结果。


 四、两类不同隐喻的工作机制

从隐喻与相似性关系角度可将隐喻大致分为：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可创造相似性的隐喻。体验哲学认为，感知体验是形成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形成语言表达的基础，感知体验和认知同样也是形成隐喻的基础，这就说明了事体之间的相似性是形成隐喻的原因之一；但是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创造相似性，新奇隐喻多属此类，这实际上与人的认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一致的。

Black首先强调了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的观点，通过这种功能可使人们获得看待一个事体的新视角，从而使隐喻从一种语言现象上升为一种认知现象，L & J（1980，1999）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例如莎士比亚第73首十四行诗的开头4行，可谓处处都有隐喻，在“秋天”和“老人”之间，在“树叶”与“头发”之间，在“黄叶落尽”和“脱顶”之间等，建立了新奇的联系：

［65］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 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shake against the cold，—

Bare ruined choirs，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你在我身上或许会见到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颤抖——

荒废的歌坛，那里百鸟曾合唱。

Heidegger（1975；彭富春译，1991：14）在《诗人哲学家》一诗中也是处处可见新奇的、创造相似性的隐喻。例如：

［66］走向一星——唯此足已。

思，就是使你凝神于专一的思想。

有一天它会像一颗星，

静静伫立在世界之空。

读来颇费思索，需要通过一系列认知和推理来理解隐喻是如何创造相似性的。

这两种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喻底（相似性）在这两种隐喻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人们所付出的推理难易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这5个要素的相对位置也就不很一样。



（1）基于相似性创造的隐喻可图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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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2）创造相似性的隐喻可图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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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在图13.4中，喻底较为明显地存在于本体与喻体之间，形成了隐喻性表达的基础，人们能够较为容易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拟将喻底置于两者之间。而在图13.5中，由于人的想象力比前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如较难理解的、隐含性较高的诗词），或者说是在认知主体的作用下才将两者并置，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相似性关系（喻底），故拟将主体置于本体和喻体之间，喻底主要是在人的主观作用下形成的。



（3）介于两者之间的隐喻

当然，这两类隐喻也有个程度问题，有时也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分出一个十分严格的界限，此类隐喻的工作机制可以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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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第八节　中西隐喻研究对比


 一、概述

正如语义研究不仅仅是西方学者的特权一样（王寅，2001：88），对隐喻理论的阐释，也绝不仅属于西方学者的领地，我国古代学者早已认识到比喻（含隐喻）对于语言表达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也触及了比喻与思维的关系，这表明我国古代学者对隐喻认知理论的阐释要远远早于西方。

我国书面语中最早的比喻现象，可见于殷代的《盘庚》三篇，如上篇中：“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复田力穑，乃亦有秋。”在《诗经》（世界上最早的诗集，约成于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600之间）中也有对譬喻的论述，如在《大雅·抑》中就有“取譬不远，昊天不忒”的说法，意思是说：取譬喻须近在眼前，上天赏罚毫厘不差。孔子所说的“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与这种观点是相通的。

《诗经》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如归纳出的三种修辞手法：赋、比、兴，后两种就都是比喻。“赋”是直叙其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一种直说手法）；“比”是用类似的事物相譬喻，以刻画事物，表达情感，主要包括明喻、隐喻等；“兴”是“环譬以托讽”，常用于文章开头，即先打比方，再说真义，先言他物，并以此为发端，触发自己的情感，而后引出全篇，阐发本义，“婉而成章”的打比方，通常会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根据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中的统计，《诗经》305篇中经《毛传》注明“兴也”的就有116篇（参见张志公，1996：210）。

以他物说此物，也是一种隐喻，所以“兴”也可大致被视为一种隐喻。周策纵（1986：229）指出：其实有时兴即是喻。李湛渠（1996：127）指出：

广泛言之，兴亦比之一种，只不过一般的比都是“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的，是以物比物，以类比类，往往比较明显；而兴则是‘环譬以托讽’的，是以义比义，类限不严，往往比较隐晦，需“发注而后见”也。

可见，“兴”被学者们理解为“引譬连类”，并没有仅被视作一种修辞技巧，而更接近于一种类比联想、思维推理的方法，只要两种事体之间在某一方面具有某种关联，便可将它们同化为一类现象。


 二、我国比喻研究简史

（一）先秦时期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早在2500年前就论述了隐喻，同时还指出了隐喻对于类比联想的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涉及当今隐喻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参见下文）。

为了辩说、论战的需要，比喻理论应运而生。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惠施（公元前383—公元前309）、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荀子（公元前298—公元前238）等对此进行了总结，对提高谈说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一阶段的论述较为零碎，尚无系统。墨派总结论辩方法时提出：

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

辟即譬，也物同他物。墨子就常常以人们熟悉的事体或以寓言作譬。惠施指出：

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庄子在《寓言》中早就对隐喻作出了如下量化论述：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荀子也认为论辩时要

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凡是同一个民族，具有相同情感的人，他们天生的感官对事物的感觉印象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各种比喻就可以把事物说得大体相似，就可使别人能够理解和通晓了，这就是人们能共同使用约定事物的名称而互相交往的原因。

墨子、惠施、荀子都认为要用知道的事体来喻说不知道的事体，比喻的作用是为了使对方明白，易于理解，比喻是论辩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隐喻的解释功能和修辞功能。

（二）两汉时期

这一阶段对比喻的研究比先秦时期的论述范围广，不仅涉及比喻的条件、性质和重要性，还涉及比喻产生的原因。西汉初年刘安在《淮南子》中说：

假象取偶，以相譬喻。

假譬取象，异类殊形。

就是说人们要善于寻找不同物象之间相同或相偶合的地方，这样才能形成譬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似点的问题。而且在使用譬喻时所取之象必须是“异类”和“殊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本体和喻体要“跨域”，异类和殊形通过偶合，才算是“偶”得巧妙，才能“喻”得恰当。

《毛诗序》指出：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中“比”就是比喻。东汉郑众注《周礼》说：

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

他认为“比”是用比喻来突出事物的特征。王符明确提出：

夫譬喻也则，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论·释难》）

譬喻就是指，用直接表达而说不清楚，就只有借助其他事物来加以说明。

郑玄也认为：不学习用譬，就不能写成好诗。因为诗中多不直言，常用比喻来委婉达情。西汉初年刘安等人对隐喻也有精辟论述，参见下文第三条，王充等对之亦有论述，他说：

何以以辩？喻深以浅，喻难以易。（《论衡·自纪篇》）

就是说，在论辩中要用“浅易”的话语来阐明自己深邃的思想。

王逸还对《离骚》中的比喻进行了归纳。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论述了比喻的定义、分类、作用，以及与文体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对其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说：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谕。

意思是说：比的意思就是比附，兴的意思就是兴起。比附事理是完全切合所说的事物，触物兴情可以依据事物细微之处来进行发挥。有时因感物兴情而写诗，所以兴的手法就出现了；也有用比附事理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比的手法就产生了。比是把郁积要说的情感，借用类似的事实来加以申述，兴是通过曲折委婉的方法，把内心的寄托告诉别人。

他将比与兴的区别总结成“比显而兴隐”，并进一步论述了用作比喻的事物是纷繁多样的，即喻体可用声音作喻，或用形貌作喻，或用主观意念作喻，或用具体事物作喻（参见第四节第六点）。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

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即要把比喻用好，必须做到本体和喻体应像北方和南方那样离得很远，两者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事体；同时又必须在比喻之后，使本体和喻体像肝胆那样密切，两者要有相似的地方，这就大致相当于刘安所说的“异类取偶”、“殊形相譬”，类属上的“异类”或“胡越”，本质上的“相偶”或“肝胆”，就道出了比喻须具有对立统一的特征，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论述，也就是本书所说的“隐喻始于矛盾，结于统一”，参见第四节第三点。

刘勰还将比喻分为两类：比义（具体的事物来比抽象的义理）和比类（以具体的事物来比具体的形貌）。

（四）唐宋元时期

唐代的皇甫湜接受了刘安和刘勰关于比喻“异”和“同”的观点，他在《答李生书》中也说道：

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

凡比必于其伦。

这就说出了比喻既有“非类”的特征，又有“同类（伦）”的特征。

唐代的贾岛在《二南密旨》中说：

四时物象节候者，乃诗家之血脉也。

就是说，诗人必须用“四时物象节候”作为喻体，它们就是诗人的血脉。皎然在《诗式》中也主要从喻体角度提出了“取象曰比”的观点，即以“象”为喻体。他接着还说：

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都可作为喻体。仔细想来，这里就已涉及这样一个诗歌创作观和哲学观：倡导诗歌中的形象思维，以及世界万物之间可能存在各种联系。当然，仅从喻体角度来论述比喻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比喻理论。

南宋的朱熹认为：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南宋的陈骙在《文则》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比喻，指出：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

他最早以《诗经》为对象进行分析，将比喻分为十类，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一点。但他有时以形式、有时以功能分类，未能使用统一的标准。他还述及了直喻（即明喻）的特点：

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

我国古代学者所论述的“引申”大致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隐喻”。陆宗达、王宁（1994：318）指出：郑玄在注“三礼”时就已经开始分析引申义；徐铠著《说文系统》也用到这个术语。宋末元初的戴侗（1225—1313）认为：具体的事物有形，文字可以肖其形以表达其义；义理道术则无形可象，如何以有形表无形，这就要靠“引申”。引申的基础在于“物”与“理”之间有某种关联。他充分认识到了“无形”与“有形”、“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在探求词义引申规律时认为具体的词义之所以能引申出抽象的意义就是因为词义的引申体现了“器”与“道”
(5)

 、“具体”与“抽象”的关系。抽象存在于具体之中，具体之中有抽象。所以他说：

圣人因器以著象，立象以尽意，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而天下之精义糜有遗焉。

意思是说：圣人以具体的事物形状标示事物形象、意义，以形象表达与之相关的抽象道理，文字表意的道理正在于此，这就是戴侗所说的“充类之术”（即引申、隐喻），他举的例子是：

道，从辵，本为人之行路；理，从玉，本为玉之文理，引而申之，则道之广大，理之精微者无不通，以充类之术也。

道表示“道路”，理表示“玉之文理”，后来用“道”、“理”引申来指称道术、法则、理义，这就是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语言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才可能体现其经济性特征，用有限的词语表示无限的概念。党怀兴（2000：162）认为：戴侗对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在实践上进行了运用，确实是对语言研究的一大发展。

（五）明清时期

明代开始出现汇编比喻的专书，如徐元大的《喻林》，共分10门、580类，收集了丰富的典籍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隐喻的难得资料。

清代的吕佩芬编写了《经言明喻编》，其中收集了13经中的比喻，共得喻词7391条，作者还将文章立言之法归为两类：正言（相当于直说，明说）、喻言（相当于本书所说的隐喻）。他将比喻分为三类：物喻、人喻、事喻。

段玉裁一部《说文解字注》，贯穿了本义与引申义的问题；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以“转注”囊括引申现象，不乏精辟的分析；而章太炎先生创“转注假借说”，又以“假借”囊括引申，他不但把引申作为词义运动的基本形式来分析，而且把引申理论贯穿到他的字源专著《文始》中去，用引申来解释义通现象；黄季刚先生则把引申提到训诂学的定义中来，赋予这一问题以更重要的地位。

清末的吴曾祺在《涵芬楼文谈·设喻第十九》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比喻运用的四点注意事项：

尝谓设喻之失，凡有数端。一曰泛而不切，好取华辞，无关实意是也。二曰滞而不化，胶于实迹，反昧大意是也。三曰熟而不鲜，袭取旧闻，不得新义是也。四曰俗而不韵，杂用里言，有伤大雅是也。明此四端，则于设喻之道，思过半矣。

（六）20世纪
(6)



在这约百年间，中国学者对隐喻的认识大多还是局限于修辞层面，如唐钺（1923）在《修辞格》中，陈望道（1932）在《修辞学发凡》中，黎锦熙（1936）在《修辞学比兴篇》中，基本上都是在辞格框架中论述隐喻的。钱钟书（1979）在《管锥编》中，也提到了比喻有“二柄”和“多边”，也基本上属于修辞层次上的论述。

孔子等先贤能在2500年前论及到隐喻的认知作用，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可惜的是这一观点没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我国大多古代学者和现代学者还是将隐喻视为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手段，特别是当今汉语界的很多学者也往往只看到了隐喻的修辞功能，如在1979、1989、1999年出版的《辞海》中对隐喻的定义还为：“比喻的一种，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紧切。”这确实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现象，而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思维现象，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是人类认识新兴事体、建构概念系统、形成各类学科的不可缺少的认知策略。汉语界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笔者所知，我国汉语界的张明冈（1985：8）谈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他指出：比喻的基本作用有二：一是认识作用；一是修辞作用。他说：通过对已知事体同未知事体之间相似点的比附，使人们从已知的领域向未知的领域前进，扩大知识面。他（1985：147）还说：有人把比喻称为“形象的形象”，因为形象的一切特征在比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任何艺术形象上，其直接的字面意义的背后，总是贯穿着深刻的意义。在比喻中形象表现的这些根本特征（即“任何时候都不局限于它的字面上的意思”）都充分地显现出来。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艺术作品的接受者，比喻都是思想的特殊途径，是思维的特殊方法。比喻思维有助于艺术成为关于生活的、综合的、整体的知识。

张明冈能在汉语界一片隐喻修辞论的声音中提出隐喻的认知功能，而且还将认知功能置于修辞功能之前，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隐喻认知观也存在缺陷，他只说到了隐喻是基于相似性这一点，而没能认识到隐喻还可以创造相似性，但L & J（1980）又仅强调了后一点。笔者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论述，隐喻既是基于相似性的，同时也可以创造相似性，例如当我们说“婚姻是牢笼”时，一方面说出了婚姻与牢笼的相似之处，都有“禁锢”之义；另一方面，当我们把“婚姻”和“牢笼”并置，实际上也就对事体再次进行范畴化，重新划分了概念范畴，创造出了这两类事体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我们主张可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论述隐喻的工作机制。


 三、“比、兴”与“隐喻”

“比”，主要包括当今所说的明喻和隐喻，“兴”更属于篇章层次上的隐喻。朱自清将比体诗分为四大类：咏史（以古比今）、游仙（以仙比俗）、艳情（以男女比君臣）、咏物（以物比人）。可见“比”和“兴”都涉及语义或概念的跨域使用，这与当下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大致相当。如《诗经》一开头就说：

［67］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以雎鸠求鱼与男子求女这两者在“求”上具有相似性为基础，将这两者引譬连类，用前者来隐喻性地表达后者。这里本体为：男、女，喻体为：雎鸠、鱼，则喻底为：求。又例《卫风·淇奥》中云：

［68］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意思是说：美君子文采风流，似象牙经过切磋，似美玉经过琢磨。“切磋”和“琢磨”原来是指加工象牙、美玉的方法，而在此处被隐喻性地用于描写君子学道修身的过程，今天这两个词组也已常作隐喻用法。庄子在《寓言》中还用光线和影子来喻说两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的关系等。这也是将隐喻运用来阐述哲学道理的许多例证中之一例。

“引譬连类”就是要“善取类”，这种触类旁通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使得后来的学者更加精于此道。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此后，“诗可以兴”就流行开来了。孔子还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从诗歌中学习引譬连类的联想方式，就不能具备在正式场合中论说发言的权利。“善取类”就成了当时衡量个人理性教养程度的基本尺度。

Heidegger（彭富春译，1991：6）所说的：

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诗，一切创作的诗都是思，思与诗是邻居。

这与我国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以及其后哲人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而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柏拉图将诗视为非理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叶舒宪（1994：413）指出：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不是把《诗》作为艺术品来看待的，而是当作类比思维的典范，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学到主观联想式的推理方式和表达方式。由此看来，“诗可以兴”的命题绝不是什么文学批评的命题，它表明了孔子作为中国的诗性智慧的理论奠基者，对于“诗·语言·思想”这一本体论关系的深刻洞见，对于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的特别推崇。

此后，这种“善取类”的类比联想的推理方式和表达方式就广为流行。惠施将隐喻视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这实际上也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汉代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说：

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

从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

这些观点可被视为是“不学诗无以言”的最好注解，把诗歌构成的思维机制譬喻为打开思路的绝妙手法，解说为认识事体的唯一法则，确实是具有历史深远意义的言论。这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原来隐喻认知理论从我国古代哲学家孔老夫子一直延续至汉代哲人，就已流行了几百年之久，我们似乎可从这里找到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最早始源，它就发源自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中，就在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倘若当代西方学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想象，他们也会大惊不已，为此而拍案叫绝！

至于对隐喻进行量化统计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也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庄子在《寓言》这一章中说：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

意思是说：在我所说过的话中，寄托寓意的话（或假托的话）占全部言论的十分之九，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借用先哲、时贤的言论占十分之七。寄托寓意的话占十分之九，都是借助于他人他事来发议论，借他人的话说自己的意思（秦旭卿等，1997；冯钟芸，1995）。可见，我国古人早就认识到隐喻在言谈写作中所占的比例是极高的；同时，这不就是当今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隐喻具有普遍性的最早量化论述吗？据L & J等学者统计，隐喻在日常语言中约占70％，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实际比例还要更高，这些观点也正与庄子的说法十分接近。

通过这一简单对比可见，当代西方认知学者对隐喻的认识以及对隐喻使用的比例数的调查，竟与我们祖先的发现有如此惊人相似之处，同时也为我们采用定量分析语言的方法找到了最初源头，我们不仅要为我们的祖先感到自豪，同时，外语界在引进西方理论时，切切不可忽视我们的本土理论。真可谓：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四、隐喻与文化

隐喻，如同语言一样，也是深深扎根于社会情景、文化知识之中的（参见第七节），在当前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论著中，其实蕴藏着大量的隐喻性文化内容。我们生活中有关文化方面的隐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春节期间将“福”字倒着贴，通过语音隐喻转义为“福到”，等等（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很多学者论述了数字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当代我国许多地方“厌4喜6、8”的现象，也与语音隐喻有关。在西方数字13也为大多数人所讨厌，据说是与犹大成为叛徒有关
(7)

 ，这一贬义数字隐喻性地运用到当今社会中来，门牌号码不要13，运动员号码回避它，宾馆中的楼层号、房间号也有很多是空缺该号的。西方还有“黑色星期五”的说法，即每月的13日，又逢星期五，这一天会有不少人找借口全天不起床，以躲避灾难。

在中西方许多关于“狗”的隐喻性表达中有很多不同，这也与文化差异密不可分。这类隐喻性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此处不再赘述，阅读一下有关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著便会有更深的体会。


 第九节　隐喻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我国由于受到传统隐喻理论的影响，一般也将隐喻视为修辞领域的事情，我国到了1999年出版的《辞海》中，对隐喻的定义还与1979、1989年版的完全相同，局限于传统的“修辞观”，将其视为比喻的一种，仅多了一个本体与喻体之间可表示偏正关系的例子。这一观点反映在语言教学大纲或教学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其归入修辞学，应属语言能力之一种，因而并没有将其视为语言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认真考虑。目前受到隐喻认知理论的影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单独列出来，与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并列为三大能力，这就将其上升到“认知”这一高度来认识。

至于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之间的划分，亦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这不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从目前隐喻认知理论角度来看，隐喻不仅是个语言修辞表达方法，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归于语言能力之中，而且在过去的交际教学大纲中，也未见到有关要求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说法，因此将其单独列出来加以重点强调，深入研究其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举措，这既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与当前日益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理论相吻合。隐喻不仅是一个帮助我们丰富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创新思维、语言习得密切相关。因此在语言教学中除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之外，还应加上隐喻能力，笔者不妨将之称为“三合一”的语言教学观。

这三种能力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构成了语言运用的基本功，可以说是掌握一门语言的高层次标志。隐喻能力对于语言能力的掌握、交际能力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由隐喻的性质所决定的。隐喻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认知主体中的，能够识别、理解和创建跨概念域类比联系的能力，这里不仅包括能被动地理解、学得隐喻，而且还包括能创造性使用隐喻的能力；更高目标还可包括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在我们的语言教学大纲中，应充分体现出当代隐喻认知理论的最新观点，认真考虑“隐喻能力”培养的具体方案、内容、举措，其中可包括：在有关教材中应如何体现这一思想，在课堂教学中应如何实施这一观点，在考试中应如何反映这种能力的掌握。总之，笔者建议在新大纲中，应明确提出“三种能力培养不可偏废”的观点，这就是“三合一”的含义。

隐喻能使我们正确理解抽象概念域，能使我们的知识扩展到新的领域，因此隐喻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如很多抽象理论、微观世界常用隐喻来解释，如物理学中常用水流现象来说明电流现象，化学中常用太阳系图来说明原子结构，密度解释成盒子中事物的多少，参见Mayer（梅耶，1979：561—578）。

因此，培养“隐喻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一项语言教学内容，应得到广大教学人员的重视。Cameron & Low于1999年出版了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论文集，提出了隐喻研究与语言教学的问题。当前我们应当着力考虑在语言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问题，如何将其运用到二语习得中来，使其成为提高语言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笔者现拟初步提出以下一些设想：


 一、多读诗歌，加强文学修养

思想与诗歌为邻；隐喻是诗歌的生命，两者同质。普遍存在于诗歌中的隐喻确实能给人以较多的启迪、丰富的遐想。隐喻创造了很多相似性，建立了若干不同事体之间的联系，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因此通过多读中外文诗歌（以及其他体裁的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丰富语言表达，更可开阔思路，对于隐喻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这对于文科或爱好文学的同学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由于时间有限，功课较多，作业繁重，大部分同学根本就无暇顾及到这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理工科的学生加强这方面的修养，要多读诗歌，特别是那些充满哲理、内涵丰富的诗句，这对于提高他们的隐喻能力、创新思维都是大有裨益的。

当今高等教育应打破学科间的严格界限，提倡同学们跨学科、跨专业去挑选课程，实行并支持文理兼蓄的做法，在英国、美国很多大学不是按照学科来划分学院的，如剑桥、牛津大学的下属学院都是多科兼有的，这对于同学们达到“厚基础、宽口径、高标准”的目标，从事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注意收集隐喻表达，于微细之处见思想

很多新奇隐喻，都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结果，在日常生活和语言学习中，我们应当注意收集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句，着力寻找其后所隐含的深邃思想。当然背诵部分妙言警句、奇特隐喻也是很有必要的。Lakoff曾告诉我说当初他写《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时，从1978年一位女学生的课堂提问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她问Lakoff：“我的男朋友说‘Our love hit a dead end’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Lakoff就发动全班同学尽量全地收集关于love的隐喻性说法，竟有100多条，并对它们进行归纳、整理、分析，逐步形成了他的隐喻认知理论。

笔者几年前对隐喻能力的问题虽早有考虑，也曾尝试将这一观点运用到教学中来，但对之论述还很不够，当时主要尝试对英语三个基本介词“AT—ON—IN”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它们表示地点时基本遵循着“点—面—体”的规律，这一规律又大致被映合到时间概念域中，在向抽象概念域映射时，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律（王寅，2001：316），现摘录部分例子：

（一）At表示“点”

（1）At表示“短暂动作”概念

at the thought of　一想到……就

at the vision of　一看见……就

at one stroke　一下子

at a blow　一下子

（2）At接表示“点性概念”的数字

at a height of 1000 meters

at a speed of 70 miles per hour

at a depth of 30 meters

at one with（和……一致）

（3）At接动作概念时：能量汇集

to shoot at

to aim a gun at an object

to rush at the enemy

to glance/gaze/stare at

（4）动作性的形容词后接at，可指因某一事（可视为一点）而引起的反应：

be shocked/surprised/amazed/alarmed/startled/astonished … at

be delighted/happy/overjoyed/pleased/glad/excited … at

（二）On的基本意义：面

（1）On的隐喻义与“面、上”有关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在一方面，在另一方面

on all sides　在各方面

on deposit　存（在账面上的）款

on schedule　“在时间表上”转义为“按预定时间”、“准时”＝on time

（2）On与“身体部位”概念

on one's shoulders　（落）在肩上

on one's head　（落）在某人头上

on foot　（脚着地面）步行

（3）On隐喻为“论、关于”，含“面面俱到地说”之义

on the subject　就某主题论述

a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形势报告

（4）On接“动作概念”，隐为“工作面”，含“将某事置于自己身上”之意

on a visit/tour/trip，on business/duty

（三）In的基本意义：体

（1）In接“动作”、“抽象概念”，喻为：处于…状态/情景/心境等之中

in danger/confusion/solitude/amazement，in a mess/situation/state

（2）“穿衣”用in，为衣所包

in plain clothes，in shorts，in a work shirt，in one's summer dress

in silk/cotton/tweed/dacron

in blue/black/red/green/white/bright colors …

这种分析方法在传统的英语教学中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在今后应予以适当地强调。这样的分析意在揭示它们在多种用法中的隐喻性联系，帮助同学们认识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性、多种用法中的关联性、抽象概念表达的理据性，启发同学们的思路，让他们掌握这一基本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来分析语言中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以期发现更多的规律，减少“惯用法”所带来的记忆困难，从而达到较宽地开阔视野、较快地发展思维、较大幅度地提高认知能力这一目的。


 三、利用隐喻认知规律，不断开拓创新思维

当前，“强调创新思维”的说法似乎十分时髦，其实它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含意的，属于一种面向未来的重要举措。对于如何面对竞争如此激烈的21世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跳出旧式思维方式的框架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的教育来讲，创新思维应尽早抓起。目前很多有远见的教育家都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有主见的教师也已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还很不够，在我们的教育中还有许多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当然不在本书论述之列，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思维的隐喻性”这一命题大做文章。从上文论述可见，隐喻具有创造相似性，建立事体之间新联系的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这完全可以成为培养创新思维的一种重要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应鼓励高年级同学用英语（或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增加适当分量的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哲学文章的对译练习。这既有利于同学们语言水平的提高，增强文学修养，陶冶情操，也可从中学到很多创新思路。

笔者（1981）曾尝试让同学以computer为例，鼓励他们尽量多地用各种隐喻表达来对其加以描述，大胆表达，展开讨论，各抒其见，大大活跃了课堂气氛。在课堂上可作出下列提示，可要求他们课后写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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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当然还会有更多的类比说法。

这种做法不仅使他们大感兴趣，学会了一些语言表达方法，现在看来，更主要的是还能起到拓宽思维的效果，尽管是潜在的，不会立竿见影，但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师生携手，有意识地共同开发隐喻的认知功能，对于我们的创新思维一定会有帮助。


 四、利用现有形象思维，促动隐喻机制形成

西方的认知科学家认为：左脑为语言脑，右脑为非语言脑，但右脑仍然是文字阅读时的必经之地。右脑主要处理形象思维、创新思维和灵感思维，但人类尚未能很好地开发右脑，因而有“右脑革命”之说（参见杨伟国：2001）。因此，为解决西方人仍处于半睡眠状态中的右叶大脑，有些西方认知科学家提出把学习汉字作为实现“右脑革命”的主要措施，要求把汉字教育作为中学课程的必修课，以解其“燃眉之急”。

中国有些认知科学家的研究也表明：运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在利用符号记录语言时，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很多形象信息，走向了表音文字方向，在形音义
(8)

 三信息中侧重音义两者的结合。而运用象形、表意文字的民族在利用符号去记录语言时，重视形象，信息成方块汉字，信息是储存于层次网络中“形义—形音”程序中。有不少心理学家认为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两叶大脑是有明显分工的，各有不同优势，但只要他们愿意学习汉字（在华的外国留学生、教师就是一个很好的调查对象），约经过4—5年后，大脑思维过程竟会逐步达到两叶均衡、并行使用的效果（参见许世彤等，1992），这也许就成了上述所说的要进行“右脑革命”的一个漂亮例证。

若基于这一理论，我们的右脑则似乎要比西方运用拼音文字的民族要相对发达，这或许与汉字的字形，以及若干有关字形的谜语、诗句、各种对偶表达（包括：拆字合字、依靠字形等对联
(9)

 ）、歇后语、游戏、书法等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密切相关，这或许会使得我们在形象思维方面占有优势。而隐喻常常须对概念加以形象化处理，也是创造形象关联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然，并不是一切形象一定都是比喻，形象思考也可用其他方法。隐喻仅是形象思考之一种，然而它是很常用的和很有特点的一种。我们应利用现有的较为发达的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母语隐喻认知机制，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一优势，将其巧妙地运用到外语习得中来，以达到促进外语中隐喻认知机制形成的目的，这也是培养隐喻能力可以借用的方法。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可加强英汉隐喻表达方法的比较和对比，发现两语言中形成隐喻表达的基础是什么？两语言中基于形象思维的隐喻所占比例各是多少？为何在英汉两语言中会有相似的隐喻，为何又会有不同的隐喻，形成这些差异的机制到底何在？

通过这种对比，还可发现两语言中有哪些“隐喻间隙（Metaphor Gap）”，对其描述和研究犹如“词汇间隙（Lexical Gap）”一样有意义。着力寻找这些间隙产生的原因，这对于我们深入解释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左右脑分工的差异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倘若能在这方面展开较大规模的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会更加有助于我们对自己大脑和思维的深刻了解，同时，这一数据也可以用来验证上述关于汉民族更重视“形象思维”、“右脑发达”的假设。

当然，在创造隐喻过程中也不可漫无边际，让人不知所云，如果用得恰到好处，不太生僻而又不平庸，就会唤起人们的形象思维和想象活动，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阅读上的乐趣，并拓展认识。刘勰对于如何用好隐喻曾提出如下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参考：

（1）“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参见第五节第二条第3点）；（2）贵“切至”，意为：比喻要贴切、妥当；（3）贵“巧”，并提出“喻巧而理至”。

金代王若虚、明代高崎、清代吴曾祺对如何用好比喻都有论述，归纳起来有三点：

（1）忌求新而不当。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指出：用美女比花，尘俗不佳。称赞黄庭坚用美男子比花，新奇“出类”。其叔渊材用美女和美男子一起比花，则更为新奇
(10)

 ；（2）忌“稠叠”，比喻多则难以理解；（3）忌泛、滞、熟、俗。



总而言之，隐喻作为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可取的，它有助于认识新鲜事体、熟悉抽象概念、发展思维能力。这在古代就有很多例子。很多人向帝王进言时都想方设法用隐喻式的方法来劝说帝王接受或拒绝某一事情，这对我们今天的教学仍旧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最后还是用一段隐喻性的话语来结束本节的论述。《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3日曾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未来的教育目标：

有人曾将人才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一”字型人才，其主要特点是知识面宽；“I”字型人才，其主要特点是很专；“T”字型人才，其特点是不仅宽，而且还专；最后是“十”字型人才，其特点不仅宽和专，而且敢于冒头，即富有创新精神。

此段文字巧妙地运用了数字和字母来喻指四类人才，颇富新意，让人耳目一新，生动形象地论述了未来教育应当以培养“十字型”人才为目标的观点。这段文字本身就是创新思维的作品，可见隐喻与创新思维之间的密切联系。

思考题：

1．书中提到的几种隐喻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之间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从隐喻认知理论角度简述隐喻的特点，试列举英汉例句加以对比说明。

2．分析下例中的隐喻，并用其来说明隐喻的特点：

（1）寒流“违约”姗姗来迟，商场双休放个“哑炮”

昨天老天意外地和南京的众商家开了个大玩笑。本该24日夜影响我省的强冷空气突然爽约，这让早就瞄准了寒流准备大战一番的南京众商家白白地放了一个“哑炮”，显得格外尴尬。（《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6日）

（2）“潜水”是说“悄悄话”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泛滥”开来。网上聊天流行“潜水”对话，如果你想跟网友交流而话语不被别人看到，你会选择私聊，而在“悄悄地”一栏前的空格内打上“勾”，这时你属于“潜水员”了。（同上）

3．试述隐喻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培养方法。

4．试收集人们网上聊天话语或日常交谈中的隐喻，并运用隐喻认知理论加以系统归类和分析。

5．英语和汉语中有大量的用动物或植物来喻说人的表达，试收集和整理这些表达，并加以系统对比和分析。

6．科技进步常常成为隐喻的发源地，试分析其中的原因，并举例说明；试分析在computer virus表达中，virus是如何从始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参见Taylor，2002：501—502；Fauconnier，1997：Ch．1）

7．为什么说概念融合理论比概念隐喻理论更有解释力，并举例说明。概念整合理论能用来解释口误（not in the sleast）和混成构词（motel）吗？结合下面两个例句论述两个输入空间的位置对于是否会产生不同的融合结果及理解。

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

That butcher is a surgeon．

8．Jäkel（1996：656）曾将六位著名哲学家对“科学”的态度归结为不同的隐喻化理解。试根据这些隐喻表达以及图表所列示的信息，分析和讨论有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情况：







	亚里士多德：
	Science as VISION（科学家作为被动的观察者，科研仅是日常感知的延伸，强调客观性。）



	笛卡儿：
	Science as a JOURNEY（科学家是沿科研道路前进的旅行者，可寻找和选择不同的、可直可弯的道路，可慢速、稳步、接力前进。）



	培　根：
	Science as the COERCION OF NATURE（大自然是科学家实行高压统治的牺牲品，大自然中藏着秘密的知识，科学家是残忍的冒犯者、审问官。）



	康　德：
	Science as the BUILDING OF AN EDIFICE（科学家是建筑师，科研是一种不断发现的、建筑性的活动，要清场、打基础、寻找正确的建筑方案、知识作为建筑材料。）



	波普尔：
	Science as an ARMED STRUGGL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ORY（与己不符的理论被隐喻化为敌手，科学家是武装起来的勇士，不断攻击敌手的理论，为生存而战，遵循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规律。）



	科　恩：
	Science as a RELIGIOUS WAR OVER THE ACCEPTANCE OF A CERTAIN KIND OF GAME（科学家是宗教信仰者，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信仰，科研是解决问题的游戏，须遵循规则，科学革命是一场要求他人接受一种理论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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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慎到的二柄是“威德”，韩非的二柄是“刑德”。


(2)
  一般来说，人们多用空间来喻说时间，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当我问及Lakoff这一问题时，他马上给我举了一个例子：three hour's drive。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也是早有考虑的。

另外，喻体作抽象或具体，或介于两者之间来解释时，也须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如：He is a monkey．若从长相来看，喻体monkey就是具体的；如从特征来看，也就是说他有猴子样的急脾气，则喻体monkey就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性；还可能更抽象，具有猴子般的野性。当然也可能是三者或多者兼而有之。


(3)
  对互动论还有一种解释：隐喻的意义是被隐喻性使用的一个表达式和被字面性使用的其他表达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metaphorical meaning is a result of an interaction between an expression used metaphorically and other expressions used literally.）（参见Searle，1979：93）。


(4)
  广东电视台2001年12月4日晚曾有一报道用了这一说法，来描写一位专情于植物学的研究者。


(5)
  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状是此物。”“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器”是个体的事物，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


(6)
  不包括80年代后对隐喻认知观的引进介绍。


(7)
  据说，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告诫农民不要在13号开始播种。在古巴比伦，有13个月的闰年用一只“倒霉的乌鸦”来标记。魔鬼总是和12个巫婆一起开13人聚会。据《圣经》载，耶稣及其12个门徒共13人，他被犹大出卖时所进“最后的晚餐”的那一天又恰逢星期五，因此13号再逢星期五则是大大不吉利。


(8)
  杨伟国（2001）认为：文字是从简单的图像逐步演化出来，任何文字符号的创造过程都要经过形、音、义三者融合的阶段。


(9)
  例如在国人讨伐袁世凯期间，有人出了上联：或入園中拎出老袁还我國。（从“園”字中将“袁”拎出来，将“或”字置入就是大写的“國”字）。久无人对出，后受袁世凯死时“临终自叹”而感，对出下联：余登道上不堪回首望前途。（把“道”字中的“首”换出用余，就成了“途”）。

又例：描写灾年的情形：欠食饮泉，白水何堪充饱；无才抚墨，黑土岂能充饥。（上联合“欠”、“食”为“饮”，拆“泉”成：白水；下联合“无”、“才”为“抚”，拆“墨”为黑土。）

再例：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在旁，合手并拿。

冻窗洒雨，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


(10)
  隐喻使用要有新意，Oscar Wilde曾说过：“第一个用花比喻姑娘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喻姑娘的是庸才，第三个用花比喻姑娘的是蠢才。”


第十四章

语言符号象似性

传统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语言的本质和特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当代语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手段，但随着语言研究更加深入、语料收集更为丰富、理论流派不断更新、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语言学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一些传统的语言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语言学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很值得推敲，如深入探究下去，便觉得大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其中也包括“语言符号任意性支配说”这一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观点。

自从古希腊学者提出形式和意义“二分法”后，在西方语言学论著和教材中有很多表示这两者的名称和术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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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界用得较多的是“能指”和“所指”，但笔者不主张用这对术语，因为索氏的“能指”是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指“概念”。我们知道音响形象并不等于语言形式，因此本书主张用“语言形式（或语言符号）”与“所指意义（包括客观世界与认知世界）”这对术语。

哲学界、语言学界、符号学界等领域的学者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如唯实论与唯名论（Realism and Nominalism），其他类似说法还有：本质论与约定论（Physei and Thesei）、自然派与习惯派（Naturalist and Conventionalist）。当前所论述的象似性与任意性之间的分歧就是这场争论的继续。因此可以说：这两种对立观点也一直贯穿着整个语言研究的历史。Simone（1994）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称为：柏拉图模式（Platonic Paradigm）与亚里士多德—索绪尔模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下文简称亚索模式）。前者认为词和所表示的事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联系，词只不过是人们给现实或外部世界的事体所起的自然名称
(1)

 。如果我们想用语言表达现实的话，语言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相似，语言符号和语言行为的许多方面在本质上（intrinsically）打上了自然限制的烙印。后者认为语言形式与其所指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任意性的结果。如果语言不是任意建构的话，就不能被使用，即使承认语言中有象似性，也仅限于单词的拟音现象。

自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的影响，很多语言学家接受了他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观点，在各类著作和教材中“语言任意性”的字眼比比皆是，历历在目，流传甚广，以致被人们视作第一原则、一条公理（Axiom），甚至成了一种教条（Dogma）（Simone，1994：vi）。尽管亚、索模式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与其唱反调者也大有人在，Simone（1994）认为：西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一直在与流行的语言任意性观点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洪堡特（Humboldt，1836）和维特根斯坦前期（1922）等学者早就提出语言与现实同构的观点。但终因结构主义盛行，都被淹没在任意观的思潮之中，位居冷宫，备受冷落。到了20世纪60年代，Jacobson（1965）、Greenberg（1966a）等再提象似性，仍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登场，对传统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认为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经过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概念结构，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框架、认知方式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因此主张积极寻找和着力解释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象似关系。这样，象似性理论才开始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本章将简要论述“象似性”术语的含义、哲学基础、语言事实和实践应用，及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第一节　象似性的狭义和广义理解


 一、对“能指”与“所指”的理解

学者们对“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有不同的认识，也存在一个广义与狭义的理解问题。从狭义上来讲，就是索绪尔所做的界定：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是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指“概念”。这种音响形象是“非物质的”，“纯心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心理现象，正如索绪尔（高名凯译，1996：100—101）所说：

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

当然，索氏这样的界定主要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与自然实在无任何关系的自治体系”这一观点的，但究竟应怎样才能很好地理解这两个心理要素，对其如何加以描写，它存在的依据是什么？能有多大的解释力？这一理论出发点是否就科学，能否算理论之唯一？就是原书的编者对“音响形象”这个术语也觉得不很妥当，“看来也许过于狭隘，因为一个词除了它的声音表象以外，还有它的发音表象，发音行为的肌动形象（高名凯译，1996：101）。”杨自俭先生（1999）在为笔者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

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都看成心理现象，这是不对的。纵然语言的产生跟人的心理密切相关，但心理活动本身并不就是语言。他忘了语言是具有物质外壳和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实在物。

或许正是由于“音响形象”过于狭隘，或难于理解，因此很多学者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修订，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发现，国内外很多学者现在已经把“能指（Signifier）”不限在“音响形象”上，而指语音，甚至用来指语言的表达形式，包括书写形式，如Martin & Ringham（2000：123）在Dictionary of Semiotics
 中认为“Signifier”指“the concrete world of sound and vision”，这就与索氏的界定有了差异。“所指（Signified）”也不仅仅是指“概念”，也可用来指“所指物”、“信息”、“思想”、“功能”等。因此，“能指”和“所指”这一对术语现已常被更多地用来指“形式“和”意义”。


 二、对“象似性”的理解

在自然语言中能看到认知规律，通过研究认知可以揭示自然语言的规律，因此自然语言与认知现象是处于一种可以相互印证的状态之中，各自可从对方的迹象中反现自身。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研究“象似性”，主要强调了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促动的结果，正如Langacker（2001：261）所说：

As a primary instrument of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language is grounded in both 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语言作为思维和交际的主要工具，是基于认知和社会互动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符号是有理可据的，有动因可循的，而不是任意的。基于上述两种认识，对“象似性”就有两种理解：

（1）狭义理解，临摹现实世界中的客体，仅相当于皮尔斯所说的映象符（Image Icon）；

（2）广义理解，基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理据性”。我们倾向于这种广义的理解，如Givón（1990：967）主张把意义与形式之间有对应关系都视为“象似”。在Max Nänny & Olga Fischer于1999年主编的论文集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很多学者也持这一用法，Ivon Fónagy将象似性视作理据性（Iconicity，ie，Motivation；Motivated＝Iconic）；Hans Heinrich Meier（1999：139）也认为：Natural，i．e．Motivated，Iconic，与此相对的是：Arbitrary，Non-motivated。Müller（1999：393）将Non-arbitrarist Model等同于Iconicist Model。Tabakowska（1999：409）说：

Motivation，understood as a non-arbitrary relation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underlies the type of iconicity …（理据，被理解成形式和内容之间的非任意性关系，构成了象似性的基础。）

这句话中包括了两层意思：（1）将“理据”和“非任意性”等同视之；（2）理据性是象似性的基础。Dirven & Verspoor（1998：13）也认为：

… motivation refers to non-arbitrary links between a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s．（理据是指语言表达式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性联系。）

皮尔斯（Peirce）所用的术语icon原来指意义以某种方式相似于所指物本身形式的符号，而我们所用的iconicity已超出这一范围，不仅指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客观外界的事物（映象符），而且主要是指语言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感知和认知方式，语言形式是基于人们的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的。从Peirce（1940）和Nänny & Fischer（1999：xxii）对象似符所作的分类（参见第三节）也可见，象似符包括映象符、拟象符和隐喻，这实际上也是从广义角度来理解“象似性”的。

可见，象似性现象所指范围较为广泛，就等于我们常说的“理据性”、“非任意性”，笔者拟取这种用法。

象似性，在《论语言符号象似性》一书中暂且被定义为：语言符号在语音、语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而且为区别于索绪尔所用术语“所指”，还对其作了特别解释，包含两层含义：

（1）客观世界中的某参照物；

（2）世界结构、概念结构、经验结构。

该定义既含有上述狭义的映象性象似，也含有广义的理据性象似，并主要从三个方面——语音、语形、结构对语言中所存在的各种象似性现象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目前国外所讨论的句法象似性主要集中在距离象似性（语符距离象似于概念距离）、顺序象似性（语符单位排列顺序象似于思维顺序和文化观）、数量象似性（语符数量象似于概念数量）。笔者（1999）根据象似性原理，归纳出另外三条：标记象似性（标记性从无到有象似于认知的自然顺序及组词的一般顺序；有标记性象似于额外意义，无标记性象似于可预测的信息）、话题象似性（分句的话题象似于思维的起始点，分句的述题象似于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句式象似性（组词成句的方式象似于民族的思维定势和社会文化风俗）。

在这个定义中还有两个词语需加以说明：

（1）映照性：这里的“映照性”不是指语言符号像镜子一样如实客观地反映外界事体（映象符），而主要指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所具有的对应性理据关系。

（2）相似性：相似性是一种广义范围内的术语，指任何两个或多个事体之间所具有的相像关系。而象似性主要指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仅是相似性的一种，是相似性的下义概念。相似性包括象似性，象似性是以相似性为认知基础的。拟声象似词仅是在语音这一点上与其客观外界的自然音有某种相似性联系；象形字词仅是在符号外形这一点上与所表之物存在某种相似理据；句法上的距离象似性也仅仅是在语言符号的距离与其所表达的概念距离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等等。因此，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象似性是以某一点或数点的相似为理据基础的，这就是“象似点”。象似点选择又是以人们的认知为基础的。

Jackendoff（1985：13）于1972年指出：

Many apparently syntactic constraints follow from semantic constraints．（许多明显的句法限制是根据语义限制形成的。）

Sweetser（1990：6）强调指出：

Language is shaped by cognition．（语言是根据认知形成的。）

Dirven & Verspoor（1998：94）认为：

There is a systematic link between certain event schemas and certain sentence patterns．（在某些事件图式和某些句型之间存在系统的联系。）

石毓智（2000：2—3）认为：

句法规则是现实对象的规律在语言中的投影。……信息的组织和表示直接取决于认知视点、过程和所表达的经验世界的结构。这种原始交际长期发展的结果，所包含的现实规律在语言中固定下来就成为语法。

现实规则和语法规律之间不能够直接发生关系，需要通过人的认知这个媒介。正是因为人的认知这个中介的参与，使得现实规则和语法规律之间的对应关系复杂化了。

徐盛桓（2002）指出：

现实规则是有层次的，只有那些有普遍性、稳定、易被感知的客观规律才会影响到语言；而且，现实规律同语法规则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而是要通过人类思维这一媒介，所以，同样的现实规则在不同的语言中就可能有不同的投影，但本质上相同。对于这一点，认知语言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

象似性在语言的不同层面及其在跨语言对比时存在着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也就是“象似度”的差别。由于象似性主要是指语言形式与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仅是指语言形式直接临摹了真实世界中的客体。“象似度”这一术语正好可用来说明这一观点，正是因为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现实世界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加工之后才与语言符号发生联系的，由于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才出现了语言形式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较大差异，即使是拟声词，虽仍可隐约地体会到音义之间的拟声关系，但也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声音的复制，况且不同民族的拟声系统、拟声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又如象形文字，虽能追寻到原始造字时的象形理据，但象形文字的形态也毕竟不是图画般的临摹，即使是图画也还有很多失真之处。倘若将语言形式视为是一种对真实世界中客体的临摹，则又滑到了客观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参见第二章）。

认知语言学反复强调了认知具有体验性，现实世界、身体经验对于认知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Cognition is shaped by reality and our bodily experience（参见L & J，1999：5）．Sweetser（1990：2）指出：

Human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e the basis for the 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基础。）

这一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


 第二节　象似性与任意性争论简史

语言是用来描述事体、交流思想、传递感情、沟通人际关系、储存和处理信息的。但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方法。自古以来各路学者在围绕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语言符号是否具有象似性而展开的。本节将简要介绍两论代表人物，并拟将这两论之间的争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相持时期；（2）索绪尔时期；（3）后索绪尔时期。现将这三个阶段以及各自的代表人物列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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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一、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19世纪末）：

在这两千多年期间，基本是两种观点并存，两论大致相持阶段。

唯名论者以“按法则”（或“按习惯”）为出发点，认为人们仅仅是按照习惯、协商、规定或法则来称呼事物，用来表示事物的名称和符号，其语言形式与它们所指意义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任意性的结果。古希腊时期的赫莫根尼（Hermogenes）认为事物的名称具有任意性，人们想怎么称呼事物，事物的名称就是什么，任何名称都是正确的，不存在是否按照事物的本性给它们命名的正确性问题。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高名凯，1995：342）。在这个时期，古代印度的语言学家（最著名的代表为：Panini“波尼尼”）也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词的自然属性，拟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描写词语和事物之间关系的模式。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然属性这一因素在语言中的作用极为有限，而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任意性关系在语言中更为普遍（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168）。

而唯实论以“按本质”为出发点，认为人们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和真实知识来称呼事物，词和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联系，词只不过是人们给现实世界的事物所起的自然名称。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叫什么名称，是事物本身具有某种实际共相属性决定的。古希腊时期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480）是主张语词包含了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人的智慧的表达中，对他而言，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Ogden & Richards，1923）。克拉底鲁（Kratylos为Herakleitos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同年代人，据说是柏拉图的第一个老师）也持唯实论观点，认为名称是自然的而不是约定的，一种事物的名称是由该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语词因为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之间有某种内在的恰当性而有意义。苏格拉底也坚决认为，说任何人可以随意地给事体命名是不正确的。谈论事体或者给事体命名是一种活动，活动作用于客体，就得顺应客体的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徐友渔，1996：7）。苏格拉底在谈到名称的自然形成过程和正确性时，假设一大批原始名称——它们是产生其他各类名称的基础——是根据有声示意动作产生的，就像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姿势来摹拟事体一样，在字母和音节的组合中体现了与外物的对应，而且有对应的正确性高低问题。这就像图画是精确地或有缺陷地描画事物一样。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持唯实论的观点，认为命名不过是模仿的艺术，人们所论说的一切名称，都是用于说明事物的本性。他在《对话集》中提出人类一般语言活动起源于拟声的论点，甚至还认为：每一个字母都是模仿事体的一定的性质的。他说：

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起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呼的事物的（转引自高名凯，1995：343）。

柏拉图曾举例：希腊字母p（r）表示运动，因为发r音时，舌头需要颤动——ρετυ（流动）、poη（河流）、τρóμοs（颤动）等；希腊字母λ（l）表示软而平滑的东西，是因为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就软而平滑。柏拉图还认为：名称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Leibniz的秘书Eckhart［1711］，参见Gensini，1994：7）。

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也倾向于唯实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基础仍是拟声和语音象征。他们认为：名称是按本质自然形成的，最初的语音模仿了它们所命名的事物，并明确指出：语言的外部形式是人类本质内在普遍性的反映。

古罗马人也就唯实论和唯名论进行了论战。奥古斯汀（Augustine，354—430）持柏拉图的观点，早就提出了语言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呼的事体。他举的例子是：拉丁语mel（蜜）的柔软的声音表示它是甜蜜的东西，而拉丁语acer（铁）的声音表示它是坚硬的东西。

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270）则采取了一种折中态度，兼顾两方的观点，认为：

词的形式产生于本质，但又因约定而发生变化（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24）。

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既有象似性又有任意性。

中世纪拜占庭时期（8—9世纪）的哲学家也认为：象似符是早已存在的原始典型的一种直接体现，创造象似符的人们只是通过他们的技巧将这种原始典型变成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使人可见。他们还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就像印章会留下印记，身体要投下身影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象似性（Slobin，1985a：221）。

中世纪经院哲学内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古希腊两学派之间争论的延续。

Locke认为：一种声音和文字符号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选用任何声音或记号来标记某个概念。他（丹皮尔，1975：271）说：

词不应看做是事物的准确图画，它不过是某些观念的任意规定的符号而已，不过是凭借历史偶然性选择的符号而已，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

卢梭（Rousseau，1712—1778）也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和社会制度的“民约”一样，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孔狄亚克（Condillac，1714—1780）也主张约定俗成论，Herder（1744—1803）早在1772年《论语言的起源》
(2)

 一书中就批判了这种观点，他（1999：iii）指出：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提，而选择本身无疑已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便存在某种约定，那也只能是人与自身的心智的约定，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他还认为语言的起源与人类对自然界中发出的声响的认知密切相关，他（1999：39—40）说：

人依靠知性统治自然，而知性也正是语言之母；从物体发出的声音中，人提取出区分特征，从而构成了一种生动的语言。

于是树就叫“沙沙”，风叫做“嗖嗖”，泉水就叫“淙淙”，这样，人们就有了一部小小的词汇，等待着发音器官给它们打上印记。

他（1999：46—47）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十分严厉地批判了任意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都会发声，那些并不发声的事物，人从哪里来的本领把它们变成语声，心灵怎么才能命名它们，使其获得符号？颜色、形状与它们的命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类名称的产生与咩咩的叫声成为羊儿名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超人起源说的捍卫者们对此有现成的回答：“这是任意的！为什么绿色叫‘绿’而不叫‘蓝’？这有谁能解释，有谁能在上帝的理智中找到原因？毫无疑问，上帝喜欢这样，仅此而已！”这一来，线索就被剪断了！所有关于语言发明艺术的哲学家探索于是都成了随意杜撰的空中楼阁。……人类心灵对每一种行为都要了解它的起因，哪怕只是部分起因，所以，认为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中任意地发明了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心灵来说，不啻于肉体被死神的手抚摸所遭受的折磨。……一种根据肤浅空洞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的整个善于类推的本性相背的；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的类推原则格格不入。

可见，赫尔德对任意说批判之严厉，读者可自己体会！

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则承认语言中既有任意性，也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的原始语言是根据拟声原则而创造出来的。在某种情况下，决定以什么声音或符号表示观念，是可以发现理由的。如在古代若干民族用R这个字母表示激烈运动和流淌声，以后各个民族的语词中都可以找到许多同样的例证（徐友渔，1996：29）。

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象似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弱式象似性理论（the Weak Version of the Iconic Theory），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Leibniz。讲话者生理和物理的基础是形成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象似的条件，这种观点被称为强式象似性（the Strong Version of the Iconic Theory），主要代表人物是维科（Vico）。

洪堡特，德国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早在1836年出版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1997：72）一书中就对语言象似性作出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

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

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结构规律与自然界规律相似，实际上就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句法象似性”，他能在170年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在今天才被人们逐渐认识，确实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洪堡特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最早提出语言结构象似性的语言学家。

语言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相关。历史上许多知名学者对言语的起源问题都有论述，如：

（1）感叹说（又叫“啵啵说”the Theory of Pooh-pooh）、

（2）拟声说（又叫“咆哮说”the Theory of Bow-bow）、

（3）声象说（又叫“叮咚说”the Theory of Ding-dong）、

（4）喘息说（又叫“吆嘿嗬说”the Theory of Yo-he-ho）。

其他还有：姿势说、口势说、娱乐说、打击说等。这些理论大都涉及一个模仿外界的问题，仅是模仿的对象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说“人类言语起源于模仿”还是能为广大学者所接受的，“模仿”是形成象似符的基础，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起源于模仿，起源于象似性。

就连著名文学家对唯名论和唯实论也有不同的看法。莎士比亚（Romeo and Juliet:
 Act II，Scene 2）的两句诗常被用来说明唯名论的观点：

［1］What's in the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姓名中有什么？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鲜花，

要是换个名称，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

而Pope（Essay on Criticism）的两句诗常被用来说明唯实论的观点：

［2］'Tis not enough no harshness gives offence，

The sound must be an echo to the sense．

只是不作刺耳之声是不够的，

声音必须能成为意义的回声。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简称名实之辩）历史也很久远。不少学者将荀子视作唯名论的代表，因为他曾说过：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里仅是说“约定俗成”，而不是“任意性”，这两个术语不能视为等同（许国璋，1988）。但是，千万别忘了荀子还紧接着这两句话说了第三句话：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这第三句话的意思是：名称有本来就起得好的，直接易懂而不会使人误解，这就叫做好的名称。我们可以根据荀子《正名篇》上下文的意思，可以认为“善名”就是指那些在名与实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的名，通过对“实”的体验认知后而获得的“名”，这样，听其名而可直接知其义，名副其实，中间不需要作任何解释。这种名称在感觉上和认知上存在明显的理据性，可以被直接（径易）理解而不至于被误解（不拂）。这样的善名，可正确地反映实，符合“名实相符”的原则，就可做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可见，将荀子视为唯名论的代表有待商榷！

董仲舒则持明确的唯实论观点，他认为：名生于真。这明显地是在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易经》中所论述的：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人的认知、分类、造字是依靠自然的。

这一时期，西方关于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关系上所持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是两种观点并存，各有市场，大致相衡
(3)

 。正如Robins（1967；许德宝等译，1997：23）所说：

辩论者对这两种观点都给予适当的考虑，但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

两派相争的结果虽无定论，但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双方在争论中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驳倒对方，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词的结构和意义，以及词所表现的外形模式。这就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活力，注入了动力，从而为语言学的诞生、语言分析方法的完善打下了基础。


 二、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

集唯名论之大成者当属索绪尔，似乎两千多年的有关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到了索绪尔这里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这绝不是一个圆满的句号，到了今天，倒已成了一个大问号。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在全世界语言学界乃至其他学术界影响巨大，他的观点被许多语言学家视为“金科玉律”（Axioms，Dogmas，Truism）（见Simone，1994：VII—VIII），奉若神明。随着索绪尔地位的显赫，“任意说”也就身价上涨，唯名论暂占上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他在全书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任意性”（p．102—105，109，111，113，116，159），所用同义语有：不可论证性、自由选择、约定俗成、契约的、最少的组织性。索氏的任意说与他的另一原则“语言是一个自治系统”密切相关。他过分强调语言的内指性，忽视语言的意义要到外部去找对应物这一事实，认为语符是与概念、而不是与事体相联系，因而就不存在与客观外界事物象似的问题，难怪他要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性质。他说（高名凯译，1996：159，166）：

观念和声音的联系根本是任意的。

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

并将这条原则视为：

头等重要的；（103）

第一个原则；（102）

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103）

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184）

他还认为：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没人反对的。（103）

符号学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103）

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111）

这种任意的性质把语言同其他一切制度从根本上分开。（113）
(4)



他还指出：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03）

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学中的典范。（103）

他甚至还把语言中的拟声词排除在语言词汇之外，以确保其音义任意性具有说服力：

拟声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人们所设想的少得多。（104）

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它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模仿。（105）

有人想把感叹词看作据说是出乎自然的对现实的自发表达。但是对其中的大多数来说，我们可以否认在所指和能指之间有必然的联系。（105）

索绪尔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任意性关系，有人将之称为：二元符号模式，这种模式被后人更是发挥到几乎绝对的程度。因此在现代语言学中一直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正因为这个论点是出自现代语言学鼻祖、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之口，支配着整个语言学界达一个世纪之久。正如Taylor（1989：5）所言：“任意性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一条根本原则。”

萨丕尔（Sapir，1921：1—23）在其《语言论》一书的引论中也论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霍凯特（Hockett）在1958年出版的“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索振羽等译，1987：309）也持相同观点，并用了“几乎是完全
 任意的”字眼。（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乔姆斯基也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毫无直接关系。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都认为语言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因此他们的“任意性原则”与“自治性原则”密切相关，好似一对双胞胎。语言“自治”了，与外部世界、人类认知没有关系了，当然也就任意了。



基本与索绪尔同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分法，首先使用了Icon一词，并用Iconicity这一术语来指符号形式和所指事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自然关系。在T．Buchler于1940年编辑出版的“The Philosophy of Peirce”中，皮尔斯说：

每种语言的句法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

但终因索绪尔在语言学界的巨大影响，皮尔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国语言学界一般也普遍认为唯名论比较符合事实，语言符号任意说的观点反映在很多语言学著作、论文和教材中，这似乎已成为语言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一条不容辩驳的真理。


 三、后索绪尔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

理据观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语言学界所讨论的语言符号象似观，实际上就持唯实论的观点。语言学家们，特别是功能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通过观察、总结、归纳、研究，发现语言在语音、词形、结构上与世界特征、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必然联系，是有理可据的。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气象万千的世界，必然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符号，在各类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也必然会存在各式各样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用“任意性”来概全定论，相比之下，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更适用于语言符号，比起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显得更为全面。

美籍俄国语言学家Jacobson于1965年在《语言本质的探源》一书中强调了皮尔斯有关拟象象似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普遍现象，在当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对语言符号任意观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他认为语言中存在普遍现象，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共同认知。在书中他着重指出：语言结构在横组合关系上存在象似现象，复句中两个分句的排列顺序映照它们表达的两个事件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他举了恺撒的一句名言：

［3］vēnī，vīdī，vīcī．（I came，I saw，I conquered．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

以证明句序与时序之间的象似性。另外，他在1971年还指出：“复杂化的形态就是复杂化语义的象似符。”（参见Haiman，1985b：290）

Ullmann（1962）按构词特点将语言分为“理据型”和“非理据型”，认为“世界上的语言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据性”。

法国法兰西学院的Claude Hagege也认为：

语言的创制并不总是完全无意识的，语言的词汇、语音和句法都印有人对语言自发参与（voluntary human interventions）的明显烙印，因为人们不断探索着适合交际需要的最佳方式。（转引自李秀琴，1992：36）

法国医生，心理分析学家Lacan（拉康，1901—1981）也曾指出：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相似。（转引自伍铁平，1974：5）

Brown & Levinson在1978年指出：

礼貌会话中的语符长度的增加，象似于社会距离的增加（参见Haiman，1985b：290）。

Haiman于1985年出版了两本书：《自然句法》（1987年第二版）和《句法象似性》，系统地对语言句法中所存在的象似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当代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
(5)

 。他进一步论述了皮尔斯的观点，同意将象似符分为两类：映象符（Imagic Icons）和拟象符（Diagrammatic Icons）。语言中的映象符包括听觉上拟声象似的拟声词，和视觉上形象象似的字/词形。拟象象似的特征在语言中主要表现在句法象似性（Syntactic Icon）上。Haiman又将其分为两种：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


成分象似
 （Isomorphism）：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起来双向唯一对应关系（Bi-unique Correspondence）。句法成分与现实或概念结构的成分之间一一对应。


关系象似
 （Motivation）：句法构造在某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结构，句法成分之间与经验结构成分之间存在关系对应性。

（一）成分象似

成分象似强调的是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两层面的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象似，一形对一义的现象。洪堡特将之称为“最佳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timality）”，Vendryes将之称为“单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vocability）”，Ogden & Richards将之称为“单一原则（the Canon of Singularity）”，Haiman有时也将之称为“一形一义原则（‘One Meaning，One Form’Principle）”。既然是一形对一义，则不同形式必然就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也就须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语言中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和同义结构。每一语言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因此成分象似具有语言普遍性，但成分象似在各语言中有不同的情况。

Bolinger也认为：不同的表层结构对应于不同的深层结构。他（1977）的研究肯定了一条古老的原则：语言的自然状态是为一个意义保存一种形式，为一种形式保存一个意义。不同的措辞或句法构造（即便表达同一个概念功能）不会同义（Different wordings always correlate with semantic differences.）。

Katz和Postal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Katz-Postsal假设（Katz-Postal Hypothesis），认为：转换不会改变意义。他们的这一假设已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批判，目前这个假设已基本不为人们所接受（Haiman，1980b：517）。以“一形对多义”和“多形对一义”的现象来反驳“一形对一义”也是站不住脚的。造成“一形对多义”和“多形对一义”的现象也是有理可据的：

（1）绝对的同义词是不存在的（cf：Bloomfield，1933：145）。在一组同义词中，各个词表示的意义总是有差别的。Louw & Nida（1989：xvi）把“没有同义词”作为第一条语义分析的原则。

（2）一形多义可能是音变的结果，原先有差别的形式后来随着音变而出现了同形现象。

（3）一形多义实际上也是象似动因的结果。相同的结构表达几个意义的现象，象似于这些意义之间的同质性。

一词多义现象在很多语言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既有经济动因，也有象似动因。人类为了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无限的意义，必然会使用经济原则，一词（音）多义也就在所难免。但在一个单词所表达的多种意义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一般的“词汇学”著作中都论述了词义变化的两种途径：辐射（Radiation）和连锁（Concatenation），词义变化也是取其在概念上相关而竞用同一语言形式的。

（二）关系象似

关系象似强调的是在语符间的关系和意义结构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象似现象，语言结构在某一方面可以直接反映现实或概念结构。关系象似主要研究在认知符号组合时的推理过程。当前国内外所研究的关系（句法）象似性原则主要有六条，所有这些原则在各语言中的表现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关系象似不具有语言普遍性。语言学家还认为：可依据关系象似来建立一种语言类型学。



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已召开过三次讨论“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

（1）第一次是1983年6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句法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后由John Haiman于1985年主编出版了《句法象似性》一书。

（2）第二次是1992年10月在意大利的罗马大学召开“语言中的象似性”的专题研讨会，后由Raffaele Simone于1994年主编出版了与研讨会同名的专题文集。

（3）第三次是1997年3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语言与文学中的象似性”专题讨论会，后由Max Nänny和Olga Fischer于1999年主编出版了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书，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第一次联手对象似性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

这三本著作收集了几十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论文，他们分别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角度详尽地对语言中所存在的大量的象似性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将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期。正如Wierzbicka（1988：491）所说：

象似性理论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这些研究再次为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论述的“语言与现实”两者之间通过认知架上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我国除了大部分语言学论著和教材持任意说观点之外，许多语言学家对象似性也有较为详尽的论述。陆国强（1983）、汪榕培（1983）、张韵裴（1986）都对英语构词理据做出了分析，证明英语单词在形成过程中确实并非纯属任意所为。戴浩一（James H-Y．Tai，1989；叶蜚声译，1991：31）在《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一文中指出：

语法象征着人类在身体构造和动作的约束下所体验和感知的现实……语言共性就是人类的感知机制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

他还提倡建立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的功能语法。这就明确地说出了语言构词造句的规则与现实和认知之间存在象似性。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早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三期上发表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的论文，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出了尖锐的批评：

语言既是理性的行为，任意性到底存在哪里？

许老在文中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对任意性的否定性论证，指出了语言符号与其所指意义之间存在Iconicity，并首次在国内将之译为“象似性”。沈家煊（1993）发表了《句法的象似性问题》论文，对国外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杜文礼（1996）论述了英语在词汇和句法层次上存在的象似性问题，并指出语言的象似性现象在语言变化、语篇、修辞等方面也有所体现。他还断言：随着语言学及边缘学科如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象似性将得到发现和研究。严辰松（1997）综合论述了Haiman和其他学者关于象似性的研究。胡壮麟（1996）既介绍了Givón有关象似性的观点，也论述了自己对象似性所持有的肯定性看法：

象似性的总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但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历时变化的调节。

张敏（1998）也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句法的象似性现象。杨信彰（1994）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使索绪尔陷入困境之所在。季国清（1998）认为：

“索绪尔任意性”把能指的作用降为零制造了语言纯粹透明的神话，这实实在在地遮蔽了语言的本质……

徐通锵（1996：332）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现实的特征都会在语言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总的情况是，它在直接编码型语言中会得到直接的反映，因而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致；而在间接编码型的语言则是间接的或屈折的反映，表现为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的不一致。间接编码型语言都有形态变化，借此以体现与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语言范畴。



上述所列国内外学者对唯实论与唯名论，或象似说与任意说的争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象似性关系，两者之间的结合确实是可以论证的，形式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正如Haiman在1985年出版的《自然句法》一书的导言中（1985a：3）指出的那样：

The goal of this book is to challenge the monopoly of arbitrariness．（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任意说的专治垄断进行挑战。）

Simone（1994：VIII—IX）认为：

柏拉图模式，即象似性理论或许将会占统治地位（conquer）……这场“对任意性的斗争”不仅仅激起了对语言特性的反思，而且也导致了对语言学未来研究方向的反思。

Lyons（1991：94）则进一步认为：

一般的“自然语言”，其各个结构层次上的象似性要比语言学传统的名言警句所告诉我们的大得多。

胡壮麟（1998）认为：

语言的任意性在语言学界在较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今天，人们更多地强调语言的非任意性。

这些论述都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语言符号任意说再也不是一统天下了，语言符号象似说已引起国内外许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现将认知语言学家对皮尔斯的符号分类论述，以及Nänny & Fischer（1999：xxii）对象似符的分类列述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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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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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第三节　任意性与象似性的哲学基础

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乔氏语言理论和认知语言学这三大语言学派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不同，就持有不同的意义观，因而对语言符号是否具有象似性必然就会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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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我们不难看出，任意性与象似性也是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任意性：象似性＝二元论/自治论：体验论

倘若身体与心智相分离，感知（Perception）与概念（Conception）相脱节，这样推理、语言、句法就具有自治性，都与身体经验无关，独立于感知能力和身体运动，就割裂了语言与身体经验、客观外界的联系，势必要得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Disembodiment）的结论，语言形式与由体验和认知所产生出的意义也就相互独立
(6)

 。意义一旦与体验无关，成了游离于身体之外的东西，就可不受其约束，任意说也就在所难免。

体验哲学批判了笛卡儿和乔氏的“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二元论，认为心智和推理具有体验性，范畴主要也是通过体验建立起来的，概念也是通过体验获得意义的，它们不是纯心智的，也不是一种独立于身体的先天能力，但也不是纯客观的，“主体—客体”二分法不能成立（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点）。非体验性实在论（Disembodied Realism，又叫：External Realism）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制造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两者一旦分离，对于客观现实的了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通过物体本身来理解，要么通过人们共有的意识结构来理解，心智的体验观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人类通过身体、大脑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来与世界相连，我们整天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何以能与其分离，使得认知、心智、概念、知识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的体验和想象力，而绝不可能是什么“超验”。

意义与人类的感知经验、生理构造、认知方式等密切相关，用形式主义方法、客观主义理论都解决不了。Simone（1994：ix）指出：

语言自治，独立于外部世界看来是不能再被接受了……应解释外部世界是如何输入到（import into）语言中的。


 二、任意性：象似性＝纯内指论：体验内指论

索氏和乔氏都从语言内部进行分析。索氏注重从语言内部进行结构分析，强调语言的内指性、结构的系统性，认为离开语言的外部要素是能够认识和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对符号的意义也仅从内部关系中加以界定，忽视从语言外部来分析意义，对意义持结构内指论的观点。

在很多哲学家的理论中，如洪堡特、卡西勒（Cassirer）等，语言是外部世界与思维主体之间的中介，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论述切断了其与世界和主体的联系，从而使语言变成单独存在的符号系统（参见丁尔苏，2000：31），这样就把物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彻底排除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割断了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不考虑认知主体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得结构主义的内部分析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胎里疾”（参见第八章第三节第二点）。

乔氏继承了笛卡儿的二元论，认为语言是天赋的、自治的、具有生成性，强调心智上的内指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义内在论的观点。可见，在索氏结构内指论和乔氏心智内指论的基础上，他们势必要得出任意说。

将语言与客观世界割断，仅从内部研究语言只能算是语言研究方法之一种，但这种方法就给语言的来源问题带来了很多疑问。语言如果离开现实生活，从外部因素中“剥离”出来，又何以能形成人类今天这样的语言？用这种“剥离”出的语言来表达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时，两者如何能找到合适的“接口”？这种观点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似乎未能一致起来。仅在语言内部寻求种种解释，用纵聚合、横组合关系来解释语义，这对于我们了解语言的语义结构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同时也留下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使得该理论失去了很多说服力。这种纯内指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很多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意义仅来源于语言结构内部和人类心智内部难道是唯一解释？仅在内部研究是否算得上是完整的、可靠的理论
(7)

 ？概念/意义究竟来自哪里？脱离了客观现实和人类的认知，何来的概念，又怎样产生意义？这显然带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仅从学术角度讲）。因此从体验哲学的观点看，纯内指论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理论。

皮尔斯则认为：外部世界是符号意义的主要来源，符号是在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互动作用下产生的，其意义是与客观外界和认知主体密切相关的。体验哲学基本接受了皮尔斯的观点。


 三、任意性：象似性＝非隐喻性：隐喻性

传统的分析哲学、经验论都否定隐喻的认知作用，这也与当代认知科学、隐喻认知理论背道而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在语言中占很高的比例，遍及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已习以为常，不被人们所觉察（参见第十二、十三章），而所有隐喻都是有动因的，例如attraction、electricity、magnetism等词能用在“love”隐喻中绝不是任意的，它们起因于“物理力”这个始源域中词的意义和一般概念隐喻“Love Is a Physical Force”。

我们可以假设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一个隐喻概念系统，这个系统是直接基于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身体经验形成的，如：空间方位、身体部位、各类关系（物体的、人际的、社会的）、动作顺序等。语言表达，包括词汇、语法、语篇等，其形式对应于隐喻概念系统的方式时，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就自然会有一系列的理据性对应关系。相反，如果语言形式不能或没有与隐喻概念系统对应，则其与所指意义之间就可能丧失理据性，或理据性减弱。例如：在语言中疑问句用升调，就是基于这样的经验之上的：我们是站立在土地之上的，只有脚踏实地才感到稳妥，才有一种肯定感。而相对于直立向上的状态来说，并不是十分稳当的，因而就产生了一种疑惑感。在语言中就表现为用向上的声调表示疑问，向下的降调表示肯定。人们会问，英语中的特殊疑问句不是也用降调吗？其实特殊疑问句中还是传递了不少已知和肯定的信息，仅仅问的是其中某一部分的未知内容（L & J，1980：138），例如：“Who did John see yesterday？”这个句子预设了“John saw someone yesterday．”这样的肯定性信息。

Hester（1967：215）曾说过，如果仔细研究每一个词的词源，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隐喻的影子。语言中绝大部分词是多义的，其中心意义有可能（？）是任意的，而非中心意义则是有动因的，主要通过隐喻延伸而来，但不一定都能被预测出来。Taylor（1989）提出“语义链”理论，论及了词义延伸的主要理据是隐喻和转喻。单义的单词是个别的，而多义词是普遍存在的，在多义词的多义结构中，普遍运用了隐喻机制。

很多哲学家认为隐喻是人们形成思维和语言的基础，皮尔斯把隐喻视为一种象似符，而且语言中的隐喻说得保守一点，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考虑，语言中的象似性不就多于任意性了吗，任意性也就顺理成章地不能成为语言的“头条原则”，不能“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



任意说的三种哲学基础都是体验哲学所批判的靶子。L & J（1999）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就是针对西方的分析哲学、经验论、唯理论、笛卡儿和乔姆斯基的混合哲学提出的新理论，彻底批判了那种脱离现实和体验的“内指论”观点，坚决反对仅局限于在结构内部和心智内部来研究意义，极力摒弃用脱离身体经验、形式主义的方法研究心智，而坚决认为人类的认知不仅仅是内在于头脑之中，而且是来源于身体经验，人类语言主要不是先天的机制，而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认知基础之上形成的，经验和认知又是不能脱离经验者的身体特征，必然要受到生理机制和神经系统的制约。因此，意义只能是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身与世界互动的结果，所以认知语言学在解释意义时提出了两个口号（参见第八章第三节第二点）：

Meanings are in the head．

Meanings are on the embodied basis．

体验和认知产生了概念结构和语义系统，语言形式与其对应，并映照于人们的体验结构，与客观世界密切相关。因此意义只能是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
(8)

 ，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意义与形式不可分离，两者间具有许多必然关系。所以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象似性也就顺理成章，那种二元论、自治论、纯内指论、非隐喻观在体验哲学的批判下已显得苍白无力，那么基于这一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任意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占统治地位的依据。


 第四节　单层面与多层面

正如前文所述，索绪尔仅从语言符号内部进行研究，将其视为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是能指（声音形象）与所指（概念）的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且他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词平面，而且仅是就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关系得出的结论，后来不少学者将其表述为音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这在结构主义理论中是可以说得通的。又由于语言是先有语音后有文字，语音是第一性的，因此将音义任意性说成是语言的基本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语言，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知道，大部分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是基于“声音模仿”的，这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假设。“象声”是一种最古老、最自然、最基本的命名方式，从中可以了解人类语言中所蕴藏的许多奥秘。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对音义关系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人类初民用某特定的声音来表示某特定的意义是基于祖先的生活，来自于对自然声音的模仿。

当代象似性理论是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基于对语言各层面研究之上的，从词语的发音、书写平面发展到句法、篇章、语用，语言内部关系、语言外部关系等平面综合得出的结论：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存在的象似性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在音义之间也存在不少象似性现象，如柏拉图、奥古斯汀早就注意到音义间的理据性关系（参见下文有关内容），英语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关系，除拟声词外、语音象征现象也不在少数。另外，很多学者已注意到“升调表示疑问，降调表示肯定”，吵架、愤怒、报警等时的语音语调与谈恋爱、拉家常时也有区别，认知语言学家都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解释。Haiman（2001年7月28日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指出：几乎所有的音变都或多或少地归因于Zipf的“最小努力原则”，这一现象还是美国描写主义学派的领头人Bloomfield发现的。因此，Rhodes & Lawler（罗德斯和劳勒，1981）得出结论说：“近来的研究表明能指的语音理据比传统所认为的要广泛得多。”

就词平面而言，索氏也仅就语言里的基本符号或根词而言，还不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因为它们是相对可论证的（索振羽，1994），而英语中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占相当大的比例。Householder（1946）指出：英语中只有9％的词汇才是完全任意的。倘若如此，索氏所说的“词汇和任意性同义”（高名凯译，1996：184）又要大打折扣，更不用说汉字了。

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语言时不可不考虑我们自己语言的特点。汉字在音义、形义之间存在大量的象似性现象。我国很多训诂学家历来倡导“声训”、“因声求义”的研究方法。声训（又叫音训）指通过语音分析来解释词义的一种训诂方法，从音同或音近的关系来推求事物名称的由来，以及指明文字通假的方法，例如：

《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说文解字》中也常用这样方法来训释词义，如：“天，颠也，至高无上。”“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

刘熙在《释名》这部书中大量运用了声训的方法来解释词义，如：“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天，显也。”

“正”的音既定之后，从事“政”的人，必须是“正”的，因此“正”、“政”同音，合情合理。“人”的语音既定之后，那个人与人相爱的“仁”，也就用同样的声音去表示它，这种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来表示相同或相近意义的方法，正体现出了我们祖先的智慧。通过这种方法，以语音形式（音同或音近）为先决条件来揭示词源，推索词的命名意义，是基本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的；用相近似的声音去表示相近似的意义，也是符合经济性原则的。宋末元初的戴侗、明末的方以智进一步运用声训的方法解释词义，到了清代，黄生、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将这一观点发展到高潮。自段玉裁建上古音系统（《六书音韵表》）后，用古音寻求古义有了可靠依据。章太炎在《文始》中提出了摹声说理论，刘师培发表了《字义起于字音说》，另外黄承吉、沈兼士、杨树达等大师对此都有论述。清代学者总结出：“声同义同、声近义近、声转义同”的“声训”规律，被视为传统训诂学的一次革命。可见音义之间固然存在很多任意性现象，但仔细想来，认真收集，也存在很多理据性现象，尚有不少问题有待探索。

汉字是象形和表意文字，形义理据是其显著特点。汉语历来有“书画同源”一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常被视为是早期汉字的构形原则，每个汉字背后就是一幅图画！其间的象似性显而易见，显然索绪尔当初并没有考虑到汉语这种现象。汉字源于象形，古代汉字与所表物之间的象似性程度远远要高于当代汉字，因为汉字经历了不断简化的过程，但稍加注意，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如：汉字中以人体为基础所形成的汉字，例如：人（仁）、大、天、夫（父）、元、夭（bent arm）、从，等，它们不仅在形状上与其所表之物和概念存在一定的象形理据，而且还将其发音转到与其相关意义的字上，如：“仁”字读作“人”字，“父”字读作“夫”字，等，其间也有语音上的理据。

汉语语言文字具有图像性，可以传达字形信息（赵彦春，1999）。徐通锵（1998）认为：汉语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汉字采用了这种方式，是适应汉语结构特点的最佳书写方式；汉语复合词的编码格局是单字编码格局的延续和发展，忠实地恪守汉语的“比类取象”的象似性编码方式。可见，索氏的任意性即使在词平面也还有很多限制，又何以能扩及整个语言系统。

再说句法，语言在这个层面上存在较多的象似性现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已总结出六条原则。

因此，我们不能只从分析某一个层面的某部分得出的结论就将其任意扩大至语言其他一切平面，音响形象与概念不能代表词平面，音义关系不能代表语言的各个层面，倘若这样，似乎给人有以偏概全的感觉，这与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笔者对象似性所作的定义则强调了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


 第五节　描写性与解释性

仅从内部来描写语言，当然仅是许多方法之一种。在20世纪初，索氏为了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实现了语言研究系统论的转向，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潮流，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功不可没，为现代语言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随着结构主义的盛行，任意说逐步取得统治性地位，且从语音所举的例子来看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他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也没能在这一方面加以更多的解释。人类在20世纪的各个领域中可谓理论辈出，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观点进行重新认识，继承其合理部分，发展其可发展观点，也可修正不足之处，这样语言学研究才能不断发展。纵观各大语言学派，不就是沿着这样的过程走过来的吗？

在王全智（1998）论文前的编者按中指出：

作为20世纪科学范式的语言学面对21世纪不无愧色。在许多学科都已走出了结构主义阴影的时代，语言学刚刚大梦初醒。

季国清先生（1998）指出：

走出索绪尔的阴影是语言研究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索绪尔把语言抽去时间性的大手术给语言留下了僵死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语言学研究已为从“语言描写”转向“语言解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使得当代语言研究进入了“认知时代”，而且人们一般都认为解释比描写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困难。因此结构主义重在描写，这种描写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功绩，但对于语言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对许多语言现象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描写，而应重在对其解释，说明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姆斯基的理论构成了一场语言学界的革命。而且今天的认知语言学又形成了一场对乔氏革命的革命。因此，认知语言学比结构主义语言学，象似性辩证观比任意性支配说更有解释力。

我们认为：不能仅是被动地接受任意说，而更应积极地致力于去解释“任意性”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不禁要问：语言中为什么会形成这些任意性现象？结构主义学者仅在语音平面举些跨语言的例子作比较，然后以此界定了语言的性质，从音义平面扩展到整个语言平面，任意性“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这显然仅是在描写主义框架中的运作，而没有深入解释这些任意性的成因，或者说，根本就没打谱对此作出论述。当今认知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就比结构学派（含描写学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此作出了精彩论述。

Haiman于1985年出版了Natural Syntax
 一书，其副标题为“Iconicity and Erosion”。他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任意性是慢慢潜行进入（creep into）语言的。原本象似性极高的语言不断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经济性、概括性、关联性、丰富性、灵活性、易操作性、语音借用等。他将这些因素称为象似性的扭曲素（Distortion）（1985a：11）和腐蚀剂（Erosion）（1985a：157），使得原本象似性极高的语言不断受到“扭曲”和“腐蚀”，有些象似性现象被任意性所掩盖，有些被减弱，甚至有些会消失，这也是Haiman提出要全面解释任意性成因的根据。这一理论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还于1999年出版了Talk Is Cheap
 ，书中论述了Ritualization问题，以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任意性形成的部分原因。三次关于象似性的国际研讨会的目的也在于此，参见本章第二节524页。

Slobin（1980，1981，1982，1985）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句法上的顺序象似性要高于成年人，并对此作出了一定的解释。这还很不够，却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课题：英国儿童后来是如何学会其他语序表达方法？其间的变化过程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论证。为什么汉语仍旧主要以时序为基础来构成语序，与英语的词序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汉语在20世纪前为什么没有产生违反自然时序的表达方法？始于象形文字的拼音文字是如何失去部分理据性的，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保留了哪些象似性特征？扭曲素是如何在各个层面腐蚀语言象似性的？英语和汉语在象似性与任意性上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民族语言的象似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它们背后的认知机制是什么？这些对于我们的语言教学又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作出系统的和全面的解释。

我国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王宁先生（1994：46—51，40）对汉语中造形与用字之间的矛盾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从汉字原始的造字原则来说，形义是统一的，但由于表意文字无法适应语言逐渐丰富和书面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因而在造形与用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

形体对于它所记录的词义，只能是大致地、象征性地反映，不可能如绘画、摄影般地细腻精确。由于书写、记录的需要，字形总是向着整齐化、简略化的方向发展。

因此，笔画越整齐、简单，象征性也就越强，字形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象似性关系也就会减弱，任意性也就在所难免。

他们指出：在研究古代文献的词义时，从形义矛盾的情况中追溯其线索，认识其演变规律，把声音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仍可以探求到形义统一的原始状态。他们还进一步论述了出现形义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音借用字，如“康”原为“穅”的重文，后被借作“康健”、“康庄”之“康”，后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在形义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因此，在解释这种形义矛盾性时必须沿着声音线索找到本字，才能窥见形义结合的原始状态，从而对词义的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对形义矛盾作出的这种合理解释，有利于我们认识语言丧失理据性的原因。

因此，我们不仅要阐述象似性现象，也要解释任意性的成因，对这两者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


 第六节　理论性与实践性

我们知道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对理论的评价还应包含其应用价值。那么语言符号任意说究竟能对语言教学、实用性研究带来什么指导意义呢？结构主义语言学好像并没有对其作出详细论述，机械的句型替换训练绝不是语言学习的好方法。我们在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交流中也有同感，既然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在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就没什么理据可言，也就不需要作出什么解释，这对语言教学似乎也就没什么意义可言，束之高阁的理论总会令人有隔靴抓痒的感觉。

象似性研究的发展不仅对语言理论作出了新的重要补充，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为语言符号理据观和目的性提供了更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实例资料，使我们认识到传统“任意说”之不足，从而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待研究的课题，而且，其对于语言运用和教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本节主要论述象似性在语言教学、英汉对比、文体分析、语用分析中的应用。


 一、语言教学

强调任意性就会对许多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性、规律性、理据性失去作充分解释的理论基础，而象似性理论则可帮助我们解释许多先前无法解释的现象。Taylor（1993）认为：任意说和象似说的分歧反映在语言教学中，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教学方法：前者成了形式本体观教学法（the Form-based Approach）的基础，后者成了语义本体观教学法（the Semantics-based Approach）的基础。受任意说的影响，在教学中只注重对形式的学习，重在句型操练，强调简单刺激反应，而不去帮助学生充分理解语言形式、所表意义、客观外界、认知方式之间的对应性的理据规律，即使对某些现象作出了解释，也是十分肤浅的，还有一些解释不了的现象，或根本就不加解释，通通纳入到“惯用法”之中，难免就会要求我们的学生“死记硬背”，忽视语义理解，这对教学显然没有什么好处，也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给学生留下不少遗憾，这已在很多应用语言学著作和教学法教材中作出了评述。

象似说认为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存在种种对应相似的理据性现象，人类是基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之上，经过认知加工才形成了人类的语言（认知学者也承认天赋因素会起一小部分作用），若能把外界的关系、人类的经验结构和认知方式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描述清楚，便可大大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对从根本上提高语言能力和运用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显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大大提高语言教学的投入与产出比。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们在对语言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记忆效果会更好，特别对于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都有相同的体会。这里的理解当然也包括对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理解，因此，任意说理论在这一点上就谈不上有什么指导意义。

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付诸于教学实践，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断研究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关系，对传统上被划归为惯用法的语言现象不断进行认真思考，进一步对其作出详细的语义分析和认知解释，以飨莘莘学子。例如，这二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强调词素分析、构词理据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坚定地认为：词素分析对于英语教学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二、英汉对比

笔者运用象似性理论进行了英汉对比研究的尝试，着重比较了英汉两语言在构词、语序、话题、句式等方面的象似性异同情况，并用大量例子来说明英汉两语言的不同层面在象似性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象似于两个民族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差异。用象似性理论进行英汉对比，可望为英汉对比带来新的启示，可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英汉对比研究，详见笔者相关论著（1998a，1999b/c，2000c）。

以象似性为理论框架进行英汉对比，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但愿能给英汉对比带来一点新的生机，并期望能引起更多学者更大的关注和兴趣，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深入的语言象似性对比研究，使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文体分析

文体学与修辞手段和技巧、表达风格和效果、语篇形式特征、语言体裁、语域变体、读者对语篇的反应等密切相关。为达到某种特定的文体效果，语言使用者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象似性原则作为修辞技巧使用于各类语篇中，他们可运用或违反象似性原则来实现各种文体效果，同时，象似性原则亦可反映文体特征。笔者（1999a，2000b）论述了象似性几条主要原则（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距离象似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点有益的尝试，并将种种修辞格与象似性原则的关系列表作了小结：

[image: ]


图　14.5

四条象似性原则可包含绝大部分的修辞格及其他文体特征，因此，用象似性理论来论述修辞格和文体特征是值得尝试的。


 四、语用分析

我们在分析Simone对拟象性话语分类的基础上，对象似性原则进行了语用分析，结果发现：象似性原则与许多语用学家提出的语用原则之间存在很多相通之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详见第十五章）。


 第七节　象似性辩证观与任意性支配观

我们接受象似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任意性，我们所否定的是索氏“任意支配观”，因为他过于强调语言任意性，将其视为“头等重要的”“第一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基础”。我们承认在音义层面上存在大量的任意现象，但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其任意扩至语言任何层面，捧到支配性、头等性、整体性的位置，这是不合适的。其实索氏也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高名凯译本，1996：181）”。

维特根斯坦早期曾提出语言图像说，到后期又提出了“游戏论”、“用法论”理论，虽对前期图像说进行了批判，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它，这仍是语言多种情况中的一种（李步楼译，1996：2—5）。王晓升（1999：55）指出：“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彻底否定其前期哲学，而是承认它在一定的范围和意义上是有效的。”这就是说语言中既存在象似性，也存在任意性，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象似性现象。索绪尔本人也意识到了“语言可能是相对可以论证的”，但对之论述非常不足，因此象似说对其也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语言是一维的，而客观世界是立体的、多维的，思维和概念是复杂的，而用一维的线性符号来表达多维的立体世界和复杂的概念，难免会失真。人们把客观世界和经验反映到概念中，再将其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象似性必然会受到很多扭曲因素的影响，确实使其失去了许多象似现象，使得人类的语言形式不可能完全象似于所指意义。同时，还有很多象似现象被掩埋在线性表达符号中而难以被觉察。但Givón（1994：68）仍认为：尽管有这些腐蚀，但语言符号中仍存在压倒多数（overwhelming）的象似性现象。L & J（1987：538）认为：

Motivation is therefore a global property of both a conceptual system and a grammar that makes use of it．（因此，理据是概念系统以及在其上所形成的语法的普遍特征。）

Wierzbicka（1988）甚至认为：

语言中的象似性原则可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某些任意性仅是解释上的残存现象，仅仅暴露出语言学家们研究的不足之处，还没有能力提出合适的语义解释。

因此，我们持“象似性辩证观”，这包含以下几个含义：

（1）从共时角度看，语言中既有象似性又有任意性，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任意性与象似性这一对概念，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在一种语言之中，它们具有对立性、互补性、递变性、模糊性等特征
(9)

 。象似性与任意性相互补充，有机结合，共存于语言之中。因此，处于两极的语言没有，只能是处于两极之间。随着语言研究不断深入，从多视角、多平面角度看，将“语言符号任意性视为第一原则”是有失偏颇的。当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中的象似性多于任意性，如L & J（1999：464）所说：

There does exist some arbitrariness．But given that，what we mostly find is not full arbitrariness，but motivation．There is more motivation in a language than arbitrariness．（确实也存在一些任意性，但即便如此，我们所发现的大部分情况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语言中的理据性多于任意性。）

全盘否定象似性或任意性都是片面的，但绝对象似论也是错误的，它抹杀了人类认知的差异性，忽视了句法的灵活性，否认了语义流的多变性，从而也就否定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性，滑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歧途。

（2）从历时角度看，语言的这一对特征一直是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某一平面的某一现象可能在某段历史时期呈现出象似性现象，在另一历史时期又可能呈现出任意性现象。语言会在很多地方偏离客观世界和人们的经验结构，因此，同一语言的象似性程度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例如汉语近代出现的倒装句现象）。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如Anttila（1972）、Andersen（1980）、Haiman（1985a，b）等人的研究认为，可通过还原的办法来恢复（restore）被“扭曲和腐蚀”了的原有象似性面貌。

（3）从事体的多特征角度看，一个事体一般都会有很多特征，人类只能择其一个或几个重要特征来概括表达成语言形式，该形式就不可能完整地反映所表达对象的全部特征。反映与某一特征具有象似性的语言形式，就可能会与其他特征不相符合，甚至矛盾，因此，换个角度来说，任意性也就在所难免。

（4）从语言的不同层面看，有不同程度的象似性。语言在音义层面存在较多的任意性，而在其他层面上具有很多的象似性，特别是在句法层面。

（5）从跨语言比较来看，不同语言之间的象似性情况不尽相同。高云莉、方琰（2001）认为：一般研究者通过实例指出，汉语的象似性高于英语。有的语言在某个层面上的象似性比其他层面要高。戴浩一（1985）指出：汉语语法参照概念领域的原则，多于参照在句法和形态范畴上起作用的语法规则。

（6）从同一语言的不同区域来看，象似性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李世中在1987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汉语声调具有象征意义，其分配很可能受到原始直觉的影响：“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列子·天瑞》），如表示“飘、扬、漂、浮、习、翱、翔、翩、悠、升”等义的字词用平声；表示“降、坠、堕、破、碎、废、溃”等义的字词用去声；表示“绝、裂、折”等义的字词用入声。同时他还列举了同音字随着意义的加重，字音由平声变为去声，充分体现出了声调对词义的象征性，例如：难，作困难时是第二声，而作“苦难、灾难”解时则要读作第四声；当要加强“说”的目的性，使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时，就要读作第四声shuì；当“哄”读作第一声时，仅指客观描写情状，如：哄堂大笑、乱哄哄，但要说故意吵闹、强调目的性、如“起哄”时，就要读作第四声hòng了。但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同的方言区中会有较大的差异，也能找到不少反例，但有差异和反例并不能完全否定声调具有象征性这一现象。

思考题：

1．象似性的哲学基础、生理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是什么？

2．简述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简史。

3．举例说明象似性与任意性的辩证关系。

4．分别以英汉例句说明语言中的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原则。

5．选定某一任意现象，试分析其成因。

6．试解释下列表达方式具有什么样的象似性：

（1）That's a looooong story．

（2）Japanese ie
 “house”，ieie
 “houses”

（3）[image: ]


（4）He was very ill and was sent to hospital．

（5）[image: ]


（6）[image: ]


（7）[image: ]


（8）Department store ad：We have rails and raids and rails of famous fashion．



————————————————————


(1)
  唯实论所认为的词与所指事体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将其说成“根本的联系”就有局限性了。另，唯实论认为：事体的共相是实在的，有离开个别事体而存在的共相，共相先于个别事体而存在，这种理论把普遍概念加以绝对化，使其成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并将其视为第一性的东西，是明显的唯心主义论点。


(2)
  为柏林皇家科学院1770年获奖论文，并由科学院指定出版。


(3)
  亦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任意说”占有一定的优势。


(4)
  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种制度，一种纯粹的制度。


(5)
  笔者于1999年访问新西兰Otago University，在与世界著名认知派语言学家John Taylor教授交谈中，John Taylor教授将John Haiman尊称为Iconicity Man。


(6)
  索绪尔强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紧密结合的，不可分离的，但这里所说的是“语言形式”（语言的语音、形式、结构）和“所指意义”（包括：客观外界、世界结构、经验结构、概念框架、经验结构、语义系统）。


(7)
  Haiman于2001年7月28日在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指出：结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例如许多语法规则只需在语言结构之内，而不需要参照外部世界来描述。但结构主义绝不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理论，外部世界可对语言产生种种影响（象似性仅是其中的一种情况），这一现象亦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8)
  认知语言学家虽也持语义内在论的观点，但强调的是体验性内在论，与索氏所主张的结构内指观和乔氏所主张的先天性与自治性的心智内在论存在根本差异。


(9)
  笔者觉得索绪尔的下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倒是揭示出了象似性和任意性之间的正确关系：“在一种语言内部，整个演化运动的标志可能就是不断地由论证性过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过渡到论证性，这种往返变化的结果往往会使这两类符号的比例发生很大的变动（高名凯，1996：185）。”我们可以说：语言中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变化一直伴随着语言发展的全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递变度”的现象。


第十五章

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

象似性理论目前虽主要是语义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内的论题，但也可置于语用学范畴内进行研究。Simone于1994年提出了“拟象性话语”这一术语，阐述了话语与现实、意义和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将象似性理论与语用学结合起来研究。可见象似性原则具有较强的语用性，与许多语用学家，诸如Grice、Horn、Levinson、Sperber & Wilson等提出的语用原则存在共通之处。本章将介绍拟象性话语，论述象似性原则与语用原则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拟象性话语

象似性主要论述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的理据性关系，说到所指，必然要涉及语境问题。而且意义又是与功能、意向、话语用义（或叫话语的交际意义）紧密相关的，这就必然要涉及到语符的使用者，因此，象似性理论不仅属于语义学，而且还当属于语用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象似性理论来解释语言运用情况，特别是1997年在苏黎世大学召开的第三次象似性国际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将其运用于广告、商标、诗歌、话语分析、文学作品等研究之中，这些论述大大证明了象似性的广泛性和实用性。

从语言形式到字面意义是一个层次或过程，再从字面意义到交际意义（交际意图、交际功能）又是一个层次或过程。从直觉上说，前一个过程中的象似性程度可能要高于后一个过程，但从另一个方向来说，交际功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往往倾向于用特定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其间必然会存在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因此象似性研究也应当是语用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语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Leech（1983：24—29）曾论述了语法上的规则主要是任意的，而语用学上的原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可据的，有动因的意向性。著名认知语用学家Sperber & Wilson（1986：227）指出：

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any natural or artifici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can be use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some other phenomenon which it resembles in some respects．

Utterances can be used as representations in another way，too：not in virtue of resembling some phenomenon，but in virtue of having a propositional form which is true of some actual or conceivable state of affairs．In the case of an assertion，for instance，the propositional form of the utterances used to represent som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real world；in the case of a request，the propositional form of the utterance is used to represent a desirable state of affairs．However，utterances are also phenomena，and like all phenomena they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something they resemble．This possibility is often overlooked by theorists，and even when it is not，we want to argue that the role it play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is grossly underestimated．（在合适的条件下，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或人工的现象都能被用来象征性地代表与其在某些方面相似的其他现象。

话语也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作象征性代表，它不是依据像某种现象，而是依据一个命题形式相对于一些实际或想象世界的成真情况。例如：在陈述的情况下，话语的命题形式用来象征性代表真实世界中的事态；在要求的情况下，话语的命题形式可用来象征性代表一个想往的事态。但是，话语也是一种现象，像其他现象一样，可用来象征性代表其所像之物。这种可能性常常被理论家们所忽视，即使没被忽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在语言交际中所起的作用也大大被低估了。）

这一段话还是十分发人深省的，紧接着他们花了较大的篇幅举了很多例子，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语言是用来交际、储存和处理信息的，语言交际是一种认知推理的过程，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行为。为达到不同目的，一般就须用不同类型的话语，不同类型的话语就应被视作达到某特定用途的最佳专用工具。工具与目的之间存在许多对应性，缺少某一特定工具，某特定任务就无法很好地完成。在工厂中要用各种专用设备来生产不同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现象，如用螺丝刀起螺丝，如没有，用老虎钳代替则不顺手，用小刀也不很方便，用计算机则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用语言进行交际也有同样情况，如疑问句主要用途是询问，要询问，最常用的工具就是疑问句，可见在话语类型和目的之间存在着
(1)

 的对应关系。当然，语言情况较为复杂，言语理解和言语产出不是严密的一对一，只是一个大致的、差不多的事（赵彦春，1999），语境因素也可使句子结构功能产生变化（何自然，1988：14）。Simone（1994：167）更为乐观，认为话语的结构是由话语的内容和行为所决定的（160），语言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拟象性话语（Diagrammatic Utterances），某一类型的话语就最适合执行某种类型的行为。周流溪也有类似的见解：语言形式归根结底是由功能决定的（参见陈治安、文旭，2000）。Sperber & Wilson（1986）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1］A：Did your treatment for stammering work?

B：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

A：How amazing?

B：Yes，b-b-but th-th-that's not s-s-something I v-v-very often w-w-want to s-s-say．

我们可从B的第一次回答中体会到一种快速节奏感，而B的第二次回答拉长了语符形式，则是对实际讲话情景的一种模拟，两种话语形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含意
(2)

 ，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交际功能。

一般说来，语符形式的差异会导致语义的变化和功能的差异，这也是与象似性原则相一致的。我们不能因为各语言中所反映的成分象似的情况不一样，就否定它的存在。成分象似可用来说明语用中的所谓“一对多”（一功能对多种形式，一形式对多种功能）现象。例如，在许多语用学论著中常提到表示同一“请求”功能可用许多不同类型的话语，但仔细体会一下，表达所谓同一功能的多种形式之间不是绝对相等的。实际上这些多种形式具有若干“请求微功能”，交际者会选用最适当的话语来表达他最确切的请求，以适应不同的语境（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地位、时间场所、事态性质等）。Halliday（1978）则认为存在这种“一对多”现象，暗示着意义网络里一些微妙的关系。Kirsner（1985：260）指出：

语法结构的差异直接反映了它们所表达信息的差异……语义/语用上的差异也会用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

因此，语言中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也不存在绝对的同义句，同样也不存在绝对同义的话语。例如“It's cold in here．”用来表示要别人关窗，和说“Close the window．”之间的语用效果是有明显差异的。

从宏观角度看，语言中确实存在很多“一对多”现象，可深入进行微观分析就会发现，其间常是有理可据的，如英语中部分情态助动词既可表示情态，也可表示将来，就是因为“情态”和“将来”在意义上本来就存在语义上的同质现象。部分动作动词，特别是表示位置转移的动词，如：go、come、leave、start、arrive等，其进行体可用来表示将来时间，这是因为两者在语义上密切相关。例如：

［2］He is leaving Jinan for Beijing tonight．

“正在离开”说的是动作的过程，而“将离开”说的是动作的起始，两者指的是同一动作的不同阶段，在语义上有明显的同质性，具有转喻关系。

这些词原来是表示空间移动，而“运动”又是与“时间”相关的，正在进行的、尚未结束的动作，就自然会指向将来，其进行形式也就被映射到了表示将来时间的认知域；既然是将来要做的事，就有个“意愿”问题，这是将来行为的使然条件，因此这几个义项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符合从实到虚的隐喻规律。

再例，if分句既可用作条件分句，也可用作名词分句，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也是有联系的，例如：

[image: ]


“是否”表示一种不确信，条件表示一种“假设”，“不确信”、“疑问”与“假设”之间，在语义上有共通之处（参见Traugott，1985：291）。

因此，正是由于语义上的共通之处，才决定了表达这些意义时选用了同一个形式。用同一个形式来表达多个义项常常是有理可据的，认知语言学认为它们是通过隐喻获得的语义链。

L & J（1980）列举了许多原来表示空间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概念，如：UP-DOWN、IN-OUT、FRONT-BACK、ON-OFF、DEEP-SHALLOW、CENTRAL-PERIPHERAL，可用来隐喻性地表达其他概念。Claudia Brugman（1981）、Lakoff（1987）、Taylor（1989）等对介词over各语义之间的联系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参见第五章第二节）。1993年由Cornelia Zelinsky-Wibbelt主编出版了The Semantics of Preposition
 （《介词语义学》），书中有13位作者运用了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许多语言中介词的多种意义间的联系，包括：英语、法语、荷兰语、德语等。其中对英语介词作出分析的认知语言学家有：Hawkins（Langacker的学生）、Taylor、Dirven等。在1996年由Casad主编的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第6卷中收入了Delbecque对西班牙语介词的分析。在1996年由Pütz和Dirven主编的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第8卷中收入了Rice的论文“Prepositional Prototypes”。由此可见，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派对介词多义现象的研究超过认知语言学派的成就。这些认知语言学家对各语言中的介词所作出的精细而又系统的分析，是对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

倘若将那些表示“请求”的语句再细分，还可得出很多类型的“请求”，那么原来的“一对多”就会大大打了折扣。所以，这里的“一对一”（更微观）与“一对多”（较宽泛），实际上是从不同层次作出的论述！德国心理学家Engelkamp（陈国鹏译，1997：119，123）指出：逻辑上等值的句子并非在心理上也一定是等值的。虽然“X比Y大”、“Y比X小”、“Y没有X大”这三种表达在逻辑上是等值的，但它们在心理上却并不等值。因此表示请求的许多不同的句式虽然在语言逻辑上具有一定的等值性，但它们之间在心理上实际上是不等值的，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语用效果，我们这就不难理解“一对一”这一象似性基本原理了。

Simone（1994：153）首先提出了“拟象性话语”（Diagrammatic Utterance）这一术语，并从语用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Iconicity in Language
 这一专题文集中以“Iconic Aspects of Syntax：A Pragmatic Approach”一文来阐述话语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认为：话语不仅与意义和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而且与社会现实之间也普遍存在对应性，这可从以下例子得到佐证：

（1）人们可通过话语认识现实，了解世界。例如：可在某一情景中蒙上一个人的眼睛，他完全可依靠话语来建构心智表征，大致确定实际世界中的情况。

（2）我们还可通过语言（文字、语音），如广播、报纸来间接了解天下事，大致建构事件情形。

（3）父母在家中发出指令性话语，幼儿依据话语行事，这种交互性行为也是基于拟象性话语之上的。

（4）在两人之间，一个人描述一幅图画，另一人（会作画）就能将其大致还原画出来。

（5）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可根据言语描述拟画出人像来，等等。

可见，如果在语言中没有这类话语，我们就难以完成某特殊的功能，也正是这类话语具有高度的对应性，才使得语言慢慢演变出专门为执行某种功能的话语类型。因此从语用角度来分析象似性原则，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推理：某话语类型与某特定交际目的之间存在较高的对应性，这就是拟象性话语，可用来解释特定的语用行为。如果话语与现实之间不存在拟象关系，就很难或不可能产生言语行为中的取效行为，这就形成了可从语用角度探讨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可从语用角度探讨语言符号象似性的问题。

Simone（1994）在其论文中将拟象性话语分为以下4类：

（1）施为导向性话语（Performance-guiding Utterances）：按照话语顺序行使行为，

［7］Take that book and bring it to me．

这类话语还可细分为2类：

（a）违约接续准则（MAXIM OF SUCCESSION BY DEFAULT）：如违背话语顺序就无法行事，人们不可理解或难以理解：

*［8］Bring it to me，and take that book．

（b）寻找-获得型话语（SEEK-AND-FIND UTTERANCES）：家长与幼儿之间的大部分对话都属于此类，如不用特定的拟象性话语，就达不到特定的语用交际效果。

（2）语外替代性话语（Surrogates of Extra-language）：可通过话语获得语外信息，了解世界，而不必直接体验现实世界。书本、广播、说书、电话通讯等当属此类，省时、省力、经济，这已成为我们在当今信息时代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可分为2类：

（a）语外替代准则（MAXIM OF SURROGATION OF EXTRA-LANGUAGE BY LANGUAGE）：可用话语完全替代语外世界。如果书本篇章能与客观外界具有拟象性关系，则仅研究语篇而不需要接触客观外界就可了解事实。对事态、事件、行为的描述，便可出现拟象话语的效果，产生同构现象。

（b）假设性行为过程（HYPOTHETICAL COURSES OF ACTION），通过假设某一情景，便可知晓某一后果。如“警告性”话语：

［9］Don't pay taxes and you'll see what happens！

若将这个句子倒过来表述就不可接受，除非改成条件句：

［10］You'll see what happens if you don't pay taxes．

（3）分布性话语（Distributive Utterances）：可运用某些词语来调节交互类型，典型的例子就是含有respectively的话语：

［11］John and I took the car and the bus，respectively．

话语中的respectively破坏了句法构造的规律性，须重组话语才能对其作出合适解释：并列的名词词组中每一施事者须按顺序对应于并列的动词词组中的一个成分：

John：took the car．

I：took the bus．

据此，Simone得出了分布性准则（MAXIM OF DISTRIBUTION）：如话语中有诸如respectively等词，可将第一个施事者与动词短语的第一部分对应，将第二个施事者与动词短语的第二部分对应，直至结束。

（4）前后表因果的话语（Post Hoc Propter Hoc
 Utterances）：在并列性分句中，前一个分句可表示后一个分句的原因，如：

［12］He had an accident and remained wounded．

何兆熊、俞东明（2000：28）所举的例子都可划归这一类：

［13］You ask him and he will come．

［14］He was very ill and was sent to hospital．

倘若这三个句子中由and连接的内容颠倒顺序则会使人感到异常。

笔者认为Simone对拟象性话语的分类不很全面、合理，这四条准则有三条都是建立在顺序象似性原则之上的。后两类是较为特殊的个案，似乎难以与前两类平起平坐；特别是第3类，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宜单独列为一类。从认知角度讲因果与时序之间具有同构性，似乎与第（1）类有共通之处。但Simone提出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拟象性话语”的观点，更加证实了语言中大量存在象似性这一现象。同时，从他对拟象性话语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得到启发，可对象似性原则进行语用分析，可将其与语用原则进行比较。


 第二节　象似性原则与语用原则比较

在语义学层面，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等原则具有许多现实性，在语言中可找到大量例证。这些原则在语用学层面，在言语现实交际中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节将这三条原则与语用学家提出的有关语用原则作一简单比较，尝试对象似性原则进行语用分析。


 一、数量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

数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是：语符数量一多，就会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心智加工也就较为复杂，此时自然就传递了较多的信息。例如Sperber & Wilson（1986：219）所举的例句也说明了这一点：

［15］Here's a red sock，here's a red sock，here's a blue sock．（2 red socks）

［16］We went for a long，long walk．（a very long walk）

［17］There were houses，houses everywhere．（a great many houses）

［18］I shall never，never smoke again．（definitely never）

［19］There's fox，a fox in the garden．（excited about the fox in the garden?）

［20］My childhood days are gone，gone．（emotional effect，experience a torrent of memories）

数量与空间这两个概念是连通的，数量多了，所占空间也就大了，在视网膜上所形成的映像图也就较大（larger map-space）。

另外，管道隐喻（Reddy，1979）将语言形式视作容器，其所表达的意义视作容器中所装的内容。这样“形式—意义”就如同“容器—内容”的关系，这种隐喻性关系可体现在如下语言表达之中：

（1）容器越大所装内容就越多。语符越多所表达的意义就越多。这实际上就是数量象似性原则的内容，如：

［21］He went on and on．

［22］He went on．

很明显，［21］所表达的概念就比［22］要多。

（2）往容器里装东西有个顺序问题，有的要先装，有的要后装。装的顺序取决于不同人们的意向和习惯，还会受到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按照用途、类别置放事物，便于查找取用。典型例子是商店、书店中对货物的分类存放，自己的书橱，也同属一类，内容上相关性高的书，一般都将它们放在一起。

Grice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要求给予对方所需适量信息，不多也不少）和方式准则（要简短，避免不必要的赘述）与数量象似性原则有共通之处。

象似性原则最有利于实现经济性，无论是语符数量还是顺序方面（参见下文第二条）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正常交际中，要向对方提供适量的信息，就需用适当的语符量。倘若语符数量多了，则传达了比正常更多的信息量，可强调信息，突出主题，言外之意油然而生。如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的著名演讲中，一连串八次重复使用了“I have a dream”，起到了强调信息、突出主题的作用，其语用效果不言而喻。语符数量与所传递的信息可成正比象似，重复使得语句获得了排比的效果，结构优美，对称工整，使得整个演讲铿锵有力，令人鼓舞，这被公认为不朽名篇。再例：

［23］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B：Okey，but I veto I-C-E C-R-E-A-M-S．

B将ice cream拆成一个一个字母念出来，大大增加了音节数量，延长了时值，因而也就增加了语符数量，比直接说出ice cream表达了更多的含意，将真实意图隐藏在较多的语符之中，使得小孩听不出来，而受话者A是听得懂的，他可根据语境知识推导出正确含意。

英汉中都有用词重叠现象，比单用时传递了较多的信息，英语例略，现举汉语中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的一个名句：

［2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本来“寻”和“觅”就是同义词，再一重叠使用，便将李清照那种苦苦寻觅的心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寻觅的范围扩大了，次数增多了，程度加强了，意旨深化了，因而取得了十分明显的修辞效果。她寻觅的是被金人统治者侵占的故国京都；她寻觅的是已病故的曾相依为命的夫君；她寻觅的是物质无法弥补的思想安慰；她寻觅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世界。后面一连串的叠音，正是对这种心境的最好刻画。把“冷清”叠成“冷冷清清”，语气加重，“凄凄惨惨戚戚”又进一步突出心情倍加悲伤，沉哀入骨。这种心境与《声声慢》词牌实在是太吻合了。这十四叠字句奇迹般地增强了艺术效果，深化了主题，渲染了气氛，道出了她复杂的心境，言外各种复杂之义，跃然纸上，似乎道出了她所有的悲哀。而且还达到了音韵美的效果。难怪自古以来被人称赏，成为广为引用的传世佳句。还有人在此佳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如在苏州网师园内廊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不仅说悲，还要赞喜：

［25］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处处寻寻觅觅

莺莺燕燕　花花叶叶　卿卿暮暮朝朝

仿叠字句法来增强信息量，将意境推向深处，许多言外之意令人遐想不已
(3)

 。

但在交际中有时可用较少的语符传达较多的言外之意，此时就超出了数量象似性的解释力，需运用标记象似性来加以解释。可见，数量象似性原则与Grice的数量准则（违反数量准则，量不足时也可推断出话语隐义）是有区别的，参见下文第三条。

数量象似性原则与Horn的数量原则，以及Levinson会话含意三原则“数量原则（Q-principle）、信息原则（I-principle）、方式原则（M-principle）”也有共通之处。例如：Horn所举的例子也可用数量象似性原则来解释：

［26］Larry stopped the car．

［27］Larry caused the car to stop．

［27］比［26］数量要多，显然所传递的信息量就比较多（Haiman，1983：782；王寅，1999：100）。在此，我们还认识到数量象似性原则和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密切联系。

指示语（Deixis）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指示语所传递的内容相对于所指代的内容来说，是已知的、可预测的，而大部分指示语相对于它们所指代的词语所使用的语符要简短，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数量象似性关系，也体现了一种经济原则，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现象。周流溪认为：指示语反映着人们使用语言的理据（参见陈治安、文旭，2000）。


 二、顺序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

H．Clark和E．Clark（1968）通过实验获得结论：按照自然顺序组织的信息更易被记住。史密斯与麦克马洪于1970年通过实验也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按照自然顺序来分析和储存事件
(4)

 （参见Engelkamp，1974；陈国鹏译，1997：120）。顺序象似性原则是与这些实验数据完全一致的，一个句子倘若是按照自然顺序形式来组织信息，即语句顺序与储存形式相一致时，提取信息就较为容易，这时所需的认知加工量也较小。倘若语句顺序违反了自然动作顺序，在认知加工过程中不能直接从储存形式中直接获得顺序信息，其中就可能会有一个语序与时序的转换问题，在将语句顺序转换成为实际事件顺序时，就需要一定的推理和时间。而且对这类语句进行推理加工时，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加工失误，错误理解动作发生顺序的问题就可能会发生。

顺序象似性原则与Grice方式准则中的有关内容（有条理和次序）相关，是Simone提出的施为导向性话语的基础，同时也与他的第（3）、（4）类拟象性话语准则有关。

顺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是按事件发生顺序叙事，这符合人们直接体验的认知规律，如Simone上述的拟象性话语原则，主要就是关于顺序象似性的。顺序原则在汉语中尤为突出，例如：

［28］他走进来笑着对我说了声谢谢。

话语中有六个动作：“走”、“进”、“来”、“笑”、“对”、“说”。必须是先“走”，然后是“进”，才能“来”，接着把面转向我，“对我”，这时才开始“说”，这几个动作是有严格时间顺序的，汉语的句序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这几个动作的发生顺序也就决定了汉语的句序，汉语以“直接临摹”的方法将其排列成句，断然不可随便更改句序，否则就为错句。至于“笑”这个动作可发生在“走进来”之前，也可发生在“对我”之前，也可发生在“对我”之后，正是该动作相对时序的可能性，决定了这一句子成分排列除了例［28］之外还有以下两种可能：

［29］他笑着走进来对我说了声谢谢。

［30］他走进来对我笑着说了声谢谢。

上述三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句中几个动词的顺序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笑”这个动作与“走进来”、“对我”和“说”这三个动作的相对顺序。也正是由于“笑着走进来对我说”，“走进来笑着对我说”和“走进来对我笑着说”是完全符合现实逻辑的，与实际动作顺序相吻合，才决定了这三个汉语句子是正确的。由于英语句子多是以一个动作为中心，构成主谓宾结构，然后再在这个结构上添加其他成分，因此对谓语动词的连用有一定的限制，不像汉语那样直接模仿，若将这三个汉句译成英语，则会全然不见汉语所表达的时间顺序（王寅，1999）。

英语中也有很多句子具有较高的顺序象似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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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表达的是：先结婚后有子女；［32］表达的是：先有子女后结婚。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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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组话语的语序直接反映了实际事件的发生顺序。都涉及谁先出手的问题，在［33］中显然是Joe先动手打Harry，在［34］中是Harry先动手打人。而在［35］、［36］中两人互打的时间距离更近了。显然这些语句是适合于不同场合使用的，其意向和功能也是不同的。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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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与［38］、［39］与［40］之间所表达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通过大量的对比可见，英语的顺序象似性程度没有汉语的程度高，某些原因，如受语言结构影响而固定下来的表达顺序习惯，成为顺序象似性原则的腐蚀剂。

顺序象似性与标记象似性密切相关。笔者现用Givón（1994：59）所举一组“施受”位置关系依次变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A到D施事主体逐步后移，乃至省略，话语的标记性逐步增大，也直接反映出句首的变化与施受关系的主题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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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组句子可见两点：

（1）施事者位置逐步后移：从A到D，施事者逐渐后移，从句首到句中，到句末，直到省略，施事意义逐渐减弱，话语的标记性在逐步增加。在A、B两句中，虽都使用了施事者用作主语的模式，但B句中的“施事者-主语”已从句首位置退居二线，离开了主题位置，这样就弱化了施事者的施动意义。而C句为标准被动句，施事者在句法中的身份发生重大变化，主语成了在传统语法中叫做状语的次要成分，施事者连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谓宾）都不是，施事含义进一步弱化，直至在D句中施事者消失，处于隐性状态。这4句施事者句法位置逐步后移，反映出施事者意义重要性逐步在减弱。

（2）受事者位置逐步前移：从A到C，将受事者逐渐升到句首的位置，使得受事者取得了主题化效果，逐步成为主要信息；在A和B两句中，受事者在句法上表现为宾语，到了C和D两句中，则上升为句子的主语，从而使得原本应在宾语位置的语项变成了句子的主语，通过标记化方法使得受事者的意义得到强化。直至到了D句，还将动作的施事者省略，使得句子处于一个非对称的不平衡状态，只有受事而无施事，从而使得受事者的意义得到突显。

这4句组成了一个“施受主题化”级阶，从A到D施事者的主题化程度不断减退，这就象似于施事者意义逐步弱化。同时从A到D受事者主题化程度不断升高，标记性逐步增强，这就象似于受事者意义逐步得到强化。这也说明了深层结构在转换为表层结构时，意义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因此这4句话语适合于不同的交际场所。


 三、标记象似性的语用分析

Halliday认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要选择其他策略，那么通常总是使用“无标记”策略（Engelkamp，1974）。但在现实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们不可能都使用那些无标记的言语。Grice（1975）尝试对人们的言语交际规律进行概括，提出了合作原则，如果违背合作原则会产生话语的特殊含意，或以牺牲语言形式的完美来换取特定的交际效果（熊学亮，1999：3），这与标记象似性原则（有标记象似于额外意义，处理话语所需的时间和努力较大；无标记象似于可预测的意义、常规意义，只需最小推理）基本相符，此时人们则要启动认知系统，运用关联理论，结合具体情景分析标记性的含义，以便作出适当推理，获得话语真实含意。

Horn的语用分工原则与标记象似性原则密切相关，Levinson认为Horn的语用劳动分工只是“有标记”和“无标记”之间的对立，或确切地说是“通常表达”和“异常表达”之间的区别（何兆熊、俞东明等，2000：171）。标记象似性与数量象似性两条原则也与Levinson的会话含意三原则，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论相关。

Levinson认为三原则矛盾时的运用顺序为：数量原则先于方式原则先于信息原则（Q>M>I）。在象似性理论框架中进行语用分析时，基本遵循数量象似性原则，顺序象似性原则和标记象似性原则的顺序，因为语符数量是最直观的，顺序是要通过一定推理的，而标记象似性原则在语用推理中最为重要，因为数量象似性解释不了语符数量少、有时却可传递较多言外之意的现象，如：

［42］Mother：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and brushed your teeth?

Son：I have done my homework ．

从数量上讲，儿子所用的语符数量少于正常表达量，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可知，所传递的语义应该比正常量要少，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其间的话语含意超出了数量象似性原则的解释力，此时就需运用标记象似性原则加以解释，儿子故意没有回答刷牙问题，可推断出“他没刷牙”，此时标记象似性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如果我们把语符数量与对语境所依赖的程度联系起来看问题，或将数量象似性原则与标记性象似性原则结合起来分析，则可获得比较满意的解释。我们知道，语符数量与认知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数量不足，就需要借助较多的认知和推理来获得话语用义；但随着认知和推理程度的增加，又可能会导致交际中语符数量的减少。从表面上看，语符数量与话语所传递的实际意义之间有了差异，但其间仍旧存在着密切关系。熊学亮（2000：60）提出了“能量守恒反比定律”可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他认为：语境量大，话语的质和量就可以偏离常规值；语境量小，话语的质和量就相应比较接近常规值。Horn（1984）提出“用最经济的话语来表达最充分的信息”，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交际中要表达最完整的信息，就往往需用充分的语符数量。此时倘若减少了语符量，就必然要较多地依靠语境量。

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一定的语符量对应于一定的信息量，从上文分析可见，在传递相同信息量时，符号量的减少意味着要运用较多的认知和推理，语境量就增大。因此“一定的符号量”包含了“语符量＋语境量”，两者的和（前少后多，或前多后少）对应于一定的信息量。当然语境量主要是靠人的推理来解义的，不能划归“形式”，因此常须运用数量、顺序和标记三条象似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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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3］为正常表达，符合时间顺序，且前后分句构成因果关系，为Simone所说的第（4）类拟象性话语。［44］则未按时间顺序组句，偏离了正常表达，使其具有较高的标记性，受话者尚可接受，但须调用较多的语境量进行推理，视后半句为前半句的补充。标记象似性也可用来解释话语的间接性现象：

（1）基本句式的典型功能与实际表达功能不一致，意味着有标记性，此时就产生了间接性；

（2）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一致时，即语符形式与话语含意相差较远，也意味着有标记性，就产生间接性；

可见，标记性可产生间接性，也就使得话语获得了间接意义。下面几则话语的含意则可以此为据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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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5］、［46］中B运用了弱关联话语，具有较高的标记性和间接性，此时A就需调用较多的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对标记性作出适当的语用分析，从而可获得B的含意分别为：

［47］X的论文质量不好或说不上来。

［48］B's mother's husband is not B's father。

因此，如果语言表达形式符合人们的认知模型或常规关系，则两者具有同构性，那么两种编码形式就一致了，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所需时间也就较短。如果两者不同构，即语句表达形式与认知模型或常规关系不一致，两种编码就产生分歧，也就是说语句形式具有了标记性，这时就需重新知觉事件，或改变句子代码，信息加工时间就相对要延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人们在处理有标记形式时所需精力和时间要长。

Sperber & Wilson从关联的角度对其作了解释，他们认为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话语具有标记性，处理时就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努力
(5)

 ，关联性相对就差，推理的过程就可能相对长一些；话语多增加一个推理环节，就会多一层意思，其中所包括的含意当然也就多了。

无标记性话语与有标记性话语之间也有程度之别，这与话语关联程度的强与弱是一致的。Sperber & Wilson将关联程度视为一个从最大关联到最小关联或无关联的连续体。在标记象似性中，从无标记到有标记，到最大标记也是一个有程度之别的连续体。无标记性话语较常用，所传递的信息是可预测的，也是关联程度较高的话语。有标记性的话语是偏离常规的表达（亦需考虑人际关系、礼貌原则），所传递信息的可预测性较低，关联程度也较差。偏离常规表达越远，话语的标记性就越高，其含意的可预测性就越低，所需调用的语境假设就越多，在认知的处理上所需精力和时间就越多，为获得话语确切含意所需运用的推理就越复杂，此时话语间的关联性也就越弱，可见话语的标记象似程度性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程度性是密切相关的，成反比关系。例如：

［49］A：What time is it?

B1
 ：It's seven o'clock．

B2
 ：The clock has just struck seven．

B3
 ：The sun has risen．

B4
 ：The postman has come．

B5
 ：Look at the crowded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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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当今社会人们主要依赖时钟计时，所以B1
 和B2
 的关联程度最大，但B1
 最为直接。太阳与时间也有密切关系，但自用时钟后，人们更多依赖于时钟，因此B3
 的关联程度相对于B1
 、B2
 来说则稍差。而B4
 ，B5
 则需调用较多的语境假设，进行较为复杂的推理，与A之间建立联系所需作出的努力较大，涉及的背景知识多了，推理的过程复杂了，在心理中显映出的意义当然也就多了，此时才可获得B4
 、B5
 的讲话意图，而B5
 的关联度最小（rush hour）。从B1
 到B5
 的关联程度逐步减弱，标记性程度逐步增大。

Sperber & Wilson所倡导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种有意图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理解认知环境（具体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遵循关联原则，对明示性行为（语言或非语言）进行推理的过程。共有的认知语境是储存在大脑中的概念表征，是人们对世界假设的集合（a set of assumptions），在对语符作初始性理解后，结合认知语境通过演绎逻辑规则则可产生交际意义。可见，认知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是人们通过经验或思维对有关知识进行内在化和知识化处理的结果，反映着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各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联系，在人们的认知系统中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较大程度的动态性，是人们进行语用推理的基础。但人们在现实交际中往往不会用严格的分析性语句，也不可能总是严格按照统一的、常规的、最大关联模式来表达思想，其中一定是事出有因。正如何自然、冉永平（1998）指出：

我们不可能总是希望说话人生成最大关联性的话语，他/她也许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最关联的信息，或者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信息。

因此人们现实交际中的话语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不同程度的标记性。


 第三节　小结

象似性是当今认知语言学中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充实我们的理论。目前国内对此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学术上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全面思考。索绪尔也曾表示不把自己的语言理论作为最终的定论；许国璋（1988）在《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一文中对任意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该文最后一节的标题是“没有结束的结束语”，说明这场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他们都坚持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这种精神。在何自然（2000）新著《语用学探索》的前言和附录I中，以及黄建华总序中所谈及“治学七难”的论述，确实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我们在学习国外有关象似性理论时，尝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并与实践运用结合起来，将象似性理论运用于教学、英汉对比、文体分析，以及与语用学结合起来论述。本章对象似性原则与语用原则（Grice的合作原则，Horn的两原则，Levinson的三原则，Sperber & Wilson的关联论）进行了初步比较，扩大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尝试并不意味着要说明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一定存在什么绝对的、自然的、固定的关系，而在于着力解释语言表达是由体验、概念、语义、功能、目的、意向等因素所驱使的，象似性辩证说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如果说在语义学层次上，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象似性，那么在语用学层面上，话语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情况会更为复杂，因为语言具有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各路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语用原则以图对此加以解释，但这些原则有许多观点与象似性原理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试图在两套理论之间建立联系，当然，还需更多的学者对其进一步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学者关心象似性理论及其应用，认真思考其与语用学的关系，以期获得更多研究成果。

多视角地审视问题有利于看清事物的本质，全方位地观察事实有利于开阔视野，换位思考有利于摆脱一家之说的束缚，勇纳多家学说，兼听则明。

思考题：

1．举例解释和说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拟象性话语。

2．简述象似性原则与语用原则之间的关系。

3．试以拟象性话语为出发点来分析一篇文章。

4．英语的体和态（除S＋V一般体之外）由三大成分组成：have＋Ved2
 、be＋Ving、be＋Ved2
 ，可归纳总结成下式，试用距离象似性原则论述它们的结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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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举例说明多义词是如何通过隐喻获得各种意义的。

6．为什么下列句子是难以接受的？

（1）He has a big black beautiful family six-cylinder automobile．

（2）My brother has bought a blue-and-yellow cotton oversize shirt．

（3）There was a tin oblong useful water-tight box in the room．

（4）She saw a long pretty newly-bought white wedding dress．

（5）Those all pretty young little Chinese friends lived together in a grey tall building．



————————————————————


(1)
  原型性


(2)
  笔者拟区分“含意（Implicature）”与“含义”，前者指话语所含的特殊意思；后者指词句所包含的意义，参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6：494）。


(3)
  汉语有例外：有时汉字叠用并不表示增量，反而可表示减量，例如：

看看　瞧瞧　走走　算算　数数　试试

考虑考虑　研究研究　考证考证　尝试尝试　学习学习　打点打点　等等。

Zhou Minglang（1993）则认为在动词AA、ABAB重叠式中，第2和第4个音节都念轻音，发音较短较轻，其意义是动量及时量的减弱。张敏（1997）认为：从根本上看，汉语里的重叠还是一种图样类象符，其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呈现一种同构关系。


(4)
  史密斯与麦克马洪通过实验还得出结论：在句中用“在……之前”比使用“在……之后”更容易加工，并认为前者是无标记项，后者是有标记项。


(5)
  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判断被动句所需时间比主动句多，判断否定句比肯定句所需时间要多，而判断被动否定句则更多。参见Engelkamp（1974；陈国鹏译，1997：130—133）。


第十六章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翻译与语义紧密相连，要能翻译好原文，必须建立在对原文各类意义（如理性意义、感情意义、背景意义、文体意义等）的正确理解之上，译界所长期讨论的“信、达、雅”三原则，实际上就是从三个（或多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意义对等”的问题（王寅，2000c）。因此，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必须要认真研究语义，懂得语义学，而语义学又是与哲学和语言学理论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应当借用哲学和语言学理论来指导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西方各路学者对语义的研究起始于对意义本体的论述，主要观点大多能在他们对“意义的定义”中有所反映。西方学者关于意义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指称论、观念论、实证论、真值论、功用论、行为论、语境论、意向论、成分论、替代论、关系论、现象学语义观、存在主义语义观、解释学语义观、解构主义语义观、认知理论语义观、多元互动论等（王寅，2001），其中大部分是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依据这些语义观论述它们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第一节　传统语义观与翻译

这里的传统语义观主要指：指称论、观念论、功用论、语境论、替代论、关系论，它们对翻译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指称论

这是一种基于客观经验论建立起来的语义观，强调了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中事体之间的对应指称关系。

直指法（Ostensive）是一种最能解释指称论的方法，也是一种最原始的、最基本的理解和翻译方法，如许多具体的事物，用英语解释了好大一阵子，不如看看事物本身，很多学者编写图解词典的意义正在于此。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语言符号（特别是功能词）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对应的所指事物（如：实词“龙”、“独角兽”等；虚词），而且在某特定情景之中，一个或一系列语音究竟指什么，有时并不确定。Quine（1960）所举的“gavagai”例子就可用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英国人在学一种土著语言，当土著人看到有一只兔子跑过时就说出了“gavagai”这个音，可这究竟是指“兔子”、“兔身上的各个部分”、“注意有只兔子”、“兔子在跑”？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英国人没有明白，或许永远也不会明白。

纯粹依赖于客观现实的指称论尽管有缺陷，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批判的靶子之一，但其中的基本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语言和翻译还是带来了启示。正是由于认识上存在这种指称关系，人类才能形成大致共同的思维，语言可用来描写世界、指称事物，倘若对某事物说不清楚，难以翻译，看看具体事物也就容易多了，这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

这种语义观反映在翻译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同国度的人们随着生活习惯的差异、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不同，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必有很多不同，这必然要带来翻译上的麻烦，同时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语言之间会存在很多不可译现象。指称论最大的要害是忽视了作为创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人这个主体在认知上存在的差异。


 二、观念论

观念论主要强调了客观外物是通过系统意义（Sense）
(1)

 或观念（Concept）才与语言符号建立联系的。语义三角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从语言符号形成角度来说，是从Referent到Sense再到Symbol的；从语言理解和翻译角度来说，是从Symbol到Sense再到Referent的。这种语义观虽涉及抽象观念这一中间环节，但其所反映的哲学观主要还是客观经验论，认为观念是外界所指物的镜像反映，忽视了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差异性，这也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批判的靶子之一。

这种观点对翻译的启示主要是：同样的客观外界在不同的语言社团之中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系统意义或观念结构，在翻译过程中应把握好对语言系统意义的理解，其所存在问题与指称论相似。


 三、功用论、语境论

语言的意义与语言所实施的功能，与言语当下的情景密切相关，很多学者从功能和语境角度来探讨语言的意义，从而形成了功用语义观和语境语义观（参见王寅，2001：41—46）。

很多学者将功能语言学的这一思想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来，如Hatim & Mason（1990，1997）的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语篇与译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译者是交际者》）、Bell（1991）的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Baker（1992）的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换言之：翻译教程》）。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将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运用来探讨翻译问题，如黄国文（2002）、张美芳（2001，2002）等。他们认为应将语言所体现的功能、运用时的具体情景等作为翻译的基本出发点，翻译主要是要译出语句所发挥的功能意义和语用意义，强调：

（1）语境对于理解和翻译的重要作用；

（2）翻译的一般原则为：当形式、意义和功能发生冲突时，形式让位于意义，意义让位于功能。

张美芳和黄国文（2002）指出：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是对传统语言学方法的发展，重视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之内的意义，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该模式认为：意义并非由语言结构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语篇（包括语言的体现形式、具体语境和交际功能）来决定，翻译中传递的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使用（即交际）功能。


 四、替代论

在保持语句原义不变的情况下，若能用一个语言单位A来代替原句中的语言单位B，则A就可视作B的意义，这就是替代论的主要观点。

这种观点形成的翻译观就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代替另一种语言文字（Catford，1965：20）。语码转换论也反映了这种观点，将翻译视为语码转换（Translation is transcoding），认为意义是客观的、明了的，翻译就是用一种语码转换代替另一种语码。但认知语言学认为，不同的语码系统反映着不同的概念结构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文化因素的差异，所谓的简单“转换”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汉文化背景中的“龙”，在西方文化中是很难找到替代词的，英语中的dragon虽然也可用来做个临时“替代”，但它们各自所蕴涵的文化含义则是大相径庭的。西方《圣经》中许多著名的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东方人来说有时很难用一两句话将其说清楚，要想用确切的语句将其译出，确有“数月踌躇”之感，此类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因此，所谓的“替代论语义观”看似有道理，其实在翻译实践中是很难行得通的。


 五、关系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理论中对作者主体和语言溯源的关注转向了语言文本客体，从共时角度将语言这一客体本身视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武断地切断了文本与现实世界、文本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强调语言的“自主性”、“封闭性”和“静止性”，并认为语言的意义可从语言内部的相互关系（如：各自的差异关系、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等）中得出，而无须像指称论者那样，到系统外部去找所指对象。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自足体，只要细读文本，就能发现它的潜在意义。

这种观点反映在翻译中就必然要导致如下的观点：理解被视为发现文本设定的意义，只要研读作品本身就可获得意义并做好翻译，而不必考虑作者、读者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参见下文。


 第二节　解释派哲学的语义观与翻译

我们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间还有观点上的传承关系，我们不妨将它们统称为“欧陆解释派哲学理论”，其语义观对于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很多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对其予以很大关注，发表了很多介绍性和评述性文章。

为便于阐述，笔者现将西方学者关于对人和文本的认识以“作者—文本—读者”的交际程序作一简单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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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作者—创造出作品文本—传递给读者阅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语言交际过程（主要是书面语交际，也适用于口头语），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却能很好地体现出西方语言学流派和哲学发展史中的三种主要观点，它们正好能反映出对这个交际过程不同环节的聚焦。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学曾经历了传统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等学派
(2)

 ，西方哲学也曾经历了重客观感知的经验论、重理性思维的唯理论和重视人类理解和解释的解释派哲学，而且它们都有大致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的语言学理论都有其对应的哲学理论作基础。而且这些理论大致体现出对人类语言交际过程三个不同环节的聚焦，也反映了它们对语言、意义和翻译的不同理解，从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观和翻译观。


 一、经验论与传统语文学

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致力于描写和分析语言文字或书面材料，特别着重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一般认为，这种研究比较零碎和分散，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没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体系来指导语言研究。王力（1981）认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进行的语言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范围。西方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可以算是逐步走上了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时期
(3)

 。

传统语文学时期主要关注作者赋予语言文字的意义，重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这一主体身上，以哲学中的经验论（Empiricism）为基础，排斥理性，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主张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本原则，要求语言必须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功能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功能，人们只要透过语言就可精确地了解世界。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应追求语言表述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和精确性，语言被视为能镜像般地反映世界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语言可以正确地描写世界，且通过语言描写就可以正确地理解世界。因此，人们过分强调交际的始源者（即作者）的权利，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白”。在这种理论的统摄下，所谓“理解”就是要按照原文作者的意思去理解，极力排斥阅读者自己的主观因素，更不允许有任何歪曲原义的言语。

这种思潮实际上与语义的指称观、真值论等客观经验论的语义观是基本一致的，词语指称客观事物，语句反映现实世界，命题对应于事实，反映在翻译中则认为翻译首先要服务于原作者，将作者视为主人，译者仅是仆人而已，译者要仰视作者，臣服于作者，充当一个“传声筒”、“转述者”的角色，只能发挥着“反光镜”的作用，严格要求译文必须“忠实”和“信守”于作者的原义，也就是说，译者的译文应与作者的原义具有镜像关系，有学者将其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很多学者更倾向于“直译法”。


 二、唯理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随着西方哲学中唯理论的粉墨登场，与经验论针锋相对，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理性，而不是经验，被视为是知识的唯一源泉。笛卡儿打着“我思故我在”的旗号，开始系统研究人类的思维活动，提出了先验论、二元论、天赋论等观点，为结构主义思潮的来临起到了启蒙作用。许多学者从唯理论出发，开始将语言研究视为一种纯理性行为，应当尽力排除人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也就是说，语言是以这些因素为围墙的封闭体系，因此具有自足性、封闭性、静止性、系统性、确定性等特征。在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分框架中，语言作为客体而备受青睐，主体的重要性被忽视，甚至被排斥，更看不到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研究重点从作者主体转向了对象客体——语言系统本身，其研究范式自然就将重点转向了交际过程的中间环节“文本”本身，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系统、独立自足体来研究，主张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和相关规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语义观上也是独树一帜，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内部关系和规律所确定的，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以及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值所决定的，语义自然就具有确定性。此时的“理解”，就被视为发现文本所设定意义的过程，只要通过细读文本本身，努力挖掘文本的言内关系意义或潜在意义，就可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这种语义关系观和确定观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坚持的“语言是理性的典范”观点完全相吻合，语言既然是理性的典范，它就应当是一种精确的工具，人类就可通过语言这一理性工具来认识世界
(4)

 。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使得结构主义理论更为流行，他们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将注意力集中于探索文学文本内部的本体特征、自身的表达形式等，武断地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生活的联系，切断了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形式至上、结构中心”的泥潭，从而加速实现了从“作者主体”到“文本客体”的转向，也就是从“作者独白”到“文本独白”的转向。

以唯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潮为基础的翻译观，自然就将注意力转向了理解“文本”本身，在“文本独白论”和“文本中心论”的影响下，力主从文本内部结构分析入手来获得语义，将翻译视为“等值”或“等效”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字的活动。原作品有确定的意义，语言具有工具理性，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将这种确定的意义忠实地再现出来，翻译活动就成了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这样，在翻译理论中就出现了“忠实原文论”、“等值论”、“等效论”，主张“译作必须忠实于原作思想”、“译作必须再现原作风格”、“译作必须读起来像原作”、“译作必须形似原作”等说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主要从语言的结构入手，描写其系统性，在分析意义时也是在系统结构的大框架中进行的，侧重论述语言内部各种系统意义之间的关系（Sense Relations），如：上下义关系、同义词、反义词、多义、歧义、同形异义等。在分析文本理解时，强调从文本本身的结构入手，探讨各类语义场的特点与应用，各个层面上的各种表达意义和修辞意义等，包括语音层面上的种种押韵，如头韵、半韵、和韵、尾韵等；词汇层面上的双关、隐喻、呼应、文体、用词的对应等；句法层面上的结构平行、语法意义等；篇章层面上的文风、结构、体裁、表述方式等。可见这种理论所关注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其间还是有很多道理的，颇耐人琢磨。借用结构主义语义学所阐述的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忽略语言交际功能的分析，孤立静止地看语言，忽视文本与作者、社会、读者的诸多关系等，这对于文本理解、确切翻译来说，必然要打上“局限性”的烙印，这是其难以弥补的致命要害。


 三、解释派哲学与后结构主义语言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通过分析语言来解释哲学问题。这种转向不仅发生在英美分析哲学之中，而且还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解释派哲学之中。特别是后者，对翻译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释派哲学主要包括：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等哲学流派，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向，把研究的注意力从文本客体转向到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读者”或“受话人”这个环节上，重新强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但这次转向不是恢复作者主体，而是转向了读者（或受话人）这一主体，转向了研究语言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因为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的，作品的唯一对象就是读者，他们的作用和反应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强调，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

持有后结构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阐释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更加重视读者如何解释文本、理解意义，强调文本具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这样，语言就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文本的意义就不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那种被认为是“唯一的”“作者权威性”意义不复存在，文本在不同读者眼里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和结果，其意义也就会因读者而异，在他们眼里就是“人言人殊”、“人读人殊”，这样，原文本的意义也就会失落于被无限制解释的可能性之中。一句话，文本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

下文分别介绍现象学（Phenomenology）、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解释学（Hermeneutics）、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对意义的论述。

（1）现象学主要研究人的抽象的、纯粹的、先验的意识，意义来源于意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活动。胡塞尔所说的“现象”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现象”不同，是指对象、被知觉之物在意识和知觉过程中被还原成或构造出自身的意识现象。在现象学中意向性被视为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对意向性的分析和建构是认识意义的内在根源，因此意义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达层面，必须深入到人们理性的意识层面，揭示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只有通过意向性行为才能获得意义。这样，现实对象就被还原为意识对象，形式符号这个知觉物通过意向性作用的激活而被赋予意义。现象学还认为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因此，该理论特别强调意识行为的个别性、差异性和非规律性，这就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2）存在主义聚焦于人类的生存研究，意义理论要围绕语言对于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海德格尔的著名观点就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我们与外物相遇于语言之中，我们所说的存在就是语言中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语言中的存在，因此也就顺乎自然地得出了这一结论：语言不再是工具，而是人们赖以存在的居所。因此，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存在方式，词语的意义是从存在的意义中派生而来的，因为只有给事体找到相应的词语之后，该事体才能存在，正是词语才使得事体获得了存在。

存在主义哲学观还指出，语言同时具有遮蔽和揭蔽的双重性质，说其具有遮蔽功能，是因为词语在突显事体的一个特征时就会遮蔽其他特征，语言具有模糊性，这就可能使得人们不能精确地认识世界，反而可能会造成误会；说起具有揭蔽功能，是因为人们只有通过语言中的存在才能认识客观外界。

（3）解释学主要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方式，而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本身。理解是意义的依据，意义取决于理解，后者受制于人们预先存在的前理解结构。伽达默尔接受了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前结构观点，它包括：先有（在解释之前就亦已存在的解释因素，如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先见（预先就存在的解释角度、受话人的视角等）、先设（解释者预先设有的观点）。因此，语言就不是什么外在于主体的一般存在物，或一般工具，它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只有人的存在才能赋予文本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说，文本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当它置于图书馆或书架上时，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而已，而只有当它向读者（解释者）敞开时，在人与文本对话时或发生主体间的对话时才产生意义，文本符号才能被理解。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在主体间对话或读者与文本对话中产生的，是双方或多方视界得到融合时才在读者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如此说来，文本只有通过读者这个主体的阅读和理解，才能获得新生，也才具有意义。

我们知道，在传统认识论模式中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主体向客体的单向运动，而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主体与被理解的客体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具有互动关系。文本是人之所言，反映了作者主体的思想，作者在制作文本时心中也常以一个读者作为对话的对象，因此，文本就是人性化的文本，一切理解对象都被主体化了，这才有了“主体间性”的问题。当读者在阅读被人性化或主体化了的文本时，他就是在与文本作者、文本中的角色对话，此时也就走入了历史的文本并与其对话，我们的视界就和历史视界融合，这样就将理解上升到了“主体间性”的高度来认识。

然而，人与人又是不同的，他们具有一定的或较大的差异性，同一文本在不同人眼里，其意义自然也就不具有确定性，这就为同一文本可产生各种解释、出现各种译本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顺着这一思路前行，主客二元对立就必须予以取缔，因为，人必须参与意义的理解和生成，语言客体与受话主体是不可分离的，正是“人”这个主体，使得文本处于无限的、多元的、永远的开放之中，文本意义就不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和唯一的，而是需要读者的不断阐释来激活它，文本意义就在整体和部分的解释学循环（参见第三节第二点中的第四小点）中不断地生成和被更新。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4）解构主义者主要以怀疑、否定、消解和破坏为己任，否认事物有什么本质，取而代之的是“现象就是本质”，不强调事体的规律性，因而常被视为具有“反理性”特征。他们在对结构主义的自我反省中更为激进地批判了传统的唯理论哲学，大胆解构了曾经占据学术前沿的系统概念，坚决反对结构中心论、文本独白论，认为对结构所作出的种种解释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否定符号具有系统性，因此坚决主张在对文本的理解中要打散结构、消解系统、取缔二元对立模式、否定语义由系统内部所决定，主张将结构中的组成要素从系统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与外部要素进行结合，强调人的参与。

根据解构主义者的观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在不断地解开原作品的结构，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从而也就使得文本获得了新的意义，在解构和重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不同的读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解构和重组的方法，同一语篇的意义就必然要因人而异，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可忽视。解构主义者在解释文本意义时用“延异（différance）”代替“差异（difference）”，所谓延异，是指文本同时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和时间上的推延，随着文本的“时过境迁”，再加上文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被解构和重组，文本原有的意义也就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随后必然也就产生了新的意义。这样，原文本的意义就必然要打上“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烙印，语言这一客体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结构主义的“自足论”、“封闭论”、“静态论”、“确定论”、“工具理性”等观点在这里可谓是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解构主义者还坚持认为不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科学，前者追求操作的精确性，强调运算过程中的严谨性，是一种1＋1＝2的科学；后者追求解释性，正视客观存在的模糊性，常呈现出1＋1≠2的现象。倘若这一观点可被接受，我们就不能用1＋1＝2的方法来解释1＋1≠2的学科，至少说前者不是研究后者的唯一途径，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形式主义遭到了解构主义者的猛烈抨击。

既然文本是不确定的、多变的，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语言确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迷宫”，语言的意义根本就不可能像索绪尔所说是“稳定的”、“由系统内部的封闭性关系所决定的”，而必然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因人而异的”，又怎能用一套严格的形式化公式来精确描写呢？



欧洲大陆各路解释派哲学都认为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客观有效性，意义的获得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离不开主体间的对话，文本理解具有创造性，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同的读者确实会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这就好像不同的人在观看同一场足球比赛一样，对球场上的技巧、风格、踢法、套路等都有不同的理解，“内行看窍门，外行看热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欣赏球赛。

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交际需要，因此，语言不可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存在，一方面作品是由人写出来的，必然具有一定的“个体性”；另一方面，作品是为了让人读的，写作时心目中也有一个隐含的读者。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就以另一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同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在解读作品意义时发挥着一定的主观性，而且读者在与文本（或作者）的对话之中，常常会产生出超出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这也是一种正常情况。我们常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隐藏着这个道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本意义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主观性，会随着个人理解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还可能会产生超出作者原意，超出文本的意义。

从图16.1可见，三大学派在对主体与客体的看法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语文学时期，作者这一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人们的理解和翻译必须完全服从作者的原意，任何掺杂于读者理解之中的个人因素都是不能容忍的，都必须加以克服和排除。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学者们的注意焦点又从作者主体转移到了文本这个客体，在语言研究内指论思潮的观照下，文本获得了空前的不可动摇的权威，文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切理解和翻译的基础，这样就将“人”这个主体排除在外，而且还将社会文化这个因素排除在外了。到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欧洲大陆解释学派大力解构结构主义，奋力批判文本中心论，着力挖掘文本中的主体因素，不再认为文本意义永远固定不变，其中蕴涵着多重对话主体，因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被译为：主体际性、共主体性、相互主体性等）”这一观点闪亮登场，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主体间性主要探讨一个主体（或意识）是如何与另一个主体（或意识）相互作用的，它与对话理论的观点是相通的。对话理论认为：文本不是一堆无生命文字符号的堆砌，而是反映着作者的心声，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体通过文本客体的对话而获得相互理解，因此作品的意义总是在对话关系中不断被商讨、理解和深化。不同的读者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常会生成超越原作的意义。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和读者是通过与文本对话来理解其意义的，理解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通过对话，文本的潜在意义就可能从作者的意图背后穿越而出，被解读出多种意义。可见，作品不是经验论者所认为的是作者的独白，而是主体间的对话。欧洲解释学派主要是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并认为“理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对话事件，具有主体间性。因此，翻译首先要打碎原文语句，再重新拼凑这个“打碎的坛子”，它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被还原为百分之百的原物，翻译自然也就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了，“独白式的话语”变成了一种“主体间对话”的形式。有不同的读者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对话，文本就可能生成不同的意义，这就体现出“语言具有主体间性”的特点，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主体间性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参与对话的各主体是平等的；

（2）参与对话的各主体应当遵循被语言的社会团体所承认和接受的准则。

在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译者（因为首先是读者）的主体性意识被激活，不再心甘情愿地位居“仆人”的低下地位，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到“主人”的自由权，或至少也应享受到“平等对话”的待遇，可以有充分理由不受作者和原作的束缚和困扰，打破文本这个系统和结构的牢笼，大胆摆脱对意义确定性的依恋，作者和原文的思想乃至生命只有依赖译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得以延续，读者兼译者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对文本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和改写。这样，翻译理论中的“等值观”、“等效观”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多年来译界所坚守的“忠实”圭臬的根基被消解和动摇，“翻译就是再创作”这一命题就“出笼”了。读者兼译者应当不断挖掘文本中所隐含的各种潜在意义，不断赋予文本以崭新的生命，这些就自然成了译者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此时分别出现了“读者反应论”、“目的论”、“交际论”、“功能论”等
(5)

 翻译观，出现了诸如“译者在译作中必须突显自我”、“译者必须具有译者风格”、“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和中心”、“读者利益至上”等说法。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士谟斯（Erasmus，1466？—1536），英国桂冠诗人、译坛巨星德莱顿（Dryden，1631—1700），甚至包括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等，都提出了在翻译中应强调读者因素，检验译品是否合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读者的反应（谭载喜，2002）。


 四、小结

这样，不同的哲学流派和语言学派就聚焦于文本交际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贯穿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突出了不同的侧重点，得出了不同的语义观，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翻译理论。

经验论过于强调上述交际过程的第一环节，译者只应重视作者的权利，将作者视为主人，译者仅是一个“传声筒”、“转述者”，发挥着“反光镜”的作用。

唯理论则将语言视为一种理性工具（也包含分析哲学的思想），常将语言视为是以人的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为围墙而构建成的封闭系统，意义仅是由语言内部要素所确定的，具有确定性。唯理论和结构主义结束了“作者独白”的时代，开启了强调作品本身“文本独白”的时代，此时的视点自然也就要落脚于交际过程的第二环节，注意力就聚焦到了文本本身上。反映到翻译中，译者理当要“忠实原作思想”、“再现原作风格”、译文必须“形似原文”、“读起来像原作”，也就被视为翻译界一条至尊的标准。

20世纪欧洲大陆解释派哲学理论在研究语言意义和文本理解时又将注意力转向了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第三环节“读者”身上，喊出了“作者死了”的口号，文本意义的决定权自然就落到了读者身上。在这一理念的统摄下，译者个性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表现，也就不能再当“仆人”，不再甘心“位于人下”，理当享受“主人”的自由权。随之而来的就是，结构的牢笼必须被冲破，意义确定论的束缚必须被摆脱，“等值论”、“等效论”等传统翻译观必须被解构和抛弃，在译作中要求突显自我的想法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翻译就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有自我风格”、“读者利益至上”等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在翻译界“目的论”、“读者反映论”等理论登场亮相。

经验论和语文学时期所倡导的“作者主体与独白”准则在唯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曾一度被赶下前台，似乎大有为其盖棺定论之势，这一时代的结束也就标志着强调作品本身的“文本客体和独白”的时代到来。可为时不久，解释派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又推陈出新，打着“接受者为中心”的旗帜，打破了文本中心论，又结束了“文本客体和独白”的时代，开启了“读者主体和独白”、“读者对话”、“主体间性”的时代，确立了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交际过程的三个环节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各自闪烁着自己的亮点，经受了不同的青睐和冷落的命运。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脱离作者的原意，不以现有文本为基础，而只注重接受者的单边理解和独家解释，势必要将人类的语言交际置于巴比塔式的窘境，这显然有悖于常理。打破结构主义的牢笼不一定就必须走向解释的放纵，邂逅相逢式的任性理解与主观随想式的肆意发挥，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片面性”、“单厢情愿”的烙印。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弥补上述翻译理论之不足。


 一、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

自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问世以来，对西方哲学史、语言本质和人类理解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这一理论对当前翻译研究也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现我们在图16.1的下方增加一行，以此来解释上述三种哲学观、语言观和翻译观之不足，论述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在这方面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并据此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参见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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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参见第一、二两章），坚决认为人类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体验，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才是语言的主要成因。因此，我们必须从体验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我们坚决认为，认知来源于实践，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

翻译也是这样，体验和认知必定先于翻译，译文也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翻译过程也是一种认知活动，它首先是建筑于译者对原文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种意义理解的基础之上，理解和翻译必定受制于译者的体验和认知。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对人类的理解和翻译活动作出始源性的理论解释。

L & J在对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体验哲学，他们（1980：195）指出：我们能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这是为西方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所共同接受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如何解释获得这种绝对真理的方法：前者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后者认为只有通过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才能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毛泽东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也批判过这两种理论。体验哲学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统称为客观主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形成了对西方传统思想的挑战，对哲学、认知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同时也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图16.2最下一行中前两个箭头的含义，代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经验论和唯理论作出的批判。

同样，体验哲学也可用来批判解释派哲学理论的某些极端观点，这就是图16.2最下一行中第三个箭头的含义。我们的认知、推理、思想、理解是以我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性体验为基础的，意义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当将其置于我们体验性认知系统中加以理解时，它就会有大致确定的一面。我们与作者面对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尽管社会制度有差异，但我们仍共享自然规律；即使古人，他们也毕竟是生活在地球之中的。同时我们还有相同的身体器官，有类似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基本共通的思维，这也是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

因此，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其中必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这必然就会对“放纵理解”和“任意发挥”形成某种基础性的否决。当然了，语言和文本都是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其间必然要涉及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识解加工（Construe/Construal），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适当考虑译者的主观因素，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须“创而有度”。

我们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主要依据作者和文本的原义，尽量反映出原作的初衷，译者应创而有度，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建立“解释的合理性”，倡导“翻译的和谐性”。


 二、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可总结成“现实—认知—语言”，即：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从语言形成方向来说，人们基于对客观外界的互动式体验，经过认知加工形成语言，现实先于认知，认知先于语言，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产物，语言背后蕴藏着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客观世界规律，难怪认知语言学家要提出语言的象似性问题（语言表达与现实/认知之间存在大量的理据性）；若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读者、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因此，孤立地依据交际程序中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来分析交际和理解是不完整的，应当既要考虑到作者，又要考虑到作品本身，也应兼顾读者。只有将交际过程中的三个环节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的制约作用，努力处理好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才能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或叫做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可以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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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这个观点和模式主要体现了以下六个观点：

（一）翻译具有体验性

根据体验哲学的理论，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是来源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经验（这与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翻译也是基于其上的一种认知活动，同样具有体验性。人类的思维、认知和理解都是来源于客观现实世界的，这才形成了人类思维的基础。由于我们享有基本相同的现实世界，因此才有了大致相通的思维，正是这种体验性认知才形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译性的认知基础。

说翻译具有体验性，是有多重含义的。首先，作者的认知和理解是来自体验性活动，其创作灵感和要素主要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其次，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也是来自体验，而且也只有对文本作体验性的理解才能获得其创作意图。因此，翻译主要是一种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

（二）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

“互动”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观点（参见第八章第四节第三点），翻译也是建立在多重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的多重互动正如图16.3所示，包括：现实与主体（作者、读者、译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同时兼顾几种互动关系：通过对这几种互动关系的把握，就能保证译者正确理解作者和作品，恰当处理好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有效建立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沟通，语言间的差异通过互动便能得到较好的调解，以达到“和谐翻译”的目的，不至于译文与原文龃龉、背离或矛盾。现对多重互动具体论述如下：

（1）“人、本”互动观，即“人”与“本”之间的互动。上文述及了基于不同哲学思潮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理论，如将它们归纳一下，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图16.1中两头的“以人为中心”和中间的“以文为中心”，前者强调翻译应以作者或读者为中心，排斥其他要素，要么让读者接近作者，要么让作者接近读者；后者强调以文本为中心，不考虑人的因素，这两种观点都有不足之处（谭载喜，2002）。而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互动观”则可将这两种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管是“人”也好，还是“本”也好，在语言交际中两者不能互相独立而存在，本来就是“本中有人”、“本外有人”、“人在本中”，我们当在“人”与“本”之间的互动中实现和谐翻译的目的。

（2）“人、本”与“现实”的体验互动观。人们的认识、语言和文本，究其根源，都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之上的，它们都离不开我们所生存的客观世界。既然语言和文本都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之上的，对其进行理解和翻译固然也就离不开这一始源性基础。因此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就不可能会出现什么“作者死了”、“读者随意理解”、“译者随意翻译”的问题。相反，由于“人”和“本”都受到“体验互动”的制约，作者完全能够，而且必须“在文本中得到复活”，而绝不会在文本中死亡。因为任何一个常人都是生活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基于体验和认知之上创作出了他们的作品，而不会是天外来客，说出一些违背我们这个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无法为人所理解的语句来。读者和译者也是基于体验和认知之上才获得阅读能力和各类知识的，当他们面对作者的文本时，所作出的理解不会无限超越或违背它。因此，读者对原作做出适度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个人都有其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知识范围”，但我们强调的是，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适度范围就受控于“作者和文本”和“体验互动”这两者之内。

我们知道，指称论、概念论、功用论、语境论、替代论、关系论等主要是基于经验论、客观主义语义理论之上的，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倾向反映在翻译中就导致了排除读者和译者对文本有主观理解和翻译的可能，一味追求完全忠实原作者，这一极端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结构主义者又过分强调文本自身的作用，既忽视人的认知加工在理解和翻译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也忽视了社会因素对语言交际的影响，这在理论上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两种倾向都可通过体验互动理论得到较好的弥补：认知、语言、文本都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其间必然涉及人们主观认识的加工和识解。因此，不管是基于经验论的传统语义观，还是基于唯理论的结构主义关系论，还是基于解释派哲学理论所建立起来的“读者独白”式的再创作论，它们对于翻译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似乎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其他”的片面性毛病，而治疗这一毛病的良药就是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体验互动观。

（3）译者与读者的互动观。在翻译中，译者的作用与个体读者的作用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还担负着传播者的角色，其译作还要被他人阅读，因此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作者，但又不同于创作原作品，而应谨慎使用“创作权”。正是由于译者具有这种双重身份，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摆脱“创而有度”的原则。我们所说的这个“度”，就受制于作者与作品的意图，受制于体验互动。“作者意图决定论”和“体验互动观”在翻译中不能随意被抛弃，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读者，译者既要对文本的原作者负责，也要对接受译文的读者负责，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接受情况，因此，译者就不可能放纵无边，漫天乱译，任意发挥，有悖原义。难怪老舍对Evan King胡乱翻译他自己的作品要表示不满（吕俊，2001：68）！

从图16.3可见，译者首先是读者，须与原文作者互动；然后他又是“创作者”，应当兼顾他通过译文与阅读译文的人的互动关系。

翻译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对比的过程，可以说“对比”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有对比就有互动，就有选择，译者若能经过互动和选择作出一个更为适合各方的选择，包括适合作者、作品、读者，适合源语言和目标语，就能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三）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人的认知一方面是基于体验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差异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这里既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有辩证法的思想。由于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或相关知识的体验和认知之上来理解其各类意义的，然后译者主体将其用目标语映射转述出来，其间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难怪同一个文本，经过不同译者之手，就会有不同的译本。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在批判传统的语义观念论基础上，将意义视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这比起将语义视为“Concept（观念）”来说，虽是仅增加了一个“-ize”，却使其彻底摆脱了客观主义语义观的窠臼，体现出人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突出强调了意义的动态观。这就能解释语义的本质和来源，以及为什么同样的客观世界会产生出不同的语义和语言系统。这也可用于解释翻译活动，因其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主观性”的烙印，译文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认知语言学在强调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等具有体验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人在这些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的人和民族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这就是Construal的意思），这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从而也就解释了各种语言之间必然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中有些表达差异可通过各种处理方法能在翻译过程中被映射转述出来，这是语言具有可译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可译性的一面，特别是诗歌，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具有（截然）不同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也就决定了有些语言形式和意义会具有不可译性的一面。

将译者视为认知主体就必须承认译者的思维具有创造性，不同译者对同一语篇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从根源上来说，翻译主要是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文本语码进行映射性转译，其中必然要涉及不同的认知世界，再加上个人语言水平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一定会有不同理解和译法，这更加证明了翻译在理论上不可能是“反光镜”或“传声筒”，而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认知过程，译文中既有作者的声音，又有译者的声音，认知语言学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上文的论述可见，翻译既具有体验性，又具有创造性，它们正好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体验性认知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思维具有共通性，不同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约束了翻译创造度的范围，为跨语言之间能形成共同理解和相互交流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也为同一文本会有多种理解和多种译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

再从互动角度来说，由于参加互动的认知主体不同，所经过的互动过程和产生出的互动效果也就不尽相同，认知主体中几个角色就会产生不同的主体间性，文本意义也就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译文必然也会有较大的开放性！如“关关雎鸠”中“关关”是什么声音？“雎鸠”是什么鸟？（汪榕培，2001）　黄国文（2002）分析唐代杜牧“清明”诗四句中都有不同理解；同是一首张继的“枫桥夜泊”，到目前为止竟会有40多种不同译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完全客观地翻译原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文本意思是不可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死了”，可以踢开原文“闹创译”。可行之道只能是：尽量做到能较好地理解和反映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创而有度。

（四）翻译的语篇性

翻译的认知模式接受了Beaugrande（1978：13）的观点“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单个句子，而是语篇”。因此，翻译主要是以语篇为基本层面的，主要是就语篇所反映出的整体意义、主旨和风格，及其所反映出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的。译者除应译出语篇的交际功能和语用意义（这是翻译的功能观）之外，更应强调在语篇层面上各类意义的映射性转述。我们在此接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选择就是意义，形式的选择也就包含了意义的选择，选择不同的形式也就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由于语篇有长有短，长语篇的翻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地翻译出来的，此时将语篇作为一个翻译单位似有疑问，我们提出“以语篇为基本层面”，主要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语句中的各类意义受约于语篇的整体意义。

在这一点上，解释学中所述及的整体和部分的解释学循环论还是很有道理的，有待理解的局部意义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与部分之间具有某种相互规定和制约的关系，文本的意义就形成于部分与整体的不断循环之中，这样，理解与解释的过程就是不断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回到整体的循环过程。翻译也是这个道理，恰当的理解和翻译应当达到部分对整体的一致，因此，在圆满的理解和翻译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基于这一观点，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提出了翻译的语篇性，认为对语篇中个别语句的理解和翻译离不开对语篇整体的功能和认知分析，必须深入体会和综合思考语篇中语句、段落、章节所反映出的各类意义，反映出语篇的整体性，前后的连贯性，风格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部较长语篇（如长篇小说等）在译完之后（可能是多人参与的翻译）必须还要通读和通改一遍的道理。

（五）翻译的和谐性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不仅强调对两个世界（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理解，而且还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充分考虑到这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倡导体验认知观统摄下的和谐翻译原则。

我们知道，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期取得和谐的人际协作，这就是“语言形成于社会活动协作需要”的理论基础，《圣经》中所讲的通天塔故事就说明了这一观点。古代巴别城的市民能够建成通天塔的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可以通过语言有效沟通而能和谐作业的结果，他们最终未能建成通天塔的原因，是由于上帝搅乱了他们的语言，因而不能有效沟通，也就不能和谐作业，终使该塔未能建成。翻译也应当是这样，应当顺应语言交际的这一总目标，大力倡导“和谐翻译”原则，和谐交际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翻译就应当服务于这一目标。

（六）翻译的“两个世界”

我们所谈论的一切无非是关于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语篇生成的基础，语言中的词句也都反映了这两个世界。那么，读者也须依靠自己的理解将语篇信息尽量还原为这两个世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考虑译出原作所欲表达的这两个世界
(6)

 。要能透彻理解语篇所提供的整体信息和各类意义并将其译好，就需要透彻理解作者和作品关于两个世界的认识，因此，翻译主要应尽量译出原作者和原作品对两个世界的认识和描写。

从图16.3可见，认知世界是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的，储存于认知主体的头脑之中，原文作者与译者和读者的认知世界必定是既有同也有异，这就决定了不同语言的文本之间具有互译性，也决定了有些信息是不可译的，同时还决定了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

［1］The first elected Russian president，the man who declared what once was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the Soviet Union，extinct，Boris Yeltsin resigned on December 31，1999 after 8 years in power．

《21世纪英文报》2000年1月6日将其译为：

作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作为宣布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联——解体的一代巨人
 ，叱咤
 俄罗斯政坛八年的叶利钦于20世纪最后一天黯然
 辞职。

张美芳（2002）曾评价说：英语原文用词客观、朴实，而译者增加了原文没有的评价意义，对原文所反映的认知世界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调整，用了“一代巨人”、“叱咤”、“黯然”等词眼。可见，译者首先是读者，他从读者的角度按照自己所确立的认知世界的价值标准对其作出了判断，从而做了这样的解读和翻译。

另外，汉语经常出现无主句，而在英语中只要是句子（祈使句除外）就应当有主语，在翻译中就涉及添加和删除主语的问题。在汉译英时，汉语无主句的主语有时在上下文中可明显推导出来，此时添加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但有时在上下文中却颇费周折，可有多种理解，这在汉语典籍作品中情况尤为突出，主体在语篇空间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就给理解和翻译带来了一定困难，如“江枫渔火对愁眠”，究竟是谁在“愁”，谁在“眠”，似有多种理解，而这些解释都是人们在各自的“认知世界”中寻得的，有人认为“愁”和“眠”的主语是作者，有人认为是游人，还有人认为是渔民，等等，这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译本。这只能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世界”中获得解释。


 三、小结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注重客观世界中存在物背后的本原或本质（本体论），到注重如何获得存在实体背后的认识（认识论），又转向到坚持存在和认知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立场（语言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而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将这三者置于同一个命题之下进行了有效论述，不仅反映了哲学研究的三个转向（分别注重“现实”、“认知”、“语言”），而且还有效地解释了语言形成之始源。正如L & J所说，体验哲学是对西方整个哲学的一个反思（在他们1999年出版的《体验哲学》专著的副标题为“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且在封面的右上角写着：

A ground-breaking work that radically changes the tenets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可见，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三个转向，以及哲学和语言研究中不同阶段和流派分别聚焦于交际过程不同环节的倾向，作出了一个整合性理解，也是对当今流行于西方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解释学派哲学以及相对应的语言学流派的一个批判性的发展。

基于L & J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我们分别论述了仅强调交际过程三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如作者，或文本，或读者，所具有的片面性，并在理论上批判了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学派哲学，以及相应语义观的片面性，据此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它强调了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解释了翻译中应着重反映出“两个世界”的观点。


 第四节　实例分析

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一方面描写了客观世界中的存在物：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阳、人，同时他还借用这些事物和场景表达了作者的认知世界，在前三行中主要是通过修饰语来表达的：枯、老、昏、小、流、古、西、瘦等。在后两行中又提到了“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等词语。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词语在汉语文化中含有：凄凉、悲观、清冷、凋敝、思念等意义。同时整个语篇的意思又是落脚于“秋思”这一标题之上，而“秋天”在汉文化又有特殊的寓意。译文若能反映出这两个世界，才是可被接受的较佳译作。

现笔者主要基于上述提出的“翻译两个世界”的观点，对两种不同的英语译文与原文作一对比分析：


译文一
 ：Schlepp的译文，选自文殊（1989：331）的《诗词英译选》


Tune to “Sand and Sky”


— Autumn Thoughts

Dry vine，old tree，crows at dusk，

Low bridge，stream running，cottages，

Ancient road，west wind，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译文二
 ：翁显良的译文（见顾延龄，1993）


Autumn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 the day is about done．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and on the far bank，a pretty little village．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the west wind moaning，his bony horse groaning，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两个译文，虽说是一个注重直译法，一个注重意译法，由于他们与马致远有类似的体验和认知（或通过想象），将原文所欲描写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和场景基本上都反映出来了，但在反映其认知世界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元曲原文的前三行主要是通过“修饰语＋中心语”结构中的修饰语来反映认知世界的，这些修饰语在不同的译文中有不同的译法，因而就反映出译者对原文的认知世界有不同的认识，也说明了他们各都有自己的互动方式。

（1）汉语中的“枯”除了有“失去水分”之意外，还有“干瘪、枯燥、憔悴、断绝、萎缩”等意，另外该字还或多或少与“古”有关，而译文（二）用“rotten”（腐烂的、发臭的）就多少显得不那么妥切。译文（一）用“dry vine”，似乎也难以完全反映出原文的全部意义。

（2）“老”在译文（一）和译文（二）中分别被译为“old”和“rugged”，后者意为“不平的、崎岖的、有皱纹的、粗壮的”等，当然，树老了就会有皱纹，如此翻译似乎比“老”的含义要多，而且译文（二）还用了一个过去分词短语wreathed with，这确实超出了“老”的原义；前者用词虽然简单，但较为符合原文。

（3）汉语中的“昏”除了“黄昏”之外，还有“昏暗、模糊、神志不清、失去知觉、乱、迷”等隐含义，在译文（一）中被处理为“at dusk”，仅取其字面意义，未能反映出其他含义。在译文（二）中被处理为“the day is about done”，既越出了原文的“修饰语＋中心词”的结构，将一个词译为一个分句，而且修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看上去不是在修饰“crow”，好像是在对前面一整句的总述，因此这一译法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与原文出入较大。可见翁显良对原文中的认知世界有较为丰富的理解。

（4）“小桥”中的“小”不仅有“矮”义，还有“短”意，且含有“小巧玲珑”、“几分赞赏”之意，此处译文（一）处理为“low bridge”似乎仅取其中一义，译文（二）处理为“a tiny bridge”，这个桥似乎也就“太小”了，两个译文都未能反映出原作者的主观评价意义。

（5）不管是流淌的水还是不流淌的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都可能“闪烁（sparkling）”，因此译文（二）用“sparkling”似乎不妥。译文（一）用“stream running”则改变了原文的“修饰语＋中心词”的结构，有点像分词独立结构，不如直译为“running stream”。

（6）“人家”可视为一个词，但似乎也可按照上下文理解为“人”和“家”（如Wai-lim Yip就将其译为“men's homes”，参见顾延龄，1993）。在译文（一）中被处理为cottages，在译文（二）中被处理为“a pretty little village”，似乎都没有将汉语原文的意味译出来，“人家”不仅包含“房子”，还有“住户、家庭”、“人”之义，它不全等于“村舍、别墅、小村庄”。

（7）“古道”在译文（一）和（二）中都被译为“ancient road”，尚可接受。倘若深究下去，原作中的“古”究竟有多久远，实在是难以确定，或许只是个笼统说法，或许也只有原作者自己知道，更或许原作者也没搞清楚，或根本就不需要搞清楚，它与英语ancient所反映出的“古”是否能等值，天知道！

（8）将“西风”译为“west wind”，仅反映出了客观世界的现实内容，这往往会引起西方读者误解其认知世界的含义。我们知道，汉语中所说的“西风”在文化含义上不等于英语中所说“west wind”，这已有很多学者作过论述。此处两位译者都如此翻译，似乎实在是出于几分无奈！

（9）“瘦马”中的“瘦”在两个译文中分别被处理为“lean”和“bony”，都可接受，前者突显的是“无脂肪、缺营养”，后者突显的是“骨头”，是“骨瘦如柴”之义。而“马”在两个译文中分别被译为“nag”和“horse”，按照《新英汉词典》的解释，nag有两个义项：

（a）小马；

（b）口语文体，犹指老马或驽马（即跑不快的马）。

显而易见，nag比horse的含义更为丰富，而且带上了口语文体色彩。horse仅为一般用语，呈中性文体色彩。这反映出两位译者对“马”的认识有差异。

原文的后两行在这两个译文中处理的手法也完全不同：

（10）“夕阳”在两个译文中分别被译为“the sun westering”和“the sinking sun”，都算可以接受，两个译文形式上的差别在于：前者像分词独立结构，后者是“修饰语＋中心词”结构，更符合原文的修辞结构。但是我们知道，在汉文化中，“夕阳”还有一层约定俗成的文化含义，这在英译中确实有点“难以名状”。

（11）“断肠人”是指“令人日夜挂念的心爱之人”，“在天涯”是指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含有“不知归期”之义。这句话似乎有多种理解，实际上也反映着人们不同的认知方式。在译文（二）中“天涯”被处理成了“at sky's edge”，“远在天边”大致反映出了“天涯”之义，道出了“遥远”之义，可以接受。但“one with breaking heart”似乎不如“one with broken heart”更通俗，这或许正可反映出译者用“有标记性”译法的一点意图。译文（二）是从“旅游人”角度来说的，他骑着瘦马（瘦马还在呻吟），踏着古道（这样的一条古道），顶着西风（西风在呜呜地吹，西风萧瑟），朝着落日（正在下落的太阳，不是已经落下），离家越来越远。在这样的场景之中，难免会勾起人们对远在天涯的断肠人的思念（旅游人是否就是断肠人？文中未译出“断肠人”似有缺憾！）。读者若将其与原作相比就可发现，译者似乎是在描写另外一个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似与原文的意境相差甚远。

总的来说，译文（二）用词较“大”，以求得诗文之“雅”效；描写较为详尽，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所未述及的内容（参见黄国文，2003），意在将原文中所欲反映的“认知世界”说得更清楚；而且还采用了散文释义的方式来翻译这首元曲。这足以可见翁氏是以“意译法”（神似派）为主的。而译文（一）显得较为简练，刻意在形式上尽量对等，可见Schlepp是以“直译法”（形似派）为主的。

两种译法都要涉及如何解读原文的“认知世界”，特别是意译法更是如此。在意译法中若能解读得比较准确、妥帖，这也未尝不可；倘若解读得与原文相去甚远，过于牵强，甚至误解原文，难免会使人有不忠实原文之感，译者的主权倒是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倒是迎合了“解释派哲学”的翻译观。虽说“创造”在翻译中是不可少的，但“牵强”不可取，“误解”不可犯，正如上文所说，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说，“创而有度”还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译文（一）主要采用了直译法，显得较为简练，未见多增加什么词语，结构上也比较接近原作，较为注重“形似”，这样，留下点未作深入解释的“认知世界”余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想象，也不失为一种翻译风格。但译文（一）中有些地方处理得较为粗糙，如上文分析的low、stream running、cottages、west wind、nag、the sun westering等，由于这些“创造”，对原文所欲表述的认知世界似有出入。

思考题：

1．顺着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这一基本线索，简述三种哲学和语言学流派对语义观和翻译观的影响。

2．为什么说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能够弥补三种哲学和语言学流派的不足之处？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有什么解释力？

3．试以两首中国古代诗词为例，尽量多地收集各种英语译文，分析各自的译法，比较其间在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上的异同。

4．L & J为什么将经验论和唯理论划归为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与其相对的非客观主义理论（即体验哲学）在哪些方面与其对立？

5．试以自己的译文对比语料为基础，来说明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所论述的翻译的特征。

6．比较和分析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个英语译文：

（1）Wines and meats become rotten in the mansions；

Dead bones become rotten at the doors of them．

（2）In the mansions，rolling luxury allows wine and meat to go to rotten away；

On the streets，grinding poverty causes dead bodies to freeze and decay．



————————————————————


(1)
  笔者多年来一直将Sense译为“系统意义”，特别对于理解“结构词义学”中所讨论的Sense Relations（主要指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关系意义），还是很有帮助的。虽然这个术语字数多了点，但却有利于将其与“意义”、“含义”、“含意”等术语区分开来，所以这一术语已为很多学者所接受。也有学者主张将Sense译为“涵义”，这也不失为一种佳译，但仍须对其作出一定的解释，同时在发音上也容易与“含义”、“含意”等术语混淆。


(2)
  本书暂时将受解释派哲学理论影响的语言研究称作“后结构主义语言观”，而未视作流派或理论。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界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之后又出现了一些主流语言学派，如：（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派、认知语言学派等，这些语言学流派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已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普遍接受。


(3)
  也有学者主张将“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划归于传统语文学。笔者认为还是区分开来的好，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研究模式，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拟构出了语言谱系表，划分出世界语言的形态类型等）。


(4)
  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国内外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经验论、逻辑实证主义，有学者认为是唯理论，也有学者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其中既有基于语言事实的归纳性研究，也有从唯理论角度对语言内部系统作纯理性的分析，割断了语言与现实和人之间的联系。我们在综合国内外各派论点以及与哲学界同行商讨的基础上，倾向于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视为分析兼理性（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由于国内外翻译学界多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说成是唯理论，因此本章在阐述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时侧重从唯理论角度来论述。


(5)
  有学者认为，按照Derrida的解构主义、延异哲学，意义是不确定的，那么什么文本都是不可译的。


(6)
  当然，作品中的客观世界也是作者主观认识中的客观世界，有时在两者之间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


第十七章

认知语言学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在短短的20多年中，认知语言学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门主流学派。但认知语言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人们对其认识仍存在一定分歧，有的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式，如Ungerer & Schmid（1996：x）就持这一观点，并总结出三种方法：体验观、突显观、注意观；而L & J（1999：496）则将其视为一种语言理论，认为认知语言学运用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成果对语言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L & J提出了“体验哲学”这一全新的哲学理论，对传统的西方思想作出挑战，并将其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摒弃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中的错误观点，汲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第一性地位，必须依据客观规律认识世界，坚持身体经验的基础作用。在体验哲学的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中，心智的体验性是最重要的，这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体验哲学还重视人的主观作用、想象力，认为认识活动不仅是对客观外界的镜像反映，还可能动地影响客观现象，对其有反作用。他们既反对客观主义中的机械论，又反对主观主义中无视客观规律的倾向，倡导主客体的互动性，这也是符合辩证法观点的。但该理论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基于体验哲学理论之上的认知语言学，也对传统语言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提出了很多解释语言的新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对语言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它能解决全部问题，像所有的语言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1）他们把“认知”的范围定得十分宽，并认为无意识性认知至少占95％，这与传统分析哲学中的观点不同，而且他们也没有详细论述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剩下的那个不足5％又是什么样的认知，具有什么性质。这个95％的比例是否会因人而异，随情形有变化？如儿童与成年人是否会一样？普通人与哲学家、科学家是否有不同？对不同事体（如日常简单事与理论研究）的认知和推理在有无意识性的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有较大程度的无意识性，但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在演说和报告时，在学习外语的初始阶段，似乎有较大程度的有意识性。这就是说95％不能一概而论，是否应有个范围限制。



（2）原型范畴理论对“范畴内成员是基于共享特征”的批判基本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可用“属性表（Attribute-list）”来确定中心成员（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点），这两者有何实质性区别？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范畴的中心成员可通过经典理论来确定，范畴的非中心成员可通过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

有学者认为：一个范畴有一个中心成员，其他非中心成员则是围绕这一中心成员通过家族相似性向外延伸扩展形成的，仔细想来，这一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在一个多义范畴之中，我们有时就很难或不能确定复杂范畴中哪个成员是中心成员（中心意义、基本意义、原始意义），哪个是边缘成员，因此也就说不上其他成员都是以一个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外延伸而成的。英语中的over就是其中一例：Brugman是以

［1］The plane flew over the city．（over具有动态含义）

开始论述的。Taylor则是以

［2］The lamp hangs over the table．（over具有静态含义）

开始的，而且这一义项在很多词典中也常常被列在开头。

对于许多词项范畴，我们能够区分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如第3点中的climb），而有些就很难。我们还不能确定最早使用的义项就一定是一个词项范畴的中心成员。有时，我们不得不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词项范畴的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以求对词项范畴结构作出合理的分析，如笔者（2001：212）对“吃”的语义分析。



（3）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知，处于范畴中心的原型成员应具有最大范畴信息量（Maximal Category Informativity），只有边缘成员才可能与其他范畴的成员相融合，而原型成员仍然是明显可辨的。但over具有属性“垂直、不接触”的意义，不管将哪一项作为原型成员，都与“above”的中心意义（也具有垂直、不接触的属性）相重合，确实在使用中这两个词在很多场合中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岂不是在说：一个范畴的原型成员可能与其他范畴的原型成员相融合，这就与上述的观点相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否应将over和above视为同一范畴？

正如第3点所述，根据家族相似性理论，意义相差很远的义项不可能被置于同一范畴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开始研究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问题，如何不至于将毫无相干的意义放到同一个范畴中来，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范畴容忍度问题。Pulman（1983：73）认为，可以十分安全地作出假设：没有一个语言有一个词项同时能表示下面三个义项——茶杯、糖浆、噪音。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英语单词buff确实可表示很多毫不相关的意义：polishing pads；yellow colour；amateur enthusiasts。另外，相反的义项一般说来不可能置于同一范畴中，在语言表达中用一个单词来表示，可是在自然语言中就偏偏存在这样的情况，如：

sanction：批准，授权，支持；也可指制裁，禁止船出入港口。

fast：原型意义为：快速运动；也可指没有运动的事，如Hold fast。

overlook：检查，监督；也可指看漏、忽视。

原型范畴理论、家族相似性似乎对此尚未作出合理解释
(1)

 ，对于范畴边界模糊性的情况需要作出进一步深入研究（Croft & Cruse，2004：89）。



（4）Taylor（1989：108）曾用“语义链”理论来解释多义范畴问题，他认为多义词中的不同意义往往是通过“语义链”而形成的：意义A与意义B基于某一或某些共享属性，或其他类型的相似而关联；同样，意义B又成为意义C的延伸基础，意义C又成为意义D的延伸基础，可一直链接下去，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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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这样，意义链可用来解释互异义项间为何有联系的现象，邻近的义项之间有明显联系，而不邻近的义项之间则不一定有明显联系。Taylor认为climb的中心意义为：用四肢、向上、费力、渐进（后两义项可能存在于大多用法之中，表中就不列出，但在有些用法中不一定明显，如表中第4例。）：

[image: ]


图　17.2

1是climb的中心成员，从1到2、3之间的联系是“向上”、“空间”，至于在“四肢”上的区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轮子与地接触，机翼与空气接触，这都与“用四肢爬”有相似之处。4、5两句主要取climb的“向上”的属性。而6、7、8三句虽在方向上不是向上，但在“用四肢”和“空间”这两个语义域上与1是共通的。

汉字“爬”的本义也含有“用四肢”、“向上”、“空间”、“费力”、“渐进”等基本属性，“用四肢”这一含义可从用“爪”作构字成分可见。该字也可用来指“车辆、飞机、价格”的爬行与上升。在方向上也可指水平向前的动作（爬泳、爬行、爬虫等），或指向下的动作（汉语中也可说“快从梯子上爬下来”）。从这里可见，英语“climb”和汉语“爬”的中心意义是相同的，而且通过粗略的对比可见在意义延伸上也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climb”和“爬”是说明“语义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词项，而且语义链往往忽视了中间的过渡过程，因为意义在引申过程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从A变成了B，中间很可能会存在一个两者共存的阶段，即：A→AB→B，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正如Sweetser（1990：9）所说：

If a word once meant A and now means B，we can be fairly certain that speakers did not just wake up and switch meanings on June 4，1066．Rather，there was a stage when the word meant both A and B，and the earlier meaning of A eventually was lost．（如果一个词原来的意思是A，现在的意思是B，我们可十分有把握地说，发话者不可能一觉醒来，于1066年7月4日突然改变意义，而是会有一个意义A和B同时存在的阶段，此后较早的意义A才最终消失了。）

Langacker（1991：266—272）更为详细地描绘了语义网络的发展情况，这似乎比Taylor的语义链更为详细，更有解释力（C表示A、B两义项的某种范畴化关系，同样，L表示义项K和A之间的范畴化关系，参见Rice，19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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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a Network

图　17.3

人类的思维可谓千变万化，语义延伸的情况错综复杂，同时各语言的语义网络延伸也会有很大差异，这种模式化的总结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可能具有一般性规律，但还需要大量的语言实例来加以验证。另外，语义链，或语义网络模型，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a）Taylor的“语义链”也没能很好地解决所有词项范畴中“哪个意义为中心”的问题（参见第2点）；同时他的表达式往往会给人一种互相替代的感觉。

（b）如何确定语义延伸的界限？语义延伸到什么地方就不再属于同一个范畴了？或者说，一个范畴能容忍成员的变化度有多大（参见d点）？人们每次运用一个范畴时都要重新确定其变化度吗？

（c）究竟是什么机制可以决定一个范畴的范围？为什么有的词汇范畴大，有的词汇范畴小，该如何描写范畴成员密度问题？

（d）一个范畴中的成员是如何排列的？一个范畴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原型），还是可有多个中心，还是可有一个中心群（多个原型）？

（e）如何确定一个范畴中多个成分之间的概念距离？它们离中心的位置可以改变吗？又是如何改变的？

（f）有些范畴成员可能会消失，它们是如何消失的，消失之后对其他范畴成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范畴结构变化有规律可循吗？

（g）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依据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可不同范畴之间又是如何取得联系的？如何确定相关范畴之间的重叠程度？

（h）各语言都有很多同义词，它们是否同属一个范畴？但按照一个词项就是一个范畴来说，它们又应当属于不同范畴，这该如何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同义词的中心意义基本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可能存在有同中心成员（原型）的不同范畴，这该如何解释？



（5）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们的基本概念来自感知体验，主要来自人们对身体和空间的认识，但有些学者，如皮亚杰（1961）、Smith et al（1999）、Perner（1991）、Flavell（1988）、Wellman（1990）、Rakova（2002）等，认为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与身体和空间有关，例如儿童什么时候才开始认识到可将自己的身体、外部的物理环境以及视野看作容器？什么时候才能比较稳定地理解三维空间？构成容器（内部、外部、边界等）和三维空间（长、宽、高等）的要素有那些？就我们的直觉而言，较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要素还是需要一定智力基础的，儿童早期似乎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认识出现得较晚，那么它们又何以能成为形成基本概念的基础呢？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有些基本概念是否与感知体验同时形成，或在其后形成？对抽象性意义的理解难道一定是基于对体验性意义的理解（Asch & Nerlove，1960）？某一抽象性意义（如：革命、专政、制度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体验性意义？人们的抽象性意义难道都是基于体验性意义通过隐喻建立起来的？人类的逻辑推理难道也一定是基于感知体验的吗？学者们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还需要继续深入讨论，体验哲学还应对其进一步作出详细解释。



（6）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置于显赫的地位，视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人们有时会问：隐喻有这么大的作用吗？L & J（1980：3）一方面认为隐喻在语言、认知和行为中具有“主要的”、“基本的”属性，但另一方面（1980：13）也承认：部分概念是由隐喻建构的，概念可在某些方面作跨域延伸用法，但在其他方面不行。这里的“部分”、“某些方面”、“其他方面”说得比较含糊，这一说法似乎与“主要的”、“基本的”、“普遍的”说法不很吻合。他们还认为概念隐喻系统具有无意识性、自动性特征，可我们凭直觉可知，当人们说出新奇隐喻时，好像或多或少地包括有意识行为。



（7）L & J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隐喻植根于体验，而我们发现许多隐喻却不一定是以体验为基础的。就“婚姻是牢笼”这一隐喻而言，没有结过婚的人，没有蹲过监狱的人，同样也能理解这个隐喻的意义。又如说：

［3］他过着那种地狱般的日子。

又有谁经验过“地狱”？如是说可通过间接经验理解，那么间接的程度该多大呢？可见，语言中的隐喻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我们的身体经验，还有一部分不一定是直接来源于身体经验。

人类的体验有很大的共同性，例如，我们都有“看”的能力和经验，但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将“看”与“知”联系起来，形成所谓基础性的“seeing-to-knowing”推理。据Rakova（2002：224）介绍，在芬兰语中就没有这样的隐喻，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有的语言能形成“seeing-to-knowing”的隐喻，而有些语言却没有，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将这一隐喻视为基本隐喻，如果基本隐喻不具有普遍性，那么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体验性？”

既然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就不该否认隐喻是基于对相似性感知之上的观点。正如Dirven & Verspoor（1998：34）指出：Metaphor is based on perceived similarity．而L & J反复否认这一观点（Neisser，2001），过分强调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这也是不很全面的。我们认为：一方面隐喻是基于对事物、行为、现象等之间相似性的感知，这是隐喻的体验观，认知模型、意象图式、常规关系对其具有解释力；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创造相似性，如独特的诗句确实可以使得人们认识到一些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此时常规关系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强调任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因此，相似性和隐喻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隐喻与社会文化因素也有密切关系，单凭身体经验还是不够的，如“这又是一个水门事件”，则完全要依赖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该隐喻的确切意义。



（8）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喻体将其某一或部分属性（不可能是全部，也不可能是一点不变的）映射到本体上，使本体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因此本体在接受映射时，就必然要对喻体的属性作出选择和限制，例如在隐喻：

［4］He is a mule．

中，“mule”有很多属性，仅将其中的一个属性“倔强性”映射到了“他”上，而排斥了许多其他属性和特点：动物、长耳朵、吃草、可骑、埋头拉磨等。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人们是如何限制“mule”的其他属性和特征，而仅将“倔强性”挑选出来的？其挑选的依据是什么？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语焉不详。



（9）Lakoff（1987：417）在论述始源域与目的域之间映射关系时曾十分模糊地说过从一个域向另一个域的映射：

The senses of a word are related to one another more or less closely by various means，one of which is conceptual metaphor．As Lakoff and Johnson（1980）observe，a metaphor can be viewed as an experientially based mapping from an ICM in one domain to an ICM in another domain．（一个词的多种涵义通过各种方法或紧或松地互相建立起联系，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概念隐喻。正如L & J于1980年所说，一个隐喻可被视为是基于经验从一个概念域中的ICM向另一个概念域中的ICM的映射。）

但他有时又强调了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但笔者认为对隐喻的理解需要五个因素：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缺一不可，它们都对隐喻的生成和理解起作用。本体是隐喻所要描述的对象，对隐喻的理解显然要提供一些已知信息，如在“He is a mule．”中，倘若换了本体“他”，则会影响到对“mule”（该词还可泛指笨蛋、蠢货、杂交种动物、杂交种植物、纺织机、小型拖拉机等）属性的选择。认知主体对于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隐喻，即使同一语言社团中的人，因其背景不同对同一隐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就涉及语境因素，其对隐喻理解也可起到制约作用，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未加论述。如有的喻体具有多层含义，这就需要依靠语境来确定隐喻的意义。



（10）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哲学教授Neisser在Language
 2001年第一期上对L & J于1999年合作出版的专著发表评论文章时指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根隐喻”上，大部分认知可被理解为是这些根隐喻的表层反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的哲学理论就是建构在几条根隐喻之上的，并将哲学史视为隐喻的历史，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批判了历史上的哲学家没能认识到其理论的隐喻性，这显然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他还指出：倘若把隐喻视为基本的、主要的认知工具，可不断创造新的意义，这是否就会将隐喻视为一种计算工具，这又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有意义的活动行为才能产生意义”的观点相悖，似乎就与心智的体验性原则相矛盾？

Rakova（2002）、Sapiro等（1989）同样对“It is metaphorical thought that makes scientific theorizing possible（正是隐喻使得科学理论化成为可能）”提出了疑问。Badeer & Hicks（1992）则极力主张生理学家不要在血管动力学中再使用诸如“waterfall”之类的隐喻，因其在很多场合下是解释不通的，容易产生误导。



（11）在认知语言学中，术语“隐喻”既可作广义理解，转喻可被视为隐喻的一种形式，又可作为与隐喻平行的单独一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互动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是一个连续体（Dirven，1993；Radden，2000），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L & J于1980年出版的书名就叫做Metaphors We Live By
 ，书中第八章的标题为“Metonymy”，可见他们将Metaphor作广义用法，因为隐喻和转喻都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主要是思维性或概念性的，当然他们也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分。Lakoff在1987年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一书中论述ICM时强调区分了隐喻模型和转喻模型。Taylor（1989）在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一书第七章的标题为“Category Extension：Metonymy and Metaphor”，也将这两者区分开来作为平行的两类来论述的。但Goosens（1995）则认为隐喻中可能包含转喻，转喻中可能包含隐喻，例如：

［5］catch one's ear（抓住某人的注意力）

这是一条包括转喻的隐喻，从“抓”与“耳朵”之间的搭配关系可见这是一条隐喻，但“耳朵”与“注意力”之间具有邻近关系，则可划归转喻类。　

［6］to pay lip service to the project（对该项目仅表示口头支持，而不给经费）

这是一条包括隐喻的转喻，pay表明一个付款场景，在这个场景下的相关事情应具有邻近关系，可视为转喻，而lip service意为“口头服务”，用其来表示“不给经费”则具有隐喻性。

我们知道，隐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两个概念域或ICM之间的映射，转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同一个概念域或ICM之内的映射，也就是说隐喻涉及两个概念域，而转喻只涉及一个概念域。现将上述对隐喻和转喻的理解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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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

关于同一概念域和两个概念域有时是很难划分的，即使将这里的“概念域”说成是“基本概念域”，这也是个笼统的说法，究竟“基本”到什么程度。概念具有上下义层级性，在右图的转喻模式中，方框可被视为一个概念域，其中有A和B两项，如果我们能在左图为两个概念域找到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此时划分隐喻和转喻就难免会产生困难，如：

［7］A：How did you get here?

B：I have got a car．

用原因“我有车”来表示结果，可视为转喻，因为原因与结果是一个整体事件的两个邻近概念。当然我们也可将原因与结果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处理，将其视为隐喻也就没什么不妥。又例：

［8］He is in low spirits．

常被视为隐喻，但我们也能找出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来对其作转喻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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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此时就可有两种解释：

（a）作为隐喻解释：悲伤为上义概念，其下义概念或情况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用low的身体姿势来表示悲伤，实际上就是用下义概念来表示上义概念，形成了跨域用法，当算隐喻用法。

（b）作为转喻解释：在悲伤这个概念域中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等，这也可视为同一概念域中的用法，悲伤时会有一系列的表现，体态下垂仅是其中之一，用部分表示整体，当算转喻。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又该如何解释呢？认知语言学家似乎还没有说清楚。



（12）认知语言学强调主客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Johnson（1987：174）似乎也曾为此辩解过，他说：对于非客观主义者来说，

Meaning is always a matter of human understanding，which constitutes our experience of a common world that we can make some sense of．A theory of meaning is a theory of understanding．And understanding involves image schemata and their metaphorical projections，as well as propositions．These embodied and imaginative structures of meaning have been shown to be shared，public，and “objective”，in an appropriate sense of objectivity．（意义总是一个关于人类理解的问题，它构成了我们能了解共有世界的经验。意义的理论就是一个理解的理论，理解不仅包括命题，而且还包括意象图式和其间的隐喻性映射。这些体验性和想象性的意义结构，在某种确切的客观性意义上来说，被证明是共有的、公开的，并且是“客观的”。）

这里他强调了意义是基于对共同世界的经验之上形成的，因此意象图式和隐喻虽然具有想象性，但也具有体验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共享性。Sweetser（1990：13）也曾说过：体验主义比起客观主义来说，主观性更少，因为前者旨在解释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实际范畴，而客观主义预设了一个十分武断的命题：语言范畴一定具有客观基础，同时还假设客观的真实世界必须是像语言一样建构起来的。

但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分析方法确实存在着不少主观性，如确定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需要依赖百科知识，可如何确定与之相关的知识呢？Neubauer & Petöfi对“氯”所作的综合语义分析可谓十分全面（参见李幼蒸，1999：307）：

A．常识部分：属级词：元素；色：绿；味：不快。

B．专门知识部分：

（1）化学：元素类：非金属；族：卤；化学价：单价、多价；符号：Cl；在自然中之出现：氯化物；氯化合物：NaCl，HCl等。

（2）物理：自然状态：气体；其他状态：液体；重量：2.5空气重量；原子量：17；原子数：33.453。

（3）生物：对有机体影响：有毒。

（4）地质：地壳中数量：0.15％。

（5）历史：发现：Scheele于1774年；Davy于1810年；其他研究：1823年制造出液态氯。

（6）词源：词根：希腊词Chloros。

（7）工业：生产：用盐电解；使用：漂白纸和纺织物，……；储存：低温干燥，铁器内。

但什么时候按常识理解，什么时候按专业知识理解，按哪个专业理解，似乎无法确定，对于普通人来说，其中大部分内容好像都很陌生。

联想论、激活论对语义所作的解释也是十分模糊的，一个词究竟能引起哪些联想，激活哪些概念，倘若这个问题答不清楚，说明一个词的意义是难以确定的。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的联想，经验、背景、年龄和地域的差别，对同一个词语往往会产生较大差异的联想。如此说来，人类又是如何进行交际的？仅用原型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能否对其作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的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主要特征进行简单明了的描写，从语言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上来刻画语言形式的意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能将传统的语义方法与认知语义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则会对语义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13）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论述词类划分时，主张用识解（意象），特别是突显，来作为判断标准，这里仍旧涉及主观因素问题，究竟以谁的“突显”为标准。另外，他一方面主张用突显而不用概念来划分词类（Word class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its profile，not by its conceptual content overall.），但他区分名词和动词时用了“Thing”和“Relation”，这能算是不用概念吗？他还用“有界—无界”来解释名词的可数性，用动态和静态来解释词类转换，那么他说的“有界—无界”、“动态—静态”难道不属于“概念”？离开“概念”的分析是很难想象的，难怪Taylor（2002：179）说：Langacker在区分主要词类时还是用了概念性的定义。

还有的认知语言学家主张统一用概念来确定词类，但这也有局限，如人们都会认为“红”与“红色”为相似的概念，但它们是否能划归为同一词类依旧值得商榷，如在汉语中这两者就存在很大的语法功能差别，如我们可说“不红”、“很红”，但却不能说“不红色”、“很红色”，这或许就是Langacker不主张用概念来划分词类的原因之一，但如何将这两种解释方法统一起来，尚值得进一步思考。



（14）Taylor（1989：202）尝试用原型理论来描写领有结构，列出了八条说明，但它们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点的论述。



（15）框架和意象图式通常被视为某人或某社团对典型物体、事件、状态所具有的知识总和，或属性包（bundles of properties
(2)

 ），它常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固化储存在人们的知识之中。用框架来表征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方便的方法（Goldstein & Roberts，1980：42），但人们的知识是非常广泛的，一个框架又常用来描写一个事体，那么究竟需要多少框架才能将人类的知识系统描写清楚？框架系统具有层级性，同级和上下级框架之间具有什么联系，它们的关系该如何描写才能清楚？一个人同时可能会有多重身份，如张先生可能既是教授，又是系主任，还可能兼有其他职务，此时就必然要涉及多个框架，如何处理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再例：

［9］John is a dog's owner．

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表述，究竟应涉及几个框架？是在“MAN-框架”，还是在“OWNER-框架”中处理这个问题（Hayes，1980：50）？另外，一般说来，一个事件会包括多个相关活动（clusters of related activities），那么同时就需要数个框架来加以理解，该如何确定需要选用哪些相关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描写，如何确定其间的联系，靠逻辑还是靠分类，还是其他什么？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会有很多这类多重现象，框架理论又该如何处理呢？

根据框架理论，人们新接触的信息如与亦已建立起来的框架相吻合，则较易被认知和记住，反之，则会增加难度。但是我们似乎很难描写吻合过程。而且，不同的人和社团会有不同的框架或意象图式，吻合的过程又是千变万化的，又怎能保证对比的结果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人们之间是如何相互理解的呢？

既然人与人之间所认识到的框架有差异，那么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s）也就会有差异，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类理解中的主观因素，从而使其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那么该如何准确描写人们之间的有效交际呢？看来，这里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余地。



（16）“脚本”可被视为框架或图式之一种（参见第六章第一节第三点），它是一种共有信息的原型代表，其内部所含信息往往呈有序排列，是一种经常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框架或图式。如书中所述的“餐馆”脚本，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因素。这一理论对于分析典型的日常事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样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a）生活中常常有许多非典型事件，很难用一种固定的“脚本”作出圆满的解释，就“去餐馆”这一脚本而言，可吃饭不付钱，也可能是先付钱再吃饭，也可能只买点什么东西就走了，也可能另有它事，等等，也许还有很多永远说不清的情况会发生。对于那些经常不按常规办事的人说又该怎么办？他们的脚本模式就必然会与常人不同，因而不同的人对缺省值的推理也就不同，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

（b）现实中会存在很多难以界定的各种事件，究竟可划归到哪一种“脚本”中来理解，这也可能又是一个未知数。

（c）难道每个事件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脚本”？我们究竟能列出多少“脚本”出来，这同样也面临着像很难列全语义成分一样的难题。

（d）在很多情况下，理解一个事件需要很多脚本，如何确定这些脚本以及其间的联系，究竟需要哪些相关脚本，排除哪些不相关脚本，而且还涉及在哪个时刻需要选用哪个脚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智过程，该理论也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到1980年为止，SAM（Script Applier Mechanism）才有20个脚本，关于描写故事的才有6个脚本（Lehnert，1980：93），这对于描写人类的知识可谓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e）“脚本”是经验化的结果，其形式会随着人们经验的增加而不断完善，会根据后学知识不断加以修正，但何时才能算是形成了一个典型图式？在人们尚未形成该典型之前又该如何描写这种知识呢？我们虽然可用动态观点来加以解释，这里仍未能摆脱不确定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其推到认知的灵活性、多变性的范围里，又总让人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理论的可靠性似乎难以得到保证。



唯物主义辩证法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方法分析问题，这同样适用于语言研究。在语言理论研究中我们不可割断历史，认知语言学是在借鉴最新哲学观点和对以往语言理论深刻反思、乃至挑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相对其他学派确实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其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期望认知语言学能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语言探索尚未成功，广大同志仍需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地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继承认知语言学中的合理部分，发展其尚未阐述清楚的地方，更正其不足之处，才能使得认知语言学更趋完善，走向完美。同时，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还要进一步将英汉语结合起来研究，努力把我们的成果运用于语言教学，介绍和推向西方，将其融入21世纪东学西渐的潮流之中，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语言学。

笔者仅从自己的学习和思考中略述管见，指出认知语言学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引起同仁的注意，衷心期望大家能不断完善认知语言学，或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建立新学派。

思考题：

1．重温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相关内容，试述认知语言学的优势和缺陷，并思考解决这些缺陷的方法。

2．仿照图17.2，分析各类“GAME”的属性分布情况（横行中可列述“GAME”的各种属性，诸如：竞争性、娱乐性、健身性等，竖栏列出各种可被称作“GAME”的项目）。

3．如何界定“认知”？为什么L & J认为认知是无意识的？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观点的？

4．试评述Neisser对L & J隐喻认知理论的评价。我们没有隐喻就真的不能生存了吗？还有学者（参见第六章第四节）认为转喻可能比隐喻更为重要，你是如何理解的？我们能否说“Metonymies we live by”，为什么？

5．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有互补关系，它们与形式主义学派有什么关系，两者能互补吗［参阅Langacker（1999：13—54）发表的论文］？

6．试从认知角度分析英汉语中的反义同词现象。

7．很多哲学家（如Pascal、Descartes、Arnauld、Leibniz等）都研究过人类普遍存在的概念要素（Dirven & Verspoor，1998：143），语言学家Goddard、Wierzbicka等也作过这方面的尝试。Goddard（2002：281）近来拟构出约60个这样的语义原素（Semantic Primes或Semantic Primitives），并认为可用它们作为原型范畴来解释多义词和人类的概念系统。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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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语中也存在这种反义同词的现象，据王宁（1996：122）统计，汉语中有近百个这样的词，例如：“乱”同时有“治”和“乱”的意思。“藐”有“广”和“小”的意思。“特”有“独特”、“无偶”的意思，又有“配偶”的意思。“乞”既有“给予”的意思，又有“要求”的意思。“副”有“分”与“合”二义。“被”有“覆盖”与“显露”二义。“肆”既为“故”，又为“今”。“置”有“搁置”和“弃置”二义，搁置还可引申为设立。“藐”既又“小”义，又有“远”义。“韧”既有“柔韧”之义，也有“坚韧”之义。……（详见第七章第十节）


(2)
  Hayes（1980：46）则将框架视为处理、修正和推理表征的计算工具，可用形式化方法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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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本书主要术语汉译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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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国外主要人名汉译对照表

由于书中外国人名较多，在正文中主要用英语原名。个别著名学者则用固定汉名，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索绪尔、乔姆斯基等，大多数学者以英语原名为主，根据需要配上汉语译名。

为方便读者，附录中列出书中所述及的外国人名和汉译对照表，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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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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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speaking.

a whale is not a fish.
a bachelor is not a fish.
a bat is not a bird.

a chair is not a bird.





OEBPS/Image00125.jpg
= o [RRAS IR

mmMA%%@
Ji%}()%

Bk {HTEEE
| il

i%}ﬂ%ﬂﬁ’-rl





OEBPS/Image00022.jpg
7 1] John Paul II is a bachelor.
J [2] Technically. John Paul II is a bachelor. %% £ & X # .14 % =
W HREANEE K,
J ? [3] The divorced man is a bachelor.
[4] Loosely speaking. the divorced man is a bachelor. 7 ™ # H i
W X BTHEBHNEFEANAE S N





OEBPS/Image00128.jpg
P = producer

R =receiver

S = situational meaning
G = generalized meaning
V= vocal-sound

W= written form





OEBPS/Image00023.jpg
|5 A robin is a bird par excellence.

[ 6 A turkey is a bird par excellence .





OEBPS/Image00127.jpg
CMT

BT

i A 33 (Domain)”
ZEABEN RENLR . IHFER
J&F & Witz

B M AR B 0 % 7% [ (Mental
Space) ™, J 4§ 48 ¥ #Y) R AT 454 . {6
AR I R GE Y RR HH

BEFEPI A4 LA K P 3 22 (6] A ] R
O B S

A A 5 T8 - A4 A 2 IR
<N 7 A — Al 7 TR

R 46 IR ] B Y 5
3 )

AR« 58 A 7 ) 5 2 2
A2 18] 55 A 2 (] 22 R A 2
B4t

E BRI A B A E WA
SRR

T B ITH A LE HEf
g

S LA i 6 B 0y

T fiff By A By






OEBPS/Image00030.jpg
Levels Conceptual Domains
General Level plant animal garment | vehicle fruit
Basic Level tree dog trousers car apple
Specific Level oak tree |labrador |jeans sports car |Granny Smith






OEBPS/Image00097.jpg
WIEEA  REHES ENER S 1
- - - kith and kin; with might and main
+ - - all of a sudden: in point of fact

+ + = pull X’s leg: tickle the ivories





OEBPS/Image00021.jpg
LEEK. CARROT
ROCCOLI, PARSNIP
CELERY. BEETROOT

AUBERGINE. COURGETTE
PARSLEY. BASIL
RHUBARB

LEMON

GOE Rating
1






OEBPS/Image00096.jpg
D
2)
3)
4)
5)
6)
7)
8)

ab)
(69
(@8]
(¢9)
D
1
(69
[@D)

A i i
= Ik
i
[BY73
PPN
ik
I —
3L %

2) X

2)
2)
2)
2)
2)
2)
[6:4]

[Fi] %
(M=

3)
(&)
(&)
)
(&)
)
(&)
3)

s
&

1 355 5 e
Bk
R
RAY
R

HIRAR

(4)
4)
4)
4)
4
4)
4)
(4)

AN NAbA
fir
LES
T £
IR
R
PG

e iE





OEBPS/Image00099.jpg
S+ Vi

‘ S+ ‘

*+ L

S+ Vit

S +

S+ 5+ OBJ






OEBPS/Image00098.jpg
- e s gt s s [P BENFE S AELBEBIEEL A
%"z’ﬁmg“wﬁﬁ@ﬂm{» Y B RE B





OEBPS/Image00100.jpg
AN ke i
Tom sings

A “filler” At “head”

BT ﬁ]iﬁlsings 15 1A

|rel| gf sbj | [ theta agt |

[ val{[ sem {A}]} |





OEBPS/Image00017.jpg
[A] (schema) = prototype

- - - - - — — — - ——— -

[B] (ﬂinstance) [C] (instance)





OEBPS/Image00018.jpg
C: Schema

A: Prototype |- - - - - - _ —| B: Extension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91.jpg
HAE X P (Frege)

F{E %1t (Tarski, Davidson)

JE ik £ Xy B W E X ¥ w BT 456 (Plato, Aristotle, Mill, 4
T #1 Russell. Peirce. Chase)

o 2 3t 5
%m&x%{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93.jpg
10
[11
L12

We moved the statue from the park to the zoo.
We moved the meeting from Tuesday to Thursday.
The road went/extended from the city to the suburbs.

His speech went/extended from 2:00 to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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